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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谈论战略时，我们在谈些什么

李剑丨文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首席编辑






战
 略是个挺暧昧的词儿。到底该如何理解它呢？

据我所知，我们常把战略与规划、决策、抉择、竞争等说法混在一起。但每当说到战略时，往往又含糊不清或者语焉不详，所以战略在很多人脑海里唤起的形象是不同的：有的以为战略是开辟有吸引力的市场；有的以为是构建核心能力；有的以为是差异化和市场定位；还有的认为是赢得持续性竞争优势。

这些各异的看法和结论，经常让人无所适从，有时还会导致严重的错误。因此，我们有必要想办法对战略进行一些界定，从而使它变得清晰。

本文将介绍4条标准，它们可以帮你更好地认识战略。



攫取与创造，刚性与弹性

事实上，在战略研究之初，其内涵并非十分严谨与确切。大多内容是以波士顿矩阵（BCG Matrix）和SWOT分析为主的一些常识性方法。

这一现象在1979年被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五力模型”彻底改变。彼时波特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了首篇文章《竞争力量如何塑造战略》（How Competitive Forces Shape Strategy），随即点燃研究领域对战略的热情。

接下来，各种战略理论陆续出现。影响力较大有1984年伯格·沃纳菲尔特在《企业资源基础论》（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一文中，提出的战略概念：资源基础理论（RBV）。普拉哈拉德和加里·哈默尔在1990年发表的名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则让RBV理论在企业管理者中流行起来。

再后来，更为热门的战略理论包括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逐渐形成的颠覆性创新理论，以及钱·金和他的合作者在2005年提出的蓝海战略。

理论的综述到此为止。我想说的是，我们无法穷尽理论，要真正了解战略也无须如此。以我的经验，我们其实只需要2条标准就可以把大部分战略归类。之所以提及上述理论，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说明。这2条标准是：


1.你的战略是价值攫取型，还是价值创造型？2.你的战略是刚性，还是弹性？


简单来说，价值攫取型战略的特点是以存量争夺为主
 。比如，让波特一举成名的五力模型，就是典型的价值攫取型战略。五力模型指出的是企业身处五种力量（现有竞争对手、客户、供应商、新进入者和替代品）的博弈。如果想要获得竞争优势，就必须提高对各种外部力量的议价能力和索取能力，让竞争对手或交易对手让渡利润。


价值创造型战略的特点则是以增量创造为主。
 比如，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和钱·金的蓝海战略都是价值创造型战略。它们本质上是在告诉企业一个道理：绕开现有存量市场，去寻求增量，开辟新的需求与市场，从而创造价值。

所以，对于战略的区分，我们首先可以从攫取和创造上来判断。


其次，战略还可以分为刚性和弹性。
 战略刚性的例子是RBV理论。RBV理论和核心竞争力理论认为，企业的核心能力是有价值、稀缺、无法被模仿和替代的，并且它来自企业内部。如此，企业战略的核心应该是发现和构建核心竞争力或战略能力。

RBV理论提供了企业战略的内部视角，但企业在打造核心能力的时候，不自觉会强化自己原有的资源、流程和价值观。如果企业想让自己的核心能力变强，那么它的资源、流程和价值观就不可避免会固化，以致难以撼动并导致战略刚性。在面对技术变迁、行业调整和企业转型时，RBV理论和核心竞争力理论对企业战略就显得适应性不够。

有关战略弹性的例子，我们依然可以回到颠覆性创新。克里斯坦森的理论告诉我们，在位企业或规模化的企业存在无法摆脱的刚性特质，极难创新和转型，因此它们需要通过建立独立的小团队或外部团队来进行创新和价值创造；而那些非在位或规模较小的企业，由于战略弹性较大，更容易调整资源和能力，所以具备灵活性去创新及开拓新市场。

如果同时运用攫取创造、刚性弹性这2条判断标准，你可以很容易区分和判断战略理论，而且理解战略也不会受到太多干扰。此外，你还可以利用这2条标准对一家企业战略有大致的判断，比如腾讯目前的战略应该算是弹性-创造型，而百度的战略则有点像刚性-攫取型。

需要强调的是，战略类型并无好坏之分，它很可能是企业在面临不同内外部环境和资源时所做的选择。像苹果公司早期就是弹性-创造型战略，目前演变成刚性-攫取型战略，但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



更重要的，战略不是什么？

我继续介绍后2条标准，它们的作用是告诉你战略不是什么，而这是人们最容易忽视的：


3.未来是不确定的；4.一定与收入有关。


商业世界恐怕只有一条不变的真理：未来是不确定的。如果你以为战略能够消除不确定性和风险，那么很可能从一开始就错了。

既然未来是不确定的，那么战略就不是规划、预算，或者现有的理论。
 规划的步骤一般是这样的：先提出宏大的目标，然后设计具体方案，最后分析项目的财务可行性。但是，这种规划依然是在企业预算之内做出的决策，因此它不会对企业现有的资源和思维产生足够的挑战。换句话说，它依然是确定性现状的延伸。

假如某个咨询公司的战略顾问拿着200页的报告对你说，未来5年的战略已经帮规划做好了，拍胸脯说照做就行了，基本上你可以让他走人。如果企业内部某位战略委员会的高管，总在跟你讲与预算有关的内容，那他肯定也是不合格的战略制定者。

战略也不可能来自现有理论。任何已知理论，可以作为参考，但千万不能把它当作你的企业战略。因为已知理论被总结出来后，它就成为确定性的知识，确定性的东西无法应对不确定性的未来。好的战略一定是在已知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并融合了企业自身的商业实践。

罗杰·马丁说：“真正的战略抉择必然包含恐惧和不安。如果你对自己的战略很有把握，那它很可能有漏洞……为制定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做艰难抉择，甚至下赌注。”



最后，战略一定与收入有关。
 德鲁克说，企业的唯一目的就是创造顾客，我觉得这句话用在战略上同样合适。战略制定最紧要的任务是：想办法争取并保留更多客户，并且创造价值。


因此，战略不是运营效率、成本管理和技术创新。
 运营效率的作用是让企业的一系列基本运营活动变得更好，比如更好地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交付产品或服务，但它并不能确保企业找准顾客以及创造价值；成本管理是为了精确规划和控制成本，管理者也许认为只要压低成本，就能开辟新市场，但结果往往事与愿违；技术创新或许可以为企业带来赞誉或奖励，但是真正战略是价值创新，而不仅仅是技术创新。

归纳起来，企业拥有的资源或能力本身，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收入。客户只有觉得有价值才会购买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而且，市场环境永远充满不确定性，不可能完全为企业掌控。

战略要解决就是这些问题，而不是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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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离战略的舒适陷阱

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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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对自己的战略很有把握，那它很可能有漏洞。战略思考的正确方法是：扼要地考虑企业实现目标所需条件，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评估成功的可能性。






管
 理者都深知战略的重要性；然而，战略迫使他们面对难以捉摸的未来，这让人恐惧。更糟的是，选定某个战略意味着放弃其他可能性，而错误选择可能毁掉他们的职业生涯。

面对战略决策困局，出于避险本性，管理者往往依赖熟悉的工具，计算出企业发展方向。为提高市场份额或打入新市场，他们往往花数周甚至数月时间详细筹划，估算企业应对各项资产和能力投入多少，并测算长期成本和收入。如此一来，所有人都踏实多了。

这种战略制定方式非常糟糕。管理者或许能借此克服前途未卜的恐惧，但真正的战略抉择必然包含恐惧和不安。如果你对自己的战略很有把握，那它很可能有漏洞：你可能陷入了“舒适陷阱”。笔者将在下文探讨这些陷阱。为制定真正的战略，领导者需要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做艰难抉择，甚至下赌注。制定战略的目标是增大成功几率，而非完全消除风险。

战略制定远不止进行殚精竭虑的数据和模型分析，好战略绝非某种看似万无一失的解决方案。战略思考的正确方法是：扼要地考虑企业实现目标所需条件，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评估成功的可能性。如果达到这种认识，管理者或许能跳出“舒适陷阱”，真正进行战略思考。



舒适陷阱1：用“规划”代替“战略”

制定发展计划时，管理者通常并不正面考虑企业必须舍弃什么，不会挑战现有思维框架
 。

“战略”几乎总与“规划”连用，“战略规划”一词似乎既概括战略制定过程，又表示其成果。做规划是一项相对轻松愉快的工作，因此人们不自觉地用“规划”代替了“战略”。

“战略规划”大同小异，通常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企业愿景或使命宣言，提出高远宏大的目标。第二部分列出新品上市、区域扩张、厂房建设等具体方案，配合企业目标实施。这部分内容一般非常详细冗长，而它的长度取决于企业的承受力。

第三部分具体分析各项目的财务指标，将其保持在年度预算框架内。战略其实只是预算的一个更光鲜的版本。为显示“战略眼光”，战略规划通常预测未来5年的财务指标，但管理者往往只关注第一年的目标，致使长期战略沦为镜花水月。

这种“战略规划”或许能帮企业完善预算，但远称不上真正的战略。制定发展计划时，管理者通常并不正面考虑企业必须主动舍弃什么，因此不会挑战现有思维框架，导致企业局限于现有资源。

错把规划当成战略，是管理者经常落入的陷阱。董事会的职责本是监督管理者的战略决策，可董事们也犯这样的错误：他们中大多数毕竟来自管理层，知道战略决策的风险远高于制定计划。相比长期战略目标，华尔街也对确定性高的短期目标更有兴趣，分析师会拿放大镜研读上市公司计划书，评估其能否完成季度目标。



舒适陷阱2：成本导向思维

成本属于企业相对可控的因素，易于规划，善于此道的管理者就容易落入第二个陷阱：成本导向思维。企业的大部分成本来自购买行为，它能自主决定雇多少员工、租多大办公室、购买多少设备、投放多少广告等。企业有时会像普通消费者一样，停止购买某种产品和服务，因此连遣散费和停工损失也在可控范围内。当然也有工资税和公共服务费等少数例外，但这些来自外部的成本只占总成本的一小部分，且间接可控：例如企业可以通过调整雇员人数来调整工资税支出。

企业能相对精确地规划成本，因此思考成本对管理者而言相对轻松。成本规划当然非常重要，很多企业就是因为成本失控受到重创。但很多习惯成本导向思维的管理者，会将熟悉的成本规划方法套用到收入分析上。因此在企业计划和预算中，成本和收入规划方式大体相同，管理者必须大费周章预测每个销售员、每款产品、每条渠道、每个区域贡献的收入。

如果收入未达预期，管理者会感到困惑，甚至精神受挫。“哪里没做好？”他们自问，“我们花了上千小时做规划。”

为何收入规划准确度不及成本规划？原因很简单：企业能够控制成本，但收入多少取决于客户。只要不是在极少数垄断市场，客户都可以自由做出购买决策，他们可以购买你的产品，或者购买竞争对手的产品，甚至什么都不买。管理者自欺欺人地以为收入尽在掌控之中，但客户的购买决策既不可知又不可控，因此任何收入规划和预测都可能有不切实际的成分。

当然，手握长期合同的企业更易规划短期收入。例如商业信息提供商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的收入主要来自长期订阅费，惟一不确定的是用户数量变化。类似的，波音这样手握大量未交货订单的企业，能更准确地预测收入，但波音787“梦幻”客机接连出现技术故障也让它失去一批早已谈妥的订单。因此最终决定企业收入的是客户。

问题的核心是，收入的可预测性与成本的可预测性相去甚远。计划做得好，不等于收入会如期而至。详细的收入规划是对战略制定者的干扰。战略制定最紧要的任务是：想办法争取并留住更多客户。



舒适陷阱3：封闭的战略框架

第三个陷阱最为隐蔽。很多管理者成功避开规划和成本导向思维陷阱，却在尝试真正构建战略时落入了这个陷阱。制定和描述公司战略时，大多数管理者会借鉴经典理论框架；不幸的是，两种最流行的战略理论可能导致企业局限于可控资源，走向封闭。

在1978发表于《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
 ）的一篇有影响力的文章中，亨利明茨伯格提出了“应急战略”（emergent strategy）概念，将其与“预定战略”（deliberate strategy）区分开来；在1994年大获成功的《战略规划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Strategic Planning
 ）一书中，明茨伯格向学术圈外的商界读者普及了这一概念。与预定战略不同，应急战略并非精心筹划的产物，而是体现企业对市场环境变化的即时反应。

明茨伯格的观点简洁有力。他观察到，管理者高度精细和技术化地制定计划，时常高估自己预测未来的能力。通过区分预定战略和应急战略，明茨伯格告诫管理者，计划必须跟上变化。他指出，如果竞争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固守原有战略将十分危险。

明茨伯格的建议显然很有道理，值得所有明智的管理者采纳。然而大多数管理者曲解了明茨伯格的原意，以“应急战略”名义堂而皇之地宣称，由于环境动荡不安、难以预测，在未来足够清晰之前做战略抉择都没有意义。这种解读受欢迎的原因很简单：管理者无需面对未知和不可控的外部环境，不必战战兢兢地作决定。

细究之下，这种观点无法自圆其说：如果说未来不确定性太大，无法做战略决策，那么管理者判断“确定性”的依据是什么？如何界定“未来足够清晰”，从而把握决策时机？很明显，推论的前提无法成立：无论何时，未来都不完全可预测。

“应急战略”于是沦为逃避艰难决策的借口，见风使舵的快速模仿者和固步自封的企业管理者对此十分受用。一味模仿竞争者的策略，企业永无可能创造独特、有价值的竞争优势。这绝非明茨伯格本意，但他的思想客观上将管理者诱入舒适陷阱，导致了这样的现实。

明茨伯格发表关于应急战略的文章6年后，在1984年的《企业资源基础论》（A Resource-Based View of the Firm
 ）一文中，伯格沃纳菲尔特（Birger Wernerfelt）推出了另一个大受欢迎的战略概念：资源基础理论（RBV）。真正让RBV理论在企业管理者中流行起来的，则是普拉哈拉德和加里哈默尔1990年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名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

RBV理论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是有价值、稀缺、无法被模仿和替代的能力。如此，企业战略的核心似乎就是发现和构建“核心竞争力”或“战略能力”，这是企业可以掌控的。RBV理论迎合了管理者对确定性的渴望，它的流行也就可以理解了。任何企业都可以把自己的某种资源标榜为“核心竞争力”，无论是销售团队、软件研发实验室，还是分销渠道；管理者自信满满地对这些能力加大投入，认为只要合理规划可控资源，企业就能成功。

问题是企业拥有的资源或能力本身，并不能直接转化为收入。客户只有觉得值才会掏钱，而市场环境永远充满不确定性，不可能完全为企业掌控。管理者当然更喜欢谈论可控资源和可构建的能力；如果未获得预期中的成功，那么错都在反复无常的客户和不可理喻的竞争者。




大机会，坏战略

在多数行业中，企业宁愿分得大蛋糕的一小块，也不想要小蛋糕的一大块，原因是前者增长潜力更大。这种想法有一定道理；但很多时候，企业面前的机会越大，战略反而越糟。如果市场很大，何必费心找准客户、创造价值？既然遍地商机，赶紧出去卖吧。

但如果潜在客户很多，企业就很难找准目标客户并真正了解其需求，导致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不具备独特价值，销售团队目标不清晰。这时企业亟需理清思路，做战略决策。

如果你面前有一个巨大的增长机会，最好一步一步来：首先找准目标客户群，然后果断下手，占领细分市场后再寻求扩张。





跳出陷阱

客户购买决策直接影响企业收入，企业必须将战略重点放在争取更多客户上
 。

落入舒适陷阱的企业具有明显的共同特征（参见后文《你是否落入舒适陷阱？》

 ）。在这些企业，董事会对战略部门的工作很满意，花很多时间审批战略规划；董事会和管理层会议更重视降低成本，而非创造收入；财务指标与核心业务是讨论重点，客户满意度尤其是市场份额情况则不够受重视。

如何跳出舒适陷阱？既然追求舒适安稳是人性的一部分，战略制定者必须严格约束自己，遵循下述三条基本法则，学会时刻保持警觉。舒适陷阱总在诱惑你，因此实践这些法则并非易事。遵循法则并不能确保卓越，但你的战略至少不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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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落入舒适陷阱？

有可能

你有庞大的战略规划团队。

除了利润，你最重视的业绩指标与成本、企业能力相关。

战略由规划团队向董事会汇报。

董事会要求管理层提供证据，证明战略能成功。

也许没有

就算你有战略规划团队，它也很小。

除了利润，你最关注的业绩指标是客户满意度和市场份额。

战略主要由直线管理者向董事会汇报。

董事会要求管理者详述战略风险。

（返回阅读原文
 ）






法则1：明确战略重点。
 客户购买决策直接影响企业收入，因此必须将战略重点放在争取更多客户上。只有你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让客户感到超值，他们才会掏钱。想争取更多客户，必须做对两个战略决策：一是找准目标客户群，二是确定如何为客户提供超预期价值。在目标客户群之外，其他客户可能对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一无所知；一旦企业和客户建立联系，客户购买决策将取决于企业提供的价值。

战略决策完全可以用日常语言说明白，一页纸就足够。如果能聚焦于找准客户和创造价值这两个决策，企业就不再需要冗长的计划书，战略制定更接地气，管理者将避开舒适陷阱，正视企业面临的挑战。


法则2：承受战略风险。
 管理者总以为战略应像成本规划一样精确、臻于完善，但战略更关注未来收入而非成本，面对的不确定性因素更多，因此完美无缺的战略并不存在。战略无法消除风险，最多只能提高成功几率。若想勇敢做出战略抉择，管理者必须首先接受这一事实。

公司高层必须明确，战略某种程度上是赌注。董事会询问管理层是否对战略完全确定，监事要求管理者证明决策合理，都可能妨碍战略制定。管理者希望掌控未知的世界，但游戏规则不是这样；如果不能接受现实，他们仍将用规划代替战略，并为不尽人意的业绩找出一长串借口。


法则3：廓清战略逻辑。
 若想提高决策成功率，惟一靠谱的方法是检验战略思考的逻辑：关于客户、行业格局演变、竞争和企业核心能力，你的预设是什么？人总会在头脑中篡改历史，以为事态就是按照预期演变的；押宝某个战略时记下你对自身和外界的基本判断，有助于事后还原决策过程。通过对比实际情况和预设，管理者能迅速找出战略失当的原因，进行应急调整。学着严格审视战略的合理与不合理之处，管理者将提高战略决策水平。

实践这三条法则，管理者将克服对战略决策的恐惧。这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好事：对自己的战略过于自信的企业，可能留意不到市场环境的关键变化。

本文主张，以规划代替战略、成本导向思维和对核心竞争优势的执迷是战略决策者的危险陷阱。成本管理和能力构建当然是企业运营的核心：正确的战略会为企业带来收入，规划、成本控制和企业能力则将收入转化为利润。然而，如果管理者不能有意识地克服人性弱点，向未知世界迈出关键的一步，真正的战略思考将永远被遮蔽。如果安于现有战略，那么你很可能还没迈出那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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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丁是多伦多大学洛特曼商学院教授、前院长。他与宝洁公司董事长兼CEO雷富礼（A. G. Lafley）曾合著《战略制胜》（Playing to Win: How Strategy Really Works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2月刊。





增刊：成功避开战略“陷阱”



《蓝海战略》两位作者10年后盘点实践误区

红海陷阱

Red Ocean Traps

W.钱·金（W. Chan Kim）

勒妮·莫博涅（Renée Mauborgne）|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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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草间弥生


艺术作品：Dots Obsession
 　年代：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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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辟新市场的时候，鲜有公司取得卓越成效，本文两位作者认为管理者固有的心智模式在作怪。这些管理者把开辟市场战略误以为：以顾客为中心、利基战略、技术创新、创造性破坏、差异化和低成本战略。






数
 十年来，美国公司的表现每况愈下。根据德勤里程碑式的“变换指数”（The Shift Index）研究，美国上市公司的资产总回报不足1%，是1965年的四分之一。随着市场能力从公司转移到消费者，全球竞争加剧，几乎所有行业的管理者都面临来自业绩的严峻挑战。为扭转颓势，他们在制定和执行战略时需要更多创造力。但实现长久成功不能只靠竞争力，创造新需求和开辟及捕捉新市场的能力同样不可或缺。

开辟新市场能获得巨大回报。以苹果和微软为例，15年来苹果实施了一系列成功的新举措，推出了iPod、iTunes、iPhone、iPad和App Store。从2001年推出iPod到2014财年结束，苹果的市值飙升超过了75倍，销售额和利润也呈爆炸式增长。而同期微软的市值仅上升了3%，一开始微软的收入是苹果的6倍，现在只有苹果的一半左右。微软80%的盈利仅依靠两项老业务——Windows和Office，并未有开辟新市场的举措，为此微软已经付出了沉重代价。

可以肯定的是，公司知道开辟新市场的重要性，领导者也为之投入大量资金和精力。问题是，鲜有公司能取得卓越成效，障碍到底在哪里？

在《蓝海战略》一书首版后的10年内，我们和很多执行开辟新市场决策的管理者进行了交流。他们所分享的成败得失，让我们发现了一个阻碍成功的普遍因素——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对世界运行方式固有的主观判断和看法。尽管心智模式存在于人们的认知意识中，但对选择和行为具有重大作用，以至于很多神经系统科学家将心智模式视为人们在面对变化时的一种自动反应。

心智模式有可取之处。危急时刻，强有力的心智模式能助你作出关键求生抉择。我们对管理者运用的稳健心智模式没有异议。这些心智模式源于学校学习以及多年的商海实战经验，让他们能更好应对竞争。在和管理者的访谈中，我们发现，他们用来处理现有市场空间的那些心智模式，有损其开辟新市场的能力。

我们在研究和讨论中遇到了植根于管理者心智模式中的6大突出主观臆断，将之定义为红海陷阱。
 “红海”指公司陷入残酷市场争夺战的狭小空间，红海中的陷阱让管理者止锚不前，无法驶入蓝海，无法拥抱前所未知、无人争夺、潜力广阔的新市场空间。6大红海陷阱中的前两种源自对营销的臆断，尤其是对顾客导向和利基市场的误判；中间两种出自技术创新和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经验教训；最后两种与认为差异化和低成本不可兼得的竞争战略有关。接下来我们将在本文中逐一详细讨论这6大陷阱，看看它们如何阻碍公司开辟新市场。




把非顾客变成顾客能够带来增长。为使顾客更满意，索尼聚焦于改善电子阅读器的清晰度。但亚马逊的Kindle却把非顾客的主要担忧放在第一位（可选书目太少），最终亚马逊获胜。


陷阱1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以顾客为中心

开辟市场战略的核心是创造新需求，取决于将非顾客（noncustomers）转变为顾客。例如Salesforce.com炙手可热的CRM（客户关系管理）软件，就赢得了那些原本拒绝CRM软件的中小企业，从而开辟出新市场。

问题出在管理者，尤其是那些营销领域的领导者总认为，顾客是上帝。这本在情理之中，但他们过于轻易地下论断：开辟新市场的战略以顾客为导向，因此条件反射般聚焦于现有顾客，绞尽脑汁取悦他们。

此举对开辟市场收效甚微。公司需将焦点转移到其他人身上，弄清他们为什么拒绝接受自己的产品。这些人对突破行业边界的痛点最有发言权。对比之下，聚焦现有顾客虽能促使公司拿出比竞争对手更好的解决方案，但也意味着公司囿于红海之中。

以2006年索尼推出的便携式阅读器（Portable Reader System）为例，索尼想用此款电子阅读器获得更多顾客支持，开辟新的读书市场。为实现目标，索尼从现有电子阅读器的顾客体验入手，发现他们对目前产品的尺寸和屏幕清晰度并不满意。因此索尼推出了轻便且屏幕清晰度高的产品。尽管媒体和顾客对该产品评价颇高，但PRS还是输给了亚马逊的Kindle，因为PRS没能吸引大量的非顾客；他们拒绝电子阅读器的主要原因并非产品尺寸或屏幕，而是因为没有值得一读的内容。没有丰富的图书标题选择以及简便的下载方式，非顾客宁可选择纸质书。

2007年推出Kindle时亚马逊意识到这点，提供了4倍于PRS的书籍数量，并且在无线环境下载便捷。推出6小时后，首批Kindle便被抢购一空，纸质书顾客很快开始使用电子阅读器了。索尼成功取悦了电子阅读器顾客，但Kindle在购书人群的市场占有率从2008年的2%提高到2014年的28%。目前Kindle提供的电子书数量超过了250万部。




利基营销有风险。达美航空的Song航班瞄准时尚职场女性，细分市场过于狭小，导致业务无法持久。但Pret A Manger通过“去细分化”，发掘共性，赢得了不同类型的顾客，因此打开了新的市场局面。


陷阱2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利基战略

营销工作看重的一点是：尽可能细分市场，以识别和捕捉利基市场。尽管利基战略通常十分奏效，但在现有空间中发现利基市场和开辟新市场完全是两码事。

2003年达美航空推出名为Song的子公司，意在瞄准细分乘客，开辟低成本航空新市场。Song以时髦职场女性为目标，认为她们的需求和偏好有别于其他商旅人士以及大多数航空公司的目标顾客。此前，没有任何一家航空公司瞄准这一群体。针对社会地位上升的职业女性进行了多次专题小组讨论后，达美制定出计划：提供有机食品、定制鸡尾酒以及各种娱乐选择，还有配备弹力健身带的机舱免费健身项目；此外，空乘制服为轻奢品牌Kate Spade。该战略可能成功填补了市场空白，但职场女白领的细分市场实在太小，即便定价合理，也难以为继。推出仅36个月后，Song于2006年4月停运。

成功的新市场开辟战略不会纠缠于细分市场，而是通过寻找不同顾客群的共性，激发出更广泛的需求。英国连锁餐饮店Pret A Manger研究了三种不同的购买午餐人群：下饭馆的上班族、快餐爱好者和打包外卖族。虽然这三类人群差异很大，但他们有三大共性：希望午餐新鲜健康、快捷且价位合理。这些洞察让Pret A Manger了解到，可以创造颇具竞争力的新市场，满足他们的潜在共同需求。该餐饮店推出了高品质三明治，每天精选食材、现做现卖，生产速度超越快餐厅，配送一气呵成，价位合理。如今，Pret A Manger已运营了近30年，依旧从其开辟的市场中获利颇丰。




技术创新不一定能开辟新市场，赛格威代步车是一大惊人发明，但却从未赢得广泛顾客群。开辟新市场的是价值创新，而非技术创新。


陷阱3

误以为技术创新是开辟市场战略

研发和技术创新被广泛视为市场开发和行业增长的关键引擎，管理者便理所应当地认为，发现新市场需要同样引擎。但现实是，开辟市场并非一定需要技术创新。澳大利亚的黄尾袋鼠葡萄酒（Yellow Tail）开辟新市场没有依靠任何高新技术，只是打造了轻松愉悦、适合大众的葡萄酒。类似的成功案例还有星巴克和太阳马戏团。即便是那些有技术深度参与的成功市场开辟者，比如SalesForce.com、财产出租管理软件Intuit Quicken和打车服务商Uber，也并非是因为技术才取得成功。这些产品和服务成功的关键是：易用、有趣和高效，因此令人爱上它们；为这些产品特色提供服务的技术则不会被顾客记住。

请看2001年问世的赛格威代步车（Segway Personal Transporter），作为世界上首款智能平衡个人代步工具，它当然算是技术创新，而且操作简便。蹬上代步车，身体前倾前进，后倾后退。这一工程学奇迹是当时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大多数人却不愿意花上5000多美元购买它，因为用起来太麻烦。在哪儿停车？怎么在汽车上携带？在哪儿使用，人行道还是行车道？能否将其携带上公共汽车或火车？尽管赛格威计划在推出6个月后实现收支平衡，但销量却远低于预期，2009年公司以被收购告终。并非所有人对这一结果都感到惊讶。产品甫一问世，《时代》周刊一篇关于赛格威发明者狄恩卡门（Dean Kamen）的文章便敲了一记警钟：“任何技术人员都难于接受的真相之一是，商业的成败很少取决于其所应用技术的好坏。”

价值创新，而非技术创新，是开辟新市场并引人注目的动力。成功的新产品或服务，靠的是在生产率、简洁性、易用度、便利、趣味性以及环保等要素上有所突破。如果公司误以为开辟市场靠的是技术创新，就容易用力过猛，推出过于奇特、复杂诸如赛格威之类的产品，这些产品明显与周围大环境格格不入。技术创新即便为公司赢得了赞誉，获得了科技发明奖项，却无法开辟新市场，这些失败的例子屡见不鲜。



陷阱4

误以为创造性破坏是开辟市场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创造性破坏理论是创新经济学的核心。当一项新发明取代旧技术、现存产品或服务时，会产生创造性破坏。例如，数码摄影将胶片摄影完全抹杀，建立了新准则。根据熊彼得的框架，旧技术会不断地被新技术破坏。

但开辟市场是否总意味着破坏？答案是否定的。非破坏性创造也能够开辟市场，在不替代现有产品或服务的基础上创造新需求。比如万艾可（Viagra）就创建了全新市场。万艾可并没有取代任何旧技术，或者现有产品或服务。但它却找出了诸多男性私人生活中遭遇的一大困扰，率先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小额信贷业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是另一例证。可见很多开辟市场的行动并不具破坏性，因为它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解决方案。社交网络和众筹类企业亦是如此。即使开辟市场时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非破坏性创造起的作用往往超过人们的预期。例如，任天堂的Wii游戏机，与其说取代了目前的游戏系统，不如说对其进行了补充。因为Wii吸引了此前不玩电子游戏的低龄人和老年人。

将开辟市场和创造性破坏混为一谈不仅令公司丧失一系列机遇，而且对开辟市场战略带来阻力。现有公司的员工通常不喜欢创造性破坏或颠覆性等观念，因为其威胁到了他们目前的地位和工作。因此，管理者往往通过限制资源、增加不必要的日常开支、不与新项目人员合作等方式，暗中阻挠公司开辟市场。因此，市场开辟者及早破解这些阻碍至关重要，一定要澄清项目属于非破坏性创造。




为开辟新市场，不能将价值和成本视为权衡关系，黄尾袋鼠葡萄酒以低成本提供高价值，大获成功。


陷阱5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差异化

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公司倾向在经济学家定义的“生产率边界”（productivity frontier，在既定成本下，运用最佳技术、资源等所能创造的最大价值）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差异化是公司在生产率边界上的战略定位，通过提供价值溢价从竞争者中脱颖而出，但往往以更高成本和价格为代价。我们发现很多管理者以为开辟市场就是实现差异化。

事实上，开辟市场行动打破了价值成本权衡（Trade-off），意味着同时追求差异化和低成本。黄尾袋鼠葡萄酒、Salesforce.com和相应竞争者当然有差异，但它们的成本也很低廉。开辟市场行动是“兼得”战略，而非“二选一”。意识到这点很重要，因为当公司误把开辟市场当作差异化时，它们往往聚焦于如何出类拔萃，忽视了如何做减法才能削减成本。因此它们非但没能打开自己独有的新市场空间，反而沦为现有市场中的落后者，陷于劣势。

BMW在2000年推出的C1摩托车，意在开辟城市交通工具新市场。欧洲城市的交通情况越来越糟，人们浪费了太多时间在驾驶汽车通勤上。因此，BMW想推出解决高峰拥堵问题的新交通工具。C1是一款面向高端市场的两轮小型摩托车，有顶篷和带雨刷的挡风玻璃。BMW还投巨资在C1的安全性能上，4点安全带系统能将驾驶者牢牢固定在座位上，车体包括铝合金防滚架、一对齐肩高的翻车保护杆，前轮部位还有防撞缓冲区。

上述种种配置让C1造价不菲，其售价在7000到1万美元，远超出了普通摩托车3000到5000美元的范围。尽管C1在摩托车市场中鹤立鸡群，却没能像公司预想的那样，开辟出一片新市场。2003年夏天，BMW宣布，C1因未达到销售预期而停产。




不能为了节约成本牺牲差异化。Ouya的产品价格低，但性能不佳，不能满足移动使用，没能成功开辟新市场。


陷阱6

误以为开辟市场战略是低成本战略

与陷阱5恰恰相反，陷阱6中的管理者认为，他们只要压低成本，就能开辟新市场。当公司将开辟市场战略等同于低成本战略，便会侧重于从当前产品中剔除和减少内容，忽略了改善和创造更多产品价值。

低价游戏机制造商Ouya就是陷阱6的一个受害者。2013年6月，当Ouya开始出售产品时，索尼、微软、任天堂等强劲对手也在提供连接电视屏幕的控制台和提供高品质游戏体验的手柄，价格从199美元到419美元不等。由于当时市面上没有低价控制板，很多游戏玩家习惯使用手持设备，或连接电视屏幕的廉价移动设备。

标价99美元的Ouya游戏机意欲把握高端控制台和移动手柄中间的市场。Ouya主打低成本、资源开放的“微型控制台”，电视屏幕显示效果不错，还提供很多免费游戏。尽管大家对这款简便低价的控制台评价颇高，但Ouya拥有的高品质游戏资源不足；而且为了节约成本，Ouya还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3D强度、高清动画、处理速度等传统游戏特色。同时，Ouya缺乏移动游戏设备的鲜明优势，即随时随地可以玩游戏的实用特性。现在这家公司正在寻找被收购的机会，很大程度上因为其坐拥富有才干的员工，而非控制台业务本身，但目前还没有进展。

再次重申，我们的观点是，开辟市场战略需要兼顾差异化和低成本。在这一框架下，创造新市场空间的定价参照不是行业内竞争，而是非顾客目前使用的他择品（alternatives，包括功能与形式都不同而满足客户相同需求的产品和服务）和替代品。相应地，不一定非要从行业低端开辟新市场，太阳马戏团、星巴克和戴森（Dyson，无线真空吸尘器）都是从行业高端实现了开辟新市场。

即便有些公司开辟低端市场，在购买者眼里，它们的产品也明显与众不同。例如西南航空和斯沃琪（Swatch）手表。西南航空友好、快捷、胜似地面运输的空中体验，以及斯沃琪时尚有趣的设计，都是既卓尔不群又成本低廉的代表。

上述红海陷阱呈现的方式，并非坏战略或错战略，它们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顾客导向能改善产品和服务，而技术创新是市场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键推动力；类似地，差异化或低成本是有效的竞争战略。但这些方法却都不是开辟市场的正确之道。如果用它们来推动投资巨大的市场开辟项目，可能会像文中那些例子一样，投资血本无归，以失败告终。如果心智模式和臆断偏离了开辟市场的战略目标，你就需要对其提出挑战、质疑并进行重构；否则，红海陷阱在等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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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钱·金和勒妮·莫博涅是英士（INSEAD）国际商学院战略和管理学教授，也是英士蓝海战略研究院的联合主管。继《蓝海战略》首版发行10年后，2015年两位作者又推出了扩展版，详见网站www.blueoceanstrategy.com
 。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3月刊。





增刊：成功避开战略“陷阱”



战略执行5大误区

Why Strategy Execution Unravels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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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的战略执行力是公司高管面临的头号挑战。然而，领导者在战略执行的认知上却存在5大致命误区。高管时常将缺乏执行力归结于缺乏战略一致性和业绩奖励机制不完善。但事实却恰恰相反。通过对5大误区的自查，那些受困于战略执行的高管们或许能找到自身问题的症结。






自
 迈克尔波特在20世纪80年代的奠基之作问世以来，战略的清晰定义已广为人知。但如何把战略转变为成果，世人仍知之甚少。关于战略的著作在数量上远超战略执行的著作。而在为数不多的战略执行著作中，最常见的就是对战术的描述，或是对单一案例进行概括。对于战略执行，我们到底了解多少？

战略执行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最近一次全球400位CEO参与的调查发现，无论在亚洲还是欧美，卓越的战略执行力是公司高管面临的头号挑战，其排名超过了创新、地缘政治稳定性和总收入增长。我们都知道执行有难度，很多研究发现，三分之二到四分之三的大公司在执行战略时阻碍重重。

9年前，本文作者唐纳德苏启动了一项大规模研究，目的是了解结构复杂的公司如何能更有效执行战略。研究包括在250家公司中（见后文《关于本研究》

 ）对近8000名管理者进行的40项实验。该研究尚未完结，但已获得不少宝贵成果。最重要的一点是：几大关于战略执行的普遍认识完全错误。我们在本文中指出了五大战略执行的致命误区，并对其一一进行修正，希望能帮助管理者更有效地执行战略。



误区1

战略执行等于战略一致性

过去几年里，我们让上百家公司的高管在进行调查前描述了公司如何执行战略。高管们的回答大同小异，常见步骤是：将战略转化为目标，将目标自上而下传达到公司各层级，衡量进展，奖励业绩。当被问及如何改进执行时，高管们提到了目标管理（MBO）和平衡计分卡（balanced scorecard）等工具。这类工具促成战略和行动在各层级间达到一致。在管理者看来，战略执行等同于战略一致性，因此如果该过程中出现了哪怕一个差错，就意味着公司每个层级在建立战略与行动联系的过程中都会出问题。

尽管存在这一风险，但事实表明，我们研究的大多数公司在战略一致性方面做得不错。对战略一致性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彼得德鲁克提出的“目标管理”概念。从那时起，我们开始了解如何达成战略一致。我们的研究显示，如今的公司普遍建立起了完善的体系。超过80%的管理者表示，他们的目标数量有限、具体明确、可以衡量，而且支持目标的资金也很充裕。如果大多数公司在战略一致性方面没有问题，为什么依然觉得执行战略十分艰难？

为寻找答案，我们询问了受试者对公司里其他人兑现承诺的信赖程度。这一指标能有效反映出公司中事项的完成情况（参见《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2007年4月刊《承诺式管理：执行力之精髓》(Promise-Based Management: The Essence of Execution
 )一文
 ）。84%的管理者表示，任何或大多数时候，能够信赖他们的老板或直接下属。德鲁克如泉下有知，定然对这一结果倍感欣慰，但它依旧没能揭示战略执行上存在的问题。当跨职能和跨业务部门作答时，答案才逐渐清晰。仅9%的管理者认为，他们一直信赖其他职能和业务部门的同事；在大多数时候，只有一半管理者表示其他职能部门同事可靠。也就是说，其他部门的同事和公司外部合作方，比如分销商、供应商等的可靠度相差无几。

当管理者无法依靠其他职能和业务部门同事时，本职工作就会出现一系列问题，从而损害执行力。他们会做无用功、无法向顾客兑现承诺，延误交期，或与好机会失之交臂。跨部门合作不畅还会导致各职能和业务部门间产生冲突，而且这些冲突十之八九得不到妥善处理。38%的冲突经过长期拖延才得以解决；14%的冲突很快得到解决，但效果很差；而12%的冲突被搁置，任其恶化。

即便如此，如研究所示，管理者们还是把战略执行和一致性混为一谈。当被直接问及跨部门协调的重要性时，他们都对此表示认可。但在被问及战略执行的最大挑战时，有30%的人提到了跨部门合作不利，仅次于战略一致性差（40%的人）。管理者们还说，因其他部门支持不足造成业绩不佳的可能性，是本团队内失误造成不理想业绩可能性的3倍。

尽管大多数公司的流程能有效自上而下纵向推行目标，但缺乏确保部门间交叉工作畅通无阻的利器。我们的调查中，超过80%的公司具有一个以上跨部门管理体系，形式包括跨职能委员会、服务级协议、直属总部的项目管理办公室等。但只有20%的管理者认为所有或大多时间内这些体系行之有效。过半数的人希望协调跨部门工作的流程能更加有章可循，这一数字比认为应改善目标管理的人数多一倍。



误区2

执行等于遵守计划

制定战略时，很多高管会规划详细路线图，具体到每个人何时各自负责做什么，需要哪些资源等。战略规划确实遭遇了很多额外批评，但战略规划和制定预算一起，构成了很多公司的中流砥柱。贝恩咨询公司定期追踪全球大公司管理工具的使用情况；该公司调查显示，战略规划向来高居管理工具榜首。在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战略规划和作出相应预算之后，高管将偏离规划视为缺乏纪律性，造成执行不利。

遗憾的是，正如甘特图（Gantt chart：也称条状图，以线条表示在一定时间里计划和实践完成情况——译者注
 ）在现实中会失灵，任何计划都赶不上变化。而这些变化可能成为达成战略目标的助力或阻力。各层级的管理者和员工都需要随机应变，克服意外挑战，把握稍纵即逝的机遇。我们定义的战略执行，是要在保持与其他部门工作协调的前提下，抓住能成为战略助力的机遇。当管理者拿出富有创意的解决方案，来应对突发问题或把握意外机遇时，并非要扰乱规划的执行；相反，他们将执行力发挥到极致。

随时调整规划需要公司反应敏捷。我们调查的公司中，缺乏应变能力是阻碍执行的一大障碍。当被问及公司在未来几年内执行战略将面临的最大挑战时，约三分之一的管理者提到了适应多变市场环境方面的困难。这倒不是说公司没有去努力适应。在过去，只有十分之一的管理者意识到这一问题。多数公司要么反应太慢，以致与机会失之交臂或是无法防患于未然（29%）；要么过于强调反应速度，却偏离了公司战略（24%）。正如管理者们在跨部门协调中需要更有效的制度，他们在适应变化的进程中也应更加有条不紊。

资源配置看似是简单的解决方案，对执行力的重要性更是无庸置疑，但这个词本身就具有迷惑性。在多变市场中，资金、人力和管理精力的分配不可能一成不变，需要随时调整。根据麦肯锡的研究，在部门间随时积极调整资本开支的公司，股东获得的回报比那些无法及时调整资金的公司平均高出30%。

除了避免“一次性”配置资源的陷阱外，管理者还应持续关注资金、人力资源和精力再分配后的流动情况。我们从公司样本中发现一大规律：资源常常滞留在效率低下的用途上。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管理者认为，他们的公司将资金及时用在了刀刃上。调整人力资源的情况更不乐观，只有20%的管理者表示，其公司有效地在部门间进行员工调度，以满足战略优先选项。其他参与者则表示，他们的公司很少跨部门调度员工（47%）；或者调度不成功，对其他部门造成困扰（33%）。

公司也未能适时缩减投资。80%的管理者说，公司没能及时退出夕阳产业或放弃无望的新项目。退出失败明显浪费了本应可以重新配置的资源，有损战略执行。但退出不及时对执行的损害更加隐蔽：高管的过多时间和精力用在了希望渺茫的业务上，他们让很多人才为了无可救药的项目鞠躬尽瘁。苦撑数年后这些项目仍难逃倒闭命运。高层在泥潭里挣扎的时间越长，中层的信心就越脆弱，而中层恰恰在战略执行中起骨干作用。

但也要给管理者提个醒：随机应变并不是在管理之路上心猿意马的借口。我们也发现，很多公司取舍新机遇时，在战略上并无章法可循。半数中层参与者认为，他们应该把重要资源投入到战略目标以外的诱人机会中。对于管理者个人而言，这无可厚非，但会给公司整体带来麻烦，导致新项目过多，公司资源捉襟见肘。只有11%参与调查的管理者认为，公司所有的战略优先事项拥有成功必需的财务和人力资源。这个数字令人震惊：它意味着90%的管理者都做好了心理准备：主要项目可能因资源缺乏而溃败。管理者应该按照公司战略对机遇进行筛选，否则将会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周边项目上，反而让最有可能成功的核心项目缺乏必需的资源。灵活性对执行力固然重要，但前提是在战略范围内发挥作用。换言之，要在随机应变和战略一致性间求得平衡。




执行力在哪里断层

过去5年里，本文作者调查了超过250家公司中8000位管理者的战略执行情况。所得答案让我们总结出一些规律。




我们能够依靠指挥链当中的员工，也就是说公司层级间的一致性没有问题。


管理者中，表示所有或大多时候能够依靠下列人员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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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协调仍存在问题：管理者对其他部门的员工和对外部人员的信赖程度相当。


他们当中，表示所有或大多时候能够信赖下列人员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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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没能尽快适应多变的市场环境


认为在以下方面运转高效的员工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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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非战略项目投入过多


管理者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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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3

反复宣讲等于理解领悟

很多高管认为，反复宣讲公司战略是成功之道。一家伦敦的专业服务公司CEO在每月第一周例会上，都要先梳理一遍公司的战略和本年度优先事项。当一项员工参与的调查（不是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84%的员工对“我清楚公司的优先事项”一题表示赞同，她甚感欣慰，觉得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

然后她的管理团队参与了我们的调查，他们被要求用自己的语言描述公司战略，以及公司的五大战略优先选项。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能够写出其中的一两点。CEO很郁闷，毕竟每次会议上她都要重申一次战略目标。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并非个案。参与调查的中层中，只有55%的人仅仅说对了公司五大战略优先选项中的一项。换言之，如果给这些中层5次机会，让他们向团队传达公司的战略目标，近半数人连一个目标都说不对。

战略目标不仅没有被团队理解，而且相互之间常常缺乏关联，甚至与总体战略也毫不相关。所有高管团队成员中，只有略超半数的人表示，他们清楚公司战略优先选项和行动项目之间的联系。半数高管无法发现战略中优先选项之间的联系已经够可怕，但还有其他更严峻的问题。不到三分之一的高管的直接下属能准确理解公司战略优先选项间的联系，而到了一线管理者中，这个数字跌至16%。

高管通常感到震惊，为何公司上下，员工对战略普遍缺乏理解。在高管看来，他们投入了大量时间以各种形式传达战略，比如不停发邮件、召开管理会议和全体讨论等。但沟通的问题并不是出在数量上：近90%的中层认为，高层管理者传达战略的次数足够多。但为何如此频繁的沟通收效甚微？

部分原因在于，高管以传播数量（电子邮件数量或全体讨论次数）作为衡量标准，而非质量——关键领导者对所传达信息的理解程度。而传播质量才是真正起作用的标准。另一个原因是，高管在传达信息时掺杂了周边想法，从而冲淡了核心内容。比如，一家科技公司的高层花大力气在年度高管会议上传达公司战略和目标，此外还传达公司的11大优先事项（不同于战略目标），一系列核心能力（其中一条有9个模板），公司价值观和需要掌握的21个战略新术语。毫不意外，与会者完全搞不清孰轻孰重。当被问及理解战略有何困难时，中层领导者提到公司优先选项和战略倡议数量过多的频率，是提到缺乏清晰交流的4倍。1/4的中层管理者都提到：高层频繁变换信息，只会使员工更困惑。



误区4

以业绩驱动执行

如果公司没能把战略转化为成果，很多高管会归咎于绩效文化不完善。但我们的调查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观点。诚然，多数公司书面上表述的企业文化——比如公司网站上展示的核心价值，对执行力并无帮助。但公司真正的价值观会在管理者作出艰难抉择的时刻显现出来，而恰恰是这些时刻让我们发现，重视绩效塑造了公司的日常做法。

人事方面的取舍可能是最艰难的抉择之一。当调查影响聘用、奖励、升迁和解雇的因素时，我们发现大多数公司都能肯定绩效和给予适当奖励。根据三分之二参与者反馈，过往业绩是目前公司最普遍的员工晋升指标。尽管这一标准对新入职的员工并不适用，但其依旧在影响聘用的因素中位居前三。三分之一的管理者认为，在任何或大多情况下，业绩也会影响私下或公开表彰、培训机会等非物质奖励。当然，绩效方面仍有改善空间，在对待业绩不佳员工时更是如此。我们研究的公司中，有33%会拖延处理业绩不佳的情况；34%没有统一的处理标准；更有11%容忍业绩不佳。总之，样本公司的绩效文化都没有什么问题，但为什么战略执行力还是不足呢？

答案是，除了绩效之外，要想提高执行力，也应认可和奖励其他因素，比如灵活性、团队协作能力和进取心。但很多公司在这些方面做得不够。比如作出聘用或晋升决定时，他们过于看重以前的数字指标，忽略了管理者随机应变的能力——而这正是战略执行所需的灵活性。灵活性意味着敢于尝试，很多管理者因为害怕失败而不敢尝试。半数参与调查者认为，如果他们在新机遇或创新实践中失败，会有损自己的事业。新尝试免不了遭遇挫折，但直面尝试中的挑战能增加长期获胜的可能性。可惜鲜有企业文化支持坦诚探讨，来提高灵活度。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管理者可以开诚布公地探讨最棘手的问题，另外三分之一的人则认为棘手问题是不能碰的雷区。

过于强调业绩也可能暗中损害执行力，其负面影响不容小觑。如果管理者认为完成业绩指标高于一切，他们对业绩的承诺往往趋于保守。在被问及给予新同事什么建议时，三分之二的人说的是：承诺一定要量力而行；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说，目标应该“跳起来才能够得到”。不敢冒险的心态可能会让管理者宁可节约成本，也不愿追求有风险的增长；或是安于现有业务，不愿尝试新的商业模式。

然而，很多企业文化中最紧迫的问题是我们前文中提到的一点：没有努力促成合作。合作对于执行力至关重要，但公司总是忽略这点。无论是聘用、升迁还是非物质奖励，因过往业绩获得奖励的几率是因合作而获得奖励的几率的2到3倍。业绩固然重要，但如果取得业绩是以牺牲合作为代价，那么执行力就会受损。我们问参与者，如果公司管理者完成了业务指标，但和其他部门的同事合作不畅，会有什么后果。只有20%的人表示，此类问题会得到及时处理；60%的人认为此类问题会在拖延一阵后得到处理，另20%的人则表示问题会不了了之。



误区5

执行应该自上而下

在畅销书《执行》中，作者拉里博西迪（Larry Bossidy）描述了他担任AlliedSignal公司CEO时，跨越公司层级，与基层管理者亲自沟通业绩目标的事。此类故事加深了人们心目中CEO深入基层、事必躬亲的英雄形象。但这种推动执行力的方法不可持续。博西迪在任时，公司股价大涨，但正如他在书中所写，他退休后不久，“执行的规章制度便散了架”，以标普500指数为标准，公司股价已停止上涨。

自上而下的执行除了在优秀CEO离任后容易瓦解外，还有其他缺点。想弄清个中原因，首先要了解一点：复杂的大公司中，有效的执行产生于各个层级的无数决定和行动，很多都会涉及到艰难的取舍。例如，与另一部门的同事协调可能会让本团队的步伐放缓，从而未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按照公司战略筛选顾客需求通常意味着放弃诱人商机。离现场最近的管理者，往往能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也是最适合作出艰难抉择的人。

集重权于高层可能在短期能促进公司表现，但却损害了公司长期的执行力。高层频繁、直接地干预中层管理者不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会加剧冲突。长此以往，中层与其他部门同事的协调能力只会每况愈下。此外，如果高层独揽所有重要决定权，也会削弱中层的决策技巧、主动权和问责权。

在结构复杂的大公司中，执行的好坏取决于我们定义为“分布式领导”的一群人。他们不仅包括重要业务和职能部门的中层领导，也包括关键岗位上的技术和领域专家。绝大多数“分布式领导”都全力以赴。样本中80%的人表示，他们尽职尽责执行战略，虽然也可能并未完全弄清战略是什么。

分布式领导不是高层，却代表着最广大的员工、合作方和顾客。他们每天的行动，尤其是如何处理艰难抉择、容忍何种行为，对企业文化的影响举足轻重。大多数分布式领导都不辱使命。根据直接下属的评估，超过90%的中层在所有或多数情况下践行了公司的价值观。他们在推动业绩方面尤为出色，约90%的中层领导对下属有明确的问责。

尽管执行需要中层推进，但也少不了高层的引导。我们的数据显示，很多高层管理团队做得还不够。如果高管都没有明确战略是什么，分布式领导在把公司总体战略传达给下属团队或部门时，其准确性自然可想而知。这种失败并非个案。

如果不同部门各自为政，定然会产生冲突。分布式领导肩负协调跨部门工作的重任，很多人都觉得不堪其重。只有15%的中层能预判从而规避问题；26%的人能迅速妥当地解决冲突；但大多数中层（37%）需要拖延很久才能解决问题，10%的人表示试图解决但以失败告终；12%的人根本对问题视而不见。高管可以通过理顺流程来促进跨部门合作；很多时候，他们还应该为团队协作做出表率。三分之一的分布式领导认为，高管团队中存在摩擦，而且高管们相对更重视自己的议程，而非先为公司利益着想。

很多高管试图从单一维度解决执行力问题。他们专注于协调公司层级纵向的一致性，例如改善战略规划和绩效管理等现有流程，应用平衡计分卡等新工具。这都不失为有效方法，但如果仅凭改善战略一致性提高执行力，无形中便忽略了协调合作和在变化市场中保持灵活性。如果管理者的眼光只盯着改善一致性，相当于在一遍又一遍改进同一个错误问题的答案。

最糟的情况是，公司落入我们所说的“一致性陷阱”。当管理者发现执行不力时，便会使出各种手段提升战略一致性：紧密追踪业绩指标，或是更频繁召开会议来监督进展和提建议。这种自上而下、事无巨细的监管通常会恶化为微观管理，损害创新实践需要的灵活性和同事间的互动。看到执行力不见起色，又找不到原因，管理者会再一次拿起他们最熟悉的工具，继续提升一致性。最终结果是：一致性越强，结果越糟，公司陷入了恶性循环。

如果关于战略执行的普遍共识非常片面，甚至很危险，到底应如何看待战略执行呢？首先，领导者必须重新定义执行力。执行力意味着既要抓住符合战略的机会，又要保持与其他部门的合作。重构执行力，才能帮助管理者们找出执行力差的关键原因。只有全面了解执行力，管理者才能避免一致性陷阱等危险，聚焦于那些能将战略转化为成果的关键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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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5年前我们设计出此项深度调研，到今天为止，参与者包括了30个行业中262家公司的7600名管理者。设计遵循以下原则：


关注变动市场中的复杂公司。
 我们取样的公司通常规模大（平均拥有6000名员工，年销售额达4.3亿美元），且来自变动剧烈的市场，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金融服务业、信息技术业、电信业以及油气行业。三分之一的公司来自新兴市场。


聚焦业内人士。
 我们让各大公司选出在战略执行中起关键作用的领导者，请被提名者参与调查。平均每个公司有30名管理者作出回应。他们来自公司的各个层级，包括高层团队成员（13％）、高层直接下属（28％）、其他中层管理者（25％）、一线管理者（20％）、技术和领域专家以及其他人才（14%）。


收集客观数据。
 我们设计问题的方式尽可能确保答案客观。例如，为评估高管是否明确传达了公司战略，我们让参与者列出他们公司未来几年的战略优先事项，然后记录下回答，将之互相比对，并与管理层描述的目标相比较。


激励参与者。
 为防止参与者半途而废，我们用不同的形式提问，并且精心筛选出那些管理者感兴趣且从未回答过的问题。超过95％的参与者完成了调查，平均每人耗时40分钟。


关联可靠研究。
 尽管总体而言战略执行方面的研究尚浅，但执行力的某些组成部分研究，比如制定目标、团队动态、资源配置已有一定基础。我们尽一切所能，基于现有研究成果设计问题，并诠释所得结果。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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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苏和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高级讲师，与凯瑟琳艾森哈特合著《简单规则：如何在复杂世界生存》（Simple Rules: How to Thrive in a Complex World
 ，将由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出版社出版）一书。丽贝卡霍姆克斯是伦敦商学院管理发展中心研究员和伦敦经济学院研究员。查尔斯苏是Charles Thames Strategy Partners公司联合创始人兼合伙人。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3月刊。





增刊：如何让上班时间更高效？



解救被低估的好战略

托德·曾格（Todd Zenger）| 文

牛文静 | 译　安健 | 校






真正有价值的公司战略总是被资本市场低估，因为极少有证券分析师愿意花时间去分析研究。解决之道有两个：加大信息披露力度，让投资者更好地了解公司战略；或者寻找那些真正的战略投资者。






C
 EO们经常抱怨说资本市场不懂他们的公司战略。过去几年里，我一直认为这是酸葡萄心理在作怪，资本市场其实很善于评估公司战略的优劣。我和大部分学者及金融机构一样认为，优秀的战略应该顺应资本市场的运行规则。毕竟，公司的目标不就是为投资者创造利益吗？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得偿所愿呢？

但是，1999年的时候，我教过的一个学生（现就职于孟山都公司），将普惠公司（PaineWebber，后被瑞士联合银行收购，改组为瑞银普惠——译者注
 ）为他们做的一份报告发给了我。当时，孟山都是一个跨行业的公司——公司利用化学和生物技术，研发创新性农产品、种子、食物添加剂和药品——这些都捆绑在“生命科学”的标签之下。公司的理论是：这些行业能够共享彼此的研发优势。这种产业组合策略表明，孟山都认为药物和农业生物技术的增长前景远胜于化学产业。

然而，资本市场对这一理论并不买账。分析师认为，将不同行业捆绑在一起毫无价值，他们向孟山都公司施压，要求其拆分。而当时孟山都研制出了治疗关节炎的革命性药物“西乐葆（Celebrex）”，进一步增强了这种呼声。投资者认为，农业生物科技的业务拖累了股价表现。但这并非唯一原因。正如普惠在报告中说：“生命科学实验在我们的分析和现实中都行不通。如果要对孟山都进行专业的分析，需要三个行业的专业知识：制药，农业化学和农业生物科技。不幸的是，由于这三个行业各自的复杂性，它们在华尔街是被独立分析和评估的。在普惠，多个分析师之间要进行合作，把各自领域的专长汇聚到一起，我们的亲身经历证明这绝不轻松，仅仅协调一件简单的事，比如工作时间表，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我们愿意不计代价地了解公司的战略，但华尔街可不一样。因此，也许孟山都需要改变他们的架构，以便（让华尔街）更好的分析和评估。”

这是典型的本末倒置。因为专业特长不同的分析师无法协调工作时间表，普惠的报告就建议孟山都将公司拆分，这样一来孟山都要花费数千万美元在投行和其他交易费用，这还不算在协同效应上的损失。更糟的是，报告坦白承认，分析师在选择分析公司时，很大程度上是根据他们的工作量大小。换言之，孟山都拆分的主要好处就是，分析师可以更轻松地理解这家公司。

这份报告刺激了作为研究者的我：分析师是否故意忽略了独特或复杂的战略，或者资本市场习惯性地低估了它们？我和杜克大学的帕特里克·莫尔顿（Patrick Moreton）以及亚利桑那大学的卢博米尔·利拓夫（Lubomir Litov）一起，深入调查了这个问题。



独特而复杂战略的高昂代价

我们调查了在1985到2007年间，7630家在美国资本市场公开上市的公司。在衡量公司独特性时，我们计算的是和行业平均水平相比，该公司的销售情况在按照标准产业分类法（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简称SIC）分类的各行业中分布的情况。在销售重点或多元化模式方面，与平均值偏离越多，它的独特性越强。至于复杂性，只要计算公司所属的SIC代码数量就能算出。

为了判断独特性和复杂性是否影响了分析师的分析深度，我们计算了分析每个公司的分析师数量，以及每个分析师分析其他公司的数量，这样就能判断，对分析师来说，分析某个公司的时间成本。我们还计算了分析它的行业分析师所占的比例。

结论说明，尽管公司规模和交易量这样的因素会影响分析师选择分析对象的决定，但是复杂或非同寻常的战略的确需要更多精力，这影响了分析对象的选择。我们发现，分析具有这类战略的公司的分析师，分析公司的总数量较少。

从战略逻辑角度不难推测出，独特性的评定实际上和较高的市场估值密不可分，但平均来说，如果有更多的分析师分析，该公司股价的溢价会更为可观。

其他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兹拉·朱克曼（Ezra Zuckerman）发现，如果某公司的战略和分析师的狭窄专长不匹配，市场会低估这些公司的股价。明尼苏达大学的玛丽·本纳（Mary Benner）则认为，分析师倾向于低估那些和激进的创新科技相关的战略，偏爱那些在现有技术上进行拓展的战略。结论昭然若揭：资本市场习惯性地低估那些拥有复杂和独特战略的公司。这是为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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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卖战略的“柠檬困境”

答案是，公司战略市场遭受了著名的“柠檬问题”，这一问题由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Joseph Stiglitz）共同提出，三人因这一成果共同获得了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柠檬市场”（柠檬在美国俚语中代表次货——译者注
 ），产品的质量和服务无法直接观测。一个经典的例子是二手车市场（近几年变化巨大），买家通常不知道车的质量，但卖家知道，并可以利用这一情况，卖出质量很差的车。而高质量车的卖家却无法在市场上自证，因此高质量车的卖家都压货不卖，直到市场上只剩下质量较差，价格较低的“柠檬”。

管理层在向资本市场兜售他们的战略时，也遭遇了相同的问题。人们很难评估一个战略的质量，即使对提出这一战略的管理者来说也一样，我们只能看到未来实现这些战略需要做的事及结果。因此，管理者至少能暂时将低质量的战略伪装成高质量的。而那些提出高质量战略的管理者则难以说服资本市场。

互联网公司泡沫生动地描述了这一切。在20世纪90年代末，很多互联网初创企业建立了网站，明确表明的公司的战略信息是，将网站和未来的价值创造联系在一起，并将这些写进了吸引投资者的招股说明书中。很多公司根本没有年收益，能获得利润的更是寥寥无几。对于未来的现金流增长，大部分公司只有一个模糊的理论。

对资本市场来说，在评估这些公司的战略质量时，传统的核算方法难以提供确凿的根据。结果，分析师就将重点放在了为数不多的“绩效”计算方法上——也就是，公司网站的点击率。

理所当然地，管理层只好将重点放在如何迅速增加网站流量上，而不是如何利用网站赚钱。当一切尘埃落定，人们看到了多数公司的战略是多么低效。更糟的是，优秀的战略和糟糕的战略一样难以辨认，导致一些优秀公司的股票在很长时间内惨遭折价。

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无论公司规模大小，类型如何，几乎所有决策者都面临着这样的难题——向评估能力有限的市场兜售复杂的战略。战略越复杂，越不同寻常，就越难得到资本市场的青睐。解决之道似乎显而易见：卖给市场一个简单且熟悉的战略，折价就不会发生了。

但是短期逻辑难以保证远期表现。亚马逊和苹果已经证明，最有价值的战略几乎都很独特，评估起来也大费周章。几乎所有创造价值的方式，都需要发现独特的定位，开发独特的资源——管理者必须将这种独特性推销给资本市场。



困难的维度

如果你想要理解这一问题，有一个好方法是将战略按照两个维度分类：质量和评估难度。质量是指某个战略在未来的赚钱能力；评估难度是指预测其未来表现所需的努力。

这就产生了四种潜在的战略类别（
见图示“战略的两种维度”

 ）。其中两类数量很少，因此人们的兴趣也有限：第四类是低质量/难评估，这种战略放在哪儿都没人喜欢。第一类是高质量/易评估，这类战略并不常见。因为一个容易评估的战略通常也容易复制——这很快会损害它的竞争力。也就是说，战略制定者只有在高质量/难评估的战略（第三类），和低质量/易评估的战略之间选择 （第二类）。

大多数人认为，战略制定者不会太在乎评估难度，他们倾向于选择独特的战略。但实际上，公司的激励机制却导致他们做出相反的选择。今天公司的管理重点在于解决由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提出的著名的“代理问题”（指主理人与代理人之间因目标不一致，而产生利益冲突之事——译者注
 ）。因为管理层的奖励机制目的就在于为股东创造价值，主管们不会选择那些将被投资者折价的有价值战略。

这场战斗的胜利最终取决于谁掌控公司——是管理者还是投资人。通常这种战斗是公开进行的。2013年7月，一家对冲基金Trian的联合创立者尼尔森·佩尔茨（Nelson Peltz），公开向媒体展示了一份正式的“白皮书”（也就是幻灯片展示），其核心主张是，让百事公司将休闲食品和饮料行业分为两个公司。他提供了两个论据，和之前普惠的批评极其相似。首先，佩尔茨认为，休闲食品和饮料之间所谓的协同效应实际上起了反作用。两者的文化融合非常糟糕，并因此增加了许多损害价值的决策，特别是在资金分配方面。当然，百事的管理层中，很多人看到了休闲食品和饮料公司之间良好的协同效应，他们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第二点（似乎更重要的是），佩尔茨声称，因为百事公司难以评估，因此要面临折价——一批饮料行业的分析师评估了作为休闲食品的百事后，给了百事一个低于可口可乐公司的市盈率；更糟的是，他们在饮料行业的比较数据基础上，给了休闲食品公司一个不正确的市盈率。对于此事，百事的管理层只能保持缄默，我猜他们暗暗认同这种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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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解决之道

处于这一位置的管理者，如果认为自己的判断比市场正确，可以采用两个方法来从根本上纠正“柠檬问题”：第一、让市场更容易获得战略信息；第二、寻找具有长远眼光的投资者。公司可以根据问题的极端性，选择合适的方法。

增强市场对战略信息的获取。如果经理们认为改进沟通能解决问题，他们可以敦促分析师和投资银行投入更多资源来分析公司战略。有一个现在已经失宠的极端方式是，针对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的公司业务，发行一只跟踪股票。跟踪股票是在公司内部根据部门运营业绩进行交易的。分析公司一级市场股票的投资银行有义务分析跟踪股票。经理们也可以通过直接将股票出售给投资银行，以求得关注。他们还可以资助独立股本的研究，近年来这种方式日益常见。根据年份不同，大约有三分之一（或更多）的公开上市公司根本没有证券分析。鉴于是否有分析会造成非常大的区别，花钱购买分析是值得的。

寻找更有耐心的投资者。如果改善沟通仍不奏效，管理者唯一的选择就是找到相信公司并有同情心的投资者。这可能意味着将公司私有化。很多现实中的例子说明，那些战略独特且复杂的公司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私募股权一般会支持新兴的、高度不稳定的科技公司，人们很难理解这些公司的战略，评估它们的成本也很高。企业集团也具有类似的特点。过去二十年里，在公募股权市场几乎看不到企业集团的踪影，这点已经有目共睹，但它们并没有消失，只是以私有股权的形式繁荣发展。要想分析这些由许多不相关的业务组成的复杂综合体，需要一笔不小的花费。而变成私有，可以确保投资者有足够的动力，花大的成本获得准确的分析和投资。

2005年由美国科氏工业集团（Koch Industries）完成的美国乔治亚-太平洋公司（Georgia-Pacific ）的私有化就源于这个逻辑。乔治亚-太平洋公司当时被《金融时报》描述成为“尴尬的混合资产，难以组合评估”，以及“在交易时各部分之总和会严重折价”。而科氏购买了该公司之后，乔治亚-太平洋公司获得了战略投资者，管理者得以继续他们的公司战略，并发掘出公司的潜在价值。当然，乔治亚-太平洋公司在市场上的折价让科氏工业集团占了便宜。



谁来掌舵？

CEO的任务是勾画战略或愿景——我将之称为“企业理论”（见“你的公司有理论吗？”
 ），也就是为企业提供当下需要的方向，并为这一战略融资。挑战在于，投资者对公司的最佳战略有各自的一套理论。也就是说，CEO有时必须决定，是要坚持他们既定的方针，还是根据市场要求做出改变。决策时，CEO最后一般都要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自己的任务是取悦市场，还是做个有创意和洞察力的人，贯彻一条创意被尊重的方针（尽管投资者看不到）。的确，那些从长远看来最具价值的战略，往往别出心裁，且难以评估，被折价有时也在所难免。但也有一种观点是，真理这时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如果是这样又如何？CEO要如何判断自己的远见是否正确呢？

答案毋庸置疑：他们无法判断。他们能做的，只有在现有资源基础上创造价值，并找到一个好理论，引导公司走出重重迷雾。让公司保持水准，在这个理论基础上走得越远，市场越会清晰地解读它的价值。(译/牛文静 校/安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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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曾格是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奥林商学院的罗伯特及芭芭拉·韦里克企业战略教席教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11月刊。





增刊：成功避开战略“陷阱”



你的公司有理论吗？

托德岑格（Todd Zenger）| 文

鲁志娟 | 译　方颖 | 校






许多领导者开口战略闭口战略，但不知道战略需要在理论的指导下实施。事实上，那些商海上驰骋自如的常胜将军通常都拥有一套连贯的价值创造理论，他们并不太关注竞争优势，而是关注价值创造式增长。可以说，公司理论是那些创造价值的战略行动之本。






管
 理者如何界定战略？多数公司高管的答案可能是：发现并瞄准具有吸引力的市场，然后通过周密计划赢得市场地位，获得持续性竞争优势。各家公司通过配置资源、安排经营活动，为客户提供独特价值，或是以低成本提供普遍性价值，以此赢得市场地位。战略就是市场定位，这依然是全球各大商学院的主流观点。根据这一观点，战略包括占据有利市场定位，不受竞争对手模仿和剽窃困扰，提供持续性利润流。

遗憾的是，如果高管们仅满足于简单占领和捍卫市场地位的话，投资者并不买账。股市上充斥着市场地位强大但股价低迷的公司股票。比如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对于沃尔玛的市场地位，想必是无可争辩的。它早期的业务重点是，在小城镇建立一个密集的区域性商店网络，这给它带来了强大的地位优势。而广告、定价、信息技术等配套措施也是为低成本、灵活的连锁店战略提供服务的。

尽管拥有强大的市场地位以及成功的战略布局，但是过去十二三年中，沃尔玛的股价大部分时间都表现低迷。这是因为目前的战略布局早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了，投资者希望发现新价值，而且要呈递增势头。仅仅维持之前的业绩，哪怕业绩喜人，也很难推高股价，明天的惊喜必须要超过昨天，才能赢得投资者的芳心。

所以，我一直这样建议MBA毕业生，如果在他们面前有两个选择，一是领导一家管理不善的公司，另外一个是领导一家管理不错的公司，那么他们应该选择前者。想象一下，假如你在2001年9月份接过杰克韦尔奇的帅印掌管通用电气的话，你将面对一群在过去20年习惯了40倍价值增长的股东们。人们对这样一家公司寄予的厚望难免令人望而生畏，这还是最保守的一种说法。

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增长往往是以牺牲现有市场定位为代价的。正如“战略就是市场定位”这一观点的灵魂人物迈克尔波特曾说过的，“一味追求增长，会牺牲公司的独特性，流于妥协、降低姿态、最终危害到其竞争优势。事实上，对于战略而言，迫切追求增长是危险的。”坦白地说，这一思维非但没有告诉人们如何持续创造价值，反而不鼓励企业追求对现有战略地位构成威胁的增长战略。尽管它也认识到这一困境，但是除了“固本”之外，它并未给出真正的建议。

事实上，领导者面前最棘手的战略挑战不是如何获得或保持竞争优势，而是如何找到新颖、意料之外的价值创造方式，遗憾的是，战略学都把关注点放在了前者。在下文中，我提出一种名为“公司理论”的新思路，向人们展示，一家老公司如何不断创造新价值。它超越单一的战略，不是简单的到达某一目的地的路线图，它是一份战略选择指引。公司理论越完善，公司识别和制定持续性价值增长战略的成功率就越高。



有理论的公司叱咤风云

无论是产品开发还是战略，所有领域的价值创造活动都离不开对现有大量元素的重新组合。但是，在大量组合中挑选出适宜的组合无异于让一位盲人在险山峻岭中探险，他无法看清周边地形，正如战略家无法看清各种组合的真实价值一样。他（她）只能借助于想象力。

换言之，领导者必须借助现有知识和之前的经验，就周边地形制定理论模型，然后，进行有根据性的推测，找到有价值的组合，包括能力、活动及资源等元素。事实上，构建组合本身就是对公司理论的一次考验。如果这套理论正确，领导者还能看清相邻地形，并有可能找到其他有价值的组合。

那些商海上的常胜将军通常都拥有一套连贯的价值创造理论。当继任者一旦丢失这一理论，这些公司往往会困境缠身。而所谓的东山再起往往意味着找回这些理论。沃特迪士尼公司的历史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于如何创造价值，创始人有着一套非常清晰的理论，这幅图被收录在公司档案中，本文展示出其副本（参见图表“沃特迪士尼的娱乐业价值创造理论”

 ）。

该图描绘了一系列娱乐业相关资产，包括书籍、漫画书、音乐、电视、杂志、主题公园以及经销商授权，而位居核心的是电影。该图描绘了一种密集的协同联系，主要是核心资产与其他资产之间的联系。因此，就像图中明确标注的那样，连环画资产提振电影，电影业为连环画提供素材。迪士尼乐园与电影业互为补充。电视为音乐产品宣传造势，而电影为音乐部门提供歌曲和人才。沃特的公司理论或许可以概括为：“迪士尼在家庭动画及实景电影方面具有无敌竞争力，通过把电影人物和形象投放在其他娱乐资产上，这些资产或是作为电影业的补充，或是作为其价值的延伸，迪士尼公司藉此来不断创造价值，实现基业长青。
 ”

可能沃特迪士尼去世后，这一理论的影响力表现得最为明显。15年中，迪士尼的领导层似乎丢失了他当时的愿景。公司电影业务重心偏离了核心动画制作领域，从这一刻起，价值创造的引擎也熄火了。电影收入下滑；迪士尼乐园的门票收入增长停滞；卡通人物授权业务下滑。而每周日晚，很多美国家庭全家老小一起收看的电视节目《迪士尼的奇妙世界》也从电视网中下线。20世纪70年代末，当我跨进大学校门时，那些从小伴我们成长的迪士尼专卖店早已不见了踪影。

正当迪士尼上下陷入一片混乱之际，它在1984年还遭遇了恶意收购。收购方试图卖掉迪士尼的核心资产，包括电影图书馆以及主题公园周边的优质地产。资本市场对此表示欢迎，迪士尼董事会不得不作出关键性决定：究竟是把迪士尼高价卖掉，看着公司分崩离析，还是寻找新的领导层。董事会选择了后者，聘请了迈克尔艾斯纳（Michael Eisner）。

艾斯纳重新挖掘出沃特的理论，并在它的指导下大举投资动画制作业务，推出一系列大片，包括《小人鱼》、《美女与野兽》以及《狮子王》。之后的10年，迪士尼票房收入的市场份额从4%增至19%。人物角色授权业务增长了8倍。主题公园参观人次和利润率显著增长。迪士尼从录影带租赁和销售业务中获得的收入份额从5.5%增至21%。艾斯纳投资了新的主题公园，加大了动画电影方面的投资，并且根据公司理论，向相关业务领域进行扩张，包括零售店、游轮、周六上午的卡通节目以及百老汇剧。实际上，艾斯纳的做法就是让沃特的理论重见天日，并基于这一理论采取大规模战略行动。这一系列行动带来的效果显著，迪士尼的市值从1984年的19亿美元增至1994年的280亿美元。

从那以后，历史不断重演：尽管把电影搬到百老汇的舞台，是对动画电影、电影人物授权和主题公园业务的补充。但是，其他战略举措，比如1998年收购洛杉矶电视台、1995年收购Cap Cities/ABC、以及1996年收购洛杉矶天使队（Anaheim Angels）的交易，都不符合其公司理论逻辑。与此同时，由于迪士尼未能跟上科技大趋势，而且旗下顶级动画师跳槽到皮克斯，艾斯纳只能任凭核心业务——动画制作再次萎缩。后来，迪士尼和皮克斯签订了一份合同，可以获得他们的技术，但是二者的关系剑拔弩张，最后，就在艾斯纳离职前夕（2005年10月）双方不欢而散。

而他的继任者罗伯特艾格（Robert Iger）反戈一击，不再满足于与皮克斯重修旧好，而是以逾70亿美元的价格一举收购了后者。迪士尼近期还收购了漫威（Marvel）、卢卡斯影业（Lucas Film），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核心资产，不过这些举措也把公司领入一块不熟悉的领域，漫威影片和《星球大战》的班底有别于迪士尼传统的公主王子类剧情。

这些战略试验能否创造价值还有待观察。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沃特迪士尼的增长路线图在他身后很长时间仍在发挥着作用，这是对一种身后领导力的最好诠释。




沃特迪士尼的娱乐业价值创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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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特迪士尼1957年设计的愿景图定义了公司的关键性资产，其中包括一项兼具价值和独特性的核心资产。此外，该图还描绘了各类资产之间的互补性商业模式。它还暗中揭示出整个行业的未来发展趋势，并就迪士尼未来可能涉足的相关竞争性领域提供了指引。根据这一理论打造出的资产和能力组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所发展，但是，理论本身基本上没有变化。




（返回阅读原文
 ）


战略的三种“视角”

迪士尼的战略具备强大公司理论的所有特质。它能不断给高级管理者一个明确的愿景，他们可以利用这一工具选择、收购和组织各种资产、活动以及资源。如何判断自己的公司理论是否好？答案是：公司理论能在多大程度上提供我所说的战略“视角”：前瞻性视角、内部视角以及交叉视角。下面让我们逐一分析。


未兆易谋的前瞻性视角
 一套行之有效的公司理论能针对行业演变趋势阐明公司的信念和预期，预测未来客户品味或需求，预测相关技术的发展趋势，甚至有可能预测竞争对手的行为。借助前瞻性视角，可以判断哪类资产收购交易、投资或者战略行动对预测中的世界是有价值的。它应该既相对具体又不同于普遍认识。如果它过于宽泛，将无法识别出有价值的资产。如果广为接受，那么公司需要为目标资产或希望获得的能力支付高昂对价（因为存在竞争），或者令目标资产丧失独特性（因此不能创造持续性价值）。沃特迪士尼的前瞻性视角是适合全家老小一起观看的电影市场魅力无穷。


了如指掌的内部视角
 如果竞争对手拥有同样的资产，那么他们能以类似甚至更高的能力复制你的战略举措，这会威胁到前瞻性视角。因此，一种有效的公司理论是为本公司量身定制的，对组织现有资产和活动有着深刻的理解。它给你提供了一双慧眼，让你能够发现那些罕见、与众不同且有价值的事物。迪士尼公司对自己的认识是，公司在动画片领域具有先发优势，并且进行了大笔的投资，能够创造出经久不衰、个性鲜明的角色，而与真人演员不同的是，这些动画人物根本不需要经纪人。


由此及彼的交叉视角
 好的公司理论能发现公司有能力组合或收购的互补性资产，这类资产与公司现有资产相得益彰，共创价值。迪士尼的理论说明，一系列娱乐资产能从核心的动画业务中汲取价值。

将这三种视角结合起来，领导者可以采取一连串的价值创造举措。有关未来需求、技术和消费者品味的前瞻性视角，能帮助公司找到关联价值领域。有关独特资产的内部视角有助于获得前瞻性和交叉视角。通过交叉视角可以找到有价值的互补业务，从而突显出前瞻性领域。




史蒂夫乔布斯的价值创造理论

2011年8月10日，苹果公司超过埃克森美孚，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考虑到苹果公司1997年一度面临生死危机，能取得这样的成绩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尽管人们一致认为，苹果公司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史蒂夫乔布斯功不可没，但往往误解他真正的过人之处。正如沃特迪士尼一样，乔布斯的伟大贡献不是一个产品、一项计划或者一种管理方式，他的伟大之处在于设计了一套价值创造理论。而几乎每一个所谓的行业专家或战略专家都曾喋喋不休地劝说他及其继任者放弃这一理论。

乔布斯的理论体现在1977年推出的苹果II电脑上。尽管其内部原理来自苹果联合创始人斯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的点子，但是乔布斯设计了便捷方便的包装和光可鉴人的外壳。这家以市场营销为重心的公司在把产品推向消费者时掀起了空前的热潮。之后，苹果公司在个人电脑领域推出一系列新产品，每款产品都有一套独特的软件和硬件平台。

但是1981年，当IBM推出个人电脑后，掀起了行业转型。IBM个人电脑立刻赢得市场赞誉，尤其是其开放性平台。整个行业立刻转而生产与IBM电脑兼容的软件和硬件。更低廉的价格、更快的运行速度以及更大的存储能力，很快成为决定竞争优势的要素。与之竞争的平台迅速销声匿迹，接下来是15年的激烈竞争，直到戴尔最终在市场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但是，乔布斯仍然恪守一套完全不同的性能标准，反映出他的价值创造理论。这一理论不仅指导了苹果公司的计算机战略，也定义了后续的举措和战略选择。这点是在很长时间之后才显现出来的，但是总体而言，这一理论认为，消费者会为计算机及其他数字化设备的便利性、可靠性、优雅的外观支付一定溢价，而实现这些产品优势的最佳手段就是相对封闭的系统、大规模垂直一体化整合以及严格控制设计流程。

与迪士尼的理论一样，乔布斯的理论也涵盖了三大战略“视角”。受有关消费者品味进化的前瞻性视野启发，乔布斯认识到，计算机将成为一种消费品，就像索尼随声听一样。他相信，消费者会欣赏美学，并渴望创造出一件设备，像保时捷或者一件设计精良的厨具那样雅致。

在内部视角上，他认识到，要在这一竞争性领域中创造价值，最关键的内部能力就是设计。当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个性：乔布斯自诩为艺术家，他痴迷于颜色、完美性和形状。他把这种痴迷移植到了科技领域。《乔布斯传》的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写道：“一想到让苹果的伟大软件运行在其他公司蹩脚的硬件设备上，他就会焦躁不安。此外，他也不能想象，未经审批的应用程序或内容玷污苹果设备的完美性。”为了追随乔布斯对设计的热情，苹果公司在研发方面投入巨资，研发投资占比远远高于其任何一家竞争对手。

乔布斯的理论也提供了交叉视角。借助这一视角，他能够找到创造价值的外部资产，其中包括从施乐公司收购的图形用户界面（GUI）技术。在对施乐公司进行的高调拜访中，乔布斯不断就施乐公司未能对该技术进行大规模商业化表示质疑。他发现，GUI技术完全符合他的理论，因为它让电脑变得更容易使用且颇具吸引力。有些人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作为技术转型史上最伟大的事情之一。

麦金塔电脑（Macintosh,即Mac电脑）是第一款充分体现乔布斯理论的产品，它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也带来了高利润（正如乔布斯之前预料的那样）。但是，IBM的标准早已确立下来了，对应的网络经济令人窒息。尽管作为一款高利润的细分产品，麦金塔电脑存活了下来，但是比尔盖茨和其他人不断施以重压，想让麦金塔操作系统在外观和感觉上向IBM的系统靠拢。但是，乔布斯对此根本不买账。

之后的很多年，学界和记者们都嘲笑乔布斯的这一战略决定。乔布斯也被迫离开苹果公司十多年之久，部分原因在于他有些固执地坚守自己的理论。

后来，惠普、Sun和IBM试图收购苹果但未能如愿，不久后，乔布斯回归，成为商界传奇。多数人预计，他会把公司一卖了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再次把自己的理论注入苹果公司，精简了产品线，并引入一系列新的麦金塔产品，并且不向第三方授权。更重要的是，他利用这套理论开拓了相关领域，在广泛的产品线中，成功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

苹果公司不是第一家设计数字音乐图书馆的公司，也不是第一家生产MP3播放器或者智能手机的公司。但是，它是第一家在设备和用户环境设计方面考虑到高雅和易用性的公司，同时，苹果公司严格控制其附加产品、基础设施和市场形象。苹果公司展示出，乔布斯的理论可以广泛应用于计算机之外的很多产品，涉及的产业和产品种类横跨电视、视频系统、家庭娱乐、随身阅读器、信息传递，甚至是车载系统。相比之下，一度稳居市场高位的戴尔公司则在日益萎缩的个人电脑市场苦苦挣扎，寻找生路。





无价值的理论令企业步履艰难

不过，并非所有的公司理论都行之有效，有些公司甚至从未找到有价值的理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正是如此。

1984年，7家地区性贝尔运营公司从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分拆出去，贝尔母公司因此撤出地方性电话服务业务，其资产规模也从1500亿美元降低至340亿美元。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只保留长话业务、制造业务西电公司（Western Electric）以及研发业务贝尔实验室。未来增长之路并不清晰，因此该公司需要一套新的价值创造理论。

分拆后，公司最初的一些战略举措显示，其领导层认为，可以利用其广泛的管理技能将长话业务创造出的大量现金流用于多元化收购交易和新业务上。在接下来的几年，该公司涉足数据网络、金融服务、计算机和互联网门户。但是市场表现乏善可陈，1995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放弃了多元化战略，宣布将剥离两项关键性资产：NCR和朗讯科技（Lucent Technologies）——实际上将公司分割成三家独立公司。

管理层很快就设计出一套新理论，反映出公司的理念，即与本地客户建立起最直接的联系，提供包括电话、宽带和有线电视服务在内的套餐服务。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该公司在1998年到1999年间在有线电视行业进行了一系列大手笔的收购交易，涉及资金800多亿美元。不幸的是，其他公司和投资者也看到了其中的价值，这点也反映在了收购价格上（每位订户成本超过4000美元）。尽管一开始市场对这些举措表示出了欢迎，推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股价一度升至历史高点60美元。但是，到2000年5月份，该股回落至接近40美元。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再次质疑其理论，至少是在质疑其向华尔街兜售理论的能力。2000年10月份，该公司宣布，将分拆无线和有线电视业务，5年后该公司不得不为自己寻找买家。

这个故事背后的寓意显而易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花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制定了一套强大的理论，就像迪士尼公司的理论，具体到整合后的资产如何创造价值。但公司分拆后的第一套理论未能明确指出，公司如何把所谓的管理能力逐一应用到新资产上去。它缺乏内部视角和交叉视角，更不要说前瞻性视角了。该公司的第二套理论同样漏洞百出：它具备前瞻性视角，但是由于这一理念已经广为大家所接受，因此无法带来独特的交叉视角。



公司理论帮你慧眼识珠

当从事并购交易时，一套设计精良的公司理论才会显示出其真正的力量。在市场上，价值创造总是落脚在最终支付的价格上，并且一套好的公司理论能让收购方以较低对价找到令它情有独钟的东西。

米塔尔钢铁公司（Mittal Steel）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1976年创立伊始到1989年，它都只是一家小公司，财务表现也在业内垫底。米塔尔钢铁刚开始只是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小型钢铁厂，但它开发出一种新技术，直接还原铁技术（DRI），为小冶炼厂提供高质量的废铁替代品。

随着印尼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亚洲四小虎之一，米塔尔钢铁也不断成长。但是直到1989年，该公司才进行了首次重大扩张，从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政府手中收购了一家陷入困境的钢铁厂。这家工厂的开工率只有四分之一，每周亏损100万美元。米塔尔钢铁迅速采取行动，通过转移知识、部署DRI技术、促销等手段，令该工厂起死回生。在接下来的15年中，该公司又陆续进行了一连串的收购交易，主要集中于前苏联阵营国家，结果证明，每笔交易都是一座金矿。

一套清晰、简单的公司理论指导着这一收购项目：米塔尔钢铁知道如何从从管理不善的国有钢铁厂中创造价值，这些工厂多位于发展中经济体，那里的市场需求十分旺盛。而其他许多钢铁公司都把精力放在了改善内部运营上，进行这类资产收购是难以想象的，尤其是那些拥有综合技术和大量铁矿石储备的公司，因此米塔尔钢铁可以独享这块蛋糕。

米塔尔钢铁的内部视角在于，它了解DRI的价值，相信自己有能力让老国企重新焕发生机。它的前瞻性在于，当看到新兴经济体日益强劲的钢铁需求之后，先人一步看到铁矿石资产的价值，以及行业整合带来的益处。它的交叉视角在于能够识别出哪类资产是公司的用武之地。

到2004年，米塔尔钢铁一跃成为世界规模最大、成本最低的钢铁厂。公司所有人拉克希米尼沃斯米塔尔（Lakshmi Niwas Mittal）目前是世界最富有的人之一。这一成功来自其公司理论，它就像一幅藏宝图，能不断发现对米塔尔钢铁独具价值的资产。

心理学家库尔特勒温（Kurt Lewin）曾发表过一个著名论断，“没有什么比一个好的理论更实际的了。”理论对有关因果关系的预期进行定义。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进行反事实推理：如果我的理论准确地描绘了我的世界，那么当我做如下选择时，就会出现如下结果。它们是动态的，可以基于相反的证据或信息反馈来做出更新。正如学术理论促使科学家们实现知识上的突破一样，公司理论是那些创造价值的战略行动之本。它们为公司进入未知领域提供必要的远见卓识，能在人们选择不确定的战略试验时进行指导。更好的理论会带来更好的选择。只有为你的公司武装上一套设计精良的公司理论，你的价值探索之旅才不会那么盲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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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德岑格是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Olin Business School）罗伯特和巴巴拉弗里克（Robert and Barbara Frick）战略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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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成功避开战略“陷阱”



新竞争战略崛起

迈克尔瑞尔（Michael D. Ryall）|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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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捕捉模型通过对公司战略决策的效果进行建模，从而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在
 《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中，彼得德鲁克观察了那些依赖知识创新的行业，他写道：“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可能会感觉到会发生某项创新……紧接着是突如其来的爆发。在此后短短几年内，人们会异常振奋，初创公司和新产品发布将层出不穷……最后是行业大洗牌，没有几家公司能最终存活。”

德鲁克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由于以知识为基础的创新“几乎从不取决于某个单独的因素，而依赖于不同种类知识的融合”。早期技术突破确实会引领风潮，但只有所有条件都成熟后，人们才会取得有意义的进步。

尽管我无法证明德鲁克观点的科学性，但在战略研究领域，我认为这是一个极为精准的描述。在诞生之初，战略研究并不严谨，其内容大多源于类似SWOT分析或波士顿矩阵等常识性方法。但是，1979年迈克尔波特的五力模型永久性地改变了这个领域的面貌。五力模型巧妙总结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人们对产业组织的经济研究。几乎在一夜之间，基于知识的创新使战略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波特为实践人士撰写的著作《竞争战略》也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波特的观点很快引起轰动，它甚至吸引其他领域学者对战略产生兴趣，并推动了战略管理协会（Strategic Management Society）和战略管理杂志（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一份同行评议性质的学术期刊）的建立。同时，阐述组织间产生长期绩效差异原因的非规范性论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资源基础观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理论也逐一诞生。不久后，海量的相关实证研究也纷至沓来。

1996年，亚当布兰登伯格（Adam Brandenburger）和小哈伯恩斯图尔特（Harborne Stuart Jr.）提出了另一开创性理论——以价值为基础的商务战略（Value-based Business Strategy）。尽管对于战略领域的实践者而言，这个理论没有像波特的五力模型那样流行，但这项研究促使数量经济学家们发表了大量有关战略的文献。



竞争再定义：五力化一力

在大多数行业中，企业、供应商和客户，都有权选择如何以及和谁创造价值。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他们可能改变与现有供应商和客户的交易方式，或者转投其他供应商或客户。反过来，企业的合作方（供应商、客户）也有类似的选择权，他们也可以选择如何与企业，以及他们自己的供应商和客户交易。

从这一事实中，我们可以得出对竞争力的正式定义：实际价值创造与潜在价值创造之间的张力，实际价值创造是企业与现有合作伙伴交易创造出的价值，潜在价值创造是公司与其他交易对象交易所可能创造的价值。该定义适用于行业中所有企业、供应商和客户
 。

有了这个定义，我们便可以为参与交易的合作方赋予身份，然后将它们放到数学博弈模型中，最后输入竞争张力的数据，当各方对资源和能力进行投入时，我们便能掌握这些投入所能带来的回报。你也可以利用大数据——在海量的数据库中跟踪客户的行为、开支、股价、公司账户等等，来帮助完成这项工作。到目前为止，其他任何战略理论都无法像价值捕捉模型一样，准确地对公司战略决策的效果进行建模，也无法利用数据对战略假设进行测试，例如，某项管理流程或投资能否提高公司在其行业内捕捉价值的能力。（见后文“战略缺失的一环”

 ）

与波特的战略框架相比，价值捕捉模型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对于公司面临的机遇，波特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各方对公司拥有（或未拥有）的力量，例如供应商议价能力、客户议价能力、新进入者的威胁、替代产品威胁以及同行竞争。但是，其他企业可能会为争取该企业而相互竞争这种现象，只被视为其他企业施加在该企业的力量的调节因素而被掩盖。

波特将竞争与五类不同参与者捆绑到一起，增添了不必要的复杂性。相比之下，价值捕捉模型定义中只关注一种力量，它可以影响到公司运营的各方面竞争：供应商之间为争取企业用户的竞争，企业之间为争夺供应商的竞争；企业之间为争取客户的竞争，客户之间为争取企业的竞争。总而言之，行业中每一个参与者（无论是企业、客户还是供应商）自身都只受到一种竞争的影响。而这种竞争力的强度取决于实际创造价值与潜在价值之间的张力——潜在价值与实际创造价值之比越大，企业面临的竞争力强度就越高。而相对竞争力强度决定了一家公司能在竞争中占据的价值。

其次，价值捕捉模型清晰地区分了市场参与者创造的价值，和每一位参与者索取的价值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尽管价值捕捉分析依靠前者来导出后者的影响，但两者之间的区别是非常关键的。波特的五力模型再一次将这种区别深深掩盖，使其几乎消失不见。确实有很多人（也许是不公允地）认为，五力模型实际上是一个价值索取模型，而非价值创造模型。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很多非规范的竞争战略理论，例如克里斯坦森的颠覆式创新战略以及金和莫博涅的蓝海战略，它们都注重价值的创造，而非价值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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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缺失的一环

在迈克尔波特之后的第一代公司战略研究者提出了很多有趣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没有超越“非规范推导”这一范畴。由于缺乏确凿和成熟的分析理论，实证研究者停滞不前，他们的发现只能将公司业绩与一系列“看似相关”的变量进行宽泛的关联。在面对竞争时，我们无法辨认公司业绩的因果关系，也无法定义基本原则。这使得整个战略研究领域患上了一种永久性的《追求卓越》综合征，一个“伟大的想法”不断被另一个“伟大的想法”否定。（1982年，两位来自麦肯锡的咨询顾问，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和鲍勃沃特曼（Bob Waterman）发表了《追求卓越》，该书成为美国第一本突破百万销量的工商管理类书籍。但在《追求卓越》出版仅仅几年后，《商业周刊》就报道，书中用来举例的公司中有三分之一不再符合作者对卓越的要求——译者注）

公司战略领域所缺乏的，是一个对早期战略理论进行总结和改进的通用数学模型。公司战略领域为何缺乏融合趋势？因为在真实世界中，造成公司长期业绩不均衡的原因，是复杂、微妙和难以描述的。若要建立一个数学模型，它能模拟现实中动态的、高度互动的竞争环境，并真实地捕捉到各合作方的有限理性，这是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因此，人们当时无法确认哪种数学理论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没有足够多的接受过数学训练的战略理论家来完成这项工作。

金融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景象，很多新技术出现后立刻完成了融合。1970年代，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和布莱克－斯克尔斯－莫顿期权定价模型的出现，给金融界带来一场革命。几乎在这些数学模型诞生的同时，美国证券价格研究中心的数据库便建立起来。很快，金融理论和实证检验之间的良性互动就建立起来，使人们对股票和各种衍生品回报的变量有了普遍和充分的理解。这些模型因此不断完善，它们的预测准确率能达到90%以上。此外，在运营学和营销学的部分研究领域中，人们也取得了类似的进展。

1996年，亚当布兰登伯格和小哈伯恩斯图尔特发现了战略中缺失的数学环节。合作博弈论能够有效地应用到动态竞争的研究中。在这个发现的基础上，竞争的价值捕捉模型可以让我们辨认资源和能力投入可能带来的潜在回报，而大数据技术更增强了模型的效力。战略研究领域现在正迈向一个新的节点，理论和数据之间终于能产生有意义的互动，就像在金融业一样，这些新的进展预示着创造价值的可能性。

（返回阅读原文
 ）





从价值链到价值网

价值捕捉模型为管理者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使他们可以绘制出公司的竞争状况。在传统思维和波特的战略模型中，价值被视为一连串行为产生的结果，例如一家公司从供应商获得原材料，增加一些价值后，将产品出售给客户。公司会与供应商和客户讨价还价，它们的盈利能力取决于公司价值/价格比与竞争对手相较之下的吸引力。

而价值捕捉模型则替换了公司的价值链，我将这种新的概念称为价值网地图。本质上，价值网就是一个生产性的社交网络，网络中的连接由实际发生的和潜在的交易所定义。价值网地图包含两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见图“价值索取的不同视角－价值网如何运行”

 ），首先是公司的价值网本身，它包括与公司进行实际创造价值的交易各方（一般是供应商和客户）。如果在价值网外不存在创造价值的机会，那么就不会有竞争，而竞争对交易创造的价值有无可争辩的作用:如果没有竞争，交易的各方只能在（价值网内）他们中间进行讨价还价，每一方都想说服其他方，扩大自己应得的价值。

竞争来自价值网地图的第二个组成部分——价值网外的各方。他们希望与价值网内部各方进行交易，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他们目前还无法参与这类活动。例如，假设制造商A希望让零售商B销售自己的产品，但由于零售商B缺乏货架空间，双方未能达成合作。在价值捕捉模型中，所有外围各方的组合叫做公司价值网的竞争外围（Competitive Periphery）。当外围中的参与者希望和公司进行交易时，公司从价值网中捕捉的价值就可能提高，因为如果公司在现有价值网内获得的回报太低，他们就可以选择切断交易联系，与外围中的各方组成一个新的价值网。

让我们看看亚马逊的在线图书销售业务在刚刚起步时（1994－2001年）的情况。尽管拥有革命性的技术，销售额也快速增长，但公司却陷入长期亏损中（见图“价值索取的不同视角－亚马逊早期的价值网”

 ）。这是由于，任何想和亚马逊交易的买家都可以轻松进入价值网，因此，亚马逊的竞争外围（争夺与亚马逊交易权的各方）是空的。

有趣的是，亚马逊公司的问题直接来源于公司的创新，从实体店销售转向在线销售有效地解决了公司的容量限制问题。举例来说，我曾经是亚马逊的早期客户，因为在其他实体书店中，我很难找到如此多的数学专著。从此我不用排队购买书籍，或竞拍有限的客户名额，也不用担心某个亚马逊狂热支持者会将我与亚马逊的关系中排挤出来。

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巴诺书店（Barnes & Noble）的网络销售部门也乐于向亚马逊的客户提供价值相似的交易。当时网络零售书店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即便是微弱的价格差异，也会让购买者在几秒钟或几次鼠标点击之内叛逃。因此，外围中的购买者给零售书店带来强大的竞争。不难想象，亚马逊的利润非常低，因为当时的客户索取了市场价值蛋糕中最大的一块。




价值索取的不同视角



一张价值网地图能描绘出提供产品或服务，并创造价值的各参与方之间的关系，这些参与方包括公司本身，公司的供应商和公司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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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网如何运行


传统意义上，价值创造被视为是一条链条连接的一系列行为。而在价值网中，一家公司和其供应商和客户进行交易，创造出一定量的价值（由图中心的圆代表）。每一方能捕捉的价值量取决于两个因素：（1）价值网外各方与该方进行交易的兴趣度；(2)该方对其他各方的议价能力。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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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早期的价值网


在开展网上图书零售业务初期（1994－2001年），亚马逊公司的价值网包含公司本身、公司的供应商（图书出版商）和公司的客户。当时亚马逊的客户还有其他交易选择，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是巴诺书店的网络分支。因此，公司之间的竞争保证客户可以索取价值中非常大的份额。而亚马逊对价值网外供应商打开大门，任何出版商都可以跟亚马逊合作，亚马逊的服务不会造成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亚马逊不会获得供应商竞争带来的价值份额，公司只能寄希望于竞争份额之外那部分可怜的价值了。

（返回阅读原文
 ）



计算战略决策

到目前为止，我对价值捕捉模型的描述，还集中在那些个体公司控制范围外的变量——公司现有价值网中的合作方以及他们面临的竞争强度（取决于价值网外潜在的合作方）。但是，这些变量基本无法说明公司最后能捕捉的价值，它们只能决定价值网中公司价值份额的上限和下限。尽管有时竞争的效应是非常微妙的，但公司合作方面临的竞争力强度决定了公司价值份额的上限，而公司自身面临的竞争力强度决定了价值份额的下限。

当然，公司实际捕捉到的价值是该公司战略决策的结果。常理告诉我们，公司对资源和能力进行投入的选择能够影响公司的竞争机会和结果。通过将合作博弈论应用到价值捕捉模型中，我们不但能证实这种常理的正确性，而且可以理解并预测战略决策对结果的影响。这时，价值捕捉模型对价值创造和价值索取的区分就变得非常重要了。

一家公司对其能力和资源的战略投入可以从两个维度进行衡量：（1）公司资源和能力对价值网中各方创造的实际价值和潜在价值的影响；（2）在交易中，公司从合作方索取价值的能力，该能力的提升也取决于公司对资源和能力的投入。对价值（不管是实际价值，还是潜在价值）产生影响的资源和能力，是由公司的竞争意识所驱动；相反，用来劝说合作方放弃价值，从而索取价值的资源和能力是由公司的议价意识（Persuasive Intent）所驱动，这些资源和能力超越了竞争范畴。

一般情况下，一家公司会根据它面临的竞争力强度，运用其竞争资源和能力，以提高公司能捕捉的价值范围（下限、上限或两者同时提升）。如果公司部署资源，将价值下限水平提升到价值上限原先所在的水平，那么公司就会从中受益，尤其是当公司的议价资源薄弱时。一家公司的竞争性资源一般很容易辨认，公司的产品和服务、生产资产、创新技巧和客户服务质量都会影响公司在价值网内创造的价值，以及它和竞争外围中合作方可能创造的潜在价值。

广告也是竞争性的，有些广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客户购买公司产品的意愿（例如通过改善品牌形象）；有些则是为了减弱客户购买竞争对手产品的意愿，这样就可以削弱竞争对手针对公司价值网内客户（相当于竞争对手外围中的潜在客户）的竞争。这些广告活动通常可以提高公司可捕捉价值的上限；对比广告（进攻性广告）则会增强潜在客户对公司产品的购买意愿，提高公司对外围中潜在客户的竞争力，从而提高公司可捕捉价值的下限。

在现实中，广告常常同时具备两个方面的功效。例如，通用汽车公司在一则广告中推广其子公司安吉星（OnStar Service），就指出其他汽车企业无法提供这样的服务。通用汽车这则广告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其产品的吸引力，同时降低其他品牌车辆的吸引力。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一则安眠药广告，它的宣传语是“不会形成依赖”（Not Habit Forming），一针见血地讽刺了竞争对手的产品。

当公司面临的竞争力强度足够低时，它能捕捉的价值上限和下限之间会产生一个较大的差距，这时公司的议价资源和议价能力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公司应该对资源和能力进行投入，以劝说价值网内合作方让出价值。这样的行动有时会成为公司利润主要的获取力。例如，汽车经销商就经常利用高超的销售技巧，使购买者让出部分利益。

要看一家公司如何整合不同种类的资源，苹果公司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它的网络销售业务与亚马逊遇到窘境形成了鲜明对比。苹果在2001年推出iTunes，到2010年，苹果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音乐销售商。2011年iTunes的销售收入达到14亿美元，根据相关估算，其毛利率高达30%。

对于实体商品，公司可以将容量转化为一种竞争资源：通过限制合作方数量，公司可以保持自己竞争外围充满潜在的合作方。例如，2001年苹果推出iPod时，公司采用了限量供应策略，从而提高客户对公司的竞争。iTunes的专利音乐格式使公司的数字内容获得了苹果硬件产品的稀缺性，而苹果产品外观设计极具吸引力，使客户具有非同寻常的忠诚度。尽管购买者的竞争外围充满了各种数字音乐资源和硬件生产商，但客户对苹果的忠诚使他们与其他合作方进行交易的相对价值得到降低。苹果产品生态系统的互补性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从价值捕捉模型的角度来看，iTunes商店使苹果产品的价值提高，尤其是那些拥有多种苹果产品的客户；苹果竞争外围的减弱，让公司捕捉价值的上限得以提高。

亚马逊和苹果的故事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在亚马逊的案例里，图书出版商提供的实体商品是数量有限的，而它们的分销商（亚马逊）却几乎拥有无限的交易供应容量；在苹果的案例里，内容提供商提供的是音乐授权，天生没有数量限制，所以它们无法让自己的竞争外围充满潜在合作方。反观苹果，它利用专利音乐格式，将数字内容与实体产品捆绑到一起，限制了产品的供应。

苹果在公司可捕捉价值的上限与下限之间拉开一段距离，这样它的议价资源就可以起作用了。在竞争决定的价值范围外，议价资源可以让公司的合作方让出一部分价值。在大规模零售市场，运用议价资源的一种方式就是控制销售的定价，给购买者提供不容讨价还价的交易。如果讨价还价能给买家带来经济吸引力，尤其是针对大金额的交易，例如购车时，这种策略就会失效。如果公司可索取价值上限与下限之间的间隔缩短，这种策略同样无法发挥作用。亚马逊对价格进行控制就不会带来优势，因为巴诺书店相似的在线业务使亚马逊可索取价值上下限之间的间距非常短。



量化产出

战略决策对公司价值网和竞争外围的确切影响是难以预估的。但有了以价值捕捉理论为基础的数学模型，管理者可以更准确地对这些影响进行评估。在该模型中，公司可索取价值的上下限（决定公司能捕捉的价值范围）是由线性编程计算得来，这项分析技术已经非常普及，连Excel软件都可对其进行处理。

我正在和他人共同撰写Evan Kristen Specialty食品公司（简称EKSF公司）的案例，这是价值捕捉模型在真实商业世界中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在案例中，一家风投组织需要评估EKSF公司的商业计划。作为一家初创公司，EKSF计划在食品店销售事先处理的新鲜蔬菜（清洗过且去根茎的蔬菜），并且365天全年无休地供应各类蔬菜。EKSF公司希望与一些“非传统合作方”建立价值网，这些合作方包括：作为分销商的联邦快递（这样就省去了传统的库存和送货要求）；提供定制加工设备和店内冷冻展示柜等新型设备的供应商；一家运输用制冷剂制造商；负责零售货柜的销售人员；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沃森维尔附近的菜农，他们可以全年种植蔬菜。

传统的行业经验显然无法适用于这种反传统的商业组合，但风投组织可以用价值捕捉模型评估EKSF公司在新型价值网中各方面临的竞争力强度。通过对价值捕捉模型的分析结果与商业计划中的财务目标之间进行对比，潜在投资人就可以根据预测的竞争状况，辨别由议价资源决定的预期利润。投资人通常认为竞争带来的利润比议价带来的利润风险低。

这种分析可以让公司了解价值网所有参与者受到的竞争强度，以及这种强度的变化和平衡。初创公司的交易容量十分有限，所以竞争外围中客户之间对公司的竞争是很强的。而在公司上游——上文中提到的几家“非传统供应商”，它们的竞争外围基本是空的，因为它们只能为EKSF公司提供产品。换言之，EKSF公司和供应商没有其他选择，只能互相合作，组成价值网。

但是，当风投考虑退出策略时，一个中期风险浮出水面。价值捕捉模型揭示出，如果EKSF公司的计划取得成功，这种创新型价值网的功效就会得到证明。这时供应商竞争外围中会出现潜在合作者，其数量增长速度比EKSF公司竞争外围中客户增长的速度快，公司的利润因此会受到挤压。提前预料到这种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这样公司就可以事先从制冷剂供应商处索取专利许可，预防上述情况的发生。

公司战略是一个复杂的领域，而历史证明，社会科学的进展总是时断时续的。因此，价值捕捉模型要成为一种系统解决方案的管理工具，可能还需要10年时间。但是，价值捕捉模型的开发工作，已经给设定公司战略方向的管理者带来重要的启示。如果战略领域的研究者最终成功开发出一个精简的模型版本，以及一套合理完整的输入变量，那么价值捕捉模型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实证研究将会对模型不断改进，最终形成创新的良性循环，不断改善公司的商业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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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瑞尔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战略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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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营销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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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动互联时代的营销已经告别过去的玩法，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如果你不了解新的游戏规则，必将被时代淘汰。新营销时代有三大特点：



一、技术依赖。数字化营销和电子商务增加或替代了传统的客户接触点，营销人员是否掌握数字化和电商的游戏规则越来越重要。数字时代，一个营销团队如何选择、配置、创造性地应用软件和技术，会直接左右公司如何理解和影响客户，也会影响客户如何看待公司。

《首席技术营销官的崛起》一文深入分析了在这场营销变革中诞生的新型高管职位：首席技术营销官(Chief Marketing Technologist，CMT)，并围绕这一职能，分析了技术究竟该如何在营销实践中发挥作用。



此外，在近年来国际领先企业的营销实践中，用户洞察发挥的作用日益重大。多渠道搜集的海量信息如果未能有效转为洞察，只会让营销官不堪重负。《打造洞察引擎》一文深入解读了联合利华如何通过技术手段，高效地将数据转化为客户洞察并指导实践，提高绩效的方法。



二、消费者参与。有了技术硬件，在社交媒体当道的今天，如何进行品牌建设和内容营销也是营销官工作的重心。网民已经成为非常高效且传播效果极强的文化创新者——道格拉斯·霍特将这种现象称为“众创文化（Crowdculture）”。众创文化改变了品牌建设的规则，决定了哪些技术有效，哪些则已失效。了解了众创文化，我们就能明白内容营销战略为何会失败，并发现那些有效的基于社交媒体的品牌建设方法。



三、管理模式的改变。数字时代的背景下，营销变革和其他行业一样，需要组织调整架构予以配合，才能发挥最大作用，适应新的需求。《数字化时代打造终极营销机器》详尽介绍了高绩效企业营销部门的组织架构变革，以及培养新型营销人才的方法。如果你是一名数字时代的营销官，这本别册的4篇文章不容错过，将会为你开启新的灵感，帮助你看清数字时代的营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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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技术营销官崛起

The Rise of the Chief Marketing Technologist

斯科特布林克尔（Scott Brinker）

劳拉麦克莱伦（Laura McLellan） | 文

李钊 | 译　刘铮筝 | 校　钮键军 | 编辑








IT已成为市场营销的关键，许多公司开始选择既懂技术又懂营销的复合型高管。这些人作为公司变革的“代言人”，为了创造公司未来的竞争优势，能够跨部门跨组织协调工作。






今
 天，营销正迅速成为最依赖技术的部门之一。早在2012年，研究和咨询公司Gartner就曾预测，到2017年，公司的首席营销官（CMO）花在技术上的时间和精力将超过首席信息官（CIO）。这一预测正变为现实。

处在这一变革风暴中心的是一群新生代高管——首席技术营销官(Chief Marketing Technologist，CMT)。CMT可能是，战略制定者、创意总监、技术领导者、甚至是教职人员都可能成为CMT。现在各公司给他们的头衔五花八门；金佰利公司（Kimberly-Clark）称他们为“全球技术营销负责人”，SAP称其为“全球营销商业信息官”。他们的工作内容大致相同：用营销技术帮助公司实现商业目标；作为技术部门的信息官，评估和选择技术供应商。他们中约有一半的人还要负责建立数字化商业模式。

不管如何称谓他们，最杰出的CMT的核心职责是为公司划定技术营销愿景。他们要具备以下能力：勇于尝试，并能灵活调配工作。同时作为公司变革的“代言人”，他们能够跨部门跨组织协调工作创造公司未来的竞争优势。

在我们详细阐述这个角色之前，先让我们探讨一下CMT崛起的原因。

在数字时代，软件是吸引潜在和现有客户的主要手段。一个营销团队如何选择、配置、创造性地应用软件，会直接左右公司如何理解和影响客户，也会影响客户如何看待公司。

数字化营销和电子商务将增加或替代传统的客户接触点，因此，对于营销人员，掌握数字化和电商的游戏规则，变得越来越重要。数字化营销的预算正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CEO认为，公司如今要最重要的技术投资就是数字化营销。

增加数字化营销预算不仅意味着媒体投放从传统媒体转移到数字媒体，营销预算新增部分也将用于技术投资。Gartner最新的研究报告表明，67%的营销部门准备在未来两年内增加与技术相关的预算。更具体的数据是，61%的营销部门准备提高在技术上的资本投入额度，而65%则准备提高支付给技术服务供应商的费用。

但现有的管理能否有效应对所有技术挑战？答案并不令人满意。全世界有1000多家的营销软件供应商，它们提供的服务涵盖客户关系管理（CRM）、内容管理和营销自动化平台，也包括社交媒体管理、营销内容和面向客户App的专门解决方案。如今，代理商和服务提供商之间的关系还包括代码和数据的交换及整合。但是，这些依然远远不能满足基于独特客户体验和竞争优势，开发定制化软件的需求。




谁是C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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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尤尔古普塔（Mayur Gupta）是金佰利的“全球技术营销和运营”主管，其履历完整地体现了CMT这一职位的演变过程。

在加入金佰利之前，他是SapientNitro公司的架构师和技术营销战略官。SapientNitro是一家营销服务提供商，把营销代理的文化创意能力和系统集成商的技术能力结合起来。他现在的工作是负责公司的技术营销战略和制定项目计划，给出投资建议以提高技术驱动的营销能力，管理新增项目，为能力需求作优先级的排序。

古普塔和他的团队在公司内与品牌部门的领导者紧密合作，找到利用软件和信息的新方法。比如，为了帮助金佰利实现“全渠道战略”（Omni-channel Strategy），他领导部署了一个新平台，整合公司内外的客户数据，目的是在不同的接触点上提供更加一致和个性化的客户体验。从最初的设定目标、获取技术到项目实施，他与IT部门领导者的合作贯穿整个项目周期。

古普塔同时领导公司数字化创新实验室，这一实验室进入到技术类创业公司、创业加速器和创业孵化器的圈子，其项目包括设备互联、物联网、用于优化购物体验的增强现实技术（通过结合现实世界和电脑生成数据而创造的人为环境——译者注）。





搭建营销和IT的桥梁

在全新的商业环境里，CMO和CIO必须紧密合作。但这种仅限高管层级的合作还远远不够，相应的组织架构变革必不可少。公司不能简单地把营销、技术割裂开来，让CMO和CIO分而治之。“一刀切”看上去很美，但在实践中却留下了巨大的信息缺口。营销人员可能不了解如何充分利用IT部门提供的技术，而IT人员则不能准确地把营销需求转化为技术。

统一管理营销技术才是正确的做法。IT部门提供的技术要能激发营销部门的想象力，反之，营销的需求要能促进技术实现营销理想，这样才会实现良性循环。正确的组织架构能让营销部门熟练、高效地运用一系列软件来吸引、获取和留住客户，并能帮助营销领导者捕捉到新技术带来的机会。它也能够帮助营销部门在交涉合同细节和处理日常运营中的技术时，能够灵活、娴熟地应对代理商、服务商。

CMT与CIO、CTO平级，笼统地说，其任务就是确保统一管理的方法行之有效。这一角色需要深入了解技术问题，因此很多CMT具有信息技术管理或者软件开发方面的背景，但对营销充满热情是另一个必要条件。一般来说，要在公司里找到同时持有计算机技术学士学位和商学院硕士学位的人选。许多CMT都有数字广告公司，或研发面向客户网络产品的经验。

大多数CMT向营销主管、CMO、或负责营销的副总裁汇报（比如营销运营副总裁或者数字营销副总裁）。有些CMT则直接向IT主管汇报。

CMT是连接不同部门的桥梁，其利益相关者包括：CMO或其他营销高管，CIO和IT部门，营销团队，以及外部软件和服务供应商（参见后文“新核心：CMT”

 ）。我们将会逐一描述CMT和这些利益相关者的互动关系。


CMO和其他营销高管。
 CMT要提供强大的技术保障，并充分利用新技术提供的功能，这样就能帮助实现公司战略。约瑟夫库里恩（Joseph Kurian）是安泰保险（Aetna）的“技术营销和企业营销创新”部门主管，他善用“顾客之声”（voice of the customer）软件，从移动端和网站获取用户反馈。该软件增强了公司和用户之间的互动，这成为该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


CIO和IT部门。
 为使营销需求和技术需求沟通顺畅，确保营销系统和信息技术无缝衔接，CMT要负责收集营销部门的技术需求，并按优先级进行排序。SAP负责全球营销的商业信息官安德里亚斯斯塔克（Andreas Starke）就是这两个部门的协调人，使技术营销项目的计划和执行更加简洁高效。他主导开发了一个自动共享平台，取代之前各个营销团队的孤岛系统。


营销团队。
 CMT确保营销的同事使用最合适的软件并得到正规培训。ThomasNet的“技术营销和商业智能”总监布莱恩马卡斯（Brian Makas），发现他们的销售代表和支持团队使用Excel电子表格周报协调工作。他立刻决定抛弃这一效率低下、耗时费力的流程，改为利用CRM系统查看实时情况。只花了一周时间，公司就初步实现了流程再造。


外部软件和服务供应商。
 CMT需要评估供应商提供的技术能否满足营销需求，还要负责整合各种系统，监控系统性能。Clorox公司的技术营销总监肖恩古丁（Shawn Goodin），主导评估了6个供应商提供的系统，选择其中最优的一款。这一系统不仅能让来自不同渠道和使用不同设备的顾客都能得最佳体验，还能整合营销、销售、研发方面的消费者数据。

CMT这一新角色的工作极具开放性，这也表明了为什么CMT需要同时精通营销知识和信息技术才能胜任。



CMT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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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者


通常情况下，一个配备了CMT的创新组织，在营销数字化程度和创造企业竞争优势方面，领先于他们的对手。平均来说，它们比没有CMT的组织在数字化营销方面多出三分之一的预算（30%对21%），它们的创新能力比竞争对手高一倍（10%对5%）。




新核心：CMT


首席技术信息官处于四个利益相关者的中心，负责联络各方、调整战略目标、提供技术支持和制定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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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科特布林克尔是市场营销应用开发商ion interactive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读者可以在chiefmartec.com
 上关注他的博客。劳拉麦克莱伦
 是Gartner公司的研究副总裁，专注于市场营销战略。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7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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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营销机构的行为还停留在上个世纪，本文告诉你迎接数字化时代挑战的最佳方法。





过去10年，营销方式发生了颠覆性改变，发展速度可能只有信息技术可与之媲美。新潮的营销工具和战略不出几年就被淘汰，新方法日新月异。但令人惊讶的是，在品牌管理出现40多年后，营销部门的组织架构却没有什么变化。直到今天，在许多企业中，老套、僵化的等级结构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营销人员已经意识到全面调整的重要性，首席营销官（CMO）正试图打破固有组织框架。对全球数百家营销组织调研后，我们发现，让CMO感到棘手的是如何绘制新的组织架构图。他们迫切想知道理想的组织结构是什么样的。我们的答案是：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伪命题，并不存在这样一份简单的蓝图。

CMO会问，“指导品牌战略的价值和目标是什么？需要具备什么能力才能在营销方面脱颖而出？需要辅以什么样的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答案是：组织结构必须服务于战略，而不是相反。

麦当劳的前任CMO拉里莱特（Larry Light）曾担任洲际酒店集团的首席品牌官，当时洲际酒店集团正在重组营销团队，莱特敦促团队先搞清营销的目的和目标，以及配套的具体操作流程。只有厘清这些，重组才是理性的。

为了找出优秀营销组织在战略和组织构架方面的过人之处，EffectiveBrands联合美国广告主协会（ANA）、世界广告主联合会（WFA）、史宾沙咨询公司（Spencer Stuart）、福布斯、在线调查机构MetrixLab以及Adobe一起开展了“营销2020”项目。据我们所知，这是迄今为止最全面的营销领导力研究。本文作者之一、联合利华的CMO基斯韦德（Keith Weed），同时也是该项目咨询委员会的主席。到目前为止，我们针对全球350多位CEO、CMO和机构领导者进行了深度定性访谈，在全球多个城市举办了十几场CMO圆桌会议，还在网上对92个国家的1万多人进行了定量调研。

调研包含80多个问题，集中于营销人员的数据分析能力、品牌战略、跨领域和全球互动能力以及企业培训。根据参与企业3年内的收益增长情况，我们将企业分成两组：表现出色的企业和表现欠佳的企业。然后对比了两组企业的战略、组织构架和发展潜力。得出的结论中有些是情理之中的，比如擅长利用数据的企业成长更快。

当然，本次研究也有一些全新发现。比如，在营销方面表现出色的企业具有哪些品牌特质？它们在营销上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大家已经很清楚，“营销”已渗透到组织的方方面面，不再是孤立的部门（对那些仍将营销单独分离出来的公司，我们非常失望）。尽管营销主管的头衔、角色和职责在不同行业和公司不尽相同，但他们面临的挑战和成功必备的条件非常相似。



胜出特质

下图展示了优秀的营销机构具备的一系列优点和组织高效率背后的推动力。让我们先来看看优秀营销方式的共通之处。



	
优秀品牌

善于使用数据

收到的反馈中使用所有数据和分析来改进营销效果的企业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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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理念进行

市场定位可以

提升销量

收益增长高于对手的企业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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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战略同步

营销和业务增长在战略上统一的企业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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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深刻洞察。
 营销人员现在掌握了海量用户数据，但用法单一，比如用来改善目标用户的选择。现在，了解用户什么时间在哪儿做什么是最基本的。在我们的研究中，表现出色的企业能把消费者做了什么和为什么做的数据结合起来，从而产生消费者需求的新洞察，进而找到更好的办法满足消费者。这些营销人员明白消费者的本能驱动力——比如渴求成功、希望找到伴侣、培养下一代——我们将这些动机称为“人类的普遍真理”。由个人健身产品和服务构成的Nike+系列，就涵盖了企业对跑步爱好者行为动机的深刻洞察和大数据的运用。Nike+系列在运动鞋和可穿戴设备中加入了传感技术，借此连入网络、APP、训练项目和社交网站。

除了记录运动路线和时间，Nike+还把用户和兴趣相投的跑友、教练等联系在一起，鼓励用户提供反馈。用户会收到定制化的训练项目，记录每次进步。初次参加半程马拉松比赛、跃跃欲试的运动员和一位伤后复出的老将获得的指导完全不同。如果表现良好，用户会得到奖励，并在社交媒体上公开成绩，与Nike+社区里的人分享。


理念清晰的定位。
 顶尖品牌会在3个方面出色诠释品牌理念：一、功能性价值，即顾客购买产品或服务的用途（星巴克咖啡具有提神作用）；二、情感性价值，即品牌如何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喝咖啡具有社交意义）；三、社会性价值，比如可持续性（比如按照公平贸易原则采购的咖啡）。“联合利华可持续行动计划”（Unilever Sustainable Living Plan）公布了企业可持续增长的一系列指导原则，旨在改善健康问题、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提高人类生活水平。该计划在联合利华品牌战略、雇员计划和运营战略中都有体现。清晰强大的品牌理念除了让顾客更满意，还能激励员工更专注于企业目标，并确保公司在所有消费者接触点传达始终如一的信息。

荷兰化学巨头阿克苏诺贝尔（AkzoNobel)在这方面堪称典范。该公司旗下的“多乐士”是世界领先的油漆品牌之一。2006年，阿克苏诺贝尔在各区域市场采用了高度去中心化的商业构架，本土市场可以拥有自己的品牌和商业目标，制定独立的营销策略，这一切最终导致品牌定位和市场难以统一。“多乐士”的业绩在某些市场飞速增长，在其他市场则一败涂地。2008年，多乐士全新的品牌团队在全球进行了一轮“地毯式”调查，试图找出用户的品牌印象、油漆在用户生活中的意义，以及到底是什么让人们想改变环境的颜色。最终，该品牌在中国、印度、英国和巴西推出了统一的主题：“为生活增添色彩”，此举对用户产生了重大影响。多乐士卖的不再是成桶的油漆，而是“罐装的乐观主义”。

全新的品牌理念催生了全新的市场推广活动：多乐士推出“一起出彩”（Let’s Color）的宣传活动。众多志愿者（目前包括阿克苏诺贝尔公司超过80%的雇员）捐赠了大量油漆（迄今已超过50公升）用于翻新城市社区，其中包括里约的贫民窟和焦特布尔的街道。多乐士理念导向的营销方法重整了去中心化的营销组织，还让企业在全球赢得了更多市场份额。


全面体验。
 企业正在通过提供优秀的客户体验不断增加产品价值。一些企业根据自己对某位客户的了解为其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和产品，借此深化客户关系；另一些则通过增加接触点，拓宽客户关系的广度。我们的研究发现，出色的品牌两者兼备，它们提供的是“全面体验”。衡量营销的关键标准可能很快要从“客户占有率”或“广告占有率”变为“体验占有率”。

味好美食品公司（McCormick）是一家香辛料制造企业，它向顾客承诺“不断提高香料的艺术、科学和激情”，在实践中，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企业都做到了这一点。公司让客户在线上还是线下的接触点，都获得同样的客户体验：也就是无论客户是从零售店铺，还是交互型服务FlavorPrint，都能获得同样的产品包装、食谱等品牌内容。该服务根据客户偏好为其推荐定制的食谱。FlavorPrint创造食谱的方式和Netflix制作电影的方法一样：根据算法提取每个食谱的独特风味，然后和顾客的口味偏好相匹配。FlavorPrint可以制作出方便平板电脑和手机用户查看的定制化邮件、购物清单和食谱。



以增长为目的重组

营销的重要性决定了它不仅仅是营销人员的职责。包括零售店员、IT专员在内的所有员工都要参与进来。

营销在如今变得如此重要，决定了它不再仅仅是营销人员的职责。我们这么说不是要贬低营销人员，而是强调营销的全局性和整体性。为了实现无缝体验，包括零售店员、客服中心代表、IT专员和营销团队在内的所有员工要在了解了数据意义和品牌理念后，为同一个愿景而战。

我们的研究发现了高效率企业的5个驱动力：优秀企业的营销和战略等其他部门密不可分；领导层为了促进企业发展，会让所有层级的员工都接触到品牌理念；员工的工作有轻重缓急之分；团队结构灵活，能够跨部门合作；培养成功所需的内部能力。


沟通。
 我们和营销组织的合作中，不断见到团队无序、合作低效、企业内部缺少共同目标和互不信任的问题。尽管文化和地理障碍客观存在，但出色的营销人员基本不会出现上述问题。领导者善于将营销和日常管理及其他部门联系起来。他们和CEO关系密切，确保营销目标符合公司目标，通过整合营销和其他部门，缩小部门之间的鸿沟；而且保证全球、区域和本地营销团队互不干涉、独立工作。

营销过去一直自行其是，最好的情况是偶尔支持总部的战略，更常见的是追求和全局战略并不直接相关的品牌或营销目标（比如增加品牌价值）。但如今出色的营销主管不仅能确保营销活动符合公司战略，还积极参与到公司战略的制定中。我们的调研显示，从2006年到2013年，营销对企业战略发展的影响增加了20%。如果营销部门展现出和其他部门一致的商业目标，部门间的沟通和互信也会更好，从而让各部门密切合作——这正是营销成功必不可少的因素。

企业增强内部联系的另一种方法，是让某位领导统管营销和其他部门。摩托罗拉的爱德华多孔拉多（Eduardo Conrado）兼任营销和IT两个部门的高级副总裁。安东尼奥卢西奥（Antonio Lucio）被任命为维萨信用卡公司（Visa）的CMO一年后，又担任了HR主管，确保公司招聘、员工激励和发展方式符合公司战略。

本文作者之一的基斯韦德在联合利华既担任营销主管，也是沟通和可持续部门的主管。旗下拥有哈林篮球队和众多主题公园的贺森家庭娱乐公司（Herschend Family Entertainment），近期让公司CMO埃里克伦特（Eric Lent）兼任了首席消费者技术官。



	
鼓励员工达成

目标

确保员工深入理解品牌理念的企业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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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励。
 高效率营销最强大的推动力之一就是激励，但这个因素远未被充分利用。优秀营销人员在和顾客及同事打交道时，对品牌理念的理解更深入，此类企业员工的品牌自豪感也更强。

激励会让员工更加投入，此外，当它与品牌理念相结合时，全体员工都会为同一使命拼搏。随着员工和顾客的联系增多，顾客也会逐渐获得始终如一的体验。最终，所有员工都成了实际意义上的营销人员。

好的营销善于传递让人无法抗拒的信息，并激发大众参与到项目中来。激励员工的关键是让这一点在企业内部也发挥作用。多乐士的做法是，给全球数千名雇员分发油漆和刷子，让他们去粉刷自己所在的社区和街道。

联合利华的领导层通过季度性的直播活动，与公司6500名营销人员分享最优秀的品牌推广活动，并介绍新工具。此外，联合利华还举办了公司内外部人员都参与的一系列全球协同、本地操作的沟通活动——“Big Moments”，该活动的目的是和员工及公司的意见领袖分享可持续行动的理念。研究显示，这些活动增加了员工参与度。耐克则设有专门的营销岗位，员工惟一的工作就是向新晋员工讲述耐克的品牌故事。

对包括联合利华在内的所有企业来说，激励不可或缺。员工的品牌参与度已经成为KPI的重要指标。谷歌在业绩考核中，通过评估员工的“谷歌精神（Googliness）”来判断他对公司文化和理念的融入程度。美国鞋类B2C网站Zappos的做法很有名，新入职的员工如果无法接受公司对顾客略显偏执的周到服务的规定，公司会在4周后给予他3000美元的“遣散费”。



	
专注于正确的

标准

品牌KPI和整体业务表现关系明确的企业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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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
 我们让某家企业的8位全球营销主管列出他们的5个营销目标，结果只有两项相同，其余都是私人及本土目标。数据显示，这种不统一的现象会让团队和总部日益分离。如今企业的营销活动无比分散，管理者要做好风险控制。在营销成功的企业中，大家基本同意“本土营销活动贯彻全球战略”，“全球营销活动要照顾本土营销的现实”这样的理念。优秀企业不会用收益增长和利润等KPI指标衡量品牌是否成功，在本土层面则会将激励措施和上述KPI紧紧联系起来。

讽刺的是，几乎所有企业都会小心谨慎地规划和执行消费者沟通和产品推广活动，却对内部战略沟通敷衍了事。这是致命盲点。

百事公司旗下品牌桂格（Quaker）的全球营销主管马克施罗德（Marc Schroeder）曾担任公司跨地区“营销委员会”的领导，当时他正着手制定并执行该公司品牌的首个全球增长战略。在此期间，他深刻了解了内部凝聚力的重要性。该委员会明确定义了品牌理念和定位，确立了品牌的全球目标、制定了增长时间表、合理的激励机制、确保责任到人，用业绩报告追踪如市场份额和业绩增长等行业量化标准。委员会为了贯彻公司战略，召开了区域和本土的团队会议，全球代理商和零售店都要参加，它还首开先河，举办了全球品牌管理活动，进行员工培训。桂格的努力没有白费，现在公司所有的营销计划都和整体战略密切相关。


敏捷组织。
 研究显示，领导者面临的最大挑战包括规划企业构架、分工和流程，但他们却忽略了应该先明确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我们已帮助几十家企业重新设计了营销组织结构。一般来说，在找到我们之前，传统的商业咨询公司已为企业做了战略、成本和人员分析。而我们的工作是和CMO一起重新设计组织构架、运营模型及能力培养项目。尽管在我们眼里，理想的组织蓝图并不存在，但在多年的实践基础上，我们总结出了一套可以适用于任何企业的运营和设计原则。

如今的营销组织必须在公司规模和敏捷灵活之间找到平衡点，为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从计划到执行须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完成。“超级碗”是世界最大型的体育赛事之一，奥利奥在2013年比赛断电期间，在推特上提醒消费者“黑暗中你依然可以泡一泡（奥利奥饼干一直宣传扭一扭、舔一舔、泡一泡的吃法——译者注
 ）”，这让它一度成为当时流行的话题。公司当时只花了几分钟时间就完成了这条推特的设计推广，这绝非巧合。奥利奥一直在为这样的场合做准备，精心培养和组织营销团队，授权代理和品牌小组待在“指挥中心”和受众实时互动。

像传统的树状结构一样，复杂的矩阵式组织结构已经过时，逐渐让位于网络型组织结构。后者的特点是岗位灵活、责任流动、流程简洁高效。新构架让领导者可以在全公司范围内根据需要调配人才，为短期的特定营销项目组建团队。根据任务需要，团队可以在几周或几个月内完成组建、执行和解散的全过程。


营销新角色。
 企业在全球扩张中必须重组以达到全球规模和本土相关性的平衡。我们的研究显示，多数品牌的管理方式最终会较几年前更为集中。企业正在逐步去掉中间（区域）市场，通过专业的“卓越中心”实现战略指导、分享最佳实践，充分利用所有内部资源这些职能。

在这一过程中，员工的角色和流程都要调整。营销组织一直通才云集，但在社交营销和数字营销崛起的今天，会出现一些全新的专家，比如数字隐私分析师和本土内容编辑。我们发现不能通过头衔给营销人员分类（类型无穷无尽），而是要按照以下3个类别区分：“思考型”营销人员，他们擅长分析，可完成数据挖掘、媒介组合建模及ROI（投资回报率）优化；“行动型”营销人员，负责撰写内容，设计和主导生产过程；“感受型”营销人员，负责和消费者互动接触，比如客服、社交媒体和网络社区相关职位。


网络型组织。
 每种类型都涉及许多技术和职能。CMO和首席体验官、全球品牌经理等营销主管，在管理中越来越像管弦乐队的指挥，从这3类人才里组建跨部门团队来解决问题。管弦乐队指挥向团队做简报，确保他们有所需的能力和资源，并负责监控整个过程和表现。管弦乐队和团队领导根据任务，从营销部门和其他部门，包括外部代理商、咨询公司找到合适的人才，平衡搭配思考、行动、感受这3种能力。（见后文“管弦乐队模式”

 ）

企业采用该模式组建一系列任务小组，完成特定的营销项目，比如整合线上线下体验、新品推荐等。联合利华在推出“日光计划”（Project Sunlight，和消费者互动的项目，与公司可持续发展项目相关）时，团队成员来自7个不同领域。国际有线电视公司Liberty Global用任务小组的方式在关键接触点（比如客户收到账单的时候）实现了最优客户体验。团队负责人来自营销和其他部门，任职时间各异，不同程度地具备了上述3种能力。

任务小组模式灵活有序。这种模式对企业文化有特殊要求，总部领导力要足够强大，本土团队才能充分理解公司战略并配合执行。只有当公司中的每个人都受到品牌理念的鼓舞，并且清楚企业目标时，任务小组模式才能运行良好。

谷歌、耐克、红牛和亚马逊都相信这一理念。亚马逊的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在股东大会上说的话体现了这一思想：“我们的愿景始终如一，但在细节上可以灵活应变。”

可口可乐、联合利华和资生堂都设立了专门的营销学院来研究独特的营销语言和方法。



	
培养所需能力

根据某项业务需求定制培训内容的企业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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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能力。
 正如上文所述，最高效的营销人员依赖于沟通、激励、专注和敏捷组织几项优势。但如果不持续培养自己的能力，这些都是空谈。我们的研究表明，出色企业和较差企业在培训方面的质量和数量差异都很大。

作为营销人员，首先要具备传统营销和沟通部门的技能：市场调研、搜集情报、媒介规划等。但有时他们连这些基本能力都没有。新员工的入职培训只是基础，远远不够。可口可乐、联合利华和日本化妆品公司资生堂等全球最佳营销企业，都投资建立了内部营销学校，发展各自独有的营销语言和营销方式。企业的高级管理者会分享在消费者习惯、竞争对手战略和零售动态方面的知识，他们自身也能从中获益。

出于同样的目的，维珍航空、星巴克等企业也开始了密集的“浸入式”（Immersion）培训计划。主管级员工可以通过参加高级课程，学到战略层面的知识，比如资产组合管理和企业合作。

我们发现，企业高层能从数字和社交媒体的培训中学到很多知识，因为和年轻同事相比，他们对这些领域并不精通。鉴于此，联合利华和帝亚吉欧（Diageo）等企业将高管带到Facebook培训。我们已经和谷歌、MSN、AOL合作，开发类似项目，包括“逆向导师”——将合适的高级经理和年轻同事配对，即使CMO也能从持续的目标明确的培训中成长。维萨信用卡的安东尼奥卢西奥就雇用了一位“数字原住民”来教自己社交媒体方面的知识。

表现较差的企业在培训方面的投资则普遍不足。平均而言，其雇员的培训时间每年只有半天，而表现出色的企业会从外部邀请专家，为员工定制两天的实践性培训。

乍看之下，“营销2020”的研究结果似乎并无惊喜：营销人员必须利用好消费者洞察，为品牌赋予理念，提供优秀的客户体验。

如上文所述，他们必须沟通、激励、专注、组织、培养。但令人惊讶的是，多数企业不知道也做不到这一切——这既是警钟也是号角。数据显示，即便在表现出色的企业中，也只有一半企业拥有上述能力。但无需气馁，因为它让我们看到前方的机会。不管营销未来的方式如何，营销人员还是必须满足人类的根本需求。问题是，我们要创造出一个真正能和这些需求对话的企业。




管弦乐队模式



广纳贤才

CMO和首席体验官、全球品牌总监等营销团队的领导者越来越像管弦乐队的团长，为了完成某个特定的目标，他们从企业内部和外部找来合适的人才，组成短期的任务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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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三种关键能力挑选人才

社交和数字媒体的崛起改变了营销团队的构成，传统的营销人员都是通才，现在高效率团队会挑选三种类型的人才组建团队：“思考型”、“行动型”、“感受型”。



	
“思考型”专注于数据和分析





	
架构和建模主管


	
数字隐私分析师





	
市场数据分析师


	
高级数据架构师





	
网站分析师


	



	
“感受型”专注于和消费者互动





	
客服代表


	
会员互动协调员





	
网络社区管理者


	
公关主管





	
社交媒体主管


	
可用性专家





	
“行动型”专注于内容和生产





	
概念创意


	
设计师





	
数字工作室制作人


	
营销内容经理





	
高级数字内容战略家


	
网页设计专员






定制团队

根据不同的工作内容，团队中每种能力的占比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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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ty Global对这一模式的应用

为了改善用户体验，有线电视服务供应商Liberty Global针对每个接触点分别设立了任务小组。以下是部分小组的组成和任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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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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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德斯万阿伦斯、弗朗克范德里斯特是全球营销战略咨询公司EffectiveBrands的创始人，合著有《全球品牌CEO》（The Global Brand CEO
 ，Airstream New York出版社，2010年出版）。基斯韦德是联合利华的首席营销官、首席沟通官，也是“营销2020”咨询委员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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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办法管用，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逮到第二只老鼠？”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7月刊。





数字时代营销手册



众创文化：

重构社交媒体时代的品牌建设

Branding in the Age of Social Media

阿莫斯·温特（Amos Winter）

维贾伊·戈文达拉扬（Vijay Govindarajan）| 文

刘筱薇 | 译　蒋荟蓉 | 校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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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媒体问世10年以来，企业仍没有找到有效的品牌建设方式。大型的社交平台，包括Facebook、YouTube和Instagram看上去掌握了话语权，尽管企业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却没有获得在文化上发声的机会。企业需要将重心从平台本身上移开，去关注数字潮流带来的真正力量——众创文化。它才能为品牌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
 Facebook和YouTube主导的社交媒体时代，企业或产品的品牌建设成为一项艰巨的挑战。这的确有些出人意料，10年前大多数企业都认为品牌建设的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它们雇用了创意工作室和大批技术专家，希望在数据的海洋中赢得自己品牌的立足之地。自此，病毒、热词、迷因、粘性和品牌个性成为品牌建设的通用语言。然而热闹喧嚣过后，这些新事物产生的效果却寥寥。



作为数字品牌战略的核心，企业在内容营销上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这背后的逻辑是，社交媒体的出现可以让企业绕过传统媒体，与客户直接进行互动。如果你能给客户讲一个精彩的故事，并与他们实时沟通，那么你的品牌就能成为与客户群体进行交流的载体。因此企业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希望将这种愿景变为现实。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品牌在网上创造出引起客户兴趣的内容。实际上，社交媒体的出现看上去让品牌变得无足轻重了。问题出在哪儿？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品牌只有在文化中取得突破才会获得成功。品牌建设实际上是一套产生文化影响力的技巧。而数字技术不仅带来了强大的社交网络，也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的运行方式。网民已经成为非常高效且传播效果极强的文化创新者——我将这种现象称为“众创文化（Crowdculture）
 ”。众创文化改变了品牌建设的规则，决定了哪些技术有效，哪些则已失效。如果我们能了解众创文化，我们就能明白内容营销战略为何会失败，并且发现那些有效的基于社交媒体的品牌建设方法。



内容营销和品牌赞助为何失效

尽管支持者认为内容营销是冉冉升起的新星，但它实际上只是大众媒体时代的遗产，被数字概念再次包装而已。在大众媒体时代的初期，企业从大众娱乐中取经，利用短小的故事、戏剧效果、背景音乐和引人共鸣的角色来赢得观众，成功地让其品牌众人皆知。一些经典的广告例如 Alka-Seltzer消食片的“我不相信我吃下了所有东西！”；乐事薯片的“炸薯片匪徒”；女星法拉·弗西（Farrah Fawcett，霹雳娇娃扮演者）与橄榄球明星乔·纳玛什（Joe Namath）联合出演的Noxema剃须泡沫广告，通过娱乐大众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

这种早期的内容营销之所以能大行其道，是由于当时的娱乐媒体被寡头所垄断，文化竞争受到了限制。在美国，三大电视网每年制作的内容只有30周的长度，其余时间只有重播；观看电影只能通过当地的电影院；类似地，杂志之间的竞争也仅限于那些适合在便利店货架上摆放的内容。消费品公司可以用钱来购买知名度，使它们的品牌在竞争并不激烈的文化竞技场中获得展现的机会。

品牌还可以通过赞助电视节目和活动来渗透到文化中，将品牌与成功的娱乐内容联系到一起。由于大众与明星接触的机会较少，因此品牌可以作为他们之间的中介。几十年来，我们已经习惯看到快餐连锁为电影大片赞助、高档汽车成为高尔夫和网球赛事的合作伙伴，而瞄准年轻人的品牌则为乐队演出和音乐节买单。然而新技术的出现给了观众自由，从付费有线电视到数字录像机，再到互联网，这些新技术让观众可以避开广告，使品牌购买知名度的难度大大提升。企业不得不加大赌注，它们现在要与娱乐业直接竞争。宝马开创了制作网络短片的先河，很快企业就开始纷纷与顶级电影导演合作，包括迈克尔·贝、史派克·琼斯、米歇尔·冈瑞、维斯·安德森和大卫·林奇等，特效越来越炫，制作费用也水涨船高。

这些社交媒体出现前的数字投资让企业相信：如果它们能用互联网的速度生产好莱坞级别的创意内容，就能用品牌吸引大量忠实观众。内容营销就此开始大热，但它的支持者们没有想到，新的竞争正在崛起，这次并非来自大型媒体公司，而是大众。



众创文化的崛起

从历史的角度看，文化创新大多来自社会的边缘，通过挑战主流意识和标准，社会运动、边缘团体和艺术家的小圈子孕育了文化创新萌芽。企业和大众传媒则充当中介的角色，将这些创新引入大众市场。然而社交媒体的出现改变了游戏规则。

过去各种团体在地理上是相互隔绝的，社交媒体将这些团体连接到了一起，从而大大提升了合作的节奏和频率。如今，曾经边缘化的团体紧密地连接到一起，它们的文化影响力变得更直接、更强大。这类新型的众创文化通过两种方式实现：第一：亚文化。亚文化催生新的理念（ideology）和艺术实践。第二：艺术圈。艺术圈通过创新，开创全新的娱乐形式。


崛起的亚文化。
 今天你能找到关于任何话题的众创文化：浓缩咖啡、美国梦的幻灭、维多利亚时代的文学、手工艺家具、自由主义、新城市主义、3D打印、动画、观鸟、自学和烧烤等数不胜数。在社交媒体时代之前，亚文化的参与者必须跨越地理上的距离才能聚到一起，定期聚会、杂志和局域网是它们有限的集体沟通的方式。

社交媒体不但极大地拓展了这些亚文化，更使它们实现了民主化。轻点鼠标，你就能到达任何亚文化的中心。参与者之间频繁的交流跨越了网络、物理空间和传统媒体之间的藩篱。这些亚文化的成员集体推动了新创想、新产品、新活动和新审美的诞生，完全绕过了大众文化的守门人。随着众创文化的崛起，文化创新者既是新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新文化的消费者，两者间的界限已经非常模糊。


加速发展的艺术圈。
 创造新的大众娱乐方式则需要一种独特的组织合作模式，社会学家将之称为艺术圈。艺术圈是指音乐家、电影制片人、作家、设计师和动画师等等聚集到一起，它们既相互竞争，又进行协作，从而产生灵感。这些艺术家一起工作，从对方身上学习，进行创作并相互激励。艺术圈参与者的集体创新常常会产生重大的文化突破。在社交媒体崛起之前，大众文化产业，例如电影、电视、纸媒和时尚业都曾通过借鉴和改造这些文化突破，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众创文化让艺术圈获得了加速发展，大大提升了参与者的数量以及他们之间互动的效率和质量。你再也不需要费尽心机混入本地艺术家圈子，也不再需要花费一年为你的短片寻找投资和发行渠道。今天，数以百万计的文化创业者聚集到网上，磨练他们的技能，交换创意，改进内容，并相互竞争，最终创造出大热的产品。这种网络效应催生了新的文化快速实验模式：你可以在瞬间获得数据，了解市场对文化创新的反应，让人们对其进行批评，然后进行改进，快速创作出最引人入胜的内容。这些新的内容高度贴近观众的需求，并且制作成本低廉，使它们渗入到流行文化的每一个角落。艺术圈的众创文化是各大品牌内容营销失败的主要原因。



超越内容营销

过去10年，企业将赌注押在了内容营销上，然而残酷的现实不得不让他们重新思考。在YouTube或Instagram上，看一看订阅用户量最多的频道排名，你很难能找到企业品牌的身影。只有3家企业进入了YouTube前500名。反而你会找到大批你前所未闻的网络娱乐明星，他们好像是突然从石头中蹦出来的。

YouTube上最大的传奇是一位名为PewDiePie的瑞典人，他将自己玩电子游戏的视频粗略加工，配上尖酸刻薄的评论上传到网上。截至2016年1月，他获得的观看数量已经超过了110亿次，YouTube个人频道的订阅用户超过4100万人。

游戏直播为何能成功？这要归功于年轻人围绕电子游戏产生的亚文化。当这种亚文化与社交媒体结合，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曾经边缘化的电子游戏亚文化从韩国一隅扩张到全球，成为一种吸引大量观众的竞技模式——现在被称为电子竞技，它的粉丝规模如今接近1亿人。（亚马逊就在近期以9.7亿美元收购了游戏直播网站Twitch。）

在电子竞技中，主播会为每个电子游戏配上解说和旁白。像PewDiePie这样的解说会在评论中即兴发挥，将其转化为一种粗俗又幼稚的喜剧形式。另一些游戏主播则将游戏的过程录影，例如VanossGaming (YouTube 排名 19, 1560万订阅者）、elrubiusOMG (排名20, 1560万订阅者),、CaptainSparklez (排名60, 900万订阅者)和 Ali-A (排名94, 740万订阅者)，他们也是这个群体中颇有影响力的成员。

这种众创文化最初是由专业的媒体平台组织，它们将内容发送给内部的粉丝，他们聚集到一起对内容进行批评，对一些作品推崇备至，对另一些则不屑一顾。PewDiePie成为了数字艺术世界的明星，就像涂鸦艺术家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ean-Michel Basquiat ）和庞克教母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城市文化中的地位一样。他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众创文化的力量使前者获得了全球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而且成名速度之快前所未见。

游戏直播只是数以百计众创文化中的一种。它们填补了你能想象得到的流行文化中的所有娱乐空白，从年轻女性的时尚指南到那些令人上瘾的恶心食物，再到狂热粉丝对体育比赛的品头论足。企业品牌无法与之匹敌，尽管它们有丰富的投资。PewDiePie仅仅在家中就能制作那些成本低廉的视频，麦当劳是全球在社交媒体中投资最多的企业之一。然而麦当劳频道的订阅者只有20.4万名（排名9414）。PewDiePie的粉丝数是麦当劳的200倍，而成本还不到其零头。

红牛是最成功的内容营销案例之一，它建立了新媒体中心，制作极限运动的各种内容。红牛每年的营销费用高到20亿美元，其中大部分投入到了内容营销中，但它的YouTube频道只有490万订阅用户（排名184），很多制作费用低于10万美元的初创企业都高于这个排名。Dude Perfect是由得克萨斯州的5个大学生创建，它们通过制作运动特技的视频吸引了818万的订阅用户，比红牛做得好得多。

可口可乐提供了另一个差强人意的案例。2011年公司大张旗鼓推出了新的营销策略，从“卓越创意”转向“卓越内容”（社交媒体上的内容营销）。公司高管乔纳森·米尔德豪（Jonathan Mildenhall）宣布：“可口可乐将继续创造最吸引人的营销内容，成为流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到2020年将销量提高一倍。

次年，可口可乐推出了第一个大动作，将静态的公司网站转化成了一本数字杂志——可口可乐旅程。它几乎包含了流行文化的方方面面，从体育到食品，从可持续性到旅行。杂志成为公司内容营销战略的缩影。

如今这本杂志推出已有3年，但观者依旧寥寥。它并没有进入美国流量前10000的网站，也没有进入全球前20000。同样公司的YouTube频道只有67.6万订阅者（排名2749）。

现实证明，消费者对品牌粗制滥造的内容并无太多兴趣，只有极少数人会订阅这样的内容。大多数人将其视为垃圾邮件的一个变种。当Facebook意识到这点后，它就开始对品牌发送给其“粉丝”的营销内容收取费用。企业面临的问题是结构上的，而非创意上的。大型公司的营销活动与艺术圈的工作方式形成鲜明对比。企业擅长在全球不同市场之间执行复杂的营销策略，但在文化创新中，这种组织模式却只会导致平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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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品牌赞助商的去中介化

娱乐“实体”，包括表演者、运动员、运动队、电影、电视节目和电子游戏在社交媒体上也非常流行。在所有大型社交平台上，你会发现现实中的顶级明星在这些平台上也占据统治地位。例如在YouTube上，蕾哈娜、One Direction、凯迪·佩里、埃米纳姆、贾斯丁·比伯和泰勒·斯威夫特等歌手都拥有大量的观众。在Twitter上，你会发现类似的歌手名单，再加上一些媒体明星，例如艾伦·德詹尼斯（Ellen DeGeneres）、吉米·法伦（Jimmy Fallon）、奥普拉、比尔·盖茨和教皇。此外粉丝对体育明星也趋之若鹜，包括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勒布朗·詹姆斯、内马尔和卡卡；运动俱乐部，例如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也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它们的粉丝数量远远超过两大运动品牌阿迪达斯和耐克。

这些明星获得了无比忠诚的粉丝群体，评论家早已对社交网络的这种力量做出了预测。但企业和它们的产品或服务却无法从中分一杯羹。事后看来，这并不令人意外，与喜爱的明星交流是一回事，与卖橘子汁或出租汽车的品牌之间互动是另一回事。夏奇拉能做到的，佳洁士和高乐氏却不能；人们会为C罗和梅西谁更好进行激烈的争论，却不会讨论科罗娜和库尔斯哪个更好喝。

社交媒体的出现让粉丝可以围绕着他们喜爱的明星建立活跃的团体，明星可以频繁地通过twitter等工具与他们进行直接的交流。体育俱乐部现在会雇用社交媒体负责人，在比赛中实时与粉丝进行互动。比赛结束后，运动员还会将内部的照片和聊天内容发送到社交网络。除了传统的社交平台以外，新的媒体平台例如Vevo, SoundCloud和 Apple Music则催生了更直接的数字连接。

当然娱乐明星们依旧乐意接受品牌赞助商的资金，但这些品牌获得的文化影响力大不如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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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文化品牌

众创文化的崛起大大削弱了内容营销和赞助的效用，但却引入了一种新的品牌建设方法，我将其称为打造文化品牌（cultural branding）（见边栏文章《如何用文化打造标志性品牌》）。墨西哥菜连锁餐厅 Chipotle在2011-2013年（在食品安全问题爆发之前）的快速崛起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反对食品工业化曾经只是美国一种边缘化的潮流，然而社交媒体让这种潮流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Chipotle 正是很好地利用了这种潮流带来的文化机遇。Chipotle适时地加入论战，成为崇尚天然有机食品理念的代言人。通过打造文化品牌，Chipotle成为全美讨论最多，最具吸引力的餐饮品牌（尽管近期的食品安全问题损坏了这一形象）。具体来说，Chipotle采用了以下5个原则，成功树立了自己的文化品牌：


1.寻找文化正统


要打造文化品牌，企业要奉行一种创新的理念，打破行业的传统观念。要做到这一点，企业须寻找：哪些陈旧的传统观念需要被打破？我称之为寻找文化正统。20世纪初，一些食品营销公司炮制了美国食品工业化的理念。美国消费者开始相信，一系列伟大的科学发明和标准化的生产流程，再加上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监管，大公司就能创造出丰富、健康和美味的食物，人造黄油、速溶咖啡和果珍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这一理念支持了快餐业，例如麦当劳在20世纪60年代的起飞。


2. 寻找文化机遇


随着时间的累积和社会科学的进步，文化正统的吸引力也逐渐衰弱。消费者开始寻找新的可替代的文化理念，这给那些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带来机遇，已在行业中推行新的理念。

对于食品工业化的理念，转折点在2001年到来。这一年埃里克·施洛瑟（Eric Schlosser）的畅销书《快餐帝国》（Fast Food Nation）问世，强有力地质疑了美国食品的工业化。随后，2004年摩根·斯浦洛克（Morgan Spurlock）执导的电影《超码的我》（Super Size Me）和2006年迈克尔·波兰（ Michael Pollan）的畅销书《杂食者的困境》（Omnivore’s Dilemma）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些批判性作品深刻影响了社会的中上阶层，快速传播了人们对工业化食品的担忧，并助推了包括Foods Market，Trader Joe’s,等一大批精品食物供应商的崛起。在其他食品工业化程度较深的国家，类似的变革也逐渐兴起。在英国，名人大厨杰米·奥利弗（Jamie Oliver) 和休·维汀思（Hugh Fearnley-Whittingstall）扮演了类似角色。

在社交媒体出现之前，这些作品的影响力仅限于社会的一小部分。而众创文化则将这些批判作品放大，将人们对食品工业化的焦虑引入社会主流。如今只要和食品工业生产相关的问题，包括食品加工中过量的糖和致癌防腐剂、牛奶里的生长激素、塑料包装渗出的双酚、和各类转基因食物等等，都会在网络上飞速传播。像问题肉类这样的视频也在网络上疯传。家长无时无刻不在担忧孩子们的食物。众创文化将一小部分人关心的问题变成了一个广泛的公共挑战。


3. 找准众创文化


反对食品工业化的理念已经存在了40多年，过去却被认为是无稽之谈。提倡有机种植和牧场饲养的亚文化只限制在社区农场和农夫市场的狭小范围。然而随着社交媒体的崛起，出现了一系列不同亚文化，推动了食品创新的发展，其中包括营养食谱、可持续牧场、新环境保护主义、城市种植者和农桌一体餐厅等理念。总而言之，一股庞大的支持食品去工业化的文化运动出现了。Chipotle 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找准并利用了这种众创文化。


4. 引入新的理念。


Chipotle 利用两部短片推广食品去工业化理念。2011年公司推出了第一部短片《回到起点》。这部动画短片采用了简单的木质人偶。短片中，一座老式农场变形为一座超现实的工业化农场：把家畜集中到一座水泥仓中，然后运送到生产线上，在那里给它们注射催熟的化学制品，然后被压缩成一个个方块，运送到一辆辆大卡车上。农场主人被这种景象吓坏了，决定让农场变回原来的样子。

第二部短片《稻草人》则讽刺了一家食品工业公司用自然农场的图片伪装自己的产品。这家公司实际上是一座大工厂，那里的动物不但被注射药物，还惨遭虐待。公司制造的成品食物标上“100%牛肉之类”，毫不知情的小孩则在狼吞虎咽。一个在工厂工作的稻草人看到这番景象感到十分沮丧，它想到了一个好主意，将花园里的农作物送到城市里，开了一家小小的墨西哥快餐店——Chipotle的复制品。

这两部影片推出时几乎没有媒体关注，却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大受欢迎。两部影片都获得了巨大的影响力，观看数量达到千万，引来了媒体的关注，并为公司创造了可观的销售额和利润。两部影片还都获得了戛纳广告节的大奖。

Chipotle的影片被很多人错误地认为是内容营销的成功案例。实际上，它们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是因为它们超越了娱乐的范畴。尽管两部影片艺术水准颇高，但有成千上万的高水准短片并未获得影响力。它们的故事也并非前所未闻，过去10年有大量类似情节的作品出现。它们之所以能在社交媒体上大热，是因为它们抓住了食品去工业化这一众创文化的精髓。Chipotle 的影片里描绘了美国重返传统的田园农业生产传统，解决了今天食品系统中的诸多问题。

食品去工业化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快餐，因此一家大型连锁快餐企业带头推行去工业化的理念自然在公众中获得了强大影响力：Chipotle向加工肉类宣战！此外，精品有机食物一般都比较昂贵，而在Chipotle，人们只需要7美元就能享受到让人放心的墨西哥卷饼。由于Chipotle解决了众创文化中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因此它们的短片无须具备很强的娱乐性，就能引起人们的共鸣。


5.利用文化热点，持续进行创新


要保持品牌的文化影响力，企业可以挑战那些与理念相关，且引人关注或充满争议的社会问题，从而获得媒体的关注。本杰瑞冰激凌（Ben & Jerry）就通过这种方法成功地推广可持续发展的商业理念。公司利用新产品发布的机会，戏谑地挑战了里根总统执政时期的种种政策，例如核武器、雨林破坏以及打击毒品等。

要获得持续的发展，Chipotle需要利用文化热点事件，来开发新的产品和理念。在这方面，Chipotle做得不够好。公司此后在Hulu上发布了一系列短片，却没有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影响力，因为这些短片采用了和过去一样的做法，没有找到新的文化热点。Chipotle开始寻找新的社会问题，开始提倡非转基因食品。然而Chipotle自身的可信度受到了质疑，毕竟公司出售的肉类也来自转基因饲料喂养的家畜，软饮料里也含有转基因甜味剂。除此之外，转基因食物并不是一个文化上的热点，只有最敏感的消费者才会关注这个问题，而且很多公司和产品都已经使用过非转基因食品的概念。因此公司的这些努力并没有引发新的众创文化。一些其他热点问题，例如含糖饮料和工业炼制植物油的争议性要大得多，但却没有引起餐饮企业的关注。

在大众市场中推行独树一帜的理念有时也会成为一把双刃剑。 企业必须能说到做到，否则将失去信用。Chipotle是一家大型连锁快餐店，而非一家农桌一体的墨西哥小餐馆，公司包含很多工业化的流程。承诺提供去工业化的食品意味着公司要制作易变质的新鲜食品，这给公司的运营带来了艰巨的挑战。公司自身的信誉就因为近期大肠杆菌和诺如病毒污染事件而受到了严重打击。单凭广告或公关的努力，Chipotle无法重新赢得消费者的信任。公司必须通过众创文化让公众相信，公司会加大对去工业化食品的投入，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这样才能获得大众的再次支持。



充分利用众创文化，赢得竞争优势

要有效使用社交媒体建立品牌，企业需要借助众创文化。今天在寻求影响力时，大多数品牌的做法是紧跟潮流。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营销方法，几百家企业追寻着同样的潮流趋势，做出完全一样的行动，无法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也不足为奇了。然而借助众创文化，推行创新的理念能使企业的观点态度在过度嘈杂的媒体环境中脱颖而出。

个人护肤品行业历来是一个消费者参与程度较低的行业，看上去很难在社交媒体上获得关注，然而3个品牌——多芬、Axe（在中国市场为凌仕Lynx，以下为凌仕）和Old Spice却赢得了消费者的注意和独树一帜的品牌形象。它们通过推行众创文化中独特的性别理念而获得了成功。

凌仕赢得了年轻男性的支持。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对男权文化的批判在美国大学中广泛流传。这些攻击激发了保守主义者对“政治正确”的性别政策进行讽刺和嘲笑。他们认为男性受到不公的指责，男性需要找回传统的男子气概。此风在英国兴起，后来又传播到美国，这股风潮催生了一种轻佻的性别歧视——被称为“小伙子文化”。一些新兴的杂志，例如《Maxim》，《男人帮》和《Loaded》模仿花花公子时代的风格，主要刊载情色文章和软色情图片。这种理念获得了很多年轻男性的支持。在21世纪初，这种文化转移到互联网上，成为一种重要的众创文化。

20世纪80年代，凌仕就在欧洲和拉丁美洲市场上市，但它已经成为一个过时衰落的品牌。直到公司制定了将目标瞄准年轻男性群体的“凌仕效应”，利用夸张的性幻想为营销手段。结果凌仕的广告在网络上得到了快速传播，让凌仕立刻成为了受到年轻男性追捧的品牌。

多芬则倡导女性直面自己的身体。在这场“性别战争”中，咄咄逼人的凌仕占据了男性一边，这给了另一品牌赢得女性主义者支持的大好机会。在女性护肤品行业，企业通常会跟随时尚品牌和媒体引领的美容趋势，进行营销活动，多芬曾经只是一个普通守旧的品牌。本世纪初，对女性理想体型的追求已经到了一种极致的状态。女性主义者开始批判那些在传统和社交媒体上出现的骨瘦嶙峋的“零号模特”。对于很多女性，时尚已无法代表人们的憧憬，成为一种不切实际，可望不可即的幻想。

倡导女性直面自己身体和美的多样性的众创文化开始兴起，它鼓励所有女性，无论年轻还是年长、无论胖瘦、无论高矮、无论皮肤是褶皱的还是光滑的，学会欣赏自己的美。而多芬的“真美行动”正是利用了这种众创文化。它鼓励全世界的女性拍摄、分享和欣赏那些不符合时尚业对美丽定义的照片。过去10年，多芬持续利用文化热点，例如反对时尚杂志使用过度PS的照片，使自己品牌在性别论战中保持重要的一席之地。

Old Spice则瞄准嬉皮士人群。在个人护肤市场中，男性和女性主义者的中间地带保留着另一个文化机遇。在21世纪初，城市地区的年轻人中兴起了一股“新嬉皮”风潮。他们将波西米亚的反叛与生活的热忱相结合，产生一种自我讽刺的效果。看上去毫不搭调的颓废装束（卡车司机帽和基督教救世军毛衣）和胡须（八字胡和浓密胡须）在这些新嬉皮士中非常流行。一时间纽约布鲁克林充斥着打扮和伐木工一样的年轻人。伴随着众创文化的崛起，这股风潮很快席卷全美。

为了迎合嬉皮士的喜好，Old Spice通过戏仿凌仕来讽刺男性主义的陈腔滥调。广告请来了全身肌肉，上身赤裸的前橄榄球明明星以赛亚·穆斯塔法（Isaiah Mustafa）为代言人，广告打出“你的男人也能闻起来像这个男人”（the man your man could smell like）的口号。只要喷几下Old Spice，你就能给你的女人带来黄金、钻石和充满男性气概的体魄，让你充满男性吸引力——这种对传统男性吸引力的调侃深得嬉皮士的青睐。

这3个品牌之所以能在社交媒体上脱颖而出，是因为它们成功地打造了文化品牌——这与传统的内容营销截然不同。每个品牌都参与到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的性别争论中，并各自支持泾渭分明的性别理念——不同的众创文化。它们成为文化的传播者，将支持的理念引入到广大的观众中。只有通过打造文化品牌的方法——寻找和行业相关的理念，利用众创文化获得关注，这些品牌才获得了这样的机会。那些依赖传统市场分层模型和趋势报告的企业只能错失这样的机遇。

社交媒体问世10年以来，企业仍没有找到有效的品牌建设方式。大型的社交平台，包括Facebook、YouTube和Instagram看上去掌握了话语权，尽管企业投入了数十亿美元，却没有获得在文化上发声的机会。企业需要将重心从平台本身移开，去关注数字潮流带来的真正力量——众创文化。它才能为品牌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Old Spice取得成功并非依靠制定针对Facebook的营销战略，而是迎合了嬉皮士充满矛盾的审美情趣。Chipotle 能取得成功，并非成功地利用了YouTube平台，而是通过产品和沟通来支持食品去工业化运动。通过建设文化品牌，企业就能借助大众的力量，再次赢得品牌的文化影响力。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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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企业竞争优势是以客户为中心，擅长将数据转化为有关消费者动机的洞察，并据此制定战略。要达到这一水平，企业须有创新的组织能力。这被称为“洞察引擎”。本文以联合利华如何抓住消费者的“心”实践，揭示了“洞察引擎”的具体运作机制。






在
 过去，企业的运营能力可以成为其长期优势。如果该企业擅长精益制造，产品质量更高或者拥有更强大的分销渠道，就能超越竞争对手。但如今，这些能力已经成为最基本的筹码。新的竞争优势要以顾客为中心：深度洞悉并更好地满足顾客需求。

完成这些需要数据支持。但是海量数据本身并没有价值。很多高绩效企业（年收益增度超过竞争对手的企业）是因为擅长将数据转化为有关消费者动机的洞察，并据此制定战略才能取胜。想要点石成金，企业需要创新的组织能力，我们在此统称为“洞察引擎”。

去年，由战略咨询公司Kantar Vermeer主导的一项全球市场调查研究揭示了“洞察引擎”这一关键性角色。这项研究名为洞察2020（i2020），采访并调研了全球1万多名企业从业者（
见“洞察2020研究”

 ）。在所有以顾客为中心的增长驱动因素中，洞察引擎的作用无可比拟，它往往存在于企业的洞察和分析部门。（具体名称各不相同——包括“I&A”“消费者和市场洞察”以及“顾客情报”——我们在文中统一称为洞察部门）

我们将在本文介绍洞察引擎的组成以及消费品巨头联合利华公司内部的洞察引擎。该公司有400多个品牌，包括多芬、家乐（Knorr）和Axe(中国大陆地区名称为凌仕)，2015年创造年收益600亿美元，年基本销售额增长4.1%。这种高绩效需要公司包括供应链、研发、市场部门和财务部门在内的所有部门，16.9万员工的通力合作。但正如我们即将展示的，联合利华消费者和市场洞察（CMI）团队的洞察引擎，是该公司以顾客为中心战略的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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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洞察引擎


为了了解组织驱动顾客为中心的业务增长所需的战略、构架和能力，一个全球化团队在2015年开启了洞察2020研究项目。




研究人员对超过350名业务主管、营销主管和洞察及分析（I&A）主管进行了深度访谈，并在60个国家对1万多名从业者进行了在线问卷。Kantar Vermeer咨询公司带头，与欧洲民意与市场调查协会（Esomar）、广告研究合作基金会、领英和光辉国际合作。沃顿商学院通过专家小组验证并拓展了该研究，通过对领英4亿成员数据库的分析，找出多数以顾客为中心的企业主管的互动行为。



研究人员根据该公司相比竞争对手的三年收益增长情况，将反馈者分为两类——高绩效企业和低绩效企业。然后将这些企业放在营销和洞察&分析（I&A）的一系列维度上进行比较。结果发现，以顾客为中心和企业的收益增长间有很强的正相关，并找出以顾客为中心的高绩效企业所具备的基本特征。主要分为3大类：能够在所有接触点为顾客提供始终如一、个性化且有意义的体验；所有部门都致力于满足顾客需求；企业有洞察引擎——通常是充分参与商业规划和组织战略的独立I&A部门。三类中，本文重点关注的洞察引擎对收益增长影响最大。



通过进一步分析，揭示出本文提到的关于优秀洞察引擎的10个特点。如果你想要评估自己公司在这10个方面的表现，并和中等及顶尖企业相比较，可以登录www.Insights2020.org/Benchmark，使用洞察2020的标杆管理工具进行测量。



（返回原文阅读）








新战略

2016年4月，联合利华公布第一季度财报时，CFO 格雷姆·皮克利（Graeme Pitkethly）向分析师们宣布了一项新计划，将公司的资源转移到世界各地的本土市场。他发现，消费者在选择品牌和产品时，越来越看重其背后代表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认同感。结果本土公司，特别是新兴市场的本土公司开始快速成长，并逐步强化自己的竞争优势地位。格雷姆的新计划明确了问责机制，让联合利华的全球团队和本土团队都更加敏捷。

各国家业务主管早就注意到本土品牌的崛起，公司各层级也分别讨论过其影响。CMI（consumer market insight，也就是消费者市场研究部）的主管，即本文作者之一斯坦·萨纳南森向公司运营董事会进行了一次业务陈述，分析了该情报以及CMI对当下情势的评估。萨纳南森向董事会成员分析了本土品牌崛起的原因，其会带来怎样的威胁，以及联合利华应该如何与之竞争。这次陈述引起各方关注，催生了公司内关于战略的讨论，最终转变了组织和员工的思维模式。

联合利华的新计划体现了优秀洞察部门逐渐承担的高级别咨询角色。10年前，我们从未听过顾客情报部门以这样的方式参与战略制定。市场调研部门通常只是提供绩效管理报告，满足区域营销部门的需求，是向营销部门汇报的被动服务部门。但近年来，市场调研部门逐渐从仅提供数据变为解读数据——根据顾客行为分析其动机和需求，并从中提取洞察。

在以顾客为中心这一不可逆转的趋势下，领先企业的市场调研部门已经完全变为洞察引擎，并参与到基础战略制定中。联合利华CMI的主要使命是“启发并促成公司革命性的实践”。注意，“洞察”一词并未在此出现，这是有意为之。因为洞察仅仅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实践才能为企业带来增长。

接下来，我们将主要依据i2020研究以及我们在联合利华的实践经验，为您介绍优秀洞察引擎的10个特点。特点分为两类：运营特点，例如部门独立性和实验导向；还有人力特点，例如商业头脑、平衡分析和创造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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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运营特点

洞察引擎的主要特点中有7个和运营相关。



数据合成

近年来，市场调研能力的规模成为大公司超越小公司的一个重要优势。过去需要耗时数月、花费数百万美元完成的调研如今只需几天，仅花费前者一小部分费用。现在重要的并非公司能够采集到的数据数量，而是洞悉数据意义，从中提取价值的能力。这一能力让企业脱颖而出：根据i2020，在高绩效的企业中，有67%的企业主管称，所在公司擅长将离散数据源联系起来，而那些表现较差的企业中只有34%持有同样看法。

高绩效企业熟练使用数据的能力非常突出，涉及的行业包括医药、金融服务、酒店业和消费性包装品等。很多公司为提高这一能力，专门组建了数据团队，由高层管理者领导，负责整合、管理、分析数据并在组织内部进行分配。这也是联合利华CMI部门的职责。

对于任何整合、分析和传播数据的洞察小组来说，首先要面对的挑战是将分散的海量结构性数据和非结构性数据整合起来。数据来源包括产品销售数据，媒体投放数据，呼叫中心记录和社交媒体监控数据。加在一起，数据总量可能会超过1000万条。通常而言，数据组掌握在不同团队手中——销售团队拥有销售数据，营销团队握有媒体投放数据，客服部门掌握客户互动数据等。

CMI和IT部门密切合作，在公司内部采用全球营销信息系统，该系统整合所有数据，并以统一格式输出，公司所有营销人员都能使用这些数据。这确保了公司内部任何用户都可以用同样的方式看到同样的信息。CMI将其称为“真相的唯一版本”。如果营销部门和财务部都想查看第一季度多芬香皂在细分市场的份额，他们会看到同样的数据和单位，数据推导方式和展示方式也相同。同样，当他们查看不同品牌、零售商或者区域数据时，看到的内容也完全一样。

关于数据的定义、方法论以及分析常常引发员工争论，并最终导致相左乃至错误的结论。联合利华的全球营销信息系统极大减少了这些因素，CMI也不必像很多公司的洞察部门那样，对来源复杂的数据进行烦琐的汇报工作，而可以集中精力挖掘洞察，并为实践提供建议。

例如，在联合利华改善顾客心脏健康的宣传活动中，CMI扮演了重要角色。公司当时正在出售低胆固醇的调料和饮料，问题是很难让消费者持续使用这些产品。CMI的调研搜集了大量关于消费模式的数据。首先得出的洞察是，人们至少要在使用某产品3周后，才能改变行为习惯。第二个洞察是，让消费者长期使用某些产品的最佳方式是通过同伴压力——让一组人共同参与。营销团队根据这一洞察创造了名为“It Takes a Village”的宣传活动，鼓励全城的人参与到降低胆固醇的活动中来。这一活动现已在超过10个国家推行，包括胆固醇测试、营养建议、烹饪指南（使用联合利华的产品）以及团体早餐和运动。迄今为止，参与这一活动的消费者中85%降低了胆固醇。

CMI搜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非常高科技。例如，针对班杰利（Ben&Jerry）进行的“免费甜筒”营销活动，CMI团队监测大家在Twitter上对这一活动的讨论时发现，在多数地区，话题热度和销量增长有强关联，但并非所有地区均如此。在对相关性较低的地区进行实时分析后，CMI得出结论，是断货问题影响了销量。在此后的营销活动中联合利华防止了类似问题的发生。

本文对CMI合成数据的全部技术不做过多描述，但要说明两个重点项目。第一，CMI的人类数据中心。结合社交媒体和商业分析，以及联合利华客户服务渠道和数字营销渠道的数据挖掘，该中心每天能搜集到40种语言数百万组对话数据。CMI能迅速将这些原始数据转化为影响企业的决定。调研显示，多数人喜欢和自己口味相同的人，受这一研究启发，家乐推出了“一见钟情，一口倾心”活动。家乐找到口味相同的单身人士，安排他们一起吃饭并拍摄下相亲结果。之后将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并和那些被称为“美食家”的账号互动。在最初的3周内，该视频点击超过1亿次。

另一个CMI项目是“People World”，解决的是“要是联合利华早知道就好了”的问题。很多营销问题的答案都存在于公司的历史研究中，但难的是找出这些答案。任何联合利华的员工都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智能平台，在“PeopleWorld”7万个消费者的研究档案和海量社交媒体数据中，挖掘想要的某个自然语言问题的答案。例如，品牌经理也许会问，“印度中年男子最关心的护发问题是什么？”“People World”的计算机会在丰富的信息库中寻找关于脱发、头皮屑等类似话题的数据，并快速给出高度概述的答案。管理者可以通过一系列相关问题，清楚了解到不同国家年轻或年长男性对护发问题所特有的或共同的担忧。这些信息也许能够生成不同市场关于消费者需求的有益洞察，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满足这些需求。



独立性

出色的洞察团队往往完全独立于营销部门和其他部门，向C级高管（通常是CEO，首席战略官或者首席体验官）汇报。i2020研究表明，在绩效出色的企业中，洞察团队主管向高级主管汇报的频率是绩效很差的团队的两倍（29%VS12%）。Kantar Vermeer对不同行业数十家企业的研究表明，这一数字在不断增加。我们希望它会逐渐成为固定的安排。

在联合利华，斯坦·萨纳南森向执行委员会成员、本文作者之一的基斯·威德汇报，后者是营销、通信和可持续发展部门的领导。这种汇报结构让CMI成为独立部门，可以直接和CEO沟通。这样，CMI可以保持客观，平等地和其他部门合作，挑战公司部门和组织的项目和战略，甚至为其指明方向。

比如，在CMI的努力下，广告试播进入公司标准流程。因为联合利华是世界第二大媒体投放公司，即使广告绩效只提高百分之几，也能降低数千万美元的成本，给公司带来新收益。但在过去，公司在推出广告时往往缺乏对效果的数据预测。CMI利用消费者调查和面部表情识别软件，采用了严格的测试程序，现在公司能够在广告播出前，看到顾客是否觉得它真实、接地气并值得观看。撤掉糟糕的广告，继续投放优秀的广告。通过这样的方式，CMI和营销部门合作，提高了它们的绩效。起初，广告创意者觉得这样的测试程序会抹杀创造力，拒绝接受。但是后来它的效果得到了证明，现在营销人员很欢迎这种测试，因为他们意识到它的辅助作用，成功广告收入会计入他们的奖金。

要想确保CMI的独立性，它们必须能自己制定预算，以提高公司绩效为目标，以帮助其他部门实现业务目标为己任。因此，当CMI推荐某个品牌进入新的本土市场时，要和营销部门在战略和执行上保持密切合作，因为如果不符合标准既是营销部门的责任，也是CMI的责任。



整体规划

对多数公司而言，商业规划和品牌策划周期是公司制定战略和执行的驱动力。简言之，公司要在这个阶段做出战略部署以及取胜方式。还要正式确定资源配置和预算使用，并根据目标监控绩效。在规划周期中，如果洞察小组要辅助公司制定战略，它们的活动必须要和战略规划、营销、财务以及销售等部门的活动相协调。因此，在高绩效公司企业中，参与规划周期所有关键阶段的洞察部门领导数量远远高过低绩效公司（61%VS46%）。我们发现，洞察部门参与规划周期的程度有行业的区别，在零售业参与程度很高。

CMI用如下方式参与到公司的规划周期中：对一家公司来说，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决定投资的去处：即“选择哪个战场？”是在现有市场追加投资？还是拓展到周边市场？抑或开辟新市场？为了帮公司做出决定，CMI使用名为“Growth Scout”的定制化软件工具，深度挖掘不同人口统计信息、区域和国家的数百万客户需求数据，针对产品类别的深入或品牌渗透力的潜在市场价值给出定量分析。例如分析提高泰国市场沐浴露品牌渗透力10%所产生的影响。

在联合利华评估增长机会时，该分析结果可用作参考。以便公司决定如何追加营销或产品开发投资，才能获得最高的回报。

最近CMI家庭护理产品团队通过使用“Growth Scout”，找出清洁剂品牌渗透不足的人口统计数据，发现了利润丰厚的潜在新市场。

一旦决定了投资方向，公司会采用另一个名为“Growth Cockpit”的定制化软件工具来帮助决定“如何取胜”的战略。

这一工具会提供某品牌在同类别的可视化绩效综述。管理者可以通过某品牌在一系列指标方面的直观表现，找出增长机会。这些指标包括市场份额、渗透力、定价以及媒体投放等。

此外，CMI还会使用其他工具分析一系列问题，包括营销部门应当强化哪些产品功效，哪些广告最有成效，哪项营销预算的投资回报率最高，最优定价是什么等。之后，CMI还主要负责针对目标检测营销活动的绩效，并给出可能改进绩效的战术调整建议。



协作

i2020研究发现，69%高绩效公司受访者称，洞察部门和公司其他部门以及顾客紧密合作，而低绩效公司这一比例仅为52%。这一数据再次验证了合作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科技创业公司中，但我们在阿里巴巴和谷歌这样的巨头企业也发现了这种趋势。而对联合利华等大型消费者包装货物企业来说，这点更是惯例。

比起协作，传统的市场调研部门更注重该部门是否能提供有效服务。类似CMI这样的洞察部门角色则截然不同，它更重视共同的目标和合作关系。例如之前我们提到的，CMI和公司IT部门合作开发“智能”信息共享平台——“People World”，任何联合利华的员工都可以使用。同样，CMI还有意识地和营销部门合作，淡化作为绩效“监管”部门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共同促进沟通效果的好帮手。

更有意义的是，CMI在团队构架上和联合利华其他部门保持一致，统一规划周期，这为日常合作创造了天然渠道。例如，CMI的组织构架包括专注于个人护理、家庭护理、食品和零食等在内的团队，各团队的管理者和这些产品类别的总裁同地办公。这样一来，如果某个人护理品牌决定拓展新市场，CMI和其他部门都能参与战略讨论，紧密合作。由于CMI需要对业务结果负责，这也促进了它和商业导向团队的合作，因为这是影响各团队运营KPI（关键绩效指标）的最佳方式。

公司上下都明白，任何人都可以随时提供洞察。因此，CMI鼓励并提供工具，帮助每位雇员和顾客互动，获得关于顾客需求的洞察，并了解联合利华产品在他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无论你是来自亚洲工厂的工人，还是全球品牌团队的成员或者CEO，所有雇员都可以通过一个叫作“People Voice”的平台，直接针对某些主题，如“可持续”或“消费体验”，在活动中和顾客联络。此外，还可以通过由初创公司Discuss.io提供的名为“永不下线”（always-on）的平台，和任何地方的顾客进行虚拟会议。通常的会议邀请是这样的：“我想在下周某天下午4点约见一位南非爱喝汤的顾客”。稍后雇员会收到一封自动的日程邀请，按规定时间视频。一些产品类别的总裁会使用这个平台来约见计划出访国家的人士，询问他们的需求，并为联合利华寻找机会。这样，当总裁到了该地，在和当地管理者进行沟通时会更有的放矢。

如果想要记录他们的洞察，员工可以使用联合利华的一款内部app，从视频或其他互动方式中截取对话内容。例如，某位员工也许会发现，他约谈的阿尔及利亚妇女认为“可持续”等同于水资源保护。CMI会统一存储和分析雇员沟通过程中的此类笔记、故事、图片和视频，然后使用视频挖掘等技术找出不同区域和团体间的行为模式，提取关于消费者需求的洞察。例如，某员工在造访中国消费者的厨房后，在报告中提到，由于高温和空间狭小，厨房表面的油渍堆积问题在这里很常见。品牌团队现正据此找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创新产品和品牌沟通方式。

每年有大约3万人加入“People Voice”项目。除了帮助联合利华理解消费者的需求外，这一项目也提高了每个人提供洞察的积极性，在不同层级中激励着大家的参与精神。



实验文化

在i2020中，高绩效公司中奉行实验精神的企业是低绩效公司的3倍（40% VS 13%）。总体来说，B2B公司比B2C公司更具实验精神。联合利华是B2C公司中的特例，正在通过很多不同方式进行实验。在2014年推出的铸造厂项目（Foundry）中，我们能找到很多这类案例。最初这是一个营销技术的创业孵化器，后来逐渐发展成为黑客马拉松、解决可持续问题的合作平台、鼓励并提供创新营销概念的平台，以及由联合利华专家为初创公司提供产品和品牌研发以及营销战略建议的导师项目。多数铸造厂项目是在网站上发布“难题”，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寻求解决方案，例如如何解决消费者晚上不知道吃什么的问题，或者如何过上更加可持续的生活。

在“铸造厂”的赞助下，CMI推出了“创智赢家”，采用的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同名竞赛节目的方式。10多名创业者向CMI主管团队介绍自己的新技术，每人有5分钟陈述时间，另有5分钟问答时间。在陈述后，团队会投票选出可以进行实验的想法和淘汰的提案。从两年前刚开始到现在，创智赢家已甄选出超过650项技术，并实验了其中175项，大规模开发37项。

其中一个创业公司就是Discuss.io，这是一家互联网消费者视频沟通平台。另一家是weseethrough，这家公司使用可穿戴设备观察消费者的真实行为，这些行为往往和他们自认为的不一样。Weseethrough让消费者佩戴谷歌眼镜进行日常活动，测试项目包括打扫卫生、做饭或购物。然后分析设备捕捉到的视频，发现了消费者自己未能意识到的行为。例如，人们可能觉得打扫客厅比卧室需要更长时间，但实际恰恰相反。这样的洞察帮助联合利华调整了产品组合，帮助消费者解决那些难以言表的清洁需求。



前瞻导向

传统的市场调研人员为了掌握未来动向，往往聚焦于过去。例如，他们也许会对数月前推出的项目进行事后评估。多数企业现在已将焦点转移到研究当下，实时监控消费者行为，预测他们将要做的事情。那些更加成熟的企业，例如有CMI这样洞察引擎的企业则更进一步，使用预测分析工具和其他技术，辅以相配套的组织架构，预测并影响消费行为。在这方面，虽然高绩效公司和低绩效公司目前的差距并不悬殊（32% VS 28%），但i2020研究表明，这一差距正在扩大，而且我们预计未来这一趋势将会持续。

CMI和谷歌以及睿域营销（Razorfish）进行项目合作，利用实时媒体监控技术，预测发型趋势，培育相关产品需求。联合利华是全球护发产品巨头之一，旗下品牌包括Suave和TRESemmé。但是和竞争对手一样，联合利华也面临产品差异化难的问题。公司利用这一项目的定制化工具，分析和头发相关的谷歌搜索结果（大约每月10亿条），洞察发型趋势，迅速在YouTube的频道“话说头发”（All Things Hair）上发布了对联合利华相关产品特色介绍的视频（不是直接的宣传视频）。访问者可以按照发质浏览并购买相关产品。自2013年推出该系列后，“话说头发”已经在多达10个市场，获得了1.25亿次点击。调查显示，这种方式对销量的带动作用比传统广告高3倍。

此外，CMI还有一支团队名为“人类及文化未来”（HCF），致力于畅想未来，监测关键地区的发展，并探索战略影响。该团队已经发现了一些决定未来发展的社会、技术、环境、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或者说“宏观力”——包括经济和技术增长向东方（印度和中国）和南方（非洲和南美）转移的趋势，以及不断增长的环境压力。HCF还设有文化认知研习会，帮助品牌和各类产品团队探讨不同的宏观力将如何影响消费者及公司。在一次关于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上升的谈话中，卫宝香皂品牌团队发现，数据显示超过40%的死亡儿童未满月，很多儿童本可以通过正确洗手存活下来。接下来，联合利华进行了席卷28个国家的洗手教育活动，改变了3.37亿人的行为习惯。在印度农村，母亲们称家庭成员腹泻的发病率从2013年的36%降低到2014年的5%。



触发行动

最有影响力的洞察部门既关注数据，也关注战略。i2020研究发现，高绩效公司中79%的洞察部门参与到组织各层级的战略制定中，而低绩效公司则只有47%。

CMI的行动导向在两大方面得到证明：对其他部门的建议以及招聘培训“行动派”员工。

以CMI在市场拓展方面和营销部门的互动为例。CMI指出了联合利华通过扩张当前所在市场，肯定能获得的“盈利潜力”。管理者将其定义为公司最大的增长机会。CMI将该难题分解为3部分——创造更多产品用户，增加使用频率，为用户带来更多好处——然后帮助找出解决这些难题的方法。例如，在增加使用频率方面，CMI认为，推广夜间使用牙刷和牙膏有助于业务增长，也符合联合利华在社交媒体上改善口腔卫生的使命。CMI参与举办了一次研习会，讨论父亲教孩子刷牙的重要性。后来公司编了一首营销歌曲，鼓励孩子们在晚上刷牙。除了好玩，还可以借此和父亲培养感情。

从员工角度来说，CMI在全公司投资发展项目，旨在拓展员工本职能力以外的“行动”技能，包括沟通、说服、协助促进和领导能力。目的是帮助员工将洞察更好地转化为商业成果，无论是通过构想新的商业机会还是通过在组织内部推广洞察。



人力特点

出色的洞察引擎除了具备这些运营特点外，还有3个和人员相关的特点。



全脑思维

洞察引擎如果想具备合作性、实验性等条件，须在必要时敢于彻底告别过去。多年来，洞察组织的成员关注的是分析能力，以左脑导向为主；但今天的洞察团队需要具备全局观，运用创造性等右脑能力。

高绩效企业特别擅长整合两种方式。在高绩效企业中，擅长全脑思维的洞察团队比例远超过低绩效团队（71% VS 42%）。实现左右脑平衡需要双管齐下：聘用全脑思维人才，在组织上下鼓励这种思维方式。纯左脑或纯右脑的人非常罕见。但是企业常常偏爱分析思维，因此关键要有意识地鼓励大家发挥创造性潜力。

CMI采用的方法之一是开展“Upping Your Elvis”研习会，由同名企业主持。该培训充满互动和活力，鼓励大家突破惯性思维，和不常联系的同事一起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最近的一次研习会上，营销、研发、CMI和其他部门的同事聚在一起，共同思考如何提高东南亚地区护发素的销量。他们的洞察是，那里的消费者在不清楚产品优势的情况下通常不愿冒险购买。因此，大家决定推出一款试用装大小的低价产品。

在CMI的其他研习会上，重点是如何将关于品牌表现和市场数据和实际的消费者体验关联起来。营销人员、研发人员等公司员工会到消费者家中实地考察，清洗做饭，掌握关于用户如何使用联合利华产品的第一手资料。研习班的参与者也会和忠实顾客以及流失顾客直接联系，并听取特邀讲师讲解关于消费者互动的案例。他们还会和公司其他部门的同事共同参加思维能力的培训，构思新的增长点，并做出具体的执行计划。

所有员工在参加完研习会后，都会掌握一些新的协作工具，并成为全脑思维的榜样和传道者。



专注业务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机构中的右脑思维者——例如营销创意团队——并没有特别关注业务层面。但是i2020研究发现，相比低绩效企业，高绩效企业的洞察部门更为专注业务（75% VS 50%）。

在联合利华，CMI已经开展了一系列培养员工商业才能的项目。前文我们提过，CMI的团队愿景是“启发并促成公司革命性的实践”，其目的是实现以顾客为中心的业务增长，挖掘洞察是达到最终目的的手段。为了强化洞察和业务增长间的联系，员工奖金和业务部门绩效挂钩。这让CMI部门和其他部门共担责任，也让CMI对业务增长负责，并鼓励团队成员更加努力。公司通过“CMI学院”培养员工突破传统领域的思考能力，课程包括为非财务管理者提供的财务课程，以及高效业务合作课程等。在这些项目的共同作用下，现在CMI团队已经能够自发考虑他们的工作以及建议给公司业务带来的影响。



讲故事的能力

i2020研究告诉我们，强大的洞察引擎还有一个最关键的特点：出色的叙事能力。在高绩效企业中，61%的主管认为公司洞察团队的成员擅长用动人的叙事方式传递信息，而在低绩效公司这一比例只有37%。

联合利华的CMI已经全面采用了叙事方式。过去的业务陈述中充斥着数据，因为员工认为，通篇都是事实的沟通会比基于事实、辅以更多叙述而非数据的沟通更具说服力。尽管数据有其作用，但CMI已经不再采用图表而是采用更富吸引力的讲故事方式来做陈述。“让内容通过行动展现出来，不要用文字。”CMI逐渐通过令人印象深刻的TED式演讲和其他试验性方式来讲述重点内容。

例如，在商业规划周期刚开始，CMI会对领导层和员工进行逐个市场的业务陈述，听众中包括联合利华个人护理、食品和其他产品类别的主管。针对全球人口统计、消费和其他趋势的讲解关系到每个产品类别的发展。讲述内容并没有因为通篇都是数据而令人兴趣全无，而是通过引人入胜的比喻和片段来推进故事，并把对战略的影响渗透其中。

CMI在一个针对老年人群的营销提案中，采用了一种新颖的方法让人身临其境地感受到老年消费者的产品体验。它并没有简要汇总老年人使用产品的困难，而是让营销主管佩戴上模拟老年生活的设备，尝试阅读产品标签并使用诸如洗发水之类的联合利华产品。由于这些设备会影响人的活动能力和视力，营销人员切身体会到了老年人面对的障碍。这一活动的结果是，联合利华设计了一款更易阅读的冰淇淋包装。




大部分
 企业洞察引擎的工作是搜集并分析数据，但对于想要取得成功的企业来说，目前这点远远不够。决定胜负的是将这种能力转化为以顾客为中心的业务增长能力。在这一过程中，洞察引擎扮演了重要角色，是i2020研究揭示的最重要驱动力。但光靠洞察引擎并不能让企业完成以顾客为中心的转变，还要依靠高层领导确保公司从研发到营销、CMI等部门都能明确重点，努力理解并满足消费者的根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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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大数据

文丨齐菁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编辑






近
 年来关于大数据的讨论不绝于耳。所有人都在谈论这种近乎神奇的新资源，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在2016的数博会将大数据比喻为21世纪的“钻石矿”。随着贵州国家级大数据中心的建立，中国对于这种新资源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大数据理所应当改变和提高商业生命的各个周期。



然而热点也意味着噪音和泡沫，只有能透过迷雾真正把握大数据本质、理解大数据思维的企业才能在这一轮的竞争中赢得先机。企业欲要在大数据中掘金，必须重新认识大数据，时刻确认自己是在按照数据的逻辑思考运行。



企业首先需要撇清的就是对IT部门的误解。投资重金安装IT系统、礼聘数据科学家还只是传统的思维方式。信息技术项目应该更多关注信息，而非技术本身。企业需要着重理解人们如何创造和使用信息，《为什么IT把分析搞砸了》一文中提供了5条指导原则。



在技术设备的不断发展之下，获取、收集、存储数据等基础能力已经日益普及。数据科技时代拼的是数据分析能力。企业要用全新的视角看待“分析”的价值和作用，这意味着战略重点的转移。《数据分析3.0时代》一文着重介绍了高管需要着力的10个方面；《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小模式”》则教会你如何将大数据变成企业的放大镜，从细微之处入手，确保提出正确的问题。



大数据在成为基础资源之后，数据安全问题日益凸显。企业并不是数据所有者。如果没有一套明确规定数据所有权的规则，不仅会导致消费者产生逆反心理，而且大数据的作用也会大打折扣。《大数据，大责任》一文里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阿历克斯·彭特兰深入解读了他的“数据新政”。



决策是管理的重中之重，也是难中之难，而数据驱动下的决策更高明。管理大师戴明与德鲁克在诸多思想上都观点对立，但“不会量化就无法管理”的理念却是共识。然而数据决定业绩这一理念背后酝酿着一场管理革命。《大数据：一场管理革命》为你揭秘大数据转型过程中企业需要面临的5大管理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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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IT把分析搞砸了

唐纳德马钱德（Donald.a.marchand）

乔帕德（Joe Peppard）| 文

鲁志娟 | 译　邓勇兵 | 校






信息技术项目应该更多关注信息，而非技术本身。






为
 了从内部和外部资源中获得的海量数据里提取出有用的见解，很多公司不惜在为IT工具上大下血本，并且礼聘数据科学家。然而，多数公司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回报。这是因为，他们对待大数据和分析项目的方式与对待所有其他 IT项目无异，并没有意识到它们完全是两码事。

对待一个 IT项目的传统方式是，致力于按时、按计划、在预算内完成项目的建设和部署，比如安装企业资源规划（ERP）系统和客户关系管理（CRM）系统。当进行流程再造时，信息方面的要求和技术细节都在前期设计阶段就确立了。尽管我们听到过很多的失败案例，但是，如果项目目标是改善业务流程，并且公司能有效管理接下来的组织变革的话，这一方法还是奏效的。

但是，我们不止一次发现，即使这些项目提高了效率、降低了成本并提高了生产力，高管们依然不满意。原因在于：一旦系统运转起来，没有人会注意到，如何利用它所生成的信息做出更好的决策，或者获得关于关键业务方面的更深入、或许是意料之外的真知灼见。

例如，一家保险公司安装了一套自动理赔处理系统，这可能会显著提高理赔效率，但它同时还会生成一些信息，然而，没有人能说清楚或者预见到这些信息的用途。利用这些新数据，该公司可以建立各种模型，来判断诈保的可能性。它可以利用汽车传感器上实时收集到的诸如驾驶速度、转弯、刹车和加速数据，来区分有责任心的司机和心不在焉的司机，从而评估出发生交通事故的可能性，并据此调整保费费率。然而，仅仅安装上系统，并不能令该公司自动获得这些认知。

我们对不同行业的 50多家跨国公司进行研究后，找到了另外一种应对大数据和分析项目的方法，这套方法能让公司以新的方式对数据进行持续性开发。该方法关注的重点不是技术部署，而是信息挖掘。它没有将信息视为是一种存在于数据库中的资源这适用于设计和实施传统的IT系统，而是认为是人类自己使信息变得有价值。

因此，理解人们如何创造和使用信息至关重要。这意味着，项目组中不仅需要精通工程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方面的人才，也需要精通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人才。这也意味着项目规划不是整齐划一的。部署 IT分析工具相对简单，而知道如何去应用它们则不是那么一目了然。开始时，没有人知道这些工具能够支持什么样的决策，以及它们能帮助解决什么问题。

所以，不应该像对待传统、大型 IT项目那样对待大数据或者分析项目，传统 IT项目的目标、需要完成的任务以及详细实施计划都是明确的。而后者可能是规模更小、时限更短的动议。之所以启动它们，要么是奉命去解决一个问题，要么是为了抓住某人嗅到的一个机会，项目会设计一些数据可能解决的问题，发展一些假设，然后通过重复试验，获得知识、增进理解。我们找到 5条指导原则，可帮你完成这一发现之旅。



1．以人为本

很多 IT工具和大数据方案投资背后的逻辑是，让经理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得更高质量的信息，会提高他们的决策水平，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并获得有价值的洞见。这其实是一种误区，它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这些信息有多好，经理人们都可能弃而不用。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偏见，以及可能不具备有效使用信息的认知能力。

现实情况是，包括经理人在内的很多人，与数据打交道时都会感到不自在。任何基于信息的方案必须要认识到这点。它必须以人为本，即那些能从信息中找出意义的人。它应该就他们在得出结论以及做决策时是否使用数据提出挑战，敦促他们依靠正式分析而非直觉做决定。它应该质疑他们就客户、供应商、市场和产品所做的假设。

一家欧洲化工产品制造商的目标就是实现这种思维模式转型。我们姑且将这家公司称为ChemCo，该公司通过兼并实现了迅速增长，新上任的 CEO希望对客户有一种前后一致的看法。他还希望各级经理和员工利用数据提高他们对业务的理解，更有效地做决策。

他和高管团队都提倡，利用数据推动和创造可用的信息，使之成为日常业务的一部分。他们认为，马上建立一个大型 CRM系统会传递出错误信息，即一个新系统会改变经理人使用和分享客户信息的方式。他们还担心这一方案会被看成是一个单纯的 IT项目。一位高级经理人表示，“我们需要明确的是，希望各级经理人以一种基于证据的方式工作——这也是他们应该的工作方式。”

ChemCo采取的第一步是，将各部门现有的数据分析师集中起来，成立信息支持小组。每个小组负责跟踪一到两个业务部门，深入了解他们的决策和信息需求，然后帮助他们改善获取和使用数据的方式。起初，小组成员会跟随员工去拜访客户和供应商，以了解在与客户会面时会涉及哪些信息，如何使用这些信息，哪里信息不足，在什么情况下这些信息能够帮助或者阻碍完成一项任务。之后，每个小组与直接面对客户的员工一起举办研讨会，告诉他们所了解到的东西，提供改善信息传递的思路，然后获得反馈。

基于研讨会的内容，小组成员会开发出各类信息报告的范本，并与业务部门一道去实践。鉴于大脑更容易处理视觉信息，小组将图形、图表和屏幕格式都纳入到范本内。这些实验显示出员工是否吸收了信息，他们表现出的行为以及最终能否在业务上成为赢家。只有到了这个阶段——当公司就员工如何使用信息有了深刻认识后——才在整个组织内大规模推行CRM系统。

ChemCo并没有对该系统做太多个性化修改，与其他公司通常的做法无异。但是，它相对更清楚需要收集和保留什么信息，以及如何应用这些信息。由于销售员从一开始就参与了进来，他们强烈感受到基于证据的工作方式的必要性。

随着销售和服务部门的员工对新信息的使用更加有效，经理人们在考虑如何修改客户数据库，以便为他们更好地提供支持。随着时间推移，CEO鼓励所有业务部门销售和信息应用行为进一步标准化，为发展出对客户的一致看法奠定了基础。他的口头禅是：“我们认为（think）这是真的，还是我们知道 (know)这是真的？”这些业务部门发现了他们所不了解的客户信息，并知道哪些销售行为会产生糟糕的客户互动并导致业务流失。随着公司改善了与客户的互动模式，收入实现了增长，进而促使销售员们希望获得更多、更高质量的客户和销售信息，以提高业绩，进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2．释放IT价值之道：强调信息应用

当你提出方案，试图从现有系统或新数据源中提取信息时，你肯定知道这个过程是多么的混乱和复杂。人们不会凭空想象，而是基于自身知识、思维模式和经验来考虑问题。他们还会以不同方式使用信息，这取决于所处环境。例如，一个组织的文化能影响人们如何做决定、合作和分享知识。此外，人们对信息的使用是动态和重复的：感知到一个潜在问题或者机会，决定所需信息，然后收集、组织和解读这些信息，形成一个循环。

传统的 IT开发方式忽略了这些现实。多数IT系统在设计时都考虑到了那些被认为重要且可控的数据，以这种方式，从复杂的真实世界中抽象出数据，然后创造一套正式且符合逻辑的数据处理规则，从而简化了系统设计并提供明确的结果。这种方式适合高度结构化的活动，其任务表述精确，比如处理客户订单的活动。理想的情况是，将信息从人类范畴转移到技术范畴，这样一来，公司就可以利用电脑超强的处理能力，尽可能的去除人类的参与。

问题是，很多组织都错误地应用了这种设计哲学：将数据从技术领域提取出来放入人类领域的活动中，以便转化成有用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该方法往往都会以失败而告终。就经理人而言，这是因为他们的角色通常是复杂的，且毫无秩序可言。即使当一个组织试图找到他们的信息需求时，也仅仅是管中窥豹，不能反映出他们工作的纷繁程度。有时一个经理人需要数据来支持一个具体的、有限制的决策，有时他会寻找一些模型，能显示新业务机会或者暴露出问题。他必须有能力同时建立起这两类知识。

不仅是经理人们感到传统方式无法提供满意的服务，很多知识型员工也有同感。例如，一位在航空引擎制造企业工作的工程师，不能寄希望于，单凭诊断软件就能利用大量引擎性能数据判断出问题所在。这位工程师必须具备相当多的专业技能和知识，发现数据中的关联性并就数据提出问题，这往往是通过对假设进行检验进行的。在解读任何分析结果时，他或她必须依靠经验去除误导性或错误性解释。一位工程师告诉我们，他有着 30年的振动分析经验，但是仍然在学习如何筛选和解读数据。

成功的分析性项目要去挑战并改进信息应用方式、问题解答方式以及决策方式。下面是一些具体方法。

提出二阶问题。与其建立一套系统帮助销售人员轻松地回答“今天我们应该在货架上放什么东西？”，不如询问“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帮助我们如何补充库存？”该项目基于的假设是，通过提出二阶问题——即问题之问题——决策者们可以改善其运营方式。

看看你拥有哪些数据，没有哪些数据。避免受制于容易获得的数据和系统，因为这些内容只是基于业务运营的特定假设和逻辑而获得的。它们过去可能是正确的，但这些系统很有可能并没有随着商业和竞争环境的变化而同步进化。很有可能大量的数据被困在部门孤岛上，比如研发、工程、销售和服务运营部门等，并没有得到开发利用。例如，在很多金融机构中，多条业务线之间并不共享数据。这妨碍了公司就单个客户建立起一个连贯的看法，也阻碍了公司了解客户群与市场趋势之间的关系。

赋予 IT项目组重新界定业务问题的自由。以开放的心态，用新的视角去看问题之后，诸如英国、以色列等国家的央行官员们发现，广义的经济趋势和消费者在谷歌上搜索洗衣机、有氧运动课程、轿车和其他奢侈品的行为之间，有着很强的相关性。这一想法首先出现在谷歌总部。在那里，一位内部经济学家开始探索，某些关键词是否可以预测出传统经济报告得出的结论。该研究论文被央行经济学家们竞相传阅，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我们发现，IT项目通常并不鼓励人们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这种缺乏创造性的做法通常源于对数据及其商业价值的短视看法。为了避免这种心态，一些组织已经采取诸如头脑风暴、假设暴露及测试等技巧。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网上探索论坛，在这些论坛上，公司各层员工都被邀请进来，就市场状况、新客户趋势和开发这些知识的新方法贡献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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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3．为IT项目组配备认知和行为科学家

多数 IT专家具有工程科学、计算机科学和数学背景。毫无疑问，他们普遍非常具有逻辑性，擅长流程思考。他们往往更关注 IT中T（技术）的部分，而不是 I（信息）。在诸如处理金融交易或零售交易这类任务时，这些是理想的技能。然而，如果目标是为知识探索提供支持的话，那么这些技能就会成为阻力。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很多公司在 IT项目组中增加了熟知商业知识的人，让 IT专家参与复杂的商业问题，并雇佣更多的数据科学家。但是这些举措还不够。当你和大数据组打交道时可能会发现，你选择的任何变量之间都存在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系。只有商业知识才能把你拉回到现实中来。困境在于，在另一方面，这类既有的知识也可能会限制你的思考范围。

出于这个原因，大数据及其他分析项目需要精通认知科学和行为科学的人。他们了解人们在开发解决方案、商业点子和知识时，会如何看待问题、应用信息和分析数据。这种转变反映了经济学领域内向行为经济学的转型，即应用社会心理学、认知行为学方面的知识，对人们在市场和经济体中的行为形成新的认识。

如今在一些组织里，大数据和分析项目中已经包括一些有上述知识背景的人。英国税务海关总署近期雇佣了组织学方面的心理学家，帮助分析团队提高信息解读能力，比如，让他们清楚自己的偏见：他们搜集或解读信息时倾向于去验证之前的假设。其中的一个偏见是，某些收债方式只对某一类纳税人奏效。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的领导者意识到，除了要清楚业务如何运作——例如，哪类案件要上庭，需要哪些程序，以及为什么某类案件输了——之外，数据科学家们还需要了解税收员的固有思维模式，以及欠税者的行为（例如，为什么欠缴税费的人当中，有些人在被起诉前补交了欠费，而有些人没有这么做）。组织学心理学家在这方面可以提供帮助。他们还与检查员（税务调查人员）和呼叫中心的员工（负责与纳税人谈判）一起工作。

如果组织希望员工在思维和决策时更具数据导向，那么必须对员工进行训练，让他们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使用数据，以及如何设计问题，建立假设，进行实验，以及解读结果。多数商学院目前并不教授这些，这点应该改变。



4．聚焦于学习

相比 IT方案，大数据及其他分析项目更像是科学研究和临床试验。他们通常从感知问题或潜在机会着手，而这些可能只是来自某个人的直觉。之后他们往往会就某一结果或效果的存在发展出理论，产生假设，识别相关数据并进行实验。

这个“感知 -分析-发现”周期可以重复多次。因而，项目期可能从几个小时到半年多不等，具体取决于业务的复杂程度，外部和内部数据是否容易获得及数据质量，实验性质以及采用的分析技术和工具。但是，相对传统 IT项目而言，这种渐进式、循环结构以及相对短的持续时间，使得成本更容易控制。

组织可以通过以下几点让学习成为大数据和分析项目的核心：


提倡并促进信息分享文化。
 组织中的多数学习发生在团队内部以及同事之间的互动中。因此，培养一种合作文化至关重要，在这种文化中，透明、信任和分享能激发经理人和数据科学家们贡献出他们最好的点子和知识。在一个信息不能自由分享、失败和错误被掩盖起来的环境下，动议不会产生知识。

我们研究的一家金融服务公司建立了一个“数据实验室”，将不同部门的经理人和数据科学家们聚到一起，在一种探索和学习的环境下解决一些具体问题，没有日常工作的压力。在各个成员间的坦诚对话中，对数据和商业点子的新解读浮现出来。


暴露出你的假设，偏向和盲点。
 愿意重新审视你已经接受的商业实践，提出诸如为什么、是什么、怎么样，这类问题。通过发展和检验假设，探索你知道和不知道的事物边界。


努力展示因果关系。
 分析工具的终极目标是在数据中发现关联性和有意义的模型。比如，一些有可能造成某些结果或与某些结果相关的因素。因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透过表征去解决关键所在，诸如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它们的根源是什么？哪些因素造成了某些结果？我们如何改变等问题。

例如，英国税务海关总署每年会接到大约 30万份遗产税报税单，其中大约有 20万份报税单都声称低于遗产税起征点。由于报税单数量庞大，该机构无法识别出哪些是需要上缴更多税金的报税单。因此，它试图通过挖掘数据之间的关系，找到这类报税单。从之前标记出的不准确报税单追溯回去，英国税务海关总署的雇员建立起一套理论，研究哪些因素可以显示出纳税人少申报了税。从这些理论出发，他们建立了假设，并用历史数据进行检验。多次重复检验后，该机构发现，将房产所有权和交易数据、公司所有权、贷款、银行账户、工作履历以及从公开和私人渠道得到的纳税记录合在一起，能有效地发现欺骗性报税单。通过这些数据，该机构建立了一个模型（仍在微调中），能够预测哪些地产拥有税务负担。有些报告没有税务负担但具有某些特征的房产，目前成为了该机构进一步详细调查的对象。这一努力大大增加了税收收入。


发现适宜的技术和工具。
 数据科学家和分析师有自己青睐的技术和数据来源。经理人们在决定如何处理新数据时，必须清楚这些技术和数据来源的优势和劣势。

制药业就遇到了这种挑战。制药业在运用监测技术降低成本和改善药物试验质量方面还处于初期阶段。获得美国食品和药品监督局（FDA）对某种药物的批准需要近 10亿美元，还要对数百例病人（如果不是数千例的话）进行试验。过去，医生们主要通过在办公室内定期与试验参与者会面的方式来监控试验。运用如今的技术，比如在病人体内植入感应器，可以让医生无时不刻地对参与者进行监控，捕捉病人对该疗法适应情况的实时数据，以及药物疗效及其副作用的数据。

制药公司面临的挑战是找到一些方法，分析这些信息，并判断出哪些信息是真正有用的，哪些只是干扰而已。这要求他们开发出模型和模拟场景，就药物的疗效得出可信且科学的结果，从而能为 FDA所接受。

分析技术和对照实验是思考的工具。但是真正进行思考和学习的是人本身，因此经理人们应该随时做好准备，乐于亲身参与到重复的流程中去，从而获得业务洞见。尽管可能会有一些惊喜时刻，但是当点子和洞见快速涌现出来时，更多时候，经理人们——而非仅仅是数据专家和分析师们——必须重新思考问题，对数据提出挑战，并把他们的预期放在一旁。



5．更关心如何解决业务问题，而非技术部署

传统的 IT项目管理是风险规避型，它把精力都放在应对新系统成功部署后所面临的威胁上。与之相对，专注信息应用和大数据的项目，并不十分在意管理技术部署风险，而是将更多精力放在解决业务问题上。这样做是合理的。

想想我们研究的一家欧洲电力产品零售商，它希望给所有门店的销售助理配备 iPad，主要目的是提供在销售过程中可能用到的产品信息。门店经理和销售员们还可以在 iPad上安装销售计划和产品陈列图，并根据促销和营销推广活动不断对这些内容进行更新。该项目应对的一个关键业务问题是，店内销售技巧并不总能获得成功。

为了评估改善销售员与客户互动关系这一想法的效果，该零售商进行了对照实验，销售员将各种产品信息以不同风格介绍给客户。起初，这一实验导致店内使用 iPad的计划被推后，项目延期、预算超标的风险增加。

在研究中，我们将人员与事件的关系视为是信息应用的主要推动力。人们通过信息了解社交互动（例如，销售对话对不同客户群体的作用），了解相互关系（例如，不同客户群体如何对某种产品陈列形式作出反应）。只有人们理解了这种内部联系，才有可能提供相关信息。尽管在门店内适宜位置摆放 iPad很重要，但是项目的重点还是改善公司销售经理和销售员用信息推动销售的方式。

组织长期以来都希望，IT技术能够通过自动交易、精简信息流和存储数据（用于之后信息回顾）等方式掌控数据。传统的 IT部署方式完全能做到这些。然而悖论就是，原本有助于管理数据的技术现在却造成了数据泛滥。在试图去挖掘内部和外部数据时，组织可能犯这样一个错误：当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和思维模式时，他们还在沿用传统方式。

提高企业挖掘数据价值的能力，需要的不仅仅是分析性工具。更重要的是要营造一个环境，人们能够利用公司数据和自身知识改善企业运营和战略绩效。在这个新的范式下，经理人的首要目标是发现能令组织获益的机遇，识别出给组织带来风险的未知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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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重思大数据



数据分析3.0时代

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H. Davenport）|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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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竞争”不仅能够解决公司的传统问题，比如改善内部决策，也能为公司创造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那
 些花了数年时间研究“智能数据”的公司坚信，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数据分析的时代——“前大数据时代”和“后大数据时代”。为了与本文题目保持一致，我们亦可称之为分析1.0和分析2.0时代。分析2.0不是只加入了一些噱头、做了点性能微调。相对于分析1.1，分析2.0的产品已经在数据优先级的筛选和分析技术可能性方面有实质性的全面提升。许多公司已经开始利用海量非结构化、实时数据――大数据――就是最好的佐证。

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已察觉到新一轮的变革正在萌发，其影响深远足可称之为分析3.0。简言之，这种新的解决方案具有强大的数据收集能力和全新的分析方法，使之不仅能够优化公司运营，还能被应用到公司的产品中，即把数据智能嵌入到用户购买的产品和服务之中。

我将会在下文中做进一步的阐述。当初，分析1.0时代的大数据应用为商业带来了突破性的改变；如今，一小部分行业领先者正在进行的创新昭示着新一轮大数据时代即将来临。新的思维方式正在涌现，能掌握优势的新方法正在确立，新的参与者开始出现，竞争格局也随之发生变化：新的技术必须被熟练掌握，人才也应配置于最令人兴奋的新岗位上。整个商业世界各个领域都在迅速发生变化，而管理者们不得不应对各种挑战。

管理者将会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几个月里亲眼见证这些情况的发生。见微知著者已发现端倪，并在更大范围、更高层面重新思考数据分析的价值。而且，那些能首先觉察到变化风向（也就是最先洞察到3.0时代）的公司，将会在引领行业变革的趋势中占据最佳位置。



分析进化史

我并不想写一部《简明分析史》；但回溯上一次重大变化的背景和经过，仍非常必要且有价值。用数据来辅助决策从来都不是新鲜事，它和决策本身一样悠久。商业分析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随即出现了捕捉和分析大量信息的决策工具，这类工具能比人类的大脑更快速地识别出数据中的因果关系。

分析1.0――商业智能时代。相较于更早的商业活动，我们所谓的分析1.0已经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能够客观分析和深入理解重要的商业现象，并且帮助管理者基于客观事实决策，而不是仅凭直觉。在商业实践中，生产流程、销售、客户交互乃至更多的数据，第一次被存录、整合和分析。

新的计算技术是实现这些的关键因素。最开始，大公司凭借其雄厚资本可以定制数据系统；随后数据系统很快被商业化，可以由外部供应商以更通用的方式提供给更多公司。这就是企业级数据仓库的时代，系统可以捕捉数据，然后利用软件进行商业智能分析，最后可以进行数据查询和结果交付。

分析1.0时代对公司提出了新的要求：从最基本的数据管理能力开始。体量相对较小、流转速度较低时，数据组可以在数据仓库中分别存储并用于分析。但是，在数据仓库作数据准备和排序依然是一个难题。分析师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准备数据上，只花了相对很少的时间在分析上。

最重要的是，公司只能选择对几个非常关键的问题进行数据分析，因为分析需要数周甚至数月的时间，其过程艰难且缓慢。而汇报系统——商业智能最重要的部分——只描述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既无法解释过去，也无法预测未来。

在分析1.0时代，人们会把分析视为竞争优势的来源吗？笼统地回答，是。但没有任何人会使用类似“人才竞争”或“成本竞争”这样的方式来表述“分析竞争”。公司的核心竞争优势应来自于更有效的运营，也就是在关键节点上做出更好的决策，从而提高公司业绩。

分析2.0——大数据时代。分析1.0盛行了半个世纪，直到2005年前后。那时，谷歌，eBay等硅谷的互联网公司和社交网络开始大规模存储和分析新类型信息。虽然当时还没有“大数据”这一词汇，但现实情况快速地改变了数据和分析师在公司内的角色。大数据明显有别于系统内部产生的交易类“小”数据，它是来自公司外部、互联网、传感器、各种公开发布的数据（比如人类基因组计划），还包括来源于音频和视频的数据。

当分析进入2.0时代，人们对于强大的新型分析工具的需求——以及通过提供工具来获利的机会——很快就显而易见了。所有公司都忙于发展新能力和争取新客户。第一个吃螃蟹的公司很容易占得先机，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效果，并且会快速地研发新产品。以LinkedIn为例，该公司已经开发出了许多数据服务，包括“你可能认识的人”、“你可能感兴趣的工作”、“你可能喜欢的群组”、“你可能希望关注的公司”、“社交网络更新”，以及“你的技能和专业领域”。它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基础平台并且聘用了高智商且高效的数据科学家。其高度成功的产品“年度回顾”，只花了一个月时间就开发出来了，该产品是用于总结关系网络里人们工作变动的情况。LinkedIn不是惟一一家专注于速度的公司。另一家大数据创业公司的CEO告诉我，“我们尝试过敏捷开发，但我们还是嫌太慢了”。

许多创新技术已经被开发、收购和熟练掌握。比如，大数据很难在单个服务器上运行并进行快速分析，所以Hadoop平台应运而生，它是用来处理大数据（Hadoop是在众多并行服务器上进行快速批处理的开源软件框架）。新型数据库NoSQL可以处理相关的非结构化数据，受到诸多公司的青睐，这样大量的信息可以在公有或者私有云计算环境里存储和分析。再比如，其他新技术包括基于内存的和基于数据库的快速数据处理；机器学习（半自动模型的研发、测试）则用于从实时动态的数据中迅速生成数据模型；色彩鲜明、立体效果的数据视觉化替代了单调的白纸黑字。

分析2.0要求公司所具备的能力与分析1.0大不相同。新一代的数量分析师被称为数据科学家，他们不仅要具备计算能力还要掌握分析能力。数据科学家已不再满足于被藏在公司内部，他们希望接触客户以开发新产品，并为公司出谋划策，甚至是创造新的商业形态。

分析3.0——富化数据的产品时代。在分析2.0时代，一些敏锐的观察者已经洞见到即将来临的下一个大时代。硅谷的大数据先驱公司开始投资面向客户产品、服务和功能领域的数据分析。它们通过大数据分析吸引更多的访客登录它们的网站，这些办法包括更佳的搜索算法、朋友和同事推荐产品、购买建议以及针对性极高的定向广告等。

大公司的纷纷介入标志着分析3.0时代的来临。现在不仅仅是IT公司或者电子商务公司利用数据分析创造新产品和新服务，任何行业的任何公司都在这样做。无论你的工厂是在制造、运输还是在使用产品，抑或面向客户提供服务，你都拥有这些商业活动所产生的大量数据。任何设备、运输工具和客户都会留下痕迹，你能够分析这些数据集，从而更好地帮助客户和分析市场。你也有能力分析和优化你的运营前线，做出适当的商业决策。

和前两个时代类似，对于那些想在“分析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公司或者为此类公司提供数据和分析工具的供应商，分析3.0也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如何商业化地利用这次变革是亟待面对的课题。首先，让我们看看一些著名公司的分析3.0案例――不得不提的是，这些公司在过去的数十年间是在线下运营的公司，并没有互联网基因和数字基因。



下一个大事件

总部在德国的博世集团（Bosch Group），已有127年的历史，在上个世纪几乎没有应用过任何分析方法和数据。现在，公司已启动了一系列跨部门项目，利用数据分析提供智能产品，包括智能物流管理、智能车辆充电设施（用于混合动力汽车和电动汽车）、智能能源管理、智能监控录像分析等等。为了发现和研发这些创新服务，博世组建了一个软件创新团队，专注大数据、分析和物联网三个方面。

拥有170年历史的法国施耐德电气公司（Schneider Electric），起家于钢铁和军火制造业，现在能源管理是其主营业务，包括能源优化、智能电网管理和智能楼宇。它在硅谷、波士顿和法国收购和成立了多家与软件及数据相关的公司。比如，它的高级配电管理系统（Advanced Distribution Management System，简称ADMS）就可以帮助公共设施公司优化能源配送。ADMS监控着电网中的所有设备，智能控制断电的时间和位置，并合理派遣维修人员。它使公用事业公司能够搜集能源网络上几百万个节点的数据，监控网络性能，并提供形象的分析工具来帮助工程师了解网络的当前的运转状况。

通用电气（GE）向数据和分析产品的转型最引人瞩目。这家有着超过120年历史的大公司正在增加提供资产优化和运营优化方面的服务。在涡轮发动机、火车机车、喷气飞机的引擎和医疗成像设备中置入传感器，通过分析传感器产生的流数据，GE能够确定这些设备在最高效的状态下运行，智能地预测设备状态，主动干预并控制保养、维修周期，防止故障性宕机。为了组建和培养这些工作所需的工程师，公司在旧金山湾区投资20多亿美金成立了一个新的软件和分析中心。现在，该中心开始向其他行业的公司提供大数据管理与分析技术，并基于大数据概念研发了新的技术产品，其中包括用于创建工业互联网的Predix平台，以及在Predix平台上运行的Predictivity，这是可以满足多种行业的24项资产和业务优化的应用。

拥有107年历史的UPS，也许是把分析用于一线业务的最佳例证――这里的一线业务是指配送路线。这家公司对于大数据这一概念并不陌生，UPS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追踪包裹线路和处理交易。如今UPS平均每天捕获1630万个包裹配送信息，平均每天接受3950万个追踪请求。UPS最新的大数据来源是安装在公司4.6万多辆卡车上的远程通信传感器，这些传感器能够传回车速、方向、刹车和动力性能等方面的数据。收集到的数据流不仅能说明车辆的日常性能，还能帮助公司重新设计物流路线。该项目名为ORION（On-Road Integrated Optimization and Navigation，物流优化和导航集成系统），它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运营研究项目。大量的在线地图数据和优化算法，最终能帮助UPS实时地调配驾驶员的收货和配送路线。2011年，该系统为UPS减少了8500万英里的物流里程，由此节约了840万加仑的汽油。

以上案例的共性是，“分析竞争”不仅能够解决公司的传统问题，比如改善内部决策，也能为公司创造更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这才是分析3.0的精髓。

你可以把即将到来的分析3.0时代看作是最终实现的商业预言。斯坦·戴维斯（Stan Davis）和比尔·戴维森 （Bill Davidson）在1991年出版的《愿景2020》（2020 Vision
 ）中写道，待到2020年，公司的商务将“信息化”（Informationalize），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要基于信息。他们认为，公司将能捕捉“释放的信息”，再用这些信息“驱动”产品的创造。那时，他们的理念只引起了信息类公司的注意，比如科特龙公司（Quotron，收集股票数据，1994年被路透社收购）和英国的官方航线指南公司（Official Airline Guide，搜集航班数据）。

但现在，银行业、工业制造业、医疗设备和产品的供应商、零售业――任何行业、任何公司，只要愿意去探索各种可能性，都能从他们的整合的数据中开发出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

在戴维斯和戴维森出版《愿景2020》的年代，信息只能用“足矣”来形容。而我们现在则生活在被信息淹没的时代，我们甚至都没有时间去消化和吸收这些信息并形成观点。提供信息的公司应成为洞见和观点的供应商，使用分析工具以融通信息，然后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大量点击形成的数据流可供电子商务使用，谷歌、LinkedIn、Facebook、亚马逊这些互联网公司已成为先行者，它们不仅提供信息，也帮助用户迅速决策，实现（购买）行为。传统的信息产业公司也开始朝这个方向发展。



十大特征

公司要用全新的视角看待“分析”的价值和作用，这意味着战略重点的转移。公司需要意识到这将是一系列挑战——发展新能力、设置新岗位和重新设定业务的优先级。


各种类型数据通常会混在一起。
 公司需要整合内部、外部、结构化、非结构化的大数据和小数据，利用规定性分析和预测性分析模型给出新见解，并能明确地指导一线工人有效完成工作。为监视油量、油箱位置和油箱容量和驾驶行为等部分关键的指标，施耐德物流公司（Schneider National）把传感器的数据输入物流优化算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改善物流网络的同时，降低了燃油成本和事故率。


新工具组合。
 在分析1.0时代，数据仓库被视作分析的基础。2.0时代，公司主要依靠Hadoop集群和NoSQL数据库。如果问我今天的技术手段是什么，答案是“综上所有”：数据仓库、数据库和大数据装置，将传统数据查询手段与Hadoop结合的环境（亦称为Hadoop 2.0），还包括垂直和图表数据库等等。无论从数量还是复杂性的角度考虑，IT架构师面对数据管理设备的选择难度极大，而且几乎每个公司最终的选择都是混合的数据环境。有些数据还以旧格式存在，但同时需要新的数据处理流程以满足暂存、求值、搜索和生成应用之间的数据传递和数据分析。


更快的分析方法和技术。
 2.0时代的大数据技术已经比1.0时代的数据管理和分析技术快了很多。为了满足这一速度需求，3.0时代的新型“敏捷”分析方法和机器学习技术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来提供分析结果。和敏捷开发相似，敏捷分析法要求工程师高频率地向项目利益相关人交付部分结果，让最优秀的数据科学家一直在紧迫感中工作。3.0时代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让企业在运营及产品发展、决策过程方面充分利用新技术和新方法的优势。


嵌入式分析。
 为了与日益提高的数据处理和分析速度相匹配，分析3.0的模块通常是直接嵌入到运营系统和决策系统中，这显著地提升了数据的运行速度和分析效果。宝洁公司在全世界50多个地区的分部设置了“经营范围决策室”（整间会议室四面为屏幕墙，可以动态演示视觉化的数据分析结果，从而帮助决策），在5万多个员工电脑上安装了“决策驾驶舱”（一种视觉化的分析软件，由Tibco Spotfire提供。关于决策室和决策驾驶舱的详细情况请参加哈佛商业评论网站2013年4月4日托马斯·达文波特撰写的博客How P&G Presents Data to Decision-Makers
 ——译者注
 ），将决策分析整合进日常管理中。

一些公司把评分算法和分析规则集成到全自动化的系统当中；另外一些公司则把分析植入以客户为导向的产品和特性当中（以上两种做法都是为了评估业务所需的人力、交付时间、成本、流程、收益等情况以辅助决策，差别在于公司选择是数据导向的数据分析还是产品导向的数据分析——译者注
 ）。不管是哪种情况，把分析植入系统和流程，不仅会带来更快的运算速度，也使管理者无法绕过数据分析做决策――这通常是一件好事。


数据发掘。
 为了开发以数据为基础的产品和服务，公司通常需要一个强大的数据发掘平台，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技能和流程。虽然最初设计公司数据仓库的目的是数据发掘和分析，但不幸的是，很多公司已经把它变成了数据贮藏室——把数据堆在那里不做任何处理。如前文所述，把数据录入到数据仓库非常耗时耗力。如今，数据发掘环境使得不需要太多准备就能确定数据集的特质，并将其分别输入数据仓库。


跨学科的数据团队。
 在互联网公司或者大数据创业公司中，数据科学家通常能掌控全局，或者至少有着很大的自主权。但是，在大型和相对传统的公司中，他们必须和其他部门的同事通力协作，以确保大数据和业务所需的“大分析”相匹配。在许多情况下中，这些公司中的“数据科学家”与传统的数量分析师无异，他们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进行数据管理工作。公司现在也开始聘用擅长提取信息并将其结构化的数据黑客，并让他们与擅长建模的分析师一起工作。

数据科学家和数据黑客团队都必须与IT部门一同工作，IT负责提供大数据和用于数据分析的基础架构，配置“沙盒”以供数据探索。（沙盒在这里是指IT部门有所有的数据，分别交给数据科学家和数据黑客团队，他们可以分别在这些数据上进行运算分析，互不接收另外一个团队运算对数据产生的影响——译者注
 ），然后将探索性分析转变为生产能力。这个联合团队将会竭尽所能地完成分析工作，他们角色上也经常会有所重叠。


首席分析官。
 当分析已经变得如此重要，公司需要更高级别的管理者进行监管。已经有公司设置了“首席分析官”职位来培养和开发员工的分析能力。美国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FICO（美国个人消费信用评估公司）、美国机动车管理协会（United States Automobile Association）、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奥巴马竞选团队、富国银行（Wells Fargo）和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已经有C级的分析主管。毫无疑问，这个名单还会继续增加。


规定性分析。
 通常有三种类型的分析：描述性，用于报告过去；预测性，使用模型分析过往的数据来预测未来；规定性，使用数据模型来确定最优行动方式。虽然分析3.0包含以上三种类型的分析，但它强调的是最后一种。规定性分析要求大量的测试和优化工作，然后把分析嵌入关键流程和员工行为中。这一方法能带来很高的运营效益，但同时要求高水平的计划案和高质量的执行力。比如，如果UPS　ORION系统提供了错误的路线信息，管理者必须立即着手处理，不能让这种情况持续太久。UPS高管们说，比起算法和系统开发，他们在管理上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用于实际业务的分析。
 相对于只将分析用于内部决策，分析3.0提供了把分析流程扩展到业务领域的机会。机器学习能创造更多模型，让组织获得更精细、更准确的预测。以IBM为例，之前公司在“需求生成”流程中使用了150个数据模型，用来评估哪些客户更值得销售人员投入时间和精力。在与现代分析公司 （Modern Analytics）合作后，IBM启动了“模型工厂”（Model Factory）和“数据流水线”（Data Assembly Line），IBM现在每年能开发和维护5000个数据模型，却只需4个人来完成。新系统能够在无需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建构95%的模型，而另外3%只需要分析师做些微调。这些新模型能高度准确地识别出产品、客户和地理位置的差别。在泛亚洲市场进行的测试表明，相比没有数据分析的细分市场，该模型使客户反馈率翻倍。


决策和管理的新方式。
 如果希望在公司里让分析助力数据经济，你就需要决策和管理方面的新方法。这些方法能够让你的决策更可靠。管理者们需要习惯数据驱动的实验和测试。他们应该主动要求任何重要项目都必须进行小规模但系统的验证实验，并切记实验的目的是为了严格控制高管的“雄心壮志”。假如罗恩·约翰逊（Ron Johnson）曾在J.C.Penney的CEO任内进行了小规模的系统试验，而非推行全面变革的话，结果可能并没有这么糟。（罗恩·约翰逊，乔布斯时代的苹果副总裁、零售部主管，负责全球零售店建设和运营，曾创造了苹果产品体验店、天才吧、剧院模式、面对面帮助等产品体验计划。“在只有四款产品的情况下，用‘体验’塞满100平米的零售店”（乔布斯语）——颠覆了零售业的传统销售模式。2011年11月，约翰逊接任美国传统服装零售业巨头J.C.Penny百货商店的CEO一职。之后他仿照苹果的理念推行全新的品牌定位计划，取消了J.C.Penny长期以来的核心销售优势“折扣券”，称“美国消费者必须像戒掉毒品一样戒掉折扣券”。但结果是公司完全失去了中产、老年等价格敏感型核心客户；约翰逊最终于2013年4月8日被董事会解雇。——译者注
 ）

不得不提醒的是，一些由大数据应用所提示的改变并不一定会发生。大数据是持续动态变化的，以社交媒体数据为基础分析品牌忠诚度就是很好的一例，你会发现各项指标不可避免地动态起落。这种“数据烟雾弹”，可被视作问题的早期预警，但是它们只是指示性的警告，而非证实的结果。管理者们需要制定规范来确定决策和行为的预警标准。

大数据先天就具有不确定的特质。通常大数据分析出的结果与因素之间的关系都是相关性，不是因果关系，除非是经过非常标准的测试证实了因果联系的存在。还有一种情况，结果可能纯属巧合（从统计学的角度，数据量越大纯属巧合的情况越多）。大数据的这一本质可能会让许多高管头疼，究竟是信还是不信。解决的方法是，如果待定决策事关重大，那么决定之前必须进一步调查。

规定性分析会改变管理一线员工的方式。公司能观察到员工的所有行为，比如卡车司机、飞行员、数据仓库员工以及任何穿戴或者携带了传感器员工的行为。如果把智能手机也算在内的话，这意味着所有员工的行为都可以监控，这是前所未有的情况。毫无疑问，员工也能觉察到这样的密切监控，过分详尽的行为报告让员工不自在，正如可以分析顾客购买行为的大数据会让顾客有脊背发凉的感觉。在分析3.0的世界，有时我们需要学会适当地“无视”。



创造数据经济的价值

分析3.0是“分析竞争”的终极版么？也许不是；但是我有把握说，当有一天数据经济成为主流时，你回望历史会发现，“现在”就是最关键的时刻。

互联网公司从建立的那天起就把大数据带到了这个世界上。它们不需要把大数据和传统信息及其分析整合在一起，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传统信息。它们也不需要把大数据技术和传统IT基础设施合进行整合，因为传统的基础设施根本不存在。在互联网公司里，大数据可以独立存在，大数据分析可以是惟一的分析，大数据架构可能是唯一的IT架构。但是这些公司的大数据分析都已经发展到了3.0时代。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不论是经营多年的公司还是创业公司，继续使用旧有模式来支持商业分析，都前景黯淡。大数据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不要指望它能给你长期的竞争优势。那些想要在新的数据经济中获得成功的公司，必须从根本上重新考虑如何利用数据分析为自己和客户创造价值。分析3.0是变革的方向，也是“分析竞争”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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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重思大数据



大数据的价值在于“小模式”

卢西压诺·弗洛里迪（Luciano Floridi）| 文

齐菁 | 编译






最
 近，关于大数据的各种讨论不绝于耳。所有人都在谈论这种近乎神奇的新资源，它理应改变和提高商业生命周期的各个方面。



正确理解大数据

定义一个接一个，各类学者试图对大数据理论、模型、分析、解决方案等等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有2点是清晰的：

首先，关于大数据最常见，而且也是最佳的定义是由道格拉斯·兰尼（Douglas Laney）在2001年提出的。在为META Group撰写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兰尼将大数据的特质总结为规模庞大的数据集合（volume）、高速（velocity）地累积和变化、以及广泛（variety）的来源种类。这就是我们如今仍在使用的经典的3V定义。虽然后来有人加入了更多的特性，尤其是“真实性”（veridicality），但这其实是一种分类错误。因为它谈的是人们从大数据中提取出的信息的性质，而不是从量化的角度考虑到大数据本身的特性。

其次，在2012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增加了第四个V：价值（value），将大数据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资产。这没有改变大数据的定义，而是表明，无论大数据是什么，它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同年，IBM现任董事长兼CEO罗瑞兰（Ginni Rometty）在他的年度公开信中写道：“大数据不亚于一种新的自然资源。数据在我们当今时代的角色就像是蒸汽、电磁和化石燃料对之前时代的角色一样。它有潜力推动更高一层的社会进步和繁荣。”

现在基本没有人会怀疑大数据是一种非常真实的现象，并且是一种对任何组织来说都非常珍贵的资源。正如那句被用滥的比喻，许多重要特征让大数据成为新的石油，这其中有5大特征最为重要。




非竞争性（non-Rival）


与其他许多无形资产一样，大数据是非竞争性（non-Rival）的。与石油不同，它可以被许多消费者同时使用和重复使用。更确切地说，这意味着向个人提供大数据的边际成本是零。




持续增长（Rising）


与包括石油在内的其他资源不同的是，大数据还呈指数级增长（Rising）。易安信（EMC Corporation）的数据显示，在2013年之前的所有历史时期内，人类积累了4.4ZB的数据（1ZB是1000EB，1EB是1000PB，1PB是100万GB），但到2020年，我们将拥有44ZB（44万亿GB）的数据。90%的数据产生于过去2年，而在2015年产生的数据超过了过去5000年的总和。

此外，这种增长唯一的限制是物理学、人工智能和内存支持。现在这种资源的利用率只有1%，部分原因在于一些被大数据支持在遗忘或者忽略的成本。这些成本涉及获取和存储、可用性和处理模式、防护和安全、可及性、分析以及法律费用。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得益于信息革命，人类成功发明了以极低成本产生巨量数据的技术。




精炼（Refinable）


这些海量数据很容易处理和精炼（Refinable）——精炼是大数据的第三个R特征。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大数据可能是反竞争的：一家公司越使用大数据，它的质量和价值就越高。




可再生（Renewable）


大数据是可再生的（Renewable），像太阳能一样。




可转变用途（Repurposable）


最后，大数据是可延展和转变用途的（Repurposable）。这是大数据一个伟大但却也令人沮丧的一个特征：只要你有正确的远见，出于一个目的收集的大型数据库可能被用于完全不同的另一个目的。数据转变用途的一个典型例子是不起眼的邮政编码。邮编最初是美国邮政局为了改善普通邮件投递而设计的，但它现在已成为处理无穷无尽的商业和社交应用的主力，与信封和邮票毫无关系。

另一个更近一些的例子是，Trip Advisor拥有巨量的网络数据，结果却被旅行社之类的机构用来评估某个地区饭店的健康和安全标准。

然而，正是因为无法预见大数据有哪些新的应用，你就很难完全明白你该如何处理获得的数据财富。实际上，一开始很难计划应该记录和处理哪一种大数据。

作为一种资源，大数据是非竞争性、不断增长、可精炼、可再生以及可转变用途的。这五个R让大数据在至少6个队任何企业都非常关键的主要应用领域成为一项伟大的资产。大数据可被用于：

1．改善服务、产品或流程（比如公司后勤），因为大数据可以帮助找到低效的地方；

2．为用户或客户量身定制产品或服务，因为大数据让公司更了解他们；

3．预测趋势发展方向，因为大数据可以表明历史是如何塑造未来的；

4．激发可能的战略，比如新产品的设计和发行、时间、方式、方式、目标人口等等，因为大数据能够让公司用电脑模拟实验，看到在设计的“如果”条件下的虚拟场景中会发生什么；

5．规划并决定替代方案，因为大数据支持实证选择；

6．最后，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创新或革新，因为大数据可以帮助公司预测或只是找出新的、未被发现或者以其他方式无法察觉的需要、愿望和需求。



大数据的商业价值

显然大数据的价值极大。问题在于，当人们谈论大数据的实际价值的时候，事情变得混乱起来。让我们先从市场价值、市场价格或者经济价值的标准差别说起，这种差别非常重要。

假设一副画在eBay上拍卖，没有任何底价或者“一口价”选项。Alice是一位专家，她知道这幅画真正的基本价值应该是1000美元，这是它的市场价值，也是她准备支付的价格。

Bob不知道这幅画的市场价值，但他查看了同一画家其他作品的估价，估计这幅画当前售价通常会达到1500美元。这是其市场价格，也是Bob的最高出价。

Carol不知道这幅画的市场价值和价格，她所知道的是，自己只愿意为这幅画出价800美元。对她来说，这是这幅画的经济价值。

注意，这3个人的估值可能完全不同：Alice可能出价500美元，表明这是她所认为的这幅画的经济估值，即便她知道实际价值高出一倍，她可能想捡个大便宜。

正如你所看到的，他们的出价与Alice的知识、Bob的理性分析和Carol的需要和愿望都有点关系。一旦他们确定价格以后，不相关但是有联系的是这3个估值之间的比率。在这个例子里，Bob的市场价格高估500美元，而Carol的经济价值低估200美元。

这些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很难确定无形资产的市场价值和市场价格，比如品牌认知度、专利、商标、版权、商业模式甚至商誉（即良好的客户基础、客户关系和员工关系等等）。尽管根据Ocean Tomo发布的年度研究报告，2015年标普500指数中逾84%的价值由无形资产组成。

我们不知道这种价值有多少依赖公司所有的大数据。我们知道的是，确定此类无形资产的市场估值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并非是因为缺乏度量工具。例如，就市场营销而言，人们可以努力使用客户终身价值（CLV）来预测与客户的未来关系带来的净利润。

而是因为人们不可能对一家公司的大数据的价值本身给出一个合理的近似值，除非他明确知道大数据的用途及如何成功运用。因此，合理的方法是谈论大数据的经济价值，这么做是为公司准备从大数据中获取信息付费时做一参考。这种新古典主义的方法有助于我们聚焦于大数据的真正用途，也就是人们准备付费的东西：小模式。



小模式为什么关键

仔细想想看，如果一种模式或者趋势可以轻易被发现，你就不需要大数据了。正如NSA曾经说过的那样，你需要大海捞针。只有当模式或趋势很小的时候，你才需要海量的数据来发现它。

因此大数据就像是一个显微镜：一个分析企业中细小但是非常重要的特征的伟大工具，只要你知道你自己在找什么。由于如此多的数据现在可以非常快速而低成本地产生和处理，因此无论是亚马逊、Facebook、谷歌等数据新贵，还是银行、石油公司或者超市等老牌数据巨头，它们的压力是在庞大的数据库里找到具有真正附加值的新模式，以及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利用这些模式创造财富。

小模式之所以关键，是因为从科学到商业、从治理到社会政策，它们都代表着竞争的最前沿。在一个竞争和开放的思想市场，如果其他人能够比你更快更成功地利用它们，你可能很快就会破产。就像柯达（Kodak）一样，错过利用根本性的创新；像施乐帕克实验室（Xerox PARC Lab）错过鼠标和图形界面解决方案（GUI）一样——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将这种技术转化为商业上的成功。

当然，小模式也可能有风险，因为它们突破了可预测的极限。它们可能让一家公司预测并操纵人们的行为。这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还是一个道德问题。第一个注明的案例出现在2012年，主角是美国零售商Target。当时Target依靠对25种产品的购买模式分析，为每位顾客分配了“怀孕预测”指数，估计她们的预产期，并在其妊娠阶段及时寄送优惠广告信息。在一则引起轰动的新闻里，Target制造了大麻烦——它寄送的优惠广告让某位蒙在鼓里的家长发现他们还在读高中的女儿怀孕了。

至此，从大数据中获取价值似乎只需要有一个合理的战略找到能对企业产生积极影响的小模式。遗憾的是，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小模式只有在做到以下几点的基础上才有意义：正确汇总，比如就会员卡和购物建议而言；进行比较，比如当一家银行可以使用大数据打击欺诈的时候；以及及时处理，比如在金融市场。

信息在匮乏的时候也有指示作用，因此可怕的消息是大数据之所以对于一家公司价值极大正是因为缺乏小模式。这看起来似乎有些矛盾：什么东西会因为其匮乏而有价值呢？想想福尔摩斯正是因为发现了本应狂叫的狗没有叫才最终侦破那个著名案件的吧。如果大数据在本应“叫”的时候没有“叫”，显然事出有因。困难就在于理解本应发生而没有发生的事情。



掌握数据科学的“黑魔法”

日益扩大的大数据海洋中有价值的“潜流”越来越多，但是对于没有计算能力的人来说是看不到的，因此更多更好的技能和技术将会有极大的帮助。当IT部门要求更多的资金的时候，它可能有非常好的理由。然而，仅靠他们一己之力，再多的数字技术和解决方案也依然不够用。没有能够自动从大数据中获取经济价值的方式，经济价值就是从大数据中找到的小但是重要的模式。如果你觉得只要等着更好更强大软硬件就能解决问题，你最好还是三思。单纯地储存数据没啥用。

从2007年起，世界产生的数据就超过了可用存储量。我们已经从思考“存储什么”转向了“清除什么”。有些东西必须被清除，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应该记录。想想你的智能手机由于存储了过多的图片而变得空间不足，这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了。信息界多年前就已经用光了自己的储存空间，需要清空给自己的数据腾地方了。这并不像看起来那么坏。改写一句广告界俗语：一半的数据是垃圾，只是我们不知道是哪一半。

一家公司需要的是，前瞻性地深入理解哪些数据值得首先存储和处理。这就得明白现在或未来哪些问题会引起关注，从而找出相关的小模式。大数据只提供答案，但它们对该问的问题保持缄默。这些问题来自负责人的智慧。也就是说，由于大数据的价值是小模式，最终获胜的将是哪些“知道如何回答问题的人”。正如柏拉图2500年前在某部作品中写道的那样（Cratylus, 390c）。

只有那些知道怎么样提出正确问题的人才知道，哪些数据可能会回答问题有用和相关，从而值得收集和处理，目的是开发它们的宝贵模式。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技术和技能来发现大数据中的小数据模式，但我们更需要更多更好的思路来筛选有价值的模式。

大数据将会不断地增长。应对它的唯一方式是了解自己是谁和正在寻找什么。目前而言，此类技巧被当做分析学和数据科学的“黑魔法”教授和运用，并不完全是大学里的标准课程。这种情况将很快改变，因为对此类技术的需求正在堆积。而且因为我们如此多的业务、创新和福利都取决与数据科学，现在是时间开发一套系统地方法论了。谁知道，哲学家可能也会学习一些东西，教授一些东西。柏拉图应该也会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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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重思大数据



专访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

阿历克斯·彭特兰（Alex "Sandy" Pentland）

大数据，大责任

With Big Data Comes Big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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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不是数据所有者，并且没有一套明确规定数据所有权的规则，这不仅会导致消费者产生逆反心理、监管者采取严厉制裁，最终使物联网难以发挥全部潜力。






在
 “物联网”中，所有物品都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大数据与物联网将为管理和社会带来革命性变革。但二者的成功需要一个前提，即所有来自互联网公司的数据，全部由散布于全球、分属不同组织的设备收集起来。但如果这个前提不能实现呢？



阿莱克斯彭特兰，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介艺术东芝席教授。他认为：企业不是数据所有者，且没有一套明确规定数据所有权的规则，这将会导致消费者产生逆反心理、监管者采取严厉制裁，最终让物联网难以发挥全部潜力。为弥补这一短板，彭特兰提出了名为“数据新政”（the New Deal on Data）的一系列原则和行为规范，用以定义数据所有权、控制数据流。名如其实，这套准则确实影响深远。在与《哈佛商业评论》高级编辑斯科特贝里纳托的对话中（对话内容经过编辑），彭特兰详述了数据新政在意大利阿尔卑斯山脚下一座小城的应用状况和效果。



物联网加剧隐私泄露


HBR：
 是什么让你开始关注数据收集与隐私问题？


彭特兰：
 在MIT的媒体实验室做研究时，我用可穿戴感应器技术衡量人们的语调、动作、手势等与生俱来的行为，收集有关人们如何彼此交流的数据，这些数据非常私人化。研究过程一方面让我感受到数据所蕴含的惊人力量，另一方面也让我注意到数据迅速被滥用的现象。

总体来说，我们可以利用数据帮助我们绿化环境、创建透明政府、应对疫情；当然，还能提升员工能力，改善对消费者的服务。但这些数据也很可能被某些人或某些企业滥用。




HBR：
 物联网的出现加剧了这种担忧？


彭特兰：
 我认为是的。任何数据都是数据，无论它如何产生。如果有区别的话，那就是物联网让人们看清楚他们实际在做什么。你去接孩子的时候，开车的速度是多少、你一周吃多少食物、在厨房花费多少时间、在卧室的时间……诸如此类的数据会让人感到“被侵入”。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中加入感应器，这种“被侵入感”也会随之上升。




HBR：
 这么说来，消费者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数据正在被收集，就会产生“企业收集我健身和心率的信息真的没问题吗”这样的担忧？


彭特兰：
 没错。虽然有些消费者可能会觉得无需多虑，但是目前这些收集数据的“监视”连提前告知都没有。你是否有权知道别人在收集你的哪些信息？——这一问题将会在行业、监管者、消费者之间引发规模宏大且持久的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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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新政避免灾难

新政站在被收集数据个人的角度，重新平衡了数据所有权


HBR：
 你站在“人们应有知情权”这一边。那“数据新政”这一理念从何而来？


彭特兰：
 我认为我们应该为消费者和公民、企业、政府三方创造一个“三赢”的局面。2008年，我为世界经济论坛写过一篇政策文章，随后又参与了一系列相关会议，写了很多后续文章。文中在展现数据力量的同时，描绘了未来可能出现的灾难，也谈及彻底重置一切的想法：数据新政。




HBR：
 “新政”这个词在历史上曾出现过。词义蕴含远大雄心。取这个名称是有意为之吗？


彭特兰：
 是的，这正是我选这个名字的原因。美国历史上的新政是一次重启。事实证明，新政在其后至少50年内都是有益的。它真正改变了人们的思考方式。




HBR：
 那么数据新政具体是指什么？


彭特兰：
 它是站在被收集数据的人的角度，对数据所有权的再平衡。对于数据，你应该享有像对你的身体、财产一样的权力。



谁将拥有你生活的完整图景？某些信用评级服务？谷歌？


HBR：
 它不只是指导思想，你提出的其实是人们掌控自身数据的法则对吗？


彭特兰：
 是的。新政让人具备一种能力，可以看到有哪些数据正在被收集，然后可以选择接受或拒绝。想象一下，你手里有一张一览表，显示你的房子在收集和分享哪些数据，而你可以选择开启或关闭数据选项。或许还有更好的操控方式。这样人们就不会手足无措，因为你能清楚了解状况以及背后的原因，你可以掌控数据。

透明至关重要。数据来自相对完善的生活图景。由于数据集中在一起的时候才具有巨大价值，你需要有空间来集中存储和管理它。借由数据看清你人生的图景，你就可以根据量身定制药品、保险或金融产品。问题在于，谁来拥有完整的图景？某些信用评级服务吗？我可不希望如此；谷歌？不；个人拥有？我希望这是我们最终的出路。




HBR：
 企业会不会担心一旦对消费者透明，消费者会选择拒绝被收集数据？


彭特兰：
 多数企业都担心监管可能会扼杀它们的商业模式。它们的担心无可厚非。比如，许多电信公司曾试图从消费者那里获取分享数据的许可。它们花费数亿美元却徒劳无功。当拒绝成为消费者手中的选项，就会是这样的结果。

有些企业可能会消失，但这可能是好事。如果企业和消费者更加彼此尊重、关系更为平衡，那么经济发展会更健康。我认为这样的经济会更加可持续，避免灾难发生。




HBR：
 你所说的灾难，不是指普通的数据违规吧？


彭特兰：
 我并不是指信用卡被盗之类的事。我是指人们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销售数据，以及不法分子利用它所导致的重要的系统性问题，最后导致人们死亡。如果这类灾难发生，就会带来过激反应——即企业倒闭。你会看到一夜之间，严厉监管措施获得通过、大量企业深陷困境。我不希望此类灾难出现，大数据和物联网本可以带来许多积极变革。在新的数据经济中，新政赋予消费者一份权益，这首先会带来稳定，然后随着人们逐渐习惯于分享数据，最终新政会带来更多的利润空间。




HBR：
 物联网推动下，数据产生和数据收集似乎会以指数级增长速度进入关键系统，比如供应链、电网、汽车、食物，以及医疗。同时，数据越来越贴近我们的身体……


彭特兰：
 这些已经发生了。比如，大约200万人戴着无线计步器跑步，他人可以通过无线传输的方式看到你的心率，并且这已经为医疗领域带去巨大进步。同样可以想象，如果被收集心率数据的人不能掌控数据，将带来什么样灾难性的后果。




HBR：
 企业在数据战略上动辄花费数十亿美元，而畅通无阻地获取数据是基础。谷歌买下了Nest，Facebook买下了WhatsApp。可穿戴健康技术正在蓬勃兴起。这些企业希望拥有一切有关消费者健康、地点、偏好、行为的数据。


彭特兰：
 互联网公司面对数据新政很可能觉得“简直不可理喻”。这些企业未来一定花大力气向消费者展现数据收集来的价值。有次我去参加世界经济论坛，Nest公司在论坛上展示它的运作方式。它确实引发了一场居住空间革命。但想想看，谷歌买了Nest后，它会知道我厨房的温度、我进入卧室的时间……这是让人绝对无法容忍的事。

人们只有在觉得能够获益，或是确信数据不会被以自己不了解的方式进一步传播时，才会愿意分享数据。在我们致力于打造数据新政的6年间，这一观点促成了很多法律法规，比如奥巴马政府提出的《消费者隐私权法案》、欧盟的数据保护指令。此类立法会摧毁许多企业的“收集所有人的所有数据”这种奇葩策略。

话说回来，这些奇葩策略也不像企业想象的那样对其自身有益。我认为企业没有意识到“搜集所有数据”所需的成本之高。企业承担着数据违规、重要系统损坏等大量风险。昂贵的不仅是维护数据安全，数据违规的成本也越来越高。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明确表示将会大力整治数据违规。除财务风险以外，还有品牌风险。塔吉特（Target）因数据泄漏而受损，尽管错其实不在它。塔吉特只是没有抓住到责任人——那个通过物联网内的高压交流电系统植入了一个小软件的人。我认为企业没有意识到这种战略携带的“病毒”，最终会侵蚀自身。

如果你是受监管行业的一员，比如电信、银行、医疗，你需要执照才能上岗，还不能讲数据变现。监管者禁止你进入数据业务，因为数据不是你的。监管者如今已经开始在告诉创业者，你可以进入数据业务，前提是你要遵守数据新政。关键是要求企业放弃互联网EULA（终端用户许可协议）中的隐蔽陷阱、复杂条款，因为通常我们都只会点击“同意”。新政让用户真正参与进来，这在长远未来会变得极具价值，因为你其实是在建立信任。不过我也能理解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选择这种方式难免担忧害怕。



像监管货币一样监管数据


HBR：
 有些CEO会说：“你说的没错，但是这样会阻碍创新。我们需要收集数据，并且会想办法保障数据安全，确保人们对于数据收集行为感到舒适”。对此，你怎么回应？


彭特兰：
 我觉得这想法大错特错！以金融行业为例，在刚刚开始兴起的19世纪，金融基本不受监管，其后几经繁荣和衰退，严重破坏经济，毁掉了许多家庭和团体。个人数据现在也处于方兴未艾阶段，有人说数据是互联网时代新石油，也就是新型资产类别、新的价值、新的货币。而我们还没有针对这类资产的监管。我们需要数据银行、数据审计，才能避免数据泄漏、数据攻击以及集体诉讼带来的严重后果。联邦贸易委员会宣称，将对数据收集展开调查，惟一掣肘之处就是律师不够。不过，等到开出更多大笔违规罚单，就可以雇更多律师了。

金融被监管之后带来什么？是波动性减少、信用提升，更成功的金融机构。如果人们确信分享数据的安全性，他们会更乐于分享数据。有很多数据是你当下不愿意分享的：你肯定不愿意公开分享孩子的位置信息以及某些财务活动信息。如果数据收集业务得到有效监管，你在分享个人数据的时候据就会更安心。




HBR：
 有证据表明数据和货币一样需要监管吗？


彭特兰：
 有。我们在欧洲划定了几个城市作为“安全港”区域，采用的法规不同于欧洲其他地区。在意大利的特兰托（Trento），数百家庭生活在数据新政之下，他们可以得到有关自身数据收集的告知，并且可以掌控数据。这些数据通过可经审计的方式分享出去。结果如何呢？这些人比生活在数据新政之外的人分享的数据更多，因为他们信任这个系统，并且意识到数据分享的价值。他们相信自己的个人数据能让经济变得更好，而不是变糟。

在特兰托我们和意大利电信、Telefónica合作。（爆个小料：我是Telefónica顾问董事会的一员），也是参与欧盟监管数据保护的一种方式。我们使用了我在MIT的团队开发的软件openPDS。它是“开放个人数据商店”的代表，让人们看清企业拿到哪些数据，用安全的方式分享数据。特兰托实验的理念是询问人们对这种数据分享方式的感受，以及他们如何运用这种方式。

一个重要问题是：openPDS环境让服务创新增多还是变少了？看起来答案应该是更多了。因为消费者对你拿着他们的数据完全放心，你可以提供此前因安全风险而无法提供的服务。比如，与他人分享财务数据。当匿名分享安全无虞时，openPDS平台提供的信任和安全基础，可以助你敲开全新一类应用的大门。




HBR：
 特兰托实验具有可推广性吗？


彭特兰：
 当然。我们与拥有数亿消费者的企业进行过更深入的讨论，实验可以扩展到更多用户。




HBR：
 你对数据新政的实施满怀希望是吗？


彭特兰：
 我对此充满希望。因为人们已经忍无可忍，甚至开始愤世嫉俗。你去问问人们担心的问题，就会发现“身份信息盗用”这一项已经超过了核战争。人们对此没有采取多少对策的原因是他们不知道自己可以应对。数据新政是如今我们能采用的一种可行的好办法。监管者、计算机科学家也相信它的力量。领先科技企业中的聪明人也相信我们可以做到——他们或许并不喜欢数据新政，但他们认为可以实现。它的实现只需富有创造力的商界人士，为建立价值资产去驾驭消费者的意愿，而非简单粗暴地“偷走你所有数据”的老一套。一切刚起步，我们在路上。





增刊：重思大数据



大数据：

一场管理革命

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

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 文

程明霞 | 译






挖掘全新的海量信息流将为公司业绩带来革命性的提升，前提是：你要改变制定决策的文化






管
 理大师戴明（W. Edwards Deming）与德鲁克（Peter Drucker）在诸多思想上都持对立观点，但“不会量化就无法管理”的理念却是两人智慧的共识。这一共识足以解释近年来的数字大爆炸为何无比重要。简而言之，有了大数据，管理者可以将一切量化，从而对公司业务尽在掌握，进而提升决策质量和业绩表现。

看看零售业吧。实体店的书商们也能追踪图书销路，哪些卖掉了哪些还没有。如果他们设计些还没有。如果他了“客户忠诚计划”，还能将某些图书的销售与消费者个人联系起来。但仅此而已。而一旦购物行为移至线上，店主们对顾客的了解会相当惊人：卖家不仅能追踪顾客买了什么产品，还知道他们查看了其他哪些产品，他们如何浏览网站，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被促销活动、其他买家对产品的评论与页面布局所影响；卖家还可以交叉对比个体消费者之间与群体消费者之间的相似性等等。在此之前，卖家已经开发了一套运算方法，推测哪些书目是哪些用户乐意阅读的——每当用户忽略一个图书推荐，这种算法就会更优化一步。传统零售商是没法轻而易举获得这些信息的，他们的销售行为既孤立又盲目。所以，亚马逊把那么多实体店踢出局一点也不意外。

关于亚马逊那些耳熟能详的故事遮蔽了它的真正实力——这些先天带有数字基因的公司所能做到的事，是上一代商业领袖梦寐以求的。但实际上，大数据的潜力也可以帮助传统企业实现转型，甚至帮它们获得更好的机会提升其竞争优势（线上企业一直都知道其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对数据的理解力）。我们随后的讨论会有更多细节证明，这场大数据的革命远比之前的“数据分析”要强大得多。企业因此可以做精准地量化和管理，可以做更可靠的预测和更明智的决策，可以在行动它需要公司领导层拥有一手的数字化能力（或者，在其他一些情况下，需要的可能是会放手的领导）。



有什么新鲜的？

企业高管们有时会问：“‘大数据’不就是‘数据分析’的另一种说法吗？”

二者确实相关：和之前的“数据分析”一样，大数据运动也力图从数据中收集智慧，并将其转化为企业的优势。但二者有三个显著差别：


规模性
 　仅就2012年而论，每天大约产生2.5艾字节（exabytes）的数据，而且这个数据量每40个月就翻一倍。现在互联网每秒钟产生的数据量，比20年前整个互联网储存的数据还要多。企业因此需要处理单个数据集就包含大量拍字节（petabytes）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还不仅来自互联网。比如，沃尔玛每小时从其顾客交易中获得的数据量超过2.5拍字节-1个拍字节就是1000的5次方的字节，等同于2000万个文件柜所包含的文档信息。1个艾字节是这个量级的1000倍，也就是10亿的吉字节（一个吉字节等于千兆字节，即1GB=1000MB）。


高速性
 　对于很多应用程序来说，数据生成的速度比数据规模更重要。实时或者近乎实时的信息，能让一家公司比竞争对手更为灵活敏锐。举个例子，我的同事——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阿莱士·朋特兰德（Alex“Sandy”Pentland）和他的团队曾经使用来自手机的位置数据推测，“黑色星期五”那一天有多少人在梅西百货公司（Macy's）的停车场停车。“黑色星期五”是美国圣诞节购物季的开始，阿莱士团队使用的数据让他们提前推算出这关键一天的销售量——远早于梅西百货自己统计出的销售记录。无论是华尔街的分析师或者传统产业的高管，都会因这种敏锐的洞察力获得极大的竞争优势。


多样性
 　大数据形式多样，社交网站上发布的信息、更新、图片；传感器上显示的内容；手机上的GPS信号等等。大数据几种最主要的来源大都是全新的，比如来自社交媒体的海量信息，都跟那些社交网站本身一样新：Facebook上线于2004年，Twitter于2006年。同样的例子是智能手机和其他移动设备，它们提供了基于人、活动与地点的海量数据流。由于这些手机装置如今无处不在，人们几乎想不起iPhone发布才五年时间，iPad不过两年。然而，公司数据库虽然存储着海量信息，却直到最近还难以加工处理大数据。与此同时，用来计算数据的所有相关设备——存储器、内存、处理器、宽带等等的成本在持续降低，这意味着，从前昂贵的数据密集型处理手段正迅速地变得经济实惠。

越来越多的商业行为正在数字化，加之全新的信息源与更便宜的设备，我们将被这一切带入一个新纪元：一个海量数据在商业世界无孔不入的时代。手机、网上购物、社交网络、电子通讯设备、卫星定位系统，以及在这些设备上做最普通的操作时附带生成的井喷般的数据量。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随时随地的数字生成器。这些闲置的数据大都是非结构化的，没有被整理过——胡乱丢弃在数据库中无法使用。但是，在这些杂乱无章的混乱中埋藏着大量的信号，孤单地等待被解读。曾经的“数据分析”将严谨的技术引入了决策制定，而“大数据”让这种严谨决策变得更加简单而强大。正如谷歌研究主管彼得·诺尔维格（Peter Norvig）所说的那样：“我们并没有更好的算法，我们只是有更多的数据。”



数据决定业绩

怀疑论者的第二个疑问是：“有何证据显示，明智地运用大数据能提升公司业绩？”商业媒体上充斥着各种轶事案例，似乎在证明大数据驱动带来的价值。但我们最近发现的事实是，根本没人真正拿出严谨有力的证据。为了弥合这种尴尬的缺失，我们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字商业中心（MIT Center for Digital Business）组织了一个团队，与麦肯锡的商业技术部、沃顿商学院的同事洛林·希特（Lorin Hitt）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生西克扬·金（Heekyung Kim）一起合作，考察大数据驱动的公司是否业绩更佳。我们对北美330家上市公司的高管进行了结构性访谈（structured interview，这是一种对访谈过程高度控制的访问。访问的过程高度标准化，即对所有被访者提出的问题，提问的次序和方式，以及对被访者回答的记录方式等是完全统一的。——译者注
 ），调研其组织与技术管理实践，然后从年报和其他一些独立信息源那里收集它们的业绩数据。

很显然，不是每家公司都喜欢数据驱动型的决策制定过程。事实上，我们发现，各行各业对大数据的态度和应用方法五花八门。但是，透过所有的分析，我们发现一种显著的关联性：越是那些自定义为数据驱动型的公司，越会客观地衡量公司的财务与运营结果。尤其是，运用大数据做决策的那些行业前三名企业，比其竞争对手在产能上高5%，利润上高6%。如果把劳动力、资金、购买服务和投资传统技术的投入都纳入计算，这些企业的表现依然卓越。它不仅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和经济上的重要性，而且也反映在其股票估价的增值上。

那么，高管们是如何运用大数据的呢？让我们深入硅谷的两家新贵企业去一探究竟吧：一家用大数据开创了新业务；另一家用大数据促进了销售。




不可思议的知识来源

相较于业内人士，对某个领域一无所知的外来者经常能找到更好的办法利用大数据，因为有太多全新的、不可思议的信息来源。本文作者之一埃里克和吴林（Lynn Wu，现为沃顿商学院助理教授）合作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完全使用网上搜索到的公开数据，预测全美大城市的房价波动。两人在这项研究之前对房地产市场并无了解，他们只是相信：用实时的搜索数据足以预测房地产市场的近期价格。他们是对的。事实上，他们的预测比官方数据——美国全国地产经纪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Realtors)还准确，该机构设计了一个极其复杂的计算模型，但依赖的却是更新相当缓慢的历史数据。

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大数据以简单的模型大获全胜那些复杂的分析模型。再举个例子，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Johns Hopking School of Medicine）的研究员发现，他们仅仅使用谷歌流感趋势预测（Google Flu Trends）——一个免费、公开的相关条目计算器，就能准确预测禽流感急诊室的访问高峰，比美国疾控中心的预警提早了一周。同样的例子来自Twitter，2010年海地大地震之后，根据Twitter上的更新预测出的霍乱蔓延与官方报告一样准确，但比官方提早两周。





航班更准

航空业分秒必争。尤其是航班抵达的准确时间：如果一班飞机提前到达，地勤人员还没准备好，乘客和乘务员就会被困在飞机上白白耽搁时间；如果一班飞机延误，地勤人员就只能坐着干等，白白消耗成本。当美国一家大航空公司从其内部报告中发现，大约10%的航班的实际到达时间与预计到达时间相差10分钟以上，30%的航班相差5分钟以上的时候，这家公司决定采取措施了。

其时，这家公司依照航空业的惯例——由飞行员提供航班的预计抵达时间（即ETAs）。飞行员总是在临近机场的那段时间内预测何时到港，而这个过程中还有其他很多事情占用他们的时间和注意力，干扰其判断。为了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这家航空公司找到了PASSUR Aerospace，这是一家专为航空业提供决策支持的技术公司，它从2001年开始提供一项名为 RightETA的服务（意为：准确预测航班时间），通过搜集天气、航班日程表等公开数据，结合自己独立收集的其他影响航班因素的非公开数据——比如通过自建的无源雷达站收集某区域领空内的飞机数据——综合预测航班到港时间。

PASSUR公司最初只有几处无源雷达接收站，但是时至2012年，它们已经拥有超过155处这样的接收站。每4.6秒它就收集一次雷达眼看到的每架飞机的一系列信息，这会持续地带来海量数据。不仅如此，公司将长期以来收集的数据都保存着，这样它就拥有了一个超过十年的巨大的多维信息载体，为透彻的分析和恰当的数据模型提供了可能。RightETA的核心工作就是回答两个问题：“一架飞机在抵达机场之前都发生了什么？它究竟几点着陆的？”

使用RightETA服务后，这家航空公司大大缩短了预测和实际抵达之间的时间差。PASSUR公司相信，航空公司依据它们提供的航班到达时间做计划，能为每个机场每年节省数百万美元。这是一个相当简单的公式：大数据带来更准的预测，更准的预测带来更佳的决策。



推销更快、更个性

几年以前，美国零售业巨头之——西尔斯控股公司（Sears Holdings）决定收集其专售的三个品牌——Sears、Craftsman、Lands’End的顾客、产品以及销售数据，从这些海量信息中挖掘价值。显而易见，如果能集合并运用这些数据定制推销方案给消费者，并将地区差别加以利用的话，将给公司带来巨大价值。价值巨大，困难也巨大：西尔斯公司需要八周时间才能制定出个性化的销售方案，但往往做出来的时候，它已不再是最佳方案了。之所以如此，主要在于这些数据需要超大规模的分析，它们分散在不同品牌的数据库与数据仓库中，不仅数量庞大而且支离破碎。

西尔斯集团开始使用群集（cluster）收集来自不同品牌的数据，并在群集上直接分析数据，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先存入数据仓库，避免了浪费时间先把来自各处的数据合并之后再做分析。这种调整让公司的推销方案更快、更精准。

据西尔斯公司的首席技术官菲里·谢利（Phil Shelley）说，他们制定一系列复杂推销方案的时间从8周缩短到1周，甚至还会更短。而且这些销售方案质量更高，因为它们更及时、更细致、更个性化。西尔斯使用的 Hadoop群集能收集和处理好几个拍字节的数据，成本却只是普通数据库的一小部分。

谢利说，他惊讶于公司能如此轻松地实现这个转型——从传统方式升级为数字管理与高效分析。西尔斯在2010年开始这一转型的时候，数据管理的技术与知识还很少，因此与一家叫做Cloudera的公司签订了合同。但是很快，公司 IT部的保守派和分析专家们就对新工具和新流程得心应手了。

PASSUR公司和西尔斯控股的例子展示了大数据的威力——它带来更准确的预测、更高明的决策、更恰当的操作，而且让这些事情达到一个无边的规模。当大数据应用于供应链管理的时候，它让我们了解为什么一家汽车制造商的故障率突然飙升；在客服方面，它可以持续详细调查和处理几百万人的医保状况；它还可以基于产品特性的数据集，为在线销售作出更好的预测和规划，等等。大数据在其他行业的应用也同样成效显著，无论金融业、旅游博彩业还是机械维修；在市场推广、人力资源管理方面也有极大的功用。

我们的数据分析显示，上述所见绝不是星星点点的个案，而是一次根本性的经济转型。我们确信，大数据运用带来的这一转型已经触及了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没有谁能置身其外。



决策文化变革

大数据的技术挑战显而易见。但其带来的管理挑战更为艰巨——这要从高管团队的角色转变开始。


高价智囊请闭嘴
 　大数据最至关重要的方面，就是它会直接影响企业怎样做决策、谁来做决策。在信息有限、获取成本高昂、且没有被数字化的时代，让身居高位的人做决策是情有可原的。因为他们拥有多年累积的经验，并将观察到的商业模式和组织内部关系内化到了自己的思维与行为中。我们可以给这种决策者和决策过程贴个标签：直觉主义。这些人描绘的未来蓝图——会发生什么事情、事情该怎样解决、因此该如何做规划等——全部基于他们的个人观点。

尤其那些做重大决策的人，都是组织内典型的位高权重的人，要不然就是高价请来的拥有专业技能和显赫履历的外部智囊。大数据领域的人认为很多公司仍然维持着这种方式——依赖

大数据带来更准的预测，更准的预测带来更佳的决策。“HiPPO”做决策。所谓 HiPPO，就是那些高薪人士的观点（the highest-paid person's opinion）。

的确有一些资深高管忠实于数据，一旦数据否定了他们的直觉，他们会抛弃个人观点。但是我们相信，在今天的整个商业世界中，人们仍然更多依赖个人经验和直觉做决策，而不是基于数据。我们在研究中设计了一个“五点复合标尺”，用来测量一家企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数据驱动型的。32%的回应者认为他们的公司只具备其中的一两点或两三点。


让数据做主
 　有志于引领企业实现大数据转型的高管们，可以从两个最简单的技巧开始。首先，要养成习惯问：“数据怎么说？”每当遇到重大决策的时候，要紧跟着这个问题进一步问：“这些数据从哪儿来的？”“这些数据能得出什么分析？”“我们对结果有多大信心？”（员工能从高管的这种行为中迅速接收到信息。）其次，他们要允许数据做主；当员工看到一位资深高管听任数据推翻了他的直觉判断——这将是改变一家公司决策文化的最大力量。

在确认哪些问题需要解决的阶段，毫无疑问，专业技能仍然至关重要。传统领域的专家，因为对所在行业的深刻理解，可以清楚地识别机遇与挑战。比如PASSUR公司一直极力从全美主要的航空公司挖人，越多越好。因为拥有丰富的航空业运营知识，在PASSUR寻找下一个市场机会的时候，这些人的价值不可估量。

随着大数据运动的推进，这些传统领域的专家也会转变角色。他们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类似那些高薪人士的“直觉主义”的答案，而在于他们善于发现真问题。“电脑有什么用呢？它们只知道给答案。”当天才画家毕加索这么说的时候，他一定很怀念那些传统领域的专家。




行动吧！

你不需要在技术上进行前期投资就可以使用大数据，这与前几次技术革新完全不同。以下是从零开始建立数据能力的步骤：




1．首先：


选择一个业务部门作为试点。这个团队最好有一个喜爱数量分析的领队和一群数据科学家。




2．其次：


在每个核心功能上，依据大数据找出五个商业机会，要求5个人以内的团队在五周内找到每个商业机会的数据原型。




3．然后：


要执行这一程序实现创新，通常包括四步：实验——评估——分享——复制。




4．最后：


记住著名的乔伊法则（Joy's Law）：“那些最聪明的人大都在给别人打工。”所以，开放你的数据集给所有感兴趣的群体吧，来自互联网和全世界的，让他们也一起参与分析！





五大管理挑战

大数据转型并不是万能的，除非企业能成功应对转型过程中的管理挑战。以下五个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尤为重要。


领导力
 　那些在大数据时代获得成功的企业，并不是简单地拥有更多或者更好的数据，而是因为他们的领导层懂得设计清晰的目标，知道自己定义的成功究竟是什么，并且找对了问题。大数据的力量并不会抹杀对远见与人性化洞察的需求。相反，我们仍然需要这种领导者——他们能抓住某个绝好的机会、懂得如何开拓市场、用自己的创意提供那些相当新奇的产品和服务，并且巧舌如簧地勾勒出一幅激动人心的前景，说服下属们激情澎湃地为此拼命工作，最终成功赢得顾客。未来十年获得成功的企业，其领导者必然具备以上特质，与此同时推进了公司决策机制的转型。


人才
 　随着数据越来越廉价，实现大数据应用的相关技术和人才也变得越来越昂贵。其中最紧迫的就是对数据科学家和相关专业人士的需求，因为需要他们处理海量的信息。统计学很重要，但是传统的统计学课程几乎不传授如何运用大数据的技能。尤其需要的能力是将海量数据集清理并系统化，因为各种类型的数据很少是以规整的形态出现的。视觉化工具和技术的价值也将因此突显。随着数据科学家的涌现，新一代的电脑工程师必须能够处理海量数据集。而设计数据试验的技能，则会非常有助于弥补数据呈现的复杂关系与因果之间的鸿沟。除此之外，那些最优秀的数据科学家还需要掌握商业语言，帮助高管把公司面临的挑战变为大数据可以解决的形式。毫无疑问，这类人才炙手可热，很难找到。


技术
 　处理海量、高速率、多样化的大数据工具，近年来获得了长足的改进。整体而言，这些技术已经不再贵得离谱，而且大部分软件都是开源的。Hadoop，这个目前最通用的平台，就整合了实体硬件和开源软件。它接收涌入的数据流并将其分配至很便宜的存储盘，同时它也提供分析数据的工具。尽管如此，这些技术需要的一整套技能对大部分企业的 IT部门来说都是全新的，他们需要努力将公司内外所有相关的数据都整合起来。只有技术远远不够，但技术是整个大数据战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决策
 　一家高效的公司通常把信息和相关的决策权统一在一起。而在大数据时代，信息的产生与流通，以及所需人才都不再是以往那样了。精明的领导者会创造一种更灵活的组织形式，尽量避免“自主研发综合症”，同时强化跨部门合作：收集信息的人要提供正确的数据给分析数据和理解问题的人，同时，他们要和掌握相关技术、能够有效解决问题的人并肩工作。


文化
 　大数据驱动的公司要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不是“我们怎么想？”而应该是“我们知道什么？”这要求企业不能再跟着感觉走。很多企业还必须改掉一个坏习惯：名不副实的大数据驱动。我们发现很多这样的企业，最常见的表现是，高管们明明还是按传统方式做决定——以HiPPO，那些高薪人士的意见为主，却拿出一份香艳的数据报告支撑自己的决定是多么英明。其实那不过是分配下属四处寻找的专为这个决定做辩护的一堆数字。

毫无疑问，成功的路上荆棘密布。数据科学家不够多；技术不只新，甚至新奇；把各种关联当作因果关系，由数据得到误导性的模式；文化转型的挑战更是艰巨，比如，对隐私的关切已经越来越突出。但是，大数据在技术和商业领域的卓越表现势不可挡。

证据一目了然：大数据驱动下的决策更高明。高管们要么拥抱这一现实，要么卷铺盖走人。在各个领域中，企业只有找到将数据科学与传统技能完美结合的方式，才能打败对手。我们不能说，所有的赢家都会将大数据用于其决策制定。但数据告诉我们，这样确实胜算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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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企业软实力

王晨丨文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译






什
 么是企业的硬实力？赚钱。软实力呢？多半是指所谓“CSR”，即“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刚被提出时或许只是又一个管理热词，但现在早已成为“商业意识形态”清单上的必选项，是企业必做的功课，至少在西方如此：各家公司的官网几乎都把听上去更为冠冕堂皇的“企业公民义务”（corporate citizenship）放在显要位置。



或许有人认为，CSR概念的虚伪性和虚妄性在于，“看上去符合CSR要求”是相当多企业“CSR业务”的最终目标——是的，CSR已经成了一种“业务”。更有人从资本主义纯洁性的角度提出质疑：既然按照清教伦理要求拼命赚钱攒钱才是最符合道德的，那么企业参与社会和环境事业很可能就是“不道德”的。



好在学术界和企业界已基本为CSR找到了一个折中的定义框架，比较有效地回应了上述两种质疑。这个框架可以用拉丁语简单表达为“bene cum benefacere”，大意为“做善事的同时获益”。其中大致有两个层面，一个事关长期生存，即环保问题，另一个事关长期发展，即广义的社会问题。道理都很简单：首先，如果环境崩溃，大家都没的玩；接下来，共赢优于零和，大家能玩得更好，而乘数效应也将缔造更强大的个体。到这里，其实CSR已经相当接近于时下中文语境中的“生态”。



本册Kindle增刊聚焦CSR话题。首先呈现的《企业社会责任真谛》一文介绍了当代CSR概念框架，并将企业的CSR活动明确分为三个层面：慈善、提升运营效率和改变商业模式。之后的一组文章着重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对企业运营给出建议，其中《CFO看可持续之道》一文或许回应了商业实践者最关心的问题：为社会和环境做贡献，企业如何能获得实际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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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R真谛

卡斯图里·兰加（Kasturi Rangan） 丽莎·蔡斯（Lisa Chase）

索哈·卡里姆（Sohel Karim）|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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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必须制定一致的CSR战略。通常活动可以划分为三条，企业必须修整每条战线中的已有项目，将其与企业目标和价值协调一致；制定衡量项目成功与否的方法；跨战线协调项目；创造跨领域管理团队引领CSR战略。

这其实无伤大雅。






长
 期以来，大多数企业都在宽泛分散的目标下践行着某种形式的企业社会责任；也就是说，为它们赖以生存并施以影响的社会和团体谋取福利。然而，企业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把企业社会责任（下文简称CSR）塑造成企业的一项业务类别，要求每一项举措都要有经营业绩。这对CSR的要求过高，反而会让CSR无法聚焦于必不可少的首要目标——把企业的社会和环境活动与商业目标和价值协调起来。如果CSR活动既可以降低风险、提高声誉，又可以提升业绩，那当然再好不过。

但对多数CSR项目而言，提升业绩应该被视为附加收益，而不是开展CSR活动的动因。本文解释了为何企业必须重新聚焦于CSR活动的基础目标，并将连贯性和规范性融入CSR战略。

为了弄清楚企业如何设计并执行CSR，在过去10年间，我们对大量直接或间接负责企业CSR战略的经理、主管、CEO进行了深度访谈，就CSR话题写了10余个案例研究。近期我们又对过去4年间参加了哈佛商学院CSR高管教育项目的142位管理者进行了调查（详见后文《关于本文的研究》

 ）。这两项研究的发现相当一致。

同时创造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即“共享价值”的理念已经被普遍接受，然而，我们的研究却表明这其实并非常态。相反，大多数企业践行的是多层次的CSR，从纯粹的慈善活动，到环保，再到创造共享价值均有涉及。拥有良好管理的企业貌似对把CSR整合到战略和目标中的做法兴趣不大，更多的是致力于依据企业的目标和价值创建一个强大的CSR体系。

尽管许多企业已经拥有广阔的CSR愿景，但却受制于协调不力，项目缺乏内在逻辑的羁绊。大量调研都宣称CEO们对CSR的参与度不断提升，但我们却发现无论是CSR项目的发起还是运作，各个内部管理者的合作很不协调，CEO通常也并没有积极参与。

为最大限度提升CSR对企业所在社会与环境体系的积极影响，企业必须制定出统一连贯的CSR战略，这应成为所有CEO和董事会必不可少的工作。调整CSR项目必须从对现有CSR举措的清点和审计入手。我们与跨地区、跨行业的企业一起研究工作，结果显示：CSR活动通常被分为3条战线。在这3战线上部署相应的CSR活动，是至关重要的第一步。

第一战线：聚焦慈善。企业设计这条战线上项目的初衷并非产生利润或直接提升业绩。比如给公民组织捐款捐物、参与社会活动、支持员工开展志愿活动就属于此类。

第二战线：改善运营效率。这一战线中的项目在现有商业模式基础上进行，采用能够帮助企业跨价值链运营的方式，通常能够提升效率和效果。因此它们可能（但并不总是）提高收入、降低成本，或是二者兼备。比如减少资源消耗、浪费，或是减少排放，这样做可能会降低成本；再比如花钱改善员工工作条件，医疗或教育水平，这样做可能会提高生产力、留住人才，提升企业声誉。

第三战线：变革商业模式。这条战线上的项目专门针对解决社会或环境问题。对该战线中项目的要求，也就是提升业绩，也被设置成达到某种社会或环境目标。印度联合利华的项目Shakti（意为“赋权”）就是很好的例子。该项目没有采用常见的“批发-零售”的分销模式来触及偏远地区，而是招聘农村妇女，帮她们获得小微金融贷款，挨家挨户上门教她们如何销售肥皂、洗涤剂等产品。如今已有超过6.5万名女创业者参与，这一方面增加了农村地区触及卫生用品的渠道、提升公共卫生水平，另一方面，她们的家庭收入平均增加了近一倍。这些社会成果的实现离不开商业目标达成——2012年，Shakti项目销售额超过1亿美元。该项目的成功促使联合利华在全球其他地区开展类似项目。

Shakti项目表明，第三战线项目无需面面俱到。它们大多是很细微的举措，聚焦于某一细分市场或是只考虑某条产品线。但在扭转企业的社会或环境影响以及财务表现方面，它们具有巨大的潜力。第三战线的项目几乎总是追求新业务模式而非增量式的延展。

虽然每个CSR活动都可以被划进一个单独的战线，但战线之间并不总是泾渭分明，一条战线中的项目可以影响、支持、甚至迁移至其他战线。比如，第一战线的举措或许能提升企业声誉、不断增加销量。因此，它虽然并非为提升商业产出而设计，最终却可能实现商业产出，进入第二战线。印度塔塔集团（Tata）、墨西哥宾堡集团（Grupo Bimbo），以及美国的塔吉特百货（Target）等企业能够建立起良好品牌声誉的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慈善与社会活动。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第二战线的活动同样也可能会生成新商业模式，从而进入第三战线。以宜家为例，宜家的“人与地球”计划（People & Planet Initiative）要求整个供应链到2020年时实现百分百可持续，以及销售翻倍。激进的目标推动发展新商业模式：宜家试图让用过的产品实现循环利用，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未来大幅改变家具设计方式，甚至设计出回收利用二手家具的新模式。



协调一致的实践平台

一旦管理者盘点完企业的CSR活动，就可以着手严格规范和统一所有活动。依据参与哈佛商学院CSR高管教育项目学员的经验，以及研究和企业咨询经验，我们开发出一套4步流程来完成这一任务。这些步骤往往是交互和迭代的，不需要按次序进行，但缺一不可。试图协调已有CSR行动的企业应当从第一步开始，重点是理顺各条战线的项目；而首次建立自己CSR行动组合的企业，则应从第四步开始，该步骤聚焦于制定跨领域交叉战略。



1 修整协调战线内项目

不同战线之间的CSR项目通常缺乏协调。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即使在一条战线内部，缺乏协调的问题也很普遍。许多企业的第一步是让各个战线中已有的项目具备一致性。为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减少或撤销一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动，这类问题应当是符合企业目标、形象与价值的重要社会或环境问题。比如，对快餐企业运营者而言，比起员工献血项目，更好的选择是从供应链合作伙伴那里回收多余食物送到当地的救济食品分发处。

再比如，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大型银行PNC整合了众多第一战线的慈善和社区服务项目，跨越多个事业部，有共同的目标。PNC的伟大成长计划（Grow Up Great）从2010到2015年间募集到1亿美元资金，为所在地缺乏金融服务的人群提供入学准备资源。该计划出现前，PNC各个市场中都有自己的CSR预算，按照区域管理者认为合适的方式分配，由此带来许多出于善意但却方向混乱的举措。大约30%的合计资金投向艺术，25%投向体育，20%则投向公民活动，5%投向教育，3%投给了医疗。于是CEO吉姆罗尔（Jim Rohr）借助伟大成长计划把PNC协调统一。这样做的原因有三：他本人长期投身于早期儿童教育；许多员工因为所在地的缘故热情参与；项目符合银行“致力于社区发展”的形象。PNC修整不相关的CSR项目，逐渐取消与早期教育无关的行动，鼓励区域管理者把弹性预算投入到早期教育方向。在这些行动基础上，PNC建立起了资金充裕、更符合员工意愿、给银行所在区域的社会带来巨大福祉的项目。

宾堡集团是一家墨西哥的家族企业，在协调第二条战线方面，它是很好的经验。宾堡是墨西哥最大的烘焙企业，拥有近10万员工，经销网络零售商数量也将近10万。宾堡围绕社会福利设置了全面的CSR项目：提供免费教育服务帮助员工读完高中，在医疗保险之外，为员工家属提供更多医药和财务帮助，还建立了强大的小微金融项目帮助小型夫妻店解决运作资金短缺问题，付款帮助他们进行资本增值。这些属于第二战线的项目意图明确，就是为了增进效率和效果，而事实上，这也确实提升了员工表现，留住人才，强化了宾堡的分销链条。

让项目协调一致，并不意味着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虽然有时这种做法也的确有好处。协调过程中留下的活动既要符合企业商业目标，还要具有企业所关心的有价值社会目标。不符合上述标准的活动迟早要被取消。



2 制定指标衡量业绩

各条战线中项目的目标千差万别，对于其成功与否的定义也不尽相同。比如，第一战线的项目不是用来增加收入或降低成本的，而这是第三条战线中的项目的目标，那么收入和成本这两个标准便与前者不相关，于后者则至关重要。

评价第一战线项目是否成功，需要衡量非财务成果。在伟大成长项目中，PNC会记录员工给孩子念书做志愿服务的时间，以及孩子的进步程度，衡量指标还包括项目为研发教学材料拨付的资金、收到教材的孩子人数，以及学校成绩提升的效果。与非营利组织、第三方评估机构合作，可以帮助企业准确评估第一战线项目的社会效果。

由于第二战线项目会增加收入或降低成本，衡量这一类项目业绩需要更熟悉、具体的方法。比如减少能耗和废物排放的举措对收入和成本有何影响，或是对水质的影响。这类衡量指标通常会被收录进企业年度可持续报告中。UPS赞助了一个独立审计公司，评估其能源使用和碳排放方面的进展，同时汇报降低了多少成本、节省了多少资源。UPS最新的可持续报告包括了该公司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配送队伍每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加仑油耗配送的包裹数量，以及使用新能源的送货车行驶里程。报告显示，企业减排不仅有益于环境，还会因为减少燃料用量而获得更多利润。

然而，第二战线中，并非所有财务收益都能在投资之后很快获得。所以企业在这个领域寻求商业收益需要一个持续的系统来追踪记录净现值。如果收益与预期不匹配，可能就会需要补救措施。无论这些因素影响商业业绩的具体方式如何，企业必须衡量并报告CSR举措的社会和环境收益。这让企业能够判断其投资是否产生了自己想要的社会性收益——虽然第二战线的投资有时考虑的其实是未来监管要求或市场需求变化，通常被简单视为维系业务必须付出的成本。

由于大多涉及新商业模式，第三战线举措的衡量面临特殊挑战。以吉安灌溉公司（Jain Irrigation）为例，这是一家全球滴灌设备供应商，总部位于印度。考虑到印度小生产规模、低收入的农民利益，吉安灌溉专门设计了共享价值的商业模式。滴灌技术不只可以为缺水地区节约用水量，也符合精准灌溉的新潮流，有助于提高作物产量。该公司给农民提供小额信贷助其购买设备，提供技术指导帮他们提高产量，并保证以一定价格收购农产品。

在这条战线中，创造社会价值不可或缺，因此，企业必须制定指标来衡量新商业模式带来的社会或环境价值以及财务表现，还必须阐明二者的联系。在吉安灌溉这个例子中，作物产量的提升极其明显：通常每公顷需投入500美元，而每公顷产出的农作物带给农民的收入则从500美元上升至6000美元。增加的这部分价值让吉安灌溉在运营利润率不变的情况下大幅提高了总收入。

第三战线中，企业必须在内部保持甚至提升利润目标的同时，向外部利益相关者提供显著的社会或环境价值，这一点非常重要，但二者兼得有时需要很长时间。这就是为什么第三战线不同于第二战线，其中的举措可能会牵涉商业决策风险。但一旦成功，这类举措可以把企业转变成纯粹的社会福利积极贡献者。每个企业都应当问自己以下几个问题：我们的核心业务有利于社会吗？我们有哪些产品或活动损害这一目标吗？如果有的话，如何减少危害或转变？




 关于本文的研究


我们调查了过去4年间参与过哈佛商学院CSR高管教育项目的管理者，问他们公司CSR活动的范围、结构和监管。他们的参与反映出其公司对CSR的兴趣，因此我们的研究向CSR领域较为先进的企业倾斜。然而仍有60%的调查对象表示他们对公司的CSR活动和方向不满意，想要进行改善。以下是一些关键发现。



调查人数 142

代表行业：制造业、消费性包装产品、采矿业、金融服务、媒体、电信等

调查对象所在公司CSR项目总数 1072



[image: ]


双击可看大图




收益

认为以下项目是企业CSR项目最大收益的人数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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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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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跨战线协调项目

跨战线协调项目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举措必须解决同一个社会或环境问题，而是意味着共同协作，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组合。在组合内部，各个举措彼此强化，且都与企业的商业目标和价值相一致。

瑞士综合性企业 Holcim旗下的印度水泥企业Ambuja，实现了这样的协调。该公司创始人承诺为石灰岩产地和水泥煅烧窑所在地社会作奉献。Ambuja的CSR举措也践行了这一承诺，包含范围宽广的社会福利项目，也包括环境保护项目。项目建立多年来，基本仍属于第一战线的慈善项目，由Ambuja基金会管理。2008年由Holcim控股后，Ambuja开始更加关注社会与环境的综合可持续性。2010年，Ambuja在工厂中启动了一批环境可持续项目，包括在企业电厂，尤其是易干旱地区的电厂改善水资源管理；合作推广使用新能源。这些项目大都属于第二战线的运营范畴，作为企业基金会项目的补充。

运用本文的四步方法，Ambuja于2010年开始主动跨战线协调各项CSR活动，（见图表《Ambuja如何让CSR变和谐》

 ）例如，该公司第二战线中的新能源项目促使了第一战线项目的延伸。第一战线中原有农业生产培训，如今加入了处理玉米杆、稻谷壳等农业废料的内容。该公司收购这些废料用于制造生物燃料。

下面是另一个跨战线协调的例子。Ambuja的后勤管理者把车队视为运营风险。卡车归合同工所有，他们运送石灰和水泥穿过村庄时总是危险驾驶，管理者意识到，一旦出现事故可能激怒村民，还会中断车辆运营，因而要求Ambuja基金会发布一个驾驶安全项目，这个项目随后扩展至健康教育、酒精、烟草和艾滋病防护领域。至此，又一次跨界协调实现了：第二战线中的供应链要求推动形成了第一战线中的教育培训项目。

第三个例子是，Ambuja公司第二战线中与矿石开采运营相关的“水中和”项目，推动形成了第一战线中的“水源再填充”（向蓄水层和其他地下水系统补充水量）项目。“水源再填充”项目获得了当地政府大量财政支持。结果，相邻区域的农场作物产量极大提高；本应休耕的矿石开采区域也因此可耕种。所有这一切让企业得以迈向更具雄心的第三战线——商业模式转变。企业能够用配有优质水源的再次开垦地，附加现金补偿，交换来新的土地用于矿石开采。Ambuja如今致力于把更多塑料废品变为燃料，用于水泥煅烧窑燃烧，从而补偿其塑料消费。该公司正在尝试大幅降低碳排放。




 Ambuja如何让CSR变协调


Ambuja水泥是Holcim旗下一家印度公司。它跨战线协调CSR活动建立了协同一致的组合。在以下例子中，源于第二战线的活动推动了第一战线的活动，或同时推动了第一战线和第三战线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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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制定交叉领域的CSR战略

研究过程中，我们不断从CSR专业人员那里了解到：高级管理层对CSR举措的一致支持对项目成败至关重要。理想状况是企业应该专设一职，派人专门负责整合三条战线。虽然单个项目的责任依然分散，但该负责人能够定期召集各战线中的关键人员，确保持续的沟通和协调。但这仅仅是理想状态，因为不同战线项目背后的目标各不相同，各个项目的管理方式也千差万别，这些都构成了许多公司面对的主要障碍。纯粹的慈善项目通常归于集团副总裁这一级别的管理者的事务范畴，这些CSR领导们通常对人力资源主管汇报，因此离CEO有两层级之隔。另一种做法是大企业的企业基金会负责人来处理慈善和社会贡献事务。

第二战线项目通常由运营管理者操作（有时是环境专员负责），他可能对负责可持续的副总裁或首席可持续发展官（CSO）汇报。CEO，有时再加上一到两个高层管理者，通常更愿意直接参与共享价值举措。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大约只有30%的企业会有CEO或少数高层管理者参与。有些时候CSO会进行监管，但更多时候，根本没有高管负责。既然责任分散在三个领域、三个不同级别的人身上，企业难以建立持续统一的CSR愿景自然一点也不意外。

在我们研究和咨询工作中，我们发现两个制定CSR战略的方法，一个是自上而下，另一个基本是自下而上。先从后者说起：

2010年，Ambuja建立起工厂和全集团两个级别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监管所有社会和环境活动。工厂级别的委员会每月开会，筛选出对全公司都具有重要性的事项，比如驾驶员安全培训、可替代燃料等，报告给企业级别的委员会。两个团队都包括Amubuja基金会的代表，企业级别的委员会还包括监管下属工厂的地区领导；基金会领导、以及企业各项功能的领导比如市场和销售、人力资源、采购，以及土地收购方面的负责人。每次企业级别会议，成员们结合自身需求，讨论工厂级别委员会提交上来的带有重点标注的事务。这一过程让第一战线和第二战线相协调，与此同时，如前文所述，也让Ambuja开始迈向第三战线，转变商业模式。Amuja设置了颇具雄心的CSR目标：回馈社会多于对社会的索取；制造运营中清洁多于污染。这一目标只有在整个Amubuja公司积极参与、三条战线通力合作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

宜家则以自上而下的方式画出蓝图。2011年，宜家雇佣史蒂夫霍华德（Steve Howard）担任CSO时，把他派进了一个七人高管团队。该团队包括所有运营领域的领头人，负责设置企业愿景、制定企业战略。他们的工作同时要推进前文提到的两个目标：大幅增长和激进的可持续发展计划。该团队还负责一项被称为“宜家之路”（the IKEA Way）的社会福利举措——一组在供应链中拒绝童工和维持其他劳动标准的系列项目。通过这种方式，顶层设计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得以在全公司范围内展开。

让所有企业践行同一类型CSR项目的想法既不切实际，也不符合逻辑。因为CSR项目是由多种因素驱动的，包括企业所在的行业、社会环境，也包括在企业中工作、运营和管理的人们的动机。举例而言，虽然制造业企业可能有着大量减少环境影响的机会，但金融服务企业也可能因为压力不得不做些环境保护项目。其实对社会而言，如果金融企业做些有效的支持普惠金融和初级金融教育的行动，效果会更好。在政府公共卫生投入不足的国家，企业慈善基金支持净化水质和改善环境卫生项目，可能会比通过降低碳排放来减少环境损害更具价值。而对于享受着国家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的社会而言，环境保护项目的重要性可能要大得多。

最佳实践企业的CSR项目，协调一致、相辅相成。其中一部分举措确实能创造共享价值，另一些虽然也试图创造共享价值，其实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多于为企业；还有一些从一开始就主要致力于为社会创造价值。不过，所有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符合企业的商业目标，维护企业重要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满足企业所在的社会所需。毫无疑问，这些企业与只专注于为股东创造价值的企业迥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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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图里·兰加是哈佛商学院马尔科姆·麦克耐尔营销教授，哈佛商学院社会企业计划联合创始人、联合主席。丽莎·蔡斯是哈佛商学院研究助理、兼职顾问。索哈·卡里姆是社会企业咨询企业Socient联合公司常务理事。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2月刊。





增刊：打造企业软实力



环保战略

致胜未来

安德鲁温斯顿（Andrew Winsten）| 文

牛文静 | 译　安健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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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环保战略需要放眼长远，进行突破性创新；还应重新定义价值评估方式，统筹考虑无法定价的成本和利润；最后通过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利益。





极端天气给世界各地企业和居民带来重大损失，这是企业必须面对的“超级挑战”。

2011年下半年，泰国遭受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灾害。由于众多汽车核心部件供应商聚集于此，汽车供应链受到沉重打击——丰田、本田等汽车制造商减产几十万台，丰田的营业收入因此减少15亿美元。2012年10月，飓风“桑迪”给纽约带来重创，海潮达到创纪录的14英尺，造成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的变电站爆炸，曼哈顿下城地区陷入长达4天的黑暗。灾难中公共设施遭受5亿美元损失，整体总损失高达60亿美元。一年后，超强台风“海燕”洗劫了菲律宾，官方确认6000余人罹难，预计经济损失140亿美元。

尽管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某一极端天气事件与全球气候变化直接相关，但科学界公认，随着全球变暖，破坏性气候现象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会持续加剧。随之而来的是大宗必需品价格的上涨，这与上世纪大宗商品价格下降的趋势完全相反。（见图表《飙升的物价》
 ）。重大风暴、干旱和洪水切断了包括粮食和饮用水在内的可再生产品的供应；而不可再生资源，如石油和某些金属，也变得更加稀缺。

上述资源虽不会立即枯竭，但人们获取它们的难度和成本都大大提高。同时，一些地区的人口和财富增长迅猛，正处于需求增长期，特别是中国。这导致原材料价格飙升，例如棉花价格在最近两年内上升了3倍，致使服装公司和零售商陷入两难：若将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会牺牲销量；而保持价格不变，则会损失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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飙升的物价




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分析，上世纪的物价下跌，被过去10年间的物价上涨拉平。资源价格波动剧烈，会出现短期大幅下跌，但长远看来价格攀升是主流。





企业如今需要应对很多全球性的挑战，比如由于人口结构转变引起的震荡，以及预防全球金融系统崩溃。在所有挑战中，威胁最大的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和资源困局，已经严重影响到企业效益和全球经济。面对这些“超级挑战”，企业须从根本上调整战略战术。在这场全社会的战役中，政府、公共机构、私营单位以及公民都要动员起来、同心协力。其中，企业拥有财力、物力和创新能力，必须成为领军者。




整体转型战略


新框架

我花了10多年时间对全球大企业进行调研，试图找出它们应对环境及社会压力的方式，并提供相关咨询。调查结果显示，多数企业都倾向于通过简单直接的项目来改善环境，例如节能项目。这些容易入手的项目虽然能快速获得社会回报，但无益于解决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

不断恶化的现状要求企业更大胆的行动。一些行业先锋已经开始了我称之为“整体转型”的变革。这是一种在战略、运营和商业哲学上全方位的深刻变革，会让企业变得更具韧性，在环境变暖、资源稀缺的世界中创造新价值。整体转型要求企业在塑造愿景、定义价值和寻求合作时，抛弃以往做法，采取颠覆性的方式。（见图表《整体转型战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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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转型战略




企业要从三方面彻底调整战略：首先，重新思考愿景，进行突破性创新，眼光放长远；还要重新定义价值评估方式，将无法定价的成本和利润算进来；通过构建新型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利益。





在极端事件和“黑天鹅”面前，那些主动推行整体转型战略的公司将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这些事件有可能是资源供应的突发状况，也有可能是前文提到的飓风“桑迪”以及台风“海燕”这样的罕见风暴。我们无法避免这些事件的发生。研究不确定性的专家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在《反脆弱》一书中提到：最优化的系统不仅能让企业在面对挑战时幸存，还能让其更强大。

从这个角度说，企业如果能极大提高运营效率，减少材料及能耗，降低“三废”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变得更灵活，同时增强企业对抗成本和风险的韧性，甚至达到“反脆弱”。因为资源依赖度较低的公司在物资缺乏、成本高涨的世界中会更具竞争力。举例来说，如果输电网络出现故障，那些将能耗压缩至最低、并通过可再生能源自给自足的企业就不会受到太大冲击。沃尔玛的一位主管说，沃尔玛承诺将在2020年以前，将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增长6倍，这将让公司“不受天气或电力供应影响，稳定运营”。

企业还能通过整体转型提高“收益韧性”，保护它们不受原材料价格波动的影响。如今消费者已经有意识地支持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短缺的行动，将来他们对产品的要求也会发生变化。企业若能及时反应、积极创新，满足消费者变化的需求，就能确保销量的稳定和增长。部分生产清洁“可循环”（废弃物接近零，稀有能源无限循环使用）产品并提供相关服务的企业正在率先开垦这块潜力巨大的处女地。随着企业加强自身韧性，降低成本、风险和资源依赖，建筑、能源、快消、交通等领域将产生数万亿美元的市场。

气候变化及资源稀缺将对价值链（从原材料到产品回收利用）产生重大影响。如公司能提前做出应对，它们就能保障运营，甚至扩大市场份额。不仅如此，它们还将解决当今社会最严峻的挑战，为所有人建立一个更加繁荣的世界。

企业的这种整体转型不同于慈善活动和企业公民责任，因为企业自身利益与其紧密相关——如果世界崩溃，企业也将不复存在。此外，解决人类危机也是填补市场需求的一个重大商机。

下面介绍的转型框架包含三个方面，整体来说，它们将帮助企业提高绩效、增强韧性、推动公益发展——企业也能从中获利。过去，企业看重短期收益的最大化（环境和社会问题被视为利基问题）；转型后，企业将在运营中优先解决棘手的世界性难题，并通过市场、竞争等资本主义工具从上述过程中获利。很多公司已经在使用下述方法，虽然实践起来有一定难度，但绝非不可能或不实际。




愿景


打破常规的思考

阿迪达斯和耐克大胆提出是否可以实现布料的无水印染。

企业愿景须清晰具体，阐明气候变化和资源稀缺对商业的影响，以及公司对策。愿景的勾画离不开最优的环境数据。（见《以科学为依据制定企业目标》
 ）。公司只有把目标建立在科学基础上，才是真正眼光长远。

气候变化和资源短缺会在短期内影响公司，解决这些问题需长久之计。创新和改良都需要时间的沉淀，专注于季报这样的短期目标只会抑制构造韧性所需的投资和创造力。企业高管要敢于打破华尔街常规，以联合利华CEO保罗伯尔曼（Paul Polman）为榜样：他顶住了季报压力，让公司得以专注长达数年而非几个月的价值。

企业在对抗短期主义、构建完备的长期战略时，必须提出“打破常规的问题”。无论来自哪个部门或涉及多大范围，这些问题对公司内部的常规做法提出挑战。它们覆盖从商业模式到具体运营的方方面面。比如物流业著名的例子：几年前UPS的一位经理提出了一个非常规的问题：“我们能否通过限制左转弯来达到降低油耗？”如今，UPS和其他大型物流公司都在使用路线规划技术，包括避免左转弯，来减少行驶里程和弯路损失，一年节省燃油3200万升。

非常规问题还能激发企业进行创新，降低生产对核心资源的依赖性。布料印染本是十分耗水的工序，在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家公司，有创新者提出是否能够实现无水印染，后来两家公司都找到了解决之道。在金佰利公司，有人提出“纸巾和厕纸必须带卷筒芯吗？”之后，公司旗下价值1亿美元的品牌Scott Naturals在这一问题的启发下生产出了无芯卷纸。

对常规突破越大，创造的价值越大。比如，一些公司实行“反向创新”战略，逆转了传统的产品开发流程。企业为满足新兴市场需求，生产出成本很低的产品，相较于西方市场用料更少、能耗更低，然后再反过来卖到西方市场。通用电气推出过一款这样的产品——针对印度和中国市场的手持心电图仪，之后又销往美国，价格比同类产品低80%。

公司要鼓励员工挑战常规，并不局限在产品和运营层面，可以涉及整个商业模式，甚至对经济学的假设提出质疑。美国户外用品公司Patagonia提过一个著名问题：“我们能让顾客学会只买真正需要的东西吗？”（见《资源稀缺时如何保持增长》
 ）

从打破常规的问题中衍生的创新能让公司更具韧性。水资源一旦紧缺，阿迪达斯和耐克等使用无水工艺的工厂仍可无障碍运行。纸浆涨价也不会对金佰利公司无芯产品的成本结构造成太大影响，但对其他企业就不一定了。那些借助反向创新，生产低价产品的公司，消耗的资源更少，在全球市场更具竞争力。“打破常规”说起来容易，但是想要找出解决“超级挑战”的创新，却无法仅仅依靠提出这些问题就能达到目的。

真正切中要害的问题要突出企业在全球变暖和资源紧缺的环境下所面对的压力，着眼于流程、战略和商业模式。在运营中，我们能不能不使用水或者不产生二氧化碳，能否将这些经验教给客户？我们如何将产品变成对环境危害较少的一项服务？产品能否在使用后回收或者100%重复利用？我们的生意能否不产生负面影响，变成可再生的？




以科学为依据制定企业目标

如果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增幅超过两摄氏度，将对人类生活和经济产生毁灭性的影响。人类应该如何控制二氧化碳排放，从而避免这种情况？科学家已经给出预测数据。

普华永道利用这些科学数据计算得出，到2100年，人类的碳强度（指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必须降低6%。只有这样，碳强度的减少速率才会超过能源需求的增长速率，从而降低碳排放的绝对值。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也进行了一个类似研究（基于麦肯锡的报告），认为每年碳排放量的绝对值要降低3%。研究表明，为实现这一目标，仅在美国，高能效领域及屋顶式太阳能系统的投资，就将产生高达7800亿美元的净现值。

部分企业在科学计算的基础上定下了具体目标。在2005年前后，福特汽车发布了新产品组合计划——包括发动机效能改进、新燃料、混合动力和电动车——正式加入全球变暖保卫战。东芝的目标是到2050年，将能源和材料效率提高10倍。这遵循了科学界最重要的建议——到本世纪中叶让全球碳排放量减少80%-90%。

上述企业都将目标和科学研究明确地联系在了一起。还有很多公司也志存高远。我的研究团队收集了世界上最大公司的环境和社会目标（可以在www.pivotgoals.com
 上查到）。

在财富全球200强中，超过1/4的企业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目标符合前述的碳强度或绝对排放要求。第一组公司，包括苹果、宝马、德国联邦铁路公司、本田、雀巢、宝洁、联合利华和沃尔玛，终极目标是彻底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有两家公司还规定了截止日期：宜家（2020年）以及乐高（2016年）。第二组公司，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电气、劳埃德银行、圣戈班、大众汽车在内，计划将运营中能源强度的减少率从之前的25%提高到75%（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浮动）。迪阿吉奥公司北美部已经超额完成任务，将运营排放量降低了75%。相信通过不断努力，企业在能源和碳排放方面的成本韧性将会增强。

第三组多数是科技公司，这类公司可以通过减少产品能耗来增强收益韧性，因为这顺应了顾客节能减排和省钱的需求。索尼计划截至2015年，让产品单位能耗降至2008年的70%。英特尔预计到2020年，计算机和数据中心产品的能效比2010年提升25倍。

尽管这些计划只针对碳排放和能源使用，但其他环境指标也同样重要。如果你是干旱地区的用水大户，那么地方用水限制将对你的企业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无论是自身还是同行、社区以及当地居民的用水需求都将基于这一现实。






资源稀缺时如何保持增长

企业在资源有限时，增长也会受限。企业如何一边保持增长，一边从整体上缩减资源需求呢？以下五种创新方法可供参考：


1
 把现有产品打造成市面上对环境影响最小的，从竞争对手那里抢占市场份额。




2
 在目前企业未涉足的领域，研发出能够降低顾客对环境影响的可持续产品或服务。尽可能用服务取代产品，或者找出降低原料需求的生产方式。




3
 对于汽车制造商来说，主动投资汽车共享市场是在被颠覆前自我颠覆的表现，这也是为什么福特汽车、通用汽车等这么做的原因。




4
 弱化业务增长和它对资源的使用以及碳排放之间的关系。尽管雀巢公司自2000年以来，生产规模的增长已经超过了50%，但从水资源的使用到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值都下降了。




5
 让产品具有“可再生”属性：使用安全，有利环境。比如美国铝业公司（Alcoa）发明了可以清除雾霾的建筑面板。而欧洲最大的住房改善零售商翠丰集团立志要做到对环境“零危害”，让家居更环保。






估价


让投资更明智

企业会善用每种资源。管理层为了获得最大回报，会定期合议，决定人员、金融和资本的去向。他们会使用量化投资回报率（ROI）工具。此类耳熟能详的工具能帮助企业将最看重的收益最大化。

工具只有在信息充足时才能发挥最大作用，而且计算时需要评估投入和产出。可问题是许多能创造（或摧毁）价值的东西没有价格，或者无法计算。它们共分两类：（1）经济学家称作外部性（Externalities）的事项、公司外部的利益或成本；（2）公司内间接产生利润与价值却难以量化的东西。

不利的外部因素包括污染和企业对自然资源的破坏；有利的外部因素包括公司为社会无偿做的事，比如创造的就业机会和财富。同时，大自然为社会和企业提供了很多在市场上无法估价的服务，比如清洁的空气和水源、相对稳定的气候、用于食物和医药的动植物等。这些资产叫做自然资本（Natural Capital），企业常常会忽略它们的价值。

基础经济学预测，当人们无法量化某项资源的价值时，就会对其疏于保护。更糟的是，如果某项资源很有价值，却是免费的，这种资源就会被大规模滥用，很快变得稀缺。比如人们将大气层当成免费的碳排放垃圾场，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令人感到欣慰的是，陶氏化学、彪马等公司联合大自然保护协会、Trucost（一家咨询服务公司，帮助客户了解自然资本对经济后果的影响，进行风险管理——译者注
 ）、普华永道，对环境系统进行评估，找出自然资源如何为其业务创造价值。这些机构预言，未来自然资源将成为稀缺资源，而政府很可能在市场上标价出售这些资源。这些举措都是未雨绸缪，或者尽量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对现阶段的大多数公司而言，想让它们把时间和投资花在管理自然环境等外部性上缺乏让人信服的理由。对它们来说，公司日常运营中常见的是那些间接的、无法估价的价值创造者（或者摧毁者），简称“无形资产”。这些资产包括：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社会各界的支持、低风险高韧性、客户忠诚度和品牌资产等。尽管这些资产非常重要，但常常被严重低估。企业在环境和社会方面的绩效会增强或摧毁这些资产。尽管它们中大多数无法反映在财报中，却是公司市值的主要组成部分。

如果一项投资的回报（一般是收益）很难量化，无法通过ROI工具计算，就很难获得公司的青睐。比如，在工作场所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项目，由于其回报周期太长，难以达到公司内部资本回报率的要求，因此在分配资本时，公司通常不予考虑。企业因此丧失了该项目能够带来的“成本韧性”，不得不继续依赖昂贵的燃料和电网供电。传统的ROI工具还会忽视间接成本。以一种自然资本为例：在开发海边的房地产项目时，如果土地的防洪性能不被算入成本，那么疏浚滨海湿地看上去稳赚不赔。但是土地一旦遭到破坏，所有沿海资产（从冶炼厂到民宅）抵御极端天气的能力都将受到牵连。算上这部分成本，开发土地的投资回报率就会大幅降低。

因此，企业需要特定的方法或工具来估算投资决策的长期和间接收益。一些投资周期较长的企业，比如制药公司和公共事业，已经开始使用相关方法了。环境和社会领域的一些项目也用到了同样的方法。尽管方法尚未成熟，但企业管理层仍然能通过改变现有ROI计算方式，更准确反映那些价值无法量化的项目。这就解释了为什么3M、宜家、英特尔等公司会直接降低投资在污染防治、再生能源和绿色建筑等领域的最低预期资本回收率门槛。其他公司则划拨出绿色投资的预算，强生每年在能源和减少温室气体的项目上投入金额达4000万美元。

通用电气和泰华施（Diversey，希悦尔公司的清洁产品部）目前在使用另外一种方法——启动一系列效能项目组合。与能源相关的项目收益较快，能够轻松达到内部投资回报率的要求。其他项目则需要较长时间兑现收益。但是加在一起，这些项目总体能够满足投资回报率。这有点类似于美国的退休金组合计划——整体可能跑赢大盘，但并不一定每只股票都能。

此外，一些公司已经领先于监管者，自行给难以估价的项目定价。根据《纽约时报》报道，碳披露组织最近宣布全球最大的29家公司将碳排放交易成本纳入长期的金融计划中。这些公司将之称为“影子价格”，它仅存在于公司的内部数据中。在评估长期投资回报时，公司用“影子价格（Shadow Prices）”虚拟碳排放带来的现金成本。这些公司试图让管理层看到，有朝一日碳排放会被贴上价签。一些长期投资，例如火力发电厂可能很快贬值甚至成为负债。在这29家公司中，包括微软和迪士尼在内的几家公司，甚至开始对部门运营的碳排放收取费用，之后将这些资金投入到提高能效的项目或碳补偿项目上，例如再生林项目等。

上述方法并非创新之举。企业在运营中很多情况都无法精确计算投资回报率，比如研发、营销或者拓展新市场，但这些领域的投资一直不少。它的新颖之处在于公司开始用这种思维方式来处理跟环境社会问题相关的项目，而这些项目以前在公司内部的审查相当严苛。




伙伴


合作方式创新

除了全球气候变化和水资源短缺，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还引发了其他诸多问题。公司难以靠一己之力解决，必须通过合作寻求战略性的解决方案。它们要和政府、其他公司和顾客三大利益相关方通力合作。想让政府有所作为，企业要率先行动，甚至在必要时和竞争对手合作，共同游说政府制定相关措施，包括为碳排放定价、制定高能效标准、加大绿色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等。这不仅符合全人类的利益，也是为了构建企业自身的竞争优势。如果你在业内是环保方面最优秀的，那么严苛的标准或者碳排放定价将对你有利。

清洁能源业务一旦融资成功，将带动能源、交通、水资源等基础设施行业。但政府一般后知后觉，企业要冲在前面。目前，部分企业已经对供应商提出了高于监管标准的要求。沃尔玛提出，将在2015年要求其供应商公开产品中10种有毒化学物质的使用情况，之后逐渐停止使用这些物质。惠普公司则要求供应商将制造和运输过程中与碳排放相关的活动减少20%。

为了解决问题，企业有时需要和极具威胁的竞争对手合作。可口可乐做出了示范。目前冷藏用制冷剂主要成分是氢氟烃类化合物——一种超级温室气体，威力比二氧化碳强数千倍。为此，一些企业正在寻找冷藏食物和饮料的新方法。可口可乐和供应商联手投资新技术，开发替代品，并为此成立了一个联盟，成员包括Consumer Goods Forum、绿色和平组织、联合利华，以及宿敌百事可乐。

这就是“竞争前合作”的意义——在别处竞争，却在共同关心的议题上合作。企业必须清楚，“我们和对手在竞争什么？产品差异何在？”百事可乐和可口可乐在口味、分销网络以及营销上存在竞争，但没人会根据贩售机的冷藏方式来选购可乐。

新技术在大规模应用前成本高昂，所以资源共享对合作双方都有利。部分大型零售商共享降低储藏能耗的方法，是为了让更多人一起使用节能照明和建筑节能管理系统等新型环保服务，并降低相关成本。这种方法也可用于解决其他环境问题。我正在着手筹建一个名为“能源转型共同体”的高能耗企业联盟。联盟成员是那些对再生能源以及清洁能源技术需求巨大的企业。这些技术包括太阳能动力、微型电网、储能技术等。

该联盟成员将共同培养绿色技术市场，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项目，使用可再生能源，这样做会为它们赢得许多难以量化的环保利益，包括低廉且可控的能源成本、不受天气变化和电网故障影响、雇员参与度和士气增强、客户忠诚度、销量的增长等。此联盟也许还能带动公共事业伙伴，帮助它们完成史上最大的转型：告别石化燃料，用新技术替代那些收益不断下降的过时工艺。

企业需要和价值链上下游的伙伴一起解决系统性的问题。多数企业对环境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并非来自本身，而是源于上游的供应商或者下游的消费者。以汽车燃料和清洁剂为例：汽车燃料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来自车辆使用，清洁剂的影响则体现在烧水洗衣服时对循环能源的浪费。主要企业已经开始和B2B伙伴合作，或借由营销活动鼓励消费者改变行为习惯，通过这些方式来减少资源消耗、缓解环境压力。



韧性、信任和成功

能源公司可以通过开发提高能效的咨询服务，应对石化燃料需求萎缩。

社会各界在这个多变的时代要精诚合作，才能构建真正的韧性。韧性不光指受创后的恢复能力，而是从源头规避风险。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企业会遇到很多看似矛盾的问题：在构建韧性过程中，企业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多样化和冗余投资，这与精益和成本控制的商业哲学相悖；快速迭代及转向与缜密计算相矛盾；高风险、小规模的实验项目与公司整体业务的避险天性不符。这些问题充满挑战，但却并不矛盾。

因为一方面，企业可以通过实验开发出突破常规、颠覆市场的创新，收益因此不断增加；另一方面，绝大多数业务则避开风险，稳定运营。在《反脆弱》一书中塔勒布提出，企业应该将90%的资金用于风险较低的现金投资，剩下10%则放在环境震荡时，预期回报将在10倍以上的高风险领域。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不同产品线或不同业务，公司可以推出与自身核心产品竞争的新业务，在顾客需求发生巨变时从中获取高额利润。比如一家能源公司可以通过开发提高能效的咨询服务，来应对石化燃料需求萎缩的问题。这就是一种反脆弱。

践行上述战略的企业不但能构建成本和收益韧性，更能赢得品牌韧性——深化顾客忠诚度，吸引人才，增强与顾客、合作伙伴和政府之间的信任。如果企业保持姿态开放，言行一致会加深这种信任。开放已经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营销策略。在这个技术不断革新、网络无处不在的世界，企业所有的活动都被放大。顾客越来越看重商品信息，他们想知道自己买回来的商品产地在哪、制造商是谁？是怎么被生产出来的？产品成分是什么？是否会对社会及环境造成影响？生产商的价值链是如何运作的？是忽视可持续发展，还是勇于承担社会责任？这一切都将和品牌及企业的未来融为一体。

整体转型战略进可攻，退可守，除了能构建商业优势，也符合全人类的福祉。在资源紧缺、气候多变的世界中，整体转型是企业赢得未来的必需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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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温斯顿是一位环境战略顾问，同时还是《The Big Pivot: Radically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a Hotter, Scarcer, and More Open World
 》一书的作者（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4年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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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合作模式是以小规模团体为起点，引进项目管理专业知识，将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鼓励良性竞争，以求立竿见影的积极效果。本文分享了最有效的四种合作模式。






谈
 及企业可持续发展，“商业合作”这个词本身就是矛盾的。合作强调多公司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最复杂的挑战——气候变化、能源消耗、生态系统退化等；商业活动则强调收益。过去，有太多的公司曾为此做出巨大的努力，但最终因为公司间的利益冲突、缺乏共同目标和信任基础，以失败告终。为了避免这一情况，一些“明智”公司选择从跨公司层面退回到公司内部，虽然仍把可持续发展作为当务之急，但只在可控范围内单独主导可持续发展项目，比如，精简制造流程、减少运输工具排放等等，结果亦相当不错。但到了合作层面，提出跨公司、跨领域的系统解决方案时，则乏善可陈。

也有好消息。在询问了政府、NGO和跨国公司之后，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相关方意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也发现能同时为公司创造价值并推动系统变革的创新合作模式成形。此类合作往往由几家重要公司牵头组成一个小组织，将公司的个体利益与共同利益联系起来，鼓励良性竞争。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和维持互信。

我们选择了乳品业、服装业、垃圾回收业以及市政水管理作为样本案例，分析了跨公司、跨领域系统性合作最有效的四种模式。首先让我们了解一下合作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系统性解决方案

地球上的共享自然元素——大气、天然能源以及生态系统——为商业和社会提供了巨大价值。然而，由于公司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不当利用这些复杂脆弱的系统，很大一部分价值已经而且还在遭到破坏。我们认为，在释放自然元素无尽潜能的同时保护自然元素，这是下一个蓝海。

以热带雨林为例，面积超过了19亿公顷的雨林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环境系统之一。它为生态系统做出了巨大贡献——调节气候，提供并过滤水源，循环养分；也提供了包括食物、纤维、淡水、药材、矿藏等各种原料在内的自然资源；为地球上50％的陆地生物提供了栖息地。

热带雨林与海洋合起来，构成了世界上最重要的碳汇：它们好似天然蓄碳池，转化和储存了大量的二氧化碳。如果按人工方式复制雨林所需的成本计算，雨林每年产生约4万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过去一个世纪，超过一半的雨林消失殆尽，大部分都变成了农田和商业用地。这是一些公司为了一己之利而牺牲系统价值的典型案例。尽管从长远看，商界和社会如能保护雨林，最终将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但个体公司和机构为了短期利益，在极短的历史时间里毁掉了大片雨林。其他重要的自然元素——大气、海洋、水域、湿地、珊瑚礁以及河流，也都受到了类似的严重破坏。保护共同的自然元素，充分开发其长期价值，我们需要将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开发创新的合作模式。



新合作模式

在和沃尔玛、微软、耐克、美铝公司（Alcoa）、废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以及很多NGO和政府机构的合作中，我们发现了应对系统挑战同时带来巨大商业价值的四种合作模式。这些模式有两大明确特点：（1）精心挑选参与其中的利益相关方；（2）注重运营流程或商业结果。（见下图《可持续合作的四种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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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合作的四种模式




在该矩阵中，按参与机构的范围和期望目标分类，每个方块代表一种不同合作模式。多数合作不是一成不变的，应根据所需和环境变化，善加利用不同模式的不同方面。






参与其中的利益相关方。
 尽管可持续性合作通常有NGO、学界、政界等多方参与，但要想产生系统性全面变革并取得成功，参与方数量的多寡并非关键，而是需要合适的参与者。参与者必须是关键的利益相关方，可持续发展项目可以影响和改变它们的商业实践和商业行为，从而保护和捕捉系统价值。这样的合作分为两种：



 企业合作
 。合作方包括制造商、供应商、分销商、零售商以及整条价值链上的其他核心参与者。非企业参与者包括有直接贡献的NGO、学界、政界等，在这种合作模式中，非企业参与者起到一定作用，但它们的作用并不是整体所必需的。引领创新以带来改变的发起者必须是企业参与者。



 延伸合作
 。企业或非企业参与者，包括当地政府及其他利益相关群体，都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过程和结果。
 第二个特征是明确地改善商业流程或针对性关注影响环境的结果。



 协同过程
 。利益相关方确定并共享新的运营流程，减少资源的消耗并保护自然资源。



 协同结果
 。利益相关方一起合作，明确理想的结果，设定测量环境影响的统一标准，并据此标准评估工作表现。

大多可持续性合作需要也应该随时间推进而演变，从一种模式演变成另一种模式，或显现出多个模式的特点，就让我们依次了解这四种模式。



企业合作——注重流程

案例研究：乳品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最有效地释放生态系统价值的方法之一，是为了改善运营而达成合作。这一合作针对供应链上某一特定节点而改善流程，或改善贯穿整条价值链的流程。

以美国乳品业为例，2007年，业内领军公司意识到来自NGO、零售商和消费者要求减少碳足迹的压力，尤其是乳品厂积累的碳足迹和沼气排放。这种压力已威胁到了整个行业的发展。为了改善这一状况，美国乳品开始合作找出整条价值链上的问题点，推动运营变革。例如，他们意识到碳排放的一大主要来源——牛粪，既是减排的关键，也可为奶农持续提供新收入。

然而，合作障碍重重。奶农们认为，“可持续性”只不过是政治辞令和增加成本的代名词。在衡量碳足迹或应对碳足迹问题上，业内既无经验也无技术。此外，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奶农、加工商和零售商间自发合作的先例。相反，这些关键参与者将彼此视作竞争中掠夺利益的对手。

奶农筹资建立的乳业集团——乳品管理有限公司（Dairy Management Inc.，简称DMI）——发起一个项目，计划到2020年将整条价值链上的碳排放量减少25%。为执行这一计划，DMI建立了美国乳品业创新中心（Innovation Center for U.S. Dairy），成功让多家乳品公司CEO参与其中，这些公司占据全美75%的乳品市场。

为打消业界领导者的疑虑，DMI重新解读了这一挑战，让奶农理解可持续发展一直是该行业核心价值：奶农们世世代代都在同一块土地上经营家族牧场，已经具备应对眼前挑战的能力。DMI还指出，奶农的客户——乳制品公司，越来越关注碳排放，因此减排是当务之急。DMI向参与者保证，本计划只会考虑对行业有利的行动。

在奶农的支持下，DMI与阿肯色大学（University of Arkansas）“可持续发展应用中心”合作，研究得出牛奶碳足迹生命周期分析报告，其中包括数百名奶农提供的一手资料。因此，业内有了价值链中碳足迹分布的惟一一份共享信息。DMI还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召集270名业内领导者和利益相关方参加了为期三天的峰会，找到合作机会。会议上，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创新的运营项目，包括改善种植饲料作物的方法，将牛粪变成可再生能源、提高沼气池使用率的方法，提高农场和乳制品加工厂能效的办法。DMI估计，这些项目的潜在商业价值超过2.5亿美元。

企业合作增强了零售商、牛奶制造商和奶农之间的互信和使命感，7年以后，合作成效显著。很多创新项目得到了全面落实，业内继续研发更精细的测量方法，持续改善农牧、物流、加工等环节的流程。美国农业部（USDA）向美国乳品业提供了数以百万计美元的政府补贴，支持这些项目的落实。DMI成为2010年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榜样案例，用以说明如何在农业领域开发跨公司的系统价值，在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同时创造商业价值。



企业合作——注重结果

案例研究：美国可持续发展服装联盟


改善公司可持续性的最佳方法之一，是为理想结果制定明确的目标，然后衡量进展。同理，推动系统合作的最有效方法之一是制定业内考核标准。在竞争激烈的服装行业，耐克是创新方面的先行者，该公司在几年里斥资数百万美元，研发内部工具用以衡量服装采购和制造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然而，耐克意识到，仅凭本公司一己之力，无法使该测量工具对整个系统起到很大作用，除非其他服装品牌和零售商也应用这些工具，并且要形成一定规模效应。

2010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和一流户外用品品牌Patagonia发起合作，召集10家服装公司应用统一的标准化指数，提高整条价值链的效率和创新能力，降低对环境的影响和供应链风险。

这项合作即“美国可持续发展服装联盟”（Sustainable Apparel Coalition，简称SAC），其开发的测量工具被称为Higg指数。这一指数可以用来比较各家公司对环境的影响，比如能效、废料、用水以及可持续性原料使用率等方面的表现，为公司、产品和工厂提供了参照标准。参照耐克和户外产业协会（Outdoor Industry Association）已经完成的前期工作，SAC很快建立起测量模型，并于2011年秋，在50多家服装品牌、零售商和供应商中测试该工具。SAC制定的标准在业内起到了“力争上游”的动员作用。根据该指数，得分比竞争对手低的公司会努力改善。

Higg指数不仅促成了更好的结果，也影响投资决定，改变运营方式。Target和其他大零售商已将该指数纳入其供应商的计分卡，使用该标准选择供应商。服装品牌也使用该指数，改进产品设计，帮助减少面料浪费。制造商使用该指数决定投资废水回收和改善能效的项目。该指数甚至提高了公司内部的业绩表现，比较公司部门之间的得分，形成良性竞争。

更重要的是，Higg指数促成了公司与公司之间在创新实践上的系统性合作，以期能获得理想结果，比如旧衣回收机制已被业内普遍采纳。SAC目前已经吸纳了超过100家公司，它们占据了全球服装市场30%的份额。该联盟使竞争激烈的对手之间形成了强大的互信、公开及合作精神。正如一位联盟成员所说，SAC像奥林匹克训练营：“我们挑战彼此、挑战自我、改善自我表现，然后走出去参与竞争。”



延伸合作——注重过程

案例研究：回收促进会


在延伸合作模式中，非企业利益相关方，比如当地社区以及代表社区利益的NGO，是发展和落实可持续发展倡议不可或缺的参与者。

回收促进会（Action to Accelerate Recycling，简称AAR）是延伸合作的典型。回收业的潜在价值巨大，却没有公司能独立完成。2012年，AAR应运而生。在此之前，美铝公司和其他龙头企业多年来致力于提高铝回收率，但收效甚微。美国每年的铝罐回收率只有54.3%，剩下价值9亿美元的铝罐都被填埋在垃圾场里。玻璃和PET塑料瓶的回收率更低，分别为33%和29%。

废品回收显然需要更广泛的系统性合作。铝回收主要是商品包装和各类印刷材料的回收，因而AAR的回收倡议必须将各行各业的利益相关方都纳入其中：美铝公司（主导者）、饮料品牌、消费品包装公司、材料制造商、包装公司、零售商以及废品搬运工和消费者。由于回收的成效最终取决于消费者的行为，因此当地社群、地方政府、NGO必须在AAR项目中扮演重要角色。

这一延伸合作造就了6个项目，包括路边回收，回收饮料罐的自动售货机，酒吧、餐厅、工作单位的签约回收，宣传活动以及与收集重要回收数据的贸易协会合作等。合作的目标十分宏大：在3年内将PPM，即铝罐、玻璃和塑料瓶、纸及纸板和钢铁回收量提高20%。制定这一艰巨目标正是为了帮助参与者寻找系统性的解决方案，而非仅针对价值链上某个部分的解决方案。每个PPM分类增加的回收量相当于制造了约价值27亿美元的材料，减少37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并且能增加数以十万计的绿色环保岗位。

延伸合作引起了各公司热烈响应。比如，美铝公司向AAR提供了200万美元的资助，致力于增设教育项目和改善回收流程。



延伸合作——注重结果

案例研究：拉美水基金合作计划


公司总是为了使用森林、水域、河流、海洋及其他生态系统组成部分而竞争，但一种新合作模式通过聚焦改善的结果，协调公共生态系统的投资和使用。该模式的目标是让公司与当地社群合作，长期、稳定地获得关键的自然资源。

最有效的延伸合作模式之一，是生态系统付费模式（payments for ecosystem services，简称PES），比如向提供来自水域、森林和其他生态栖息地的淡水和木材付费，以获得稳定的服务。公司把费用付给当地社群，不仅仅作为使用生态系统的补偿，也是保存当地生态系统的一种投资。

拉美水基金合作计划（Latin American Water Funds Partnership，简称LAWFP）是在2011年6月开展的一项PES计划。该合作计划的组成成员是：可口可乐FEMSA（世界上最大的可口可乐罐瓶商）、美国自来水公司、大自然保护协会（Nature Conservancy）、全球环境基金（Global Environment Facility，世界最大的支持公共环境项目的基金）和美洲开发银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

所有参与者一起资助水域上游农民、农场主以及当地政府，以保护整个水域，采用的举措包括植树造林、改变放牧方式、发展降低水土流失的可持续性农业、加固堤岸以减少泥沙沉积和改善水质等。

目前，LAWFP由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等拉美国家的32个当地基金项目组成，已募集2700万美元。这些基金寻找回报最高的项目（或成本节约最多的项目）进行投资，例如，提高饮用水和灌溉用水的水量和水质，有效提高水电利用率，降低洪水风险之类的项目。这一合作将惠及5000万人，改善300万公顷的生态系统。

此类基金通常设计为长期的托管基金，对可持续发展进行几十年的投资。企业投资方可以获得以下几种形式的回报：生态系统的质和量均获得保障，从而降低了未来用于补救生态系统的高额成本。例如，价值15亿美元的纽约市用水基金（New York City water fund），为农民、农场主和其他上游利益相关方维护卡兹凯尔斯-特拉华水域（Catskills-Delaware watershed）提供支持，该水域为纽约市供水。正是由于这一基金的支持，纽约市不再需要增设滤水厂，节约了80亿到100亿美元的成本，投资回报率高达600%。



合作成功的七种实务

为防止目标不一的利益相关方造成僵局，合作可以从成立“创始人小圈子”开始，分享共同目标，提升互相信任。

从设计可持续发展的合作模式开始，很多合作模式就力求吸纳各类的利益相关方。但问题在于，这种设计不利于很多工作的开展。如果从一开始就接纳意图相左的参与者，往往在良好势头出现之前，合作就会停滞甚至失败。即使所有参与者都清楚合作带来经济利益，由于复杂的人员和组织问题，合作也很难开展。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缺乏信任是合作的大敌，哪怕立意最好的可持续型发展计划也无法抵御不信任的破坏力。如果缺乏信任，参与者需要费尽心力才能达成目标共识，不断协商管理模式，在投入和回报上争论不休，担心其他参与者只是坐享其成地“搭便车”。更糟的是，很多可持续性合作的积极努力都会因缺乏独立、全面项目管理而夭折。

已故管理思想家普拉哈拉德（C.K. Prahalad）率先提出了“未来实务”的概念，推动组织中的突破性创新（参见《哈佛商业评论》2009年9月刊文章《为什么可持续发展是创新的核心动力》，
 Why Sustainability flood Is Now the Key Driver of Innovation
 ）。让我们来看看能促成可持续性合作成功的七种“未来实务”。


从一个具有强烈使命感的小团体开始。
 为防止目标不一的利益相关方造成合作僵局，可以从成立“创始人小圈子”开始。小圈子的创始人必须从一开始就有同样的动机和互信基础。这样的小组逐渐构筑项目愿景，并随着项目的发展，有选择地邀请下一层级的参与者。最终，所有的利益相关方，包括NGO、政府、大学、当地社群都会加入。

在每一阶段，都要谨慎挑选参与者——这至关重要。例如，前文的乳品业案例中，DMI挑选受邀者需先考察6个月，该过程确保吸纳的参与者能够为合作带来最丰富的知识、最佳的能力和领导力。SAC的核心成员是已在可持续发展领域颇具领导力的公司。沃尔玛发起第一次会议，邀请其他成员（包括几位直接竞争对手）参观其服装部门，请Patagonia创始人兼CEO依文乔一纳多（Yvon Chouinard）为沃尔玛员工进行可持续发展的演讲。这种开诚布公的态度一反常规，以致于很多受邀者怀疑其真实性。最初的小团体在管理和操作上都取得进展后，核心成员可以邀请更多的公司加入。如此一来，随着SAC愿景、目标方向以及互信文化得到越来越多认可，其他行业试图改变的公司也受到吸引期望参与其中。


将个体利益和共同利益联系起来。
 为获得成功，合作必须从一开始就确保每个参与者明确各自可获得的商业利益，前提是共同利益得以达成。可口可乐FEMSA罐瓶商明白，水是关键——只有投资上游农场主及其他利益相关方，才能保证下游高品质的供水。


货币化系统价值。
 将个体利益和集体利益联系起来的关键是量化合作降低的成本或为每个参与者带来的收益。例如，FEMSA从水基金的投资中节约了相当数量的成本——它无需再修建昂贵的水处理厂以保障水质。

数据分析和商业流程分析可以货币化系统价值。在拉美水基金合作计划的案例中，先进分析软件识别哪些保护和修复项目能最大限度地造福水域和利益相关方，可以按轻重缓急做项目排序。


立竿见影。
 成功的合作能将共同愿景和个体热情变成实际行动。然而，很多可持续性合作设计了宏大的长期目标，却与短期利益没什么关系。为了激发合作的动力和个体的使命感，行动计划必须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直观且迅速的成果是调动公司积极性的关键。即使开始取得的成果并不重大，比如节约成本或增加收入，但也能向参与方的高管证明，他们的投入物有所值。



大规模可持续合作必须能够推动合作者间的良性竞争。

乳品业峰会给出了各类项目方案，既包括降低沼气排放量的长期计划，也有能迅速带来经济收益的短期项目，比如能耗审计和能效提高都能让农场主和加工商在一年之内减少成本。


独立管理项目的专业知识。
 可持续性合作会因参与者各自考虑的优先选项不同而变得复杂。因此这类项目需要独立的项目管理专家设计和监督，这些专家应具有在不同利益相关方之间建立互信基础的能力。另外，所有参与者都要认可项目管理专家职能的中立性，以及其对项目获得成功的必要性，而项目管理专家不能仅对某个体参与者负责。NGO比较适合扮演该角色，但它们必须保证设计适合所有参与者的解决方案，而且项目经理必须具备专业能力。


合理的竞争。
 创始人小圈子必须从一开始就找到一种方法，能让参与者保持对最终宏大目标的关注度。良性竞争通常对发展的长期动力十分有效。和打击合作热情的利己竞争不同，大规模可持续发展合作中，竞争必须经过明确的合理安排，才能为共同目标服务。SAC的Higg指数推动了合理竞争。评分低的参与者努力改善现状，而评分高的参与者努力保持现状。该指数还带来了高透明度，而透明度正是很多合作成功的关键。


互信文化。
 鉴于信任对成功合作起到的关键作用，建立并保持互信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也是合作项目进行期间，支持任何行动的基础（见下文《建立和保持互信》
 ）。

最后，最好规模合作方式要通过市场检验，让正确激励措施就位。我们期望，本文中所描述的合作模式一旦被实践就能得到广泛应用。当市场能开发和承载环境系统释放的价值时，人类共同的自然资源将真正成就商业上的共赢资源。




建立和保持互信

有两种做法能帮助组织在利益相关方之间打下信任的基石：以欣赏的态度询问，挖掘参与深度。


1．以欣赏的态度询问。
 凯斯西储大学（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的大卫库伯莱德（David Cooperrider）是Blu Skye的学术合作伙伴。他牵头的“欣赏性询问法”以积极心理学领域的研究为基础，有助于专注某一特定领域。如果我们专注于问题，往往会发现更多问题；但如果我们专注于强项和可能性，就会变得更有灵感和更具创意。设计这一方法是为了在短时间内让参与者建立起真正的合作创新精神。

我们应用此法应对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挑战。本文中描述的若干项目在整个项目管理过程中都应用此法，此法也被应用于协助参与者交流和会面的流程。例如，美国乳品业可持续发展峰会的重点是一个让承诺双赢的明晰问题：“我们如何合作才能减少乳品业价值链上的碳足迹，并为我们的公司创造商业价值？”




2．挖掘参与深度。
 为让来自不同组织的成员培养起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我们建议每个成员都能参与更广泛的体验小组，将理智与情感结合起来。高管们可以参与漂流、登山等户外活动，并将之与分享故事和其他经验结合起来，以此加强合作者之间的联系，并强化他们对目标的集体责任感。

这种深度参与的好处是，其效果甚至可以保持到项目的最初目标实现之后。正如美国可持续发展服装联盟执行董事杰森克比（Jason Kibbey）所言：“这种文化让SAC的成功经验延续到我们完成了最初使命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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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尼杜默鲁是InnovaStrat公司的CEO，著有《一树两鸟》（Two Birds in a Tree
 ，Berrett-Koehler出版社2013年出版）。杰布埃利森是Blu Skye的创始人和CEO。约翰惠伦和埃林比尔曼是Blu Skye的首席咨询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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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有责任利用自身资源服务社会，怎么做效果最好？UPS的成功经验是依靠“借势”理念，把自己的强项和与企业战略相关的社会需求结合起来，再找到合适的NGO伙伴，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实现最大效益。






作
 为UPS公司的CFO和可持续控制委员会创始人之一，我一直倡导可持续发展，但发现许多同行对此意兴阑珊。他们不感兴趣的原因，很可能是不知道提升可持续发展的投入如何为企业带来回报。我和其他CFO一样，一直在探索如何更有效配置资源、创造价值。我知道如何让可持续项目产生收益。大多数企业都有可持续项目，财务人员也认同这笔开销，但突出的难题是：如何让可持续项目投资流程更具说服力？选择项目的理由是什么？

对上述问题，我的经验是要把握组织动态，接纳“开明的利己主义”。我的方法建立在两个信条之上：一是企业有责任为改善社会和环境作贡献；二是企业每一笔投资都应带来价值回报。

这两个信条之间并不矛盾，不过，要想二者并存，可持续项目必须采用不同以往的财务评估模型（见下文《ROI分析为何失效》
 ） 。事实上，最有影响的项目既要符合企业战略，还要与企业的活动相结合。

找出自身与合作方各自的优势、制定能结合各方优势的路径，会给企业带来丰厚的回报。如果把握机会，借势而动，你将在各个方面获益良多。这一指导思想将贯穿于下文介绍的项目选择流程中。这一理念并非UPS一家之言。一些受人尊敬的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活动中也大都体现了类似的想法。它们都找到了实现目标、提升能力和智慧、推动积极转变的方法。




ROI分析为何失效

在可持续发展方面走在前列的高管们大都不愿提及商业利益，更遑论做正式的成本收益分析。他们认为，直接问收益回报率不仅显得很粗鲁，还会让外界质疑他们做公益的初衷。

即便面对内部人员，他们给出的追加项目资金的理由也只是“这是该做的事”或者“因为这是我们公司文化的一部分”。

身为死理性派财务官，我希望所有可持续性方面的投资都带来可观的财务回报。可惜，投资回报率（ROI）分析并不总是万能的。有三个原因：


你无法获得全部数据。
 ROI分析必须以可信的数据为基础，但可持续项目的成效超越了公司界限，针对内部系统和流程的衡量标准无法获得相应数据。同时，NGO、社会团体和社会活动家与企业合作时往往不采取企业通用的标准会计方法、严格的预算制度。即便可持续项目引入了商业系统和流程、设定了衡量标准，各方对“什么是成功结果”的定义还是众说纷纭。


回报大多是无形的。
 传统的财务模型围绕可追踪、货币化的产出而设立。然而可持续项目带来的回报是模糊的、无形的：它们建立起了“商誉银行”，能有效保护企业声誉、强化品牌资产；它们激发员工和开发者的灵感、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因此，我们必须用与众不同的标准来衡量它们。而做到这一点并非不可能。人们已经证明，早期的研发工作不能以商业回报为基准，因为你很难知道最终结果如何；你应该考虑的是识别、管理风险与机遇成本。同样的，可持续性项目无疑也是针对未来的投资。要想以数字形式体现其回报，你必须考虑到它降低的风险、带来的机会、对社会关系的强化、环境效益以及社会参与对企业财务模型中“价值”元素的提升。


回报出现在不同的时间段。
 即使你可以预测可持续项目的未来收益，它们还是需要比一般项目更长的回报“窗口期”。在UPS，我们为了鼓励它们成长、创新，延长了计算ROI的周期。

企业领导对可持续项目开支有回报要求无可厚非，不过他们应当调整预期，转变传统的财务模型。他们可能要一点点地找出可持续性项目和现有商业项目、理想和使命之间的关联。商业领导在选择可持续项目时，应始终不忘这些关联。

在我看来，这有点像广告的ROI衡量。我想援引约翰沃纳梅克（John Wanamaker）的话：“我知道有一半的广告都是在浪费钱，可问题在于我不知道是哪一半。”不过，这句大实话并没有阻碍沃纳梅克或其他营销人员继续投钱打广告。没人能否认广告的必要性，但人们又一直试图寻求衡量广告收益的更好方式——只是现在还没找到。

可持续项目亦然。虽然这些项目的ROI现在难以衡量，但试图去衡量它并不是错。当下我们应善用已有的衡量标准，把这个问题视为有待解决的挑战，而非无所作为的借口。





借势而动

如果借势而动，你使出的每一分力都将发挥更大的功用。

2009年，海地遭遇强烈地震。UPS一如既往反应迅速，第一时间将食物等必需品运往灾区。在太子港参与志愿救灾的UPS经理克雷格阿诺德（Craig Arnold）遇到了问题：有人冒名顶替骗取救灾物资。太子港救灾点每天都有逾万名灾民排起长队来领食物、药品和卫生用品，于是救灾工作人员建立起一套系统以确保每个家庭都能分到救灾物资。这套系统很简陋，只是在纸质卡片上手写符合条件家庭的信息。有些人排了很久，最后却发现他们的卡片被标记了“已领取”。他们的那份物资显然是被人冒名领走了，而冒领的人很可能将物资拿到黑市上卖钱。

彼时救援工作才刚刚开始，物资短缺，冒领问题令阿诺德头疼不已。他着手和UPS同事一起研究低技术投入的解决方案。他们只花了一个周末时间，就设计出一个简单的自动识别系统，包括一台笔记本电脑、带条形码的身份卡，以及一个原本用来追踪办公楼内包裹信息的“UPS追踪面板”（UPS Trackpad）。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他们给每户受灾家庭发放了一张身份卡。新的识别系统让冒领者当场现形，人们排队时又恢复了秩序，救世军工作人员也不必再为此苦恼。该系统至今仍在海地使用，而且还被复制到了其他受灾区域。

这个例子属于社会项目执行者最希望看到的一类：阿诺德的解决方案只花费了数千美元，但产生的巨大影响相当于UPS为海地救灾组织捐赠了100万美元。这个案例成功的关键在于两方面都已有“势”：救世军的基础设施、人员、人道主义使命已经存在；UPS原有的包括技术、专门知识、商业敏锐度、迅速解决问题的习惯，这些强项找到了用武之地。两个组织彼此的强项联手，有力推动了项目健康发展。读到这里，武术爱好者或许已经发现，我们借用了柔道的基本理念。“借势”理念由柔道之父嘉纳治五郎创立，强调利用对方的力量提升自己的优势，用最少的力实现最大的效果。柔道比赛中，你要依据对手的动作借力使力，而不是硬碰硬地对抗。此前也曾有人把这个理念用在商业博弈中：面对比自己庞大的竞争对手，你可以利用对方的力量扳倒对方。本文对它的引申略有不同，我们探讨的不是战胜对手，而是如何利用“势”推动积极的转变。“借势”是可持续发展举措取得成功的保障。

用划船来比喻或许更贴切：可以选择的话，你愿意逆水行舟吗？你肯定更愿意顺水而下，因为那样划得更快。我们该如何在可持续发展项目上“顺水行舟”？以下是UPS采用的5个步骤：




1．评估你的强项。
 问一下自己：你的企业有哪些能力有助于解决问题？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时，你应当认清和评估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基础设施与人脉关系，找出优势所在。你很可能会在自己组织中发现公益组织普遍缺乏的东西，比如：



 资金。
 你或许有办法以低成本获取资金、物料、可持续的供给。



 专门知识和经验。
 你的技术专家团队里或许有研发科学家、产品设计师，还有会计、IT达人和物流专家



 关系。
 在你与其他企业和公民组织、监管机构、在职官员、供应商、消费者和市场打交道时，你的关系网络非常重要。



 流程。
 企业大都经历了数十年的质量管理和企业再造，有着最具合理性的运作方式、衡量标准和流程。这些都可以移植到可持续项目中。



 有形资产、人员和基础设施。
 即便你不是制造型企业，也一定在生产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比如工厂设备、办公设施。某些闲置的设施或许可以跟利益相关方分享。



 商业敏锐度。
 捐赠人越来越关注产出，非营利组织可以从企业对资产负债表杠杆、资产和风险管理、营销、定价、战略规划等方面的知识中获益。

在“优势导向型可持续发展举措”方面，金宝汤（Campbell Soup）的Just蜜桃沙司项目是我最喜欢的例子之一。位于南泽西的食物银行发现，当地农民每年扔掉85万磅表面有疤或有其他毛病的桃子，因为超市产品经理不收带有瑕疵的水果。食物银行的人嗅到了商机，于是把瑕疵桃加工后销售，收入用于资助食物银行。农民已经同意把这些桃子捐给他们，但是还缺专家和基础设施——这正是金宝汤的强项。金宝汤的烹饪和产品研发团队创造出美味的蜜桃沙司，额外捐赠了配料、生产能力，以及数百名员工来生产和包装沙司。

一个已经投资了可持续发展项目、在大力倡导健康饮食的企业，怎样才能更上一层楼？金宝汤公司给出的答案非常别出心裁：大多数消费品公司只是把产品捐给食物银行，而金宝汤却为南泽西的食物银行创造了新的现金流，每年带来10万美元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它不仅避免了很多吨水果被白白浪费，还为消费者提供了新的健康选择。

辉瑞公司也在思考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为公众谋福利。2003年至今，辉瑞已在公司专业人员中委任了300多位“全球健康伙伴”。你可以在辉瑞的公司网站上找到这些人的信息，了解他们如何用自己的技能解决某种健康问题。比如，2011年，时任辉瑞全球健康经济研究员的安德里亚库律卡（Andreas Kuznik），解决了乌干达长期以来的医护专家短缺问题。他和团队发现，造成医护力量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断增多的艾滋病人需要定期检查和更新药方。团队在乌干达一家诊所引入了“任务转移”（Task-shifting）商业理念，把提供药品的职责从医生转到了药剂师手里，因为药剂师通常不会像医生那么忙。团队还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转变建议，把药方通常的指导期限由30天延长至45天。这些举措让乌干达医生从不需要专业技能的事务中抽身，留出更多时间治疗病人。

利用自己强项的例子还有玛莎百货。玛莎百货有意支持乐施会的二手衣物项目：收集二手衣物，一部分给有需要的人，一部分循环利用制成商品。玛莎百货发现很多顾客家里的衣柜都塞满了衣服，而降低零售碳足迹和广告宣传是玛莎百货的强项。于是，玛莎百货发起了“换购”项目：鼓励顾客来玛莎百货买新衣时带来自己不想要的衣服，只要把旧衣服放入百货店的便利回收箱里，就可以获得优惠券，下次购物时享受折扣。各方参与者都能从中获益。




2．选择着力点。
 要找到你的企业在提升可持续能力方面的着力点，首先应以某种方式缩小关注范围。你或许可以从外部利益相关者或内部管理者中寻找头绪。利益相关者包括顾客、股东、以及供应商（他们如今越来越乐于和负责任的企业打交道），还有活动家（他们可能构成潜在风险）。管理者非常清楚企业的能力、成本构成以及目标，也能判断哪一个可持续项目提案更契合公司战略。

我们认为利益相关者和公司内部这两个视角都很重要，因此我们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做了一个“重要性矩阵”。（见图表《UPS如何选择着力点》
 ）图中纵轴代表着外部利益相关者眼中某个问题与优秀企业公民之间的相关程度；横轴代表高管眼中该问题对企业未来成功的重要性和战略意义。公司需要找到的最佳着力点位于右上象限，对利益相关者和企业高管都非常重要。这个矩阵或许可以被视作创造迈克尔波特和马克克莱默提出的“共享价值”的可行方法。

UPS用上述方法找到了着力点——某些发展中国家司机的安全培训。这类安全培训对利益相关者和管理者都很重要。利益相关者担心越南、柬埔寨、南非等国中产阶级的快速扩张会带来巨大的交通压力：路上增多的不仅是车辆，还有很多新手司机。他们将UPS视为道路交通和工作场所安全方面的专家；管理者认为这些国家作为新兴市场对UPS未来战略发展举足轻重。因此，UPS与非营利组织、人道主义救援机构合作，传授经过验证的安全培训项目不但受到相关方欢迎，还得到了政府官员的支持。

环境项目同样应符合战略。众所周知，汽车和飞机造成很多污染物排放，我们有责任投资创建更清洁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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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PS如何选择着力点




既能解决利益相关者最大的担忧、又能利用已有“势”的举措，让企业从可持续性投资中获得最大收益。结合利益相关者和企业两个维度，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简明的决策工具——“重要性矩阵”。

横轴代表着UPS对某问题的关注程度；纵轴代表利益相关者对该问题的关注度。你的企业关注的问题肯定不同于UPS，不过你依然可以套用这个矩阵，在举棋不定时将它用作思维框架，做出最明智的投资。

（资料来源：UPS）





管理者应关注势能涌动之处和你的企业能够改善的问题。


3．找到“势”。
 重要性矩阵能帮助企业锁定一个较小的范围，但很少会指向具体举措。比如，它或许会显示某个企业在对抗艾滋病或是保护原始森林方面表现卓越，但现实是这两个领域各自都有大量组织在不同地方从事种类多样的工作。你该从何处入手？

一旦你知道要“借势而动”，下一步就简单多了。这个理念会引领你聚焦于势能聚集之处和企业能够做出巨大改变的地方。理想情况是，你已有的运营和举措恰好吻合社会或环境需要。

比如星巴克于2001年决定按照“公平贸易”原则来采购咖啡豆。“公平贸易”原则大约40年前就已出现，而这一举动又适应了星巴克全球扩展趋势。在其发布的第一份年度 《全球责任报告》中，星巴克强调它希望拥有可持续供应高质量咖啡豆的稳定货源。星巴克由此走在了公平贸易浪潮的前列，获得公众关注度和商业回报双丰收。

企业寻求的“势”有时也会源自政府的重视。不积极改善政府重视的问题，可能会损害企业的运营资质。例如，很多发展中国家鼓励药企为弱势群体和政府医疗机构减免购买药品的费用，作为回报，政府允许它们在商用市场上以高溢价销售。如果政府重视改善环境，企业就可以在节能或是空气质量项目中利用这一已有的“势”；如果政府重视就业问题，那么设立学徒项目或社区大学、提供技能培训，可能会让你的投资事半功倍。




4．建立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
 包括UPS在内的一些企业已经与NGO合作多年，如今双方已建立起互信，在成效显著的项目中曾深度合作。可惜大多数企业只是挂名某个项目，盲目地认为它们可以想办法把企业的力量硬塞进去。

可能是因为专业财务背景，我对伙伴关系的看法有些不同。在商业世界，合作意味着你要承担一定职责。没有人愿意看到合同签署之后再出现变动，因此，即便有风险和监管，我们也努力去适应和调整，依然对未来合作前景充满期待。NGO和企业之间的合作也应如此。

清晰地阐明企业希望借势发挥自己的强项，这有助于在初期为未来的合作打下良好基础。这让合作各方进一步了解彼此强项、短处、共享价值所在，还有助于比较各自希望达成的结果。下一步他们便可以起草战略规划、定义目标，建立时间表、衡量标准和项目节点，在项目所需资源和对成功的定义上达成一致。

如果NGO极度抗拒商业世界，那么这很可能导致合作关系迅速瓦解。两个企业之间可能会存在冲突和文化差异，但它们都会遵守商业基本原则、认同共同目标。NGO的世界并不总是这样，有时它们无法像企业一样忽略对方的政治立场，以中立的态度保持合作。如果NGO合作伙伴持“反公司”理念（Anti-corporate，反公司主义者认为大型企业的存在有损公共利益——译者注
 ），企业单方面忽视这一点于事无补。商业伙伴必须了解并接受彼此的立场，不然就必须换掉合作伙伴。




5．聚合多方力量。
 在供应链上下游和其他行业中，大公司都有关系网络。它们有能力聚拢其他参与者的力量。它们如果以一个好的可持续发展的由头聚合关系，就能更好地利用“势”。

UPS曾设立多公司参与的项目并大获成功，人道主义物流运输和救灾方面的项目尤其出色。最惹人注目的是，我们还联合了竞争对手——TNT和Agility两家物流公司，一同支持联合国的世界粮食项目。有人会说，竞争对手可能会因担心运营知识被偷学而不愿分享。但在这个例子中，每家企业都贡献出了自己的本地关系和基础设施，我们共同制定计划，让每家企业都能利用自己的强项发挥更大作用。

某些救灾项目中，UPS甚至还聚合了客户的力量，把他们捐赠的物资及时送往世界各地。我们采用多种方式运输顾客捐赠物，共享卡车、飞机，让员工做志愿者来打包紧急物资，以此降低运输成本。这些项目给我们带来了意外收获：我们的员工和顾客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远超一般合作关系。这种亲密的关系通常都会为我们带来更多业务。

为应对可持续发展挑战，我们还设立了实体机构，比如投资创建非营利组织Aidmatrix。Aidmatrix追踪捐赠物资，并负责将捐赠物和受捐慈善组织进行匹配。这种匹配在救灾初期极为重要：因为很多时候，救灾人员需要的是水和毛毯，而人们却捐出了泰迪熊、旧衣物。此外，运送物资到救灾点的“最后一公里”问题也是机构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Aidmatrix不仅帮助慈善组织锁定需要的物资、寻找运输资源，还可以追踪供应链中的库存变化，掌握物资使用和存储的动态信息。

UPS支持这个项目的原因在于，它不仅教会我们如何基于真实需要而非请求进行高效的慈善物资运输，还让救灾机构的工作变得更高效。对于某些我们无法提供运送服务的捐赠物，我们可以把捐赠人介绍给这个机构。近年来，我们把物流专家送到Aidmatrix的软件开发部门，并伴随着Aidmatrix走向国际。



有所不为

UPS的公司使命是：以物流业务助力全球商业。秉持“乘势而起”的原则，让可持续项目与公司使命协调一致，UPS在过去十年中的慈善举措重心转向了提供技能支持和实物捐献。更具战略性的路径让我们做成了现有的许多可持续发展项目。不过，检验好战略的标准不只是看它是否让你做得更好，还必须要让你决定不做什么。“以最小的投入换来最大收效”这一目标，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哪些项目和理念不适合我们。

我们通常不会参与和物流工作无关的项目。我们鼓励员工在志愿活动中运用他们的商业、物流和运输技能。不具备技能的志愿者带来的麻烦往往比他们的贡献还多。事实上，NGO从业者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清理“热心”志愿者留下的烂摊子。

如今，企业捐赠已经越来越少地取决于管理者的个人意志。按照个人意志捐出的物品虽然也可能会被受捐助的NGO喜爱，但这些捐赠并没有给双方带来战略价值，因此通常很难持续。管理者一旦离职，捐赠便戛然而止。

UPS较少进行一次性的捐赠。它把所有可持续相关问题都放入重要性矩阵中考量，找准趋势并推动趋势，聚合各方力量，创造可累积的成果。



额外收益

企业依据自身优势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做法，令价值创造（为企业创造更多利润）和改善全球问题不再是泾渭分明的领域。据我所见，商业技能有助于探索新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提升可持续性的努力可以反过来促进商业进步。

企业可以通过一些“小举措”实现双赢。这些小举措累加起来的效果不容小觑。比如，UPS总部的一位员工，在阅读了一系列与UPS基金在环境方面捐赠有关的内部文章后，他周末来了趟办公室，发现自动售货机灯光照明一直开着。要求维护人员例行公事关掉它只是小事一桩，但这个举手之劳带来了多少回报？——仅华盛顿州的UPS就节省了1万美元电费。



管理者考虑的多是制约因素，利益相关方则喜欢想象无限的可能。

企业也可以通过“大举措”——选择合适的项目来获得成功。竞争环境要求企业不断地创新，而解决可持续性问题的努力可以带来新的机会。通常企业会以固定的视角看自己的长处，而在“企业该提供哪些知识和技术支持”上，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不受既有的商业模式理念束缚，可以为企业带来新的机会。管理者看到的多是制约因素，而外部利益相关者更倾向于想象无限的可能。

我尤其欣赏克雷格在海地的低技术创新。令所有人吃惊的是，那套工具仍在运行。使用工具的NGO喜欢它又廉价又易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些企业大张旗鼓捐赠复杂技术方案，却在受限的环境中根本不适用。这些解决方案包含的学习曲线以及它们对乡村环境的挑剔，都令其运行低效。我们在进行面向消费者的创新活动时，应记住这一教训。

人们把日常工作能力用于解决社会问题时，员工参与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方面。UPS的员工意识到物流和管理技能是珍贵的社会资产，值得与更多人分享。员工们不仅在可持续项目上表现出色，还从中收获了极大的自我满足感，与企业之间的关联也变得更加紧密。

最大的一点益处在于，若企业提升可持续性时能够乘势而为，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得以实现。这些项目若能融入运营、业务成果、员工互动的流程中，一线管理者就不会在实现商业目标和参与社会项目之间左右为难。参与社会项目并不意味着把员工从日常生产工作中强拉出来进行一份全新的工作。如果把可持续发展举措纳入他们的工作中，员工常常会在项目中发现新机会，然后创造性地将机会引入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中。这样的做法对参与可持续性活动的中小企业尤其适用。项目与企业使命紧密相连，融入企业日常运作，企业也就不会被一个只想寻求金主的NGO牵着鼻子走。



理念在行动

在可持续性这样一个难以衡量效果的领域，如何运用有限的内部资源实现效果最大化是一个巨大挑战。我之所以分享自己的看法，是因为我知道很多公司都面临这一问题。社会活动者、员工和社会都期盼企业能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员工希望他们的老板能在可持续发展实践上走在前列，如果职业路径不能满足其在改善社会和环境方面的心愿，他们会倍感失落。管理者知道，企业经营中仅仅遵纪守法地提供好产品已经远远不够了。

在上述心态变化中，CFO面临一个问题：很多人还没有弄清楚如何支持企业提升可持续性。不少人还先入为主地认为这些举措会分走为商业目的服务的资源，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些举措。

行胜于言，我鼓励其他高管们行动起来。尽管存在诸多限制，管理者要坚信企业有义务用自身资源服务于社会利益。很多企业都依据财务目标开发出商业关系、系统和操作规章，而这些资源可以为可持续项目作出贡献。将企业和NGO的强项结合在一起已经成为可持续项目的发展趋势，你愿意乘势而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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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尔特库恩是UPS公司的CFO，曾荣获2013年度普拉哈拉德全球可持续领导力奖。琳内特麦金太尔曾负责管理UPS可持续性方面的沟通事务，同时是百森商学院刘易斯研究所研究员、银桦公关公司（Silver Birch Communications）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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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史无前例的风暴、洪水、干旱，到北极融冰和海平面上升，气候变暖导致的环境事件威胁着人类生存，也影响了企业安全。明智的企业正整固供应链、流程以及基础设施，大部分企业却麻木不仁、我行我素。《麻省理工斯隆管理评论》和波士顿咨询公司最近对全球近2000名公司高管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2/3受访者承认气候变化已无法忽视，但仅有1/3领导者认为企业已准备好应对挑战。

气候变化的威胁近在眼前，但企业也可能“转危为机”。企业可参考本指南降低运营、合规和声誉风险，设法削减成本、提升绩效、构建或改善客户关系、增强竞争力和韧性。企业需结合自身实际灵活使用本指南。

为撰写本文，我调研了近600家企业，并采访超过200位高管，了解他们为应对气候变化进行的战略和运营调整。我曾为联合利华、可口可乐、雀巢北美公司、通用电气、欧文斯科宁等领先企业以及小型纸业、快消品公司提供咨询，实际检验并完善了指南中提出的建议。

和其他类似工具一样，这本指南并非万能。企业应重点考虑产品和服务类型、风险承受度、整条价值链外部依赖度、客户需求等相关因素。




1
 原料篇

气候变化导致的环境事件影响原材料供应稳定性，导致产品价格波动、缺货和失销。下列做法能帮助你的企业独善其身。记住，不仅要关注直接供应商，也要留意间接供应商。



总体注意事项



 分析关键原料产地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



 分析原料是否可能因影响气候被政府管制、被行业协会禁用或被消费者抵制。



 培养采购人员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制定行为准则。



 在绩效考核标准中增设可持续性目标，通过调整薪酬方案激励员工达到目标。



原料采集



 如原料产地极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建立替代储备。



 在较不易受气候变化影响地区寻找供应商。



 尝试使用替代原料和可循环使用原料，减少对来自环境脆弱地区原料的依赖。



 遵守原料相关法律法规。



 如某种原料被法规、行业禁用或被消费者抵制，寻找替代原料。



 建立预警机制，及时发现监管部门、行业和消费者新动态。



资源使用



 监测、管理原料采集过程中碳氢能源、农作物、金属和水资源的使用。



 设置具体目标并加大相关投入，减少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使用。



 计算原料采集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费用，将其列入经营计划。



 跟踪法规动态和排放税变化，及时调整经营计划。



规范供应商行为



 制定供应商行为准则，规范废物废水产生、处理和排放。



 如供应商未遵守行为准则，考虑终止合作。



 将固定比例的业务分配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供应商。



 定期评估，扩大上述比例。





埃克森美孚公司



包括该公司在内，越来越多企业在预算中体现碳排放的费用。




英国国家电力公司



高管薪酬与碳减排目标挂钩。




沃尔玛公司



建立供应商准则（Standards for Suppliers），要求所有供应商证明原料采集合法、环保。






2
 生产篇

能源和原料浪费会抬高成本，增加违规和可能受到消费者抵制。如果不为各类生产资料建立稳定储备，如遇突发环境事件，你的企业可能面临缺货和失销。建议你的企业和代工合作伙伴采取以下措施。



总体注意事项



 判断工厂所在地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



 培养雇员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在战略制定和日常生产活动中考虑环境影响。



 在绩效考核标准中增设可持续性目标，并调整薪酬方案，奖励发现隐患或提出补救方案的员工。



 实施激励措施，鼓励工厂管理者和兄弟工厂分享应对气候变化的方案和举措。



设施保护



 如果你有工厂在环境脆弱地区，建立备用工厂并设计员工迁移方案。



 在预算中体现备用方案所需费用。



 考虑将设施转移到相对安全区域。



 设计一系列气候变化情景，对重要工厂进行压力测试。



资源使用和气体排放



 建立能源和水资源储备。



 统计温室气体排放量，积极设置减排目标。



 每年向社会公布排放量。



 统计生产中碳氢能源、水资源等使用量，积极设置节能目标。



 预估排放价格，计入预期生产成本。



 确保能源、水资源使用和气体排放合规。



 跟踪排放法规变化。



循环利用



 统计原料、能源和水资源浪费情况，计算相关成本。



 统计原料、能源和水资源循环利用情况，提高再利用比例。



 研究废料利用，降低单位成本。



规范合同制造商行为



 制定并完善行为准则，规范废物废水产生、处理和排放。



 建立流程，评估合作伙伴是否遵守行为准则，帮助其发现隐患、提高应对环境事件能力。



 进行实地检查，提出改进要求，强调风险控制，加强双方合作。



 如制造商未遵守行为准则，考虑终止合作。



 将固定比例的业务分配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制造商。



 定期评估，扩大上述比例。





苹果公司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梅萨建设的工厂将100%使用可再生能源。




耐克公司



旗下一家工厂采用无水无化学物染色技术。




Burt’s Bees公司



这家个人护理用品公司旗下三家工厂最近实现零固体废物填埋。






3
 物流篇

极端天气可能破坏道路桥梁、航路港口等运输设施，中断能源供应，严重干扰物流和产品销售。和生产环节一样，你也要考虑合作伙伴的设施和活动。



总体注意事项



 培养物流员工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制定行为准则。



 在绩效考核标准中增设可持续性目标，并调整薪酬方案，奖励发现隐患或提出补救方案的员工。



 调整物流管理者的考核标准和薪酬方案，鼓励与对环境影响小的运输公司合作。



 要求物流管理团队定期分析运输受环境事件影响的风险。



 向物流合作伙伴征询应对气候变化方案，分享成功经验。



海运



 分析海运合作伙伴航路和港口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



 评估合作伙伴航路设计是否考虑气候变化因素。



 确保合作伙伴对港口和航路关闭有应急预案。



 评估合作伙伴是否使用弹性燃料（通常指混和多种油源的燃料，目前最典型为汽油及乙醇的混合燃料——编者注），以控制排放、降低成本、遵守法规。



 将固定比例的业务分配给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海运公司。



 如你的企业高度依赖水运，且海运公司未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考虑寻找其他合作伙伴，并增加公路和铁路运输比例。



空运



 评估空运合作伙伴是否监测碳氢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



 评估合作伙伴是否使用弹性燃料以控制排放、降低成本、遵守法规。



 了解合作伙伴是否使用节能机型。



 同等条件下，将更多业务分配给低排放的空运公司，激励合作伙伴积极减排。



 要求合作伙伴通过使用轻质货盘等方法降低载重量，减少油耗。



 考虑用海运和陆运（尤其是铁路）替代空运。



公路和铁路



 分析关键基础设施所在地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



 分析当地和所在国政府能否尽职维护基础设施。



 如有需要，考虑对基础设施维护进行投资。



 与当地和所在国政府代表长期合作，保证基础设施稳定性。



 如政府无法对基础设施进行必要维护，考虑改变运输方式（例如用铁路代替公路运输）或转移生产设施。



 评估陆运合作伙伴是否使用弹性燃料以控制排放、降低成本、遵守法规。



 评估合作伙伴是否监测、管理温室气体排放。



 同等条件下，将更多业务分配给低排放的运输公司，激励合作伙伴积极减排。



 将合作伙伴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写入年度排放报告。



 评估合作伙伴的车辆维护情况，将对环境影响降至最低。



线路维护



 统计用于与客户沟通的能源和线缆设备总量，分析对其依赖度。



 监测气候变化可能对线缆及周围环境造成的影响，



 定期维护线缆，确保耐用。



 增设检查项目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环境事件。



 评估数据中心恢复能力。



 不断投资新技术。



物流目的地



 分析物流中心和零售商店受气候变化影响程度。



 设计一系列气候变化情景，对仓储设施进行压力测试。



 制定备用仓储方案并列入预算。



 确保当地合作伙伴有稳定的备用能源。



 用长期合同和价格让步激励合作伙伴积极减排、降低能耗。

公司可以在绩效考核标准中增设可持续性目标，并调整薪酬方案，奖励发现物流网络隐患或提出补救方案的员工。



惠普公司　戴尔公司



出于保护环境考虑，包括这两家公司在内，越来越多企业开始用海运替代空运。




Ocean Spray公司　Tropicana公司



双方是竞争对手，但合作降低物流成本和碳排放，实现双赢：Tropicana运货车在新泽西卸货后不再空驶折返，而是将Ocean Spray的货物运至佛罗里达。




英国电信公司



参考未来50-100年可能出现的洪水等级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






4
 消费篇

成为可持续发展领导者，你的企业将从竞争中脱颖而出；忽视产品对环境的影响，你将失去消费者和公众的支持。你可以采取下列步骤，让产品消费方式更绿色，并循环利用废料。



总体注意事项



 培养销售人员应对气候变化的意识，在绩效考核标准中增设可持续性目标，并通过调整薪酬方案激励员工达到目标。



产品销售



 分析产品使用的原料是否导致气候变化，或被任何国家禁用。



 评估该原料的重要性，并寻找替代原料。



 如果你有机构客户，了解他们是否更愿与重视可持续发展的供应商合作。



 如果你有个人客户，了解他们做购买决策时是否考虑环境可持续性。



 采取节能创新等行动，努力把你的企业塑造成可持续发展领导者。



 在营销和企业宣传中强调可持续发展举措，不要说教。



产品使用



 分析客户使用你的产品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及相关成本。



 研究如何降低产品对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耗，降低使用成本。



 及时了解客户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努力让产品符合其利益。



废物回收利用



 遵守垃圾回收和填埋相关法规。



 分析可利用废料的数量和质量。



 分析增加循环利用带来的成本下降和可持续性优势。



 制定废料回收目标。



 分析客户的废料回收系统。



 研究如何让客户更便捷地循环利用产品，并从中获益。



 与私人、公共和政府各机构合作，建设、强化循环利用系统。



 进行情景规划，应对废物回收和处置相关法规可能出现的变化。





PATAGONIA公司



这家户外用品公司反对过度消费，开展“少买一件”宣传，方便消费者出售旧货。




欧洲议会



考虑通过法规推动“租赁社会（Lease Society）”：鼓励消费者购买服务而非产品，让制造商更多保留产品所有权、负责维护和再利用，推动绿色设计创新。




福特汽车公司



使用铝制车身和其他零部件，为最畅销的一款卡车减重318公斤，有效降低油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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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洛维特是Nexus Global Advisors公司创始人，著有《合作经济》（The Collaboration Economy，Wiley出版社2013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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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并购不是老虎也不是天使

文丨钮键军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副主编








经
 济下行，必然伴随并购潮的爆发。根据汤森路透数据，2016年上半年，中国对外并购交易总额已经达到1,110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创下的1,095亿美元的记录。而中国国内的并购同样如火如荼。此前持续一年的“万宝之争”就是中国国内并购大潮的一个缩影。

特别是“万宝之争”，使得很多公司对于并购谈虎色变。但其实并购并非洪水猛兽，它是企业发展路径中一个有益的选项，具体内容可以参阅《公司成长的烦恼：内增、外借还是并购》一文。而《安捷伦的竞争力：一边分拆，一边并购》则用生动的案例说明，并购对于一家企业发展的重要性。

但并购从来不是一件容易完成的工作，成功的并购案例十分鲜见。本书中的两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败因进行了解析，并给出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著名管理学家罗杰·马丁在其《成功并购必读》一文中，解析了诸多巨额并购案，得出了以下结论：失败的并购主要源自并购方的索取心态，对此他给出了4项改进意见，其核心就是要采取“奉献”姿态，给予被收购方帮助。

而在《亚洲并购得失：PMI 关键实践》一文中，作者蔡纯毅（Chua Soon Ghee）和吴明方（Mui-Fong Goh）着重分析了并购后的整合环节，成功的 PMI 通常包含8项核心实践，而组建合适的 PMI 团队也非常重要，这一团队应该具有3个重要模块——合并管理、价值捕捉和合并支持。

当然，企业也很有可能成为被收购的一方，如何免于被收购的命运，是很多企业管理者都关注的问题。《普拉达CEO：如何不被并购浪潮淹没》一文则从普拉达公司的实践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总之，并购绝对是个技术活，无论是对于并购方还是被并购方来说。希望本书那能够给读者一些启迪。





策略



成功并购必读

M&A: The One Thing You Need to Get Right

罗杰·马丁（Roger L. Martin）| 文

刘铮筝 | 译　王晨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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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并购都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收购方的索取姿态，本文给出了让并购成功的四条建议：做成长资本的明智提供者；成为更好的管理监督者；转移宝贵技能以及分享宝贵能力。






金
 融界在2015年又破并购纪录，其交易价值让2007年创下的前纪录相形见绌，再之前并购交易达到峰值出现在1999年。这可能不是什么好消息。如同已故歌手普林斯（Prince）唱的那样，我们正像现在如同在1999年和2007年那样，寻欢作乐。但任性一场之后，无论是2000到2002年，还是2008到2009年，都没有什么好结果。

现在断言这些新交易的成败为时尚早。但大溃败似乎还在迅速蔓延，而且其形式并未改变。2015年微软从账面上注销了手机业务96％的价值，这项业务在2014年刚从诺基亚手中以79亿美元收购而来。2014年，谷歌以29亿美元脱手了在2012年花125亿美元收购的摩托罗拉手机业务。惠普也从以111亿美元购得的软件公司Autonomy中，减记了88亿美元。2011年，新闻集团（News Corporation）出手MySpace只得到了3500万美元，而6年前收购MySpace时足足花了5.8亿美元。

当然，确实也有成功的并购。1997年价值4.04亿美元（现在看来只是一笔小交易）的NeXT收购案，不仅拯救了苹果，也为企业发展史上最高的股东价值累积做好铺垫。2005年的5000万美元安卓收购案，让谷歌占据了世界上最重要产品市场之一——智能手机操作系统的最大份额。在1951年到1996年间，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滚动收购了保险公司GEICO，为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资产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以上成功只是例外，几乎所有研究证明了一条定律：并购是博傻游戏，70％到90％的并购都以惨败收场。

怎么会这样？答案简单得出奇：如果公司只关心自己能从收购中得到什么，而不关心在收购中可以给予什么，收购就很难成功。这一观点与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的见解不谋而合。在他的《奉献与和索取：通向成功的变革之路》（Give and Take
 ）一书中，格兰特提出：在人际关系中更乐于付出而非索取的人，最终比那些一心最大限度巩固自己地位的人收获更多。

例如，当公司通过收购进入了诱人的市场，通常处于“索取”模式。上述所有失败收购就属于此类情况。微软和谷歌希望进入智能手机硬件市场；惠普希望进入企业搜索和数据分析领域；新闻集团希望进入社交网络。当买方处于索取模式，卖方就会抬价，从而从交易中提取所有未来的累积价值，当交易中还有另一位潜在买家时更是如此。

微软、谷歌、惠普和新闻集团花天价进行收购，以至于收购本身很难获得资本回报。更何况没有一家公司了解它们进入的新市场，导致收购最终失败。其他基于索取模式，旨在进入新市场的收购还有：微软斥资12亿美元收购社交网络平台Yammer（收购价是该网络平台营收的40倍）；雅虎斥资11亿美元收购Tumblr，（收购价是该社交网络营收的85倍）。尽管现在这些收购的结果还未见分晓，但很难想象，它们能在长期获得利好收益。

但如果你本身拥有能让被收购公司更具竞争力的要素，将会是另一番光景。只要收购本身或其他可能买主（理想情况）无法提供这一优势，从中获益的就将是你，而非卖方。买方可以利用4种方式提高收购目标的竞争力：做成长资本的明智提供者；成为更好的管理监督者；转移宝贵技能以及分享宝贵能力。



做成长资本的明智提供者

通过成为更好的投资方来创造价值，适用于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国家。这也正是印度的塔塔（Tata）和马恒达（Mahindra）等大集团成功的部分原因。它们收购（或初创）更小的公司，然后资助其成长的方式，是印度的资本市场无法做到的。

然而在资本市场发达的国家中，就很难以上述方式提供资本。比如美国的维权投资者通常强迫多元化企业进行拆分，因为它们的公司财务活动不再被证明，能为各业务构成增加竞争价值。ITT、摩托罗拉和Fortune Brands等大企业，以及Timken、Manitowoc等规模略小的企业，都因此被拆分；甚至通用电气也大幅精简。2015年最大的交易之一，就是合并杜邦和陶氏，并随后将其拆分成3家公司的计划（价值680亿美元），原因是维权投资者对杜邦的强硬施压。

而即便在发达国家，成为更好的投资者也能扩大创造价值的空间。快速成长的新兴行业充满了竞争的不确定性，那些有专长领域的投资者能够带来很多价值。以虚拟现实空间为例，应用开发者满怀信心，认为Oculus在2014年被Facebook收购后，能成为成功的新平台。因为他们确信Facebook会提供必需的资源，所以为Oculus开发应用，增加了该平台的成功几率。

另一个明智提供资本的方法是，为追求规模经济，促成无领导者产业的整合并购。私募股权公司十分喜爱这种工具，通过其进账达数十亿美元。在这种情况下，明智的资本提供者通常是行业中现存的最大参与者，因为其能最大化每次并购的规模，直到规模带来的回报达到极限。当然不是所有无领导者产业具有达成规模经济或范畴经济的潜力——洛文集团（Loewen Group，破产后重组为Alderwoods公司）通过惨痛教训明白了这点。

洛文整合并购了殡葬服务业，使其成为北美目前最大的行业参与者。但仅凭其规模，很难形成超越本地或区域竞争者的有意义竞争优势。

规模经济不一定来源于运营效率，而通常源自市场力量的累积。除掉竞争对手后，最大的参与者可以对提供的价值索取更高的价格。如果他们采取如此战略，免不了与反垄断监管者陷入“猫鼠”游戏。有时监管者是赢家，比如以下流产的并购计划：通用电气和霍尼韦尔（Honeywell），康卡斯特（Comcast）和时代华纳（Time Warner），AT&T 和T-Mobile以及DirecTV和Dish Network。而2015年最大的并购计划中，有两起还悬而未决。陶氏和杜邦的合并，以及百威英博（AB InBev）与SABMiller的合并，都代表着这些公司在其关键产品市场中的重大联合。



成为更好的管理监督者

增强收购竞争力的第二个方法是，为被并购方提供更好的战略方向、组织和流程指导，但知易行难。风光无限的欧洲高端汽车企业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信心满满，认为能为表现尚佳的美国中端车企克莱斯勒（Chrysler）带来更好的综合管理，结果却是付出了令人心痛的360亿美元“学费”。类似地，通用金融（GE Capital）也很确定，能为所收购的很多金融服务公司提供更好的管理。金融服务从通用的副业，一度逐渐发展成其最大的业务部门。通用电气的判断看似正确——只要美国金融服务业相对国家总体经济依旧保持快速增长，那么对其收购的公司而言，通用电气的管理方式高人一筹，而且能够增加价值。但全球金融危机给整个行业的狂欢派对踩下一脚急刹车，通用金融几乎击垮了整个通用电气集团。

更好的管理较容易出自私募股权基金之手，比如3G Capital收购汉堡王（Burger King）和连锁咖啡店Tim Hortons；以及伯克希尔哈撒韦促成的亨氏（Heinz）和卡夫（Kraft）合并。长期以来伯克希尔哈撒韦的成就在于：收购公司，然后通过管理监督提高它们的业绩。但与之类似，具有说服力的公司并购案例并不多见，丹纳赫集团（Danaher）可能是最好的一例。自1984年成立以来，该集团完成了超过400起收购，成长为210亿美元资产的集团，市值超过600亿美元。观察家以及丹纳赫的高管都将其近乎完美的成功纪录归因为“丹纳赫商业系统（Danaher Business System）”；该体系以公司所谓的“4P”为核心——人才（People）、计划（Plan）、流程（Process）和绩效（Performance）；并且所有业务中都要实施、运行以及监督该系统，无一例外。为了确保该体系的成功，丹纳赫强调：不仅要以加强财务控制和组织为己任，还须提高被收购公司的竞争优势；不仅要说到，还要一以贯之坚持做到。尽管成长和业绩如此杰出，但在激进对冲基金Third Point的虎视眈眈下，丹纳赫正在拆分成两家独立公司。



转移宝贵技能

通过重新布局相关人员，将某些技能、资产或能力直接转移，收购方也能从实质上改善被收购方的业绩。该技能应该攸关竞争优势，而且收购方对该技能的掌握程度应远高于被收购方。

年代有些久远的一个例子是：1965年合并后，百事可乐（Pepsi-Cola）传授菲多利（Frito－Lay）店铺直接配送（DSD）物流系统的运营技能——也是零食这一细分市场获得成功的关键竞争优势。不少百事的DSD经理被派到菲多利掌舵运营。然而，百事在2000年收购桂格麦片（Quaker Oats）就不那么成功了。因为桂格主要的商品销售都采取传统的库房配送，百事的技能无用武之地。

谷歌收购安卓是成功转移较新技能的例子。作为世界上最优秀的软件公司之一，谷歌可以促进安卓系统的开发，并助其成为具主导地位的智能手机操作系统；但谷歌收购以硬件为中心的摩托罗拉手机业务，就以失败告终。

显然，这种价值增值的方法要求收购方知己知彼。如果收购方对新业务了解不够深，可能会在技能无用时，误判其具有价值。甚至在技能有价值时，也很难有效进行转移，在被收购方不太欢迎这些技能的时候尤为如此。




迪斯尼收购皮克斯（Pixar）成功吗？

与皮克斯成立的合资公司到期后，迪斯尼在2006年以74亿美元收购了皮克斯（实际上收购净成本是64亿美元，因为皮克斯带来了10亿美元的盈余现金）。这起收购通常被认为高度成功，而且被誉为让迪斯尼式微的动画电影产业起死回生。但通过仔细分析就不难发现：迄今为止，这起收购是个代价高昂的错误。

通常来说，鉴于收购仅公布作为更大业务单元的一部分，真正的回报很难计算。在迪斯尼的例子中，收购涉及影视娱乐业务，包括动画片和真人动作片。在收购皮克斯之前，该业务在2006年收入为7.29亿美元。迪斯尼相关的消费者业务（授权和出售迪斯尼影视人物相关商品）同年收入6.07亿美元。

让我们来做一个大胆的猜测：从2007到2015年，影视娱乐业务和消费者业务100％的增量经营收入全部来自对皮克斯的收购。这就意味着，除其他方面外，2009年迪斯尼收购漫威娱乐（Marvel Entertainment）和2012年收购卢卡斯影业（Lucasfilm）对收入的贡献为零，两笔收购各花费40亿美元。此外，让我们忽略迪斯尼在进行这80亿收购时产生的资本支出。即便是在如此可笑、不切实际的假设之下，收购皮克斯也会在2015年吞掉超过50亿美元的迪斯尼股东价值。

惟一能想到的收支平衡的可能性是，继续假设在没有皮克斯的情况下，迪斯尼的影视娱乐业务和消费者业务在该时间段内缩水了25％。而更现实的估计是，到2015年，皮克斯、漫威和卢卡斯影业已经消耗了100亿美元的股东价值。

皮克斯不需要迪斯尼。皮克斯炙手可热，有很多其他潜在合资公司伙伴。但迪尼斯需要皮克斯：过去10年间，迪斯尼在动画上取得的最大成功都出自与皮克斯的合资项目。迪斯尼给予的少，索取的多，因此为之付出了巨大代价。





分享宝贵能力

第4种方法是，收购方分享而非转移某种能力或资产。在这种情况下，收购方不会调动人员或重新分配资产，只是提供可以使用它们的机会。宝洁（Procter & Gamble）就和旗下收购的公司共享其多功能、同地顾客团队以及媒体采购能力。其中，媒体采购能力可能会降低大型被收购公司30％的广告成本。 对于其他一些被收购的公司，宝洁甚至还与其共享强大品牌，例如与SpinBrush和Glide牙线共享佳洁士（Crest）这一品牌（这种方法在1982年宝洁收购Norwich Eaton制药公司时并不奏效，因为Norwich Eaton的分销渠道和产品宣传与宝洁存在差异）。

微软在2000年以14亿美元收购Visio软件公司，并将之纳入Office套装，通过这种方式分享了向PC用户出售Office套装的强大能力。但当微软收购诺基亚手机业务时，就没有可供分享的宝贵能力了。

在这一“给予”模式中，成功取决于对潜在战略动态的理解，并保证分享能真正落实。 2001年美国在线（AOL）以164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被称为史上最失败的并购案。有人模糊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时代华纳应该与互联网服务提供者AOL共享其创造内容的能力。但共享经济在这里不适用。内容创造是对规模高度敏感的产业，内容的传播范围越广，其创作者能获得的经济效益就越多。如果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 （当时AOL拥有约30％的ISP市场份额）独家共享内容，虽然帮到了美国在线，但却因为失去了另外70％而损害到自身利益。即便时代华纳甘愿牺牲自己，给予美国在线优惠，其他的市场参与者可能也会通过抵制时代华纳的内容予以反击。




为何并购的派对永不散场？

CEO运作的体系出现了偏差，其中有两个原因支持他们购买并购这张“彩票”。第一个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股权激励呈上升趋势，对CEO而言，下注成功并购的价值大大增加。如果并购让股价升高，那么CEO个人将获利巨大。此外，高管薪酬包与公司规模紧密相关，并购能使其更加丰厚。哪怕是失败的并购，对个人而言也有利可图。在近期人们能想到的最惨烈并购案中，美泰（Mattel）收购Learning Company，以及惠普收购Autonomy，确实让当时的美泰CEO吉尔·巴拉德（Jill Barad）和惠普CEO李艾科（Léo Apotheker）丢了官，但巴拉德获得了4000万美元的遣散费，李艾科也拿到了2500万美元。

第二个原因（至少在美国如此）令人难以置信，其始作俑者是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FASB）。科网泡沫破灭之前，在2001年，无形资产在40年内被注销。泡沫破灭后，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变得一文不值。因此FASB决定，以后公司的审计须宣布无形资产是否受损，如果答案肯定，须将受损的无形资产立即注销。

这一变化带来的意外后果是，让并购更具吸引力，因为发起收购公司的利润每年不再受到自动注销的限制。在当代收购中，CEO要做的就是，说服审计机构购得的资产没有受损，而且收购对利润没有负面影响，哪怕是天价收购。通常来说，只要公司的核心业务进展顺利，而且公司的市值高于其账面价值，理解这一点就不难做到。

有这两大原因助推，全球金融危机的记忆渐行渐远，并购派对则如火如荼、愈演愈烈。





WhatsAPP的背后逻辑

所有这一切可能会引人思考，Facebook收购通讯服务WhatApp的背后逻辑——这可能是近期价格最惊人的收购了。2014年2月，该收购最初的协议价是190亿美元，但因为其中大多数都是Facebook股票支付，其价格在当年2月到10月交易最终完成时迅速提高，最终的成交价格是218亿美元。而这笔天价收购来的公司刚亏损了1.38亿美元，营收仅为1000万美元。

让我们用本文中的标准来分析这笔交易：


Facebook是更好的资本提供者吗？
 或许吧。但WhatsApp已经通过风投巨头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获得了巨额资本。据报道，红杉资本通过3轮融资已向WhatsApp投入了6000万美元。尽管损失了1.38亿美元，但尚不清楚如果没有Facebook，WhatsApp会不会资金匮乏 。在收购Oculus时，Facebook从一干激烈竞争的虚拟现实竞争公司中选出一家，WhatsApp的情况则不同。当Facebook决定收购WhatsAPP时，这家企业已经是全球通讯服务业领头羊，拥有4.65亿名用户。


Facebook是否提供了宝贵的管理监督或可转移技能？
 可能。当然Facebook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公司。但据说Facebook选择让WhatsApp追寻自己的战略，与母公司战略大相径庭。WhatsApp刻意避开了广告模式，在用户第一年享受免费使用后，每年只收取1美元的订购费，维持不多的营收。


Facebook是否分享了宝贵的能力？
 否。Facebook本应将WhatsApp和它自己的通信应用Messenger结合在一起，但事实是一直让两者各自保持独立。

那么这笔交易背后的逻辑何在？可能基于一个事实和一个愿景。事实是：WhatsApp是世界上最大的通讯应用，最新统计的用户数量超过了10亿。愿景是：Facebook将会摸索出如何让这些用户变现的方法。这种可能不是没有，但达到财务标准则难于登天。为了让Facebook的股东能从这起收购中取得回报，WhatsApp必须要在不到10年内成为地球上最能赚钱的软件公司之一。

让我们来看数据：Facebook的资本成本率只有9个多百分点，合218亿美元。这意味着WhatsApp必须每年创造出20亿美元的额外价值，或20亿美元的额外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但是一家在收购前一年亏损了1.38亿美元的公司，不可能立刻创造出如此多价值。Facebook的股东有权从一开始就期待每年获得20亿美元的价值；对他们而言，每年达不到的回报，就相当于最初收购价格增长了。他们也会期待价格增长的这部分每年也产生回报。因此，如果每一年WhatsApp无法创造20亿价值，对股东而言，收购WhatsApp的实际成本会连年增长。

让我们假设收购后WhatsApp的盈利能力增长速度和Facebook在成立后前8年中一样。Facebook在前5年亏损，然后到第8年营业利润攀升至20亿美元。如果WhatsApp在2015－2019年间实现盈亏平衡，然后达到和Facebook一样的盈利增长，那么Facebook的股东将在2022年首次获得可以接受的回报。然而若想实现这个目标，WhatsApp的EBITDA须名列世界软件公司前8位，紧随在微软、甲骨文（Oracle）、SAP、谷歌、IBM、Facebook和腾讯之后。

这还是乐观的情况。不乐观的是，从现在起到2022年，WhatsApp将因前7年的利润不足，积累了183亿美元的额外亏损——相当于Facebook在2022年花费401亿美元收购WhatsApp。这可是笔巨额投资。根据最新排名，世界上只有266家上市公司价值超过400亿美元。

现在 CEO 马克·扎克伯格被誉为商界奇才，Facebook也成为了世界上最具价值的公司之一。股东们喜孜孜地看着他将218亿美元砸向一家只有几个工程师和年营收1000万美元的公司。只要基础业务还红火，股价将继续攀升，收购并不一定要有清晰逻辑。但历史告诉我们，一旦基础业务出现问题——想想北电、美国银行、世通和泰科，股东就会更仔细地审视所收购的公司，“他们在想什么”？这就是理性收购对你有好处的原因，哪怕市场没有要求你这么做。而且，并购交易创造的价值取决于收购方为之进行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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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并购得失：PMI关键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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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亚洲并购活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是并购后整合（PMI）处理不当。成功的PMI通常包含八项核心实践，而组建合适的PMI团队也非常重要，这一团队应该具有三个重要模块——合并管理、价值捕捉和合并支持。






近
 年来，亚洲并购交易占全球并购交易的比例有日益上升的趋势。这有赖于中国和印度企业的崛起和增长的雄心。涉及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数量过去十年已增长了四倍，交易金额的增幅更是达到了六倍。根据这样的增长幅度，中国企业的并购交易在2022年将多达每年2万宗，交易金额则会超过2万亿美元。

不过，能够创造价值的并购交易数量非常之少，实际上很多并购活动最终都会以失败告终。我们的研究表明，亚洲并购交易中仅四分之一实现了预期收益，究其缘由是企业并购后整合（Post-merger Integration, PMI）处理不当。其中缺乏沟通、预期不明确、并购后组织结构混乱、领导力不足、缺乏计划、动力不足等都是主要原因。

并购交易之后，整合不会自然发生。通常情况下，很多企业对于有效的并购后整合重视不够，这些企业收购了其他公司，只是做出了一些努力合并生产环节或后勤人员，然后就坐等好的结果发生。而成功与失败并购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企业如何进行整合管理。



八项PMI最佳实践

审视赢家的做法总是大有裨益的。我们与很多成功完成并购的亚洲企业进行过合作，发现推动它们成功整合的有8项核心实践。


1．制造紧迫感



时间是并购活动的关键。科尔尼研究表明，80%的协同效应价值都是在并购后第一年实现的。错过12个月的窗口期，大部分价值都会消失。因此，制造紧迫感对于并购后计划极其重要。

并购成功的公司在正式合并后之前就会组建跨部门团队，这些团队与独立的咨询顾问在保密的环境下分析那些在交易正式完成前不能分享的信息，制定公司可以在合并后第一天出台的计划，以捕捉协同效应。


2．快速选择领导团队



我们相信，大型的变革性整合需要丘吉尔风格的领导，他们了解公司在争取什么，并能不惜一切代价去实现。我们建议公司在交易法律程序正式完成前确定首席执行官（CEO）。在开始阶段，必须明确负责人。

指派的CEO可以立即面试来自两家公司的候选人，在整合开始之前决定下一级管理层。第一层级管理者的职责应在第一周结束前确定并向整个公司通告。快速选择领导团队的过程要透明、统一、目的明确。另外，首席财务官（CFO），首席投资官（CIO）和人力资源负责人对合并的成功都非常关键。


3．保持开放、频繁、及时的沟通



沟通在整个整合过程中都非常关键。合并行为可能会使很多利益相关方感到焦虑，包括员工、股东、供应商、顾客和客户等。我们建议客户坦诚地告诉员工裁员的情况，或者告知员工宣布有关工作决策的时间。

另外，管理层还必须关注博客世界。根据我们的经验，最好方式是尽量多地发布整合期间的信息，并给员工提供这些关键问题以及决定发布的时间表。例如，如果有博客推测某工厂将要关闭，你可以指着时间表告诉他们，三个工厂正在审核，其他18家工厂没有。然后说明决策出台的时间，让人们了解他们什么时候可以知道自己的未来，这将有助于控制焦虑情绪。


4．关注点放在客户和渠道伙伴上



在一项合并交易中，人们通常不能脚踏实地关注眼下的现实任务，而容易关注内部问题，如“我的工作能保住吗？”，“谁会成为我的老板？”，或者“合并后这个系统或那个流程如何工作？”等。但竞争对手清楚，这是你最脆弱的时候。他们会利用这一情况抢走你的客户。因此，制定结构恰当的并购后整合（PMI）计划可以让公司把关注点放在客户身上。

成功并购的企业一般会集思广益，共同制定客户保留计划。这些计划在并购整合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因为该计划需要现在的销售和高管团队参与，消除各自客户的疑虑，并保证他们的利益。当并购整合邻近之时，实施的计划内容一般包括：新公司CEO和高管在整合开始前一周访问主要客户，再次向他们保证不会发生任何变化或公司只是做出改善。


5．建立强大的组织结构



并购后整合的有序执行需要一个强大、组织良好的团队。其中的关键是成立项目管理办公室（PMO），负责协调全部工作和各个团队。项目管理办公室通常由外部咨询顾问和公司内部人员组成。选入项目管理办公室的员工必须具备较强的组织能力，足够强的个性与能力，能够说服人们并激励他们按时完成工作。项目管理办公室应保留一年或以上，被选出负责这一工作的员工必须专注于整合事宜，直至整合过程完全结束。

要完成这一任务，项目管理办公室必须拥有足够的授权、清晰的职责和高层领导者的支持。成功完成并购的企业一般倾向于在正式合并之前的60天就建立明确的、资源丰富的组织结构来支持整合，并且持续到整合完成之后。


6．严格管理风险



对于那些可能对整合带来威胁的事宜，企业需密切关注相关指标，运用一系列成熟的汇报工具来识别和追踪风险，确定风险优先排序。风险管理的关键是沟通：项目管理办公室需要了解每个团队的进展情况和需要解决的瓶颈问题。最大的风险是高价值员工的离开，高端客户的丢失，以及员工士气和动力的不断下降，还有就是合并后的新公司虽然规模扩大了，但却不能捕获合并的全部价值。


7．积极解决文化问题



公司文化和组织文化的差异可能会影响价值的创造：有些公司采取扁平型组织结构，奖励个人主动性，它们重点关注员工，相信高积极性员工的自然生产力必然可以促进企业的增长。而也有一些公司采用层级型结构，鼓励过程导向的行为，重点关注顾客。文化冲突——具有不同企业文化的公司和来自不同国家企业员工之间的冲突，可能使整合陷入困境。那些实现成功合并的企业会进行评估，它们知晓文化差异，制定了缩小文化差距的策略，从而使组织变得和谐。


8．设定明确目标，管理预期



企业需要设定明确、积极的目标，要确定从哪里和如何捕捉协同效应（包括期望程度和实现时间），以及要知道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实现这些目标。如果有清晰的方案和基准，整合团队和业务经理就可以更好地集中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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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成功的并购展示的“最佳实践”（资料来源：科尔尼分析）





实施可行的PMI计划

如果整合行动遵循清晰的指导原则，有坚实的合并管理结构支持，使用经过测试的工具和技术，那么整合将会取得成功。

除了上述8项PMI最佳实践外，企业还要制定切实的并购整合计划。我们为此设计一个特别的整合框架（见图“科尔尼并购整合框架”

 ），用以帮助并购企业建立清晰的结构，规划整合过程的所有步骤。任何整合过程的第一步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合并管理，包括构建整合项目结构，建立整合能力，启动本土化计划；第二是协同价值捕捉，涉及价值来源评估，制定价值捕捉的组织策略；第三是合并支持，侧重IT战略整合，HR政策协调，是所有并购过程中最关键的功能。

下面我们具体阐述这几方面。


首先是合并管理。
 大多数合并交易失败的原因都是执行不力，而非战略基础。几乎所有典型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指定详细计划来避免。如果整合活动遵循清晰的指导原则，有坚实的合并管理结构支持，使用经过测试的工具和技术，那么整合将会取得成功。

专注、有序、运行良好的整合过程是从高层开始的。在整合开始之前计划开始之时，CEO需要制定一套指导原则，支持整个整合过程。

指导原则通常包含大约多个重点，侧重整合活动的主要目标和整合过程本身。以我们合作过的一家消费品公司为例：该公司制定了一套指导原则，给予客户、员工和合并本身同等程度的关注。该公司的第一条指导原则就是“客户是关键”，这对该公司的并购后战略起到关键性的影响。例如，公司需要快速整合销售团队，以做到最小化客户流失。这家消费品公司的指导原则要求对所有员工要公平、尊重，公司甚至声明，“我们是一个整体——整体的力量大于部分之和。”这有助于强调一点：每个人都将从合并当中受益，并在其中发挥一定的作用。

协调两家或以上公司的整合是组织内部的活动。通过若干工具和技巧可以让团队集中精力，帮助高级管理层了解清除前方障碍所需采取的行动。

第一个工具是团队宪章。这是各整合团队撰写的单页文件，总结了团队的目标和计划。另一个重要的工具是协同蓝图，是由各价值捕捉团队撰写的单页文件，提供有关各自团队所实行效益举措的详细内容。第三个重要的工具是快报，由各整合团队分别撰写，提供更新的活动内容、成绩以及需提交的问题。其他一些工具可以让利益相关方了解整合活动的概况，当问题发生时他们可以及时介入处理。在这些工具当中首先是高层次总体规划，是由项目管理办公室制定的。


其次是协同价值捕捉。
 几乎任何整合实践都可以利用若干核心领域释放整合价值。我们一般关注使资产和投资更为合理化，以及提高运营生产率和促进收入增长的方法。

在合并法律程序正式完成之前，咨询顾问和高级业务经理应已经分析并确定了所能创造的价值，并详述了实现目标的方式和时间。接下来，价值捕捉团队需要彻底检验协同效应预期，并将那些计划纳入协同效应蓝图。

我们建议企业使用优先级矩阵，该矩阵按照实施难易程度所对应的价值展现了可能的影响。各团队重点开展快速有力的行动，通过率先实施容易开展的高价值计划来创造价值。优先级矩阵将展示那些通常能在结构良好的整合中创造价值的核心协同领域。


第三，合并支持是连接一切的胶合剂。
 人力资源（HR）和技术部门（IT）在任何并购交易中都是最关键的角色。人力资源和技术的风险高，任务关键，既能够促进合并，也可能会让价值在整合完成前丧失掉。

在合并发生之前，人力资源部门需要进行资源盘点，弄清楚哪些人员能够增加价值，哪些部门存在人员冗余，然后据此设计新的组织结构。人力资源需要整合制定出一套福利计划和人才保留计划，确保留下最有价值的人力资源。

并购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最优秀员工的潜在流失，因为他们不想面对不确定性，或担心新公司会安排给他们不好的职位。企业需要有一个管理这类风险的框架，确定优先考虑的员工，并将他们分为公司的临时资产或长期资产。人才保留计划设计的目的是留住员工，确保合并后的公司能够捕捉到这些关键员工的价值。

合并会使员工感到焦虑。此时，在引导两公司员工顺利度过整合中必然出现的情绪起落，人力资源将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人力资源领导必须向两公司的员工说明整合的益处，为其安排在新的组织中工作所需要的培训，并提供资源和激励措施，帮助其达到新的业绩目标。另外可能会增加并购的不确定性的人力资本是两公司固有的企业文化和国家文化差异。收购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和项目管理办公室需在并购发生之前明确评估文化差异所在，同时制定减小这些差异的策略。

信息技术对合并企业的顺利过渡和创造快速可靠的价值同样至关重要。如果IT整合执行不善，造成销售和运营停滞，那么合并交易也可能因此失败。

收购方可以采取不同的战略进行IT整合。IT整合的五个方法包括：松散耦合系统、从众多IT结构中选择一个最好的系统、选择一个最符合并购后企业发展战略的结构、淘汰遗留的系统和结构、或尽量将系统问题外包给与公司架构方向相符的第三方。具体采用哪种方法要取决于企业的管理模式和财务状况。

最后，我们并不认为亚洲企业面临的并购后整合挑战比西方企业更大。但我们确信亚洲企业对并购游戏经验的掌握比西方企业要少。亚洲企业对并购后整合，以及整合工具和方法没有西方企业那么熟悉。另外，在并购活动中，亚洲企业不太愿意寻求外部专业帮助，它们更愿意自己解决这些问题。但是，如果想在亚洲并购游戏中成为赢家，亚洲企业的高管必须加深对并购后整合过程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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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科尔尼并购整合框架（资料来源：科尔尼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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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纯毅（Chua Soon Ghee）是科尔尼公司全球合伙人，著有《亚洲并购——激流勇进》一书。吴明方（Mui-Fong Goh）是科尔尼公司全球合作人。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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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制定新战略首先要考虑两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新资源和新能力。一半以上的失败战略是因为缺少人才和相应的能力（这占到67%）以及缺乏业务资源和相应的整合资源能力（占50%）。这两点肯定无法全靠内部培养的方式来获得，但这就意味着一定要并购吗？还是也要考虑购买其他公司的协议许可或成立合资公司？

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公司都只会“一招鲜”。过去10年间我们调研了162家通信公司，惊讶地发现只有1/3的公司会尝试以上提及的所有方式。一些公司全靠内部研发，其他公司则只习惯于协议合作或合资，当然还有一些已经把自己打造成并购专家。当我们问及这些公司为什么苦于无法获得资源或能力时，很少有管理者会意识到困局都是因为自己的那点“长处”。

我们发现，以5年业绩表现为考察周期，采用多种方式获得资源的公司要比只依靠合资方式的公司，存活率高出46%，比只依靠并购的公司高26%，比只依靠内部研发的公司高12%。如果公司的高管考虑了获取资源和能力的所有手段和方式，那么战略失败的概率只有1/5，但如果并没有通盘考虑所有可能性，失败的概率就高达54%。所以，“战略执行问题”只是搪塞的借口，失败的原因就是公司高管并没有想清楚公司发展的路径。

我们为那些欲获得成长资源和能力的公司的高管，提供了一张决策导图（参见图表《找到想要的，先要找到正确的寻找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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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想要的，先要找到正确的寻找方法




用最简单的方法得到你想要的资源，达成你的战略目标。“改装”现有资源是最简单的办法，并购是最复杂的办法，需要双方的深度战略融合关系，否则不要选它。





内增、外借，还是并购？

三个标准解决选择困境：

现有资源的有效性、双方共识程度、合作的深度。


问题一：


你拥有与战略目标相关的资源吗？

内部研发肯定比整合外部资源更快且更有效，但前提是公司已有的资源与外部差距不大，或者你的公司已在特定的领域内占绝对优势。以色列的梯瓦制药公司（TEVA）是全世界最大的非专利药品制造公司。近些年，梯瓦已开始利用内部科研力量和外部长期合作的科学家生产专利类药品。印度的制药公司Neuland Laboratories利用现有的技术和生产基地拓展药材的生产，拓宽研究领域和扩建厂房。

但如果内部发展所需的新资源和新能力对现有核心业务造成威胁，迫使公司退出现有市场，那么内部发展无疑会受到支持原有文化、组织流程者的反对。这些反对者为维护既得利益，甚至会封锁新发展所需的资源。采访中，一位经理指出，很多通信公司的电话业务部门痛恨数据通信部门，这就使得“数据技术的投资和资源调配会因内部竞争而受到限制，发展缓慢”。

我们发现，公司采用全新的架构模式比在原组织系统内增加新部门的效果更好。

英国的医疗影像设备公司EMI曾计划自主研发新一代CT扫描仪，但此计划最终流产，原因是公司内部在资源调配、跨实验室的技术交换和市场人员配置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复盘此事，如果在公司原有组织架构之外找到并获得新技术，可能会有更好的结局。比如，EMI可以求助X光设备商Picker，Picker无法在市场份额上对EMI构成威胁，但具有很强的技术研发能力，或许Picker可以成为EMI的合作方或被收购方。

印度软件外包公司印孚瑟斯（Infosys）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当公司开始向医疗机构提供软件服务时，公司选择了在外部寻找资源，尽管这一服务所需要的技术研发与现有公司业务有颇多相近之处。公司认为医疗服务的软件咨询业务需要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架构支持。为了避免内耗，新成立的印孚瑟斯BPO子公司，与母公司通过技术协议的方式合作。

在无法获得外部资源时，有些内部竞争是有益的，管理者应妥善利用内部竞争的动力。但一旦出现双方核心竞争力冲突的情况，立即隔离。一点忠告：内部矛盾并不是靠人力就可以避免的。

另外，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外部寻求资源并非一成不变。公司要动态地看待新业务的竞争地位，反复问自己同一问题：我们已经拥有新资源了吗？GE在进入CT扫描仪市场时，因为认为公司现有X光照相技术不足以为支撑公司的发展，所以GE先从该行业的早期进入者Disco那里购买了授权技术。但是GE并未放弃CT设备的内部研发，并最终开发出了成功的产品。




问题二：


你与合作者是否就资源价值达成共识？

如果内部研发的能力不足，合作协议将是不错的选择，这是从外部获取资源的最简单方式。比如，大型制药公司一般都是通过签订协议的方式购买准入资格、获得进入海外市场的渠道。

但是，协议合作要求双方以坦诚透明的态度对待合作协议，如果双方对共享资源的价值在一开始无法达成共识，那么合作注定失败。如果一方不如另外一方对资源价值的了解深入，它就会因为担心被利用而不愿意签订协议；深知资源战略价值的一方也不愿出让。博世公司（Bosch）是德国最大的工业企业之一，从事汽车技术、工业技术等产业。博世曾考虑从日本电装公司（Denso）获得空调技术，但日本电装公司深知此空调技术的核心价值，博世最终决定放弃协议合作。

协议合作最大的困难在于如何量化资源价值。著名的制药企业阿斯利康（AstraZeneca）的前身之一瑞典的阿斯特拉制药有限公司（Astra）曾希望与美国的默克公司（Merck）签署一项简单的合作协议：将阿斯特拉的抗溃疡药物奥美拉唑（Prilosec）引入美国市场，默克公司只收取每单位1美元的药品许可费用。但它很快就发现，在美国出售药品必须经过临床试验，为新药打开一片全新的市场还需要一笔费用，两项支出折算为单价后远超过1美元。

如果资源的现值或未来价值不确定，双方就很难在条款上达成一致，也就很难得到双方都满意的结果。协调沟通的过程是费时费力的长跑，协议中涉及的问题可能会因公司自身能力的而被放大或缩小。一位经理向我们解释说：“如果你具备较强的数据能力，就不会问太多‘该怎么办’这样的低级问题。你的想法越多、思考越深入，花钱买‘不懂该怎么用’的风险就越小。”换言之，公司需要先具备一定的能力才能有效利用交换得来的技术资源。

如果你缺乏某些能力，那么就要考虑更为松散的合作方式，比如，跨公司的部门合作，或者成立独立的合资公司。完全独立于双方的管理体系可以防范合作方的投机行为。创建合资公司并不一定是完美的手段，但可以预留足够的权力真空地带，合作方都无法完全掌控合资公司。待到交换资源的价值逐渐清晰后，双方可以建立一整套机制协调资源交换。阿斯特拉和默克的商业合作最后就以合资公司的形式达成，完成了从知识产权到临床实践的全过程，探索了打入美国的肠胃炎药品零售市场的新模式。明确双方在财务上的投入及各自的权利义务，并设立独立团队反复协调和适应这一复杂的过程——以上合资公司的优势都是协议合作所不具备的。

合作方都派遣较少的人员和部门参与合资公司的商业合作，是合资机制有效运行的关键。阿斯特拉-默克就是最好的例子。GE的航空航天部门同样提供了成功范本。该部门与法国的斯奈克玛（SNECMA）航空航天集团合资成立的CFM国际发动机公司，在业内保持着领先地位，它绝大多数的商业行为都独立于这两家公司之外，几乎没有与GE和斯奈克玛签署过任何跨地域的技术和市场合作协议。

这方面的失败案例来自法国雷诺公司和瑞典沃尔沃的合作，双方合作的范围太广：共同设立一个复杂的管理体系，整合从研发到市场的全部力量。在生产了几款车型之后，发现合资公司内部矛盾重重。雷诺吸取了此次经验教训，在与日本尼桑公司的合作中只做战略主导方，但实质上相当于通过合资公司收购了尼桑。




问题三：


合作要多深入？

如果协议合作和合资公司都无法让你实现目标，或者为获得想要的资源需要投入大量人力，尤其是这一合作涉及战略性资产时，你最好的选择是直接收购。

为了获得治疗阳痿的药物西力士（Cialis）的活性成分，美国礼来制药公司决定买下它和ICOS一起创办的合资公司礼来-ICOS。因为礼来发现，该药品的进一步研发需要越来越多的时间精力才能保证合作的有效性，与其进行长期协调沟通，不如直接终止合资。

当然，并购是获得资源的极端手段，通常伴随着巨大的代价，甚至对并购双方都有毁灭性的风险。但是，较之合资和协议合作关系，对于想要获得资源的一方来说，并购的优势在于可以掌控和任意调配全部资源，创建稳定的发展平台。以强生为例，并购就是这家公司的一项长期战略，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发现可被收购的公司，将其整合进强生的业务链。从解热镇痛剂泰勒诺到药物涂层心脏支架，都是强生通过这种方式生产和商业化的。

并购是获取资源的最后选择，因为收购和整合意味着后续要处理太多财务、管理等方面的事务。切记：过度依赖收购只会让你的整合能力越来越差，给公司发展带来风险。某些情况下，长痛式的合作也比收购要好很多。

把并购作为一项长期战略的公司也一定要擅长拆分剥离不需要的资源，否则只会让公司不堪重负，强生和GE都深谙甩掉包袱、轻装上阵的道理。

其实不难发现为什么有的公司只会选择收购这一种方式，因为每种获取资源的方法都需要公司具备相应的能力，对公司文化和组织架构都有相应的要求，而这些都需要时间来建立。尽管一技之长可以应付一时，但长远来看，只依赖一类方法，迟早会做出错误的决定。一旦落后于竞争对手，那么你就有可能从主动获取资源的一方变成被收购的对象。




（原文刊载于2010年7/8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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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伦斯·凯普伦是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合作方与所有方”专业Paul Desmarais首席教授、“并购和公司战略”高管培训项目主任。

威尔·米切尔是杜克大学福库商学院国际管理专业J. Rex Fuqua教席教授，也是杜克大学“企业家精神与创新”中心成员。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4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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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普拉达CEO：如何不被并购浪潮淹没

帕吉欧·贝尔泰利（Patrizio Bertelli）| 文

李茂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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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一路走来，竞争对手们不是苦苦挣扎，就是难逃被奢侈品财团并购的命运，但普拉达却是一派繁荣的景象。它的首席执行官说，这都归功于普拉达的企业文化。






这
 些年来，普拉达应对过一些根本无法预料的事。我们原本打算2001年9月底在米兰上市，但“9·11事件”以及之后爆发的第二次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SARS、全球信用危机等突如其来的事情让这个计划泡了汤。好在我们以创新性的方式及时作出反应，抓住了新的机遇，并于2011年6月在香港成功IPO。上世纪90年代，我们曾经坚信，未来能否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取决于普拉达在西欧和美国市场上的兼并能力。但如今我们主要把精力集中在主打品牌（普拉达<Prada>、缪缪<MiuMiu>)和新兴市场上。这一做法已开始收到效果，例如仅中国目前就贡献了公司收入的22%。

过去的十年是多事之秋，很多时尚公司深受其苦，普拉达却蓬勃发展。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这个行业日益被一些奢侈品牌大财团主导，普拉达却保持了独立性—这主要得益于我们的组织文化。这些年，顺应时势修正计划是常有之事，但是公司管理方式却始终如一，公司的核心价值观、组织结构、内部及与客户的沟通方式都鲜有变化。所以，倘若普拉达的成功有秘籍的话，那就是以上这些原则。在我看来，这些原则都是通用的，都可以被成功复制。



透明化管控

普拉达内部不存在秘密。在很多公司，不管是设计部还是销售部，部门经理通常都不喜欢自己的员工跟其他部门的人聊天。他们希望掌握控制权，为此，他们通常会隐藏信息，限制交流。

其实，公司理应放权。优秀的设计师应该是设计的主人，否则他们的创意就会被破坏。而对优秀的主管则不应该翻旧账，否则就没人愿意做决策了。但控制绝不应该成为某种障碍。设计师或者主管在拥有控制权的同时，不能封锁信息获取的渠道。

事实上，相比强调控制的企业文化，强调透明化的企业文化能够赋予管理人员更大的控制权。部门间的透明化使普拉达可以迅速地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我们把创意能量跟商业目标紧密融为一体，不为设计而设计。

在这一方面，我们并非独此一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伊夫圣罗兰、香奈儿、古驰和阿玛尼等品牌就擅长融创意与商业于一体。与普拉达一样，这些时尚巨头的整合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公司高层的合作，就比如我和缪西娅·普拉达（Miuccia Prada）的配合。跟缪西娅一起做设计的员工，也经常和在我领导下的做市场的员工沟通，所以我们的动作极其迅速。百货公司会告诉你，通常时装秀上刚刚展示过的设计，普拉达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送来服装和配饰。在对时间极其敏感的时尚界，这种能力尤其重要。

得益于公司的高透明度，我们可以轻松地接受上市公司必须遵循的审计报告标准。很多国家—尤其是意大利—的家族企业，很难接受对外公布公司信息的理念，更别说执行了。这也是为什么在寻求投资的时候，很多意大利家族公司偏向于大的战略合作伙伴。他们觉得处理与一个合作伙伴的关系更容易一些，而且他们能够掌握控制权。

这个问题值得商榷，毕竟合作伙伴是公司董事会的一员—这件事本身没有问题,一个关键的投资合伙人参与到公司的战略制定中，从法律层面来讲绝对合法。但是，你很难搞清楚合作伙伴们真正的意图和行动计划。他们很有可能预谋夺权，或者为了私利试图诱导公司不顾成长性和利润转而追逐其他目标。处理好这些问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不久你就会发现，你作出的所有决定，都要跟他们协商和交涉。普拉达借助上市成功地避免了这个问题，确保其核心价值和设计哲学在成长过程中无需做出妥协和让步。我发现，对一万个股东负责比管理一两个合作伙伴更容易。我们乐于对社会上的股东全面披露公司信息，这是我们保持独立的根本原因。



追逐风险

几十年前，时尚大亨们并未把俄罗斯、印度、海湾国家或者中国作为奢侈品的重要市场。那时他们的发展都来自于欧美和日本市场。我们从1983年开始国际扩张，分别在纽约、马德里开分店，此后又在巴黎、伦敦和日本开店。1993年，我们在北京的店面也正式开张。

如今，不难看出时尚的未来就在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新兴大国。但是在1993年，世界格局并非如此。当时，中国正在为1997年香港回归做准备，而俄罗斯国内也面临着很多政治以及经济上的不确定性。欧美国家仍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欧洲正努力实现货币一体化，人人都为之兴奋；美国正处于金融自由化的蓬勃发展阶段；互联网行业开始腾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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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路易·威登、阿玛尼、古驰和其他一些法国和意大利品牌也都在中国这个新兴市场进行了投资。但究竟是什么促使我们决定去冒这个险呢？在某种程度上，这跟我们的拉丁文化有关。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对于海外市场持不同的态度：他们倾向于出口自己的文化，而非调整自己适应本土文化。他们害怕被骗，对每笔交易都要进行交涉。但是没有人愿意在交往过程中被怀疑，或者感觉对方缺少对自己的信任和信心。

相比之下，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就不太害怕信赖别人，比如，在中国我们不止一次地表达对中国的金融体系、司法体系和合作伙伴的信心，中国政府官员很欣赏这一点，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同时，我们尊重合作伙伴的能力，可一些外国投资方的做法却让人感觉他们在生产和管理方面似乎总是高人一等。事实上，中国人受教育程度很高，也很有能力，他们不愿意摆出一副屈尊俯就的样子。

在我们这个行业，没有敢于冒险的勇气很难取得成功。每一个新的设计都是一次冒险：你工作得很辛苦，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到头来却很有可能一败涂地。当然，你也有可能大获成功。我现在开始把视线投向非洲，10年或者15年内，这里将会成为一个巨大的市场。我觉得非洲人也会积极响应我们的经营方式，毕竟他们也厌倦了仰人鼻息。退一步说，非洲市场的挑战难道会比上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更大吗？



靠业绩说话

说到激励员工，不妨俗套一点，公司必须要尊重他们。这样做能促成一些效果惊人的决策。过去很多人认为英国的工人既懒惰又粗心，但是我注意到英国拥有非常精致的手工艺传统，所以我们收购了一家高端鞋履公司Church’s 鞋业，当时意大利人觉得这个收购很疯狂。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处置工厂。Church’s在北安普顿郡中心有一个鞋厂，当时有600名工人。如果把这个鞋厂搬出城区，以更低的价格在郊外买块更大的场地，看似是一个聪明之举。但是当我去工厂参观的时候，我发现这些员工的生活都是围绕着鞋厂及其所在区域展开的。大部分员工住在鞋厂附近，中午可以回家吃饭。倘若把鞋厂搬出城区，我们就剥夺了他们在家的一个小时，而且还迫使他们只能带三明治上班。如果在其他方面没有回报，他们的生活质量肯定要下降，所以我们最后还是把工厂留在了城区。

这个决定令我们受益匪浅。我们保留了原公司近乎全部的人才,他们既勤劳又有才华，大大提高了生产力。同时，我们也证明了：与欧洲大陆工人相比，英国工人更便宜，更勤劳。

你可能会说工作就是一种责任。员工有责任为我努力工作，但是我也有责任尊重他们每一个人。我的另外一项责任就是培养他们。这是我对公司的责任，也是我对员工的责任，因为当公司的管理层愿意帮助员工进步时，公司的竞争力就会增强。在培养人才方面，普拉达做得很不错。很多高级经理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进来了，他们在离开普拉达后，都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并且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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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只卖自己的设计

如果一家公司的创始设计师还在工作，坚决不要收购它。这条原则是我们从惨痛的实践中学习来的。设计师如果不是急需用钱，绝对不会卖自己的品牌，他们会对商业色彩浓厚的介入者深恶痛绝，也会竭尽全力去保护自己的设计权。在与吉尔·桑达品牌（Jill Sander）和海尔姆特·朗品牌（Helmut Lang）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就犯了这个错误。

在收购这两个品牌的时候，根本就没人预料到奢侈品会在新兴市场急剧发展。我们当时认为公司发展的最好方法是联合美国和其他欧洲品牌—它们跟我们一样具备设计敏感性，而在把优秀设计带到市场方面，我们具备丰富的经验。

在当时，这种想法合情合理，但是假如让我重新选择，我绝不会做这两笔收购。跟这些设计师们的沟通，通常都是极具挑战性的，更何况要达到他们的市场预期呢。倘若当初我们集中力量发展缪缪和普拉达, 我们很有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做得更大。

不过，此后我们就避免再去犯这种收购的错误了。这类收购本质上是企图通过品牌整合，削减部分价值链，以降低成本,但是当这些品牌都有很强的个性时，这种做法就显得目光短浅。如果你旗下的一个时尚品牌是别人创造的，那么关心品牌融合的就不仅仅是设计师了，消费者也会有所顾虑。所以我们把收购品牌与我们的自有品牌分开了，尽管遇到了坎坷和困难，我们的自有品牌在市场上并没有受到牵连。



迷恋细节

在我们这个行业，人们购买产品，买的不是实用性而是产品本身。我来解释一下：比如说，在布拉格和米兰，市中心的道路上都铺着鹅卵石。穿着高跟鞋在鹅卵石上行走是相当困难的，你也许会猜想我们在布拉格和米兰的商店里卖出的大部分是平底鞋。但是事实上，在那里，我们卖出去的大部分是高跟鞋。很显然，舒适度不是奢侈品选择的主要标准。

奢侈品关注的是产品本身，而非它的功能特性，因此细节显得相当重要，比如触感、外表、传递的情感等。在普拉达，我们希望每个人都领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要确保做的所有事情，从生产到营销全都准确无误。

每年我们在全球范围内销售成千上万的产品，因此对质量控制的要求特别严格。如果普拉达产品的制造者难以理解我们对每一个细节的重视程度，我们的声誉还能维持多久呢?

我们并非惟一对细节如此关注和迷恋的人。斯蒂夫·乔布斯也是如此。他参与苹果产品的外观设计和使用体验，并且亲自处理客户投诉。我也一样非常关注产品的生产和营销，所以通常你很难在办公室看到我，因为我总是在四处视察，了解员工的工作情况。

我们尤其关注产品的认知度，所以倾向于在自己店里陈列和销售产品，这种策略推动了普拉达的增长。为了给顾客提供良好的购买环境，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拥有这些店铺。

尽管我们也通过网络销售部分产品，但是这并不是我们喜欢的分销渠道。这种分销渠道适合通过价格取胜的大众产品，对于奢侈品不一定适合，因为奢侈品需要触觉、嗅觉和视觉的共同体验。对于使用跟二手车和二手书一样的销售渠道，我们也深感忧虑，担心会有损我们的品牌形象。

当然，互联网是一个强大的沟通渠道，我们也在积极地增强自身能力以便更有效地使用它。但是沟通与分销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重用年轻经理

我特别推崇年轻人。我们往往过分担心年轻人滥性和吸毒，却忽视了他们的能量和理想主义—这两者其实都能产生巨大的生产力。

因此，我并不认为年轻的管理人员一定要从底层做起。在底层，他们不会有很大的收获，我也不能利用他们的优势。我雇用年轻人，因为他们有一定的优势。他们必须要清楚公司里其他员工的工作，当然我并不期望一个新来的年轻市场人员去缝衣服，我需要她去了解年轻顾客的想法。

同时，我们也需要让年轻人去体验世界。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让他们呆在像纽约、巴黎和洛杉矶这样的地方。普拉达需要年轻人去了解非洲。

翘首未来，我肯定我们公司还会犯更多的错误，但是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并且给外向型的年轻人更多的发展机会，我相信那些错误都不会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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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吉欧·贝尔泰利

普拉达（Prada）CEO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2年9月刊





案例




安捷伦的竞争力：


一边分拆，一边并购

迈克·麦克马伦（Mike McMullen）| 文

徐明 | 采访整理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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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拆使企业更专注、更灵活地面对市场，并购让企业扩大在高速增长市场上的规模。安捷伦从惠普分离出来后，15年之内进行过多次业务分拆和并购，这种做法正是其不断明晰核心业务，不断验证业务潜力的过程。






安
 捷伦自身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不断自我改造的过程。粗略统计，自1999年从惠普独立出来运营后，安捷伦成立至今的15年内，已先后进行逾30次不同程度的业务并购或分拆。（详见后文《安捷伦业务分合简史》
 ）


为什么安捷伦频繁进行业务分拆及并购？如果企业有太多经营模式同时运作，业务分拆可以使企业更专注、更灵活地面对市场。为此，安捷伦必须重新构建公司的业务组合。这必然会涉及剥离业绩表现乏力、与战略目标有出入的业务，从而使公司的战略重心更为集中。同时，这项工作还涉及收购有前途的新业务，从而扩大公司在高速增长市场上的业务规模。

安捷伦进行业务分拆的标准，关键在于明晰核心业务。这种明晰的过程，就是不断验证业务潜力的过程。纵观安捷伦业务的分合历史，其经营战略一以贯之，即以电子测量业务为核心竞争力，剥离缺乏竞争力的业务单元，同时锁定生命科学等前瞻性领域，并为之紧密布局，特别是通过全球并购快速强化核心业务。

基于明晰核心业务的分拆理念及聚焦原则，安捷伦敢于“放弃”如日中天的电子测量业务，正是通过这样的遴选，安捷伦内部各个战略事业部门的业务组合更为健康，整体主营业务更为突出，核心竞争优势更为聚焦。目前，安捷伦在细分市场拥有超过70条产品线，其中70%为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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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捷伦业务分合简史

1999年，惠普将旗下测试和测量部门分离出来，正式成立安捷伦科技公司，主营业务集中在电子测量、生命科学和化学分析领域。

2000年8月，安捷伦将其医疗解决方案集团（Healthcare Solutions Group，HSG）以17亿美元出售给飞利浦公司。此前1999年，HSG的收入达到15亿美元，占安捷伦总收入约18%，而当时电子测量和半导体产品业务收入高达58亿美元，占总收入约70%。

安捷伦在当年年报中表示，出售HSG业务，原因在于“HSG受到了医疗保健市场根本性变化影响，尤其是在美国。大小和规模是在医疗保健市场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条件，因为客户希望可以与提供更广阔产品线的公司合作。如果要成功，安捷伦则需要加大投入。最终考虑到客户、股东及员工利益，我们决定剥离此业务。”

2001年，安捷伦收购Objective系统集成公司（OSI），从而能够为3G无线通信、光通信、宽带IP和分组语音网络和服务的供应商提供完整解决方案。

2002年，安捷伦收购RedSwitch，在安捷伦产品系列中增加了InfiniBand和RAPIDIO。

2005年，市场情况瞬息变化，安捷伦电子测量和半导体产品业务收入大幅走低，2005年收入降为38亿美元。为此，安捷伦当年以36亿美元出售了从惠普继承下来的半导体业务。同年，安捷伦生物分析测量业务（含生命科学与化学分析）收入达到14亿美元，并且呈现强劲增长态势。

2007年，安捷伦以2.46亿美元收购Stratagene公司，这项交易给安捷伦带来了PCR和分子诊断相关的试剂和技术。

2010年，安捷伦以15亿美元收购了著名仪器制造商瓦里安公司（Varian），此次收购为安捷伦新增了真空技术等业务，增强了安捷伦在化学分析市场的领先地位。

2012年，安捷伦斥资22亿美元收购丹麦癌症诊断公司丹科（Dako），这也是安捷伦历史上的最大并购案。丹科的加入为安捷伦带来了癌症相关诊断的抗体、仪器和软件，扩大了安捷伦生命科学业务。

2013年以来，安捷伦先后宣布退出OEM业务、Specialty Magnet业务。2014年10月，安捷伦继而关闭旗下核磁共振（NMR）业务，后者正是当年从瓦里安公司手中接过的业务之一。

其中，尤为重大的分拆发生在2013年9月。当时，安捷伦宣布公司将一分为二，一家沿袭“安捷伦”之名，主营业务为化学分析、生命科学与医疗诊断，分拆出来的“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nologies）则从事电子测量业务。电子测量、生物分析诊断两个领域身处两个迥然不同的市场。前者属于周期性行业，受半导体和PC行业的影响很大；后者市场较为稳定，数十年来均保持稳定增长。从收入构成上来看，安捷伦的营收主要由电子测量、化学分析、生命科学、诊断及基因组学四大板块构成。但最近四年，其电子测量业务营收时有起伏，而后三项业务营收不仅超过电子测量且增长近50%。

经此一拆，安捷伦再次站到了新的起点上。不过，尽管分分合合的表象重复出现，但安捷伦的核心业务却好似经历“大浪淘沙”，变得越来越明晰。

目前，安捷伦拥有2万多名员工，业务遍及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返回阅读原文
 ）





确保战略方向正确

聚焦主业而进行的业务分拆，可以集中资源，通过重新关注核心业务的竞争力来获得盈利。

我们的经验表明，在业务变动和整合过程中，确保战略方向正确尤为重要。安捷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调动既有资源，快速形成竞争优势，主要有两个原因：


1、聚焦核心业务，一切为了竞争优势。


安捷伦刚从惠普分拆出来时，就把自己定位为高成长企业，即公司的增长要高于市场平均成长率。要实现高成长，就必须把所有精力集中在自己最擅长的方面。时任安捷伦全球副总裁兼通信事业部运营总监艾伦格雷厄姆（Alan Grahame）曾这样表述公司理念：“我们不见得要玩大（Big Player），但要成为主要的创新者（Major Innovator）。我们要保持第一，最坏也要保持第二。”

这种数一数二的聚焦原则，反映在业务分拆过程中，就是两条标准：一是看业务的市场领先性如何：该业务能否在安捷伦所参与的产业或市场中占据数一数二的位置；第二是业务增长潜力：该业务能否为公司带来高速增长。任何一项业务，只要两项标准有一条不符合，就可能被纳入未来的剥离候选名单。

聚焦主业而进行的业务分拆，可以集中资源，通过重新关注核心业务的竞争力来获得盈利，是激发公司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关键举措。与此对应，并购时也是基于企业战略及价值主张，围绕核心竞争力而进行评判的。如果能够进一步拓展核心优势，我们就会适时并购相关业务。


2、发挥核心人物领导力，确保战略性方向。


频繁的业务校正与战略微调，对安捷伦管理层的领导力的考验极为严苛。领导者需要不断地审视周围环境，并接受新观念，倡导新变革。幸运的是，在安捷伦发展历程中，恰好出现了经得起考验的管理层。无论是早期从惠普分拆中勇挑大梁的纳德巴恩霍特（Ned Barnholt），还是继任者邵律文（William Sullivan），他们都在任期及岗位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纳德巴恩霍特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安捷伦的组建和正常运行，并在“惠普之道”基础上革新了公司文化；邵律文则完成了安捷伦“电子测量之王”地位的巩固，进行了一系列关键性的并购和拆分；而我的任务是安捷伦大跨步进军快速增长的生命科学、诊断及应用化学市场之际，如何将生命科学及医疗诊断业务打造成另一个全球第一。

从2005年开始，安捷伦还开创性地进行了“领导力调查”调研工作。每个季度，人力资源部门会对员工进行6-8个问题的调查。员工的反馈意见不仅将作为公司决策的参考意见，而且会实实在在成为年终考核各级经理们的重要依据。通过持续的领导力调查，不断增强团队凝聚力，也确保了公司战略的实施。



调动组织和员工两种积极性

安捷伦希望自己能树立起敏捷协调、思维灵活、具有突破性技术和能洞察用户需求的新形象。

业务变革所带来的动荡，将同时作用在组织和员工个体身上。此时，业务发展所需的变动性，与组织自身追求的稳定性、员工个人发展的连续性，往往会发生冲突。

对于如何平稳度过变革期，安捷伦真正的‘秘笈’是企业文化。安捷伦深知所有的工作都是人做的，所以团队很重要。安捷伦创造一种文化，使得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在安捷伦这个家庭中都能充满激情地工作，并且这种文化也吸引了大批优秀人才留在安捷伦。

以整合仪器制造商瓦里安公司（Varian）公司为例，安捷伦首先做的就是‘赢得新员工的心’。从战略上讲，新产品、新市场的获得很容易，但真正难的是赢得人心。因此整合中，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在帮助新员工适应安捷伦的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让他们感受安捷伦文化，并真正融入安捷伦大家庭中，而员工的感觉也会很容易影响到我们的客户。据一份安捷伦内部调查，整合之后原瓦里安客户的满意度显著提高。这正是安捷伦文化的精髓之处。


1、以组织结构调整及文化建设为辅助。


为了达成业务调整所需的快速响应能力、满足客户及市场需求，安捷伦必须营造一套执行力强、结构明晰的组织结构，以及一种拥抱变化、支持变革、倡导创新的企业文化。

在原有惠普组织架构基础上，安捷伦对公司管理层以及交叉机构进行了精简，使业务流程更具统一性和协调性。这样不仅降低了业务分拆并购的难度，也降低了后期整合的难度，可以更容易根据外界变化适时改变，聚焦于核心竞争力的打造和发挥。

而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尽管安捷伦曾是惠普业务重组拆分的产物，自身曾品尝过拆分的阵痛和艰难，但安捷伦并不排斥业务剥离这一手法。相反，安捷伦希望自己能树立起敏捷协调、思维灵活、具有突破性技术和能洞察用户需求的新形象。“Agilent”一词就来源于英文字根Agile，意思是机敏与协调、快捷与智慧。

经过仔细考虑和权衡，我们决定创新“惠普之道”，在惠普所积累的优秀价值观的基础上，努力打造新品牌，创造自己的新文化。即不仅致力于创新和贡献，信任、尊重和团队精神，以及正直诚实，而且全新注入三个新价值观：速度、专注和负责任，以期结合所有员工的技能和抱负，实现高水平的表现。在这种拥抱变化、倡导创新、争取敏捷的文化氛围里，员工更容易团结在一起，尽快适应最新最快的业务变化。


2、从态度到手段，尊重并调动员工积极性。


传统的“惠普之道”倡导诚恳对待员工，并悉心聆听他们的工作想法，这样最大限度地调动其工作积极性。然而，业务调整期的动荡，势必会涉及人事和利益分配调整，如何确保员工军心不乱仍是领导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在早期巴恩霍特的领导中，坦诚与直接的态度是常用方式。一个经典的案例是，2000年8月20日，安捷伦有史以来第一次迎来2.19亿美元的季度亏损，巴恩霍特打破传统，在向华尔街汇报业绩之前，率先向员工详细解释了业绩表现及被迫的裁员计划。巴恩霍特派出的3000多名经理坦诚以待，认真答复4000名被裁减员工的每一个问题，同时评估裁员过程中所涉及的每项计划和每个职位。最终，裁员计划顺利推进，甚至被裁员工热情不减，直到最后一天仍然加班工作。这些故事最终登上《财富》杂志，广为流传。

此后，安捷伦意识到，企业级业务销售人员具有非常高的技术含量，培养成本非常高昂，业绩萧条时简单裁员并非最佳解决方案。安捷伦开始纠正原有做法，将不裁员看作是对人力资源的一种投资。高级经理们率先减薪，表达出整个团队共渡难关、长期经营的信心。

安捷伦主张让员工自己定义工作氛围，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认同公司价值和文化，才能觉得自己的工作有贡献，个人有价值。基于这一理念，工作并不简单地被视为一种责任，更是一种负责任的动态行为，每个人的责任心将得到更大释放，整个团队更容易在勇担责任和互相合作下，接受全新的挑战，发挥出更大的综合效能。

安捷伦同时还注重鼓励员工在不同岗位尝试，经理每年会与员工一同讨论个人发展计划。公司内部网络也会向员工随时提供最新的专业知识和其他领域知识，以应付未来业务发展需要及市场变化。得益于上述人才理念和措施，安捷伦长年蝉联各类“最佳雇主”榜单，员工流失率仅为市场平均值的三分之一。



聚焦中国服务用户

在历次分拆战略中，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都占有重要位置。目前，中国已是安捷伦全球第二大市场，也是最为活跃的市场。

首先，最大的里程碑事件是1999年安捷伦在中国建立组织结构，负责销售、售前及售后技术支持，而此前是通过代理商销售。其次，在2002年~2003年期间，安捷伦将所有的产品进行汉化，使得安捷伦产品在中国市场上的竞争力增强。第三，2004年起，安捷伦位于上海的研发中心成为全球研发中心，面对全球服务。此外，安捷伦中国卓越客户中心、应用中心的成立对于安捷伦中国而言也是很重要的标志性事件。

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转型和分析测试行业利好政策的实施，安捷伦已在北京、上海、成都三大基地与深圳分公司搭建起“3+1”战略布局。以此为基点，安捷伦在中国进行了诸多系统性创新研发和合作。“3+1”既是组织结构重点，也是“中国创造”的研发基地。这些基地不仅建立了国际一流的研发、制造中心，还通过卓越用户中心、开放实验室贴近客户需求提供服务。

目前，根据中国本土市场需求，食品、环境、制药、诊断、能源化工和科研等六大领域，为安捷伦提供了持续的增长动力，而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市场领域也为安捷伦带来新的机遇。

与此同时，人才本土化更是安捷伦中国战略的重点。管理人才本地化不仅可能提高员工归属感和成就感，是安捷伦吸引和激励本地人才的重要策略，更是寻求本土发展空间和商业机遇的重要途径。

我们会给予中国团队较大的授权，他们可以根据具体市场情况灵活决策。比如，中国团队正在考虑如何与微信等移动互联产品结合，提供全新的服务解决方案。如果任何决策都要通过美国总部的话，这些市场特殊性及其所代表的市场机会就会很容易被忽视掉。目前，安捷伦中国高层领导的本地化比率已达到70%，中层以上领导的本地化比率接近90%。

中国市场空间巨大，但竞争也在加剧，一些国有企业已着手涉足相关业务。对于安捷伦而言，我们必须知道本土市场发生了什么，需求在哪里。为此，我们必须创新自己的产品、创新服务方式、我们将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以提升公众生活品质为最终目标，并将会一如既往地贯彻聚焦中国、服务用户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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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麦克马伦是安捷伦科技公司全球总裁兼CEO。徐明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前新媒体主管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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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丁：创造让世界更高效的理论

廖琦菁丨文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撰稿






作
 为以实战闻名的商学院教授，罗杰·马丁没有受过博士训练，他拥有的最高学位哈佛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马丁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Rotman）管理学院马丁繁荣研究所主任，他对管理学的贡献之一是提出了整合思维（Integrative Thinking），也因此获评为“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



整合思维（Integrative Thinking）是指在头脑中同时处理两种相对立的观点，并从中得出汇集两方优势的解决方案。当商业领袖在面对两种情形时不是二选一，而是创造出一种更好的答案。



面对严谨的经验主义和灵活的创造性，领导如何做结合？在《战略之科学艺术》中，马丁总结出7步骤：设计选择、策划可能性、细化条件、识别障碍、设计测试、进行测试和做出选择，使决策者能够把创造性融入到制定战略的科学决策过程中。



他的这种思想也体现在《拯救地球：两种策略之争》一文中，根据企业在解决环境问题中的不同角色，马丁详细分析了现有两派：托马斯·马尔萨斯派认为资源有限，需要节约利用；罗伯特·索洛派则主张创新，通过生产力发展突破资源限制。马丁总结，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应找到综合运用两种理论的方式，而非简单地统一。他建议，在政府监管和公民调整行为模式的同时，企业可以通过创新和创造减少对环境的伤害。



罗杰·马丁对管理学的另一项贡献是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设计思维一词来源于设计师行业，强调思维方式中直觉与逻辑的平衡，核心是从结果出发倒推的思维。马丁在《设计2.0》指出，改变原有商业模式和行为的新设计往往会引发不安，应多关注“介入设计”，处理好新制品引进并融入现有状况的过程，从而服务其目标受益人。



近几年，马丁的思想开始更多转向公司责任及公司在整个经济体中的作用，他认为资本市场的活动是基于对未来的非理性预期。在《当心捧杀！公司高估值陷阱》一文中他指出，高市盈率公司的CEO之所以会做出有严重缺陷决策，原因在于他们按照投资者的非理性期望行事。公司高管应找到更现实、新颖的价值创造方式。



从整合思维到设计思维，再转向对企业的关注，马丁把自己的研究脉络总结为：创造让世界更高效运行的理论，为当今社会寻找更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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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领导者能将严谨的经验主义与灵活的创造性完美融合——这正是本文目的之所在。






如
 果真的是这样，为什么大中型公司的运营经理总是对年度例行的战略规划心怀恐惧？为什么那些规划费时费力却收效甚微？如果跟这些运营经理们聊一聊，你会发现极深的挫败感：战略性规划很少带来新变化，相反，现行战略一直难以撼动。

我们普遍的应对之举，就是变得公开“反科学”——打破系统处理数据的枷锁，寻求公司以外的独立思考，或者干脆采纳网民不落窠臼的即兴发挥。这些办法或许能带来革命性的全新想法，但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却没有有效的指导意义。正如一位经理所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把这些战略束之高阁。”

很多经理人觉得，较之于孤注一掷的替代性创造，他们注定更看重常规的战略规划过程，尽管更伤形费神。但我们坚信创意和科学这两者可以和谐统一，制定出既有新意又符合实际的战略。问题的关键是要认识到，常规的战略规划其实并不科学。没错，科学方法被认定要以严谨的分析为准则。虽然常规的战略规划的确不乏严谨精神，但科学方法还有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就是提出全新的假说，并根据需要对这些假说进行以客户为导向的试验——这两者正是常规战略规划所不具备的。现代战略规划似乎在追求科学的同时又把科学的精髓给剔除了。

我们将要论述的，就是要找到适合公司战略规划的“科学”方法。以战略性的挑战或机遇为契机，从清晰叙述假说开始——我们把它叫做可能性头脑风暴；然后考虑支持各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条件；之后，再开始分析和决定哪种可能性最有希望实现。如此一来，就能将真正的“科学”引入其中，让制定战略规划的过程不再停留于刻板的严苛（或者不切实际的创造性）。（
参见《七步走向战略决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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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原文阅读）






第一步

把问题变成决策选项

通常，战略制定总是被公司日程逼迫，只能聚焦于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挽救利润下滑、争夺市场占有率。长此以往，公司就会陷入挖掘相关数据的陷阱，而不会探索和测试革命性的解决方案。

战略制定者要避免这个陷阱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找到两个完全独立、能够解决问题的选项。一旦把问题变成选择——任何选择——人们就会聚焦于条件性分析，而不是还在喋喋不休地描述问题和挑战。但是，公司要清楚一点，一旦使用这种以可能性为基础的战略制定方法（possibilities-based approach），就会有相应的后果：引入一个革命性的战略可能，这就是破釜沉舟的那一刻，迈出战略制定程序的第一步。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宝洁公司踌躇满志地要成为全球美容护肤品领域的巨擎，但它面临一个严峻的现实：在利润最高、最大的细分市场里，宝洁缺少一个有信赖度的护肤品牌。宝洁只有玉兰油（Oil of Olay）——当时还是一个属于低端市场和成熟消费者的小品牌。宝洁有两种破釜沉舟之计：大胆地把玉兰油打造成可以与欧莱雅、娇韵诗、蓓丽相抗衡的品牌，或者斥资几十亿美元收购一家现有的大品牌。这两个构想让经理人们不得不仔细思考不同选择的危险系数。这样，宝洁就从思忖一个严重的问题变成要做一个重大的抉择。



第二步

策划战略可能性

一旦意识到必须做出选择，就不该局限于二选一，不妨把眼界放宽，考虑所有范畴内的可能性。这些可能性或许来自于已经发现的选项。比如，宝洁可以提高玉兰油现在的价格档次，把它引进高端市场，或者宝洁直接收购拥有维妮雅的德国公司，亦或从雅诗兰黛集团手里挖来倩碧。当然，可能性也许在最初想到的选项之外。比如，宝洁可以将它成功的美妆品牌“封面女郎”（Cover Girl）延伸进护肤品品类，并在原来的基础上发展成一个世界级的品牌。

构想战略可能性——尤其是全新的可能性—是公司创新的终极行为。可能美容化妆品产业的任何人都没有想到宝洁会全新打造欧蕾（Olay），直接对抗顶级名牌。想要策划出如此有创造力的战略，需要非常清楚的策划步骤和实施过程，需要一个既有想象力又脚踏实地的团队，还需要能有力控制争论的程序规则。


想要的结果
 　一个“能让公司成功”的好听故事通常就是一种可能性。这个故事应该包含几个因素：公司会在市场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它将在这个市场里如何成功。现在还不需要证明这个故事能够变为现实，只要我们可以想象故事内在逻辑的合理性，就是提供了一个突破口。讲一个言之有理的故事比说出有几成把握要容易得多。

我们普遍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让战略停留在虚无飘渺的口号上。比如“走向国际”、“争做第一”，这样的目标根本不构成战略可能性。我们要让团队详细阐述他们要获得的目标、影响力和着眼整个产业价值链时这个战略的优势所在。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找出可能性背后真正的逻辑，也不可能对可行性方案进行进一步的具体测试。

以“封面女郎”为例，它的优势在于强大的品牌认知度、现有的消费者基础以及宝洁的研发和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但它会局限在“封面女郎”现有的核心消费群——年轻人，而且建立国际声誉只能从品牌认知度高的北美起步。当然还是要充分利用“封面女郎”强大的模特和明星代言阵容。

管理者们经常会问：“我们要想出多少种可能性？”答案要视情况而定。有一些产业就没办法讲出几个令人愉快的故事——这个行业就是没有太多好的替代选项。另外一些行业，尤其是还在发展或者细分市场较多的，就有很多可能的方向。我们发现绝大数团队最后会深入考察三到五种可能性。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团队至少要提供两种可能性，否则就无法进入战略的制定过程，分析单独一种可能性无法产生最优的战略行动——0或者说，这个团队根本就不面临选择。

同时，是否延续现行战略也是需要考虑的可能性之一。这会强迫团队在接下来的阶段详细说明维持现状的条件是什么，进而剔除一个盲目的想法—“最差的情况，我们就先这样做下去吧”。有时现状就是用来打破的。只有把它纳入可能性中，团队才会探究和质疑它。除了保持现状之外，宝洁的团队面临五种战略可能性。一、放弃玉兰油收购另外一家世界级护肤品品牌。二、保持玉兰油的品牌地位——入门级别的大众平价商品，然后，通过提升研发能力来增强除皱功效，进而增加对现有成熟消费者的品牌吸引力。三、把玉兰油移至高端分销渠道—百货商店和专业美容店——进行品牌提升。四、将欧蕾重新开发成一个全新的“类奢侈品”品牌（prestigelike brand），吸引更多的年轻女性（使目标消费者的年龄范围扩大到35至50岁），但仍在传统的大众分销渠道中由零售商出售，以特设展示专柜的方式创造“平价奢华”（masstige）的体验。五、将“封面女郎”的品牌延伸到护肤品类别里。


团队成员
 　负责想象战略性可能的团队成员最好有专业、背景、经验的差异。否则，很难产生创造性的可能并将每种可能性细化。我们发现把没有参与现行战略制定的个人纳入进来是有益处的，因为他们没有投入太多的情感。通常，有发展前途的低级别主管是参与策划的恰当人选。此外，公司以外或者行业以外的人士会带来最具创意的观点。最后，把运营经理纳入其中非常关键。这不仅会在团队中深化实践者的智慧，也会让执行者在战略制定的早期就深入了解和参与最终可能被选定的方案。如果公司计划的制定者与执行者是完全两拨人，会导致执行的结果和规划的内容大相径庭。

团队大小要视企业组织架构和文化而定，例如，大企业、包容性强的公司就该组建一个大团队。在团队较大的情况下，要分组讨论那些可能性选项，8-10人以上的团队就要考虑分组。

让公司高层来担任团队领导通常不是个好主意，他势必要花时间来说服别人自己不是以之前的领导身份来带领团队。如果选择一个职位较低但备受推崇的内部人士，他选出来的方案就不会被认为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或者，也可以任命一个与公司有合作经验的外援作为团队领导。


规则
 　选出策划者后，他们就要投入第一步“策划可能性”的头脑风暴。要强调这一步与后面的测试和筛选完全不同。极具批判性的经理会以一大堆的“行不通”来推翻每一个新想法。团队领导必须时刻提醒团队成员：后面有充足的时间用来质疑，现在不要妄下结论。如果有人坚持反对，团队领导可以要求他换一种思维框架把批评变成一个条件，然后留待下一个议程中讨论。比如，把“消费者绝不会接受不同的价位”变成“这种可能性要求顾客接受不同的价位”。切忌一上来就砍掉可能性选项，否则无法在这个阶段开发性地讨论各种可能性。而且，如果有团队成员对某个方案非常有想法和主见，撤销这个方案可能会导致这个成员退出。很多管理团队会在公司之外进行一次战略策划的头脑风暴。不在日常工作环境里开会让人觉得这不是例行公事，并摆脱固化的思维方式。我们也见过一些团队有意识地延长战略策划的时间，这样团队成员就有机会反复思考、提出创意和理清逻辑。最高效的办法是要求每位成员用30至45分钟简述三到五个（或者更多）故事，无需巨细靡遗，但必须勾勒出逻辑结构，之后，再去丰富内容。

具体的技术性方法只是为了提高创新性。我们发现三种找到问题的方式格外有帮助。“由内而外”的问题，从公司的优势和能力出发，然后向外延伸：公司哪方面的优秀表现会得到市场的青睐，并创造巨大的利润？“由外而内”的问题关注市场的空白：什么样的需要还没被满足？“由远及近、由外而内”的问题用类比的论证方式提出：如何才能成为这个市场中的谷歌、苹果或沃尔玛？

一组高质量的可能性方案要包含以下两个条件。第一，现在的战略看起来并不十分成功：至少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引起了团队对现状的质疑。第二，有另外一种可能性让团队里的大多数成员觉得很不靠谱：离现在的情况太远，以至于让人觉得根本不具备可行性和安全保障。如果这两件事情中有一件不成立，那就需要进行新一轮的策划。

让宝洁觉得不靠谱的是上面提到的第四个选项—把一个低端的小品牌变成一个能够和高端百货公司产品竞争的品牌，进而开创一个大型零售商会热情支持的全新细分市场：“平价奢华”。



第三步

细化成功的条件

这一步要详细说明实现每个可能性的必要条件。注意：在这一步里不要争论这些条件是否已经具备，不用评估各种可能性背后的逻辑理性，也不要考虑具体数据——这些稍后再说。此时，任何“条件证明”的考虑都会偏离主题。

这点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如果困在“条件是否已经具备”的讨论中，持怀疑态度的人就会猛烈地攻击该可能性，希望能把它从竞争中踢出去。最初提出这种可能性的人就会为之辩护，进而回避对方的质疑以期保存这个战略可能。双方剑拔弩张、恶语相向，却对对方的逻辑观点充耳不闻。

相反，如果对话是关于“什么是真正需要的条件”，那么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说，“对我来说，如果要让这个战略更可信，必须要确保消费者会接纳这类产品”。这与“肯定没戏”这种说法的效果大相径庭。要帮助支持者理解怀疑者的担心并寻找证据消除这种顾虑。也让怀疑者详细阐述其顾虑背后真正的原因，而不是陷入无度的指责。

我们已经研发出一整套理论模型，找出那些令人信服的条件。（
参见《评估战略选择可行性》

 ）所有的条件可归为七类，涉及产业、客户价值、商业模式和竞争对手。现在可以进入一个包含两个阶段的讨论过程：


列出清单
 　罗列出所有的条件，以确保团队所有成员都能发自内心地说，“如果要实践这种可能性，我觉得没问题”。请以陈述句描述所有的条件，不要用条件句表达。例如，“渠道商会支持我们”，而不是“如果渠道商支持我们”。目的是让大家对这种可能性抱有积极的态度，这样一旦清单中的条件成立，可能性就能够转化为极具吸引力的战略。

必须确保提出这种战略可能性的人不要主导整个讨论。同时，所有列举出的条件都要放进这个清单。提出条件的人要解释为什么必须要列出这个条件，但再说一遍，他不能被质询条件是否已经具备。

之后，团队领导要大声朗读清单并询问团队成员，“假设所有这些条件都已存在，你是否会赞同并支持这个战略选择？”如果所有人的答案都是肯定的，那么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如果有任何一个成员的答案是否定的，那就需要接着问，“还要加入什么条件能让你也赞同？”这样的询问必须一直反复进行，直到所有成员都给出肯定的答案。

再强调一次，这个过程中，严格禁止关于某些条件真实与否的讨论。重点只在于搜罗必要条件，确保每位团队成员都在认知上和情感上认同该可能性。

把现行战略按照这种方式处理也同样重要。许多年前有一次，我们对现行战略进行讨论。讨论到最后，董事长从座位上跳起来，冲出屋子。十分钟之后他从外面回来，同事问他：你还好吧？他解释道，这个讨论让他看到现行战略是多么缺乏逻辑性和说服力。他跑出去是为了赶快取消一个依据现行战略制定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项目—当天就是确定该项目去留的最后日期。


筛选清单
 　上一个部分是全面撒网的阶段，而且把必要条件和锦上添花的条件都混为一谈。在列完所有条件之后，团队应该休息一下，回顾条件清单，并提一个问题，“如果删除这个条件，这个战略可能性是否仍然成立？”如果答案为“是”，这个条件就是必要条件，必须保留。如果答案为“否”，那就是锦上添花的条件，该被删除。

这么做的目的是确保清单是有约束力的条件组合。最后结束评议时要问，“如果所有这些条件都成立，你是否赞成和支持这个选择？”如果任何成员说“不”，那么团队需要回到上一阶段的讨论，同时增加最初被忽略或被误删的必要条件。

在达成一系列的可能性并明确附带的必要条件之后，团队要把这些选项递交给公司高管，由他们来批准和认可最终的选择，当然也要提交给果这些条件成立，你是否会选择这种可能性？如果不选，那需要补充的条件是什么？”目的是确保在下一步之前，已经对每个有意见的人详细说明所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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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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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第四步

识别可能性背后的阻碍

现在是该用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些条件的时候了。任务是评估哪些条件最不可能成立，要明确做这个选择会面对的阻碍是什么。

首先，让团队成员想象他们给某个条件买了一份保险，担保其有效。那么，他们会把这张保单用在哪个条件上？根据推断，选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这种可能性要考虑的最大障碍。第二个要买保单的条件就是第二大难题，依次类推。理想的结果是有一个“障碍排序”，前两三个阻碍要让团队一看就头疼。如果团队对某几个条件的放置次序有不同意见，就并列排名。

要留意那位对某一条件持最大怀疑态度的团队成员。他代表着在选择和推进这一可能性时最严重的障碍；但如果真的有问题，那他也代表着最有价值的屏障。必须鼓励团队成员提出他们的担心，不要压抑他人的顾虑。哪怕只有一个人对某个条件有所担忧，这个条件也要放入“障碍清单”。否则他有可能在权利范围之内让最终选择的战略流产。如果所有成员的怀疑都被认真看待，那么所有人对后面的过程和结果都会有信心。

当宝洁美容护肤团队审阅欧蕾“平价奢华”的战略所附带的九个条件时，团队成员认为其中的六个条件已经成立：潜在的消费者群体足够大，值得作为目标消费者继续开发；这个细分市场至少和现有的平价护肤品细分市场一样有吸引力；宝洁能够生产的产品，价格会比低端名牌商品还低；宝洁有能力与零售商建立合作关系（如果零售商中意这个想法的话）；高端品牌的竞争对手不会跟风；大众品牌的竞争者也没能力复制这个战略。但是，团队对另外三个条件抱有担忧，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大众销售渠道的消费者会接受一个全新的、入门价位非常高的产品吗？大众渠道的零售商愿意参与开创一个全新的“平价奢华”细分市场吗？宝洁能否在大众零售渠道中成功整合“类奢侈品”的定位、包装和店内促销？



第五步

为障碍条件设计测试

一旦识别出关键的障碍条件并为其排序，团队必须测试每一个障碍条件是否成立。测试的方式可能是做一千名顾客的问卷调查，或者要找一位供应商详谈，有可能需要处理几千份数据，也可能完全不能量化分析。唯一的要求是整个团队都认为该测试设计合理、有效，进而能够有根据的认同或有把握的放弃。

对某个条件持强烈怀疑态度的成员应该主导测试过程。通常，这个人会为证明结果定下最高的标准；如果最后他对测试结果表示满意，那么其他所有人都会满意。当然，风险在于持怀疑态度的人可能会定下无法达成的高标准。实践中，有两个因素会阻止这种情况发生。首先，人们表现出极大的怀疑多半因为他们觉得自己的顾虑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典型的寻求认同过程（buy-in process）的战略制定方法中，疑虑是被当作拦路虎看待，欲除之后快。但在我们介绍的以可能性为基础的方法确保每个人的观点都被认真对待。其次，玉石俱焚的牵制作用。尽管我对 A可能性持强烈怀疑态度，但非常认同B。你，相反地，可能对A没什么意见，但是非常反对选B。那么如果我给A设立测试标准，我当然知道你会给B定标准。一旦我定下了一个非常高的标准，你肯定也会这么干。最终，大家都会明白，公正和通情达理是最明智的选择。



第六步

进行测试

这一步需要采用所谓的“懒人选择法”（the lazy man’s approach to choice），根据信心指数逆序测试障碍条件——最先测试觉得最没把握的。如果团队的疑虑是正确的，这种战略可能性就被立即排除，不需要继续测试其他的条件了。如果通过了测试，那么继续测试下一个确定性最低的条件，依次类推。因为测试通常是花费金钱和时间最多的步骤，懒人法则会节省大量的资源。

通常，在这一步要“引进”外援——咨询师或者业务相关、熟悉该地区市场的专家能够帮助调整和操作测试。但要确保他们只专注于测试本身，这点很重要——你不是请他们来重新评估条件的。事实上，以可能性为基础，这种方法的亮点就在于让你集中使用外部资源，这些资源的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可能会很高。

对宝洁的美容护肤团队来说，欧蕾的“平价奢华”战略最大的挑战在于定价。测试结果说明，以真正科学的、假设驱动的方法策划的战略出乎意料的成功。乔·利斯托（Joe Listro），欧蕾的研发经理解释道：“我们测试了欧蕾新产品的最优价格点，从12.99到18.99之间。结果完全不同。12.99美元的反响很好，而且购买意向率不低。但大多数的意向顾客都是来自大众销售渠道。几乎没有逛百货商场的消费者对这个价位的产品感兴趣。基本上，我们只是劝说原品牌渠道的消费者以更高的价格购买产品。当价格是15.99美元时，购买意向率就大幅降低了。18.99美元却让购买意向率又呈大幅上升趋势。所以，12.99很好，15.99不好，18.99极好。”

团队认识到，如果价格定在 18.99美元，高级百货商场、化妆品专营店的消费者会购买欧蕾，同时，打折店、药妆店和日用品超市的消费者也会购买。最优价格点给出了准确的信息。对商场消费者来说，18.99的这款产品很有价值也不是便宜货；对大众购买者来说，溢价说明这款产品比货架上的其他产品要好得多。相对而言，15.99就是无人区——对大众消费者来说，价格还没有高到表明质优；高端商品的消费者的解读是，便宜没好货。表面看来，15.99和18.99之间的价差很小。如果团队没有如此细致的针对多个最优价格点进行有效的测试，就不会发现明显的效果差异。

当然，测试没办法消除所有的不确定性，即使测试结果最好的战略可能性也会有风险。这就是为什么测试现行战略的原因：团队就能清楚地看到现状并非毫无风险。如果不测试现行战略，就等于是把表现最好的战略可能性与一个零风险的现状做比较，那为什么不比较遥遥领先的战略可能性之中蕴藏的风险与现在面临的危机，进而做出决定。



第七步

做出决定

在常规的战略制定中，决策过程时常万分艰难，各方斗争激烈。通常，战略决策者会去做实地调查，然后试着把一本本的市场调查报告变成战略选项。赌注很高，而且没有一个战略选项是清楚表达的，这样的会议最后就变成几个有实权的高管带着先入为主的观念互相角力。角力结束，即使做了战略决策，心存疑虑的人也会蓄意破坏这个战略的实施。

以可能性为基础的方法让决策变得非常简单，甚至可以叫“虎头蛇尾”。团队只需看一下测试结果的分析，选择那个阻碍最小的可能性就行了。

这种方法做出的选择时常出人意料的大胆，如果换做常规做法，这个战略选择肯定会被扼杀在摇篮里。想一下欧蕾的例子，宝洁最后决定向“欧蕾多效修99美元的高档产品 .市场投入一款18护霜”。换言之，原来被抛弃的“给成熟女性专用”的品牌被改造成了“类奢侈品”，价格接近商场品牌。它成功了！大众销售渠道的合作零售商喜欢这个产品，而且他们也看到新的顾客在他的店里购买这个新品。美妆杂志的编辑以及皮肤科专家把这个系列看做有价值、价格合理且功效显著的产品。

“平价奢华”战略的成功大大出人意料。拥有一个十亿美元销售额的世界级护肤品牌就能让宝洁心满意足了，但不到十年的时间，欧蕾的年销售额已经超过25亿美元。从“多效修护系列” 到“新生换肤系列”、“焦点亮白系列”和 “Pro-X专业方程式系列”，多个系列的专柜产品迅速铺开，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端消费者，产品的价格迅速提升到50多美元。

纸上谈兵，听起来以可能性为基础的方法挺简单。但是很多管理者都纠结于要不要用这种方法制定战略——并不是因为操作上有技术难度，而是这种方法要求至少三次彻底的思维转换。第一，在最开始的几步，他们必须不能问“我们该做什么”，而是应该问“我们或许能做什么”。经理人，尤其是那些以“决断力”为傲的人，很习惯提出第一个问题，但如果有人问说“我们或许能这么做，怎么样？”他们的回应却相当地草率。

第二，在中间的几步，经理人必须从“我相信什么”转变到“我必须相信什么 ”。这要求经理人想象所有的可能性都可行——哪怕他并不喜欢这种战略。但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并不是谁都能自然而然做到的。这样做是要为战略可能性找到恰当的测试方法。

最后，团队要专注于精确指出确保该战略成功的决定性条件并进行测试，以可能性为基础的方法要求经理人从问“正确的答案是什么？”转变到问询“正确的问题是什么？做出正确的选择需要什么条件？”在我们的经验中，绝大多数经理人都擅长回答问题，不擅长提出问题。尤其不擅长听取别人的问题。以可能性为基础的方法是要建立在团队提出问题的能力上。任何决策过程都必须围绕着提问和进一步调研进行，这才能确保真正的科学性。



雷富礼是宝洁公司前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罗杰·马丁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University of Toronto’ s Rotman School of Management）院长

简·里夫金是哈佛大学商学院“布鲁斯 ·劳耐”（Bruce V. Rauner）教授

尼可拉·斯格科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s Wharton School of Management）“大卫 ·诺特”（David M. Knott）教授

雷富礼和马丁共同撰写了新书《玩着赢》（Playing to Win）（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即将出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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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增刊：罗杰·马丁：创造让世界更高效的理论



拯救地球两种策略之争

罗杰·马丁（Roger Martin）

艾莉森·坎波（Alison Kemper） | 文

鲁志娟 |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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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Malthus）提出限制论，罗伯特斯·索洛（Robert·Solow）推崇创新，让我们双管齐下来解决环境危机。






企
 业处于可持续发展论战的中心，他们既是环境恶化的原因也是解决之道。显然，在拯救地球之役中，企业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不过，企业究竟如何为可持续性发展做出贡献？答案来自两派观点。一派来自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他认为，拯救环境需要节制和责任感。另一派观点来自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他认为，依靠人类的智慧，环境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总是能够得到解决。这两派观点让人感到无所适从。不过，如果要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上取得真正进展的话，我们需要兼容并收这两种观点。我们需要了解，应该在何时更青睐于哪一种观点，以及如何让两派观点都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了拯救地球，无论采取哪种战略，企业显然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是发达经济体的引擎，而发达经济体消耗的不可再生能源规模之大、排放的温室气体之多，与其人口在全球所占的份额相比完全不成比例。当然，企业也通过创新手段降低资源使用量并减少污染。可见，企业既是环境恶化的原因也是解决之道，因此，在这场有关可持续性发展的辩论中，企业不可避免地处在风口浪尖上。

不过，企业究竟该如何为可持续性发展做出贡献？一派观点认为，拯救环境需要节制和责任感：消费者和企业需要减少资源使用、重复使用以及进行资源循环再利用，并抑制自己消费的欲望。简言之，资源有限，需要节约利用，这一观点符合自我节制的传统美德。这一观点在19世纪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作品中表达的最为清晰。马尔萨斯担心，按照当时的人口增速，地球资源最终将难以为继。

尽管马尔萨斯的观点对选民和政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也遇到了挑战。20世纪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就持另外一种观点，他认为，依靠人类的智慧，环境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总是能够得到解决。这一观点符合我们天然的乐观主义精神，并且十分推崇去监管和促增长。

不难看出为什么这两派观点让人感到无所适从。不过，如果要在解决全球环境问题上取得真

正进展的话，我们需要兼容并蓄这两种观点。




托马斯·马尔萨斯(1766-1834) 英国牧师，政治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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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马尔萨斯关注人口和资源不足的关系。在19世纪早期英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活动中，他非常活跃；由于他试图限制人口数量并降低对资源的消耗，所以他支持对粮食征收高关税，反对《济贫法》（the Poor Law）,他认为这会增加人口膨胀压力。他对诸如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Darwin）、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和毛泽东等知名人士，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果不加以控制，人口将以几何级的速度增长。物质仅以代数级的速度增长。”

——托马斯·马尔萨斯





马尔萨斯眼中的世界

根据马尔萨斯学派最初的观点，如果世界人口增速超过食品以及其他必需品的生产增速，这些必需品的生产成本将增加，而工资将下降，因为劳动力人口将增加。到某一个程度后，我们将无力再抚养孩子，并且最终我们将不再要后代，从而导致人口骤减。

两百年前，当马尔萨斯提出这一具有启示性的观点后，就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他的这种悲观看法引发了支持者和反对者的激烈争论。除此之外，这一观点促使《玉米法》诞生，英国通过关税设计来限制廉价的国外产品进口。马尔萨斯主义也是查尔斯·达尔文众多灵感来源之一。

不过，马尔萨斯是在农商主义出现之前得出上述观点的。当时，九成的美国人都从事农业生产。农产品的线性增长是他论文的核心，但随着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开放农业并实现了农业商业化，农产品的线性增长变成了几何级增长。之后，又迎来了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力的惊人增长。

马尔萨斯似乎完全判断失误，而当时英国主流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则向世界解释说，目前经济表现的核心特性是生产力增长，引发一代又一代的经济学家致力于生产力的研究。

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马尔萨斯的观点才再次为主流社会所关注。当时，保罗·埃利希（Paul Ehrli ch）（《人口炸弹》，1968年）、罗马俱乐部（《增长的极限》，1972年）以及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和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增长过时了吗?》，1972年）均以生动但又坚定的口吻警告说，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几近毁灭世界。

不过，事实再次证明这些警告并不恰当：能源和商品价格持续下降，去监管后竞争加剧并使得全社会从中获益，技术革命则极大地激发了新机会并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幅增长。

但是今天，随着人们对环境恶化的担忧升温，马尔萨斯有关人类会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的观点，又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中。在寻找解决方案应对全球紧迫性问题方面，围绕着企业角色的辩论也越来越激烈。

现代马尔萨斯主义将其观点扩展至食物之外：制造水平的进步导致产品消费成本下降以及再生产的加速，从而导致地球上的资源被耗尽。他们担心经济增长是以世界上自然资源的枯竭为代价的，包括石油、鱼类、清洁空气、清洁水源、可以吸收碳排放的森林等。经济活动不仅耗费不可再生资源，同时也导致生态系统恶化以及人口加速增长。

换言之，我们正在逐渐接近矗立在远处的那堵“隐形墙”。每年我们都在逼近那堵墙，最终将撞上它，这可能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包括自然灾难、瘟疫、饥荒和死亡。惟一可以避免这场悲剧的办法，就是放慢我们前进的步伐。

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流说法。在一个以可持续性发展为导向的世界，好公民是能够减少资源使用、重复使用以及进行资源循环再利用的公民。好公司应该降低资源消耗，放慢发展步伐并且注意保存资源。如果秉承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企业应该停止消耗现有的自然资本，停止制造诸如污染、二氧化碳和垃圾等副产品。企业应该对增长进行自我约束，以便赢得更大的战斗——拯救地球之战。我们寄希望于政府鼓励甚至敦促企业采取这类限制举措。




罗伯特·索洛（1924-）麻省理工学院荣誉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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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研究后，索洛认识到科技进步以及劳动力和资本增长的重要性。他在统计学方面的非凡技能与深刻的理论水平，与他在公共政策方面奉献出的毕生精力相得益彰。他是经济增长、就业政策以及资本理论方面的专家，他在资源和保护经济学领域也发表了大批著作。



“如果能够轻而易举地找到自然资源的替代品，那么原则上‘没有问题’。事实上，世界可以在没有自然资源的情况下存在，因此资源枯竭只是一个事件，而非灾难。”

——罗伯特·索洛





索洛眼中的世界

与马尔萨斯相反，马歇尔精神遗产的最重要继承者—索洛则将注意力放在生产力水平的变化上。他认为，用于新技术的资本比旧资本更具生产力，技术和过程创新将最有力地推动生产力增长。在索洛看来，人类不需要征服新世界或通过获取资源来变得富有：我们需要在现有的情况下创新。

典型的索洛式创新，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当时日本占领马来西亚，并攫取了世界上唯一的天然橡胶资源，同盟国一方用于作战的战斗机面临没有轮胎的风险，这很有可能意味着同盟国一方会败给轴心国。同盟国除了创新别无他法，最快的办法是大规模生产合成橡胶。

很多人进一步发展了索洛的推论。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是新增长理论的领军人物，该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是没有自然限制的，因为技术革新能力是无限的。在他看来，人力资本投资增加了回报率。

罗默特别强调了“溢出”价值—一种积极的外部性，即某一行业的知识进步会刺激其他领域的技术发展。当贝尔实验室发明出用于电话系统的晶体管时，他们不会意识到其对无数其他行业的溢出效应给世界带来的价值。当马丁·库帕(Martin Cooper) 1973年在摩托罗拉发明了手机之后，没有人会意识到这一发明会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同一年，当野生动物摄影师丹·吉布森( Dan. Gibson) 发明（并注册）抛物线定点收音麦克风以捕捉鸟类的声音时，他无法想象到这一发明不久后会出现在每场足球比赛的赛场旁。

技术革新和知识溢出效应，使得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改善，同时也从马尔萨斯的论断中给人们找到一条出路。创新信奉者们通常会谈到20世纪60年代的“绿色革命”，这次革命给世界农业生产带来的促进作用，甚至超过了人们之前最乐观的预期。

索洛派指出，技术和创新要么促进稀缺资源增长，将马尔萨斯之墙推到无限远处，要么允许我们简单地改变这墙的高度。




马尔萨斯主义在中国

1．从2005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实施能耗强度（单位生产总值消耗的能源）和二氧化硫、COD（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而下一步，可能导致酸雨产生的氮氧化物也将列入控制目标。

2．虽然面临中药行业的强大压力，从1990年代后期，中国就开始禁止虎骨等制品的使用，并且严格限制象牙、犀牛角等的国际贸易。

3．从2004年至今，中国机动车排放标准从国2提高到了国4，相当于欧IV的水平。单位污染物排放量下降了60%，而北京等一些城市，已经考虑在今年开始引入更为严格、目前欧盟通用的欧V标准。

4．2000年，中国开始在城镇推广垃圾分类，各类废弃物的回收率大幅提高，大家关注的电子产品的回收也启动。

5．鉴于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新增建筑大国，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绿色建筑的比重将达到三成。





战斗进入白热化阶段

这两种理论泾渭分明。马尔萨斯主义者将索洛主义者视为幻想者和乌托邦主义者，因为他们似乎否认“马尔萨斯之墙”的存在，更不用说人类正在逼近这堵墙了。马尔萨斯主义者认为，增长的限制是自然设定的，人类无法逾越。他们认为，创新的确很棒，但并不是索洛主义者们认为的“万能药”。

马尔萨斯主义者担心，索洛主义者们认为技术革新能够提供出路，但这可能会麻痹公众，使人们不再尽可能的减少资源使用、进行资源重复利用以及循环再利用。

索洛主义者则认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沉闷而且令人压抑，是现代勒德分子（Luddites，这些人认为技术对社会带来的损害大于益处）。他们担心马尔萨斯主义者将抵制创新包含的可能性，从而妨碍人们为提高生活质量所做的努力。他们认为技术发展不会引发人口增长压力，并带来了社会变革：随着国家的发展，更好的医疗保健条件以及制药技术降低了出生率，因为父母们感觉孩子的生存环境更加安全。

索洛主义者们担心，如果着眼于限制，我们可能会推迟撞上马尔萨斯之墙的时间，但是不能越过这堵墙。因此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反而注定了我们极力试图避免的悲剧性命运。

两种理论的对决容易导致毫无作为。面对这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不论一个公司还是一个政府都很难抉择。对于单个消费者、公司甚至是政府而言，最简单、通常也是最审慎的办法，就是等待并寄希望于有人就哪种策略是正确的做出最终判断。

这种不作为能让使公司降低投资者面临的短期风险。这或许可以解释美国汽车制造商们过去40年在燃料效率方面的行为。在无法决定究竟是生产小型、燃油效率更高的汽车还是投资于电动力和混合动力汽车的时候，汽车生产商们选择继续生产皮卡和运动型多用途汽车（SUV），毫无疑问，这几乎令美国汽车行业2008年时接近崩溃。

当然，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两种理论中的极端观点显然是错误的。如果坚定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是正确的，社会进步在很久之前就应该已经停滞不前了；即使人类没有灭绝的话，人口也早就下降了。如果坚定的索洛主义者是正确的话，大气中也不应该有这么高的碳排放量，澳大利亚上空本应有厚厚的臭氧层保护着。

但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都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及预测。不幸的是，目前为止，试图合并这两种观点的努力都带来了混乱以及功能失效。

《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就是一个警示。其构建者采用马尔萨斯主义的概念构架，希望通过对碳排放量的测量和定价，能够鼓励人们逐渐减少碳排放。但是他们也寄希望于在进行碳交易的同时，随着成本的逐渐增加以及获准排放量的降低，索洛主义提到的替代能源系统和产品创新也会应运而生。

不幸的是，《京都议定书》这两点都没有做到。

反之，我们创造出了一些造价高昂的新产业，用于统计温室气体排放量、评估热带雨林碳吸收能力以及掩埋废弃矿藏的液体二氧化碳等。我们的经济依然陷在消耗矿物燃料的困局中，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也在继续增加。全球最前沿的环境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Nordhaus）就将《京都议定书》的机制，称为是“既无效率又无效果”的机制，并敦促用包含全球碳税（global carbon tax）的新机制取而代之，这将迫使消费者和公司，而不是政府去创新。

那么问题出在哪儿了呢？

我们认为问题在于，人们试图通过妥协的方式将两种理论统一起来。如果你同意增长理论，我就同意限制理论，并且我们希望什么都占一点。很多决策者们都在潜意识中认同，需要综合运用两种理论中派生出来的方法，来应对环境危机。但是在制定政策或者策略时，鲜有人能够突破这一假设。

我们必须突破这一假设。因为如果两个理论都是有效的，如果它们对世界的深刻描述具有预见性，那么必定存在一些因素决定何时应用哪种理论。作为消费者、公司或者政府，我们拥有影响这些因素的一些力量，从而决定究竟是马尔萨斯主义还是索洛主义适用。但是，首先我们需要获得支撑每种理论正确性的更精确信息。




马尔萨斯限制论举例

美国国会1975年通过了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CAFE）法案，该法案旨在将小轿车和轻型卡车的燃油经济性提高一倍，并对未能达到相关标准的制造商处以高额罚款。



20世纪70年代初多格窗的广泛使用降低了家庭取暖和制冷所需能源。



加拿大70%的啤酒瓶是可重复灌装啤酒瓶。啤酒瓶回收率接近100%，这些啤酒瓶在循

环再生产之前多数被重复利用15至20次。



Reynolds Metals1963年推出全铝制易拉罐以后，易拉罐回收率显著上升，因为回收易拉罐简单易行且有利可图。



能源与环境设计认证（Leadership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Design，简称LEED）标准推动资源减量化、再利用和再循环活动。





如何让创新成为答案

在进行激进式、技术上的颠覆式创新时，最明显的要求是，能够为相对不明确的投资找到风险性资本。Alta Devices 是一家典型的硅谷初创型公司。该公司认为，相比硅技术，砷化镓能够将光伏电池的效能提高大约30%。为了判断这一技术的商业可行性并找到进行商业实践的办法，该公司需要7200万美元研发资金。这类规模的投资通常是由风险投资家或者大公司的风投部门进行的。但是，在为这类项目投入大笔资金之前，投资者们需要相信问题解决后，可以在未来产生高额且持续性的收入。最可能产生索洛式创新的背景是：问题性资源或者其替代品具有稳定且高的价格水平。

美国政府的乙醇政策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他们未能认识到这一前提条件。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之后，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乙醇退税法案，该法案目前仍存在。在油价经过新一轮暴涨之后，乔治·布什总统签署了《2005能源政策法案》（Energy Policy Act of 2005），以强化其作用，该法案授权混合使用可再生燃料和汽油，并推动了针对乙醇产能的大笔投资。

其想法显然是为了降低对不可再生资源（汽油）的依赖，用可再生资源（乙醇）作为替代品，同时也能降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此外，政府还对从巴西进口的乙醇征收关税，目的是促进国内乙醇生产，这些作法自然而然地提高了美国乙醇生产能力。

撇开支持声和反对声不谈，该政策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因为政府不能保证稳定的高汽油价格。实际上汽油价格波动非常剧烈，完全追随国际油价走势，很多时候都处在极低的水平，受此影响，乙醇项目的利润率和投资水平也飘忽不定，使得索洛式创新变得遥不可及。

在现有技术条件下，扩大乙醇产能会导致国内玉米价格上升，进而推高食品价格。由于该政策的失败迹象越来越明显，政府已经暗示可能会取消之前的决定；这将意味着撤销已经针对乙醇生产的投资，同时也向投资者显示出在其他绿色技术合作中，联邦政府不是一个可信赖的伙伴。

再来看看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德国政府的太阳能政策。德国2000年实施可再生能源法案，旨在鼓励太阳能投资。问题是要想向太阳能行业进行大规模投资的话，生产商们需要让电能卖出个好价钱。

政府要求电网运营商以五倍于传统电能的价格购买太阳能电能，这一价格只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一种精心计划好的方式缓慢下降；这就为用于发电的矿物燃料模拟出一个非常高的价格环境。这一政策意味着投资者能够有效地补偿太阳能发电技术的高昂投资成本。

结果到2010年之前，德国的太阳能发电能力几乎达到预期目标的两倍。随着太阳能发电能力的快速增长，德国企业开始向中国公司出售整套光伏生产设备。中国企业加大生产规模，并显著降低了太阳能陈列的价格。

从1998年到2011年，在德国对终端价格加以管制的期间，每瓦特光伏发电的装机成本从大约11美元降至大约3美元。预计到2020年之前，这一成本还将下降一半甚至更多。

政府所提供的稳定的价格，使得投资者能够相信太阳能技术投资能带来合理的回报，并愿意为太阳能面板的技术创新以及规模化生产进行大量投资。技术创新和规模化生产，令太阳能发电技术成本低于矿物燃料成本。这一行业已经实现规模化生产，技术也已成熟，无需再进行价格保护。

德国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油价是所有其他能源的参照物，为了刺激能源行业出现更大范围的索洛式创新，最好的办法是宣布并贯彻一个最低油价—或者通过直接的方式，或者通过对石油替代技术提供价格支持等间接方式进行，类似德国针对太阳能发电的强制上网电价一样。

能源创新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油价的剧烈波动，这妨碍了对替代能源的大规模投资。总量管制与交易制度（cap-and-trade）中的碳抵价，除了妨碍替代能源技术的盈利性之外，毫无益处，因此并不是答案。更为人们所接受的方案是征收一种可调节的缺口性碳税，以保证每桶油价的底价。

企业显然有能力影响这类决定。很多企业已经在通过合作鼓励对不可再生能源强制执行高价格，以刺激自身的创新。欧洲汽车生产商联盟已经提出将二氧化碳排放量作为征税的关键标准，以刺激消费者购买低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汽车。

最低限度是，企业能够做到不妨碍政府为营造这样的环境所作的努力。美国汽车制造商们数年来在抵制1975公司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Corporate Average Fuel Economy，CAFE)，试图通过生产轻型卡车来规避这一政策，而非致力于索洛式创新。




索罗主义在中国

1．中国政府已经制定目标，将逐步用节能灯淘汰白炽灯。仅此一项，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过4800万吨。

2．2011年，中国无论是新增太阳能发电能力，还是光伏电池产能，都是世界第一。在全球最大的十家光伏电池生产企业中，有5家来自中国。此外，在风能方面，中国也成为最重要的市场和生产国。

3．中国电话用户突破十亿，互联网用户超过5亿。信息化的普及，不仅极大地提高了社会整体福利，而且减少了资源的消耗，并且进一步提供了创新空间。

4．2011年，工信部等要求加快“光进铜退”的网络改造，光纤将逐步替代电缆。在中国， 有75%的精制铜，都消耗在通信领域。





限制论如何发挥作用

正如前文所述，推动索洛式创新通常需要政府层面的政策以及企业层面的决策。尽管消费者们的确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多数责任还是落在那些掌握着大笔预算的机构的肩上。

与之相对应的是，马尔萨斯主义限制论涵盖范围更广泛并且依托于很多的小行动，而非少数大动作。决定其成功的关键因素，是对减量化、再使用以及再循环的广泛承诺，这适用于个人和企业。这一承诺主要基于三种方式来实现：管制，经济激励以及社会、道德压力。

管制可能是最简单，但也是最生硬的方式。例如，德国消费者们有义务对电子产品和电池进行循环再利用，零售商和制造商们也有义务进行回收。当人们已经接受限制论的观点，并且认知成本不是太高的话，管制可以奏效。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管制也有其局限性，应该逐步推行。例如，开始时可以让人们对废弃的玻璃和纸张进行分类，一旦人们习惯这样做之后，再要求他们根据颜色对玻璃进行细分。但是通过管制实现限制，需要很多的本地意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来说服纽约市民按照五类法对垃圾进行分类，而澳大利亚却能够按照五类法对垃圾进行分类，该国在信奉马尔萨斯限制论方面历史悠久。

将管制与经济刺激手段配合使用，就能够推动历史发展。多伦多和很多北美城市要求根据垃圾桶的规格进行垃圾收集定价，这就给家庭减少垃圾产量提供了一个经济上的激励。当然经济激励手段也不是屡试不爽，人类擅长利用它们，但通常也伴随着不利的后果。例如在不限制垃圾处理的情况下根据体积为垃圾定价，会带来新的、处理成本更高的垃圾。因此，过于依赖经济因素的限制性策略，可能不会成功。

一套行之有效的基础设施，对于有效的监管和经济激励绝对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对资源循环再利用的承诺，需要大量、可行的循环再利用基础设施。减少资源使用，则需要用于计量的基础设施：如果用水量不被计算出来并反映在账单上的话，家庭的节水兴趣就十分有限。地方和中央政府通常负责提供这类基础设施，不过公司以及其他组织也可以提供。

通过社会压力促成承诺，是最有力但也是最困难的方式。一度被认为象征社会地位的悍马（Hummer）越野车，之所以被逐出市场，不仅仅是因为高昂的燃料成本，更是因为人们对环境责任感的认同。与此类似，普锐斯 (Prius)可能比混合动力凯美瑞 (Camry)更成功，因为前一品牌是一个专用的混合动力品牌，而后者同时代表传统和混合两种意思，使得其驾驶者的混合动力车车主的身份特征不是那么明显。

社会压力会影响企业决策以及消费者的决定。沃尔玛（Walmart）面临的巨大社会压力，推动该公司创造出一个领先的绿色产品采购倡议。可口可乐（Coca-Cola）在使用清洁水源，并建立水务管理目标方面，也感受到了足够的压力。

完全支配社会压力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们能够放大和引导社会压力。在环保责任方面，非政府组织设立了标准，并且为能效改善或者垃圾循环利用提供证明和认证。比如麦当劳（McDonald’s）可以展示其在保护全球鱼类资源方面的承诺，因为海洋管理委员会（Marine Stewardship Council）可以证明其麦香鱼汉堡包中使用的鱼，来自可持续性渔业资源。沃尔玛也为雨林保护作出了贡献，其木材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的认证。当然，社会媒体也拥有无数施加社会压力的机会。

公民、公司和政府共同携手，就能取得很大的进步。再举一个更大的关于保护的例子，旧金山已经提前两年，完成将废弃物减少一半的目标，下一个目标是在2020年之前实现零废物排放。

谈到资源减量化、再利用以及再循环，通常会让人感觉改变不是根本性的，实际上这一认识是错误的。在这点上，奢侈服装品牌Loro Piana就是一个例证。该公司曾经是高端小驼羊羊毛（一种生活在安第斯山脉类似骆驼的野生动物）的主要采购者。数百年来，印加人一直猎杀小驼羊并出售羊毛；随着小驼羊羊毛需求增加，这种动物的数量急剧下降。当Loro Piana 得知，秘鲁剩余的小驼羊数量不到6000头时，该公司向秘鲁政府提交了一份倡议，与山区地区合作开发一个小驼羊保护区，进行羊毛修剪而不是去猎杀小驼羊。

这是一种马尔萨斯主义式的改变，因为它是对资源的再利用，但是它彻底改变了一种商业模式和一种生活方式。

要想让马尔萨斯保护主义发挥作用，消费者、公司和政府必须对资源保护有一种紧迫感。价格是一把双刃剑。高能源价格的确能鼓励使用者们在需求弹性范围内限制消费，但是，犀牛角的高昂价格，则促使狩猎者们几乎将这种动物推向灭绝的边缘；因为像石油和煤炭开采商一样，成本增长速度不如潜在收入增长速度快。

小驼羊羊毛持续性高价格收入前景，促使农民们愿意接受短期损失，以换取生活水平的持续性提高。

这类举动通常需要强烈的道德感。南非在解决看似棘手的垃圾问题上，取得了长足进展，这主要归功于令人尊敬的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 Nelson Mandela），他领导了一场鼓励环境保护的运动。最有效的马尔萨斯保护主义，最终来自管制、经济激励和社会、道德压力这三个工具的共同作用。




索罗式创新的举例

美国军队1910年发明的水氯化处理法使得人类可以使用不安全的水源。



1940年代开发的地热或者地源热泵提供了一个完全的可再生能源来源。



2005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Donald Mavinic及其同事研究出一种技术将废水中的磷提取出来生产出一种名为晶绿（Crystal Green）的高质量、缓释型肥料。



低成本、低技术含量的太阳灶的使用大大降低了贫穷国家的污染、减少了对森林的破坏以及沙漠化，同时也使得农村妇女不用再花大量时间寻找木柴。



视频会议的使用大大降低了商务出差频率。





做出选择

在对两种策略的成功之处进行分析之后，对于什么时候哪种策略应该居主导，我们可以得出一些清晰的指导原则。

索洛主义创新显然是一种长期战略，因为新技术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发展成熟。因此，如果一种资源正在迅速减少，短期内没有潜在替代品，我们不应该选择索洛主义。当我们意识到氟氯烃会破坏臭氧层，我们需要禁止使用氟氯烃；当我们意识到鱼子酱市场将导致里海和黑海的鲟鱼灭绝，我们将所有的鲟鱼制品列入《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Endangered Species），将它们列入最严格的监管中，并在之后推动对可持续性替代品的开发。在这类情况下，消费者、公司和政府需要一致采取马尔萨斯主义。

不过，如果危机不是很紧急的话，索洛主义创新就有出场的机会了。例如，负责任的能源消费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进行长期限制，而是应该通过政府的干预建立起对创新公司有利的定价环境。这正是德国政府在太阳能方面所做的。如果政府仅仅将资源投入到管制和价格补贴上，而不是刺激新技术方面的话，社会可能会后退。

与之类似的是，如果企业仅仅小规模提高现有技术效率的话，他们将错过大规模创新带来的生产力质变。

但是，优先考虑索洛主义策略并不意味着放弃马尔萨斯主义限制论。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企业和政府应该继续开发测算资源消费和鼓励保护的方法。马尔萨斯主义限制论能够为索洛主义创新赢得时间。

我们需要更好的设计，在应对环境危机方面激发出更有效的行动。就像一部好莱坞西部片，在马尔萨斯主义的场景下，企业扮演恶棍，政府扮演警察，而民众则是他们争夺的人质。在索洛主义的场景下，企业骑着一匹白马（用技术）挽救众生，政府（警察）只是不做拦路虎，而民众们在酒吧里喝酒。

给出这两个相反的视角，说明在对这两种策略进行选择时，我们要么争论、模糊化，要么推迟或者不作为。将其放在一起意味着，我们能够激发并赋予所有人力量，这正是这场战斗需要的。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得到的结果来进行监管。公民可以调整一种行为模式或者使用一项新技术。企业可以做其最擅长的—创新和创造—以帮助拯救我们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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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设计产品到设计“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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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将设计思维引入用户体验、战略及复杂的系统中，设计突破了传统的产品设计本身，将“介入”（即在新产品或新系统问世前，让用户参与进来，了解它们，并给出修改意见等）也纳入设计范畴。






迄
 今为止，“设计”多指的是对于物体的构思。雷蒙德·洛威（Raymond Loewy）设计火车，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设计房屋，查尔斯·伊姆斯（Charles Eames）设计家具，可可·夏奈尔（Coco Chanel）设计高级定制服装， 保罗·兰德（Paul Rand）设计商标，大卫·凯利（David Kelley）设计产品，比如他最著名的苹果电脑鼠标。

巧妙的设计是很多商品成功的基础，当公司意识到这点时，便开始将设计应用在更多维度上。雇用硬件设计师（比如设计智能手机的外观）的高科技公司，开始要求设计师创造出用户界面软件的外观和手感。设计师还被要求帮助改善用户体验。很快，公司把战略制定也当作了设计的一部分。今天，设计甚至被用于帮助多个利益相关方和组织，更系统地进行合作。

这是知识演进的经典路径。每个设计流程都比前一个流程更复杂更精致。每个设计流程的实现都以前一阶段为基础。因为设计师具有硬件搭载应用程序的设计经验，所以可以很容易过渡到图形用户界面的软件设计。通过为电脑用户带来更佳体验，设计师打下了设计非数字化体验的基础，比如病人到医院看病时的体验。一旦设计师懂得如何在某一组织中重新设计用户体验，就有了设计一个系统下多个组织的整体经验。旧金山联合校区最近就和IDEO合作，重新设计了所有学校的餐厅体验。

当设计与产品世界渐行渐远，设计工具也随之调整和延伸，形成了独立的新学科：设计思维。可以说，“设计思维”滥觞于诺贝尔奖得主司马贺（Herbert Simon）1969年的经典著作《人工科学》。这本书更多地将设计定义为一种思维方式，而非现实过程。李察·布坎南（Richard Buchanan）1992年的文章《设计思维中的邪恶问题》（Wicked Problems in Design Thinking
 ）也起到了里程碑式的作用，他在文中提议用设计来解决极其顽固和困难的挑战。

随着设计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新的障碍出现了：利益相关方能否接纳“设计物”——无论是产品、用户体验、战略、还是复杂的系统。下文中我们将解释这一新挑战，并阐释设计思维如何帮助战略和系统创新者将想象出的新世界变成现实。我们认为，对复杂人工制品而言，“介入设计”（intervention design，意即将新制品引进并融入现有状况）远比产品设计更重要。



复杂创新的挑战

推出和公司其他产品类似的一款新产品，比如现有车型的混合动力版本，通常被视为好事：既能产生新收入，又不会给组织带来什么副作用。新车型不会给组织或员工工作方式带来任何意义重大的改变，因此，该设计本质上不会危及任何人的工作或现有权力结构。

当然，新事物通常会引发不安。混合动力车可能在市场上遇冷，导致经济上的损失和窘境。新车可能引发产品系列中的其他车型逐渐被淘汰，由此引发传统车型支持者的焦虑。然而，设计师通常不会注意到这些问题，他的职责是打造一款真正了不起的新车，但新车引发的蝴蝶效应则由他人处理——比如市场部和人力资源部的同事。

设计物越复杂、越抽象，设计师就越无法忽视其可能引发的蝴蝶效应。商业模式本身很可能都要随之改变。这意味着设计团队也需要关注新产品的介入方式。

请看以下事例：几年前，美国万通公司(MassMutual)试图用创新方法，让40岁以下年轻人购买人寿保险——这历来是保险销售上的一大难题。标准方法可能是，设计一款特殊的人寿保险产品，按常规方式营销。但美国万通认为，常规方法不太可能奏效。该公司和IDEO联合设计出一种全新的客户体验，更全面地关注指导人们进行长期财务规划。

于是“成人社会（Society of Grownups）”项目作为“成年人大师班”在2014年10月应运而生。美国万通的这一项目不仅是网络课程，还包括多渠道体验。该项目运用高精尖数字化预算和财务计划工具，配备顾客可以参观的教室和图书馆，提供的课程从401(k) 养老金计划到选购保值美酒，应有尽有。这一创新颠覆了组织的惯例和流程，不仅需要新的品牌和数字工具，还需要新的工作方式。实际上，随着参与者为美国万通提供很多关于他们需求的新看法，这一项目推动了组织每个方面的再设计。

当涉及十分复杂的事物，比如整个商业生态系统时，新设计如何融入的问题就变得更为严峻。例如，无人驾驶车的成功亮相将促使汽车制造商、技术供应商、监管机构、国家和地市政府、服务性质企业和终端用户以新方式合作，并采取新行为模式。保险公司将如何与制造商和用户合作进行风险分析，自动驾驶汽车的数据将如何分享，如何在管理车流量的同时做好隐私保护？

当新设计的规模达到此类程度时，确实令人生畏。难怪很多原创的新战略和系统以束之高阁命运告终。但如果你能同时把大规模变革视作两个平行同步的挑战（对讨论中的事物进行设计，以及将该事物变成实物而进行“介入设计”）就能增大成功的几率。



设计“介入”的解决方案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预测顾客对新事物的反应，原型经过迭代，被介入设计过程中，“介入设计”也在这一过程中应运而生。在传统方法中，产品开发者往往先研究用户并拟出产品简报，然后致力于创造出精妙设计，再由公司把设计推向市场。而在IDEO所倡导的设计主导的方法中，企业须要更加深入理解用户，更关注人群文化特征，而非定量和统计分析。

开始时，新旧方式间区隔十分明显。但IDEO意识到，无论一开始的理解有多深，设计师终究无法预测用户对最终产品的反应。所以IDEO设计师提早和用户接触，把低清晰度的原型交给他们，收集反馈。然后他们不断在短周期中重复这一过程，不断改进产品，直到用户满意为止。到了IDEO客户真正发行产品的时候，几乎可以确保会取得成功。这一现象让快速迭代原型成为最佳实践方式。

短周期迭代制造原型不仅改进了设计物本身，也成为了获得资金和促进组织将之投入市场的有效方法。对于新产品，尤其是革新性相对较强的新产品，管理者批准其上市就是在赌博。

对未知的恐惧往往会扼杀新创意。但快速迭代制造原型，能让团队在市场上取得成功的信心大增。对于那些复杂、抽象的设计，效果尤甚。

例如在制定企业战略时，传统上是由战略制定者——企业内部员工或外部咨询师来定义问题，构建解决方案，并将其报告给相应的高层。通常高层会有如下几种反应：（1）我所认为的关键问题未被触及。（2）我不会考虑这些可能性。（3）这些不是我应该研究的问题。（4）我对这个答案不感兴趣。因此，十有八九，高层并不会对新战略买账，尤其当战略与现状有重大偏差时。

因此，解决之道是：与决策者进行迭代式互动。也就是说，预先和对应的高层打招呼：“我们认为这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你的观点？”然后很快，战略设计师再次和高层沟通：“根据我们对问题定义达成的共识，这些是我们想尝试的可能性，在何种程度上符合你的设想？是否有所遗漏？哪些你觉得没必要尝试？”之后，设计师继续和高层沟通：“根据我们之前达成的共识，我们计划进行这些分析，你在何种程度上认同进行这些分析，我们有无遗漏哪些分析？”

采取这种方法，落实新战略的最后一步几乎只需走走形式。批准战略的高层参与了定义问题、确认可能性以及分析的全过程。你所规划的方向不再唐突，而是在整个创造过程中逐渐赢得高层首肯。

当挑战来自为系统带来变革时，比如创建新式企业或学校；互动需要涉及更广范围，包括所有的主要利益相关方。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一个发生在秘鲁的“介入设计”例子，它是一个涉及社会工程的重大实验。




产品问世并非终极目标

在《用户体验草图设计》一书中，用户界面设计先锋比尔·巴克斯顿（Bill Buxton）将苹果iPod描述为一夜成名的产品。他记录了很多iPod上市后的设计变革，此类变革对最终获得成功至关重要。

此故事说明，经验丰富的设计师认识到，先让用户接纳新平台，然后再添加新功能，才是设计之道。当杰夫·霍金斯（Jeff Hawkins）发明了世界上第一个成功的数字助理掌上电脑（PalmPilot）时，他认为此产品有3大功能：日历、通讯录和记事本，因为他感觉，用户可能一开始无法应付比这更复杂的功能。时过境迁，PalmPilot囊括的功能越来越多，核心市场终于接纳了这一体验。iPod最初想法很简单——“让你的口袋里装下1000首歌”。随着用户逐渐接纳了该平台，希望有更复杂的功能，iTunes商店、照片、游戏和应用便应运而生。

当战略和庞大系统成为设计思路的焦点，把产品面世仅视为引入新概念的其中一步，就显得尤为重要。在产品面世前，设计师在与产品的目标用户以及负责该项目的决策者进行早期沟通时，将面临越来越复杂的难题。公司可以引入专门解决这些复杂问题的解决方案，但对该解决方案的设计应根据用户反馈而改善。迭代和用户的重要作用是所有“介入设计”的关键。

新信息和计算机技术让公司在制造和分享早期原型上变得更加容易（哪怕它们是复杂的系统），同时它还能收到来自更加多元用户的反馈。在新世界中，新设计的面世不再是重点。重点是，设计面世变成了精心规划的“介入设计”的步骤之一。

——蒂姆·布朗





设计新秘鲁

Intercorp是秘鲁最大的跨行业集团公司之一，坐拥30多家子公司。CEO是卡洛斯·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Carlos Rodríguez-Pastor Jr.）。他从父亲手中继承了该集团。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的父亲曾是一名流亡政界人士，1994年重返秘鲁，掌管了一家财团。这家财团从政府手中收购了秘鲁最大的银行之一——秘鲁国际银行。1995年父亲去世后，卡洛斯成为该银行的掌门人。

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不仅想成为一名银行家，还志在通过发展中产阶级，促进秘鲁的经济转型。把银行更名为Interbank不久后，他便发现了机会，既能创造中产阶级就业，又能迎合中产阶级需求。然而从一开始他就明白，新兴经济体往往被庞大家族企业所支配，由一个“伟人”来制定其企业战略无法实现他的目标，必须通过谨慎设计，让多方利益相关者参与其中。


1．培育创新文化。
 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让银行具有竞争力。为寻求方法，他把目光投向了同样位于西半球的美国——那里有先进的金融市场。他成功游说了美国证交所的一位分析师，让他以投资人的名义，考察了美国的银行，尽管当时Interbank还不是该交易所的客户。

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意识到，想打造能激发社会变革的企业，仅凭一己之力将新思想带回秘鲁还远远不够。如果只推行他一人的见解，接受与否靠的是他个人的权威，对社会变革并无裨益。他需要让自己手下的管理者也学会如何扩展视野，让他们也能发现和抓住机会，才能推进大目标的实现。因此，他又和那位美国分析师商量，让自己的4位同事也加入考察队伍。

这件事在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的参与式战略决策中起到了标志性作用，让他能够建立一支强大、创新的管理团队，为银行的竞争力打下基础，也扩展了集团的业务种类，迎合了中产阶级需求：超级市场、百货公司、药店和电影院。到2015 年，围绕Interbank建立起的Intercorp集团约有员工5.5万人，年收入预计达50亿美元。

多年来，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一直加大管理团队的教育投入。他每年都把管理者派到顶级院校和公司进行深造（比如哈佛商学院和IDEO），并与此类机构合作，为Intercorp开发新项目，摒弃无效的点子，改进有效的点子。最近Intercorp与IDEO合作启动了自己的设计中心——维多利亚实验室（La Victoria Lab）。坐落于利马蓬勃发展的新区，这个实验室成为了都市创新中心的策源地。

但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创造聚焦中产消费者创新集团的脚步并未止于斯，计划的第二步是让Intercorp迈出传统商业领域，策动社会变革。


2．打造优质教育。
 优质教育对中产阶级的蓬勃发展至关重要，但秘鲁的教育严重落后：就培育孩子们成为未来中产阶级而言，公立院校质量堪忧，私立院校也只是略好而已。如果不提升教育水平，生产力和繁荣的良性循环就不会产生。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决定，Intercorp必须进入教育事业，并提出以中产阶级父母为目标的价值主张。

这是一个冒险，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赢得社会认可。教育事业通常牵涉各类既得利益，让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因此，“介入设计”对学校的成功至关重要。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与IDEO一起布局了“介入设计”。他们先找出利益相关方——那些可能阻碍大集团为孩子开办学校的人，毕竟此类提议在美国那样的商业沃土上，都极富争议。

Intercorp采取的第一步是在2007年设立奖项，奖励在秘鲁25个地区中“最具影响力的教师”。该奖项很快声名鹊起，部分原因是，每位获奖教师还会收到一辆汽车作为奖品。此举让Intercorp志在改善秘鲁教育的诚意深入人心，也让众多老师、公务员和家长接受了由公司掌管多所学校的概念。

接下来，2010年Intercorp 收购了企业家豪尔赫·切斯曼（Jorge Yzusqui Chessman）麾下名为San Felipe Neri的小型教育企业。除一所运营中的学校外，切斯曼还在建设另外两所学校，寻求扩展机会。Intercorp具有在秘鲁建立大型企业的经验，可以将学校项目推到他远未想到的高度。但该项目需要重新设计现有商业模式，而且需要技能优秀的教师——而这正是秘鲁奇缺的资源。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将其他子公司的管理者召集起来，包括银行的一名营销专家、连锁超市的一名设备专家等，和IDEO创建了新的教育模式Innova Schools，以中产阶级家庭可接受的价格提供卓越教育。

该团队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以人为本的设计过程，涉及数百名学生、教师、家长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充分发掘了他们的需求和动机，让他们参与测试方法、并收集他们对于教室布局和互动等方面的反馈。结果，设计出的模型以技术驱动，结合了例如美国在线教育先锋可汗学院等平台，教师在教学中起推动作用，而非仅仅扮演教书匠角色。

这一“介入设计”的挑战在于，家长可能不愿意孩子在教室里用笔记本电脑学习，老师则可能会反对让他们扮演支持者而非领导者角色的提议。因此，在准备了6个月后，Innova启动了全面试点项目，让家长和老师一起参与其中。

经试点项目验证，学生、家长和老师都喜欢这种模式，之前的很多担忧都站不住脚。实际上家长们并未反对该教学模式，在试点项目结束时，他们都希望能在教学中保留笔记本电脑。此外，85％的学生在学习之外的时间使用笔记本电脑。根据试点中观察到的种种，该模型经过了修正，周边地区的家长和老师都大力支持Innova模式。

一传十，十传百，学校建成之前，招生就满员了。因为Innova创新名声在外，哪怕薪水比公立学校低，教师还是愿意来这里工作。目前Innova运营着29所学校，到2020年这一数字将达到70所，预计将覆盖秘鲁所有市场，甚至会拓展至国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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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3.带动就业。
 按常规商业思路，Intercorp本应把重点放在秘鲁首都利马较富裕的地区，中产阶级正在此地孕育而生。但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意识到，公司也需要在其他省市培养中产阶级，显然这需要促进就业。Intercorp促进就业的一个方法是，扩展连锁超市。连锁超市产业在2003年从荷兰皇家阿霍德集团收购而来，Intercorp将之更名为“秘鲁超市”（Supermercados Peruanos）。

2007年，该连锁超市开始在不同省份建立分店，得到了当地消费者的认同。当一家店在万卡约市开张时，好奇的顾客排起长队，进店需要等上一个小时。对很多人而言，这是他们第一次在现代零售店购物。截至2010年，该连锁超市在9个地区开设了67家分店，如今在秘鲁全国的分店数量达102家。

Intercorp很早就意识到，此类零售超市存在风险，有可能无法让当地居民致富，反而使他们更贫困。超市尽管工作待遇不错，但可能伤及当地农民和生产者的利益。因为当地人多为小本经营，而且食品安全标准较低，因此超市很容易选择从利马采购几乎所有货物。如此一来，物流成本会损害利润率，而且如果连锁超市将当地生产者排除出局，它所导致的失业率将远高于所创造的就业率。

因此Intercorp必须通过及早介入当地产业，才能刺激当地生产。2010年，公司启动了“激情秘鲁”项目（Perú Pasión program）。在NGO“安第斯开发协会”和万卡约市政府的协助下，“激情秘鲁”项目帮助农民和小制造商升级产能，让他们成为了秘鲁超市连锁店合格的供货商。一定时间后，一些供货商甚至发展成了地区乃至全国范围的自主供应商。

目前秘鲁超市从“激情秘鲁”项目采购218种产品，每年来自该项目的销售额约达150万美元。供货商之一是“贝拉斯克斯”食品加工厂。该厂原先是一个小面包房，为几家临近的杂货店供货，从2010年开始为秘鲁超市供货，每年销售额6000美元。如今在“激情秘鲁”项目的帮助下，贝拉斯克斯为3家店供货，年销售额近4万美元。奶制品制造商“乳品设计”是另一个成功例子。2010年起，“乳品设计”开始为当地的秘鲁超市供货，年销售额2500美元。到了2014年，该制造商为28家店供货，包括秘鲁超市位于利马奥特莱斯的高端店，年销售额约为10万美元。

Intercorp成功助力秘鲁中产阶级，靠的是对多方事物的精心设计：领头羊银行、创新的教育体系以及因地制宜的连锁超市产业。但同等重要的是，把这些新事物融入现实情况的“介入设计”。罗德里格－佩斯特二世详细勾勒出让所有相关方参与的必要步骤。他磨练了手下管理团队的技能，增强了他们的设计知识，让教师和家长接纳集团经营教育事业的理念，并与当地生产者合作，让他们有能力为超市供货。设计完美的事物，再加上精心构建的“介入设计”，共同让秘鲁实现了社会变革，而非仅停留在梦想上。

这种方法遵循清晰一致的原则。介入的过程须分成很多步骤，而且每个步骤都是细分的小步骤，而非几大步骤。在整个过程中，和复杂设计物的用户互动十分必要，这能淘汰不良设计，并为好设计取得成功建立信心。

设计思维起始于改良具体产品的设计过程，但远不会就此结束。Intercorp的例子和其他类似故事表明，当需要让人们参与并接纳创新性想法和体验等抽象性挑战时，设计思维原则具有更强大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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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布朗是国际设计咨询公司IDEO的总裁兼CEO，以及《设计改变一切》（Change by Design
 ，哈珀出版公司2009年出版）一书的作者。他还是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和前院长。罗杰·马丁是《超越优秀》（Getting Beyond Better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即将出版）和《赢得成功》（Playing to Wi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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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会议训练罐可以让员工久坐不累。”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9月刊。





增刊：罗杰·马丁：创造让世界更高效的理论




当心捧杀！


公司高估值陷阱

The Overvaluation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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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期望过高，无法满足，行业中便会出现不良行为。






20
 07年7月9日，时任花旗集团CEO的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发表了一番评论：“流动性的音乐一停，就复杂了，但音乐没停，就得跟着跳舞。我们还在跳舞呢。”这句话后来饱受诟病，但普林斯的用意是好的。当时美国次贷市场出现疲软迹象，而花旗集团是该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他想安抚日本记者，表示花旗不会因为这些迹象而不再继续发放贷款。

此后仅仅过了两个月，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便由于在次贷方面遭受损失而申请破产，使全球金融体系受到打击。次贷市场崩盘，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住宅。花旗集团获得的政府贷款及担保总共4760亿美元，美国纳税人每户要分摊差不多4000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普林斯的言论就显得像是对花旗等银行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做了一番轻佻的辩护。他这样说，似乎承认了自家公司参与的是某种人造的幻境，而他知道这局面终将戛然而止，届时将产生一连串负面后果。不过，这种解读忽视了重要的一点：他别无选择，只得跳舞。一个行为陷阱等待着所有成功企业的领导者去踩，而领导者们即使有所觉察，也会像普林斯一样，虽竭力避免却难逃一劫。

这个陷阱出现在资本市场对某公司股票估值过高时，特别是在某特定行业经常出现高估值股票的时候。许多管理者也许会认为估值过高是件好事，但其必然后果便是落入陷阱。本文将对高估值陷阱进行阐述，介绍不同行业发生的同一现象，并指出可能再度出现陷阱的领域。



高估值股票的代理成本

早在普林斯发表那番言论的两年以前，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就已经提出，高估值股票会构成行为陷阱。詹森1976年与威廉·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合著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一文发表在《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上，成为有史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金融文章之一，他本人也因此为许多人所熟悉。但詹森2005年发表于《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的《高估值股票的代理成本》（Agency Costs of Overvalued Equity
 ）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篇文章关注的是那些曾在科网泡沫中获利、2000年至2002年泡沫破碎后一败涂地的公司，如世通（WorldCom）公司和北方电信（Nortel，简称“北电”）。詹森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公司股票估值过高，意即其管理者（在没有出奇的好运气眷顾的情况下）无法以合法的方式创造出与股价匹配的业绩。市场为公司设定了无法达成的目标。

詹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应当做出“至少显得能在短期内实现市场期望业绩”的决策。换言之，管理者要开始进行投资，让市场相信公司依然有创造价值的潜力，即使他们自己心里清楚投资终究是不够的。这种做法可以拖延时日，拖到他们离开这家公司，就不必承担后果。

管理者通常会采用以下两种策略：


投资时兴技术。
 股票估值过高的公司常常为红极一时的花哨技术投入一大笔钱。科网泡沫时代的宠儿Global Crossing斥资数十亿美元铺设光纤通信电缆，因为这样做可以让股东相信其业务将会呈爆炸式增长。这种战略也许就是极端的未雨绸缪：当时许多分析师认为，限制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带宽；只要拥有高带宽设施，数字流量增长，公司必定能大大获利。因此在投资者眼中，投资铺设光纤通信电缆的公司便是顺应未来潮流而动。

结果，Global Crossing的高带宽还没派上多少用场，市场就崩溃了。光纤资产以低价出售，只拿回了成本的零头，让多数股东懊恼不已，但公司一些高管除外——许多高管在市场崩溃前就卖掉了股票，这说明他们可能知道本公司股票估值过高。


大张旗鼓进行并购。
 倘若没有显而易见的时兴投资项目，股票估值过高的公司便可能转向收购并购，为时髦的初创公司花一大笔钱。例如北电，其股价自1997年年初至2000年9月翻了10倍。北电收购了10多个小的技术公司，其中最大的是Bay Networks，交易作价91亿美元——当然，都是用估值过高的北电股票买的。

大公司看似雄厚的财力与小公司的进取精神相结合，更加引起了投资者的兴趣。随着并购，北电市值稳步上升，最高达到2830亿美元。然而音乐停止时，北电市值暴跌，至2002年7月就跌到了50亿美元以下。其后北电苟延残喘数年，最终于2009年申请破产。许多评论认为，收购Bay Networks（该公司本身就是几家小技术公司的合体，可以说也是以高估值股票驱动的）是改变北电命运的关键性事件：这宗收购让北电直接对阵新兴的路由器巨头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这是一场必败的战争。

假如投资和收购机会都很少，那会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可能会发布虚假财报，假装公司业绩能够满足股东的高期望。例如，自1999年至2002年，世通公司将巨额费用按资本支出入账，当时审计出的金额高达38亿美元。财务造假暴露，公司于2002年破产，随后又被发现造假数额竟高达110亿美元。世通这样夸大利润，只是为了支撑估值过高的股票。

当然，这些前车之鉴让市场认识到，在跨越千禧年的大繁荣中，公司高管会做出不负责任的、有时甚至是违法的决策。而虽然有市场崩溃的先例为鉴，又有许多监管上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强制公司董事会提升对管理层监督力度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但还不到10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市场可能会继续对公司和行业估值过高，这也许会继续鼓动，甚至可以说是迫使管理者采取损害价值的战略和行为。



没学到的教训

最能说明股票估值过高之危害的行业莫过于银行业，而银行业内最好的案例莫过于花旗集团。1994年间，花旗集团平均市值为105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股东期望年回报率为13%（与花旗集团12.85%的股本成本一致），该公司就必须每年通过股息和股票增值创造14亿美元的价值，才能让股东们满意。

1994年之后，花旗集团股价飙升，从1994年年末的每股约50美元上涨到了2000年8月28日的588.75美元，公司市值则为3300亿美元。按照这个市值水平，花旗集团每年须创造的新价值比1994年高出31倍。换言之，仅仅6年时间，对该公司价值年增长量的期望就从14亿美元提升到了430亿美元——这个目标大概从未有成熟企业达到过。

当然，投资者并未享受到增长，而是恰恰相反：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将花旗市值削去一半；2002年10月7日，花旗股价跌到谷底，为267.3美元。不过在泡沫破灭后经济回升的势头影响下，当时的CEO桑迪·韦尔（Sandy Weill）得以引领公司复苏。2003年10月1日，他把花旗集团交给查克·普林斯的时候，股价是470美元。

这对普林斯来说并不全是好事。公司股价回到这个水平，要保持不跌实属不易。为了满足市场期望，普林斯积极投资次贷和信贷衍生品市场。这个战略让花旗股价在2006年12月27日回升到564.1美元，距历史最高点仅差4%。但股价飞涨是有代价的，是一些风险更高的投资活动换来的。为了挣得预期回报，花旗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普林斯发表“跳舞”言论的当天，花旗股价还在516美元的高位，然而之后留给他跳舞的时间只有4个月。2007年11月4日，股价跌至377.3美元，普林斯被迫离开公司。他的离开没有改变什么：此后花旗股票呈自由落体式暴跌，于2009年3月5日跌到了最低点10.2美元。

尽管有巨额的政府援助，有来自投资者的新资本注入，还有经济及行业整体复苏的正面影响，花旗股价在股灾后也仅有一天触及了60美元。这表明，即使是在科网泡沫破灭后，花旗同样饱受股票估值过高之苦，且无能为力。可以说，普林斯成为CEO的时候，公司业绩根本不足以支撑过高的估值。因此普林斯采取了詹森的理论里所说的做法：他依然继续跳舞，虽然知道音乐终将停止，而之后便是严重的后果。（可是他也许并不知道后果究竟有多么严重。）

普林斯只在一个方面强过其他人：他公开承认自己的公司存在股票估值过高的问题。他甚至还求助于监管方。2007年6月，普林斯与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共进晚餐，据报道，他问保尔森：“你们就没有什么措施能让我们不用承担所有这些风险吗？”显然，他的请求石沉大海。投资者也没有注意。或许有人在听到他关于跳舞的言论后卖掉了花旗股票，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因为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发表了这番言论之后的那一周里，花旗股价不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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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倘若股票估值过高只是与泡沫有关的周期现象，我们同样会为之担忧，但不会警惕。然而现在我们相信，股票估值过高问题比我们最初所想的更普遍、更严峻，并影响到了实体经济中许多消耗巨额资本的重要行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制药业。许多制药公司乐于见到高企的估值：自1988年至2000年，标普500中6家制药公司总市值从830亿美元上涨到9170亿美元（如果再算上1988年后崛起的安进（Amgen）公司，就是9830亿美元），涨幅惊人。其后这个数字基本保持平稳，至2015年秋，7家公司总市值为9450亿美元。

2009年，科学杂志《自然》（Nature
 ）刊载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医药创新60年的教训》（Lessons from 60 Years of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文章表示，尽管商业研发支出从1950年的不到10亿美元（以2008年美元价值计）增长到了2008年的500亿美元，每年获批的新药数量却并未增加，而是保持稳定，小有波动。大型制药厂商常用的以并购求协同效应的战略，也未能给药品产出带来系统性增长。即便商业制药研发支出继续增长，研发效率也毫无改善迹象。

然而，制药公司不能简单地将利润回报给股东，因为这样做就表示，公司认为研发不再是富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公司研发模式出了问题，无力支撑现在的估值。尽管证据确凿，投资者却希望大型制药公司能继续以现有模式创造价值，于是管理者别无选择，只能保持现状。也许他们害怕削减研发支出会让投资者意识到音乐已然停止，导致股价暴跌，而股价原本是他们强制抬升的。

大型制药公司花在研发上的钱，跟大型石油公司2015年计划投入勘探的5710亿美元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应该承认，这个数目与2014年的勘探支出相比减少了17%。）想想看，目前已探知的石油储量约合2万亿桶，足够开采53年，在勘探上投这么一大笔钱好像不合情理。而且石油公司不只过度勘探，还过度生产，原油产量不断增加，仅美国一国储备就达到近5亿桶。

更加令人费解的是，环境科学家已就矿物燃料对环境的影响达成强烈共识，石油行业却仍在进行大规模投资。这是生态学上的第22条军规：石油公司要把囤积的原油全部卖掉，全世界燃烧矿物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就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危害，使经济增长受限，未来对石油的需求随之受限。

石油公司高管可能坚信自己在合理地执行资产扩张战略。毕竟，石油公司曾经通过勘探新储量而获利，因为经济增长总会产生很大的石油需求。也许科学家说得不对，世界需要额外的能源，而且负担得起，生态效应可能是夸大其词。然而，“科学家是错的”这种假设非常危险：我们无法预知科学家究竟是对是错，如果他们是对的，世界就真有大麻烦了。

我们怀疑，投资勘探的石油公司高管其实对风险心知肚明。我们认为，真实原因是石油行业股票估值过高。据最近统计，世界100家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中有7家油气公司，油气行业市值共计超过1.3万亿美元。而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中许多是国有企业（如沙特阿拉伯的阿美（Aramco）石油公司），油气行业实际估值可能接近4万亿美元。

对这个估值贡献最大的，是石油公司财务报表上标明的储备量。因此，为了支撑高估值，高管们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勘探石油储量；一旦停止向勘探及开发投资，投资者就会收到信号，认为目前的储量与估值不匹配。假如石油公司暗示一下音乐即将停止，估值会下跌多少尚不明晰，但跌幅也许是巨大的。

高估值股票的陷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会由于大规模误导投资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上文所述的两个行业在这方面有差别。可以说，药物研发开销过大，不会产生特别重大的社会影响。这笔钱主要流入了高薪、高技术行业，碳足迹相对较轻，对生态环境没有其他负面影响。如果大量投资能开发出某种新药，哪怕成本高昂，也能为人类缓解病痛。不过也许会产生潜在的严重长期影响：一些论者担心，制药公司为维护高研发费用的合理性而对止痛药、抗生素等药品进行过度推销，致使药物成瘾、细菌抗药性等问题加剧。

而石油业开支是制药业的10倍，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更为明显。油气勘探开发的碳足迹极高，且会危害环境，常常在生态敏感地区造成破坏。而且，油气勘探越成功，石油价格就越低，这会鼓励人们以更快的速度燃烧石油，进一步加剧环境问题。

管理者要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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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可能的对策

加拿大瓦伦特制药公司（Valeant Pharmaceuticals International）最近的经历为我们指了一条路，虽然多半是起警示作用。在2008年之前的4年里，瓦伦特股价在14美元和27美元间波动；2008年2月，公司任命前咨询顾问迈克尔·皮尔逊（J. Michael Pearson）为CEO。皮尔逊立刻开始收购在资本市场受冷遇的小型制药公司，大幅削减这些公司的研发费用，使其盈利增长，这推动瓦伦特股价于2015年8月5日飙升至262.53美元的高点，市值1020亿美元，市盈率高达123倍。

皮尔逊所做的非常简单。他以研发效率数据为基础，开创了制药业价值创造的新方法。简言之，他收购制药公司，大幅削减被收购公司的药物研发开支，有时将这笔开支全部砍掉。由他看来，大部分药物研发活动并未实现资本的高效利用。

然而极为讽刺的是，皮尔逊以这种方式推高了瓦伦特市值，却未防备高估值股票的代理成本。找不到能收购的公司，利润增长难以支撑高市盈率，瓦伦特开始进行一些引人质疑的活动。有关利用激进财务和避税手段做高利润的质疑一直围绕着瓦伦特。该公司药品大幅涨价，虽然在短期内使得利润增长，如今却引来政府审查，形势可能会发生逆转。就连这样对高估值股票加以巧妙利用的公司，也难逃高估值陷阱。

不知皮尔逊的战略是否气数已尽，不过这个战略可为石油行业所用。企业可以购入表现不佳的油气公司，削减其勘探开发费用，使之成为一个简单高效的生产方，将其现存的已探明储量变现。这样一来，公司就会像瓦伦特在制药行业那样，逐渐扩大规模，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进而收购更多价值降低的公司。这样的前景可以帮助其他投资者约束那些用超额支出来掩盖估值过高问题的油气公司CEO。

如果这种做法得以在石油行业推行，国有企业或许会考虑继续投资勘探能否为国民带来利益。监管方和选举产生的官员或许会考虑缩减勘探规模，因为石油业的兴旺发达已成过去，他们对这个行业的耐心已所剩无几。而且，选民变得更加关注不利气候的影响，官员也就越来越倾向于征收碳税。

许多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牢骚满腹，抱怨的通常是没有投资者赏识他们的战略。而估值过高问题的普遍性不亚于低估，却很少有CEO公开批评市场高估了公司股票。这个现象并不出人意料，股票估值过高既提高了他们手中股票期权的价值，又似乎能证明CEO决策得当。可是，高管自觉立于世界之巅的时候，才正需要思考自己的战略是否已经不再有效。为了避免必然的崩溃，高管必须弄清楚自己看似成功的方法可能失败的原因，并找到更新颖、更现实的价值创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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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丁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曾任该学院院长。他是《制胜之道》（Playing to Wi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书的作者之一。艾莉森·肯珀是瑞尔森大学助理教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2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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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与机器人一起工作

设计：崔晓晋





序



人、机器与工作

文丨殷阿笛（Adi Ignatius） 《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如果你恐惧机器人，这完全可以理解。流行文化用挥之不去的邪恶机器人形象轰炸我们的大脑：它们残忍，比如《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的哈尔（HAL）；它们自负，比如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作品《我，机器人》（I, Robot）中的可人儿（Cutie）；以及本期《哈佛商业评论》所重点报道的那些机器人，它们偷了我们的工作，比如舞台剧《罗萨姆的万能工人》（R.U.R.）中的卓伊斯（droids）。剧作家卡雷尔·卡佩克（Karel apek）于1920年编写此剧时，第一次用到了“机器人”（robot）这个词。

《哈佛商业评论》多年来都在思考机器人对人类的威胁，其中给读者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人力资源管理专家罗伯特·施兰克（Robert Schrank）撰写的一个寓言故事。他幻想了机器人控制所有劳动力的世界，并产生一个新奇的想法：“蓝领工人可以买和自己一样的机器人，让机器人为他们工作。它们有点像纽约的出租车牌照。”

叙及此，本别册的首篇文章中，巴布森学院教授托马斯·达文波特和《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编辑总监茱莉亚·科比（Julia Kirby ）表达了对知识型员工也难逃被机器人取代命运的恐惧。但他们也提出了希望和保持自身价值的建议：“人与机器之间的竞争不应是一场短跑比赛，我们要将之扭转成一场接力赛。”

《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的作者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也表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谈道，与第一个机器时代的发动机相比，数字技术将带来更多财富，但并不是所有劳动者都会受益。尽管高端工作不会有何改变，但其他工作就危险了。麦卡菲说：“马友友在未来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机器人取代，但世界上排名第100位以后的大提琴家的薪水可能就不那么理想了。”

如果机器人大规模取代人类的趋势已不可避免，我们会享受与机器人共事吗？《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助理编辑沃尔特·弗里克（Walter Frick）试图借助最近的研究找到答案。他的结论是：我们更信任外形酷似我们的机器人，只要它们表现得别太像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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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机器人

人类保持竞争力的5剂药方

Beyond Automation

托马斯·达文波特（Thomas H. Davenport）

朱莉娅·柯比（Julia Kirby）| 文

蒋荟蓉 | 译　安健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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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开始无情地侵占知识型工作领域，人类就业前景黯淡。但如能将机器与人的关系定义为相互支撑的增益关系，情况则大相径庭。本文为人类提高就业能力开出了5剂药方：主动升级、另辟蹊径、介入干预、专精于业以及顺势前行。研发下一代智能机器，可为新机器寻求与人类能力相互增益的新方案。






牛
 津大学最近对高级自动化及其人工替代的潜力进行了研究。听闻研究结果，远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塔拉哈西的舆梅·赫特（Yuh-Mei Hutt）写道：“现在的工作岗位将有一半消失，这改变了我对自己孩子未来的看法。”赫特不仅是一位母亲，还领导着一家公司，偶尔就新兴技术撰写博客文章。她十分了解自动化的优势，因此也更易看到其负面影响。“孩子们如何与人工智能竞争？”她问道，“他们何以与更老道、更富有经验的劳动力争夺更少的工作岗位？”

似乎是突然间，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开始关注自动化的发展。这是理所当然的：除非我们能给被机器取代的人安排其他工作，否则，经济衰退、青年失业以及个人身份认同危机等一切源自失业的社会及心理问题都将加剧。在自动化正以人工智能形式进入知识型工作（见后文《自动化三纪元》

 ）的今天，上述问题正逐日恶化。我们将“知识型工作”宽泛地定义为偏向脑力而非体力、涉及重大决策、通常要求高等教育背景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如今已占据成熟的经济体的大部分份额。由于机器在对认知能力要求较低的岗位上取代了人，人类便退守至知识型工作这块高地。然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正如咨询公司Gartner分析师奈杰尔·雷纳（Nigel Rayner）所言，“现在管理层做的许多事情都将实现自动化。”

重构一下这个局面如何？不要问“目前由人类完成的哪些工作将会在不久后交由机器，以更省钱、更高效的方式完成”这个老问题，让我们提出一个新问题：在更好的智能机器协助下，人的技艺可以达到怎样的新境界？别把工作当成零和博弈，仿佛机器占了上风，人就必然受损；我们或许会发现，机器使用率提高，就业机会也随之增加。我们可以将自动化（automation）的威胁重构为增益（augmentation）的契机。

本文两位作者长期关注知识型工作者与机器必须相互合作、缺一不可的工作情形。面对自动化对职场的大举入侵，人们的应对方式多种多样，令人吃惊。传统观点认为，当机器威胁到人类生存时，为更胜一筹，人类就必须接受更高等级的正规教育。然而事实上，聪明人总有办法与智能机器和平相处，下文将讨论他们采用的5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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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阅读原文
 ）





何谓增益

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David Autor）一直密切关注自动化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最近他提出批评意见，“媒体和专家评论员夸大了机器替代人类劳动的程度，忽视了人与机器的强力互补。这种互补可以提高生产率，增加收入，并提升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他指出，运用机器完成工作绝非易事，对人员的灵活性、判断力或常识有一定要求。随后他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无法由计算机化完成的工作通常可以利用计算机做为助力。但这一基本常识完全被忽视了。”

寻找奥托所说的互补性，是我们增益策略的核心。增益策略与过去关心效率的企业家推崇的自动化策略截然不同。后者从人们完成某项既定工作的行为中做减法，运用计算机拆解人类行为，并将其程序化。这种以提高自动化水平为目的做法，的确可以实现成本节约，但却将我们的思维限制在“现今可完成的工作”这一范围内。

增益则恰恰相反，它从人类现在所做的工作出发，追求更好地使用机器，拓展人类的工作空间，而非让其消泯。有见地的知识型工作者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例如Gongos公司CEO卡米列·尼奇塔（Camille Nicita）。这家位于底特律大都会区的公司，主营业务是帮助客户获取消费者洞察——有人说这一行岌岌可危，因为大数据可揭示所有购买行为。尼奇塔承认，基于大数据集的复杂决策分析将会发现新的重要洞见。但她认为，这会让她的员工有机会展开更为深入的工作，向客户提供“背景、人性化以及大数据背后的原因”。她的公司将侧重于“超越常规分析，凭借综合分析和高超的叙述，使数据解读能够对商业决策产生影响”。幸运的是，这并不是计算机擅长的工作。

尼奇塔的观点与增益策略的核心理念相同：智能机器不会将人淘汰，更不会奴役人类。有时机器会让我们有能力做比以前更高端的工作——更复杂、更有意义、更符合我们能力的工作。当然还有另一种情况：要人来做的事情与计算机能够妥善处理的任务截然不同。不过无论如何，那些现在具有程序化和结构化程度较弱的特征的工作，势必将由计算机代劳。

我们提议，从业人员和雇主都须在思维方式上有所转变，从追求自动化转为加强增益效用，这样会得到不同的成果。此种转变看似措辞上的简单变化，但却会对组织管理和个人努力的方式产生深远影响。知识型工作者会将智能机器视为共同解决创造性问题的搭档与合作伙伴。

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会改变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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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方法供参考

设想一下计算机即将在你从事的领域获得一席之地。假设不久后软件便可接管你工作中大部分繁重的认知型任务，可以在企业必要的日常运营中进行决策，并且跟90%的决策者做得一样好，甚至更好。这时你要如何保持自己的就业竞争力？从增益角度看，人们或许可以重新与机器就相互关系进行协商，根据形势进行自我调整。以下提供5种可行的方法。


主动升级。
 最佳策略大概就是主动提高自己的智能水平。宏观思考能力和抽象思维能力强于计算机的人总有工作可做。这种方法本质上与自动化挤占人类工作空间时的传统应对方法相同：让机器做低级工作，自己把握机会向更高层次的工作进发。

癌症研究员尼文·纳拉因（Niven Narain）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5年他在马萨诸塞州弗雷明汉与别人共同创立Berg公司，旨在运用人工智能发现新药。该公司拥有全天候运行的高吞吐量质谱测定仪，可从血液和组织分析中提取出不计其数的数据点，还有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来搜寻有效分子模型。2015年3月，纳拉因在采访中说：“现在最不乐意干的就是找100个生物化学家来看这些数据，说，‘啊，我挺喜欢这边这个分子。’”可他还是雇用了一百名生物化学家。他们的任务不是研究所有这些数据并就某种分子的潜力做假设，而是数据分析的后续工作——对机器已做出的假设，进行可行性试验。

纳拉因得以主动升级，是因为他发现了以新方法研制药品的契机。发现契机需要有丰富的经验、卓越的洞见以及迅速理解世界变化趋势的能力。同样，对于如今巨富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和对冲基金巨头的成功，有一种解读就是他们主动升级，超越了自动交易和投资组合管理系统。

此方法对学历要求较高。硕士或博士学位会让你的求职简历更有分量。进入组织后，你一定要关注各方动向，发挥创新能力，努力参与组织中的创新和战略制定。若情况理想，你可以努力成为高级管理人员，把握住自己看到的机会。例如，在线旅游业公司Orbitz已将绝大多数知识型工作交由机器完成，对于仍然需人工的任务，公司CEO巴尼·哈福德（Barney Harford）寻找的是T型人才。他表示，Orbitz需要员工“扎实深入自己专业领域，同时涉猎广泛，对组织整体及其市场优势抱有好奇心。”想要主动升级的知识型工作者可以此为参考：开始进行更为综合全面的思考；设法借助机器去做那些耗费心力的工作，但要知道机器的运行机理。哈福德已经做到了这点，他运用“机器学习”来生成将消费者与理想行程相互匹配的算法。


另辟蹊径。
 这种方法或许只适用于一小部分人。许多脑力工作同样有价值且无法程序化。另辟蹊径意即利用并非全然属于理性认知的心智能力，也就是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Howard Gardner）所说的“多元智能”。也许你可以专注于发展“人际”和“内省”力，了解如何与他人合作，并发现自己的兴趣、目标和才能。

传奇驯马师韦恩·卢卡斯（D. Wayne Lukas）无法准确解释自己能如何判断一岁马驹身上的潜力。苹果公司著名设计师乔纳森·艾夫（Jonathan Ive）无法将自己的品位传输到计算机上。英国笑星里基·热尔韦（Ricky Gervais）的“包袱”永远无法让机器理解。这些人在日常工作中都要用计算机吗？当然要用，毫无疑问。但他们已然发掘出自己身上难以言喻的独特才能，且尽可能地花时间施展那种才能。机器能够处理数不胜数的辅助任务，使专业人士得以尽情挥洒。

我们不想造成惟有艺术家能另辟蹊径的印象。举个例子，高级律师熟谙法律，却未必通晓所属事务所的各种细节。他们耗费大量精力赢得新的工作（这通常是他们得到晋升的主要原因），在客户面前担当睿智的顾问。若借助机器处理法律文件、组织诉讼和论据，高级律师便有更多精力做好其他工作。这同样适用于许多专业人士，例如高级会计、建筑师、投资银行家和顾问。

以养老为例。机器人制造商认为自动化在这方面大有潜力。通常我们不会把养老当作十分细致的脑力劳动。然而身兼教师和辅导师二职的博主希瑟·普勒特（Heather Plett）最近的文章给了我们当头一击。她写到自己母亲的临终关怀提供者，“她为我们留出余地。为别人留出余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陪伴另一个人一起走，不评判，不让对方觉得别扭，不试图改变对方，也不试图影响结果。为别人留出余地时，我们敞开自己的心，提供无条件的支持，摈弃评判和控制。”

的确，临终关怀是需要人情味的极端案例。但同理心在任何一个有客户、同事和老板的情境中都弥足珍贵。

若要选择另辟蹊径，你需要关注自己身上无法程序化的能力，先发现自己有何才能，而后着力加以培养。在此过程中，你应当发现其他对你所追求的这门才能十分精通的人，设法与他们合作共事或跟随他们学习。也许多年学校教育埋没了你身上超越智商的才能，现在你必须对这些才能予以高度重视。这些才能跟你做微积分的能力一样，并非生来就炉火纯青，但可以慢慢学习。


介入干预。
 1967年，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目睹知识型工作自动化的第一波尝试后，称计算机“愚不可及”。虽然现在的计算机已不可同日而语，但其生硬的逻辑仍偶尔会得出一些远非完美的结论，无需天才便可对其加以改进。

2014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一个刚刚换工作的人去申请转按揭的经历。此人从事稳定的政府工作8年，之前还任教达20余年，贷款申请却仍被拒绝。自动化系统对他的申请加以评估，计算出他的收入水平足以承担预计支付款项，但智能系统又聪明地识别出一个风险因素：他的新工作收入涉及许多变量，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聪明反被聪明误。上述这个人是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当时他刚签下超过100万美元的合同书，即将开始利润丰厚的巡回演讲。这个案例充分说明，为避免发生严重误判，计算机做决策时需要有人介入干涉。

有能力介入干涉的，是懂得如何对计算机工作进行监督调整的人。越来越多的税务工作由计算机完成，但有才能的会计师总是留意着程序及其他人类用户常犯的错误。数字营销中的广告购买在今天几乎全是自动完成，但只有少数人能察觉到自动购买会在何时对品牌造成损害，并对其逻辑进行相应调整。

看到这里你也许要问，究竟是机器协助人，还是人协助机器？在此我们要强调，增益中的支持是相互的。人要确保计算机工作顺利，并对其加以改进。所有提倡增强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教育的人都提到过这一点。在他们的愿景中，绝大多数人类工作岗位属于介入干预型。若要选择这种方法，你还需要发展自己观察、解读以及让计算机工作符合人类需求的能力。


专精于业。
 这种方法是要你在自己专业领域内找一项经济上不适合自动化的专门工作。前不久一位记者在波士顿唐恩都乐甜甜圈（Dunkin' Donuts）总部附近报道了“唐恩都乐经销之王的秘密世界”。其中一位经销之王加里·乔亚尔（Gary Joyal）开着劳斯莱斯，过得相当不错，他的工作就是联络唐恩都乐特许经营权的买方和卖方。据《波士顿环球报》报道，乔亚尔“深入了解加盟商家庭状况、资产收入和地产规划等诸多方面，借此使自己成为买卖双方不可或缺的伙伴”。迄今为止乔亚尔已参与促成了价值逾5亿美元的生意。

乔亚尔对加盟商的了解能编成软件吗？也许能吧。但这样的软件是无法让用户开上劳斯莱斯的，因为这种知识不具有普遍性。克莱尔·比斯塔雷（Claire Bustarret）的工作也同样。《约翰·霍普金斯杂志》报道称比斯塔雷“像其他法国人了解葡萄酒一样了解纸张，于是做成了一番事业”。比斯塔雷可以从纸张的质地、触感和纤维判断其制造时间和地点，这种能力对历史学家和艺术鉴定家而言极为宝贵。也许可以把她的知识输进数据库，将她的分析方法编为程序，但比斯塔雷自己仍在不断学习，机器赶不上她。

选择专精于业的人要找到这样的狭小利基领域，深深浸淫其中。若说主动升级的人是狐狸，那么他们便是刺猬（出自犹太裔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狐狸与刺猬》，文中引古希腊残篇“狐狸多机巧，刺猬只一招”，将西方思想家分为狐狸型和刺猬型，前者博闻多识，后者一以贯之——译者注
 ）。虽然其中大部分人受过正规教育，但他们赖以谋生的技艺乃是通过专精相应岗位培训而获得。若要选用此法，那就做个在方寸之地上深挖数尺的人，借此扬名。不是说你不能有别的兴趣，不过在职业技能上，你会拥有非常独特的个人品牌。机器如何为你增益？你要利用机器建立自己的数据库，跟上时代潮流，并与可将你的独特能力和他人技能相结合的系统保持联系。


顺势前行。
 最后一种方法是顺势前行，制造下一代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工具。每一台伟大的机器背后都有一个人，此言非虚——事实上是有许多人。要有人来做判断，比如唐恩都乐无需投资制造特许经销优化器，投资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抗癌药物研发则是个不错的主意；要有人研制下一个成功的自动保险承保解决方案；要有人去洞察人类需求，考虑如何改进系统；要有人识别可程序化的东西，要有人写代码，还要有人负责设计工具适用条件。

显而易见，该领域的知识型工作者需要掌握扎实的计算机、人工智能和分析技能。史蒂夫·洛尔（Steve Lohr）在《数据主义》（Data-ism
 ）一书中讲述了几个从事这项工作的人的故事。例如，美国嘉露酒庄（E. & J. Gallo Winery）高管尼克·多科兹里安（Nick Dokoozlian）与IBM科研团队成员亨德里克·哈曼（Hendrik Hamann）协力寻求运用数据实现大规模“精细农业”（precision agriculture）之法。换言之，他们想把“恰到好处地给予每根葡萄藤茁壮成长所需的照料和养料”这项繁琐的工作变成自动程序。这不是业余爱好者的消遣活动。哈曼是物理学家，对IBM先进的网络化传感器运用技术了如指掌。多科兹里安则拥有植物生理学博士学位，据洛尔在书中介绍，他就读于葡萄酒学领域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之后留校任教15年。我们忍不住又要说，这个团队就像某些法国人了解纸张一样了解葡萄酒。

顺势前行意味着引领机器的下一轮入侵，但其本身便涉及须有软件协助的工作。看看哈曼的领英（LinkedIn）页面就足够说明这一点：他被联络人“认可”的专业技能有模拟技术、算法、机器学习、数学建模等等。不过要想准确抓住下一个自动化的新机会，掌握技术手段还不够。如果想选这条路，你就要尽己所能在自己的领域达到巅峰，突破思维局限，察觉到现今计算机技术的不足之处，并且设想目前尚不存在的工具。也许有朝一日大部分软件开发工作也终将自动化，但正如比尔·盖茨最近说的，编程“现在还很安全”。



雇主为何（应当）钟情增益

迄今为止我们与放射科医师、理财顾问、教师、建筑师、记者、律师、会计以及营销人员等各界专业人士进行过交流，发现上文所述的方法在任何领域都可运用。对于个人而言，上述5种方法并非全部适用，但只要找到其中适合自己的一种，你就算是走上增益策略的正路了。

不过，假如雇主不买账，你可能走不了太远。毕竟现在还是自动化思维方式当道，商业引导前行方向的时代。管理者对雇用人工的缺点十分敏感。用那些搞技术的人最爱用的黑话来讲，人类是“湿件”（与硬件、软件相对，指信息系统中的人——译者注
 ）。想想亨利·福特（Henry Ford）那个著名的说法：“我就想要一双干活儿的手，怎么每次都带着脑子？”

为了实现增益，必须使雇主相信人与计算机相互配合会有更好的结果。雇主若能意识到企业的成功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不断创新而非成本效益，就会明了这一点。自动化使得雇主将机器和人视为可相互替代的物品：这个比较贵，就换用便宜的那个。这种替代只在工作内容不会发生任何改变的静态条件下适用。

舆梅·赫特告诉我们，在她自己的公司——住宅灯具制造公司Golden Lighting里，自动化已大大提高了运营效率。这同时也意味着现在该公司的盈利比以往更多地取决于员工的创造力。她的设计师需要了解室内设计和照明技术的发展趋势，而且必须寻找新方式将两者结合。她的销售员通过客户关系管理（CRM）软件开展工作，但要使之成为竞争优势，必须以与零售买方建立良好个人关系为前提。

在这个创新时代，人类的优势必须得到强调。人类始终是下一代新创意的来源，是组织运营中最难被竞争者复制的独特元素。（如果你认为如今的员工缺乏忠诚，那你得留意一下软件被竞争对手复制的速度有多快。）没错，人类易变无常，难以预测，可能自私、乏味又缺乏忠诚，学习速度慢，还容易疲劳——这些缺点机器人都没有。但若能妥当实现增益，组织便可获得那些人类独有的积极品质。如果说计算机化能让一切都可以编程并成为手中的筹码，而人类特有的品质便是让组织脱颖而出的关键。



赢下一场不同的竞赛

诚然，知识型工作者今日所做的工作中一大部分很快会转为自动化。举例来说，将来人类在理财咨询中的职责尚不得而知，到那时还在这一领域的人们不太可能继续从事推荐股票及债券最优投资组合这样的初级工作。最近我们与一位理财顾问交流，他似乎有些担忧。“我们为客户提建议的过程还没有完全自动化，但感觉越来越机械化了。他们要求我按照话术向客户表达意见，而且强烈建议我们推荐客户使用网络工具。”他坦率地表达了自己最大的忧虑：“我在想将来他们会逐渐淘汰我们。”但他接下来说的话又暗含着自己的出路：“照本宣科明显是计算机能做的，而说服客户拿出更多的钱来做投资则需要有更多的技能。我自己与其说是证券经纪人，不如说是个心理学家。”

这样的做法不是退缩，至少是前文所述的另辟蹊径，还可能是主动升级。这位顾问及其公司只要保持这种视角，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就可以了。在可预见的未来，说服存款方和投资方做出更明智的理财选择还不会变成自动化完成的任务。

对于雇主和员工而言，长久之计是将智能机器视为知识型工作中的搭档与合作伙伴。重视增益可以让我们消除自动化的威胁，将人与机器的竞赛变成接力赛而非短跑冲刺。这场赛跑的赢家将会是有能力与计算机顺畅地交接棒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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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达文波特是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杰出教授、麻省理工学院数字商务中心（MIT Center for Digital Business）研究员、德勤分析公司高级顾问。朱莉娅·柯比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特约编辑。他们正在合写一部关于知识型工作自动化的著作。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5年6月刊。





增刊：与机器人一起工作



第二机器时代

与经济“大脱节”

The Great Decoupling

刘铮筝 | 译　刘筱薇 | 校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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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引发工业革命，将人类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此为第一机器时代。信息技术赋予机器思考与学习的能力，替代脑力工作者，揭开第二机器时代。身处新时代的黎明，我们不禁会问：机器会不会取代人，新技术为何让经济发展与人均收入脱节？带着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第二个机器时代》的两位作者艾里克·布莱恩约弗森和安德鲁·麦卡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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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
 器似乎能够胜任人类的任何工作，就连汽车现在都可以自动驾驶了，这一切对商业和就业意义何在？人类还有工作可做吗？除了技术含量低的工作，机器会不会连技术含量高的工作都能包揽？如果一个人和一台机器一起工作，将由谁来做决定？随着技术引发商业变革，公司、行业和经济正面临这一系列问题。

技术进步让世界变得美好，但新挑战也随之而来。麻省理工学院斯隆商学院的教职人员艾里克·布莱恩约弗森（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花费数年研究了技术对经济的影响。他们的新作《第二个机器时代：辉煌技术时代的工作、进步与繁荣》（The Second Machine Age: Work, Progress, and Prosperity in a Time of Brilliant Technologies
 ）颇为乐观地描述了高科技未来。自2014年该书出版以来，这两位学者一直在研究一个令他们倍感惊讶的问题：为何数字创新造成了美国人均工资停滞不前，并使得很多中等水平的工作消失。

本采访中，《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艾米·伯恩斯坦（Amy Bernstein）、编辑总监阿南德·拉曼（Anand Raman）与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讨论了为何数字技术能加快经济增长，却无法使人人公平获益——正如最新数据所显示的那样。布莱恩约弗森和麦卡菲也认为，尽管技术发展的步伐令人振奋，但商业活力却有所衰减。他们也担忧，政策上就此应对不足。他们的结论是，尽管没人能预知未来，但处理新技术造成的经济下行问题已刻不容缓。




HBR：
 你们的近作关注数字技术带来的进步，但不久前你们也很担忧，因为数字技术相关的问题正迅速浮现。你们在担忧什么？


麦卡菲：
 首先要说清一点，数字技术之于人类智力，相当于工业革命时期蒸汽机及相关技术对人类肌肉的解放。数字技术让我们能很快克服多种局限，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拓很多新领域。其影响力不可小觑，但具体会发生什么尚不能确定。

正如蒸汽机经过了几十年的改良才终于促成工业革命，数字技术的完善同样也需要时间。计算机和机器人会不断进化，以惊人的速度学习新事物。这正是引发我们思考的原因，我们正处于所谓“第二个机器时代”的黎明时分。

这一时代会更美好，原因很简单。数字技术提高了产量，提供了更多医疗保障、教育、娱乐活动以及其他重要物质产品和服务。世界上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分享这些成果，同时更有效地利用地球资源。




布莱恩约弗森：
 但数字化也带来了很多棘手挑战，而且我们应该能意料到这些问题。纵观历史，积极的经济发展总会伴有副作用。比如，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大量财富，但污染、疾病以及对童工的剥削也随之而来。

数字化带来了新的颠覆形式。这部分反映出，随着电脑的威力越来越大，公司对某些工种的需求减少了。随着技术进步加快，一些人，甚至很多人，都将被甩在后面。

而对另一些人而言，前途很光明。拥有特定技术或教育背景的工人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美好时代。他们能创造并获取价值。但对于拥有普通技能的工人而言，情况则不那么乐观。计算机和机器人正以惊人速度学习很多基础技能。




麦卡菲：
 没有任何经济规律能保证，随着技术进步、蛋糕做大，人人都能利益均沾。数字技术能以极低成本复制有价值的思想、流程和创新成果，为社会和创新者都带来了财富，但减小了对某些工种的需求。



颠覆繁荣周期


HBR：
 数据显示，生产力在提高，但很多美国人的收入却不增反减，怎么解释这点？


布莱恩约弗森：
 让我们看看衡量经济健康的4个关键指标——人均GDP、劳动生产力、工作数量和家庭中位收入。当我们研究美国这4个指标数据时，结果令人深思：二战后的30多年里，4个数字几乎以一致步调稳定增长。换言之，工作数量和收入增长的步调与产量及生产力增长一致。美国工人不仅创造了更多财富，也获取了相应比例的价值。

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位收入增长发生了变化。过去15年里中位收入呈负增长。考虑到通胀因素，并将家庭规模发生的变化计算在内，与1998年中位收入美国家庭相比，今天中位收入的美国家庭挣得更少了。21世纪的前十年里，私营部门的工作数量增长减慢，原因不仅仅是2008年的经济衰退。即便如此，经济增长依旧。我们将这一现象称为 “大脱节（the Great Decoupling）”。这一繁荣周期呈现出的两大相反趋势：一方面是GDP和生产率增长所反映出的经济成果，另一方面是普通工人就业前景黯淡，薪资增长停滞。（见图表“开始落后”

 ）

这种情况前所未有。尽管机器完成了更多工作，人口在近200年时间内迅速增长，但从工人平均工资平稳上升就能看出：人工成本实际增加了。这些现象都支持了技术使所有人获益的观点。但这一成果并非必然，而有赖于技术的性质，以及个人、组织和政策调整。我们正面临极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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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阅读原文
 ）






HBR：
 大脱节是否只在美国发生？


布莱恩约弗森：
 不，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出现了类似趋势。比如瑞典、芬兰和德国，收入差距在过去30年内越来越大，只不过没有美国那么严重。

越来越多国家的中产阶级出现空洞，说明了造成“大脱节”的原因并非只有社会契约变革。在如何看待资本主义，以及如何对待民众等问题上，德国、瑞典和美国的观点都不尽相同。我们的意思不是说社会选择或是全球化不起作用，但似乎影响到所有国家的是同一种潜在力量。我们认为，这种力量就是技术。




麦卡菲：
 衡量工人前景的一大标准是，每年工资占GDP的百分比。美国工资占GDP的比例在几十年间都很稳定，但从2000年开始急剧下降（见图表“利润提高，工资缩水”

 ）。同时，在大萧条之前，公司利润上升迅速，大萧条之后也以惊人速度回升；现在公司利润升至二战以来最高点。

在发展中国家，工人前景也趋于黯淡。最近卢卡斯·卡拉巴布尼斯（Loukas Karabarbounis）和布伦特·尼曼（Brent Neiman）一项对59个国家的研究发现，工资占GDP的比例在其中42个国家都下降了，包括中国、墨西哥和印度。研究者得出结论，信息技术的进步使工厂、机器和设备的价格降低，公司把对工人的投资转移到了资本上。




布莱恩约弗森：
 过去30年间，随着美国公司将生产转移到成本更低的海外市场，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就业人数下降。我们在麻省理工的同事大卫·奥托（David Autor）和他的共同研究者大卫·多恩（David Dorn）、戈登·汉森（Gordon Hanson）估计， 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减少四成，是来自中国的竞争造成的。但由于自动化，美国和中国的工人的效率都提高了。




HBR：
 并非所有工种都在消失，对不对？为什么有些工种受到的影响比起他工种要大？


麦卡菲：
 工资处理、库存管理软件、工厂自动化、计算机控制机器中心以及调度工具等技术已经取代了车间里的工人、文员以及普通信息加工工人。相比之下，大数据、分析以及高速通讯系统增加了工程、创意和设计人员的产出，也让他们变得更有价值。最终结果是，对技术水平较低信息工作者的需求降低，而对技术水平较高信息工作者的需求提高。




布莱恩约弗森：
 很多经济学家的研究都记录了这一趋势，比如奥托（Autor）、劳伦斯·卡茨（Lawrence Katz）、阿兰·克鲁格（Alan Krueger）、弗兰克·莱维（Frank Levy）、理查德·莫尔南（Richard Murnane）和达伦·阿西莫格鲁（ Daron Acemolu）等。我在和蒂姆·布雷斯纳汉（Tim Bresnahan）、洛林·希特（Lorin Hitt）及其他人共同发表的论文中也提到了这点。经济学家们将之称为“偏技能技术变革”，顾名思义，这一变革有利于教育程度更高、接受过更多培训或具有丰富经验的人群。 奥托和阿西莫格鲁在共同撰写的一篇论文中也强调了偏技能技术变革造成的影响。1973年之前，美国所有工人的工资都迅速提高；生产力的提高让所有人收入增加，无论他们教育程度如何。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萧条逆转了这一人人受益的趋势。

此后差距日益增大。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大学文凭的人群工资再次上升。同时，大多没有大学文凭工人的就业情况则不那么乐观，他们的工资停止增长。而高中辍学的人群工资则普遍下降。这说明个人电脑革命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可能并非巧合。

如果考虑到1960到1980年间大学录取的人数（75万到150万），情况则变得更加惊人。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本应使得他们的相对工资降低，但现实并非如此。在工资提高和供应增加的作用下，对技术工人的相对需求增长速度比供应增加速度还快。

与此同时，虽然高中肄业人群的规模缩小了，但适合这一人群的工作数量减小得更快。对非技术工人的需求缺乏进一步压低了他们的工资，加大了收入差距。




麦卡菲：
 同时，技术在不断进步。奥托和多恩的另一项研究结论是，从1980到2005年，计算机的普及使用是重塑就业和工资结构的主要力量。该研究还指出，很容易被计算机取代的工作通常属于中产阶级。因此，中产阶级空洞是中位收入降低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机器时代和第一机器时代的表现完全不同，延续了第一机器时代创造的丰富物质，却没有激发对劳动力的更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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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阅读原文
 ）



赢家和输家


HBR：
 数字技术是否造就了“赢家通吃”型经济？


布莱恩约弗森：
 数字技术让你几乎能以零成本进行复制，而且每件复制品都很完美，可以在瞬间传输到全球各地。这些特点并不属于第一机器时代，但它们成为了数字产品的标准，并引发了很多出人意料的结果，比如赢者通吃的市场局面。

在很多行业里，尽管大学毕业生和非大学毕业生之间的工资差距增大，但依然大不过最高群体和其他社会群体收入间的差距。从2002到2007年，1%的人获取了美国经济增长约三分之二的收益。

那么“1%”都包括谁？当然他们并不都来自华尔街。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史蒂夫·卡普兰（Steve Kaplan）发现，这1%的人包括企业家、高管、媒体偶像、文体娱乐界人士、法律界人士。 如果说这1%都是某些领域的明星人物，那么其中的“超级明星”甚至享有更大幅收入增长 。与1%的人占有了美国19%的总收入相比，在 1995年到2007年间，0.01%的人占有的国家收入比例增加了一倍，从3%到6%。在此水平之上更高收入的可靠数据很难获得，但这些证据至少说明，收入差距增大具有不规则的特点，每一小撮超级明星都会发现，还有更小撮的超超级明星收入增长比自己还快。

几大因素造成了上述局面，包括巨头公司给高管开出的天价工资单，以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税收减免政策，让高收入人群能积累更多收入。技术领域也出现了很多富有的创业家和投资家。我和金惠静（Heekyung Kim）的一项研究发现，更密集利用IT技术的公司给CEO开出的工资更高，可能因为技术放大了他们决策的效果。偏向超级明星的技术变革看来正愈演愈烈。




HBR：
 对那些怀疑数字技术能否提高生产力的经济学家，你想说什么？


布莱恩约弗森：
 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的生产力增长出现了飞跃，我们和他人进行的经济研究认为，信息技术推动了这一增长。但该增长并未持久。21世纪中期，劳动生产力增长放缓到了1996年前的水平，而且至今都停留在相对较低的水平。

显然2008年的经济衰退是一大原因。毕竟，生产力主要指GDP除以工作时间，所以当GDP骤降，生产力也会下降。

但另外一大难题是，数字技术进步的很多方面都无法通过GDP体现。比如，与传统的印刷版大英百科全书相比，维基百科不收费。这意味着与大英百科全书不同的是，维基百科没有被统计在GDP中，即使维基百科使更多的人获益。

更重要的是，从新技术进步开始，到其收益在统计数字中展现为止，存在着时间差。这恰恰意味着最新的技术突破对生产力的影响尚未完全显现。以前我们遇到过类似情况。从1906年到1928年，在电能和内燃机等新技术刚被商业界所接受时，美国的生产力增长位于低水平。接下来的几十年间，随着我们了解到如何更有效地利用这些技术，生产力出现了飞跃。




麦卡菲：
 我们还没有看到技术突破带来的最新收益是什么。因为像苹果手机之类的产品刚刚问世了8年。5年前自动驾驶的汽车才出现在了美国的高速公路上。直到最近人工智能系统才展示出自己能胜任不熟悉的任务，比如：在程序员没有输入规则的情况下，将图像分类或玩计算机游戏。去年贝勒医学院（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宣布，利用IBM的沃森人工智能技术对蛋白质和癌细胞增长进行预测，这些预测结果很多都被证明是正确的。

所有这一切都是重大进展，但还没有任何进展独立产生经济效益。它们互相不断结合并与前代技术进行再结合，伴随这些过程，生产力增长率会逐渐攀升。实际上，我们两人都很有信心，数字技术创造的繁荣将超越第一机器时代。




布莱恩约弗森：
 第二机器时代能够被分为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中，人类步步艰难地传授给机器毕生所学，这也是传统软件编程的内容。到了第二阶段， 机器将具备自主学习能力，创造出甚至连人类都无法解释的知识和技能。目前机器已经在语言、纠错、和计算机游戏中展现出了一定的学习能力。




HBR：
 是否存在第三阶段？


布莱恩约弗森：
 有可能。如果机器能够感知情绪和人际互动等人类领先的优势，就可能产生第三阶段。现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研究者正在开发能识别情绪的机器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机器人分析面部表情的能力甚至超过了你我。




HBR：
 随着第二机器时代的推进，还有工作留给人类吗？


麦卡菲：
 有，因为人类在三大领域依然遥遥领先。第一是高级创新能力，带来新商业想法、科学突破以及引人入胜的小说等等。技术只会放大擅长做这些事的人的能力。

第二个领域包括情感、人际关系、同情心、培育能力、传授能力、领导能力等等。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我们十分擅长辨别他人的肢体语言……




布莱恩约弗森：
 ……和信号，并能接着说完别人的句子。在这些方面，机器远落人后。第三个领域是敏捷和灵活性。你很难让机器人完成以下一系列动作：穿过拥挤的餐厅，清理一张餐桌，把所有餐具带回厨房，把碗碟放在洗碗槽里并保证不会把它们打破。而且做所有事情的同时不会惊吓到餐厅里的顾客。机器人很难把握感知和操控，当然，困难并不等于不可能实现。机器确实已经开始探索感知和操控领域了。




麦卡菲：
 中产阶级空洞将继续扩大，高低两端阶级规模将继续扩大。真正有才干的高管、企业家、投资家和小说家等人才将迎来丰收。比如，马友友在未来任何时候都不会被机器人取代，但世界上排名第100位的大提琴家以后的薪水可能就不那么理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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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收入包括已获收入和预收收入。




来源：分析基于2014年3月的人口普查数据，摘自2014年经济政策研究中心数据




原表格请见美国进步中心网站（WWW.AMERICANPROGRESS.ORG）上的文章《收入差距增大，美国中产阶级缩水》（AS INCOME INEQUALITY RISES, AMERICA's MIDDLE CLASS SHRINKS），作者是凯斯·米勒（Keith Miller）和大卫·马尔兰（David Marland）





商业应对


HBR：
 你们认为，商业将如何应对技术上的迅猛发展？


布莱恩约弗森：
 技术继续突飞猛进，但遗憾的是，商业活力却减弱了。企业家应该抓住时机，应用人力寻找新出路。按我们的说法是，人类应与机器齐头并进，而非逆势而动。由于某些原因，商业创造新岗位的势头已不如从前。




麦卡菲：
 应对挑战的最好办法就是要具有灵活性和流动性——懂得顺势而为。然而，我们却发现商业活力降低，劳动力流动性下降。这一趋势大为不妙，让我们可能对即将到来的技术浪潮手足无措。




布莱恩约弗森：
 这种僵化似乎还在蔓延，尽管硅谷依然一片繁华，但美国的平均创业率正在下降。理智上最简单的应对办法就是，针对某个流程发问：我怎么能让一台机器完成部分工作？这需要一些创造力，以及一点努力，的确能创造出价值。但如果问题是：我如何能让这台机器和这个人一起工作，创造出一些前所未有的、更具市场价值的事物，需要的创造力则多得多。




HBR：
 什么样的经济环境能使新数字技术发挥到极致？


麦卡菲：
 有助于创新、新商机形成和经济增长的环境。为了创造这种环境，我们需要关注5件事：

一是教育。基础和高等教育体系应该把人类更擅长的，有价值的实质性技能纳入教学内容，比如创造力、人际交往技巧和解决问题能力。

二是基础设施。在未来，世界级标准的公路、机场和交通网络是未来投资方向和增长基础。

三是创业精神。新公司，尤其是增长迅速的公司，是刺激就业的主要来源。 但多数行业和地区中的新公司数量比30年前减少了。

四是移民。世界各地的人才来到美国成家立业，而且有证据清楚表明，移民成立的公司是就业增长引擎。但目前的移民政策局限太多，而且移民政策流程也冗繁而官僚。

五是基础研究。公司往往把重点放在应用研究上，这也意味着政府会在早期初始研究中起作用。从因特网到智能手机，如今很多技术创举，追溯其研发过程，都能发现政府的参与。然而，美国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却呈下滑趋势。自1980年以来，联邦政府的全部研发开支和国防以外的研发开支占GDP比例均下降了超过三分之一。这一局面必须得到改善。




布莱恩约弗森：
 我们有充分信心，数字技术将给世界带来更多财富和成果，减少世间的辛劳困苦。但这不能保证人人享受的好处均等，因此人们的担忧十分正常。最终结果是共享繁荣还是加大差距，并不取决于技术，而取决于个人、组织和社会作出的选择。如果我们错失机遇，使未来的经济和社会中只有小部分人能享受繁荣，这将是我们的耻辱。

技术进步是非凡的动力，但并非目的地。技术无法建立乌托邦，也不会创造出事与愿违的未来。真正的力量掌握在我们人类手中，技术仅仅是我们的工具。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5年6月刊。





增刊：与机器人一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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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快速进步使得商业环境激变，如何保持快速应变能力？阿里巴巴等互联网公司正在演进自适应能力。这是模拟算法原理，对公司的商业模式、资源分配和结构进行频繁且精准的调整的一种全新的商业形式。






如果有这样一种算法，
 它能告诉你何时该开发新的商业模式，是否该进入新市场，那该有多美好。但如果有人告诉你却有这样的算法存在，那么他一定在撒谎。不仅如此，在可预见的未来，能够解答如此复杂战略问题的算法（或其他人工智能形式）也不会存在。但我们相信，一些同样有趣的东西正慢慢浮出水面，比如一种组织利用算法原则实现自校正的能力。这种方式模拟算法原理，对公司的商业模式、资源分配和结构进行频繁且精准的调整，完全脱离从上至下的人工指挥。

很多人会质疑这样的说法，但这些论断是根据我们对互联网公司如谷歌、Netflix、亚马逊和阿里巴巴的观察所得来。这些企业非常善于利用客户行为的实时数据，为数以百万计的独立客户自动调整产品。这些实时调整实际上是由算法所驱动，这些算法背后的技术和流程并非高深莫测的魔法，我们能对它们进行一一破解，看它们如何操作，如何将它们运用到其他场景。这些恰恰是上述公司着手做的事情。

在本文中，首先我们看看这些自适应算法如何在复杂动荡的环境下进行有效的学习和调整。然后，我们将审视一些组织如何在内部全面应用自适应能力，我们将以中国的电子商务巨人阿里巴巴作为案例示范。



动荡年代的战略


设计战略绝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当公司所处的竞争环境发生变化，你的战略也需要随之改变。（见《哈佛商业商业评论》中文版2012年9月刊文章《你的战略需要一个战略》）许多巨头企业被颠覆的原因常常在于无法理解战略的动态本质。复杂动荡的商业环境需要自适应的方式，来不断地调整公司的战略。为了测试这一理论，我们的同事——乔治·威腾伯格（Georg Wittenburg）采用了一个“多臂老虎机”算法模型来展示一个经典战略，一个是适应型战略和自适应战略在面对技术性颠覆时的表现。结果显示，无论是在稳定，还是在动荡的环境下，自适应战略获得的利润都最高，且盈利持续性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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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变市场要灵活管理

在深入研究这些算法之前，我们先思考，在战略和组织架构方面，为何传统做法在众多公司失效？

近年来，技术为市场带来了史无前例的变革和不确定性。企业的敏捷度和适应能力成为CEO最热衷的话题。然而鲜有人观察到这些力量带来的不均衡效应，它使得市场的多样性进一步加剧。公司既要管理发达市场中成熟稳定的业务单元，又要关注发展中市场新兴且难以预测的业务；既要扶持快速发展的高科技业务，又不能忽视缓慢稳定的现金牛业务。要应对这样的多样性，公司必须根据不同业务所处的环境，定制恰当的战略和管理方式。然而随着变革节奏越来越快，公司几乎要时刻不停地调整管理方式。对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这样做显然不现实，自适应的能力需要渗入到企业的DNA中。

这时自适应能力将大展身手，它与敏捷性（快速调整）、适应能力（迭代学习）和双元性（在探索和获利之间取得平衡）紧密相关。互联网公司大量运用的自适应算法包含上述三种特性的元素，并以一种自驱动的方式实现。亚马逊和Netflix的推荐系统就是经典案例。要有效运行，推荐系统必须既能从已知的客户喜好中获利，又能根据不同的商品探索新的客户喜好，算法要在获利和探索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如果总是提供千遍一律的产品，用户会感到乏味，不再信任算法的推荐，公司也会错过收集用户新信息的机会。为能实现动态平衡，随着对用户认识的不断加深，推荐引擎会持续更新向用户推送的产品。

这些算法的基础由以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学习循环构成：


实验：探索偏好。
 第一循环首先要探索新的选择。选择可能性增多对整个系统的成功非常重要。其次，它要对这些选择进行经济有效的测试：例如根据对内容和消费者行为的理解，推荐商品，但同时要保持一定随机性和弹性，避免陷入窠臼。第三，它要乘胜追击，加强有效方案：例如系统追踪点击率、购买订单和顾客评价，从而更深地了解顾客的个人偏好。然后根据这些信息来改进未来的推荐商品。


建模：调整实验的方式和成本。
 自适应算法不但能从不断试错中学习，它也可以根据环境来调整实验频率。换言之，实验机制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进行自我调节。一旦出现新顾客，实验就需要提高频率，从而发现这些顾客的好恶。当算法加深对这些顾客的了解，实验的频率就可以降低。然而，实验永远不可终止，因为一定程度的探索和惊喜对所有顾客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


塑造：影响偏好。
 推荐引擎带来的一大乐趣是发现那些你在其他渠道无法发现的产品和内容。当顾客被指向新的产品和类别时，他们的新兴趣点将会被挖掘和塑造。这和传统营销中广告的作用相似，它不但会加强顾客的偏好，更会创造新的偏好。

最关键的是，这三个学习循环是自动运行的，无需人工决策介入。它不需要分析师手动制作推荐，再一个个地解读用户反馈，最后手动调整实验频率，筛选出用户最可能青睐的新商品。自驱动可以让自适应系统以非常快的速度运行。



阿里巴巴的进化


通过不断调整愿景，并对商业模式进行实验，阿里巴巴从一家只有18人的初创企业变成如今员工超过2.7万人，营业收入超过80亿美元的大型企业。以下是阿里在发展道路上的一些关键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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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构建自适应企业

随着采取自适应算法的公司的发展与成熟，它们要面对一个日渐迫切的挑战：在运营和创新之间保持平衡。不仅在市场部门，这些公司在整个组织的范围内引入新的管理实践，发展自适应能力。

为更好理解这一问题，我们将公司想象成一系列战略流程的集合体。在最高层，愿景指引公司的整体方向和目的。为实现愿景，公司设定商业模式和战略，将能力和资源聚合到一起，从而在竞争中获取优势地位。公司的组织架构、信息系统和企业文化则保证了商业模式和战略的有效执行。

在绝大多数组织中，愿景和商业模式就像一根固定的轴，整个企业绕轴运转。公司的愿景和商业模式一般由公司的创始人制定，而且一旦证明其有效性，就很少更改。自然而然地，公司的架构、系统、流程和文化也随之在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当公司扩张至新的领域时，它们会依赖以前的制胜秘方，这时实验和创新只能聚焦在现有商业模式内的产品和服务上。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自适应企业在各个层面都采用一种新的方式。通过上述三个学习循环，公司的愿景、商业模式和支持部门都会根据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校正。组织不再只是管理层意志的延伸，而是一张根据外界反馈不断变化的网络。让我们阿里巴巴集团为例，看看自适应能力在实际中的应用。

阿里巴巴创立于1999年，最初致力于为中国的中小制造商建立B2B平台。但自创立以来，阿里已经将业务扩展至多个领域。如今，阿里集团的业务种类已达到10种，员工人数超2.7万，年收入超过80亿美元。在中国快速变化的电商市场，阿里必须在各个层次对企业进行不断校正，否则它难以获得今天的成功。阿里进行自我校正有以下几条原则，可为其他企业所借鉴。


随时调整愿景。
 在阿里刚刚成立时，中国互联网络的普及率还不到1%。尽管很多人看好互联网在中国的发展，但没有人能预测未来的发展状况。因此阿里采取了一种实验式的方法：无论任何时候，公司的愿景都基于对未来的准确预测而制定。随着市场的进化，公司领导层对愿景进行重新评估，将他们的假设与当前现实进行对比，并适当调整公司愿景。

在创立之初，阿里的目标是成为“服务于中国小型出口企业的电子商务公司”。因此，公司聚焦于阿里巴巴网站，将其建设成国际贸易平台。然当市场发生变化时，公司的愿景也随之改变。中国消费品市场的爆发让阿里看到了2C市场的机遇。因此，2003年阿里推出了网络市场“淘宝”。

很快阿里发现，中国消费者不仅需要进行买卖的网站，他们对网上交易，例如支付的安全性缺乏信心。于是在2004年，阿里推出了网上支付服务——支付宝。支付宝不但提供资金托管服务，而且建立起卖家信用评级系统，这为网上交易注入了透明度和信任感，直接推动了电子商务在中国的发展。这促使阿里巴巴在2008年再度修改其愿景为：“培育中国的电子商务生态系统”。阿里开始为其他企业提供电商基础设施，包括云计算平台，微金融服务和智能物流平台等。最近，随着数字渠道和实体渠道的快速融合，阿里再次调整其愿景，将电子商务中“电子”二字去掉，变成“我们建设未来商务的基础设施”

通过调整其愿景，阿里不但能快速响应新的市场变化，更塑造了消费者和商家之间的互动方式。


对商业模式进行实验。
 如果阿里在创立之初没有对商业模式进行积极的实验，它很难将业务扩展至数字经济的几乎所有领域。然而当公司第一次踏出B2B业务，推出淘宝时，公司内部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因为淘宝的直接竞争对手是当时的霸主eBay。彼时阿里的B2B业务发展顺畅，为了减少对核心业务的冲击，公司成立了独立的淘宝公司，有着独立的办公室和资金来源（阿里和软银各占50%的股份）。

每当面临变革，阿里会不断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让它们作为独立的业务部门运营。在对这些商业模式进行市场测试后，阿里会扩大那些发展良好的业务，关闭或整合那些前景不佳的业务。举例来说，2006年阿里发现了两个新的趋势，因而推出了两个新的业务单元。首先，为了进入不断发展的B2C市场，阿里建立了淘宝商城，帮助成熟的消费品牌连接消费者，最终淘宝商城化身为天猫，成为今天阿里集团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次，为了抓住软件即服务（SaaS）的潮流，阿里推出了阿里软件，今天看来这一举动过于超前。成立后，阿里软件迟迟无法推出杀手级应用，获得足够的客户，因此在2009年关闭。

阿里获得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是它能根据环境调节商业模式实验的频率。在创立4年内，淘宝就占据中国网上消费市场的80%，2011年它已经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现象级产品。很多公司会满足于这样的市场领导地位，专心聚焦于目前的商业模式。然而阿里看到，中国的网民数量稳步增多，消费者和零售商也不断成熟，这些因素为市场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阿里的商业模式面临新的风险。

公司内部对新的方向和可能的商业模式有诸多争议。阿里并没有选择自上而下的决策方式，而是多方押注，让市场决定最后的胜利者。因此在2011年，阿里将大获成功的淘宝拆分为3个独立的业务单元。每个业务部门代表着中国电子商务未来不同的发展方向。淘宝继续专注于C2C平台；天猫打造B2C平台；新业务一淘则专注于产品搜索。尽管市场竞争的结果可能是某一业务占据绝对优势，但实际上阿里的两项业务都取得了大众市场的成功，天猫在竞争激烈的B2C市场获得了60%的市场份额，淘宝依旧是C2C领域的霸主，而一淘则也获得了稳定的利基市场。

在产品获得成功后提高实验频率有违传统的管理智慧，而对于阿里来说，这是避免僵化、创造机会所必需的。随时调整实验方式以及实验频率是阿里抓住市场新趋势的保证。


抓住并塑造战略机遇，而非执行计划。
 在动荡多变的环境中，计划可能很快失效。阿里面对的是技术的快速进步以及消费者口味的不断变化。这让阿里难以对未来做出预测。为了应对这一状况，阿里采用一种连续不断的“再计划”流程，而非严格执行固定且详细的商业计划。换言之，随着环境的变化，公司的战略和战术也不断修正。

阿里集团也有常规的规划流程，在每年第四季度，高管团队会制定未来计划。然而他们深知，制定计划只是起点。一旦业务领导人发现市场的重大变化或新的机遇，他们会启动名为“战略共创”流程。员工、业务领导人、主要执行者和客户各方一起制定新的业务方向。

在阿里巴巴，共创流程共包含四步。第一步是建立共识：辨认市场变化的信号（机遇市场数据或员工以及客户的发现）并确保适合的人才一起工作。这一步通常需要一个工作日的时间。第二步是了解客户：参与者直接与客户一起探索其需求变化或痛点，并进行头脑风暴，制定解决方案。第三步是根据客户调研结果制定行动计划。行动计划必须包含一位团队领导者，能带领团队抓住机遇，一个能将想法化为现实的团队以及一个支持团队工作的机制。最后一步是在计划执行后收集客户反馈，从而进入下一轮迭代。

共创流程体现出自适应企业的自驱动性。一旦发现市场波动，业务单元就可开展共创流程，免除了总部的指令和监管。尽管共创目前有了一个成功的样板，但每个共创行动都会紧贴实际情况，不会落入窠臼。此外，阿里建立了客户论坛，与客户定期进行交流，保证公司能与市场进行同步进化。这让创新从市场中自动涌现，而非自上而下的强行推进。那些应该交给市场决定的事务，阿里领导层不会再介入。


强大的组织适应能力。
 在阿里巴巴，保持组织的灵活性是重中之重。阿里从自身竞争中总结出几个要点，例如从一开始就让接受变革注入到企业文化中。在创立之初，“拥抱变化”就成为阿里巴巴6大核心价值观之一。创始人和董事会主席马云就经常向员工、投资者和客户强调这点。他曾说：“在信息时代,变化才是最好的稳定。没有一个组织的架构是完善的，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这种理念也渗入到公司的招聘流程中。公司不但会评估应聘者的技术水平，更要测试他们在快速变化中学习成长的能力。

另一个要点是，阿里要主动寻求变化，而非被动接受。在传统企业中，组织变革的频率低，一旦执行则会涉及大面积范围。而一个不断自我校正的企业则相反，它尽量避免这种高风险的一次性转型。我们以阿里在2012年执行的轮换实验为例，阿里对22位最高管理者实行轮岗。一开始人们担心此举会破坏公司运营的持续性，然而事实证明，轮换计划取得了成功。其中部分原因是公司要求这些高管将他们的知识进行交换和内化。轮换计划不但增强了公司最高级人才的技能，更显示出领导层对公司灵活性的重视。该计划一直延续下来，高管层每年都进行部分轮换。


促进流动和反馈的系统。
 在创立之初，阿里采用了领先的ERP系统管理信息流和资源。然而公司逐渐发现，ERP系统只会限制变化，而非支持变化。这种系统是为那些传统的、结构稳定且有统一汇报线的企业所设计。要对系统进行调整来反映组织的进化非常困难。

阿里需要一种更加灵活的系统。因此公司组织一支团队来增强员工端口的功能，从而改善公司的ERP系统。作为第一步，公司创建了员工可自己申请升职的功能。这样员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职业轨迹。其后，公司又创建了网页交互界面，HR团队管理者可以更新组织架构并同时与所有员工记录进行联接。由于运营团队会根据市场需求不断变化，这套系统可以帮助人力部门更好地掌握员工情况。此外，公司还设计了一个更加灵活的目标设定界面，从而改进了公司绩效系统。与固定不变的年度目标不同，员工可以在不同时间段内设置不同项目的目标，并且能与其他业务单元协调一致。这个界面还能让员工更方便地给同事提供反馈。

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互联网原生公司”正在探索企业的自适应能力，然而其经验可以被更广泛的企业所借鉴，无论是数字领域还是更传统的工业公司。面对飞速的技术变革，数字先锋们必须时刻自我创新，然而传统企业也终将面对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类似双边市场这样的技术将创造并适用于这样的环境，而这些技术影响的范围将远远超越数字领域。通过借鉴互联网先行者的经验，传统公司也能跟上市场的无常变幻，甚至做到先知先觉。




你准备好建立自适应能力了吗？


1
 你所在市场的复杂程度、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程度如何？


2
 你管理的一些业务是否应该交给市场做决定


3
 你的企业是否善于实验和学习


4
 企业的哪些部分可以用来测试自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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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里维斯是波士顿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常驻纽约办公室曾鸣是阿里巴巴集团首席战略官。阿敏·文加拉是ADP公司战略以及商务拓展副总裁。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5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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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适应企业是一个全新的词汇，其内涵到底是什么？企业的决策者在其中的作用又是如何？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否仅适用于互联网企业，传统企业能否从中获取借鉴？带着这一连串问题，本刊首席编译安健电话连线了正在美国的曾鸣先生。任阿里集团首席战略官的曾鸣是《自适应企业》一文的作者之一。在采访中，他针对中国盛行的“互联网+”概念与自适应企业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阐述。



长期战略价值下降


HBR中文版：
 文中提到，要发展自适应能力，企业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愿景，而愿景往往是由CEO制定的。那么CEO本人是不是对这种方法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


曾鸣：
 当然，只有领导者本人能积极地迎接未来，拥抱变化，企业才有可能培育自适应能力。这也是为什么马云始终强调阿里巴巴是使命和愿景驱动的公司。而拥抱变化本身是阿里巴巴6大价值观中最重要的一个。




HBR中文版：
 原文提到阿里的愿景制定：“任何时候，阿里的愿景是对未来最贴切的预测”， 也就是说如何准确地预测未来非常重要，在您看来，如何能做出准确的预测？


曾鸣：
 我之所以在文章中说，愿景是对未来进行预测，是因为愿景并不是像我们一般认为的，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规划。我们不可能完全准确地预测未来，只能对未来进行一个大致的预测，这种预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修正和改进。如果企业的领导者能积极关注未来，并且始终在行业的最前线，那么他对未来大致方向的把握就是比较清楚的。然而有些人只能做市场的跟随者，还有一些人则是“风口上的猪”，连风是怎么起来的都不知道。这两种人是不可能对未来有准确判断的。而只有那些积极关注未来的人才知道风往哪吹，能吹多远。




HBR中文版：
 您提到的企业领导者要始终处在最前线，那么阿里的“战略共创”措施是不是代表着一线员工企业可以和领导者共同制定战略？


曾鸣：
 企业大的战略方向还是要由领导者确认。然而在现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战略共创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最好的共同学习的平台，它让各个业务部门对市场的反应速度更灵敏。可以说，战略共创是对阿里战略制定方法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它不拘泥于传统的战略规划流程，可以让核心团队快速聚焦到最重要的问题上。其实我们这些年也尝试了很多新方法，战略共创可以让组织的反应速度更快，特别是在推动一些重要的战略变革时。




HBR中文版：
 是不是企业不用制定长期目标和规划了？


曾鸣：
 长期固定的，比如3-5年的战略规划的价值肯定在下降。企业要适应外界的快速变化，它的战略也需要不断的迭代和优化。要做到这点，首先就是要不断调整愿景，其次要敢于做出战略调整。如果你的方向是对的，这种战略调整的代价就会降到最低，杜绝了“南辕北辙”的失误。




HBR中文版：
 自适应作为一种战略的方式是非常适用于互联网公司和环境变化快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传统的战略理论，例如五力模型等经典理论是否已经失效了？


曾鸣：
 传统战略理论，作为一种简单方法论只能作为企业某个战略环节的输入，无法成为推动现代公司战略的主要方法和手段。企业的实际运作完全是任务驱动的状态，它不可能按照理论的逻辑运作。从实用的角度出发，把各种能用的上的理论用好才是关键。



自适应是互联网思维的落地。


HBR中文版：
 由于三个学习循环是自动完成的，不需要人为决策，那么未来发展到一定程度，一些管理工作和岗位是否会消失，交给大数据和实验来决策？


曾鸣：
 大数据的最终发展方向是人工智能。那些常规的、可重复的脑力劳动都将被机器替代。而其中大部分是低端的、可重复的管理工作，这将是一个长期的根本上的变化趋势。




HBR中文版：
 可不可以认为这篇文章是对互联公司快速迭代现象在战略和组织层面上的一种提炼和总结？


曾鸣：
 可以这样认为。现在人人都在谈“互联网思维”，但大都集中在互联网产品的发展思路上。产品的快速迭代必然要求组织也随之变化，来对这种迭代进行支持。而自适应能力正是互联网思维在组织架构上落地的一种尝试。毕竟组织要忠于产品，产品既然能快速变化和迭代，企业的组织架构也需要具备这样的能力。




HBR中文版：
 提到“互联网思维”，其实很多传统企业也很关注“互联网思维”，那么这种自适应能力是否对这些企业也非常重要呢？


曾鸣：
 其实很多传统企业，比如海尔这几年推出一系列组织创新就是要培育类似的组织能力。工业时代以来，传统制造企业的环境变化比较慢，因此它们的很多流程已经固定下来。要对任何一个环节进行变革都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和挑战。然而现在它们面临的环境也在快速变化，因此很多传统企业也提出了业务互联网化，而组织架构上的变革也就必不可少了。这就是“互联网+”大热的原因。不过，互联网公司的优势是它进行迭代实验的成本低，而传统企业进行商业实验的成本比较高，换句话说，它们很难进行低成本的创新，这将是它们进行互联网化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HBR中文版：
 数据分析能否帮助它们降低商业实验的风险呢？


曾鸣：
 其实传统的数据分析和互联网公司的做法不是一个概念。比如传统企业在决策前要进行一定的假设和猜测，然后它会进行调研询证，收集数据，来支持领导者作出决策。而对互联网企业来说，数据本身就是业务的核心部分，也是客户体验的一部分。自适应企业的产品边界往往是数据的自然延伸。最典型的例子，推荐引擎会根据你现在读的书，推荐另一本书，或者找到更多读这本书的人，业务会根据算法自然进行扩张，不需要人为做假设和判断，这就是文章中提到的算法驱动的自动决策。换句话说，传统企业是数据支持决策，互联网企业是数据驱动决策。

再举一个国际化的例子。传统跨国企业进行国际化时要调查各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判断，再进入一两个市场进行实验。然而Aliexpress的快速发展则是数据驱动的，我们已经是巴西最大的电子商务平台。阿里在第一天就是个国际化的B2B网站，我们积累了大量的外贸数据，这些数据在三个学习循环中不断提炼和发展，自动将业务带到更高的层面，不用人为进行猜测和决策。




HBR中文版：
 既然很多决策已经实现自动化，那么未来企业决策者的工作会变得更轻松么？


曾鸣：
 当然不会。尽管算法把决策者从可重复的管理工作中解放出来，但他们要进行更加有创造性的工作，这实际上对他们的要求更高了。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5年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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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年的一次机器人大会上，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员凯特·达令（Kate Darling）做了一个小测试，她邀请与会者和体形与吉娃娃相当的电子恐龙玩偶一起玩耍。这些玩偶名为帕雷欧（Pleo），但与它们互动的人可以为自己的机器恐龙另外取名。这些人很快发现帕雷欧可以和他们沟通：小恐龙们通过姿势和面部表情清楚地表示它们喜欢被轻抚，不喜欢被拎着尾巴拽起来。一小时后，达令让大家休息一下；等游戏再开始时，达令拿出小刀和斧头，让参与者折磨、肢解他们的小恐龙。

达令预计自己会遭到一些抵制，所以她早有准备，但当所有参与者一致拒绝伤害自己的机器恐龙时，她感到颇为惊讶。有些参与者为防止帕雷欧被人伤害，甚至用身体挡住它们。“我们回应这些仿生机器恐龙发出的社交信息，”她在2013年的演讲中总结道，“即使我们知道它们不是真的生命。”

这一洞见将引领下一波自动化风潮。埃里克·布林约尔松（Erik Brynjolfsson）和安德鲁·麦卡菲（Andrew McAfee）在合著的《第二个机器时代》（The Second Machine Age
 ）一书中提到，从在生产车间迅速学会新技能的自主机器人到能评估求职者或推荐企业战略的软件，这些“会思考的机器”正在进入工作场所，而且为企业和社会创造巨大价值。（对布林约尔松和麦卡菲的采访请见本期第82页。）然而，尽管技术瓶颈正被一一攻破，但社会制约因素还在。你如何劝说你的团队信任人工智能，或让他们将机器人视为自己团队中的一员，甚至领导，并接纳它们？如果你换掉那个机器人，员工的士气会低落吗？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要先了解人类如何和会思考的机器协同工作，并与之相处。相关研究越来越多，我们不断扩充知识，获得重要洞见，最终了解到人与机器如何协作完成工作。当这些机器从工具转变成我们的队友时，有一点越来越明确：接纳机器人意味着我们不能仅仅把它们当成一种新的技术应用。



信任还是不信任算法，要看时机

与会思考的机器协同工作时，我们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承认机器知道的比我们多。请参考2014年的一项研究：沃顿商学院的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受试者既可以运用某个算法，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判断做预测，而预测较准的受试者会得到奖金。以其中一个实验为例，受试者收到一组已毕业的MBA学生的入学数据，他们要根据这些数据预测每一个学生在读期间的表现。多数人倾向凭直觉预测，而非运用某个算法。

这一现象被称作“回避算法”（algorithm avoidance），在多个研究中都有记录。人们在诊断疾病或预测政治结果时都选择摒弃算法，而是相信自己或他人的判断，但结果往往是这种人类凭直觉做出的决定更糟糕。因此，管理者应得到启示：帮助人们信任会思考的机器很有必要。

但仅仅告诉人们算法有多精准并不能说服他们信任算法。当沃顿的研究者让受试者分别查看自己的预测结果、算法所得结果和正确答案时，受试者发现算法通常更准确。但他们看到结果的同时也发现了算法的错误，对算法的信任度就随之降低。研究者伯克利·戴特沃斯特（Berkeley Dietvorst）说：“人们看到算法的错误后就对它失去信心了。” 他还解释说，虽然人类犯错的次数比算法多，“但人们并没有对自己失去信心。”换句话说，我们会因算法出错而对其抱有偏见，但对犯错的人类则更包容。戴特沃斯特认为，这是因为我们相信人类的判断力会提升，却错误地以为算法无法演进。

我们在做比数字计算更复杂或感性的工作时，回避算法的倾向更明显。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和哈佛商学院的研究者交给众包网站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的工作人员多种任务；有的人被告知任务要求员工有“认知力”和“分析推理能力”，有的人则被告知任务要求是有“感情”，并能够“处理情感”。接下来，他们问受试者是否放心将这类工作外包给机器。这个建议让那些被告知接到偏感性任务的受试者不安，而被告知接到分析类任务的受试者的反应则没那么强烈。哈佛商学院的麦克·诺顿（Michael Norton），同时也是发表这个研究的作者之一总结说：“思考近乎于做数学题。机器人可以做数学题。但它们不可以感受事物，因为那样它们就太像人类了。”

诺顿认为，只要把任务描述成分析类的工作，就有助于消除人们对算法的疑虑。在另一实验中，他和凯洛格商学院的亚当·韦兹（Adam Waytz）一起发现，如果受试者得知数学老师教学生各种各样的公式和运算法则时，要用到很多分析技能，他们会比较容易接受机器人可以当数学教师的观点。但如果受试者被告知这份工作需要“与年轻人相处的能力”，他们就不太会赞同让机器人任数学老师一职。

戴特沃斯特和沃顿的同事另辟蹊径。如果人们更信任自己的判断，而非算法，那为何不将前者融入后者呢？于是他们在一次实验中允许受试者稍稍调整算法的结果。他们要求受试者根据多个数据点预测某高中生的一次标准化数学测验成绩，但没有强迫受试者在自己的判断和算法中选其一，所以受试者可以将算法得出的成绩调高或调低几个百分点，之后将结果作为最终预测成绩上交。研究者发现，得到选择权的受试者更倾向信任算法。戴特沃斯特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不再感到自己正在放弃控制预测的权力。



我们更信任外形酷似我们的机器人

另一个鼓励人们信任会思考的机器的办法是：让机器人更像人类。研究表明，人们更易接纳有声音或有明显可辨的人类体形的机器或算法。西北大学、康涅狄格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研究者借助自动驾驶汽车检验了这一论点。在他们的实验中，受试者要使用一个模拟驾驶装置。他们既可以手动控制转向，也可以启动自动驾驶功能。在有些情况下，自动驾驶功能完全控制模拟驾驶车辆的转向和速度。换句话说，它被赋予了人类的特质，并获得了一个名字——艾丽斯。它有女性的声音，并在驾驶过程中与驾驶者对话。驾驶装有艾丽斯的车的受试者更可能启动自动驾驶功能。研究员还设计了一场模拟车祸，出错一方是其他车辆，并非自动驾驶功能。驾驶由艾丽斯掌控的汽车的受试者面对车祸比驾驶没有名字或声音的汽车的受试者表现得更放松，也不太可能埋怨自动驾驶功能。

研究者称，人类有拟人观倾向，即将人类的特征、动力，比如思考、感觉或表达意图的能力套用到非人类的生物或物体上，因此艾丽斯得到了更多信任。长期以来，多个研究都证明赋予机器以声音、形体，甚至名字顺应了这一倾向，让人们更容易与机器协同工作。举例来说，我们与和自己有“眼神交流”的机器人合作更有效，而且我们觉得这些机器人，比如帕雷奥歪着脑袋的时候更可爱，而且像人类。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研究者通过一个4.5英尺高的自主机器人，进一步探讨了这一观点。这个机器人名为“零食机”（Snackbot），有轮子、胳膊、男性声音。它的嘴以LED显示，能笑，也能皱眉。零食机的工作是在办公室内分发零食，但它的设计明显是为了激发拟人观反应。正如研究者预测的那样，办公室的人和零食机交谈，并友善地对待它。某受试者被问到与零食机的交流情况时说：“虽然零食机没有感情，但我不想拿走零食后就当着它的面把门关上。

零食机被设定与某些人进行“私人”对话，比如谈谈他们最喜欢的零食。受到这种待遇的员工对零食机的服务更满意，而且更愿意答应零食机提出的请求，比如告诉零食机它接下来的行程还应涵盖办公室的哪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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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上角按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帕雷欧仅是新兴社会化机器人技术的应用之一。这种机器人通过动作和面部表情与人交流。例如，它喜欢被轻抚，不喜欢被拎着尾巴拽起来。零食机在办公室内分发零售，与员工交谈，还记得他们最喜欢的零食品种。吉姆有声音，还可以做手势，所以人们可能以为它有思维能力，但实际上它由研究者控制。





但机器人有时过于像人类

赋予会思考的机器以人类特征的挑战之一是我们可能被误导，过于信任它们的能力。曼尼托巴大学的研究者进行了一系列实验：受试者要做一项枯燥的重复性工作，即为计算机文件重命名。受试者早已知道实验的时长，因为研究者称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离开。但要被重命名的文件数量没有上限，因此受试者必然会在某个时间选择退出，而那时一个两英尺高、名为吉姆的仿人机器人会劝告他们继续重命名的工作。吉姆坐在书桌上，声音机械而呆板。它好奇地环视整个房间，并做出各种手势。这些设计是为了体现机器人的智能，但受试者并不知道吉姆实际上由研究者控制，而且不能自主行动。吉姆在受试者想要停止工作时会说类似“请继续——我们需要更多数据”，或者“坚持下去很重要”的话。这种情况会持续下去，直到受试者不再听从吉姆的劝告，放弃工作或者继续坚持80分钟。让本研究作者之一詹姆斯·扬（James Young）最为惊讶的是，很多人“把机器人当成可以与之协商的人”。他们与机器人辩论，称它让他们继续工作是不合理的，虽然机器人只是重复回应几个相同的词汇，其他什么都没做。一些受试者似乎以为，机器人具备声音和人类体形的事实足够说明它们有能力进行理性分析。

另一问题是随着机器越来越酷似人类，我们可能会像对其他人一样，对它们产生刻板印象，甚至歧视它们。韩国崇实大学的研究者做了一项实验：他们评测了受试者对识别监控录像中可疑行为的机器人保安的满意度。机器人名为约翰，拥有男性声音时得到的认可度比名为琼、拥有女性声音时要高，虽然约翰和琼所做工作相同。针对在室内作业的机器人的研究发现，情况完全相反。

最后，仿人机器人可能在工作场合引发人际矛盾。在零食机的实验中，有受试者称，当机器人在其他同事能听到的范围内，评价他有多喜欢订锐滋牛油花生巧克力杯时，他感到很尴尬。另一受试者表示，他在听到零食机称赞一个同事总在办公室内，因此这位同事是个勤奋的员工后，心生嫉妒。“你给机器人添加越多人类的特征，尤其是像情感这样的特征，它激发的社交冲突就越大，”南加州大学教授约翰森·格拉齐（Jonathan Gratch）说，“你并不总希望你的虚拟机器人队友像人一样。你希望它比人更好。”

格拉齐在自己的研究中探究了会思考的机器如何做到两全其美，即获得人类信任的同时，避免拟人观陷阱。在其中一个研究中，他让受试者分成两组与电视屏幕上的数字化卡通人物（被称为“虚拟人”）讨论自己的健康状况。他告诉一组受试者卡通人物由人类控制，告诉另一组受试者卡通人物是全自动化的虚拟人物。后一组的受试者更愿意透露较多健康信息，甚至表现得更悲伤。“当他们和人交谈时，他们担心得到负面评价，”格拉齐说。

格拉齐提出了假设，即“在某些情况下，最好不让机器有太多人类特质”。例如，“你可以想像一下，如果你的老板是电脑，你就更可能开诚布公地指出它的缺点。”格拉齐还认为，在有些情况下，人们甚至会认为不太像人类的机器人更公正，且没有偏倚。



流行文化中的机器人


过去数代人塑造的流行文化中的机器人形象极大地影响了我们现在对机器人的看法。本图表收录了一些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机器人，它们所处位置根据其仿真程度和对人类的威胁程度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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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更喜欢机器人同事

我们和会思考的机器的协作方式会因我们所做工作、工作描述方式和机器设计方案的不同而有所变化。但在适当的条件下，人们对机器人同事的包容度出奇地高。朱莉·沙（Julie Shah）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设计了一个实验：一个受试者、一位助理和一个机器人要合作搭建乐高模型。受试者被告知要把这份工作当成真正的制造业工作，并在紧迫的截止日期前完成它。为团队成员有效分配工作对迅速完成计划至关重要。

受试者在三种不同情况下分别搭建了一个模型。第一种情况是机器人分派任务，即去实验台取乐高组件以及到制定的实验台组装。第二种情况是受试者分派任务。第三种情况是受试者规划自己的工作，而机器人将剩下的任务分派给自己和助理。研究员猜想，受试者最满意第三种情况下的分配，因为他们不仅因机器人的专业排班算法而受益，还获得了自主工作权。但结果是，他们更倾向让机器人分派所有任务。事实上，这也是最有效率的方式：团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了计划。

为什么这些受试者对机器人的认可度比沃顿实验中拒绝依赖算法的受试者高这么多呢？就目前所知，我们还不能下定论。沙指出一个事实：受试者接到的任务很难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以他们认识到自己会因机器人的帮助而受益。此外，改变工作描述方式也极有可能帮助机器人赢得认可，比如规定任务目标为在可控环境下，争分夺秒，最大限度地提高生产力，而机器人可能擅长这种强调理性的工作。最后，尽管这个机器人没有声音，也没有社交功能，但它有人的外形，因此它看上去比没有形体的算法更智能。

沙在实验结束时征集受试者的反馈，他们解释说为何自己更倾向某一种任务安排。比较能说明问题的一点是，倾向让机器人负责分派任务的受试者没有强调机器人酷似人类的特征或他们与之建立起的亲密联系。相反，他们给出的原因包括“我从不会觉得自己在浪费时间”、“这种安排能保证排班不被自负的团队领导左右”等。机器人成为理想队友的原因是它做了机器人最擅长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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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弗里克是《哈佛商业评论》助理编辑。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5年6月刊。





增刊：与机器人一起工作



机器人不恐怖

陈庆春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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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周你给你的机器人100比特币，结果它却买回来10粒摇头丸和一张伪造的匈牙利护照，你不得不去警察局把它“捞”回来。

这并不是科幻小说。今年初，瑞士的一个研发团队“!Mediengruppe Bitnik”发明了一个自动化网络购物机器人程序，并将其安装在一个机器人身上，称为“随机暗网购物者”，该研发团队要求机器人每周从在线市场随机购买商品，于是就发生了以上的测试结果。这个“胆大妄为”的机器人确实也被警察带走了。

这就是人工智能在今天和不远的未来能做的事情。当下较为普遍的人工智能定义是：利用计算机程序的方式，自动完成人类可以完成的功能。

百度首席科学家吴恩达表示，人工智能发展50多年来，已经无处不在了，最近一两年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一是得益于为计算机提供的数据量越来越大，二是因为计算机的运算速度越来越快。

根据摩尔定律，计算能力每18个月翻一番，计算机容量和功能亦是如此。美国科学家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预言，到2019年，售价4000美元的计算机的计算能力将会超过人脑，即每秒20 quadrillion（千的五次方）次计算。



神经元网络与大数据急速发展

谷歌完全无人驾驶车正等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批准，一旦获准便可马上路测。曾在谷歌担任建立“谷歌大脑”重任的吴恩达评价称，过去几年里，计算机视觉获得了大大的进步，开始区分事物，识别出各种图片间十分微妙的差别，甚至有人已经着手研究让计算机识别漂亮的图片与不漂亮的图片，这就自然给自动驾驶汽车带来了激动人心的发展提升。百度无人驾驶汽车也已落地。

自动驾驶汽车技术包含几个关键技术：精确的地图定位、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基于感知的雷达、红外形成自动导航，然后再进行模式识别，根据路上的情况不断优化模型，即大闭环优化。

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讯飞研究院院长胡郁表示，自动驾驶是人工智能最好的功能应用之一，“人工智能有三个条件：第一先进的算法，比如神经元网络，第二大量的数据，第三大闭环优化模型”。自动驾驶汽车中的地图定位、图像识别等都需要借助先进的算法，同时产生大量的数据，最后在优化中让机器自己不断学会完全的无人驾驶。

整个过程在科学界亦称之为“机器学习”。吴恩达认为，机器学习是人工智能的一个重要分支，而机器决策、策划、不确定性推理则是下一个阶段。他将机器学习比喻成一枚火箭，人工神经元网络是发动机、大数据是燃料。

最近几年在移动互联网及智能硬件的带动下，大数据的膨胀已不言自明。Facebook称今年元旦一天上传图片量就达7.5亿张。百度今年一季度财报显示，仅百度LBS开放平台每天响应来自第三方的定位请求就超过110亿次。

与此同时，人工神经元网络也取得了飞速的发展，这其中又包含两个方面的技术：第一硬件，过去服务器用的是CPU，现在用GPU（Graphics Processing Unit，图形处理器），后者比前者至少快14倍，世界上最快的中国“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用的就是CPU+GPU的模式；第二过去神经元网络都是单层结构，现在不仅变成多层，还出现了多种计算方式，比如RNN（Recurrent neural Network，多层反馈神经网络）、DNN（Deep neural network，深度神经网络）、CNN（Cellular neural network，细胞神经网络，又称卷积神经网络）。

单层神经网络只能获得几百个神经元，而多层金字塔式结构则可达到十几亿神经元的规模，能更好地模拟大脑。每一层会记录不同的类别特征。顶层用来输入信息，比如照相机捕捉到一只猫，机器收到信息就开始在每层查找匹配，最终输出信息告诉你“这是一只猫”。

科技更加进步的地方在于，以前，科学家们告诉计算机“猫脸”的几个特征标签，计算机“按标索猫”，但是现在，科学家们改用无监督学习方式，只给机器查找的方法，让它自己去找，查找的过程又会生成数据，影响它下次的查找行为。

谷歌无人驾驶汽车用的便是RNN神经网络，它赋予了计算机逻辑推理的能力，让它可以用一句话对画面进行简单描述，这样计算机便具备了用有逻辑的语言描述图片中不同事物的能力。

雅虎则利用CNN神经网络，可以从宽泛的角度来识别人脸，即使部分被遮挡住了，而且它可以相当精确地从相同的图片中识别出多张脸。雅虎团队把这种方法称为深度密集人脸检测器。

微软5月份上线的How-old.net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即：上传图片，机器检测到人脸，并给出年龄的大小。虽然准确率很低，但是其功能应用更进一步，也起到了收集数据的作用。

不只是雅虎、微软，Facebook脸部识别率的精确度达到97.25%，国内百度LFW测试中曾跑出99.85%的国际最高分。

胡郁称，在机器学习领域的算法，国内外技术水平不相上下，“谷歌的看图说话能力很强，但我觉得这并没有讯飞高考机器人难度大。只不过两者专注的领域不同”。据胡郁介绍，大多数省市的中考、高考英语口语考试，都已由讯飞高考机器人作为主考官来完成。

教育考试、无人驾驶、图像识别、语音识别、即时翻译、工业和家居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产品，无不是神经元网络与大数据飞速进步的产物。

这些进步都只仅限于一种功能，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发明一个具备五官感觉功能的机器人。



特征：单一功能与语音交互

2014年11月，意法半导体在日本展示了一个人形机器人iCub。iCub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以及它如何和世界互动，这类似于婴儿学习够拿物件的过程。2014年5月，在加利福尼亚州举办的会议上，微软展示了一款可以实时语音翻译的人工智能程序，一名研究人员用英语与一名德国的同事通话。2014年1月，谷歌斥资4亿英镑收购了位于伦敦的Deepmind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最擅长的是，能够让计算机学会49种不同的电子游戏。而且在超过半数的游戏中，计算机熟练到可以击败一个专业的人类玩家。

这看上去是三个级别的人工智能技术，但实际上都是专注实现一种功能，iCub做的是感官反馈功能，即时翻译做的是翻译功能，Deepmind就是打游戏功能。同样都是输入与输出，涉及复杂的计算。

工业机器人是单一功能人工智能的最好诠释。1959年，第一个工业型机器人被安装于瑞典的一个金属制品工厂。它是一个有关节的，能运转的手臂，重达2吨。通过磁鼓上的程序控制，机器人可依赖液压缸调整机械臂的位置，到达一系列预设好的角度。

目前，超1300万的工业型机器人在各行各业投入使用，包括汽车、电子产品、橡胶和塑料、化妆品、医药、食品和饮料。它们的市场价值达95亿美元。

吴恩达说：“现在的机器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显然是因为工业化应用，科幻小说中说的那种什么都能做的泛用型机器人，现在几乎不可能造得出来。”他觉得现在能够期待的是，对着手机说：“帮我叫辆车带我去机场”，然后就能如愿以偿。具有强大语音交互能力的机器已可期。他认为，人工智能下一个将要开启的就是，语音交互时代。

在十多年间，人机交互发生了两次突破：PC和鼠标的诞生、触屏操作和语音交互问世。其中最后两个都是在近十年发生的。特别是语音交互，它意味着计算机拥有了“听觉”并能给出正确的反馈。语音交互的实现解放了人类的双手，将促进人类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胡郁亦认为，机器不能理解语言，就不能形成知识、对知识进行处理，就不能进行逻辑推理。机器需要一场认知革命，正如人类在7万年前开始掌握语言一样。

吴恩达认为，当语音识别准确率达到99%时（百度目前为96%），人与机器的交互就将发生彻底改变。他表示，这并不难实现。今年初百度流出的“百度神灯”手机视频，较好地展现了语音交互时代。这并不意味着机器掌握了语言，交互只是理解语言的开始。一般认为，人工智能分为三个阶段：计算智能、感知智能、认知智能。从感知飞跃至认知智能，目前人类还没有好的方法。但感知智能已被大面积商业化，在使用的过程中，机器会不断进步。



未来：威胁不到人类

随着技术的快速发展，就像科幻小说一样，机器人真的来抢人类的工作了。

2013年9月，两位牛津学者——Carl Benedikt Frey和Michael Osborne，就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该报告预测在未来20年内，美国将有约50%的工作岗位因机器人而消失。根据两位的计算，在今后的二十几年内，50%的编程工作也会外包给机器人。

失去工作还只是影响之一，机器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更大威胁是，消灭人类。去年10月，在美国MIT的一次公开访谈上，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称人工智能就是“召唤恶魔”，很多科学家对此表示了认同，并将超级智能作为人类的重大威胁，与小星球冲撞地球和大规模的核战争并列。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亦曾发出乐观的预言：机器智能超越人类智能总和的那个奇妙“奇点”，就在2045年。

不过，吴恩达与胡郁均表示，不必为机器的进步过分焦虑。现在，每位驾驶员在每次航班上平均只驾驶3分钟的飞机，但飞行员并没有被取代，就像ATM机并未取代银行柜员一样。恰恰相反，因为银行支行需要的柜员减少，银行便开设更多支行，而银行柜员的总数增加。

科技一边接手一些任务，一边也增加了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因此也需要更多执行剩余任务的人力。一项统计表明，在过去30年中，计算机在办公室文职工作里被广泛应用，而工作岗位却每年增加1.2%。

因此，人类仍然为拥有更聪明的人工智能技术而不吝千金。2014年，百度在研发投入上共计花费69.81亿元，讯飞的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也高达30%—40%。然而，这与一年投入106亿美元、104亿美元、80亿美元的Intel、微软、谷歌，以及一个季度花掉10.6亿美元研发经费的Facebook相比，并不算什么。

吴恩达说，人工智能的进步速度与投入是极度相关的，中国在这方面需要增加投入。胡郁亦表示，“并不是别人不会做，而是别人没这个条件做这个事情。”这个条件，一是指数据规模，二是指资本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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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关于颠覆的辩论

刘筱薇 | 译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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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
 覆”可能是当今商业词汇中最常被滥用且错用的词。Grist.org网站去年对“颠覆性”蛋黄酱的报道说明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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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术语还激发了巨大的热情。史蒂夫·乔布斯说，给他“深刻影响”的一本书就是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所著，将颠覆概念介绍给全世界的《创新者的窘境》（The Innovator's Dilemma
 ）。另一位重量级粉丝是亚马逊CEO杰夫·贝索斯（Jeff Bezos），他要求公司最高管理层都阅读这本书。

当然还有批判者。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吉尔·莱波雷（Jill Lepore）去年在《纽约客》上撰文，猛烈抨击了颠覆理论，称克里斯坦森的案例来源“不可靠”而且他的逻辑“有问题”。

此外，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教授安德鲁·金（Andrew King）和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巴尔吉尔·巴塔托格托克（Baljir Baatartogtokh）今年在各自的压力测试中检验了这一理论，发现该理论存在漏洞。他们的文章发表于《麻省-斯隆管理评论》（MIT Sloan Management Review
 ），结论是颠覆概念缺乏预测力，同时警告管理者不要依赖这一“简单”理论。反过来，也有一些学者共同为克里斯坦森辩护。

我们希望能澄清这一辩论。本期的《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
 一文中，克里斯坦森在提出颠覆理论20年后和两位合著者一起修订了这一理论。他们承认，“颠覆”现在似乎被用于所有商业创新上，而且往往是不准确的用法。他们指出，即使是优步（Uber），也不符合颠覆理论的定义。他们具体定义了什么是颠覆性创新、什么不是，同时引用了20年有效的实践来更新这一理论。我们希望这些对读者会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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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正本清源“颠覆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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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管理团队在2015年中国管理年会上，从左至右依次为：《哈佛商业评论》出版集团总经理Edward Crowley,哈佛出版社CEO David Wan，财讯传媒集团董事局主席、《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总编辑王波明，《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主编Amy Bernstein，《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主编何刚。






如
 何摆脱竞争的同质化，是许多企业家和创业者一直想突破的商业困境，在各种模仿大行其道、无数“山寨”洋洋得意的中国市场，这种困境尤其突出。唯其如此，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20年前提出的“颠覆性创新”理论，在中国更受追捧，成为很多企业家用来突破成长瓶颈的思想利器。

在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推动下，中国各个行业的“创新潮”风起云涌，很多成功的创新者均自称实现了颠覆性创新。比如有人断言“所有颠覆性创新在一开始时都是微创新”，“持续的微创新，最后就形成了颠覆性创新”等。细究起来，这些创新观点或多或少都是对克里斯坦森颠覆性创新概念的不同曲解。这与《哈佛商业评论》总编辑殷阿笛先生在本期《卷首语》中所说的海外情况极其相似。

为使中国读者对颠覆性创新理论有全面了解，本期《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决定将克里斯坦森教授的最新文章《到底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作为封面，在该文中，克里斯坦森通过剖析优步公司的发展，指出颠覆性创新非常稀缺，而且颠覆者仅有6%的成功几率。

为了更完整展现20年前克里斯坦森教授创立颠覆性创新理论的背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图书编辑王晓红根据作者原著及相关报道，撰写了一篇配文《以颠覆性技术引领颠覆性创新》；关于目前国际学术界对颠覆性创新理论的争论，我们摘编了之前挑战克里斯坦森的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教授安德鲁·金的文章，他在文中指出颠覆性创新理论的有效性和普遍性都值得质疑。其学术勇气和独到见地，或是对颠覆性创新理论最好的“颠覆”之一。此前，时任《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撰稿李钊曾于2013年在伦敦专访克里斯坦森教授，在那次访谈中，他对其理论发展进行系统回顾，我们也将该文在本期重新刊发。

这个文章组成本期《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独有的“聚光灯”专题，意在对颠覆性创新理论正本清源，让中国读者了解该理论的核心。对企业来说，创新从来不是目的，而只是为了更好地生存。我们还刊发了两篇有关创新的文章：《混合技术战略：拒绝颠覆，引领未来》和《企业自我颠覆指南》，均着重阐述在位企业应对颠覆，获得持久竞争力的方法。

上述编辑意图也是我们今年在内容上所做的重要尝试：努力将英文版内容和本土原创内容重新整合，以创造新的价值。我们希望，这种尝试将会对中国正在进行的“两众两创”形成正能量。未来，我们还将进行多种尝试，努力成为全球管理思想平台。

需要说明的是，本期《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的“聚光灯”专题文章将延后刊发，其主题是如何利用情绪获取谈判胜利，编辑部同仁均认为，中国企业在近年来的国际化扩张中积累了大量中国实践，我们需要花时间进行调研，然后将调研结果与原刊文章一并刊发。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部

hbrchina.org






主创者 Contributors




蒋荟蓉 | 译　安健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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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创新”也许是滥用最甚的词语之一，所以近年来这个词遭到批判也并不令人吃惊。在本期聚光灯
 文章中，最初提出这一概念的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 Christensen）
 谈了这个词随着文化格局流变的负面影响。虽然他个人倾向于对自己的学生、家人以及教会予以更多关注，不太关心文化上的时代精神。事实上，他对流行文化一无所知，令身边最亲近的人为之莞尔。一次他的助手埃米莉·斯奈德（Emily Snyder）陪他去参加翠贝卡电影节，贾斯汀·比伯（Justin Bieber）被授予颠覆性创新者奖。斯奈德说：“我和他女儿凯蒂不得不跟他解释贾斯汀·比伯是什么人，他根本就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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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若莱格（Keith Rollag）
 是个内向的人。20年前，他突然被派往日本工作。带着激动却又无所适从的心情，他开始学习作为新人的成功之道，之后就一直帮助高管和MBA学生应对相似的挑战。本期自管理
 文章是他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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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一位牧师曾为安泰保险（Aetna）CEO马克·贝托里尼（Mark Bertolini）
 做了临终礼拜式。当时贝托里尼滑雪时遭遇意外，躺进了重症监护室。后来他虽然得以保住性命，但伤病和在美国医疗体系中的经历改变了他。最近他忙着让公司转型。在本期特写
 栏目中，他与大卫·邓肯（David Duncan）、安德鲁·沃尔德克（Andrew Waldeck）合写的文章解释了原因。






众说 | Inte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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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多元文化


艾琳·迈耶，《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0月刊《当文化冲突来袭》一文





不同国籍的人工作、沟通和做决策的方式均不同。在公司国际化进程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员工在全球市场环境下，必须适应组织流程和同事。迈耶在文中提出了5大原则，能保证每个文化族群在多文化环境下有同样的话语权，而且能根据关键文化原则培训员工。



作者提到，很多公司“为员工留出解读信息的空间，并从中获益……如果为了提高交流透明度，而损失了可贵的解读信息空间，他们会谨慎思考是否要这么做”。

如你所知，自闭症（我们自称为亚斯伯格症候群）人群很难接收不够直白明确的信息。对我们很多人而言，模糊表达没有任何意义。我本身是自闭症患者，也帮助其他自闭症患者理解语意并与其他人互相建立联系。我对你的研究十分感兴趣，你能否详细阐述一下模糊表达如何让公司表现更佳？


——杰弗瑞·德士



A SPLINT创始人





迈耶回复：
 设计流程的结果并不一定是狂野的，很多设计是简洁、合理的。但它们往往很少能保证结果可以预测以及工程设计式的高效。对于这些活动，其他工具比设计思维更加有效，后者需要的是思维上的跳跃以及同理心上的研究。举例来说，业务流程管理是对现有工作流程的测量、分析和改进。而设计则是通过迭代进行创新，用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创意连接到一起。

作者抓住了很多跨国公司问题的精髓，并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高明建议。但我们首先要承认并意识到：文化差异无处不在。


——艾都尔多·席尔瓦



VPO公司CEO




让所有群体有平等发言权，而不是根据刻板印象妄加揣测，这个建议我十分赞同。这样做能帮助大家更了解所讨论的问题。


——汤姆·维古斯



Cultural Synergies负责人




企业价值观是让员工上下团结一心的粘合剂。无论身处世界哪个角落，员工都追求同一个目标。为帮助他们达成目标，价值观必须足够多元化和灵活，才能与当地风格融为一体，同时价值观还要真切、深入，如此才能让员工坚持更大的公司使命。如果价值观能达成此目标，就更易于弥合公司的文化差异。不过，企业依然需要那些能保持开放心态、技能纯熟的员工，这些人能根据公司大方向进行良好调整，然后与当地员工一起达成目标。


——弗朗切斯科·希思梅洛



Grupo Lena Angola法务经理兼市场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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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ORG近期热门话题

《为什么许多资质不足者成为领导？》

Why Do So Many Incompetent Men Become Leaders?



《管理者每日必做的3件事》

3 Things Managers Should Be Doing Every Day



《跨界人生：专访安德烈·阿加西》

Life’s Work: An Interview with Andre Agassi



《你确定你想当领导？》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Be a Manager?



《打破跳槽迷思》

Setting the Record Straight on Switching Jobs



《为何好奇心是高管必备素质》

Why Curious People Are Destined for the C-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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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大繁荣


理查德·多布斯、蒂姆·科勒、斯里·拉马斯瓦米，《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0月刊《告别大繁荣》一文





1980年以来，全球企业利润快速增长，在全球GDP占比上升30%，西方跨国企业是最大受益者。但本文认为，西方企业利润增长正在放缓，新对手正改变竞争格局。



首先，如果只是利润占全球GDP比例下降，西方企业有什么可担心的？真正的坏消息是，它们的利润增幅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高了。其次，为什么西方企业利润占全球GDP比例现在才突然开始下降？本文描述的所有趋势早已形成，作者给出的建议（具备忧患意识、自我颠覆和投身人才战争）在20世纪90年代就已被提出了。


——约翰·兰德里



商业作家、历史学家





多布斯回应：
 如果企业利润总额的真实增速从5%降至1%，企业和投资者会受影响。竞争格局的潜在变化将吞没一些企业的利润。2000年时，亚马逊、谷歌和苹果等今日的科技巨头仅固守其核心业务。当时全球500强企业中只有不到5%来自新兴市场，现在则超过25%。这些趋势确实早已在累积，但现在开始加速。尽管我们提出的建议并不新鲜，可又有多少家公司完全采纳了呢？





众说 | Interaction



“中国速度”令人赞赏


《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11月刊《专访诺和诺德CEO拉尔斯·索伦森》一文



时青靖 | 访　万艳 | 编辑



今年全球最佳CEO榜单排名第一的诺和诺德公司CEO拉尔斯·索伦森，在11月刊的采访中解释了自己为何不相信多元化战略，为何过高的薪酬会损害CEO的领导能力，以及为何企业社会责任就长期而言会有回报。为进一步了解诺和诺德的中国区战略以及市场运作，本刊做了一次跟进采访。除索伦森之外，同时接受采访的还有诺和诺德董事会主席戈兰·安多（Göran Ando）和中国区总经理柯米拉·西尔韦斯特（Camilla Sylvest）。




HBR中文版：
 今年的《哈佛商业评论》“全球最佳CEO”评选规则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突出了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性。请问索伦森先生如何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对公司发展的影响？



索伦森：
 对我们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就是长期不断地优化业务模式。当你从长远角度看商业运作，社会问题和环境问题等都会转化为财务问题。我们的所有权结构也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特点。诺和诺德基金会是诺和诺德公司的最大股东，基金会能够决定公司的未来。

我们来自丹麦，所服务的客户是那些慢性病患者，他们的生命不是以季度来计算的，他们终生都需要我们的产品，所以我们要保证长期发展来为这些患者提供支持。所以，诺和诺德公司的价值观与普通的上市公司不同。




HBR中文版：
 诺和诺德在中国是如何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



索伦森：
 我们要求中国的管理层和员工都能够践行公司的管理之道：诺和诺德之道。诺和诺德之道描述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客户，如何对待自己的同事。我们要以患者为先，从患者实际需求出发，并尊重身边的同事。在做任何决定时，公司上下都要考虑到这个决定所带来的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要负责任地发展我们的公司。




HBR中文版：
 诺和诺德如何基于全球战略定位中国区战略？诺和诺德的产品会不会主动在中国降价来拓展市场？



索伦森：
 中国市场目前正在经历一系列变化，政府通过竞标鼓励市场竞争、刺激厂商降低产品价格。这会对某些产品价格有一定影响。主要受影响的是仿制药，其他比较独特的药品，如诺和力就不会有降价空间。

诺和诺德希望能够保持自己的竞争力，在中国各个细分市场都能保持市场份额，并长期保持领先地位。诺和诺德是糖尿病领域最大的公司，在中国建有研发中心和生产厂，我们相信自己在中国市场上会保持竞争力。




HBR中文版：
 你们认为在中国市场开展业务，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索伦森：
 我认为最大的挑战仍然是教育。我想如果我们可以改变生活方式，其实可以预防大部分的糖尿病病例，我们需要对公众进行教育。此外，中国还需要更有针对性的教育，即让医疗专业人士认识糖尿病患者的症状，使他们得到确诊，让他们获得适当的治疗。




HBR中文版：
 诺和诺德如何制定长期发展规划？



安多：
 每年诺和诺德全球董事会与公司核心管理层会用3天时间，共同探讨未来10年的规划。这里面包括预测全球不同市场的变化趋势、GDP的增长和医药市场的变化等等。我们试着讨论这些宏观变化对诺和诺德意味着什么，我们是否准备好应对接下来5-10年的变化。这种方式能让我们未雨绸缪。




HBR中文版：
 西尔韦斯特女士作为中国区总经理，在上任3个月之后，亲身体验到的中国市场与之前预想的有什么不同？



西尔韦斯特：
 作为国家，中国是一个整体；但从医疗行业角度看，中国有很多省份，各省的政策和执行情况都不相同。因此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中国不只是单一市场，它的内涵要大得多。我的另一个感受是“中国速度”，我发现在中国从决策到执行，再到采取行动的速度都非常迅速，我对此衷心赞赏。

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面临着糖尿病患者增加的挑战，而且中国确实存在提升糖尿病意识和改善治疗的需求。中国也许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因此我们需要在中国进行大量努力，以确保患者得到最好的治疗，同时提升其糖尿病认知。




HBR中文版：
 诺和诺德的文化是否会与本地文化有冲突？



西尔韦斯特：
 我在诺和诺德许多国家的分公司工作过，我感到我们在许多国家的文化很大程度上是一样的。我曾在德国、挪威、丹麦、瑞士和东南亚许多国家工作过，当我在世界各地遇到新同事时，总是感到我们的企业文化在他们身上体现得很明显，人们的价值观都非常相似。因此我没有感到我们的企业文化和本地文化有任何冲突，因为诺和诺德在世界各地的员工都拥有相似的价值观，看到这一点非常令人开心。




HBR中文版：
 请问西尔韦斯特女士如何定义优秀员工？



西尔韦斯特：
 优秀的员工，在我看来应该是愿意负责、提出建议并在发现问题时勇于指出问题的人。他们既能为工作负起责任，又能关注我们还没做的工作，我衷心赞赏这一点。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丹麦的价值观，但我发现我们的中国员工在这方面也很出色。这也是我认为不存在文化冲突的原因。这是责任和义务的价值体现——言行一致，践行诺言，这很重要。




HBR中文版：
 糖尿病领域里会不会有肿瘤免疫疗法这样的突破出现？


安多：
 未来某一天可能会有，但近期不会，至少未来10年不可能。糖尿病的发病机理非常复杂，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干细胞疗法、基因相关的探索等。我们花了很多精力，诺和诺德在研发领域也是最强的，但短期内我们看不到这种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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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青靖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





抢鲜读 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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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1月封面 “聚光灯”


具有情感的组织


管理好你的情感文化

很多公司没有意识到情感在构建正确的组织文化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情绪和情感就是人对客观事物态度的一种反映。对于组织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管理者要善于利用情绪与情感来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从而更有效率地完成组织的任务，实现组织目标。

公司管理者要善于管理情绪。因为管理者的情绪影响着与员工的沟通，影响着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管理者要创造一种宜于创新的情绪氛围鼓励员工发牢骚。当你鼓励员工说出不满的时候将会产生两个很重要的结果：首先，公司能在不满愈演愈烈并爆发之前把问题解决掉；其次，能向员工表明公司不仅愿意倾听员工的心声，而且还会在必要时采取措施。员工的情绪得到疏导，从而有助于巩固公司和员工的关系。

利用情感号召和情感联络培养员工良好积极的情感，从而增强组织凝聚力，改进组织绩效。情感号召就是针对人富有情感这一特点，选择那些最激动人心、最有号召力的宣传内容和手段，激励人们努力完成各项任务。

同时也必须注意到情绪和情感的消极作用。情绪和情感因素在个体、群体心理中作用不当就会干扰人的价值判断，使个体、群体行为偏离社会的价值规范和组织目标。情绪与情感因素对于组织管理是有重要意义的。公司管理者一定要重视情绪与情感的作用，努力发挥其积极一面，抑制其消极一面，以便提高管理效率与水平，及时、优质地完成组织任务并实现组织目标。




[商业管理]


力拓集团CEO 的应对之道


萨姆·沃尔什（Sam Walsh）出人意料地被委任为力拓集团CEO。这家公司最新发布的季度报告显示，三季度公司硬焦煤产量环比下降。公司管理人员表示将继续维持高效生产并严控成本以应对市场下行带来的种种挑战。萨姆·沃尔什表示，他会通过战略的制定以及合理配置资本，解决公司深陷的周期性难题。这将保证公司的一级矿产在经济环境挑战下依然产生可观的有效现金流。文章中，他详细解释了他上任后一系列战略调整。




[跨界人生]


科学家的跨界


奈尔·德葛拉司·泰森（Neil deGrasse Tyson）是一位以从事科学传播闻名的美国天文学家，现任罗斯地球与太空中心海顿天象馆弗雷德里克·罗斯馆长；同时也是美国自然史博物馆天文物理部的助理研究员。本期跨界人生文章，他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在担任馆长的同时，兼顾媒体职业方面的相关工作，以及为什么任何事情都不能阻止他成为一名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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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奢华” 大势所趋



在近10年时间内，销售商们一直在谈论“低调消费”的崛起：高端消费者更加偏爱低调，而不像以往那样热衷品牌奢侈品。中国曾被认为是一个爱炫耀的国度，但是人们突然开始取笑公开炫富，甚至把商标从他们的衣服上撕下来。这是一个全球性现象，并且值得每个奢侈品行业CMO充分重视。



消费者洞察，你了解的还远远不够！

约翰·戴顿｜文

70/80/90后，这种划分没意义！

蒂莫西·莫雷｜文

全世界最牛“宣传官”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盖伊·川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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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性营销——征服决策团队

对销售代表来说，找到客户公司的主要决策人，一直是完成交易的关键。但在当今社会，无论他们的销售对象是一家拥有50名雇员的公司，还是一家拥有5万名雇员的公司，都很难再找到掌控全局的“某个人”。决策者通常是身份不同的一群人。



固执过头了，即使胜利也得不偿失

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你肯定认识这种人——他们为了自身利益，往往表现得过于固执。虽然指控别人的这种行为非常容易，但能够真正意识到自身的固执，却往往很难。



如何与不喜欢的人打交道？

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理想国度，总有一些人会让我们发狂崩溃。你或许想知道，对于那些总是惹我们生气的人，或者我们不愿意与之共餐的人，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公平地对待他们？是不是该学着喜欢每一个人？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1005、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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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G全球CEO：

30岁前的职业建议

李瑞麒（Richard I. Lesser）| 文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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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83年，我在密歇根大学获得了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当时的就业形势极其严峻：美国经济正处于衰退期，石油价格下跌了30%，化学工程专业的就业市场就更加不景气了。我原本打算在合成燃料领域大展拳脚，但在当时的就业环境下我的机会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

大学高年级的时候，我在校园招聘会上幸运地获得两个工作机会：一个是在石化公司的研发部门工作，另一个是在宝洁公司的肥皂研发部门工作。表面上看，我似乎很容易做出选择。石化公司的薪水比宝洁公司高出10%——考虑到我还有学生贷款要还，这是一个非常诱人的条件。除此之外，石化公司的工作更贴近我的兴趣点。

为了更好地做出决定，我采取了一种当时还十分新颖的做法——我用刚刚推出的Lotus 1-2-3软件制作了一张电子表格，在表格中列出了所有的决定因素并对它们一一进行打分。两个工作机会的得分非常接近，但分析结果清楚地表明我应该接受石化公司的工作。然而，我对这样的“最终结果”依然心存怀疑。我一向喜爱宝洁公司的文化和人员，该公司对培训的注重以及赋予年轻工程师的责任同样令我向往。我非常希望拥有自己负责的项目，并助其走向市场。我也希望拥有多样化的职责，能够就一系列不同的问题和项目展开工作。

因此，我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接受了宝洁公司的工作（而且还成功地减少了一点贷款）。回望过去，我认为这是我做过最好的决定之一。

五年后，我获得了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这时，我面对的工作机会更多，但也陷入到同样的选择之中。虽然利弊分析告诉我可以有其他更安全的选择，但我的内心深处清楚最适合我的地方是当时刚刚成立不久、只有20人的BCG纽约办公室。

自加入BCG以来，我曾在纽约开展招聘工作，负责领导纽约办公室，担任美洲地区的领导人，现在成为了全球CEO。我曾与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谈起他们的职业选择。虽然每个人的情况各有不同，但他们在进行职业规划时所面对的权衡取舍、抱负以及压力却是异常的相似。

虽然我不能帮助你搭建表格或权衡你的选择标准，但我希望能够为你提供一些建议，帮助你在选择最多样化、自由度最大的职业生涯开始之初确定一些最重要的准则。



起点：令你真正感到振奋和满足的工作

你可能会觉得这一点不言自明。你为什么要选择一份不会喜欢的工作呢？但实际上，很多人都会在这一步上犯错。职业咨询顾问有时过于注重美化简历。不安全感也会将人推向更安全的选择。而同侪压力也有可能将你推向一些机会，促使你变成别人希望的样子。

永远不要低估真正为你带来满足感的工作的价值。当我们所做的事让我们感到振奋时，它的积极作用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会要求承担更多责任，工作更加积极、更有创造力，并为团队作出更多贡献。我知道，如果我接受了石化公司的工作，一定也会做得很好。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我在宝洁公司以及之后的BCG所感受到的无穷动力，这来自于我的工作职责以及我的同事——所有这些都对我的个人成长和表现产生了直接积极的影响。

就个人来说，我会建议对任何一份工作进行“五年测试”：我是否能在这份工作中愉快地干满五年？当然，你不用一定承诺干满五年——新的工作机会总是会不断涌现，即使是在同一家公司中也是如此。但如果你能够在一个岗位上愉快地干满五年，你不仅会在当下得到培养，而且还很有可能建立起未来所需的技能、成就、思维理念和人际关系。

对于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有许多方式可以帮助你们扫清障碍。三个问题能帮助你把选择范围进一步缩小。



你能否建立未来所需的能力？

我总是在反复强调这一点。大多数人都会在职业生涯中多次更换雇主。即使是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工作职责也会发生极大的转变。当今世界受到全球化和科技等因素的持续推动和塑造，这日益要求人们不断学习和适应。与以往相比，人们更加有必要找到一家能够改造自己并使自己在多个方面不断成长进步的雇主。你一定要竭力避免停滞不前。

20多岁的年轻人正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期，应致力于打造让自己受益终生的一系列能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工作40-50年，有些人甚至会工作更长时间。比如，我的父亲是在79岁时退休的，一生从事过三份出色的工作。20多岁的年轻人应利用这段时期进行自我投资。

每一份工作都能帮助你在某些方面得到成长，这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

要广度，而不仅仅是深度。对于许多雇主来说，在短期内从员工身上获取价值的最佳方式就是对员工进行培训，让他们能够出色地完成一两项任务。然而，对于你而言，如果能在核心技能之外获得更多发展，并从不同的角度看世界（比如海外工作经历），那么你将获得更多的价值。深入钻研专业知识固然重要，尤其是在你感兴趣、有激情的领域，但你也不要错失良机，在风险相对较低的情况下成为一个全面发展的适应型人才。

当学徒，而不仅仅是被管理。你的上级一定十分关心你的工作质量，但你需要了解的是你的上级对你有多在意。学徒制远远不止是管理你的工作成果，而是对你进行额外的投资，让你不仅能在短期内提高生产效率，还能在长期内实现个人的完善和提升。学徒制意味着愿意定期在非正式场合对你提出坦诚的评价，而非仅仅是年度考核。学徒制还意味着迫使你走出个人“舒适区”，并在事情陷入困境时为你提供支持。在学徒制的环境下，有才能的同事会将相互扶持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并且认为自己有义务对他人的成功助一臂之力——这样的态度才能真正助力团队走上成功之路。

有能力，而不仅仅是有知识。过去，初级岗位比较注重你所获得的知识。然而，在当今世界中，知识变得日益商品化，而这一趋势在未来将变得更加明显。你能凭借获得的知识做些什么，这将是你的与众不同之处。你是否能从不同资源中获取洞察？你是否能领导团队取得高效的表现？你是否有能力在复杂的环境中推动变革，从客户、员工和社会的角度看待问题？



你能否带来改变？

马克·吐温曾说过：“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天是你出生的那天以及你找到人生目的的那天。”目的是推动职业生涯走向辉煌的动力。

当然，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取得斯蒂夫·乔布斯（Steven Jobs）、谢尔盖·布林（Sergery Brin）和埃隆·马斯克（Elon Musk）那样的成就，让世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希望改变世界的意愿可能会有所变化，而你能够改变世界的方式将不断增加。因此，不要仅仅把注意力放在你能在短期内带来的改变，而是要尽早发现你工作的意义。

在权衡手中的选择时，请向你自己提出以下问题：这家公司是否在为改变世界出一份力，还是仅仅寻求从现状中获取价值？我的工作能否带来真正的影响？推动工作环境的力量是最佳想法和创意，还是仅仅是管理层的意愿？这份工作的价值观是否符合我自己的价值观？我是否为我从事的工作感到自豪？



你能否平衡工作与生活？

我所在的咨询行业一向以苦干而著称。客户对我们的期望很高，而给予我们的时间往往很短。但即使是在工作强度如此之大的行业中，找到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对你的成功也极为重要。在工作之外找到生活的重心，维护健康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发自内心地欣赏与你共事的人——这一切并非次要，而是至关重要，对你的身心健康和职业发展都极其有益。

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变化。在一段时期内，全身心投入工作（甚至不惜长时间加班）会让你感到心满意足，到世界各地出差或是承担一项艰巨的任务会让你感到激动和振奋，尤其是当你看到自己的付出所带来的影响时更是如此。然而，随着年纪渐长，你可能会从不同的角度看待你所做出的权衡取舍。你可能会发现，更加可控的工作、更加灵活的工作时间以及抽出时间休息一下对你而言变得更加重要。

关键是对自己诚实以待，接受此刻对你来说是重要的东西。即使你的平衡点更倾向于工作，你也需要确保能让工作之外的生活在某些时刻同样重要，这样你才能在重心发生转移时获得你所需要的支持。

我的最后一条建议是：为了做出正确的职业选择，你必须像求职一样付出巨大的努力。为了得到一份工作，求职者往往会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来撰写简历、建立人际网络、获得面试机会并为面试做好准备。当他们最终获得工作机会时，已经是筋疲力尽。

但要做出正确的职业选择，人们需要继续努力。最初，你可以聆听招聘者的游说，在招聘网站上阅读匿名评论，或是听取亲朋好友的建议。但如果你就此停步，那你就是在欺骗自己。你应该从公司在职和离职员工以及那些值得你信任的人那里寻求他们的看法和意见。你应该毫无顾忌地向他们提出各种问题，并在现实生活的例子中寻找答案，而不仅仅局限于企业愿景或政策声明。

然后，你需要时间来进行思考。我们的决定通常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最后一个谈话对象的影响——这就是汽车经销商不愿让我们离开展厅的原因。但如果你能够和那些给予你工作机会的人进行交流，并且仍然能够对你的最终选择感到无比自信，那么你就能做出更好的决定。

我并没有计划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肥皂制造商，但我在选择第一份工作时所做出的重要选择在今天看来依然是决定性的。当时的选择以及后来加入BCG的决定让我了解到从多个不同角度来审视工作机会是多么的重要——虽然一些角度没有其他角度那样显而易见。这两次选择也让我了解到在挑选工作机会时必须考虑到未来雇主的工作环境、文化和团队。通过自我反思、专注以及致力于自我投资和改变世界，你必将找到当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机会，并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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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瑞麒（Richard I. Lesser）是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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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切忌

和气生“怨”

迈克尔·费尔蒂克（Michael Fertik）| 文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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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他人眼中，领导者应该是可靠和友善的，领导者也因此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许多人屈服于这种期望，因为被人喜爱令他们更轻松。极少数人愿意当‘黑脸包公’。但领导者也需要为了企业或者团队的最佳利益做出艰难的抉择。过于和气会使领导者变得懒散、低效、不负责任，甚至伤害员工乃至整个企业。

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事情。几年前，我公司的一名高管识人不清，雇错了人。所有人都可能犯这种错误，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赶紧解决问题。尽管我催他解雇这名不合格的员工，但他仍努力想把这个人拉上正轨。我虽然赞赏高管诲人不倦的本能，可这令我们经历了两个月痛苦不堪且完全没有必要的磨合期。对所有领导者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只有在你具备了理性视角，有能力做出艰难抉择的情况下，和气才能产生好的结果。

以下几种的情况里，无论对你自己还是其他人，和气都没有半分好处：

善意的欺骗。头脑风暴时——每个人都在试图解决特定的问题，这时，有个位高权重的人提出了一个荒谬的想法。众人并没有实话实说，也没有皱起眉头表示异议，相反，大家像提线木偶一般只会点头，顶多含糊不清地嘟囔几声。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没有权力和善地指出这个想法的不合理之处。在我的企业，拒绝善意的欺骗是日常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想法不合理，我们绝不拖延，会立刻把提议者叫出来，在尊重他的前提下单独进行探讨。为什么呢？因为令大家都高兴没有任何益处；你想获得荣誉就需要凭实力去争取。

长期拖延。有时候企业并没有雇用到合适的人选。让员工待在岗位上可能比调岗更简单——但实际不然。你要试着克服维持现状的惰性，看看经过调整后情况是否有所好转。让员工在不合适的岗位上蹉跎，特别是当他们明显不会取得成功时，这样做只会帮倒忙。你可以态度和蔼，跟员工好好沟通，但不能太和气。你要果断，干脆利落地帮助员工过渡到能发挥所长、取得成功的岗位上。从长期看，迅速解决员工的问题有助于促进企业的文化和生产力，你会吸引到具备相同价值观和信念的员工。

别做受气包。如果你对那些没能按时供货的厂商，没能按时完成任务的同事，拒绝付账的客户太和气，其实就是在容许他们占你和公司的便宜。如果你对其他人过度慷慨，就是给这些人轻视你创造了一个合适的环境。想象一下，你手下最有才干、最专心、最积极主动的员工看到平庸无能的同事一次又一次过关会是怎样的反应。愤怒和仇恨会滋长，士气下降，人才流失越来越严重。试想忠诚的客户如果看到其他人能轻易占你便宜会做何感想。你的声誉肯定会一坠千里。这些问题积累起来会更难解决。你不必为了获得众人的尊敬就摆出一副冷脸，但你有必要给企业设立原则和标准——你也必须坚持让大家遵守规定。设定规矩可以帮助你做决策。不会再有拖延、异议和争辩。

不懂自省。你是否对自己太和气？自省是提升领导力的强大工具，可我们总会忘记运用它。当你问自己，何种行为能维系你和你的团队，你就能重新调整自己的领导方式。当你给员工充足的空间实话实说，不必担心你的反应，你将得到有价值的观点，迅速提高自己身为领导者的能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管理者有理由不尊重员工，在职场表现得冷酷、霸道。做一个对员工抱有高期望的杰出领导与解决意志力薄弱的下属制造的一个又一个问题并不是一码事。千万不要把好领导跟和气或被人喜爱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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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费尔蒂克是一名互联网企业家和CEO，具备技术和法律工作经验。他2006年创建了Reput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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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招治愈选择恐惧症

彼得·布雷格曼（Peter Bregman）| 文

安健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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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花了好几分钟研究餐厅的菜单，陷入了选择困难症，每一道菜都在诱惑着我。

或许我应该都点……

这是不是一个想都不必想就能决定的傻事？或许吧。但我敢打赌你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即便不是选择食物，也会是在选择其他东西的时候。

每天我们都会花太多时间太多精力，在两个同样诱人的选项间做抉择。问题是，尽管两者同样诱人，但各有各的好处，偏偏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你不得不做出权衡。即便只是在甘蓝沙拉（健康清淡）、三文鱼（蛋白质更多）和意大利饺（好吃，但热量高）中做选择，也够你费一番功夫的。

如果这些琐碎的决定耗费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那再想想我们在企业中每时每刻面临的更大的决定。我们应该支持哪种产品，淘汰哪种产品？我们应该聘谁，解雇谁？我是否应该主动开启这个困难的话题？

这些问题之后还跟着其他数不清的问题。如果我要开启这个艰难话题，我应该什么时候开口？怎么开口？我应该给他们打电话还是面谈，或者通过邮件沟通？我应该公开提还是私下说？我应该透露多少信息？问题无穷无尽……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更有效地做出决定呢？我自己有三个办法，其中两个我在《四秒：戒除逆效习惯、取得预期效果》一书中谈论过，而第三个是我上周刚刚发现的。

第一个方法是利用习惯减少常规决定消耗的时间和精力。如果你培养起一个习惯——比如：午餐吃沙拉——那你完全不需要再做选择，可以用省下的精力做其他事情。

这种方式适用于可预测的常规决定。那不可预测的决定又该如何呢？

第二个方法是用“如果……那……”的思维将不可预测的选择程式化。比如，有个人总打断我说话，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我的策略就是：如果这个人在我说一段话时打断两次，那我就得说点儿什么了。

习惯和“如果……那……”思维，这两个方法能够帮我们做出许多典型的日常选择。

但是，更具战略意义的大决策既不常规又不可预测，我们要如何应对呢？

上周，我同一家高科技公司的总裁和高层领导团队会谈时，发现了一种简单的方法，能够有效做出具有挑战性的决策。这些人面临一系列独特、一次性的决定，而且无法预测决策的后果。

这一系列决策诸如怎样应对企业竞争，加大对哪种产品的投入，如何更好地进行并购，削减哪一部分的开支，以及怎样组织报告关系等等。

此类决策会持续数周、数月甚至数年，影响整个企业的运转。而且它们不属于常规决策，也无法用“如果……那……”的思维解决。最主要的是，这类决策没有清晰、正确的答案。

领导团队会在这类决策上耗费大量时间深思熟虑，收集更多的数据，过度权衡利弊，征求更多的观点和想法，将问题一拖再拖，只为等待——或者说期盼一个明确的答案。

但是，如果我们能利用没有明确答案的现实快速做出决定呢？

当时，我在厂区外的会上讨论时就在思考这事，因为大家再次争论起之前处理的某单生意的决定，这时总裁发话了。

“现在是下午3:15，”他说，“我需要在15分钟内做出决定。”

“等一下，”财务总监说，“这是个复杂的决定。我们可以晚饭时再继续讨论，或者明天碰头会的时候再说。”

“不，”总裁坚定极了，“我们必须在15分钟内做决定。”

你猜怎样？我们做到了。

我也由此得出了第三种决策方法：计时。

如果你手边的问题已经经过深思熟虑，每一个选择都有道理，没有明确的答案，那么你需要承认此事就是没有绝对正确的结果，只管做决定便是。

如果你能将大的决策细化，通过最低限度的投入去检验它，那么确实会对你有所帮助。可是如果你不能，那就直接做决定吧。把漫无目的思考的时间节省下来花在促进生产力上，能够给你带来更丰厚的回报。

等一下，你可能会反驳，如果我再多花点儿时间，就能找到答案。当然，的确有可能。但是，1. 你浪费宝贵的时间等待答案的出现；2. 这个明确的答复会诱使你拖延、徒劳地期望更多问题的明确答案。

所以，果断做决定然后往前走吧。

现在就试一试。挑一个你一直犹豫不决的问题，给自己3分钟的时间做出决定。如果你有太多问题需要决定，拿张纸列个单子，给自己定时后一个一个做决定。做决定——不管何种决定——都能减少你的焦虑，让你向前走。克服不知所措的情绪，最好的办法就是向前走。

至于我的午餐，我点了甘蓝沙拉。它是最好的选择吗？我不知道。至少我不必再费心思点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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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布雷格曼是Bregman Partners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公司旨在通过项目（包括布雷格曼领导力强化训练）强化个人和企业的领导力，指导总裁和领导团队，并提供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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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聚餐团建大法

TEAM BUILDING IN THE CAFETERIA

王晨 | 译　刘筱薇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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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团队成员多聚餐能提升团队表现。


有
 些企业为增强员工亲密度，可谓煞费苦心。例如，硬盘公司希捷前CEO比尔·沃特金斯（Bill Watkins）曾带领200名员工，分组在新西兰中部进行40公里越野赛。《财富》杂志的杰弗瑞·奥布莱恩（Jeffrey O’Brien）写道，希捷“生态周”（“Eco week”）活动不仅是对员工的奖励，更是一次极其刺激的团队建设，沃特金斯“相信这项活动能巩固公司内部的合作精神和团队文化”。

大多数团建活动则平淡得多。很多企业安排绳索课程、信任背摔等拓展训练项目。这些活动消耗时间、精力和金钱，很多参与者认为它们毫无价值。他们觉得信任背摔非常可笑，认为管理者增进团队亲密度的尝试荒谬不堪。

建立表现出色、合作默契的团队是每个人的愿望，但仍需找到有效方法。现在方法来了：康奈尔大学的凯文·科尼芬（Kevin Kniffin）主持的研究得出了貌似简单的结论——团队应多多聚餐。

有人可能觉得一起做饭吃饭这种活动（学术语言叫“共栖”）太过平常，不值得研究者和管理者专门留意。但科尼芬和同事们指出，虽然一日三餐看似平凡，但进餐对人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行为，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

在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要求参与者想象自己或死党的男/女朋友与前任进行接触的场景。结果显示，相比写邮件、打电话，共进午餐会让人们嫉妒得多；只见面不吃饭也不会引起如此强烈的醋意，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这项实验表明，共同进餐这种活动包含着别样的亲密。但这对团队建设有何启示？

科尼芬及同事最新发表的论文关注了同一班次消防员一起做饭吃饭的行为。消防队聚餐的传统几乎衍生出了一种神话，甚至出现了大量以消防队为主题的烹饪书籍。研究者们的问题是：一起吃饭的消防队是否比不一起吃饭的消防队工作更出色？

科尼芬走访了一个美国中型城市的13个消防站，之后调查了395位消防警官。虽然该市消防站配有厨房和餐厅，但不提供食物，所以消防员必须自行筹钱、做炊事计划、设计菜单并自己动手做饭。虽然对于消防员参与炊事工作没有硬性要求，但在很多消防站中，这算是一种社会规范。实际上，有些有家室的消防员在家吃过饭后，还要来消防站吃第二顿。有一位消防员是素食主义者，于是自备食材，在消防站做好后和队友同桌一起吃饭。

据消防员们说，一起吃饭是保持团队高效运转的关键环节之一，这能让他们感到家庭般的温暖，而且在不出警时也能保持注意力集中。

接下来对消防警官进行调查时，科尼芬发现消防员的直觉有据可依。消防警官们发现，消防员一起吃饭和团队良好表现之间显著正相关。例如，一起吃饭的消防队的合作程度大约是不一起吃饭的消防队的两倍。科尼芬及同事认为，消防员在聚餐过程中的合作行为，包括凑钱、计划、讨论、清洁并一起大快朵颐等，都能提高团队表现，“在外人看来多余的行为对于组织的整体表现有很高的重要性。”

如果能安排好员工在工作场所集体进餐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组织将会受益。虽然很多大企业有食堂（通常是外包的），但以谷歌为代表的企业更进一步，提供免费、高质量且花样百变的餐食。这些企业用免费食物激励员工多来上班，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省通勤时间），还增加员工共同进餐的几率。

即便没有食堂、不提供伙食补贴的公司，也能借鉴上述研究成果。团队领导可以在会议室请员工吃外卖，或组织大家去附近吃午饭。或者，下次团建的时候，与其玩无聊的信任背摔，不如组织大家一起做顿大餐。

不过，研究者也提醒领导者不要走得太远。经常聚餐也有负面影响。最主要的是，小团队内部交流过多可能会与组织整体脱节。其次，新加入的员工可能会感到被迫“融入”团队；加入一个关系特别紧密的团队是件比较恐怖的事情。第三，容易助长小集团，排斥那些跟不上的团队成员；科尼芬在消防员中就观察到了这种现象。

不过话说回来，对于很多团队来说，聚餐的潜在益处远大于坏处。建筑师和办公室设计师很注重构造人与人的“偶遇”空间，以增进协作。一个常被提及的例子是，乔布斯希望皮克斯公司新总部的惟一一个卫生间设在中庭，这样各部门的人必然会在此相遇。虽然偶然性也是协作的一部分，但更有效促进协作的一个方法，就是投入时间、空间等资源合理安排团队一起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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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凯文·科尼芬（Kevin M. Kniffin）、布莱恩·万辛克（Brian Wansink）、卡罗尔·迪维恩（Carol M. Devine）、杰弗瑞·索瓦尔（Jeffery Sobal）：《消防员集体进餐研究》（“Eating Together at the Firehou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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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回归实践

“做饭和我们的工作方式有共通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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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拉·安德森是芝加哥网贷公司Enova的招聘负责人，她所在部门有25人，因部门合并有新人加入。为帮助新同事彼此了解，她在一家烹饪学校安排了一次集体活动。《哈佛商业评论》就此采访了安德森。




为什么选择厨艺活动？


我们公司定期开展团建活动，我们希望让这些活动更有创意——我们团队串酒吧、玩高空秋千。我们发现氛围随意、与食物有关的活动能增进友情，让人们敞开心扉。厨艺活动能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共同创造一些东西，这的确能促进合作精神。坐在一起进餐意义很重大。我觉得这是我们最好的一次团队活动。




绳索课程等很多团队活动都鼓励竞技精神，这是不是有些不妥？


没错。高空秋千很有趣，但每个人机会并不均等，而且还鼓励单干。做饭和我们的工作方式更有共通之处，人人都能参与。我自己并不擅长做饭，但有一位新人在厨房里如鱼得水，她因此有机会站出来领导大家。回到办公室，她表达自己想法时显得更自然了。




食物过敏或忌口不会成问题吗？


我们这里没出现这类问题。我自己倒是吃素，但我们能找到适合的食材并相应设计菜单。而且厨房设施一应俱全，想做什么菜都不成问题。




你做了什么菜？


意式蘑菇烩饭、沙拉和酥皮点心。很好吃。一位大厨一直悉心指导我们，要想搞砸还真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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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

防止漫天要价有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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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收费等欺诈行为相当猖獗，而现在有一个简单方法让卖家、承包商和员工更诚实地评价自己的服务：略过总价，对具体数量（服务小时数、执行任务数量以及设计程序数量）追究底细。

这个方法来自一项新研究，参与者包括大学生、修车行技师，另有网上参与者。在共计4项实验中，如果被要求先报出具体服务内容再报总价，实验参与者多收费的概率比先报总价要低26%到59%。

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完成一系列任务后，可自行报价得到报酬。所有人都有机会虚报酬劳，很多人确实也多报了。但相比直接报出酬劳金额的参与者，被要求首先报出所完成任务数量的参与者中，虚报酬劳金额的比例较低（42%对66%）、平均虚报金额较小（55美分对1.38美元）。

在另一项实验中，一组技师被要求先报出更换刹车片、重修转子的总价格，然后列举各个零件和各项服务的价格；另一组技师则被要求先报分项价格，再报总价。第二组技师的报价平均低14%，且预估的工作时间明显更少。这意味着第一组中至少有一些技师为让报价显得合理而夸大了工作量。

研究者将这种行为差异归结为“可感责任”，即一种被细致检查的感觉。当卖家或员工被要求具体列出工作量或所需时间时，他们感到买家或雇主在仔细审查，并可能让他们解释报价的依据，这种心态似乎对他们的道德水平有相当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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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Bay上，标价为100美元整数倍的商品销量比价格更“精确”的商品低5%到8%，
 但此种标价很普遍，显然这样卖得更快。

马修·巴克斯（Matthew Backus）、汤姆·布雷克（Tom Blake）、史蒂文·塔得利斯（Steven Tadelis）：《谈判经济学》（“Cheap Talk, Round Numbers, and the Economics of Negotiati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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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斯里达利·德赛（Sreedhari D. Desai）、玛利亚姆·柯查基（Maryam Kouchaki）：《工作报告格式与过度收费》（“Work-Report Formats and Overbilling”
 ）




旧档重提/1987

和“美食”（cuisine）、“高级定制”（haute couture）一样，“企业家”（entrepreneur）不过是另一个魅惑人心的法语词……如果“企业家精神”是20世纪80年代的迷幻药，那么“赚大钱”就是那一头长发，后者也成了真正的时尚。

《哈佛商业评论》1987年5、6月合刊卷首语，泰德·勒维特（Ted Levitt）







前沿 Idea Watch



人才

初创企业怎样吸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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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想获得成功，哪家企业都需要合适的员工。但初创企业由于名号尚不响亮、看上去不如成熟企业稳定，想要吸引人才就格外困难。虽然已有研究分析了哪些因素会影响应聘者对潜在雇主的品牌认知，但很少有人研究初创企业怎样吸引人才。

为填补这个空白，3位德国研究者尝试分析，抛开财务因素，应聘者最看重初创企业的哪些特质。他们从6个方面考察了初创企业：办公地点、创新度、员工发挥影响力的机会（层级的扁平度和员工职责的广度）、创始人资质（教育背景和创业经历）、可靠度和被认可度（比如是否有大牌投资人、是否曾获得商业计划竞赛奖项）以及生活福利（免费餐食、瑜伽课程、子女日托以及带宠物上班政策等）。研究者采用联合分析方法，请297名美国大学毕业生考虑几家虚构的初创公司，每家在上述6个方面有不同侧重。受访者以1-7分对每家公司的吸引力程度打分。

结果显示，虽然6个方面中的每一项都对实验参与者的评价有影响，但影响最大的还是生活福利，影响最小的则是创始人资质。

为了解不同性格的人如何看待企业特质，研究人员将求职者分为3大类。他们估计，“享乐型”求职者会很在意办公地点（结果并非如此）；“关注自我型”求职者更在意企业创新度和个人发挥影响力的机会（确实如此）；“稳定型”求职者会关注创始人资质和被认可度（确实如此）。

如果想将上述成果为己所用，创业者要记住3点。首先，尽管创始人资质是最不重要的因素，它也并非无足轻重；如果创始人被认为不够格，公司对人才的吸引力会打折扣。第二，想要寻找特定类型（如关注自我型）员工的企业，要突出自身相关特质。第三，企业普遍都在生活福利上下功夫，这已经没什么特别，而越来越被视为理所当然。“求职者会特别期待某些东西，”研究项目负责人吉利安·莫瑟（Kilian J. Moser）说，“你必须提供那些东西，否则会被视为不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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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关于知识竞赛的研究发现，收到别人建议的人如果成功会心怀感激，失败了却不会心存芥蒂
 。这进一步证明人们倾向将成功归因于合作者，却会因失败自责。

毛利西奥·帕尔梅拉（Mauricio Palmeira）、杰里·斯帕索瓦（Gerri Spassova）、郭贤达：《接受建议行为中的认知偏差》（“Other-Serving Bias in Advice-Tak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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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吉利安·莫瑟（Kilian J. Moser）、安德拉尼克·图玛斯扬（Andranik Tumasjan）、伊萨贝尔·维尔佩（Isabell M. Welpe）：《初创公司吸引力研究》（“Small, but Attractiv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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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

与员工坦诚谈薪酬





对于自己的薪酬是否公平合理，大多数员工缺乏正确观念，而他们的种种错觉给雇主带来很大风险。

在调查了7.1万名员工后，薪酬软件公司PayScale得出如上结论。如图表所示，相当多拿到市场平均水平、甚至高于市场平均水平薪酬的员工认为自己的薪酬偏低。认为自己薪酬偏低的员工中，60%的人打算离职，而认为自己薪酬偏高的员工中仅有39%打算离职（他们不开心或许另有原因）。

这就明确告诉雇主：如果你开出的薪水有竞争力，要确保员工知道；如果竞争力不够，要让员工知道原因。本项研究表明，坦诚告知薪酬偏低的原因，可减少雇主和员工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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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认为

男人更具创造性

EVEN WOMEN THINK MEN ARE MORE CREATIVE

凯特·亚当斯（Kate Adams）| 访

万艳 | 译　王晨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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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美国杜克大学博士生德文·普劳德弗特（Devon Proudfoot）及其同事亚伦·凯伊（Aaron Kay）以及克里斯蒂·科瓦尔（Christy Koval），针对性别偏见和创造力进行了多项实验。在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被要求对特定品格与创造力的相关性进行打分。结果，无论男女，都更多将创造力与刻板印象里的男性特质（独立与勇敢）联系在一起，将创造力与女性特质（协同性与敏感性）联系在一起的人数则相对要少。

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人员在被告知建筑师的性别后，要求参与者评估此建筑师所设计房子的设计感。相比被告知建筑师是女性，被告知建筑师是男性时，实验参与者对创造性的评分更高。




质疑：
 性别歧视真的潜藏于我们的意识中，以至于会影响到我们对创造力的判断？到底是谁洗脑了女性，令其相信男性的点子更具创意？普劳德弗特女士，捍卫你的研究吧！







普劳德弗特：
 我们的研究清楚表明，人们会将创造力与“颇具代表性”的男性特质（大胆、敢冒风险以及独立）联系到一起。正因如此，人们会认为，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具创造力。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工作表现的评估，比如对上述建筑师的评价。我们还发现，在134 名高 管的老板心目中，女性的创造力远远不及男性。由此产生的影响是，在我们所进行的另一项实验中，参与者认为，在创造力方面得分超过女性管理者的男性管理者，应该得到更多报酬。




HBR：
 太棒了，又有一种方式能让男性得到意料之外的认可。


其实，这并非我们的研究想要揭示的现象。管理者倾向于低估女性的创造力，而不是高估男性的创造力。实验结果与这种现象一致，它解释了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




为什么要审视创造力方面的性别偏见？


我们的研究源于一个更大的项目，该项目旨在考察女性难以升至高位的可能的社会学和心理学原因。此外，有证据显示，职场越来越多将价值归结于创造力。最近针对1500名CEO所做的调研显示，创造力被认定为未来最重要的技能。因此，对创造力的评价严重影响着职位晋升。




但这并非女性高管严重匮乏的惟一原因，对吧？难道不是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吗？


已有大量研究表明，人们认为男性比女性更能干、更聪明，更适合当领导者。对创造力的评价很可能与对两性能力的评价有关联。但我们并不是想说，既然男性被视为更好的领导者，就自然而然被认为更具创新力。通过收集参与者对一个人能力和技能的评估数据，我们发现，起作用的并非针对女性的一般性偏见，关键在于人们对创造力本身的偏见。




什么意思？


我们的研究显示，男性之所以被认为更具创造力是因为人们觉得创造力需要如下特质：独立、自主性，并能跳出现状思考问题。这些是男性特质。




我们怎么会将这些因素与创造力联系起来？


我们的研究并未追本溯源。此外，参与者也局限于美国人。因此，我们正在审视特定文化对创造力的理解。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生活在一个非常个人主义的文化中，这种文化强调独立性是成功的重要条件。而且我们会将创新与自主性联系起来。




我们能否通过让更多女性晋升至高位对抗这一偏见？


研究显示，男女都有性别偏见。我们也在研究中发现了同样的情况。




所以女性也对其他女性心存偏见。这太让人泄气了。


是的，得出这一结果，我们并不惊讶，它与我们预先设想的一致。




要是女性像男性一样行事呢？


在一项实验中，我们让参与者看关于男女管理者的报告。结果发现，当一位男性管理者被描述为以颇为男性化的方式行事后，会被视为更具创造力，更值得获得晋升以及奖金。我们没有在女性管理者身上发现同样的情况，即便她被描述为用同样的方式行事。




打击还真是接二连三！那么雇主呢？我猜，偏见并不只存在于几家糟糕的组织里吧？


绝对如此。多数人可能都时不时地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这项研究为组织取得成功提供了借鉴。如果组织不太将女性的想法和贡献视为具有创造性时，它们会错失真正的创新。




如果我们都知道，性别偏见对个人、组织和经济会造成恶劣影响，为什么无法改变它？


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很多维持性别不平等的机制。我们的研究只是考察了其中之一。人们在考察他人时使用的方式并不完美，时常受到刻板印象和社会分类的影响。他们很忙，身心疲惫，并且会过快下判断。这只是我们认知局限的一部分。




越来越多女性创业者涌现出来。你认为女性创业者能部分规避掉性别偏见的影响吗？


我不知道，不过我在进行的另外一个项目旨在考察男女创业者的纵向数据，以及他们是否能机会均等地获得风投资金。我们认为，若这之中出现差距，很可能是人们对创造力和风险承担的固有观念起了作用。




你还打算研究什么？


我们对两个进一步的问题感兴趣。其一，具备男性特质的女性会被视为比其他女性更具创造力吗？其二，性别偏见在什么情况下不会惠及男性？例如，在一项实验中我们发现，在时尚设计界，男性不会被视为比女性更具创造力。我们想探究一下具体原因。




你们的研究有给出减少偏见的方法吗？


我们的发现为创造力方面存在性别偏见提供了第一手证据。在制定解决方案前，我们想要积累更多证据。但我确实希望，每位读到这篇文章的人思考一下，他们在评估创造力成果时，是否受到性别歧视的影响。意识到这个问题是朝着正确方向努力的一小步。

研究还显示，当人们精疲力尽，认知资源难以得出正确印象时，更可能受到刻板印象的左右。




所以特别是在我们要评估一个人的表现时，我们需要休息好？


没错。






前沿 Idea Watch
 / 新视界 Vision Statement




“旧制度”下的资源管理

RESOURCE MANAGEMENT À LA ANCIEN RÉGIME

刘铮筝 | 译　腾跃 | 校　时青靖 | 编辑



17世纪，随着大英帝国的全球版图日益扩大，法国也想在海军力量上与之一较高下。为达此目的，“旧制度”（Ancien Régime，特指法国1789年革命前的旧制度——译者注
 ）需要造船木材。



因此“太阳王”路易十四登基后，在1661年宣誓说：“鉴于对海军的长远规划，于今年起本王将拟定国土之内的森林法规。”这些水彩绘制的地图来自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是法国保护森林法规计划的一部分。这一浩大工程远未止于太阳王的统治时期，地图为路易十六出访洛林而准备。

尽管法国海军发展迅猛，但森林管理计划却从未真正奏效。到了1789年，不仅是海军需求，人口增长和工业发展以及管理不善，均导致木材资源严重匮乏。事实上，对木材高昂价格以及相关权力滥用的不满，正是导致法国大革命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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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斯、凡尔登和图勒的三个主教区。粉色区域表示林地。国王的权力不止于其领地，还包括教堂和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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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路易县蒂永维尔区的森林。较浅色林地可能属于私人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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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尔斯堡区国王的森林。





[image: ]



蒂永维尔区的森林，很可能属于私人领主。





来源：克雷斯商业和经济学丛书，贝克图书馆，哈佛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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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别5大家族传承人格

吕元栋 | 文　李剑 | 编辑








根
 据麦肯锡的研究，中国现有民营企业约500万家，其中家族企业占比约70%。历经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大部分家族企业的第一代掌门人年龄在55-75岁之间，正面临集体退休。由此可见，传承关系着中国家族企业未来的生死存亡。

如今的问题有几种情况：一，第一代企业家虽然愿意交班，但是第二代不愿意接班；二，第一代和第二代共同治理家族企业，但第二代的商业经验和能力还在培养中；三，大部分第一代没有考虑也不知道下一代的传承人格是否与家族企业所在行业匹配，以及下一代在创新、企业拓展、投资、借贷和杠杆等方面给家族企业带来的影响。

究其根源，家族企业第二代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和思想观念与第一代差异甚大，导致双方关系紧张。《2014年中国家族企业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调查的747个（2011-2013年度上市）家族企业，仅有74家完成一二代交接班，占比仅为9.9%。

中国内地企业家大多只有一个或两个子女，家族成员人数不超过5个，是典型的“小家族、大企业”模式，与欧美的“大家族、大企业”具有不同的本质。在欧美家族治理模式下，家族理事会通过家族宪法，制定了清晰的规范制度，降低家族成员发生冲突的可能。这种模式对中国内地家族企业虽可借鉴但效果有限，对于中国独生子女家庭的第二代来说，与第一代的关系及自身传承人格是否与家族企业所在行业匹配更为关键。

全世界家族企业大数据表明，由于内部冲突，70%的家族企业无法基业长青。要科学合理地解决内部冲突，必须意识到由于与生俱来的传承人格不同，每一位家族企业成员在个性、爱好、禀赋、才能、投资策略、对风险和债务的承受能力等方面的差异化行为模式，不仅会影响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也会深刻影响家族企业治理和家族财富传承。

在过去10余年的时间中，我访问、观察和研究了数百个不同国家和地区家族接班人的行为模式，汇总大量数据和模型，结合一些已有的理论成果，针对内地独生子女家庭“小家族，大企业”这一特点，总结出5大传承人格。

传承人格分为5种类型，分别是：魅力型，自主型、挑战型、托管型和安逸型。5种类型的特点没有好坏对错之分，只是要识别与所在家族企业行业的匹配度。



1.魅力型

魅力型的传承人热爱游玩，喜欢奢侈品，热衷收藏和交际，并且慷慨大方，愿意与有人脉的朋友合伙投资或做生意，但是自己通常不参与经营。他们喜欢短期投资、银行和证券借贷，喜欢利用金融杠杆投资房地产、证券和期货以扩大投资回报。他们为父亲的成就感到自豪，乐于被称为“富二代”，并认为自己是继承人。

另一方面，他们不会去制定踏实可行的目标，易怒，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喜欢攀比，担心得不到更多家族资产。当家庭面临财政困难时，他们也可能也会遭遇同样的问题；大部分合伙投资的生意可能以失败告终，高杠杆的衍生投资产品、证券和期货，最终可能因看错市而亏损，是家族信托基金的“信托宝宝”。

典型案例：海鑫钢铁的李兆会，这位曾以200辆豪车迎娶女明星车晓，离婚时支付对方数亿元分手费，曾以125亿人民币进入“胡润百富榜”32位，最后却以破产告终的传承人，其传承人格可能主导是挑战型，附属是魅力型。作为惟一的家族接班人和决策人，他的传承人格与海鑫钢铁这种周期性和资本密集型行业不匹配。而最有可能使家族企业和家族财富严重损失的就是这一类型。



2.自主型

具备自主型传承人格的人，具有强烈的好胜心和成就感，富有自信心和洞察力，不希望他人看不起自己，内心可能曾经受到过创伤，可能对父亲或兄弟姐妹不满意，不愿意被家族潜规则限制。他们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接受“高风险、高回报”，因此可能面临财政挑战。他们通常独立创业，并为此自豪，属于进取的“自主创业家”。

典型案例：2014年《福布斯》“香港富豪排行榜”上，罗康瑞以21亿美元净资产排名第31位。他执掌的瑞安集团的知名之作是“上海新天地”。罗康瑞的主导传承人格可能就是自主型。他要超越家族“潜规则”，更要超越自身的能力，充分发挥自身潜质，创立自己的事业。



3.挑战型

挑战型人格通常具有强烈的成就感和家庭观，希望比父亲更加有成就；他们自信、进取，充满正能量；他们坚信“高风险，高回报”，通过聚拢人才，不断创新，兼并收购来拓展新业务；他们以自己被称为“创二代”而自豪，属于进取的托管者。

他们通常认为，“我应该得到更多，因为我比其他人更有资格”；超过常人的好胜心、好强心可能导致他们过度自信；内心有一点不安全感，使他们有强烈的欲望去证明自己的能力；他们可以接受高负债、负现金流，通过激进的收购扩张，可能使得企业壮大几倍、10倍，也可能导致企业产生财政困难，资不抵债。

典型案例：温州一个生产电瓶车的家族企业，第二代成员为了要生产高科技自行车，用一年的流动资金去做大型推广，借贷率超过100%，结果导致扩张过度，贷款过度，还欠了高利贷，最终面临破产。这种挑战型传承人格与需要颠覆性创新的行业更加匹配。



4.托管型

托管型人格恪守“创业难，守业更难”的信条，对家庭成员和父亲富有责任感，不希望辜负父亲的期望和培养。他们通常能够客观地分析自己的强项和弱项，并且善于扬长避短，为了避免严重错误，他们倾向于“低风险、合理回报”，希望通过合理创新，推动家族企业稳健增长，如果能够达到理想的收购价也会考虑出售一部分资产或股权，他们因为“能够守业”而自豪，属于稳健的托管者。

另一方面，他们希望对自身能力有更多信心，同时担心被业务合作伙伴占便宜而采取稳健策略，比如接受中低负债，保持足够的现金流和无抵押的资产，来抵御经济下滑的风险。但也因为如此，企业可能错失壮大的机会，如果不进行适度转型甚至可能被淘汰。他们可以接受中低等的家族信托产品。


典型案例：
 美高梅中国主席、信德集团董事主席、澳门赌王何鸿燊之女、香港女首富何超琼，在接管家族企业之前创立的公关公司也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从而受到父亲的肯定。她的传承人格很可能主导是托管型，附属自主型。



5.安逸型

安逸型的传承人奉行保守的投资策略，使企业保持稳定现金流，聘请诚信的经理人或其他家族成员管理家族企业，如果有合理的价格，可能会出售整个家族企业；他们热衷游玩、慈善捐赠或收藏古董等稀有物品；他们希望得到朋友和社会的尊重，喜欢低调有意义的生活，在其他企业担任高管或追随自己的梦想或专业，以被称为慈善家、专家或收藏家而自豪。

另一方面，他们有一定保守的投资回报和无抵押的资产，可能免于在未来承受金融市场的严重打击，但也可能使得企业错失壮大机会；家族信托投资产品组合可以接受中等和低风险；他们对自己的能力有信心，也愿意激发和鼓励下一代更加努力地创业、投资或贡献社会。


典型案例：
 沃伦·巴菲特姐姐多丽丝·巴菲特的孙子亚历克斯(Alex Rozek)，他很可能是安逸型。他是“捐赠学习基金会”的总裁，该基金会与包括斯坦福大学在内的多家美国大学联合开发了一个在线课程“MOOC”，旨在教育和培训年轻人参与慈善捐献活动，亚历克斯是这个项目的领导人。

以上详述了5种传承人格的特点和行为表现。传承人格是一个参考指标，只有家族企业成员才具备，非家族企业成员不具备传承人格，它不能准确预测一个人的成功或失败，但有助于接班人认识自己的行为模式和心理状况对家族企业的影响。传承人格是受先天和后天的影响的，很难自然改变，除非经历大的情绪化触发事件。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在家族企业中工作超过3年、在非家族企业工作超过5年的接班人，容易辨识出他们的传承人格类型，并且确定他们的行为、性格和心理倾向。

每一种传承人格的特性有主导和附属之分，有一些人同时具备几种传承人格，但在风险管控方面会表现出主导传承人格所具备的特性。因此，家族企业家必须根据接班人的传承人格做出合理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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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元栋是乐谐家世首席家族传承讲师、顾问，“传承人格”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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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招聘的人才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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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一家提供IT咨询和软件交付的跨国企业，ThoughtWorks一直被视为全球面试最难的公司之一。其实，我们并非刻意追求面试难度，而是希望找到最合适的人才。

由于我们公司的规则比较少，鼓励员工多接触社会的其他领域，以及不完全以盈利为目的，这些做法让很多人误以为ThoughtWorks“不务正业”。但是，ThoughtWorks从1993年在美国创立以来成长迅速，在软件业已具备全球影响力，中国区业务过去4年也连续保持了35%的增长。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在招聘、培训和人才管理上投入了巨大资源，并通过反馈改进招聘方式，让员工在专业技能、社会视野及行业经验3方面不断获得提升。

所有的一切都源于我们的想法。ThoughtWorks对卓越软件的追求和改变IT行业的使命感从未改变，我们提倡社会和经济的公正，而且践行可持续经营的价值观，这些理念让我们招聘到很多出色的、认同我们企业文化的员工。



精益招聘

我们最重要的方法是在招聘过程中引入生产制造和研发领域的精益思想，其精髓是快速反馈与持续改进。我们通过建立对招聘候选人和对聘用目标的假设，然后利用一系列的反馈验证这些假设，最终来判断我们的行为并做出调整。

具体而言，ThoughtWorks有多轮面试和多位面试官，在流程最后我们组织全体面试官进行深入讨论，涉及内容不仅包括是否通过候选人，还包括通过不同面试官对候选人的评价和每一点评价背后的事实依据，帮助不同轮次的5-6位面试官分享更多相关信息，从而共同做出假设：公司对这位候选人未来贡献的期望是什么？我们推测经过未来3-6个月的培养之后，候选人将会达到什么样的标准，探讨与这些标准相关的验收方式，以及公司需要提供的支持和项目组成员应该提供的帮助。

这些面试反馈会在新人入职时，被告知给我们内部称为“Buddy”的一位入职领路人。候选人入职一个月后，项目组会为他做第一次Interview++，即整个团队基于面试时的假设进行第一轮验证：哪些假设通过新人和项目组的努力已经验证成功，哪些假设还未验证成功，还需要投入哪些资源来帮助新人？经过一个月的合作，新人自己的优势和职业期望是怎样的？项目组之后要为新人提供或创造哪些机会？结合新人自己的发展期望和优势，在面试中的那些假设，有哪些根据项目组的实际情况要做出调整？

每次验证结束后我们都会留下作业，这些作业包括新人的作业、入职领路人的作业和项目组成员的作业。例如新人需要读完某一本书，然后跟整个项目组分享自己的收获；入职领路人要帮助新人绘制整个项目组的技术地图或业务地图，让新人尽快看到项目的全貌；项目组的每位成员在合作方面如果发现新人不自信，需要主动第一时间帮助新人创造发言机会并给予鼓励。

经过这样的讨论和调整，我们不断帮助新人成长，帮助新人了解ThoughtWorks，同时也帮助公司更好地理解和接纳新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提前预知风险，尽早做出风控方案。

实际上，无论是招聘流程，还是考察验证流程，我们每年至少会对它们进行一次回顾和反思。比如，我们把一些失败例子拿出来做成案例，把每位候选人从面试讨论记录到Interview++记录的比较和分析拿出来讨论，并通过一定体量的总结之后得出关键信息，反馈给我们的面试官，让他们以后尽量避免失败的情况再次发生。我们内部把这种方式叫做“火眼金睛”面试官培训。



压力即激励

还有一种做法是通过社区找“熟人”。ThoughtWorks一直把社区的建设和培养作为公司非常重要的工作。因为我们很多员工其实来自公司的行业和技术社区，他们在加入之前就跟我们公司员工有过互动，比如一起主持社区活动，一起在社区里做演讲，甚至合作写过文章。通过社区，我们能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如果这些人愿意加入，我们就会把他们招进来。这种招聘方式基本上命中率百分之百，因为他们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公司的人才。

目前，中国的技术类招聘市场非常火热，人才竞争十分激烈，因此我们的策略是把更多的重心投入到内部的培养机制上，希望能够投入更多的精力让年轻同事尽快成长，或者招收一些相对来说行业经验不是那么丰富的同事。

内部培养是ThoughtWorks非常重视的一个方面，我们不求成为行业里薪酬开得最高的公司，而是追求让每位员工感受到在ThoughtWorks这段时间，其能力和市场价值提升得最快。因此，我们给员工提供不同的项目机会、技术机会，让他们尝试不同的能力发展方向。

我们招聘的毕业生有5周在印度集中培训的机会，这样做很大程度上能开拓他们的视野，不仅是技术和行业的视野，还包括社会视野。我们非常鼓励同事去接触社会的不同维度。ThoughtWorks的一个理念是寻求社会和经济的公正性，我们会鼓励员工关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以及我们做的医疗和教育等公益项目。让员工接触这些旨在让他们知道世界上除了追求个人财富，还有一些其他东西值得追求。这些做法是我们对员工培养的重要一步，从招聘到入职后的不同阶段，我们都会给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ThoughtWorks虽然没有太多规则，但并不意味着没有压力。压力主要来自同事和同事之间，我们叫同侪压力（peer pressure）。其实，压力即激励。当你发现身边的人都进步很快、工作很出色时，当你发现身边的人都在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知识，给行业和社区带来很多好内容时，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压力。当你处于这样的环境中，就会有压力，去不断努力、不断进步。



人才之道

除了上述谈到的招聘和内部培训之外，ThoughtWorks之所以能够迅速成长，吸引很多最合适的、认同公司文化的人才，在我看来还有3点特征极为重要：

1．使命感和理想主义。这一点对于招聘和保留最适合的人才至关重要。我觉得没有理想主义很难帮公司渡过低谷。当低谷来临时，财务手段就会失效，如果核心团队离你而去，公司就无法持续经营，也无法跨越行业或市场周期。

2．坦诚直接。员工之间直接的反馈能够大大降低公司在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不同理念、派别和内耗。坦诚直接的反馈看上去是一种吵架内耗，但实际上是减少了桌子底下的内耗，我认为这是优秀公司的特征，也是公司能够长远发展的特征。

3．建立明确的与能力相关的反馈。我们在提供咨询的过程中，发现很多客户的团队成员其实都来自名校，或者来自业界非常厉害的公司，但为什么进入公司后他们的能力就开始钝化？原因是公司里没有形成一个有效的反馈。如果员工在公司待久了，不知道自身的能力到底该朝哪个方向提升，如何提升，团队或公司对其评价是什么，就说明公司及时有效的反馈都消失了。我觉得ThoughtWorks在这一点上做得比较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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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松是ThoughtWorks中国区总经理。

李剑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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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才是


颠覆性创新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

迈克尔·雷纳（Michael Raynor）

劳瑞·麦克唐纳德（Rory McDonald）| 文

刘铮筝 | 译　安健 | 校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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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20年后，克里斯坦森教授对颠覆性创新理论进行回顾和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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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对“颠覆性创新”一词的种种解读已成为商业思考的重要部分，但误读和误用使其有效性受到威胁。




回应


引领颠覆性创新的权威人士回顾了颠覆理论的精髓，过去20年间该理论的发展及其局限。




本质


辨明优步或其他企业的创新有否颠覆性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如果不把握颠覆理论的本质，我们就无法有效管理创新。






自
 1995年问世以来，颠覆性创新理论已被证明为分析创新驱动增长的利器。无论是很多小型创业公司还是成功大企业，都将之奉为圭臬，比如英特尔、新罕布什尔南方大学以及Salesforce.com公司。

遗憾的是，颠覆性创新理论反被其名声所累。尽管流传甚广，但其核心概念受到很多曲解，基本原则也常被误用。此外，在过去20年间对该理论的重要完善也被其最初定义的光芒掩盖。

另一大忧虑是：根据我们的经验，在谈论“颠覆”时，相当多的人从未读过任何关于该主题的严肃书籍或文章。他们经常随意引用这一创新概念来支持自己想表达的任何观点。很多研究者、作家和咨询师用“颠覆性创新”来描述行业变革或曾经成功的在位企业遭遇失败等情况，但如此应用过于笼统。

将颠覆性创新与改变行业竞争格局的任何突破混为一谈不可取，因为不同类型的创新需要采取不同的战略。换言之，我们对成功颠覆性创新者（或对颠覆性挑战防守者）所掌握的经验，并不适用于动荡市场中的所有公司。如果我们就此懈怠，不再将后续研究和经验的洞察补充到最初理论中，管理者们可能在遇到问题时选择错误的工具，使成功几率大打折扣。长此以往，该理论的实用性或将受损。

本文致力于捕捉颠覆性创新理论最新研究的精髓。我们先概括了颠覆性创新基本原则，并分析了这些原则是否适用于优步（Uber）；然后指出了应用该理论时一些常见的误区，以及正确应用该理论的重要意义何在。我们继而追溯了该理论研究思考过程中的主要转折点，并论证了我们如何通过研究成果更精确地预测哪些行业将获得成长。

先让我们对“颠覆性创新”进行简要回顾。“颠覆”指规模较小、资源较少的公司能够成功挑战在位大企业的过程。具体而言，在位企业聚焦于为高要求（通常也是利润最丰厚的）顾客改善产品和服务，因此过分聚焦某些细分需求，却忽略了另一些细分需求。而成功的颠覆性新进企业则聚焦于被忽略的细分需求，通过提供更合适的功能（往往价格也更低），获得立足之地。在位企业忙于在高要求细分市场中追逐高盈利，无暇对新进企业作出回应。新进企业得以向市场高端移动，提供在位企业的主流顾客需要的性能，同时保持促进早期成功的优势。当主流顾客开始大规模地接纳新进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时，颠覆便发生了（
见图表“颠覆性创新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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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原文阅读）






优步是颠覆性创新吗？

让我们来看看备受欢迎的出行公司优步（Uber），它的移动应用为乘客和司机搭桥，提供用车服务。优步创立于2009年，成长迅速，现已进入60国数百座城市，并仍在扩张。该公司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财务成果，最新一轮融资显示，优步市值已接近500亿美元。此外，优步还催生了大批模仿者，有很多初创公司都在模仿优步的“创造市场”商业模式。显然，优步改变了美国的出租车行业，但这是否意味着优步颠覆了出租车行业？

根据颠覆理论，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人们常用“颠覆”来形容优步，但其取得的财务和战略成就不符合颠覆性创新的定义，以下是两点原因。


颠覆性创新起步于低端市场或新市场。
 颠覆性创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们起步于两种在位企业忽视的市场。低端市场存在机遇，因为在位企业往往着眼于为最有利可图和要求最高的顾客提供日臻完善的服务，使得它们对要求相对较低的顾客关注不足。实际上，在位企业提供的性能往往超出了要求较低顾客的需求。因此颠覆者就有了机会，（在一开始）为这些低端顾客提供“刚刚好”的产品。

而在另一种情况下，颠覆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新市场。简言之，它们将非顾客转化为顾客。例如，在复印技术刚问世时，施乐（Xerox）公司的目标客户是大型企业，以高昂价格为客户提供所需性能。学校图书管理员、保龄球联盟和其他小客户则因承受不起高价，选择复写纸或蜡纸油印机作为权宜之计。到了20世纪70年代，新的竞争对手发明了个人油印机，为个人和小公司提供解决方案，新市场由此诞生。从相对较低的起点做起，个人复印机逐渐在施乐看重的主流复印机市场占据了一席之地。

根据定义，颠覆性创新始于以上两种市场，但优步并不符合其中任一种。优步的起点并不低：假设优步从低端市场开始，就意味着出租车服务供应者超出了顾客需求，提供了数量太多、十分便捷和非常清洁的出租车。也不能说优步聚焦于非顾客，即那些觉得现有出行选项过于昂贵或麻烦，宁愿选择公共交通或自己驾车的人。优步创立于旧金山，一个充斥着出租车的市场，而且优步的顾客通常习惯出租用车。

优步被认为扩大了总体需要——当更优秀，更便宜、满足广泛顾客需求的解决方案出现后，往往如此。但颠覆者首先吸引的是低端或尚未感到满足的顾客，再转移到主流市场。优步则完全反其道而行：先在主流市场占据位置，再转移到传统上被忽视的细分市场。


在质量达到主流顾客标准前，颠覆性创新不会以主流顾客为目标。
 根据颠覆理论，颠覆性创新和持续性创新有所不同。持续性创新根据在位企业目前顾客的需求改善产品：比如剃须刀的第五代刀片，更清晰的电视画面，更优质的移动电话接收信号。这些改善可能是渐进的，也可能是重大突破，但无一例外能让公司向最有利可图的顾客出售更多产品。

而颠覆性创新最初在在位企业的多数顾客眼中品质欠佳。通常顾客不会仅仅因为价格更低廉而汰旧换新，而是等到新产品或服务的品质能满足他们后才开始行动。一旦时机成熟，他们会选择新产品并欣然接受更低廉的价格。这就是颠覆拉低市场价格的过程。

优步战略中的大部分元素都比较像持续性创新。优步的服务很少被认为逊于出租车。实际上，多数人都觉得优步服务比出租车更好：只需在智能手机上轻点几下，就可以预约车辆；无须现金支付，方便快捷；乘客在乘车后还能进行打分，保证了服务的高水准。此外，优步的服务可靠且准时，价格极具竞争力，甚至低于出租车服务。正如在位企业面临来自持续性创新威胁时通常的反应，很多出租车公司利用有竞争力的技术迎接挑战，比如推出同类应用，或在优步某些服务的合法性上做文章。



正确理解缘何重要

读者可能依旧心存疑虑，为何要在描述优步的词汇上大费周章。毕竟这家公司确实令出租车行业天翻地覆，难道它还不够“颠覆”吗？不是这样。正确应用颠覆理论对实现其功效至关重要。例如，从边缘开始蚕食你所处行业的小竞争者不足为惧，除非它们位于颠覆性轨道上，才会成为潜在的严重威胁。而且这些挑战都与那些要和你争夺关键客户的竞争对手有本质区别。

正如优步的例子所示，辨别真正的颠覆性创新颇为复杂。即便是对颠覆理论了如指掌的高管，在真正战略决策时也容易忘记该理论的微妙之处。我们发现，以下4点容易被人忽视或误解：


1．颠覆是个过程。
 “颠覆性创新”一词被用于某特定节点的产品或服务，而非用于某时间段内产品或服务的演进时，容易产生误导。第一批微型电脑具有颠覆性，不仅因为问世起点低，也不仅因为它们后来在很多市场上超越了大型机；它们之所以具有颠覆性，因为采取了从边缘到主流的路径。

几乎每个创新，无论颠覆与否，都从小规模试验开始。颠覆者追寻的往往是合适的商业模式，而非仅限于产品。成功后，颠覆者就从（低端市场或新市场的）边缘向主流移动，先蚕食在位企业的市场份额，然后争夺利润。这一过程需要时间，而在位企业在防守中可能表现出很强的创造力。比如，在第一家折扣零售店开张50多年后，主流零售商依旧沿用传统零售店的运营模式，完全取代传统模式可能还需要数十年，因为保留一年传统模式累积的利润，总比将资产一笔勾销的新项目有吸引力。

颠覆需要时间，这就是在位企业经常忽视颠覆者的原因。例如Netflix（美国在线影片租赁提供商——译者注
 ）在1997年刚创立时，最初的服务对大多数Blockbuster （美国DVD租赁公司——译者注
 ）的顾客并不具有吸引力。Blockbuster的顾客总是一时兴起租电影看，而且往往租新片。Netflix拥有独家网上界面和大量电影库存，但通过美国邮政系统配送意味着顾客需要好几天才能收到影碟。递送服务吸引到的顾客群体也有限，比如不在乎新片的影迷，最早使用DVD播放机的人，以及网购人群。如果Netflix后来没有占据更多更广的细分市场，Blockbuster忽视Netflix的决定就不能算是战略错误，毕竟这两家公司满足不同顾客群的截然不同需求。

但随着新技术让Netflix的主要业务转移到网络视频，它确实吸引到了Blockbuster的核心顾客，向他们提供任何内容都可随时看且低价高质的便捷播放渠道。Netflix的发展是经典的颠覆之路。如果Netflix和优步类似，瞄准更大竞争对手的核心市场推出服务，Blockbuster的反应肯定不会像当初那么温和，很可能会成功击垮Netflix。但由于Blockbuster没有对Netflix所在的轨道做出有效回应，最终溃败。


2．颠覆者通常建立与在位企业迥异的商业模式。
 以医疗行业为例，出诊的全科医生通常凭借多年临床经验和化验结果来解读病人症状、做出诊断和提出治疗方案。我们将这一商业模式称为“解决方案商店”。相比之下，那些选择颠覆之路的便捷医疗诊所则采取了我们称之为“流程”的商业模式：它们遵循标准化体系诊治那些患者基数小，但数量呈上升趋势的疾患。

另一个利用创新商业模式实现颠覆的著名案例是苹果的iPhone。iPhone于2007年初次登台，是当时智能手机市场中一款持续性创新产品：目标客户同在位企业重叠，最初的成功或可归结为产品的卓越性能。但iPhone之后的发展更符合颠覆理论，并非颠覆其他智能手机，而是作为互联网的主要入口，颠覆了笔记本电脑。iPhone并非仅靠产品改良，而是通过采取新的商业模式实现颠覆。通过打造连接应用开发者和手机用户的便利网络，苹果改变了游戏规则。iPhone创造出接入互联网的新市场，最终挑战主流用户选择的上网终端：笔记本电脑。


3．并非所有颠覆性创新都能成功。
 第三个常见错误是过于关注结果——以公司成败判断其颠覆性。因为颠覆理论中并不包括成功这一因素：并非所有颠覆之路都通向胜利，也不是所有获胜的新进者都选择了颠覆之路。

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晚期，不少网络零售商都曾追寻颠覆之路，但只有很少一部分成功了。失败并非颠覆理论缺陷的证明，而是应用该理论的界碑。颠覆理论的重点并非如何赢得市场立足点，而是如何把握先机，避免与在位企业正面较量。

如果我们将所有商业成功都视为“颠覆”，就会从不同路线攀上成功高峰的公司中总结成功的普遍战略。这样做很危险：管理者可能会将彼此并不相关的做法混搭，从而无法取得理想结果。例如，优步和苹果的iPhone均把成功归结为基于平台的模式：优步用数字手段连接乘客和司机；iPhone则把应用开发者与手机用户联系起来。但优步的本质是持续性创新，以扩展网络和功能，超越传统出租车为重点。而苹果则走颠覆路线，建立应用开发生态圈，让iPhone更接近个人电脑。


4．“颠覆还是不颠覆”的魔咒可能误导我们。
 当颠覆出现时，在位企业需要采取一定应对措施，但没有必要反应过激，比如解体仍在盈利的业务。它们应继续通过投资持续性创新，来加强与核心顾客的联系。它们还可以设立新部门，专门开发颠覆中出现的增长机会。我们的研究表明，新业务成功的关键很大程度在于独立于核心业务之外。这意味着在位企业要同时管理运营两个截然不同的业务。

当然，随着颠覆性独立业务渐渐壮大，可能最终会与核心业务争夺顾客。但在此问题浮现之前，企业领导者没有必要杞人忧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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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透过颠覆性创新视野之所见

某项技术或某一产品先天并不具有持续或颠覆的属性。当新技术问世后，颠覆理论并未规定管理者必须做什么，而是帮助他们在持续性和颠覆性道路间作出选择。

颠覆理论预测，当新进者与在位企业正面竞争，提供更好的产品或服务时，在位企业将加速创新，捍卫自己的业务。它们要么以同等价格提供比新进者更好的产品和服务；要么会收购新进者。数据支持该预测：针对独立业务采取持续性策略的新进者将面临巨大挑战。根据克里斯坦森对硬盘行业的开创性研究，只有6％选择持续性创新的新进者成功了。

优步的杰出表现值得进一步解析。按照颠覆理论分析，优步实属异类。我们没有能说明这样一个非典型的结果的统一定律。具体而言，我们认为出租车行业的法律管控为优步的特殊性提供了答案。市场准入和价格在很多辖区内都受到严格控制，因此出租车公司很少创新。除了投奔优步的做法之外，出租车司机个人也没有什么创新可言。因此相对于出租车而言，优步的条件得天独厚：提供质量更好的服务，而出租车行业至少在短期内难以反击。

到此为止，我们已经解决了优步是否颠覆了出租车行业的问题，但豪华轿车或优步的“黑色轿车”（Black Car）业务符合颠覆的条件，属于例外。优步精选（Uber SELECT）提供更豪华的车型，比普通优步服务价格更高，但比传统的豪车租赁便宜。较低的价格意味着服务上有所折扣，优步精选目前不提供市场上现有行业领导者提供的提前预约服务。因此，优步精选的目标是豪车出行市场的低端：顾客为了节省费用，愿意牺牲某些便捷选项。优步如能找到出路，提供与在位企业相同或更好的服务，同时依旧保持成本和价格优势，就能进入豪车服务业的主流市场，走上典型的颠覆之路。



颠覆理论的思想发展过程

颠覆性创新理论最初始于一则相关性描述。实证研究显示，在持续性创新中，在位企业领先于新进企业，但在颠覆性创新中则反之。导致这一相关性的因素没有立刻明朗，而是逐一浮出水面。

首先，研究者意识到，影响公司战略变化的一个要素：能够提供公司生存所必需资源的顾客的偏好。换言之，在位企业（明智地）倾听现有顾客的需求，并专注于持续性创新。随之，研究者有了第二个发现：在位企业对现有顾客的关注在内部流程中逐渐形成制度，即便高级管理者都难以调动资源投资于颠覆性创新。例如，通过采访硬盘行业在位企业的管理者，我们发现，资源分配流程优先考虑持续性创新（盈利率高，目标是大市场中已知顾客），这就无意中冷落了颠覆性创新（目标是更小市场、定义更模糊的顾客）。

以上两个洞察解释了在位企业很少（甚至没有）对颠覆性创新进行有效回应的原因，但并未解释为何一个又一个新进企业最终能进入市场高端，并对在位企业形成挑战。我们发现，促使在位企业忽视早期颠覆的力量，也同样能促使颠覆者最终逆袭。

我们发现，很多时候低端和新市场中不仅存在准颠覆者，还有另一些新进者，与在位企业相比，它们的产品更便捷或价格更低廉。在位企业实际上提供了价格伞（price umbrella，指大供给者定价策略对市场流行价格有决定性作用——译者注
 ），让很多新进者能在所立足市场中享受可盈利增长。但这一过程非常短暂：随着在位企业（理性但错误地）割让自己立足的市场，消除了价格伞后，新进者间的价格战就此开始。一些新进者会失败，而那些明智的新进者，或者说真正的颠覆者，将会改进产品并往市场高端转移。待它们进入市场高端时，能再次与更高成本的在位企业争夺利润空间。颠覆效应驱使所有参与竞争者（无论是在位企业还是新进企业）都向市场高端转移。

基于上述讨论，颠覆性创新理论绝非简单的相关性推论，其逻辑架构十分严谨。对很多行业的研究都印证了该理论的关键要素，这包括零售、计算机、印刷、摩托车、汽车、半导体、心血管手术、管理教育、金融服务、管理咨询、照相机、传播和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

有关特例的说明。对颠覆理论的改进和补充揭示了某些特例或意料之外的情形，以前没有解释清晰。例如，我们最初认为，任何颠覆性创新都发源于现有市场最底层，但偶尔新进者会在整个新市场中竞争。因此我们在前文中分别讨论了低端市场和新市场的情况。

低端颠覆者（比如回收废铁炼钢的小钢厂和折扣零售商）从低端进入市场，在转移到并攻占市场高端之前，就占据了旧有的价值网络，比如轧钢厂和传统的零售商。相比之下，新市场颠覆者占据完全不同的新价值网络，吸引之前从未用过该产品的顾客。晶体管便携收音机和个人计算机，因为目标顾客没有交集，几乎被台式收音机和微型计算机制造商无视。假设颠覆性创新将这两种市场作为立足点，就会让颠覆理论变得更具说服力且更实用。

另一个值得探究的特殊情况是识别那些抗拒颠覆力量的行业，至少近期内如此。美国的高等教育行业就是一例。很多年 （超过100年）以来，出现了具有不同建校纲领的新院校，以满足不同人口细分需求，包括非顾客、赠地学院（美国将联邦政府拥有的土地赠与各州来兴办资助的教育机构——译者注
 ）、师范学院、两年制大学等。开办这些院校的初衷是：为无法接受或不需要传统4年制文科教育的人群服务。

很多新进者不断改良，除追逐盈利外，也为了实现其他目标：对增长和名誉的渴望以及能惠及普罗大众的能力。因此，它们斥巨资投入研究、宿舍、运动设施、教职工建设等等，旨在追赶水平更高的院校。它们确实提升了某些方面的水平，比如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学习内容和居住环境。但高等教育院校的相对地位却依然如旧：除极端例子外，多少个10年过去了，前20名院校依旧，接下来的50名也是如此。

现有院校和新进者似乎都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所以它们能一直保持原有地位也不奇怪。对吸引当代高等教育非目标消费者新模式的探索，长期乏善可陈，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

现在问题是，能否有一种新技术或商业模式使新进者既能转移至市场高端，又无须向现有高教院校一样投入高成本，即走上颠覆之路。这看来可行，因为网上学习是能实现目标的创新工具，而且应用越来越广。网上课程的学费正在减少，但易用性和质量在提高。创新者正在以惊人速度设法进入主流市场。

网络教育能否颠覆现有教育模式？如果可以，将在何时发生？换言之，网络教育的改进轨道是否与主流市场需求相交？我们已意识到，任何颠覆轨道的斜率取决于颠覆所需技术的改进速度。在钢铁行业，连续铸造技术的改进十分缓慢，小钢厂Nucor花了40多年才赶上了大型综合钢厂的收入。对比之下，使个人计算机颠覆微型机的数字技术，更新换代则快得多。在12年间，康柏的收入增加了近10倍，追赶上了行业领军企业DEC。

理解提高颠覆速度的原因有助于预测结果，但未改变处理颠覆问题的方式。快速的颠覆过程与其他颠覆过程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遵循相同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原则上不需要不同的应对办法。

同样，下列看法也明显有误：某些著名新进者采取的战略属于特殊颠覆。通常这不过是分类上的错误。特斯拉电动车便是时下一个典型的例子。有人很容易将特斯拉视为颠覆性创新。但其落脚点是汽车市场的高端（顾客至少愿意花7万美元买车），在位企业对这一细分市场颇有兴趣。特斯拉的出现无疑激起了现有竞争者极大的关注和投入。如果颠覆理论正确，特斯拉未来要么被更大的在位企业收购，要么会为了占有重要市场陷入长达数年的苦战。

前路漫漫。我们渴望不断扩充和改进颠覆性创新理论，前面的路还很长。例如，应对颠覆威胁的统一有效举措尚未研究清楚。目前我们的观点是，公司应成立独立部门，在高层领导的保护下运营该部门，并探索新的颠覆模式。但这种方法并非总是奏效。某些情况下，应对颠覆失败的原因并非缺乏了解，高管关注不足，或投资不足。身兼在位企业和新进者两个角色带来的挑战还没有完全厘清；应对这些挑战的最佳举措还有待研究。

颠覆理论现在和将来都无法解释所有创新或企业的成功。其中牵涉太多因素，每种因素都值得继续研究。将这些因素完全纳入一个企业成功的综合理论，是任重道远的宏伟目标。

但前途依旧光明。实证检验表明，利用颠覆理论能让我们能更精确地量度哪些初创企业能够成功。随着越来越多研究者和实践者不断完善颠覆理论，并将之与其他观点结合，我们会更深入地了解企业成功创新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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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是哈佛商学院Kim B. Clark管理学教席教授。

迈克尔·雷纳是德勤管理咨询公司董事。

劳瑞·麦克唐纳德是哈佛商学院助理教授。





聚光灯 Spotlight



以颠覆性技术

引领颠覆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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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何摆脱竞争的同质化，是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们一直想要突破的困境。也许是出于这一原因，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在中国更受追捧，成为企业家们用来突破成长过程中瓶颈的利器。在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应用的推动下，中国各个行业的创新风起云涌，很多成功的创新者自称实现了颠覆性创新；然而，他们对颠覆性创新这一概念的理解却是五花八门。比如有人断言“所有颠覆性创新在一开始时都是微创新”，“持续的微创新，最后就形成了颠覆性创新”等。这些都是对克里斯坦森在20年前提出的颠覆性创新概念的曲解。

何谓颠覆性创新？克里斯坦森在本期发表的最新力作《到底什么才是颠覆性创新》中再次予以了解答与回顾。颠覆性创新与颠覆性技术密切相关，若要对这一概念有更深入的理解，我们还需要追本溯源，参阅他和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约瑟夫·鲍尔（Joseph L. Bower）合作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1995年1/2月号的《颠覆性技术：逐浪之道》（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
 ）一文。

这篇文章被誉为管理史上的奠基之作，荣获《哈佛商业评论》的年度最佳论文奖。文章的上半篇主要以硬盘驱动器的发展史为例，解释了颠覆性技术（也称为破坏性技术）如何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新市场的过程，同时论述了“贴近市场”这一商业原则如何成为行业领先公司创新路上的绊脚石，并引入了产品的“性能轨迹”这一关键概念。

在硬盘驱动器的发展史上，每次有颠覆性技术出现时——即驱动器的直径从最初的14英寸减到8英寸、再到5.25英寸、最后是3.5英寸（截至1994年底的数据——编者注），行业领先公司都要遭受重创。而每次新的驱动器刚刚推向市场时，其储存能力比主流市场所需要的存储能力低很多。例如，8英寸驱动器的存储能力最初为20兆字节，而此时（大型计算机时代）驱动器的主流市场却需要约200兆字节的存储能力。因此，那些计算机行业的领先公司对8英寸驱动器不屑一顾，没有去积极开发这一颠覆性技术的产品。

这些颠覆性技术产品虽然储存能力小，但拥有其他一些重要特性——内置电源和体积小（8英寸驱动器），体积更小和成本低的步进马达（5.25英寸驱动器），以及坚固耐用、重量轻和能耗低（3.5英寸驱动器）。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3种驱动器的问世分别催生了小型计算机、个人计算机和笔记本电脑的新市场；而那些曾经在主流市场领先的公司遭到颠覆，这其中包括以颠覆性技术在行业内处领先地位的公司。例如，率先开发了5.25英寸的希捷科技（Seagate），在成为此规格驱动器的重要供应商并获得辉煌成功后，却忽视了3.5英寸硬驱的市场潜力。实际上，希捷科技的工程师是第二批开发出这一规格驱动器的研究人员，但由于希捷的主要客户（IBM等公司）对这种新产品不感兴趣，公司高管人员在经过评估后将该产品束之高阁。而这个决策导致已经开发出80多个产品原型的工程师离职，共同成立了康纳外围设备公司（Conner Peripherals）。最终，康纳和另一家3.5英寸硬驱先驱公司昆腾（Quantum Corporation）主导了这一市场，令希捷公司失去了个人计算机市场上硬驱供应商的霸主地位。

在这一过程中，公司内部的资源分配起到了关键作用。在服务于主流市场的公司中，管理层做出的资源分配都会“理性”地选择高端市场，而不是利润率较低、期初规模小的新兴市场。行业领先公司对留住当前主要客户所必需的技术投资很积极，它们对“贴近客户”这一商业原则的顶礼膜拜，让它们难以将资源调配到看似无足轻重的市场中，从而给颠覆者创造了机会。

文章的下半部分论述到，在面对颠覆性技术时，虽然领先公司很少能克服其规模或以往成功的束缚，以致于被新创公司超越，但这些公司可以通过以下4个方面的做法，来应对颠覆性技术的挑战。


1．确定技术是颠覆性的还是维持性的。
 颠覆性技术具有两大特征，一是它所提供的产品简单、易用、低价，其性能起初并不被主流客户看好；二是其性能会迅速得到改进，然后打入主流市场。有一种识别方法是研究一下公司内部对开发新技术的不同意见：由于受管理和财务激励措施的影响，在讨论一项颠覆性技术时，营销和财务部门的管理者鲜有支持的；而具有出色业绩背景的技术人员则会大力支持。这两群人之间的分歧通常预示了这是公司高管应该加以探索的一项颠覆性技术。


2．认清颠覆性技术的重要性。
 高管人员在咨询有关颠覆性技术的战略意义时，往往要么咨询的对象不合适，要么问题错误。比如他们会向主流客户进行调查，而主流客户都希望公司能够提供最高性能的产品，因此他们的评估意见显然起不到什么参考作用。高管们需要根据所面临的颠覆性技术的情况，选择合适问题和合适对象。


3．确定颠覆性技术的最初市场。
 在确认了一项技术属于颠覆性技术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后，管理者必须“创建”颠覆性技术最初应用市场的信息——谁是未来的客户、哪些方面的产品性能对哪些客户最重要，以及价位定在多少比较合适。他们需要以低成本的方式快速、反复测试产品和市场才能获得此类信息；与此同时，他们还可以定期与非传统信息提供者会面，如风险投资者，以掌握更多重要信息。


4．创建独立的衍生组织发展颠覆性技术，并保持衍生组织的独立性。
 在开发颠覆性技术时，公司需要成立独立的组织，将其设为与其他部门隔离的“科研重地”，以摆脱公司主流业务部门的压制。在颠覆性技术出现之际，一项关键做法就是在一个有利的组织环境里，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颠覆性技术进行管理。这个有利的组织环境就是：产品订单虽少，员工却干劲十足；市场虽然尚不明确，但公司还是以较低的成本迅速冲进市场；管理费用低到即使在新兴的小规模市场上也足以实现盈利。此外，分离出去的组织不能再并入主流组织，否则会在资源分配和人员管理等方面出现严重问题。

与立足于不断改善现有产品性能的持续性创新相比，颠覆性创新更多是通过应用颠覆性技术或重新定义客户价值曲线，为客户带来新的价值，进而引发行业生态系统的巨变。实际上，无论是什么行业，只要是具有产品生命周期的公司，其技术和市场基础都不会永远存在下去。理解这一点的公司会创造出新业务以取代那些必将走向灭亡的业务，它们必须放权给那些负责颠覆性创新的人员，让他们充分实现颠覆性技术的潜力——即使这意味着最终会扼杀公司的主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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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红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图书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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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要想了解更多“颠覆性创新”信息，请阅读以下书目：



《创新者的窘境》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创新者的解答》

克莱顿·克里斯坦森、迈克尔·雷纳



《创新者的思考》

大前研一



《颠覆性创新：如何改变公司，撼动行业，挑战自我？》

威廉·泰勒



《中国的商业颠覆者》

谢祖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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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创新理论

会被“颠覆”吗

刘铮筝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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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5年在《哈佛商业评论》亮相以来，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颠覆性创新理论不仅“颠覆”了商界和学术界，也对解决贫困、医疗等社会问题产生了重大影响。管理学术界鲜有影响如此深远的理论，也少有人对其质疑。来自达特茅斯大学塔克商学院 （Tuck School of Business）的安德鲁·金（Andrew A. King）教授成为了学术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他认为：尽管颠覆理论应用甚广，但其有效性和概括性鲜有学术文献验证。

金教授于2015年9月在《MIT斯隆管理评论》上发表了《颠覆性创新有多实用》一文，详细阐述自己对该理论的正确使用方法、核心元素，及其预测性的分析和研究，并针对管理者面临潜在对手的应对措施给出答案。

本期克里斯坦森撰写了《什么是颠覆性创新》，对金做出回应。本文作者联络金教授，询问他对克里斯坦森回应的看法，截至本刊付梓时，金教授尚未回应。本文是对《颠覆性创新有多实用》的摘编，《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将持续保持对两位教授研究的关注，为读者奉上精彩的管理学术高端激辩。

金调查研究了克里斯坦森颠覆性创新理论两本奠基之作《创新者的窘境》和《创新者的解答》中包括柯达、思科和麦当劳在内的77个案例。但他发现，根据各行各业的专家评估，只有Salesforce.com，Intuit’s QuickBooks和亚马逊等9％的案例完全符合颠覆性创新的4个元素；多数案例还包括其他推动因素或无法预测的结果，包括遗留成本、竞争者众多效应，经济规模变化和社会条件变化。



颠覆性创新四要素和案例代表性

并非所有案例都包括持续性创新。参与调查的专家指出，77个案例中，31％在出现可能的颠覆性创新对手前，并没有进行持续性创新，例如在19世纪80年代美国肉类加工业的工艺和工具几十年没有变化，并未出现持续性创新。而且除了克里斯坦森列举的冰冻车厢和集约化处理等颠覆性技术之外，还有更广泛因素需要考虑，比如内战期间美国大陆军对牛肉的需求，火车运输网扩大和规模经济等等。

并非所有在位企业都超过顾客需求。专家还认为，78％的案例没有也不会生产超出顾客需求的产品。例如金在开始研究前，预测在计算机软硬件行业，超出顾客需求可能比较普遍，但计算机科学家、史学家和商学教授表示即便在该行业中这种做法都不常见。他们承认摩尔定律推动了计算机行业飞速发展，但对在位企业忽视平均或低端消费者持怀疑态度。在位企业常利用计算能力满足新手顾客需求，并不会超出顾客需求。比如1984年苹果公司推出具有强大中央处理器的原版Macintosh电脑，就是为了提供用户友好的界面。

很多在位企业没有能力回应潜在颠覆。在是否具有能力对颠覆性创新作出回应上， 专家判断出39%的案例与克里斯坦森的观点相左。一些情况下，在位企业被限制甚至禁止使用它们的能力作出回应。例如，1978年以前美国航空公司都被法律禁止进行价格竞争。而其他情况下，专家认为在位企业不具有与颠覆性新进企业竞争的能力。例如，克里斯坦森认为木制品公司预见到了来自塑料制品公司的威胁。但某顶尖工程学校教授表示，认为木制品公司有能力与颠覆性塑料制品公司竞争的看法并无根据。

约三分之一的在位企业没有被新技术颠覆。克里斯坦森称“几乎每次”颠覆性创新企业都会取代在位企业，但我们的专家持有异议。他们承认大约62％的案例确实发生了颠覆，但剩下的29个案例中，结果却各有不同，包括商业借贷、互补共生（目录册销售和零售店）以及在位者和颠覆者继续分治不同市场（实体法律学校和网上法律学校）等等。



颠覆理论几大前提中的疑问

目标。2006年克里斯坦森对颠覆理论进一步诠释，认为管理的客观功能是最大化股东利益。但金对此表示怀疑，因为77个案例中，9％是非盈利或公共机构。例如，一位高等教育专家表示，社区大学的教学使命常与其领导层希望缩减开支等目标相悖，而这种例子不适用于颠覆理论，因为作为使命驱动的机构，它们要对公众和更高尚的目标负责。

改进和应用的相对速度。颠覆性创新理论重要的一大前提是持续性创新的速度。在几乎所有行业中，持续性创新的速度都超过市场任何层级顾客能利用该创新的能力。但很多专家表示，不是所有持续性创新速度都跟得上顾客需求增长的步伐。比如即便分拣技术取得进展，邮政服务也无法满足顾客对递送速度加快的需求。甚至有的专家认为顾客永远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会随着提供的服务水涨船高。

改进持续性和颠覆性技术的相对速度。当颠覆性和持续性创新互相竞争，满足日益增长的顾客需求时，它们改进的相对速度比较重要。接受金访问的专家发现在若干案例中，颠覆性创新不过关，或持续性创新改善速度惊人，令颠覆技术黯然失色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2003年克里斯坦森预测，超声技术将颠覆辐射成像，但事实正好相反。X光核磁共振等辐射成像的创新超过了超声波技术，一位美国医院的主管表示，在可见未来，超声波无法取代辐射成像。

在位企业的回应能力。金不甚同意克里斯坦森的观点：领先公司通常具备成功的资源和能力，缺乏的是促成成功的价值观、互动模式和决策。金指出，在77个案例中，有好几家公司需要摸索技术方面的基础变革（如从旅行社到网上服务），其他公司则在转换到数字技术的过程中步履艰难（如纸质邮件到电子邮件，手绘动画到数字动画）。这些技术转变风险很大，因为涉及不同工程技术、新产品设计和制造设备。

管理者满足现有顾客。克里斯坦森认为，管理者成功地满足了现有业务中的高回报顾客，但对来自低端顾客或新市场的风险短视。但金表示，在他研究的案例中，有管理不善导致高端顾客不满意的情况。比如，在屠宰场被盒装牛肉颠覆之前，对屠宰场的恶劣卫生情况已有很多批评。此外，金也不同意颠覆理论中“管理者在颠覆性创新创造的新市场中，容易短视和做出不明智选择”的说法。一位企业战略创新负责人表示，很多相关研究显示多数管理者的选择与他们的能力一致。具有竞争能力的公司倾向于选择颠覆性创新，竞争能力较弱的公司则量力而行，倾向在式微的现有市场中最大化回报。一般而言，管理者都会做出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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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作用因素

然而金表示，通过仔细检视77个案例，判断到底这一个理论能不能足以概括如此复杂的情况，还不能妄下结论。但他也总结出了一些大致规律，作为对颠覆理论进一步探索的起点。

一、遗留成本：除了被新技术颠覆以外，几家在位公司被投资和合同等形式的遗留成本严重削弱，比如美国钢铁公司原先受贸易法保护，能够负担工人高昂的医保和养老等合同条款，但贸易壁垒消失后，先前这些遗留成本便难以承受。

二、经济规模变化：在至少40％的案例中，变化的商业环境都加剧了经济规模优势，因此限制了能在市场上盈利公司的数目。所谓“颠覆者”实际上是经济学中那些最善于利用规模经济的企业，无论在位者或新进者都是如此。例如近年来，互联网的发展和可靠的包裹递送服务给实体书店带来了规模挑战。互联网技术意味着庞大高度集约化的分销系统战胜了实体零售店。网络的大规模使销售成本持续下降，因此任何获得先发优势的公司都容易赢得整个市场，而无关初创企业还是在位企业。

三、概率法则：有时新竞争者超过在位者的仅仅是数量。在30％案例中，新基础设施和人口变化导致商业机会扩大，以及对最佳商业模式的“淘金热”。参与这股热潮的在位企业和新进者一样盲目，只选好听的机会。但因为新进者基数大，比例高。按概率法则，新进者容易成为最大赢家。再次以互联网兴起为例，因为网络创业需要极少实物资产投入，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开公司，成千上万的创业者尝试任何能够想到的创意，在位企业同样如此。多数初创网络公司都会失败，但总有一些能胜出。

金在文末表示，他的研究并非意在“颠覆”颠覆理论，而是说明公司面临的威胁千头万绪，不可能从某一视角窥其全貌，也没有一剂万灵药。颠覆性创新精华之处在于其对管理短视的警醒，但市场情况波谲云诡，不能仅靠经典理论，还要进行翔实的竞争战略分析。他给出管理者应对潜在新对手的三点建议是：衡量胜利值不值得；找出利用现有能力的最佳方式；与新公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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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成熟企业而言，创新如此艰难有因可循。尽管它们聘用的人才十分优秀，但这些人才必须遵循已有的工作流程和商业模式，因此他们在创新时注定失败。不过，这一困局有方法破解。






如
 今的时代让大公司的管理者们总是感到恐慌。其实，在互联网和全球化兴起之前，他们在处理重大颠覆性挑战上就战绩欠佳。例如，在美国数百家百货公司中，只有代顿哈德森（Dayton Hudson，塔吉特公司的前身）成功转型为折扣零售商，并成为行业领跑者；而所有小型计算机（minicomputer）公司没有一家在个人计算机行业获得成功。与之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大公司管理者并非看不到颠覆性变革的来临，也不缺少应对这些变革的资源。多数大公司都坐拥富有才干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士、强有力的产品组合、一流的技术知识和雄厚的财力。其管理者缺乏的是一种思维习惯：像思考个人能力一样，思考组织的能力。

本文提供了让管理者理解组织所具能力的框架，并阐述了在大刀阔斧开展变革之前，管理者必须准确理解哪些改变是组织有能力应对的，而哪些改变是组织没有能力应对的。首先，我们需要系统地了解如何识别公司在组织层面的核心能力，然后随着公司成长壮大，随时检视这些能力如何变化。



组织能力所在

我们的研究发现，有三大因素影响组织能力：资源、流程和价值标准。在考虑组织有能力进行何种创新时，管理者需要分别评估这三大因素对组织变革能力的影响。


资源。
 当被问及“本公司能做什么”时，大多管理者会从公司资源角度寻找答案，包括人力、设备、技术、资金等有形资源，以及产品设计、信息、品牌、供应商关系、分销商及客户等相对无形的资源。毋庸置疑，获得丰富的优质资源，能增加组织成功应对变化的几率。但仅凭资源分析，远远无法掌控全局。


流程。
 影响公司能力的第二个因素是流程。所谓流程，是指员工互动、合作、交流、做出决定，以将资源转化为价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的模式。说到流程，人们马上会想到对产品开发、制造和预算的控制。有些流程有清晰的定义和文件说明，属于正式流程；而另一些则属非正式流程，是随时间推移而形成的常规工作或工作方式。

管理的一大窘境即和流程有关。就其本质而言，流程是预设好的，因此员工能够一次次按统一标准完成任务。流程一般不应该改变，如果必须改变，就要经过严格的管控步骤。当我们采用针对某种任务而设计的流程去完成这一任务时，效率很高；但如果用其完成截然不同的任务，则进展缓慢。


价值标准。
 影响组织能力的第三个因素是组织的价值标准。有时“公司价值标准”这一词语具有道德内涵，例如会令人想到强生公司对患者健康做出的保证，或是美铝公司（Alcoa）为保证员工安全制定的决策。但在我们的框架内，“价值标准”有更广泛的内涵。我们将组织价值标准定义为一系列决定优先次序的准则，以帮助人们判断订单是否具有吸引力、客户的重要性，以及有关新产品的构想是否吸引人等。

越是在复杂的大公司，高管越需要训练组织全员独立判断优先次序的能力，这些优先次序要与公司的战略大方向及商业模式保持一致。衡量组织管理是否优秀的一个关键标准，就是这种清晰且稳定的价值标准是否贯彻到了整个组织中。

在组织内得到广泛认同的稳定价值标准，也限定了组织不能去做什么。不同公司，价值标准也会不同。不过，我们重点研究两类价值标准，因为它们在多数公司中都会朝着容易预测的方向演变。这两类价值标准所产生的不可阻挡的演变，会让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应对颠覆性变革的能力减弱。

第一类价值标准决定了公司对可接受毛利率的判断方式。为抓住更有吸引力的高级客户群，公司在产品和服务中增添特色和功能，这样通常会增加成本。因此，曾经丰厚的利润率可能会变得不那么诱人了。比如，丰田的卡罗拉车型进入北美时，目标为低端市场。但当这一市场涌入本田、马自达和尼桑公司推出的类似车型时，激烈的竞争就使整体利润率降低了。为了提高利润率，丰田开发出了瞄准高端客户群的高档车型。而开发凯美瑞和雷克萨斯等车型的流程增加了丰田的运营成本，使其利润率过低，丰田随后决定退出低端市场，其价值标准也随之改变了。

第二种价值标准与机遇大小有关，规模是判断机遇有无吸引力的先决条件。因为一家公司的股价反映了其预期盈利的折现价值，很多管理者都会在维持公司增长的同时，还要力争保持增长率的稳定性。例如，一家年收入为4000万美元的公司要想增长25％，下一年就需要找到1000万美元的新业务；而一家年收入为400亿美元的公司如果要想增长25%，它就需要为下一年找到100亿美元的新业务。也就是说， 让小公司心动不已的机会对大公司却缺乏足够吸引力。公司成长壮大后，便丧失了进入小规模新兴市场的能力。这一能力缺失不是公司内部资源变化造成的，而是因为价值标准发生了演变。



组织能力的转移

组织创始阶段，需要完成的很多事都和资源相关，尤其是人才。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能力的重心则会向流程和价值标准转移。当人们反复完成某种任务时，流程会变得清晰起来。随着商业模式逐渐成型，何种业务应处于最高位置也日渐明朗，组织的价值标准随之形成。很多成长迅速的新公司在IPO（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昙花一现，实际上是因为它们最开始靠一款热卖产品发家(这往往归功于公司创始之初的几位工程师)，之后却无法形成产品研发流程，创造出一系列热卖产品，或是在质量控制、运输及服务上缺乏有效流程，让公司的运营最终出现困难。

相比之下，像麦肯锡这样十分成功的公司，拥有极其强大的流程和价值标准，因此具体哪些员工加入哪些项目，对公司影响并不大。每年有数百名MBA毕业生加入麦肯锡，而离职者数量与之相当。但由于其核心能力植根于流程和价值标准而非资源中，麦肯锡年复一年为客户提供出色服务。

因此，决定组织能力优劣的因素会随时间而变，最开始是资源，然后是清晰可见的流程和价值标准，最后演变为文化。如果组织一直面临同样类型的问题，并能够靠制定的流程和价值标准解决，管理组织就不复杂。但这些因素也限制了公司的能力，如果公司面临的问题发生了本质变化，那么它们就造成了公司能力的短板。当组织能力主要源自人才，改变能力来解决新问题相对容易。但如果组织能力源自流程和价值标准，尤其是已经到了文化层面，改变会十分困难。

很多管理学者都分析过美国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简称DEC）在20世纪90年代突然衰落的原因，不少人将之归结为该公司对市场的误判。但如果按本文的框架分析DEC的起落，则会看到完全不同的一面。从20世纪60到80年代，DEC一直是一家非常成功的小型计算机制造商。因此人们很容易认为，当个人电脑在1980年左右初次面世时，显然DEC公司具有在个人电脑行业成功的资源，它财力充足、品牌有口皆碑、技术过硬；然而，它却不具备在个人电脑行业成功的流程。

小型计算机公司的多数关键元件都在公司内部设计，设计一个新产品需要2到3年。而个人电脑制造则相反，个人电脑都由标准元件组成，多数元件被外包给全球最好的供应商，新一代产品的设计必须在6到12个月内完成；它们在流水线上大批量制造，通过零售商销售给顾客和公司。而DEC并不具备这些流程。此外，在管理费用控制上，DEC必须遵循一系列价值标准的规定：“能创造50％以上毛利率的业务是好业务，低于40％的业务则不可行。”而个人电脑的毛利率低于40％，不符合DEC的价值标准。该公司在决定资源分配的优先次序时，总是把利润率更高的小型计算机置于个人计算机之前。



持续性创新VS颠覆性创新

无论能力的来源何在，成功公司都能积极适应所在市场发生的渐进式变化。这一点正是本文作者之一克莱顿·克里斯坦森在《创新者的窘境》一书中提到的持续性创新。但这些公司在各自市场上应对和发起变革时，或在应对颠覆性创新时往往会陷入困境。

持续性创新是通过技术的不断改进，让产品和服务的性能超过主流市场用户目前看重的性能。康柏电脑曾经以因特尔32位386微处理器取代16位286芯片，就属于持续性创新。类似例子还有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首创的现金管理账户，让客户能从股票账户中开具支票。

颠覆性创新通过引进新产品或服务，打开了崭新的市场。而它们提供的性能，如果按主流客户最初的评判标准，可能还不如原来的产品或服务。相对于美林证券提供的全面经纪服务而言，嘉信理财（Charles Schwab）大力推出的折扣经纪服务属于颠覆性创新；不过，嘉信理财提供的服务无法满足美林最优质客户的需求。早期的个人计算机相对于大型计算机和小型计算机，也是属于颠覆性创新——个人计算机在刚问世时，并没有能力运行当时的计算应用程序。这些创新之所以具有颠覆性，不是因为它们解决了现有市场中领先顾客群对下一代产品的需求，而是因为它们本身能促使新应用功能的出现——而且由于颠覆性创新的发展速度很快，它们最终也能满足主流市场的客户需求。

持续性创新的开发者和引进者几乎总是现有行业中的领袖。为什么这些公司从不推出颠覆性创新，或在面对颠覆性创新时束手无策？我们的“资源-流程-价值标准”框架提供了答案。行业中的领先公司有组织地开发和引进持续性技术，它们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发布新产品和改进产品，以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它们建立流程，评估持续性创新的技术潜力以及客户对替代产品的需求。对持续性技术的投入也符合领先公司的价值标准，因为这些公司能向注重技术的客户出售更好的产品，从而获得更高利润率。

由于颠覆性创新间歇性出现的频率非常高，因此没有任何一家公司拥有常规的应对规则。此外，颠覆性产品的单位利润率一般较低，不符合成熟公司现有的价值标准。美林拥有持续性创新（如现金管理账户）和近期行业中的颠覆性创新（如佣金折扣服务）所需的人力、财力和技术资源，但它的流程和价值标准只能为持续性创新提供支持，因此反而成为公司进行折扣经纪和网上经纪等颠覆性业务时的障碍。

大公司通常会放弃新兴的增长市场，其原因是与颠覆性创新能力强的小公司相比，它们不易把握其中的机会。缺少资源对初创企业而言不是问题，因为它们的价值标准适合小市场，成本结构也适应低利润率；管理者能够顺其自然地推进市场研究和资源分配流程，所做决定也无需经过详细研究和论证。以上这些优势合在一起，构成了新创公司欢迎甚至发起颠覆性创新的条件。问题是，大公司有办法培养这些能力吗？



培养应变能力

我们认为，组织流程并不具备组织资源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价值标准更是如此，这和当下流行的变革管理以及流程再造项目的观点相悖。因此无论是进行持续性创新还是颠覆性创新，当组织为获取新能力而开发新的流程和价值标准时，管理者必须为这些新能力的培养创造相应的组织空间，这可以通过三种方式来实现：

在公司内创造新的组织结构，用于开发新流程；

从现有组织中衍生出独立组织，用于开发出能解决新问题的新流程和价值标准；

收购一家流程和价值标准与新任务匹配的公司。


在内部开发新能力。
 当公司的能力蕴含于其流程中，在面临新流程的挑战时，公司中需要有不同的人员和群体之间互动、突破常规，以新步调来应对挑战。管理者要从现有组织中抽调合适人员，建立起新团队并划定界限。新的组织界限促进新合作方式，最终能产生新流程。这类团队被称为“重量级团队”。

这些团队专门负责应对新挑战，所有成员在同一地点办公，每名成员都要为整个项目的成败负责。比如在克莱斯勒，产品开发团队一直关注的重点是汽车部件，如传动系统、电气系统等。而为了加快新产品开发，克莱斯勒不是需要关注零部件而是要关注车型，如面包车、小排量汽车、吉普车和卡车，因此它组建了重量级团队。这些团队的长项并不是设计零部件，而是推动新流程的形成，以更加快速有效地将不同子系统纳入新车设计。有不少公司借助重量级团队创造出新流程，从而能更快地开发出更好的产品，比如美敦力公司（Medtronic）的心脏起搏器，礼来制药（Eli Lilly）的奥氮平（Zyprexa）等。


通过衍生组织开发新能力。
 组织的主流价值标准，会严重阻碍创新项目得到所需资源，因此需要成立独立运营的衍生组织（spinout venture）。大型组织很难成功分配关键的人力和财力，以在新兴的小市场中建立自己的权威地位。而且成本结构适合高端市场的公司，在低端市场中也很难赢利。对还在苦苦思索该如何应对互联网问题的传统企业管理者来说，衍生组织是非常新的概念。但衍生组织绝非万能。衍生组织只适用于以下情况：颠覆性创新需要不同成本结构，以获得盈利和竞争优势；当前面临的机遇对于公司总体所需的增长来说影响不大。

位于爱达荷州的惠普激光打印机部门曾经十分成功，享有高利润率和高品质产品的美誉。遗憾的是，惠普颠覆式创新的代表产品喷墨打印机，在公司的打印机业务中却表现不佳。尽管开发这两种打印机的流程基本相同，但价值标准却有差异。为在喷墨打印机业内获得成功，惠普需要适应更低的利润率和比激光打印机小一些的市场，并且愿意接受相对低的品质标准。当惠普的管理者决定将喷墨打印机业务搬到加拿大的温哥华，与本公司的激光打印机业务正面交锋时，最终迎来了喷墨打印机的成功。

衍生组织和现有组织怎样才能区隔开来呢？并不一定要在不同地点办公。最重要的一点是，原有组织中的项目不能和新项目争夺资源。正如我们所见，很多公司最后才会考虑与其主流价值标准不一致的创新项目。衍生组织的地点独立与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资源分配过程中，衍生组织是否能独立于现有组织进行决策。下文“按需选择工具”
 比较详细地说明了组织结构的类型与创新类型的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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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选择工具

如果组织需要应对或发起一项创新，本栏所示矩阵能帮助管理者理解何种团队适合该项目，团队需要在何种组织结构下工作。该矩阵的纵轴让管理者衡量现有流程能有效完成工作的程度，横轴让管理者评估组织的价值标准是否允许将资源分配给新项目。

A区内的项目适合公司现有的流程和价值观，因此不需要开发新能力。一支功能型或轻量级团队可在组织结构内承担该项目。功能型团队只完成特定任务，然后将项目转交给完成另一项任务的团队。而轻量级团队是多功能型团队，团队成员在各自经理的监管下，分别负责不同功能。

B区中的项目符合公司现有的价值观但不符合流程，这给公司带来了新问题，因此需要新对策和团队及成员间新的合作方式。和A区中的团队类似，B区团队也在进行持续性而非颠覆性创新。因此，可以在公司内部选择重量级团队负责该项目。重量级团队成员不承担项目以外的任何工作，他们应该扮演总经理的角色，对项目成败直接负责；并且，他们可以产生新的流程和合作方式。

C区的管理者面临的颠覆性改变，既不符合公司的现有流程也不符合价值标准。为保证成功，管理者应成立衍生组织，并组建重量级开发团队。衍生组织能够确保创新项目按照不同价值标准进行管理，比如采用不同的成本结构，适应较低的利润率等。和B区一样，重量级团队能够保证新流程的产生。

再来看看D区。D区管理者面临的颠覆性变革符合公司现有流程，但不符合其价值标准；因此成功关键也是成立衍生的独立组织并组建重量级开发团队。如果是采用在公司内部开发项目的方式，偶然也可以奏效；但如果想对创新产品商业化，依然需要设立独立组织。

遗憾的是，多数公司采取的都是一刀切战略，无论项目大小或特点如何，团队都是轻量级或功能型的，而这样的团队仅适用于利用现有能力。而在为数不多愿意成立重量级团队的公司中，大部分公司又试图将所有开发团队变成清一色的重量级团队。最理想的情况是，每家公司应根据每个项目的流程和价值标准，选择适合的团队结构和在组织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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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需要注意的是，开发新流程并不意味着必须抛弃老的流程；当出现颠覆性创新时，管理者需要在主流业务受到冲击前，配备对抗这种变化的能力。实际上，管理者需要先后运作两类业务，第一类业务的流程适应公司现有的商业模式，第二类业务的流程需要运用新商业模式。


通过收购获得能力。
 创新经理需要对公司的资源、流程和价值标准包含的能力，以及相对应的缺陷分别进行评估；在通过收购获得相关能力时，也需要这么做。公司要想成功通过收购获得所需能力，必须要弄清这些能力存在于收购对象的何处，然后分别予以相应的吸收。负责收购的高管们从一开始就要问自己：“我花重金购买到的价值到底是如何创造出来的？这些价值来自被收购方的资源吗？还是大部分来自其流程和价值标准？”

如果收购获得的能力存在于对方的流程和价值标准中，那么负责收购项目的高管绝不能将被收购公司与公司整合在一起。整合之后，被收购公司的流程和价值标准就会消失。一旦被收购方的管理者要被迫采用收购方的运营方式，其组织能力会随之消失。更好的策略是，保持被收购公司的独立性，但是要将收购方公司的流程和价值标准中注入进去。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真正从收购中获得新的能力。

不过，如果被收购公司的资源是其成功的原因以及被收购的主要理由，那么就应该将其资源融入收购方。这意味着将从收购中获得的人才、产品、技术和客户群植入收购公司的业务流程，以此提升收购公司的现有能力。

思科系统的并购流程就正确运用了资源、流程和价值标准。在1993年至1997年间，思科主要收购成立不到两年的小公司和初创公司，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主要是其拥有的资源，尤其是工程师和产品。思科将这些资源植入公司自身高效的研发、物流、制造和营销流程中；然后摒弃被收购小公司刚刚萌芽的流程和价值观，因为这些并不是收购的价值所在。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比如1996年收购StrataCom等相对较大、较成熟的公司，思科没有直接将其整合，而让它独立运行，并将思科的大量资源注入其中，使其成长更快。

面临组织变革的管理者，首先必须判断自己是否具备成功所需的资源；然后还需要问自己：组织是否具有在目前新形势下取得成功的流程和价值标准？大多数管理者不会自发想到这个问题，因为现有工作流程和员工做选择依据的价值标准，一直都在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希望本文的框架能让管理者明白，让组织成功的能力，也正决定了组织具有的缺陷。因此，如果管理者能花些时间深入考虑两大问题，公司将获益良多；这两个问题是：组织内的常规工作流程是否适应新问题？在组织价值标准的作用下，解决新问题是需要优先考虑的事项吗？

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也没有关系。要想解决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先搞清楚问题出在哪儿。但是，如果对这些问题持有不符合现实的想法，会让创新的道路充满阻碍、后悔和沮丧。对成熟企业而言，创新之所以如此艰难，是因为它们聘用优秀出众的人才，却让他们在流程和价值标准不适合现有任务的组织结构中工作。保证人才被配置到能力优秀的组织中，是我们这一变革时代管理者的主要责任。



（原文收录于“哈佛商业评论管理必读”系列丛书的《大师十论》，2015年11月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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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灯 Spotlight



克里斯坦森：

“我只有一套理论”

李钊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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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学界，“颠覆性创新”理论大受追捧，2013年10月，《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独家采访到该理论创始人克里斯坦森，他坦言颠覆性创新只能教人如何思考，不能直接给出现实的答案。他还对管理教育等行业的未来给出了自己的判断。






极
 少有管理学家能够像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一样具体改变了一家公司的决策、影响了产品研发的进程。小到美国连锁超市里的“一分钟诊室”大到英特尔，都受他的理论影响。也没有哪位管理学者可以像他一样深谙且影响了诸多行业的格局。

克里斯坦森已发表了60余篇文章，出版了9本著作，是现代管理学界最高产的作家之一，《纽约时报》戏称克里斯坦森是真正的“创新沙皇”（Innovation Czar）。当他说“下一个被颠覆的行业将是XX”时，全世界都会侧耳倾听。然后，该行业的后进者就开始准备成为颠覆者，而该行业的现有巨头则开始防范占领缝隙市场的小公司。

西方管理学界的发展动力之一就是“论战”（Debate），理论上的互相批判和传承一样重要，攻讦有时也在所难免，克里斯坦森却成为少数“免受战火攻击”的特例。2013年11月，在伦敦举办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盛典期间，《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面对面采访了荣登2011年、2013年榜首的克莱顿·克里斯坦森。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已多次介绍过克里斯坦森的理论和他命运多舛的个人经历。此次采访前，克里斯坦森坦言自己对中国公司不甚了解，只提到看好海尔和吉利，所以此次采访聚焦在“颠覆性创新”的理论起源与实践、不同行业的理论应用、他的咨询公司Innosight的理论操作以及理论如何应用到个人生活的选择。



源于职场挫折


HBR中文版：
 1997年出版的《创新者的窘境》总结了当时令人震惊的行业共性现象：电脑硬盘、钢铁到重工业机械制造等行业的巨头都死于自己最大的优势，用你在书里的话说：它们的错误在于做对了所有的事情。但我们一直有个疑问：管理学界有个不成文的规则：总结、兜售成功者的秘籍。你为什么会反其道行之，选择研究失败者？



克里斯坦森：
 我就读杨百翰大学(Brigham Young University)时的梦想是做一名记者。但BYU的新闻学院院长告诉我，要先在一个实在的领域学习，然后再回到媒体业。于是我选择了经济学，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会去《华尔街日报》。但从哈佛获得MBA学历之后，我加入了陶瓷工艺系统公司（Ceramics Process Systems Corporation，先为CPS控股公司）。1987年CPS上市时的股价为12美元，而三个月后的“黑色星期五”，使得其股价狂跌至2美元。有一本儿童读物名为《亚历山大，上周日我们还是富人》（Alexander, Who Used to Be Rich Last Sunday
 ）——这就是我们当时的真实写照。 公司炒了我，但CPS的董事会成员金·克拉克（Kim Clark，曾担任哈佛商学院院长）推荐我去哈佛大学商学院读博士。《创新者的窘境》是我的博士论文，源于我当时被踢进哈佛时的疑问：为什么一群聪明人做出来的聪明决定会失败？




HBR中文版：
 这本书后来引起如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的关注，乔布斯、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和比尔·盖茨都在公开场合表明《创新者的窘境》影响了他们，也正在影响着中国……



克里斯坦森：
 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发表了两篇文章（其中一篇题为《颠覆性技术：抓住潮流》（Disruptive Technologies: Catching the Wave
 ），刊登在《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1995年1/2月刊上）。英特尔的一位女工程师拿着其中一篇去找葛洛夫说：“你必须看看这篇文章，它说英特尔要死了。” 我在文章中根本没有提及英特尔，但葛洛夫还是给我打了电话，用粗鲁的语气说：“我根本没有时间读你们这种人写的学术文章，但是我在两周后有个会议，我希望你来告诉我为什么英特尔会死。”我去参加了会议，他说：“我现在给你10分钟，告诉我你对英特尔的看法。”我说：“我不了解英特尔，我也没看法。但是我有一套理论，理论本身对英特尔有看法。”于是我给他介绍了颠覆性创新，告诉他小型钢铁厂是如何颠覆了大型钢铁公司，因为大型钢铁公司迫不及待地想把利润低、质量差的市场空间让出去，最后小型钢铁厂逐渐提高品质挑战顶级市场的份额。 我还没说完，他就打断了：“行了，我知道了，你的意思是我们必须干掉Cyrix和AMD，设立事业部打入低端市场。”后来就有了令业内不能理解的、占领低端市场的赛扬处理器。



语言：创新理论到实践的鸿沟


HBR中文版：
 《创新者的窘境》已经16年了，恕我直言，“颠覆性创新”这一概念、理论一直被曲解，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克里斯坦森：
 首先我必须承认当初选择了一个错误的词来定义和概括这一理论。“颠覆”在英文里有太多的意涵，比如，改变游戏规则的、突破性的，我相信在中文里它的意思更为极端，但事实上如果你读过这本书就会明白，这个词有着非常具体的语境和定义。




HBR中文版:
 有公司请你去做咨询，但最后也未能幸免于难，比如柯达。是理论本身、执行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克里斯坦森：
 柯达公司曾经联系过我，而且安排管理团队来到哈佛进行为期三天的讨论，他们的结论是：创新者的窘境就是柯达当时的窘境，做对了所有的事情就是最大的错误。最后他们决定在公司内设立一个独立的产品部门，由史兆威（Willy Shih）博士主管，研发和出售价格低廉、像素低、操作简单的产品EasyShare，这款产品在美国的相机市场上曾占据1/3的份额。 之后柯达的董事长兼CEO邓凯达（Daniel Carp）退休，安东尼奥·佩雷斯(Antonio Perez)走马上任后说，这个独立的部门与其他部门没什么区别，利润空间也很小，只是增加了成本。之后该部门被并入公司组织架构。EasyShare的市场份额跌至12%，然后出售给伟创力（Flextronics），最后的结果已经人尽皆知。




HBR中文版：
 所以是执行者的问题？



克里斯坦森：
 我经常说，我没有战略可以告诉你，我只有一套理论；我无法告诉你该怎么做，只能教你怎么想。英特尔和柯达的案例都与“颠覆性创新”有一定的关联，不是理论或战略的执行者有问题，关键是，是否把理论变成了公司内共有的一套语言和思维方式。葛洛夫听完了之后没有告诉他的团队应该怎么做，赛扬处理器并非他的决定，而是在之后的一年送了18个团队2000多人次来学习。

多年之后我曾问过葛洛夫赛扬处理器是如何产生的，他说：“你的理论模型并没有给出任何答案，但是让整个公司都用同一套语言和思维框架来讨论问题，所以我们达成了一个反常规的共识。”这是他给我上的非常深刻的一课。 虽然我与柯达的佩雷斯素未谋面，但我想他并非阻碍创新的领导者，但显然没有理解团队的创新语言和思维方式。 有时我们虽然操着同样的语言，用着同样的词汇，却不见得理解对方。这是从理论到实践的巨大鸿沟——语言，理论是被个体单独吸收的，大家各自解读，当它需要变成组织性的战略时，达成共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葛洛夫说，在英特尔，他们把颠覆性创新称之为“克里斯坦森效应”（Christensen Effect）——这样就防止了一个看似不言自明的词汇却造成互相完全不理解的情况发生。



理论只能预测结果


HBR中文版：
 管理学界也有很多学者终其一生致力于发展一种理论，但你用“颠覆性创新”分析了重工业、电子制造业、纸媒行业、大学教育、医疗行业、咨询业，甚至小到个人生活选择，大到整个资本主义系统（克里斯坦森的新书《资本主义的窘境》（The Capitalist's Dilemma
 ）于2014年出版）。能否讲一下研究脉络转变背后的原因？



克里斯坦森：
 首先，摩门教会鼓励我不断提出问题、不懈追求答案。对我而言，这并非转变，只是在不同行业领域内探讨同一个问题，答案只是同一理论体系的再次应用而已。这是一个普适现象，底特律的汽车公司绝不会相信有一天丰田会有雷克萨斯的高端品牌，《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
 ）会获得普利策奖，日本会颠覆美国，“四小龙”颠覆日本，而当四小龙的公司被推上高端市场，无法再向上增长时，专注于底层市场的中国大陆就成了它们的颠覆者，现在我又可以基本断定越南成为中国的颠覆者。这就是一般规律…… 不过我的妻子说我是“所有行业的犹太母亲”（The Jewish Mother of Every Business，犹太民族的母亲会无微不至地照看孩子，有时被认为过度操心）。




HBR中文版：
 “颠覆性创新”有两种解读：一，认为你强调的是技术，二，认为你强调的是需求？你能谈谈二者之间的关系吗？



克里斯坦森：
 需求不存在“颠覆性”和“持续性”的差别，人们对交通的需求亘古不变，这是核心；只是技术使得火车、汽车取代了马车，带来了行业性的或公司间的颠覆。越是缺少技术基因的传统行业，越容易被参与底层市场的公司以技术优势取代。当然技术也无所谓颠覆性和持续性，只是利用技术满足需求的方式带来了颠覆。 2011年，我说再过5、6年，下一个被颠覆的是纸媒，或者说广义上所有依靠广告而生的新闻出版业，但我到现在也没有想明白，为什么纸媒在2012年的坍塌速度如此之快。可见理论可以预言结果，无法预测过程。




HBR中文版：
 你如何看待商学院的未来发展趋势，商学院会如何被颠覆？



克里斯坦森：
 “管理教育即将被颠覆”——这句话哈佛商学院已经说了14年，申请哈佛商学院的人数逐年下降。原因非常简单，想来哈佛商学院读MBA首先你要极其优秀，其次你要具备能够支付高昂学费且两年没有收入的的经济实力，毕业后的选择也只有几家大咨询公司、投行和对冲基金公司，像GE、GM、强生都无法给出平均16万美元的年薪，而低于这个薪酬你就无法实现MBA教育的投资回报。按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哈佛商学院只会因生源越来越少而破产，再过5到10年，我们将看到美国一半的商学院破产。 原来我们只看到“公司大学”（Corporate University）会颠覆传统教育行业，去年更有MOOC（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迅速发展。哈佛商学院也以MOOC的模式向所有人提供教育。在职、因子女教育而无法以传统方式获得教育的人有非常迫切的需求，也是巨大的教育市场。 一门线上教育就可以替换掉一个教职岗位。哈佛商学院已不再提供会计学课程，因为BYU的一门线上会计课讲得实在是太好了，而我们的教学和师资，平均上来讲就是平均水平。公司需要的不是一学期课程，而是能够把事做成的知识。现在就有公司大学会直接打电话到哈佛说，“我们需要你们定制一个星期的战略课程，我们公司是做禽类饲养的”。而“从教案到粉笔”的教学方式无法与公司教育匹敌，第一个星期学习战略，他们会在第二个星期立即实践，一两个月之后战略执行的结果、研发的产品就已经可以验证该战略的有效性。




HBR中文版：
 现在MBA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克里斯坦森：
 满足最底层市场的需求与传统商学院教育价格之间的矛盾。大学的优势来自不断增加教职岗位、提高课程计划、建造漂亮的校舍等，所以受教育者要为这些昂贵成本付账。如果凤凰城大学的线上教育收费降60%，他们仍然赚钱，但如果哈佛大学降10%，学校会破产。




HBR中文版：
 你创立的咨询公司Innosight会颠覆麦肯锡、贝恩等咨询业巨头吗？



克里斯坦森：
 咨询公司的生存根基是找到支付得起高昂咨询费用的大客户，因为咨询费是以咨询师的工作时长计算，所以一般公司都会倾向于只做战略咨询。Innosight采用的方式与传统咨询不太相同，我们会先花一天的时间讲解理论，给公司的管理者戴上理论的眼镜。第二天，他们会列出公司可能实施的20多个创新想法或产品，之后总会发现3、4个已经被否定的创新项目具有巨大的潜力，因为在没有理论视角之前觉得这个想法与原有业务相关性不强，不符合原有客户的需求。事实上，他们弄错了谁才是真正底层市场的客户。第三天进入市场调研阶段，咨询师和公司高管一起进入市场寻找客户，观察、询问他们真正的需求。 观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施乐就是这样被佳能颠覆的。只需站在配有高端施乐复印机的复印社，佳能就发现了一个能够放在办公桌上、操作简单、省时省力的复印机重要性，因为总会有人急匆匆地走进复印社说：“烦人！又少复印了一份资料，我的会议还有5分钟就开始了，只有两页纸，能不能给我先复印？”你要做的就是看客户的生活常态。 第三阶段是设计商业计划、寻找资金和实施。这一阶段公司管理者要问自己6个问题：1、新的业务是否要独立于原有组织架构之外？2、是自己开发还是并购？3、新的业务如何利用既有的价值网络，比如供应链、渠道？4、谁来主导新项目？5、新业务的战略，6、启动资本从哪来？永远不要说：这一战略的最终失败原因是这些人很蠢。要问：他们为什么会制定出有问题的战略？大多数情况下，是他们制定战略时的思考分析方式出了问题，这就是理论的强大之处。



个人选择也可用颠覆性创新


HBR中文版：
 我们试过用管理学工具规划自己的人生，比如用回归分析法来规划今年该赚多少钱。但“颠覆性创新”如何应用到个人生活？



克里斯坦森：
 我的《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How Will You Measure Your Life
 ）一书，将其分为3个部分：如何才能在幸福生活的同时获得事业的成功？如何能够确保家庭和朋友的关系是生活幸福的源泉，而非生活的毒药？如何才能免受牢狱之苦？要知道，有相当比例的哈佛商学院毕业生最后锒铛入狱。以前我在每个学期的最后一堂课讲述我个人的经历并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衡量我们的人生？后来学院要求我给全体学生每年做一次讲座，这是创作该书的缘由。

在哈佛商学院，学习一学期的战略，并用理论分析公司和行业，在当用所学的理论反观自己，会吓一跳。每年都有一定数量的学生毕业后立刻结婚，以为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但根据统计，他们离婚两三次的比例高得惊人。他们发现自己的孩子由生活在地球另一端素昧平生的人抚养，或困在无尽的家庭痛苦之中，却没有任何一个人有一套“走出困境并从此幸福”的战略。这和当年思科颠覆朗讯的情况一模一样，朗讯公司没有一个人会站出来说：“我们应该离开，公司应该破产”，但这仍是朗讯最终无法逃脱的结局。我一直称之为“从‘不得不做’（Jobs-To-Be-Done）的视角看问题”你会看到一个全新的世界。更根本的原因是，如果套用“颠覆性创新”的语言：你提供的产品、服务并非市场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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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钊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原高级撰稿。






特写 Feature



混合技术战略：

拒绝颠覆，引领未来

The Prius Approach

内森·弗尔（Nathan Furr） 丹尼尔·斯诺（Daniel Snow）| 文

王晨 | 译　蒋荟蓉 | 校　李全伟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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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企业很难判断某项创新是否会彻底颠覆行业，或变化什么时候会发生。如何渡过颠覆的不确定期，是管理者面临的巨大挑战。




方法


开发融合新旧两代技术的混合技术产品，是一项明智的战略选择，它能让企业在实践中学习，并塑造行业未来。




细节


作者定义了7种混合技术，并根据颠覆威胁的紧迫程度将它们分为3大类，分别适用于1）颠覆正在进行中 2）颠覆刚刚开始 3）颠覆远在未来。






企
 业最怕的是被颠覆，在未彻底进行自我颠覆之前，应对之道是融合颠覆性技术和现有技术的混合技术。本文根据颠覆威胁的紧迫程度，总结出7种混合技术并分为3大类型。

随着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泡开启电气时代，煤气灯告别了历史舞台。但煤气公司并未立即成为颠覆的牺牲品；可以说，它们从未彻底败下阵来。

电灯刚开始威胁到煤气灯时，煤气公司借用电灯泡的灯丝技术，将煤气灯发光效率提升5倍，让爱迪生的新公司在最初12年里无法盈利、险些破产。颠覆性创新理论家指出，利用行将落伍的技术奋力一搏，只是夕阳行业的垂死挣扎。他们当然是对的：爱迪生发明的电灯最终大获全胜。但由于煤气公司的抵抗，这场颠覆用时10多年才最终完成。在这段喘息时间里，煤气公司做好进入供暖行业的准备，得以存活下去。

应对颠覆性创新，或许是成熟（传统）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一方面，颠覆性创新有可能在不知不觉间快速摧毁他们的企业；另一方面，从过往经验看，颠覆过程可能需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最终完成。有些颠覆性发明从未真正实现，例如会飞的汽车和机器人保姆。研究表明，很多公司固然太晚才吸收颠覆性技术，但同样有很多公司过早采用颠覆性技术。这两种做法都会让企业浪费资源、挥霍竞争优势、丧失关键增长机会。当技术、服务或商业模式更新换代甚至面临被颠覆时，管理者如何应对过渡期的不确定性？

我们的研究发现，应用结合新旧两代技术的混合技术，可有效帮助企业应对过渡期的困难，而管理者还未能充分认识这种方法。混合技术融合了潜在的颠覆性技术和现有技术；基于混合技术的新产品、服务或商业模式具有过渡性。当代混合技术产品的例子包括结合燃油驱动和电力驱动的混合动力汽车（如丰田普锐斯），以及结合云计算和本地计算的混合云架构（如微软Office 365）。（
见《关于本项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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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项研究

我们关于混合技术的研究仍在进行中，其中包括对电子燃油喷射技术出现时期汽车行业的定量、纵向研究，特别关注了化油器和电子燃油喷射产品的生产。我们对20个行业的20项混合技术进行了定性的案例研究，并正对75个行业的300余项混合技术进行要素分析。



（返回原文阅读）








很多企业成功运用混合技术应对颠覆者。我们研究了这些企业，并根据战略目标的不同，总结出混合技术的7种类型。本文将分别介绍这7类混合技术，帮助传统企业了解各类颠覆性创新的技术细节，以及不同创新能够有效服务的人群（本文中的“颠覆性创新”泛指改变行业格局的重大创新）。很多混合技术还可以塑造某项创新的走向，或其市场前景。大多数情况下，企业采用混合技术是为自己争取时间，适应被新技术重塑的竞争格局；有时混合技术也可帮助企业进行长期防御，免受颠覆的影响。下文将提出一个混合技术使用框架，帮助企业管理者决定何时、如何使用哪类混合技术，避免不知不觉中被颠覆。

在颠覆时代求生，时机就是一切。因此我们根据颠覆威胁的紧迫程度，将7种混合技术分为3大类型。一般来说，一项颠覆性创新越成熟，传统企业越需要应用混合技术塑造该创新的走向；颠覆性技术越新、不确定性越大，传统企业越应将混合技术作为学习工具使用。管理者必须清楚混合技术的战略目标，才能有效帮助企业。



颠覆正在进行中

当你置身颠覆潮流之中，你就已了解颠覆者威胁何在：随着客户开始流失，你的企业已遭受损失。作为被颠覆的对象，你的任务是延续现有业务的生命，为战略调整争取时间。你还可以考虑争取留住部分客户。为实现这些目标，企业可以应用3类混合技术。


阻挡型混合技术。
 企业可以通过为客户提供性价比更高的产品，暂时提高进入壁垒，阻挡颠覆性技术进入市场；煤气公司改进的灯泡即属此类。当固态硬盘开始抢占市场时，硬盘驱动器厂商也采用这种策略。当时，固态硬盘比传统硬盘快3.5倍，但价格贵8.5倍。所以传统硬盘厂商推出了混合硬盘：在传统硬盘中植入固态硬盘组件，用于存储经常访问的数据。虽然混合硬盘速度不及固态硬盘（比传统硬盘快2.5倍），但价格仅比传统硬盘贵50%。这种性价比非常有吸引力，因此很多购买者回心转意，从固态硬盘转向混合硬盘。

虽然混合硬盘不能永远阻挡固态硬盘，但它明显延缓了颠覆进程，让传统硬盘厂商有更多时间利用现有资产创造价值，同时学习新一代技术、准备全面转向固态硬盘。

记住，阻挡型混合技术只是权宜之计，最好在如下条件下使用：核心业务被颠覆的可能性较大；制造混合技术产品所需能力和目标客户群与现有产品较为相似；最重要的是，混合技术产品性能比现有产品大幅提升。


瓶颈型混合技术。
 有时，颠覆性技术能否成为主流，取决于配套技术的发展。例如，电动汽车要被市场接受，需要耐用、高性能的电池和充电设施的普及。颠覆者可以使用混合技术来克服配套技术的不完备，例如雪佛兰Volt名义上是电动车，却带有小型内燃机，以应对充电桩数量不足。

不过，竞争的另一方也可以采用这种策略。面临颠覆危险的企业也可以利用配套技术开发混合技术，暂时延长上一代技术的生命。例如，在数码相机颠覆进程开始时，拍摄数码照片很简单，但冲洗成相片很困难。柯达延续其“剃刀与刀片”模式（razor blade business model，指利用配套产品和服务盈利的商业模式），利用其照片冲印技术将盈利点从胶片转移到墨水和相纸上。

瓶颈型混合技术只能暂时替代颠覆性创新中缺失的配套技术，只有在生态系统的瓶颈未打破时才能创造价值。例如，随着数码冲印技术几年后得到普及，柯达模式无法再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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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开发混合技术大多是为争取时间适应新竞争格局，但有些混合技术可帮助企业排除颠覆影响。






固定型混合技术。
 虽然很多颠覆性创新占领了整个市场，仍有一些创新产品无法满足高端客户或有特殊需求的客户。这就给传统企业提供了空间，结合新旧技术创造固定的新品类。例如，大部分早期数码相机无法满足很多客户对性能的高要求，因此传统企业可以利用传感器、测光表、聚光镜头等传统部件开发混合技术产品——数码单反相机。单反相机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固定品类，佳能和尼康等传统企业仍处于支配地位。

如果颠覆性产品的某些性能明显无法满足重要客户群，传统企业最宜采用固定型混合技术。如果某种混合技术产品的某个方面对客户有价值，且没有替代品，那么它很可能成为可持续的盈利点。



颠覆刚刚开始

当颠覆尚处早期阶段时，其方向和影响并不清晰。此时，传统企业的主要任务不是争取时间进行战略调整，而是积累知识。连接型混合技术和利基型混合技术不仅可以帮助传统企业学习颠覆性技术，还会让它们更了解客户对创新的接受度、感召更多对新技术有兴趣的客户，并更好地服务不接受新技术的客户。


连接型混合技术。
 传统企业若有意自行学习并采用某种新技术，可以开发这类混合技术作为过渡。例如丰田普锐斯混合动力车就是一种连接型混合技术产品，它帮助丰田渡过电动车技术漫长的不确定期。丰田利用普锐斯构建独有的电动技术，并建立客户基础，以待电动引擎取代燃油引擎成为市场主流。（如果电动车最后未能成为主流，那么普锐斯将成为固定产品。）传统企业开发连接型混合技术的另一个好处是，让客户对新技术的认知朝对自己有利的方向改变，如丰田将电动车的形象塑造为可靠省油的燃油车替代品。

如果连接型混合技术需要新的能力或商业模式，传统企业可单独设立业务单元，避免新技术与现有商业模式争夺资源。


利基型混合技术。
 另一种应对颠覆性技术较长不确定期的方法是，瞄准新技术无法满足其需求的客户群。如果说连接型混合技术是现有技术和新技术之间的桥梁，利基型混合技术则是现有客户需求和新需求间的桥梁。

例如，云计算是企业计算产业的重要颠覆性创新，但很多企业对云的安全性存有疑虑。由此产生的混合云服务包含云服务成分，同时使用本地计算设备处理敏感数据，已成为一个重要、可持续的利基市场，并且在云计算的安全问题彻底解决前会一直如此。

类似，微软大获成功的Surface系列也是结合了平板电脑和个人电脑的混合产品。对于既喜欢平板电脑的轻薄小巧、便于携带，又需要个人电脑软件功能的消费者，Surface能够满足其需求。

如果新旧两代技术都无法完全满足重要客户群的需求，而二者的结合可以满足需求，那么企业最宜开发利基型混合技术。当颠覆性创新成为主流，如果利基型混合技术产品采用某种不再被使用的技术，或仍能满足某类客户的需求，它将成为固定产品。



颠覆还远在未来

如果颠覆趋势还非常不明朗，企业最宜开发探索型混合技术或优化型混合技术。如果很难判断新技术会带来重要颠覆性创新还是会失败，企业无法决定投入方向，这时即可采用这两类混合技术来获取更多知识。


探索型混合技术。
 通常，当某种新技术有重要替代品时，企业可使用这种方式探索新技术。探索型混合技术的目标是探索未来，而非找到实现某种前景的方法——某种技术的实用知识或客户的可能反应。不过随着颠覆进程越来越清晰，探索型混合技术也可能演化为连接型混合技术。例如，作为金属熔铸活字排版（“热排”）的颠覆者，照相排版技术（“冷排”）采用新的光学技术，效率和安全性大大提升。但新技术起初还无法支持较多字体，间距调整远达不到专业水准，因此客户对新技术的接受度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因此，在决定方向之前，很多传统排版服务企业设计了热排/照相排版混合排版机，例如Intertype公司的Fotosetter保留传统工作原理，只是由使用金属字模改为相机拍摄。虽然这一1947年发明的混合技术在今天看来显得原始，但传统排版服务企业借此学习新技术，同时将热排的统治地位延续了25年。


优化型混合技术。
 如果无法预测颠覆性技术是否会超越现有技术，但可以利用新技术的某些方面显著提升现有技术，企业可开发优化型混合技术。例如，晶体硅技术在太阳能产业的统治地位，很长时间以来受到替代技术的威胁，尤其是非晶硅技术。非晶硅电池的光电转化率低于晶体硅电池，但由于采用半导体薄膜而非价格较高的厚硅片，成本明显更低。

当关于薄膜电池是否会颠覆行业的讨论仍在进行时，一些太阳能电池制造商结合了两种技术的优点，研制出新型电池，它由单晶硅片和非晶硅薄膜组成，转化率远高于单晶硅电池。

只有当颠覆威胁还远未到来、新技术可与现有技术结合，且混合技术可以服务现有客户群时，企业才适合采用优化型混合技术。



实施混合技术战略4步法

将适当的混合技术应用于本企业的特定竞争情境，这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实际上很考验判断力。管理者可参考以下流程，分4步实施混合技术战略。


步骤1：确定适合本企业的混合技术类型。
 为判断哪类混合技术适合本企业情况，首先应评估颠覆威胁的紧迫程度，然后明确开发混合技术的战略目标：学习新技术或构建新能力？评估客户接受潜在颠覆性创新的意愿？改变所在行业或市场的未来走向？如何改变？培养现有客户接受创新？寻找新客户，创造新需求？暂时保住利润？创造并掌控新的生态系统？思考这些问题能帮助管理者确定适合本企业情况的混合技术类型。（
见《选择合适的混合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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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我们的研究发现，企业在这个阶段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是低估颠覆威胁的紧迫性，结果选择开发长周期的连接型或探索型混合技术，而非明确转向颠覆性技术或开发阻挡型混合技术以争取时间另谋出路。虽然探索型混合技术也会带来有价值的知识，但行动过晚会导致企业错过机会或丧失竞争优势。


步骤2：分析本企业能力。
 接下来，分析你需要哪些能力来开发混合技术。对于目前不具备的能力，判断其中哪些涉及新技术的核心价值、必须自主构建，哪些可以从外部获取。

以数码单反相机的研发为例。传统相机厂商拥有很多必要能力，如机身设计、光学部件和分销渠道等，同时也缺少单反光学技术和数字传感技术等重要能力。但这些能力的重要性如何？或许数字传感器将成为供应充足的普通商品，高质量镜片则保有特殊价值；但实际上也可能恰恰相反。为决定自主研发哪些技术，传统企业还须认识到整合的重要性：如果从外部采购部件，应能将其吸收到混合技术中。

在评估本企业生产能力的同时，管理者也需判断能否通过现行运营方式将混合产品引入市场，还是需要采用新的商业模式。如果能够利用现有能力、适应现行商业模式，混合技术开发在运营上更容易、内部阻力更小；但通过构建新能力、打造新商业模式，企业能更好地实现战略目标。例如，柯达的另一项混合技术APS在胶卷中加入数字信息，由于这项新技术包含传统商业模式的要素，它受到富士、Agfa、柯尼卡等胶卷厂家的热烈欢迎。然而，尽管混合技术短暂延长了传统业务的生命，却未能帮助传统厂家了解必将来临的数字成像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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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3：分配资源。
 分配资源的合理方式取决于企业所处的情境：如果开发混合技术需要新技术能力，就需要增加研发投入；如果想要争取新客户，需要增加营销投入；要打造新的商业模式，需要建立新的销售团队和分销渠道。

如果决定开发一项混合技术却无法提供必需资源，企业会陷入混乱，后果可能是悲剧性的。我们的研究发现，半心半意投资混合技术，可能导致企业低估即将到来的颠覆性技术的威胁，或失去潜在市场机会。如果企业拼凑出一项混合技术，而不对提升性能所需的关键能力投资，同样会受到损失。

例如，在从化油器到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技术革新进程中，很多传统汽车企业开发了包含电子燃油反馈系统（FFS）控制器的混合技术，但它们并不掌握FFS控制器这一关键部件。由于没有意识到FFS控制器的重要性，几家汽车企业选择外部购买并移植在自己的化油器上，而不是自主研发这项技术。这一短视的决策，加上新开发的混合技术性能较差，使这些企业在转向电子燃油喷射系统的技术变革中遭遇困难。我们对汽车行业的实证研究显示，开发性能相对高的混合技术的企业，不但在技术变革中生存下来，而且在颠覆完成后表现优于竞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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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混合”组织

开发混合技术时，企业现有技术可能是资源，也可能是阻碍。如果现有项目地位太过牢固，组织很可能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适应颠覆格局。但同时，如果让新项目单独运作，它将无法利用组织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储备。开发混合技术的最好方式是创立“混合”组织。 首先，分析在多大程度上需要给新组织“系上绳子”：新组织各部分与企业原有部门保持怎样的关系才最有利？ 以雪佛兰Volt电动车为例：公司混合动力车部门与车身设计部门和空气动力学部门保持紧密联系，因为后者掌握的技术和工艺对各类汽车通用；而选择脱离驱动技术部门，为的是给新能力和新理念更大空间。如果未来Volt需要新的商业模式，混合动力车部门会再与销售或财务部门脱钩。






步骤4：规划产品生命周期。
 最后，企业必须审慎设计混合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它应是最终产品还是过渡产品？如果是过渡产品（大多数情况下都如此），为保持竞争力，企业应在多长时间内转向哪些新业务或新产品？

在这个阶段，最难的是认识到大多数混合技术产品只是临时性、过渡性的。道理可能容易理解，但在实践中，企业会像固守原有产品一样固守混合技术产品。在企业内部，接受混合技术比颠覆现有商业模式更为“政治正确”，因此过渡产品非常容易变成最终产品。

我们观察到两种常见情形：其一，企业执着于混合技术产品本身，未能以此为基础过渡到新一代技术。其二，企业选择开发固定型混合技术或利基型混合技术，将其作为可持续的固定业务，而新拓展的市场无法弥补原有业务被颠覆的损失。如此，企业未能利用混合技术争取时间、从容应对市场变化，而是注定徒劳地企图保住现有商业模式的利润。向小规模、不可持续的高端市场退却，是传统企业面对颠覆威胁时犯的经典错误。

如果企业开发混合技术主要是为学习，如优化型混合技术、探索型混合技术，以及大部分连接型混合技术，那么企业必须将它们看作实验而非稳定的新业务。

我们的研究显示，尝试学习、拥抱未来的企业最终表现优于固守现有商业模式的企业。通过开发混合技术，积极变革的企业不仅在当下获得战略价值，而且在未来转型中占得先机。

传统企业一般会对颠覆失败的故事津津乐道。以计算机行业为例：1984年问世的MIPS微处理器基于精简指令集计算（RISC）技术，是一项经典的颠覆性创新。相比行业龙头英特尔公司的主流产品复杂指令集（CISC）微处理器，RISC处理器更简洁、成本更低，一时获得巨大成功。由于MIPS处理器和相关企业Sun Microsystems势头迅猛，市场开始认为颠覆迫在眉睫。但英特尔并未对威胁视而不见或让出市场，而是在1995年推出了奔腾P6芯片，一款融合了CISC和RISC优点的固定型混合技术产品。今天的大部分计算机芯片都属于这种类型。

这个故事有两个要点。首先是时机：从颠覆性的RISC技术出现，到英特尔的混合技术产品成功反颠覆，整整过去9年。虽然有些颠覆进行得迅速彻底，但很多颠覆历时数年甚至数十年才完成，这使得战略家、产品开发者和企业管理者有时间找出对策。

第二，颠覆者以小胜大固然很有戏剧性，但这部分是因为罕见。大多数混合技术产品并不会成为主流品类；这也并非企业开发混合技术产品的目的。根本上，作为临时替代品，混合技术帮助企业避免非此即彼的赌注，渡过漫长、不确定和充满断裂的颠覆期。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使用得当，混合技术能够为企业带来稳定利润，并帮助企业在颠覆完成后生存下来、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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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长期看来，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自我颠覆，但把握变革时机非常困难。




解决方案


5类相互关联的战略隐患可能使企业根基不稳。如果能觉察这些隐患，管理者将能及早预判行业危机，并做好应对准备。




原则


这5类战略隐患都关涉企业运营的基础。它们包括企业是否1）充分满足客户需求；2）使用正确的业绩评估指标；3）在行业中定位准确；4）采用适合的商业模式；5）具备必须的人才和能力。






长
 期来看，企业要想生存，就必须自我颠覆。

但它们应何时进行战略转型、改变核心产品或商业模式？这可能是企业领导者最艰难的抉择。战略变革阻碍重重：它会让员工不安全感增强、客户感到困惑，并带来投资者反感的不确定性。变革的风险也很高：根据本文作者的调查，如果企业业绩良好、投资者满意，下决心主动自我颠覆就格外艰难；除非行业颠覆迫在眉睫，企业很容易采取观望态度、维持现状。但等到颠覆真正发生时，自我颠覆为时已晚，Borders、Blockbuster（分别为美国连锁书店、英国DVD租赁公司——译者注
 ）、康柏和柯达等都是前车之鉴。

那么，领导者怎样判断实施变革的时机？我们认为，5大战略隐患（fault line）可能动摇企业的根基，觉察隐患的管理者能及早发现行业颠覆征兆、找出对策。我们总结出的这一理论框架可帮助管理者说服利益相关方支持变革行动，并帮助企业制定变革目标、设计变革方案。

只有颠覆威胁足够明显时，企业才有动力主动自我颠覆。我们总结出的5大隐患都关乎企业经营的根基。它们包括企业是否1）充分满足客户需求；2）使用正确的业绩评估指标；3）在生态系统中定位准确；4）使用适合的商业模式；5）具备必须的人才和能力。

本文作者之一贝托里尼是安泰保险（Aetna）CEO，另两位作者曾为该公司提供战略咨询服务，因此我们将主要以安泰保险为例说明企业应如何发现隐患并采取行动。本文还将引用雀巢、Netflix、施乐和Adobe的案例，这些企业在过去15年中都实施了战略转型。针对每种隐患，我们还设计了测试问题，帮助管理者诊断、预判颠覆性危机，并及早作出反应。



发现隐患：以安泰保险为例

2010年贝托里尼就任CEO时，安泰保险有2200万投保人，为美国第三大医疗保险公司。公司位列《财富》100强企业，在高度保守的医疗保险业中似乎居于有利位置：在2008-2009年的衰退中，数百万人失业，也随之失去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但安泰保险在这一时期仍保持增长；2010年美国平价医疗法案给行业带来了显著变化，助力公司业绩进一步走高。贝托里尼上任一年后，安泰保险年度净利润大增38%，形势似乎一片大好。

然而自任期伊始，贝托里尼就开始在董事会上主张，安泰保险必须进行战略转型，而不能仅仅是一家传统医疗保险公司。贝托里尼本人曾险些因滑雪事故丧命，儿子又患有罕见癌症，因此他对现行医疗体系深感不满，这是他主张变革的个人动机。但贝托里尼的确发现了行业格局变动的征兆：虽然医疗保险业目前盈利状况不错，但可能很快被直接面向患者和医疗机构的新服务模式取代。贝托里尼向董事会解释，如果公司不主动自我颠覆，就可能逐渐走下坡路，或被新竞争者颠覆；而如果进行转型、抓住新市场机会，到2020年营收有望翻番。

截至本文写作时，安泰保险转型远未完成，当然也无法准确预测成败。本文的目的并非描述安泰保险转型的具体细节，而是逐一介绍我们总结出的企业面临的5大战略隐患——这一理论框架帮助贝托里尼和公司董事会在公司利润飙升时，做出主动自我颠覆的艰难抉择。




隐患1
 　客户需求

安泰保险成立近160年来，客户主要是大企业、政府部门和大学等大型组织。这些大客户往往委托本组织中的一个人或一个部门来选定保险方案，因此安泰保险擅长与代理人沟通，与实际投保人接触则不多。

这恰恰成了安泰保险的战略隐患。客户内部的薪酬福利管理者和保险谈判代表想证明他们对本组织的价值，就要不断进行所谓“创新”。这必然使得保险方案不够实用，保费却越来越高；还导致保险方案一刀切，使员工无法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赔付范围。

贝托里尼认识到，安泰保险的主要客户，即大型组织的福利管理者，不能充分代表投保人的个人利益。实际上，医疗保险公司这种只和中间人做生意的模式已引起反弹：雇主和员工开始主动搜寻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而且对价格越来越敏感。平价医疗法案使公众更加关注医疗体系的庞大开支，及其对美国企业全球竞争力的影响。雇主开始将医疗开支转移给员工，所提供医保方案的免赔额和自付额更高。普通投保人医药费负担增加，但也开始能利用谷歌和医疗服务网站WebMD等渠道获取信息。这一切都使消费者开始寻求自主设计医疗方案，控制开支。

贝托里尼意识到，为保持行业地位，安泰保险必须重新打造产品和服务，满足终端客户对性价比的要求。这为贝托里尼的变革主张提供了有力依据。根据这一战略转型的要求，一直是严格意义上的B2B企业的安泰保险必须增加B2C属性，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医疗消费决策。以往，由于将重点放在代理人身上，公司不了解其真正客户的迫切需求：投保人想找到最适合自身情况的医保方案；医疗机构则希望提供高质量、低成本的服务。

并非只有安泰保险一家企业意识到，在满足未来客户需求方面存在隐患。出于类似考虑，雀巢于21世纪初实施战略转型。1997年时，这家瑞士跨国企业是全球最大的食品生产商，70%的营收来自饮料、奶制品、巧克力和甜食等核心业务。但当时的CEO包必达（Peter Brabeck-Letmathe）却担心，面对快速变化的消费行为，雀巢的核心战略可能难以持续。随着消费者越来越热衷于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包必达和其他高层担心，雀巢可能无法满足未来消费者的需求。

借用包必达对股东、合作伙伴、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解释，雀巢“做出战略决策，将从一家成功的食品饮料企业转型为以研发和市场为导向的营养和健康服务集团”。这意味着雀巢需要发现具体的健康消费需求，并开发产品、建立品牌以满足这些需求。15年后的今天，雀巢的传统业务收入只占总收入的47%；由于着力满足未来消费需求，雀巢得以保持增长。





诊断方法



为诊断本公司在满足客户需求方面是否存在隐患，管理者可从盈利状况最佳的客户、盈利状况最差的客户，以及潜在客户中各选10家进行沟通。不要直接要求对方评价你的企业，而要去了解对方在经营、社会责任和心理方面的诉求，以及在追求目标过程中遇到哪些困难。以下问题可供参考：

每类客户最主要的未获满足的需求是什么？不同类型客户的需求有何异同？（以安泰保险为例，它的主要客户包括企业薪酬福利管理者、医疗机构以及实际投保人。）

我们的潜在客户是否出现未获满足的需求？如果是，新竞争者是否能抓住这个机会？

客户是对我们的产品本身忠诚，还是只因缺少其他选择？如果有其他选择，客户是否会放弃我们？

作为B2B公司，我们的直接客户和终端客户是否有利益冲突？

新技术是否更容易满足终端客户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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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2
 　业绩指标

行业面临转折之际，传统业绩指标可能有欺骗性，企业有时会因此吃大亏。有些指标过去能有效衡量企业表现，但如果仍依赖这些指标，企业虽然短期可能表现良好，长期来看却可能业绩下滑，甚至难以为继。

长期以来，安泰保险的一个主要评估指标是保险方案的多元性。企业和大型机构的福利管理者希望保险方案在一定费率范围内覆盖尽可能多的医师和医院，尽量满足员工需求。在这种条件下，“创新”意味着扩大投保人的医疗服务选择范围，给予雇主更多设置福利的选项。

安泰保险意识到最重要客户可能很快改变，随即认定必须换种方式评估其产品和服务的价值。贝托里尼个人的就医经历更让他坚信，安泰保险的主要业绩评估指标未能充分反映终端客户需求。虽然保险方案选择很多，但非常复杂、费用高，也不人性化。医疗服务的实际质量没有保障，而且很多就诊和检查毫无必要。

随着医疗成本持续走高、保费的上涨不断被转嫁给投保人，安泰保险意识到整个行业需要从3方面衡量产品和服务的价值。借用一家公益游说团体的说法，医疗体系须追求“3重目标”：改善就医体验、提升公众健康水平和降低成本。这才是未来客户最看重的价值。

为实现新的3重目标，医疗保险企业需改变评估业绩的方式。几十年来，安泰保险专注于扩大用户群、降低风险敞口；但随着医疗服务市场进入新阶段，客户保留变得更重要。如果患者群更稳定，医疗机构便可通过采取整体措施来更好地预防疾病，并做好就医时间和场所的协调，从而提升服务质量。医疗体系应更关注客户保留而非客户获取，给雇主和医疗机构更多时间，让它们对疾病预防和公众健康的投入取得更大成效。

为强化3重目标的重要性，贝托里尼把安泰保险变成实验室，为公司5万名员工提供一系列健康项目，包括健身中心、健康餐食，以及瑜伽、冥想、专注性训练和按摩等辅助保健项目。贝托里尼认为，这些措施将降低公司整体医疗费用，提升员工的健康度和幸福感。之后的调查显示，员工的压力感降低28%，睡眠质量提升20%，身体疼痛感减少19%。公司医疗费用得以降低，工作效率获得提升。未来，个人客户将是医疗保险企业竞争的重点，上述指标可帮助安泰保险衡量个人客户的满意度。

意识到传统评价指标不可信的，还有开发了Photoshop和Illustrator的软件巨头Ado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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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2008年时，Adobe是仅次于微软的世界第二大桌面软件公司。但在一系列战略会议后，CEO山塔努·纳拉延（Shantanu Narayen）和公司高层得出结论，Adobe不能停留在传统桌面软件领域，甚至需要重新思考“服务专业内容开发者”这一核心使命。

在成立的头25年中，Adobe的主要业绩评价指标是软件包的授权（销售）数量。但客户真正需要的是提升网站流量和收入，而不仅是精美的文档。意识到公司服务和客户需求脱节后，纳拉延将公司产品整合为两大类云服务。Adobe的核心部门数字媒体事业部提供创意云（Creative Cloud）服务，内含19种程序，按年订阅，费用合每月50美元。新成立的数字营销事业部则提供营销云（Marketing Cloud）订阅服务，内含8种程序和应用。

采取变革行动后，Adobe需评估其效果。公司选择的核心评估指标是月度和年度订阅数（包括注册和更新），而非软件包的销售量，结果显示两个业务板块都取得了理想成绩。由于识别出用户需求方面的隐患，Adobe实施变革，其运营模式成功地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到与用户构建长期关系上。





诊断方法



为确保本企业使用正确的业绩评估指标，管理者可召集跨部门会议，分析现行指标是否与用户需求保持一致。要勇于挑战指标背后的逻辑。以下问题可供参考：

我们知道客户真正看重什么吗？我们产品和服务的表现是否符合客户对价值的定义？

未来客户对“高质量”的定义是否会与今天的客户不同？

我们的客户满意度与财务指标关联性有多强？我们的客户满意度数据是否像财务数据一样强劲？

我们评估的是数据还是结果？如果评估结果，那是对客户重要的结果还是对我们重要的结果？

从客户需求角度看，我们的产品或服务是否功能过多、太过复杂？

是否可以根据未来客户需求引入新的评估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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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3
 　行业定位

在成熟壮大过程中，企业一般会涉足更多业务领域。如果有其他企业进入你的地盘，而且成本更低，你就面临第三类隐患：其他竞争者开始提供与你相同的产品或服务。

安泰保险核心业务受到两方面的颠覆性威胁。首先是平价医疗法案重点推出的“医保交易所”（health exchange）。这类网络平台兼有政府和私营机构参与，并有第三方为个人消费者提供咨询服务。医保交易所提供的产品和信息与以往大不相同，改变了雇主和员工选择医保的方式。韬睿惠悦、怡安翰威特等帮助雇主和员工解决医疗难题的咨询机构，均已成为数十亿美元级企业。这些企业为消费者建立便捷的交易平台，让医保企业直接互相竞争。这些曾为安泰保险的客户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现在突然成了安泰保险的直接竞争者。

其次，自2013年起安泰保险发现，医疗集团等医疗服务提供方开始涉足医疗保险公司的传统业务：为特定患者群体承担医疗财务风险。这使得包括安泰保险在内的医疗保险公司面临去中介化的危险，它们的存在理由，即为医疗服务的供给方和需求方牵线，可能将不复存在。

再看其他例子。施乐公司也曾发现它在行业生态系统中的定位开始模糊。20世纪90年代末，由于佳能和理光等亚洲企业的参与，复印机和打印机市场迅速商品化。同时，企业客户开始将机器购买和维护外包给小型第三方公司，后者专门为客户省钱。这都给施乐的盈利造成压力。

2001年，新任CEO安妮·麦卡伊（Anne Mulcahy）和公司高层决定实施转型，减少公司对制造业务的依赖，专注于业务流程外包服务。施乐将不仅提供机器，更将帮助企业承担技术支持、财务和客户关系管理等职能。通过在企业服务生态系统中重新定位，施乐发现了新增长路径。15年后的今天，施乐原有核心业务衰落，而商业服务部门贡献近60%的营收。





诊断方法



为判断本企业在行业生态系统中地位稳固与否，管理者可以进行外围侦查——搜集初创企业、相邻市场企业、过往合作方和供应商的信息，分析它们有无潜力满足现有客户和未来客户需求。一个实用方法是，列出10家可能的竞争者，并考虑以下问题：

法规和技术等外部环境变化是否降低了我们行业的进入壁垒，或改变了客户消费我们产品的方式？

是否有外部力量削弱了我们在行业中存在的价值？

是否正出现可能显著改变行业生产成本的颠覆性技术？

客户是否开始将我们的服务外包给第三方或自行解决问题？

我们的行业是否在扩张、引入新竞争者？行业中重要竞争者是否在合并（这预示着以传统方式赚钱将不再容易）？




隐患4
 　商业模式

成熟企业常常过于依赖现有商业模式，陷入自满。但过去至今一直有效的商业模式，不一定能帮助企业在未来取得成功。

以安泰保险为例：在医疗费用上涨时期公司财务表现强劲，这意味着虽然现行商业模式能为公司带来利润，但并未很好地服务雇主或个人消费者。现行商业模式专注于尽可能使保费总额高于赔付总金额。保费高企而赔付严格受限，这是2010年前后社会对医疗保险公司的最大不满。

由于已意识到前3项隐患，安泰保险开始主动寻找新盈利点。公司确定两项商业模式创新方案。首先，安泰保险在康涅狄格州总部设立个人客户事业部，开始将核心业务模式由B2B转向B2C。公司开始直接面向个人客户开展宣传，并建立网络销售平台，为个人客户产品2016年上线做准备。由于要承担自付费用和部分保费，投保人负担医疗费用比例已达40%，很快将超过50%。在此情况下，安泰保险决定创建自己的医保交易所，个人客户可以像逛亚马逊一样在网站上选择医保方案。

第二项创新与医疗服务提供方相关。安泰保险准确预见到，医疗机构将更有意愿负担特定患者群体的医疗财务风险，因此决定向医疗机构提供传统精算服务外的其他风险管理服务。公司为此在丹佛和硅谷设立了Healthagen事业部，任务是帮助医疗机构在提升公众健康水平的同时控制成本和风险。贝托里尼认为，这个新项目将使公司有机会成为医疗体系中的大数据引擎。

商业模式创新的经典案例还有Netflix，该公司的发展历程充分表明，企业必须想明白是否需要超越现有核心商业模式，而且变革时机极其重要。1997年瑞德·哈斯廷斯（Reed Hastings）创立Netflix时，他设计的商业模式是绕过Blockbuster这样的实体店，以邮寄订阅模式向用户提供DVD租赁服务。尽管初期取得巨大成功，哈斯廷斯却意识到另一场颠覆已不可避免，即内容消费转向流媒体服务。

由于带宽限制、用户阻力，以及好莱坞对新生意的抗拒，流媒体业务起初似乎不具吸引力。但哈斯廷斯仍决心拥抱新事物，不过他后来承认自己有些操之过急。2011年Netflix宣布将取消邮寄业务、专注于流媒体，导致数十万用户取消订阅。哈斯廷斯承认并改正错误，决定保留邮寄业务并与新业务并行开展。

不过哈斯廷斯的眼光又一次得到验证：Netflix 在加速向流媒体服务提供商转型并开始推出自制内容后，营收3年即翻番。发现隐患后，即便过早采取行动，也总比等形势完全明朗后再行动要好。





诊断方法



为判断本企业商业模式是否存在隐患，管理者可评估现有商业模式是否适应新竞争情境，以及能否满足新的业绩评价标准。（《哈佛商业评论》2008年12月刊《重塑商业模式》（“Reinventing Your Business Model”
 ）一文讨论了商业模式分析方法，作者为马克·约翰逊（Mark W. Johnson）、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和海宁·卡格曼（Henning Kagermann））。以下问题可供参考：

本行业是否有新竞争者采用不同的商业模式，即便目前该模式从财务角度看没有吸引力？

我们获取利润的方式是否与客户价值相协调？客户是否对涨价或增加收费项目不满？

我们现行商业模式的核心部分，如价值主张、资源和流程以及主要利润点等，是否具有可持续性？外部力量或新竞争者是否可能对其中任何一部分造成威胁？

随着行业发生变化，现行商业模式背后的战略预设，即关于风险、差异化和增长方式的基本判断是否仍然成立？




隐患5
 　人才和能力

企业管理者最应该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不断分析哪些技能、能力和架构能够帮助组织在未来取得成功。如果企业存在战略隐患，将很难实现目标。第5种隐患的特殊之处在于，只有发现前4类隐患，管理者才可能清晰地看到它。但如果管理者感觉到本企业的人才资源不足以应对未来挑战，那么企业多半已偏离正轨。

在谋划安泰保险未来的过程中发现诸多战略隐患后，贝托里尼认定公司最大的风险在于人才：公司面临的紧迫任务不仅是找到拥有合适技能的人，更是要设法培养员工探索未知的勇气。这也是为什么安泰保险将技术导向的Healthagen事业部设在丹佛和硅谷而非总部。相比保险方案设计人才，公司更需要开发健康管理软件的专家，而在上述两地更易找到这类人。贝托里尼相信Healthagen对安泰保险的转型具有关键意义，并公开表示这个新项目“将彻底颠覆现有的保险业”。

雀巢、Adobe和施乐都有类似经历，意识到需要新型人才来帮助它们战胜行业中的颠覆力量。雀巢向消费者营养健康服务转型，因此需要一系列新能力，涵盖消费文化研究、微生物学和健康经济学等。公司为此大幅提高研发开支，开设雀巢营养科学院，开始与大学展开广泛合作，并聘请数百位博士后研究人员。

Adobe则需要在数字营销这一新领域增强能力，以完成营销云服务目标。为实现向企业服务业务的转型，施乐需从十几个不同行业聘请数千位专业人士。所有这些企业对新型人才和新组织架构的需求都极其强烈，因此战略性收购都是它们转型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诊断方法



管理者可利用以下问题判断本企业的能力和组织架构是否存在隐患。

为满足未来客户需求，我们是否需要引入新技能？

我们是否有足够多愿意积极投身未来转型的年轻领导者？

我们企业和行业是否难以吸引技术人才？

我们的领导者是否主动负起人才管理的责任？还是交由HR部门代理？



建立新战略

根据企业5大战略隐患的理论框架，安泰保险面临重大颠覆威胁，但同样有机会在未来取得成功。由于及早发现问题，贝托里尼能够从容推动变革。安泰保险有足够资本为未来发展投资；更重要的是，2010年时，安泰保险是行业中不多的既具备精算能力又拥有必要数据的公司，因此能建立新的盈利模式，即以较低成本提升公众健康水平，从而告别越来越不受欢迎的高费用、侧重赔付管理的医保模式，这正契合医疗体系改革的关键点。由此，安泰保险将有机会逐渐占领行业新空间。

在任何情况下，推动企业主动自我颠覆对管理者都是挑战；如果变革需要长期过程，管理者遇到的阻力尤其大。哈斯廷斯第一次提出Netflix转型方案时会受挫，但他明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让利益相关方真正理解变革的前景；雀巢、Adobe和施乐的领导者同样如此。这些企业的转型目前仍在进行中。

通过综合分析自身战略隐患和行业前景，安泰保险明确了战略方向。但大部分医疗保险企业直到最近才跟上节奏。2015年7月，安泰保险以370亿美元收购同业竞争对手Humana，交易完成后公司规模仍位列行业前三。贝托里尼告诉投资者，这桩交易将巩固安泰保险的传统业务，但也将“加快向个人客户医疗服务企业转型”。

虽然转型过程可能漫长，但我们提出的企业战略隐患理论框架将帮助组织清晰认识问题，并克服变革途中必然出现的困难和阻碍。这一框架可帮助领导者把握企业面临的挑战，在管理层中建立信心，并争取利益相关方支持，在情势变得窘迫之前以及时间和资金充裕的条件下，从容实施变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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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贝托里尼是安泰保险公司CEO。大卫·邓肯和安德鲁·沃尔德克是Innosight资深合伙人，该公司专注于为企业成长提供战略咨询服务。





特写 Feature




当心捧杀！


公司高估值陷阱

The Overvaluation Tr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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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期望过高，无法满足，行业中便会出现不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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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市盈率较高公司的CEO往往做出不久后就暴露出严重缺陷的决策。这样的失策不仅会带来财务问题，还会造成环境和社会问题。




成因


问题的成因是投资者对某行业的潜力和成功途径抱有不现实的期望。CEO依市场期望行事。戳破期望的泡沫，必然带来惨烈的价值回归。但跟随市场期望的CEO也许能在现实击碎泡沫前抽身而退。




如何避免


CEO应该对公司发展前景的预兆更敏感，制定出更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战略。






20
 07年7月9日，时任花旗集团CEO的查克·普林斯（Chuck Prince）发表了一番评论：“流动性的音乐一停，就复杂了，但音乐没停，就得跟着跳舞。我们还在跳舞呢。”这句话后来饱受诟病，但普林斯的用意是好的。当时美国次贷市场出现疲软迹象，而花旗集团是该市场的主要参与者，他想安抚日本记者，表示花旗不会因为这些迹象而不再继续发放贷款。

此后仅仅过了两个月，雷曼兄弟投资银行便由于在次贷方面遭受损失而申请破产，使全球金融体系受到打击。次贷市场崩盘，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住宅。花旗集团获得的政府贷款及担保总共4760亿美元，美国纳税人每户要分摊差不多4000美元。

在这种情况下，普林斯的言论就显得像是对花旗等银行所承担的巨大风险做了一番轻佻的辩护。他这样说，似乎承认了自家公司参与的是某种人造的幻境，而他知道这局面终将戛然而止，届时将产生一连串负面后果。不过，这种解读忽视了重要的一点：他别无选择，只得跳舞。一个行为陷阱等待着所有成功企业的领导者去踩，而领导者们即使有所觉察，也会像普林斯一样，虽竭力避免却难逃一劫。

这个陷阱出现在资本市场对某公司股票估值过高时，特别是在某特定行业经常出现高估值股票的时候。许多管理者也许会认为估值过高是件好事，但其必然后果便是落入陷阱。本文将对高估值陷阱进行阐述，介绍不同行业发生的同一现象，并指出可能再度出现陷阱的领域。



高估值股票的代理成本

早在普林斯发表那番言论的两年以前，哈佛商学院教授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就已经提出，高估值股票会构成行为陷阱。詹森1976年与威廉·梅克林（William Meckling）合著的《企业理论：管理行为、代理成本与所有权结构》（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一文发表在《金融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上，成为有史以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金融文章之一，他本人也因此为许多人所熟悉。但詹森2005年发表于《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的《高估值股票的代理成本》（Agency Costs of Overvalued Equity
 ）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

这篇文章关注的是那些曾在科网泡沫中获利、2000年至2002年泡沫破碎后一败涂地的公司，如世通（WorldCom）公司和北方电信（Nortel，简称“北电”）。詹森的中心论点很简单：公司股票估值过高，意即其管理者（在没有出奇的好运气眷顾的情况下）无法以合法的方式创造出与股价匹配的业绩。市场为公司设定了无法达成的目标。

詹森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应当做出“至少显得能在短期内实现市场期望业绩”的决策。换言之，管理者要开始进行投资，让市场相信公司依然有创造价值的潜力，即使他们自己心里清楚投资终究是不够的。这种做法可以拖延时日，拖到他们离开这家公司，就不必承担后果。

管理者通常会采用以下两种策略：


投资时兴技术。
 股票估值过高的公司常常为红极一时的花哨技术投入一大笔钱。科网泡沫时代的宠儿Global Crossing斥资数十亿美元铺设光纤通信电缆，因为这样做可以让股东相信其业务将会呈爆炸式增长。这种战略也许就是极端的未雨绸缪：当时许多分析师认为，限制增长的主要因素是带宽；只要拥有高带宽设施，数字流量增长，公司必定能大大获利。因此在投资者眼中，投资铺设光纤通信电缆的公司便是顺应未来潮流而动。

结果，Global Crossing的高带宽还没派上多少用场，市场就崩溃了。光纤资产以低价出售，只拿回了成本的零头，让多数股东懊恼不已，但公司一些高管除外——许多高管在市场崩溃前就卖掉了股票，这说明他们可能知道本公司股票估值过高。


大张旗鼓进行并购。
 倘若没有显而易见的时兴投资项目，股票估值过高的公司便可能转向收购并购，为时髦的初创公司花一大笔钱。例如北电，其股价自1997年年初至2000年9月翻了10倍。北电收购了10多个小的技术公司，其中最大的是Bay Networks，交易作价91亿美元——当然，都是用估值过高的北电股票买的。

大公司看似雄厚的财力与小公司的进取精神相结合，更加引起了投资者的兴趣。随着并购，北电市值稳步上升，最高达到2830亿美元。然而音乐停止时，北电市值暴跌，至2002年7月就跌到了50亿美元以下。其后北电苟延残喘数年，最终于2009年申请破产。许多评论认为，收购Bay Networks（该公司本身就是几家小技术公司的合体，可以说也是以高估值股票驱动的）是改变北电命运的关键性事件：这宗收购让北电直接对阵新兴的路由器巨头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这是一场必败的战争。

假如投资和收购机会都很少，那会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下，管理者可能会发布虚假财报，假装公司业绩能够满足股东的高期望。例如，自1999年至2002年，世通公司将巨额费用按资本支出入账，当时审计出的金额高达38亿美元。财务造假暴露，公司于2002年破产，随后又被发现造假数额竟高达110亿美元。世通这样夸大利润，只是为了支撑估值过高的股票。

当然，这些前车之鉴让市场认识到，在跨越千禧年的大繁荣中，公司高管会做出不负责任的、有时甚至是违法的决策。而虽然有市场崩溃的先例为鉴，又有许多监管上的变化——其中最突出的是强制公司董事会提升对管理层监督力度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但还不到10年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明显的趋势：市场可能会继续对公司和行业估值过高，这也许会继续鼓动，甚至可以说是迫使管理者采取损害价值的战略和行为。



没学到的教训

最能说明股票估值过高之危害的行业莫过于银行业，而银行业内最好的案例莫过于花旗集团。1994年间，花旗集团平均市值为105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股东期望年回报率为13%（与花旗集团12.85%的股本成本一致），该公司就必须每年通过股息和股票增值创造14亿美元的价值，才能让股东们满意。

1994年之后，花旗集团股价飙升，从1994年年末的每股约50美元上涨到了2000年8月28日的588.75美元，公司市值则为3300亿美元。按照这个市值水平，花旗集团每年须创造的新价值比1994年高出31倍。换言之，仅仅6年时间，对该公司价值年增长量的期望就从14亿美元提升到了430亿美元——这个目标大概从未有成熟企业达到过。

当然，投资者并未享受到增长，而是恰恰相反：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将花旗市值削去一半；2002年10月7日，花旗股价跌到谷底，为267.3美元。不过在泡沫破灭后经济回升的势头影响下，当时的CEO桑迪·韦尔（Sandy Weill）得以引领公司复苏。2003年10月1日，他把花旗集团交给查克·普林斯的时候，股价是470美元。

这对普林斯来说并不全是好事。公司股价回到这个水平，要保持不跌实属不易。为了满足市场期望，普林斯积极投资次贷和信贷衍生品市场。这个战略让花旗股价在2006年12月27日回升到564.1美元，距历史最高点仅差4%。但股价飞涨是有代价的，是一些风险更高的投资活动换来的。为了挣得预期回报，花旗承担了更大的风险。

一个颇有说服力的事实是，普林斯发表“跳舞”言论的当天，花旗股价还在516美元的高位，然而之后留给他跳舞的时间只有4个月。2007年11月4日，股价跌至377.3美元，普林斯被迫离开公司。他的离开没有改变什么：此后花旗股票呈自由落体式暴跌，于2009年3月5日跌到了最低点10.2美元。

尽管有巨额的政府援助，有来自投资者的新资本注入，还有经济及行业整体复苏的正面影响，花旗股价在股灾后也仅有一天触及了60美元。这表明，即使是在科网泡沫破灭后，花旗同样饱受股票估值过高之苦，且无能为力。可以说，普林斯成为CEO的时候，公司业绩根本不足以支撑过高的估值。因此普林斯采取了詹森的理论里所说的做法：他依然继续跳舞，虽然知道音乐终将停止，而之后便是严重的后果。（可是他也许并不知道后果究竟有多么严重。）

普林斯只在一个方面强过其他人：他公开承认自己的公司存在股票估值过高的问题。他甚至还求助于监管方。2007年6月，普林斯与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共进晚餐，据报道，他问保尔森：“你们就没有什么措施能让我们不用承担所有这些风险吗？”显然，他的请求石沉大海。投资者也没有注意。或许有人在听到他关于跳舞的言论后卖掉了花旗股票，但这样的人并不多，因为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
 ）发表了这番言论之后的那一周里，花旗股价不降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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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倘若股票估值过高只是与泡沫有关的周期现象，我们同样会为之担忧，但不会警惕。然而现在我们相信，股票估值过高问题比我们最初所想的更普遍、更严峻，并影响到了实体经济中许多消耗巨额资本的重要行业。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制药业。许多制药公司乐于见到高企的估值：自1988年至2000年，标普500中6家制药公司总市值从830亿美元上涨到9170亿美元（如果再算上1988年后崛起的安进（Amgen）公司，就是9830亿美元），涨幅惊人。其后这个数字基本保持平稳，至2015年秋，7家公司总市值为9450亿美元。

2009年，科学杂志《自然》（Nature
 ）刊载了一篇开创性的文章《医药创新60年的教训》（Lessons from 60 Years of Pharmaceutical Innovation
 ）。文章表示，尽管商业研发支出从1950年的不到10亿美元（以2008年美元价值计）增长到了2008年的500亿美元，每年获批的新药数量却并未增加，而是保持稳定，小有波动。大型制药厂商常用的以并购求协同效应的战略，也未能给药品产出带来系统性增长。即便商业制药研发支出继续增长，研发效率也毫无改善迹象。

然而，制药公司不能简单地将利润回报给股东，因为这样做就表示，公司认为研发不再是富有吸引力的投资项目，公司研发模式出了问题，无力支撑现在的估值。尽管证据确凿，投资者却希望大型制药公司能继续以现有模式创造价值，于是管理者别无选择，只能保持现状。也许他们害怕削减研发支出会让投资者意识到音乐已然停止，导致股价暴跌，而股价原本是他们强制抬升的。

大型制药公司花在研发上的钱，跟大型石油公司2015年计划投入勘探的5710亿美元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应该承认，这个数目与2014年的勘探支出相比减少了17%。）想想看，目前已探知的石油储量约合2万亿桶，足够开采53年，在勘探上投这么一大笔钱好像不合情理。而且石油公司不只过度勘探，还过度生产，原油产量不断增加，仅美国一国储备就达到近5亿桶。

更加令人费解的是，环境科学家已就矿物燃料对环境的影响达成强烈共识，石油行业却仍在进行大规模投资。这是生态学上的第22条军规：石油公司要把囤积的原油全部卖掉，全世界燃烧矿物燃料产生的碳排放量就会对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危害，使经济增长受限，未来对石油的需求随之受限。

石油公司高管可能坚信自己在合理地执行资产扩张战略。毕竟，石油公司曾经通过勘探新储量而获利，因为经济增长总会产生很大的石油需求。也许科学家说得不对，世界需要额外的能源，而且负担得起，生态效应可能是夸大其词。然而，“科学家是错的”这种假设非常危险：我们无法预知科学家究竟是对是错，如果他们是对的，世界就真有大麻烦了。

我们怀疑，投资勘探的石油公司高管其实对风险心知肚明。我们认为，真实原因是石油行业股票估值过高。据最近统计，世界100家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中有7家油气公司，油气行业市值共计超过1.3万亿美元。而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中许多是国有企业（如沙特阿拉伯的阿美（Aramco）石油公司），油气行业实际估值可能接近4万亿美元。

对这个估值贡献最大的，是石油公司财务报表上标明的储备量。因此，为了支撑高估值，高管们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勘探石油储量；一旦停止向勘探及开发投资，投资者就会收到信号，认为目前的储量与估值不匹配。假如石油公司暗示一下音乐即将停止，估值会下跌多少尚不明晰，但跌幅也许是巨大的。

高估值股票的陷阱，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会由于大规模误导投资而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上文所述的两个行业在这方面有差别。可以说，药物研发开销过大，不会产生特别重大的社会影响。这笔钱主要流入了高薪、高技术行业，碳足迹相对较轻，对生态环境没有其他负面影响。如果大量投资能开发出某种新药，哪怕成本高昂，也能为人类缓解病痛。不过也许会产生潜在的严重长期影响：一些论者担心，制药公司为维护高研发费用的合理性而对止痛药、抗生素等药品进行过度推销，致使药物成瘾、细菌抗药性等问题加剧。

而石油业开支是制药业的10倍，造成的社会问题也更为明显。油气勘探开发的碳足迹极高，且会危害环境，常常在生态敏感地区造成破坏。而且，油气勘探越成功，石油价格就越低，这会鼓励人们以更快的速度燃烧石油，进一步加剧环境问题。

管理者要如何才能打破这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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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对策

加拿大瓦伦特制药公司（Valeant Pharmaceuticals International）最近的经历为我们指了一条路，虽然多半是起警示作用。在2008年之前的4年里，瓦伦特股价在14美元和27美元间波动；2008年2月，公司任命前咨询顾问迈克尔·皮尔逊（J. Michael Pearson）为CEO。皮尔逊立刻开始收购在资本市场受冷遇的小型制药公司，大幅削减这些公司的研发费用，使其盈利增长，这推动瓦伦特股价于2015年8月5日飙升至262.53美元的高点，市值1020亿美元，市盈率高达123倍。

皮尔逊所做的非常简单。他以研发效率数据为基础，开创了制药业价值创造的新方法。简言之，他收购制药公司，大幅削减被收购公司的药物研发开支，有时将这笔开支全部砍掉。由他看来，大部分药物研发活动并未实现资本的高效利用。

然而极为讽刺的是，皮尔逊以这种方式推高了瓦伦特市值，却未防备高估值股票的代理成本。找不到能收购的公司，利润增长难以支撑高市盈率，瓦伦特开始进行一些引人质疑的活动。有关利用激进财务和避税手段做高利润的质疑一直围绕着瓦伦特。该公司药品大幅涨价，虽然在短期内使得利润增长，如今却引来政府审查，形势可能会发生逆转。就连这样对高估值股票加以巧妙利用的公司，也难逃高估值陷阱。

不知皮尔逊的战略是否气数已尽，不过这个战略可为石油行业所用。企业可以购入表现不佳的油气公司，削减其勘探开发费用，使之成为一个简单高效的生产方，将其现存的已探明储量变现。这样一来，公司就会像瓦伦特在制药行业那样，逐渐扩大规模，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进而收购更多价值降低的公司。这样的前景可以帮助其他投资者约束那些用超额支出来掩盖估值过高问题的油气公司CEO。

如果这种做法得以在石油行业推行，国有企业或许会考虑继续投资勘探能否为国民带来利益。监管方和选举产生的官员或许会考虑缩减勘探规模，因为石油业的兴旺发达已成过去，他们对这个行业的耐心已所剩无几。而且，选民变得更加关注不利气候的影响，官员也就越来越倾向于征收碳税。

许多管理者对资本市场牢骚满腹，抱怨的通常是没有投资者赏识他们的战略。而估值过高问题的普遍性不亚于低估，却很少有CEO公开批评市场高估了公司股票。这个现象并不出人意料，股票估值过高既提高了他们手中股票期权的价值，又似乎能证明CEO决策得当。可是，高管自觉立于世界之巅的时候，才正需要思考自己的战略是否已经不再有效。为了避免必然的崩溃，高管必须弄清楚自己看似成功的方法可能失败的原因，并找到更新颖、更现实的价值创造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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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马丁是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曾任该学院院长。他是《制胜之道》（Playing to Wi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出版）一书的作者之一。艾莉森·肯珀是瑞尔森大学助理教授。





[image: ]








实战复盘 How I Did It



安诺析思咨询公司CEO

宁要模糊的正确，不要精确的错误

玛莎·萨缪尔森（Martha Samuelson）| 文

时青靖 | 译　刘铮筝 | 校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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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安诺析思是一家提供经济、金融和战略咨询的公司，身处推崇数据和公式的行业，但该公司CEO萨缪尔森却不用数据和公式来进行绩效管理，她采用的是一种黑匣子系统，该系统基于对软性指标和那些看起来公平合理标准的深度讨论。






我
 父亲是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我在那里读本科学位。当时我正处于青春叛逆期，因此不想接触与经济学有关的一切学科，相关课程一门也不曾选修。毕业之后，我去了哈佛法学院，然后学了5年的法律。

我让步于家族基因的第一个迹象是我将最终的结婚对象带回家：他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儿子。后来，对法律心生厌倦的我选择去MIT学习管理，一个需要选修经济学课程的科目。

我完成学业时，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因此我希望从事一些兼职工作。经济咨询是一种能以项目形式完成，而且似乎可以让我适度安排时间的工作。但当时是20世纪80年代，很多雇主却不这么认为。在经历的众多面试中，我被告知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然后就再没有任何回复。最终一家规模较小的咨询公司雇用了我。我只是歪打正着地进了这个行业，对此完全没有做什么大的规划，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工作。

我工作的那家公司财务状况很不稳定。因此，1992年我开始与安诺析思国际咨询公司（Analysis Group）接触，我真的很赏识它的那些创始人。另一家较大规模的公司也向我发出邀请，但我感觉安诺析思是更为正确的选择，这正是那种你需要相信直觉的时刻。后来，安诺析思发展非常迅速，我的工作表现也很出色。1998年，我出任联席CEO。2004年，我正式成为这家公司的总裁兼CEO。

在思考如何领导安诺析思这家合伙公司时，我回顾了之前工作的那家公司管理层的一些做法。那家公司密切追踪和衡量每个办公室以及每个业务领域的盈利率。在咨询行业，大多数公司也都采用这种做法。这看似合理，但是在那家公司却造成了大量的内部竞争和分歧。此外，那家公司的薪酬模型也是依据公式计算和数据驱动。对合伙人来说，薪酬很大程度依据谁能销售新业务，有点类似于佣金制度。

安诺析思采用的是一套完全不同的模式：合伙人的薪酬由我们决定，而不是基于公式计算得出。我们不拘泥那种错误的精确，工资也并非严格按照为客户的计费时间来体现。我们针对每个人对公司做出的不同贡献进行深度且知情的讨论，据此决定何种标准更为公平合理。一群经济学家身处一个推崇数据和公式行业，却选择依据非公式化讨论过程来决定薪酬，这颇有点讽刺意味，而且不是所有人都对我们的模式感兴趣。但我相信，这是我们企业文化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拜这个模式所赐，我们得以创建出一个长期来说更具价值的公司。



一体化公司

我初到安诺析思，这家公司有3个办公室，以及大约60名员工。约一半的工作业务涉及诉讼支持，即为出庭辩护的律师提供专家意见。另一半业务是管理咨询。

我来这里工作的最初几年，经济咨询行业正在经历变革。虽然有几家公司规模较大，但大多数公司运营规模都非常小，小到一个经济学教授与几个研究生就可以创办一家公司。随着运算能力的不断提升，很多公司开始进行更为先进的数据分析和建模。我们公司聚焦专家诉讼的战略使得公司得以不断壮大。诉讼是一种对抗性业务，因此如果一方开始采用一些新型工具，另一方则不得不跟进。律师界在不断地提升，而且任何一方都无法承受败诉。这些变化催生了对我们专家诉讼的更多需求。

如今，我们75%的业务是诉讼案件中的应用经济、金融和统计数据方面的服务。剩下的25%是与全球医疗保健公司合作方面的业务。我们会对健康的经济效益以及流行病学方面的工作进行分析。我们有约45个合伙人，700名雇员。虽然我们有11间办公室，19个执业领域，我们并不会针对每一个单元的盈利率进行追踪。在我之前工作的那家公司，每个人都执着于所在业务单元的盈利率，一间办公室的员工夜以继日地忙得团团转，而另一间办公室的员工则整日无所事事。在那种情况下，合理的解决方案应该是让忙碌一方要求懈怠一方加入并提供帮助，但是如果聚焦办公室指标的战略，就会让他们彼此成为竞争者。我们通过将安诺析思视为一家一体化公司，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也创造出凝聚力和归属感，让合伙人得以协同作战。



以贡献定薪酬

在采用计算公式决定薪酬的公司里，员工可能会开始专注于那些能够提升他们薪酬的一些特定行为。我们的大多数竞争对手采用的都是这种薪酬计算模式。我记得从另一家经济咨询公司加入我们的一个合伙人曾对我说，他之前工作的那家公司，在一天的任何时刻，他都能准确算出年初至今他赚了多少钱，因为薪酬的计算就是基于他销售了多少业务以及具体计费时间。这种薪酬体系实际上是非常机械化的。

在我看来，那种统计模式存在着很多问题。薪酬计算工作可能会错进错出。它们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准确性。首先，在一家专业服务公司，某一特定行动功劳的最终归属者并不总是清晰明确的。很多销售业务都发生在团队合作的氛围中。当你努力签下一个新客户时，创造价值的最佳方式可能是拜访一位具备相关专业知识的合伙人，即使那人并不是你的最初拜访对象。

专注于业务销售的薪酬体系会倾向于让那些几年前签下大单业务的员工得到过高的回报，这是因为那些员工会从这个客户那里不断获得业务流。而且一个严格的销售信用体系会使员工不愿意将客户与更为年轻的合伙人分享。

过于专注计费时间也可能是个错误：工作成效往往不是由你付出的时间直接决定的。基于运算公式和数据驱动的薪酬体系无法激励员工参与一些软性活动，比如指导和招募，从长远角度看这些自然是会创造收益的。

我们评判方法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要求每人写一份可以展现这一年成就的自我评估。合伙人的自我评估不仅包括他们的销售业务，而且还包括他们雇用了谁，给谁做过指导，以及其他的许多事情。我们考虑的不仅是每个人这一年所做贡献，还有每个人为公司未来付出的努力。这的确是个颇为耗时的过程，每年从10月到次年3月，我们召开大量会议讨论每个人的付出，以及明确未来一年的发展目标。

我们是否准确地做到对每一位员工奖惩公平？我认为这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我们的员工相信，长远来看，他们在这里的发展要好于其他地方。而且如果他们不认可我们的运作方式，他们会选择离开。这个体系毕竟不是为了适用于所有人。

我们对个人表现描述的清晰度与他们相应薪酬间会不时出现偏差。这往往发生在我们评估时没有做到真诚和直接。在某些情况下，合伙人会因为这些分歧选择离开，但更多情况则是，再次开会讨论后达成一个让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在我职业生涯的早些时候，我会倾向于粉饰一些事情，并避免直接讨论需要改进的地方。并非我一个人这么做，整个公司文化奉行的就是这一套做法。我们认为这样不会得罪人。久而久之，我们意识到，当问题发生时，直言不讳才是更为尊重对方的做法，这样能给他们解决问题的机会，并在他们这么做的时候给予一定奖励。



坚持不上市

我们做的另一个较大决定间接地影响到我们的薪酬体系，那就是：我们决定不上市。20世纪90年代末，几家大型咨询公司纷纷选择上市，就像几乎所有华尔街投资银行合伙公司所做的那样。在那种情况下，选择上市很大程度上是将财富转移至公司的现任领导者手中。此外，你还会惹上那些不参与公司事务却与公司财务业绩有利害关系的人。保留控制权能让我们得以用我们选择的方式经营安诺析思。比如说，我们从未实施过裁员，但是我很怀疑如果我们在2010年选择上市，我们恐怕难逃此劫。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选择上市，许多资深员工会选择离职，这在那些公开上市的专业服务公司里经常发生。

我认为我们坚决不上市的决定得以让人们将我们视为一种不同类型的领导。当我做决定时，他们会相信我所做的决定不仅仅只是关乎我一个人。当人们看到你所做的重大决定与你个人经济利益相悖时，那么采用我的方式管理一家公司则会简单很多。运用这种管理模式，必须赢得人们的信任，放弃上市增进了人们对我们的信任。

毫无疑问，合伙制与普通公司制不同，所以领导风格也会完全不同。我们公司中每个人都有表决权，我不能一人独断专行。事实上，我们倾向于在大多事情上达成一致，表决权往往不那么重要。但是达成一致需要投入大量的讨论。曾有一位从其他公司加入我们的合伙人，在参加第一次合伙人会议后的反应是：“我简直无法相信，你们做的就是不停地讲啊讲。”我不断听说和看到一些观点，年轻员工正变得不是那么计较金钱，而是更多地寻求有意义的工作。我认同这一点。执着于金钱的确很容易，但是你可能会忽视它作为标尺的局限性。人们过于依赖金钱来断定胜负，这是很不幸的。

最终，我认识到现实生活中的管理与我们在商学院学到的管理大相径庭。例如，那句“你不可能完成你无法量化的事情”，忽视了当你过于严密地进行量化时，你在很大程度已经改变人们的行为。其实，当需要解决的问题很有趣而且工作极富意义，你会收获更多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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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撰写自我评估

没人喜欢年度考核流程。但是在一个缺乏精确测量指标的体系里，或是在一家像安诺析思这样的公司，领导已决定对员工实施更为全面的测评，自我评估就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投入。它们能够让员工提醒上司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将成功（和失误）纳入相关讨论，以及明确下一年的目标。然而写出一份优秀的自我评估是需要策略的。有多少人能做到真正客观地描述出他们自己的工作表现呢？你如何在自我推销和自我批评间找到适当的平衡？下面是一些你可以采用的技巧：




知晓上司如何使用它


自我评估是否在你的综述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或者它只是HR规定的例行公事而已？你的上司是否会基于这份评估来决定你的升职和奖金？是否会有其他人看这份评估？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告知你写些什么，如何来写。一些比较懒的上司会将这些自我评估直接剪切并粘贴到公司综述里。如果这是你上司的所为，你可以以一种方便他这么做的方式来写。




突出你的成就


不要傲慢，但是也不要淡化你的成功。“如果你这一年业绩非常出色，你应该明确点出你所取得成就，”哈佛商学院职业发展项目主任蒂莫西·巴特勒（Timothy Butler）如是说，“要非常清楚你的贡献。”




以谨慎的方式承认错误


《如何善于绩效评估》（How to Be Good at Performance Appraisals
 ）一书作者迪克·格罗特（Dick Grote）提醒员工，在表述自己错误时要非常谨慎。不要让你的老板抓住“牵制你的把柄，”他说。其他专家表示，你应该顺便提到不足之处，但是要确定能将其转为利好的一面，“你肯定不想说，‘在这件事情上我确实很失败，’”巴特勒说，“事实上，要说‘这是我想要努力改进的部分。这是我从中学到的。”




聚焦于你自己


批评别人的确很具有诱惑力，尤其是如果他们阻碍了你的进度，但是要记得，这份评估是关于你的，不是关于他们的，如果你与合作的同事间有问题，跟你的上司沟通，但是不要写在评估里。




提出你的要求


聪明的员工会运用个人评估来赢得更多发展机会。要具体详细说明，阐明你工作中最让你兴奋的方面，并建议你可以更多地参与这些事情的方式。但是记得确保你的要求呼应了你所在部门的业务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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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更多的员工评估方面的内容，请见《重塑绩效管理》一文，作者为马库斯·巴金汉（Marcus Buckingham）和阿什利·古德（Ashley Goodall），HB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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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滩中国云计算市场

陆原　凯文·米瀚（Kevin Meehan）| 文

李剑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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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0年，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将达到200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云计算市场将以每年40%~45%的速度增长，并占到企业级IT市场份额的20%。竞争力日益强大的本土企业正在寻找它们的致胜市场，但跨国公司也仍有机会引领市场趋势。






云
 计算、电子商务和软件即服务 ( SaaS ) 是当今TMT领域的热点话题，受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科技巨头的持续关注。在这些领域，也许没有哪个市场比中国更加复杂、更具有活力：本土巨头阿里巴巴、百度和腾讯具有比肩国际巨头eBay、Google和Facebook的实力和影响力，微信也超过WhatsApp成为领先的社交平台。许多企业和消费者从西方厂商转向中国厂商，也加速了以华为、浪潮和中兴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公司的崛起。

尽管中国的企业级IT市场和云计算的发展仍然落后于美国，但差距已经不断缩小，新兴科技领域的后发优势在过去20年的时间中也相当明显（
见图1

 ） 。虽然当前中国的云计算市场还处于初级阶段：2013年，包括公有云和私有云在内的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只有15亿美金，只占中国企业级IT市场规模的3%，但是我们预计，云计算市场的增速将大大超越整体企业级IT市场的增速。到2020年，我们估计中国云计算市场规模将达到200亿美元。这意味着未来几年中国云计算市场将以每年40%~45%的速度增长，并占到企业级IT市场份额的20%（
见《中国企业级IT市场》

 ）。云计算市场的快速增长取决于能否克服以下几个挑战并加快有利因素的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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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原文阅读）






首先的挑战是网络带宽。和美国平均11.1Mbps的上网速度相比，中国2014年四季度的平均上网速度只有3.4Mbps，宽带普及率也落后于美国。在中国，固网宽带和移动宽带渗透率分别只有14% 和21%。而在美国，这一数字是29% 和98%。在部分中国内陆地区，企业访问远程应用程序和数据的速度很难和发达市场相提并论。

除了基础设施之外，文化和商业惯例也挑战云计算的应用广度和速度。信息安全和漏洞意识的提高使中国企业更加倾向于密切监控自己的数据。另外，中国企业更喜欢购买软件、硬件而不是使用服务。因此，说服企业将数据放在公有云上或使用外包IT服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如果是外企，那还将面临其他特殊的挑战。中国政府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鼓励企业采用基于本土开发标准和知识产权的技术。这一政策在实践中往往被解读为使用中国本土供应商的解决方案。一些政府机构和国有企业也逐步开始摆脱对IBM，Oracle，EMC 和其他西方科技公司IT系统的依赖。这一趋势也被称为“去IOE”。联想、华为和浪潮这些中国企业在电子通信等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里变得更加成功、更具有竞争力。监管部门要求企业寻找国内合作伙伴，这无疑又给提供公有云服务的跨国公司带来了更多挑战。

同时，一些有利因素促进了云计算的应用。中国政府不断加大电信基础设施的投资，并计划2015年至2017年在固定通信和无线通信领域投资约1800 亿美元。政府还将云计算作为战略重点并写入国家“十二五”规划。

工业和信息化部 ( MIIT ) 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NDRC )随后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无锡等5个城市启动了云计算应用的试点工作。国家“十三五”计划对和云计算密切相关的互联网+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提出了指引，发改委的投资计划也将持续到2020年。此外，相比于发达市场，中国市场还有许多快速发展的企业较少受到传统IT系统的掣肘，这意味着它们更容易甩掉包袱并采用新的云计算技术。

贝恩研究发现，很多中国企业明确表明正在考虑采用云计算解决方案，这对于大多数云计算的硬件、软件供应商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塑造市场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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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原文阅读）






中国的私有云和公有云市场

在中国，大部分云计算用户会在私有云或者公有云中做出一个选择，也有一定比例的客户采用混合云服务。私有云客户的花销大约占IT总预算的13%；而公有云用户的花销相比较少，一般低于10%。

我们预测私有云仍然是有负担能力企业客户的首选平台。正如前面提到的，出于对数据安全的担忧以及对实物投资的热情高于服务支出，金融机构、电信公司、大型互联网公司和资金充足的政府机构等IT大客户都更偏向于建立自己的私有云，而不是全部将所有的IT应用搬上公有云服务（
见图2

 ）。小型互联网公司有时在初期会使用公有云服务，随着企业成长之后也会建立自己的私有云。大多数私有云用户更喜欢大品牌的解决方案，而跨国公司在这一方面和基础设施软件方面都有优势。本土供应商华为与电信运营商合作关系良好，并成为第一批将这些解决方案本土化的企业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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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原文阅读）






公有云在某些领域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本土企业阿里云暂时领跑，全球竞争对手如亚马逊AWS已经进入中国市场，华为也刚宣布进入该领域。公有云的客户主要来自中小企业，特别是互联网行业。一些大型传统行业的企业也在面向客户的应用中使用公有云，比如网页、电子商务平台和移动应用程序。资金紧张和对数据安全要求不严格的本地政府机构，例如气象部门和教育部门，在政府的推动下也倾向于使用公有云服务。



对跨国供应商和本土供应商的影响

中国的云计算市场是独特的，但基本要素是一样的。云计算基础设施和服务提供商需要有合适的产品和定价策略，利用正确的渠道，以及与本土企业展开合作。企业战略的第一步是评估竞争地位和机会，深入了解市场竞争并找到最适合的方向，其中包括评估公司在产品、运营模式和合作关系等方面是否足够本土化。

跨国公司该怎么做呢？首先，已经进入中国企业级IT市场的国外供应商应该鼓励客户迁移到私有云，因为许多考虑私有云服务的客户更喜欢成熟的解决方案，并且对跨国公司持开放态度，特别是在本土企业不占优势的领域。其次，跨国供应商还应该专注于对“国产化”( 去IOE )最不敏感的行业，这些行业往往也对可靠性、质量和性能相当重视。再次，在发展公有云并鼓励客户迁移核心业务之前，跨国供应商应仔细权衡利弊，审视自己是否有能力通过较低的成本提供公有云方案。最后，跨国设备供应商和云服务提供商应该考虑云计算最终是否会全球化的问题。一些中国企业最近的举动表明它们在进入新市场时可能考虑到了全球化这一趋势，比如阿里云在硅谷设立的第一个美国数据中心和最近宣布的Equinix收购案。

本土公司如何应对？本土云计算供应商应该明确哪些行业对去IOE最敏感，并加大在这些行业的投资。虽然跨国公司目前在高端云计算市场处于领先地位，但本土企业应该快速行动起来并加大私有云解决方案和混合云解决方案的投入，以提高与外企竞争的能力，并对部分客户的复杂需求提供更有性价比的一揽子方案。实际上，在发展公有云业务方面，本土企业往往也比外企更有竞争力，可以选择作为公有云服务提供商的设备供应商（利用成本和价格优势获取份额），或在一些情况下自己成为公有云服务提供商开拓新的业务领域。

对于软件公司则面临不同的问题。向本土硬件供应商转移的趋势会迫使跨国软件供应商重新考虑需要支持的平台。应用软件制造商将需要建立销售和交付SaaS解决方案的能力。对于跨国公司来说，这需要与本土企业进行合作，并且增加更多的操作复杂性。

尽管未来存在不确定性和挑战，全球云计算供应商不能忽视已初具规模并仍高速增长的中国市场。竞争力日益强大的本土企业正在寻找它们的致胜市场，但跨国公司也仍有机会引领市场趋势。随着中国的企业用户越来越认识到云计算带来的好处及如何用好云计算，现在正是抓住细分市场和加大投资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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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原是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中国高科技业务主席，常驻上海。凯文·米瀚是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亚太区高科技业务主席，常驻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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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提供的建议或许是老生常谈，但一些公司总裁、企业家和咨询合伙人等身居高位的管理者表示，他们从中获益良多。积极运用这些方法逐步训练自己，你就能自如地应对新情况。






要
 取得成功，免不了要应对新情况。为了职业发展，你必须承担新的工作，加入新的组织，更换新的办公室，接触新的客户、供应方和同行。

新员工要提前就自己的职业目标和职责进行协商；新晋领导者要“新官上任三把火”，确立威信和影响力；调任海外之初要学习适应异国文化；初次参加大会时若想拓展人脉，应事先想好要接触哪些人。关于如何应对以上局面的建议，高管们应该听了不少。

这些都是不错的实践。然而，笔者在20余年间对高管及MBA学生的研究、教学和咨询工作中发现，许多人面对新情况时遇到的难题比以上问题更为基础。很多专业人士无法充分发挥能力，仅仅是由于没能让别人充分了解自己，没有掌握这3个极其重要的基本技巧：做好自我介绍，记住别人的名字，并积极发问。

笔者通过对数百人进行采访、调查和研究，发现多数人在应对新情况时感受到的焦虑都源自这3种行为。情绪波动使我们不够自信，或者不自在，做不好这3件事。我们明白应该与公司同事和社交活动中遇到的不认识的同行建立联系，但我们不愿去接近不熟悉的人，而是希望别人来接近我们。我们意识到，记住别人的名字会给人家留下好印象，却依然发现自己记不住他们的名字，觉得难堪，于是避免交谈。我们知道别人掌握着我们需要的信息，但却不愿向上司或同侪发问，因为他们可能觉得那些东西我们早该知道了。会害羞的不只是内向的人，就连外向的人也会在自我介绍或发问的时候觉得别扭，而且，在笔者访问的对象中，有80%的人承认自己不擅长记住别人的名字。

这种不安一部分是人类天性使然。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在新情况下和不熟悉的人周围保持警觉是一种优势。我们自孩提时起便被告知，不要接近陌生人，要提问题先举手。我们没有学过应当如何与他人建立联系，怎么做自我介绍，怎样才能记住别人的名字。而我们长大以后，大家都理所当然地觉得我们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基本技能。

笔者的研究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不过幸运的是，这些技能很容易提高。以下提供的建议或许是老生常谈，但一些公司总裁、企业家和咨询合伙人等身居高位的管理者表示，他们从中获益良多。积极运用这些方法逐步训练自己，你就能自如地应对新情况。



做好自我介绍

数年以前，哥伦比亚的保罗·英格拉姆（Paul Ingram）和迈克尔·莫里斯（Michael Morris）两位教授做了一个设计巧妙的实验，实验结果显示，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商务人士也不情愿做自我介绍。实验是这样的：研究者组织了一场社交活动，并在活动开始前询问参与者想从这场活动中获得什么，以及参与者名单上他们已经认识哪些人。95%以上的参与者表示，参加活动的目的是结识新朋友。在活动中，每位参与者都佩戴着特制的徽章，可以跟踪记录会场中交谈的双方。研究者发现，大部分高管的实际行为与活动前所说的不符，大部分时间都在跟认识的人说话，只会在有共同熟人的情况下结识陌生人。

人们为何不愿主动开口结识他人，笔者在访谈中听到的原因有3种：害怕打扰别人，害怕在自我介绍时出错，害怕被拒绝。这些担忧的情绪必须克服。在社交活动中不做自我介绍，你会错过机会；在办公室不做自我介绍，你会陷入一种可怕的同事相处模式，只有点头之交而无法建立紧密关系。

要如何更好地做自我介绍呢？


将心比心。
 转换一下角色，如果对方来找你，你会有什么感觉？如果你愿意听对方做自我介绍，那就假设对方也是这样，去就好了。不要以为高管没兴趣结识组织里地位较低的人。


练习开场白。
 自我介绍各不相同，但互通姓名、握手和随后的闲聊是共通的。编写几种开场白，试着用起来。把你的开场白写出来，自己练习，尝试用这些句子表达自己。留意一下怎么说能使对方保持兴趣，说什么让对方兴味索然，而后做出相应调整。


让对方感受到你在倾听，认同其价值且予以尊重。
 你给对方留下怎样的第一印象，很少取决于你表达出了关于自己的什么，而是取决于你给了对方怎样的感受。问问有关对方的问题，问问对方的工作，用心倾听，积极表现出很有兴趣的样子。


动笔写下来。
 别太相信自己的记忆。交谈中获得的关于对方背景和兴趣的信息要尽快写下来，下次见面之前拿出来复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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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我要主动去搭话”

某互联网初创公司新进的工程师亚瑟，入职第一周没有向忙碌的同事们介绍自己。同事几乎都不来找他，他很难受。但亚瑟知道，如果不去认识同事的话就无法取得成功，于是他最终决定主动出击。他自己演练了开场白，然后在办公室里走动，看哪位同事手头的活计好像可以打断一下，就走上去打招呼，做自我介绍，说说自己的职务，也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

亚瑟的尝试很成功。“我去找其他几位设计工程师打招呼，他们都放下手上的活儿跟我说话，”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学到的是，要主动去搭话，不要坐在自己的格子间里干等着别人过来，没人来的话还觉得很失望。”

在与同事的交流中找到了自信，他接着去找CEO和其他高管，终于让工程副总成为了自己的导师，从中获益匪浅。





记住别人的名字

笔者在高管培训和MBA课堂上询问学生能否轻松记住别人的名字，通常只有不到10%的人做出肯定答复。你也许觉得是自己格外健忘，但其实很多人听到别人的名字之后几秒钟就想不起来了。

为什么会这样？神经科学家已证实，大脑对人名进行处理和记忆的机制，跟处理相貌、职务和人生经历等其他信息的机制不一样。在我们的大脑中，关于别人的其他信息与他们的名字之间神经元联结非常微弱，所以我们再次见到别人的时候经常想不起人家叫什么名字。

忘记名字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突然叫不出对方名字时做出的举动。我们也许会避开这个人，抑或用“你好啊”这种打招呼方式掩盖自己忘了名字的事实，又或是笨拙地尝试让对方重新做一次自我介绍。英国博彩公司Ladbrokes的一项调查显示，人们最为担心的尴尬场景是在向别人介绍某人时突然忘记了这个人的名字。

忘记名字的问题很普遍，也可以理解，但高管还是必须要克服这个问题。如果你能记住关于别人的重要信息，比如名字，他们会感到更亲切，以这份亲切感为基础，就更有可能展开有实质内容的交流，建立更深切的信赖。以下几个步骤可供参考：


留心注意。
 记不住名字，往往是由于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没留心，心里想着要握手，考虑着接下来该说什么，或者在想别的什么事情。你要记得在每次结识别人的时候提醒自己注意对方的名字。


将名字重复念出来，并在聊天时检验自己的记忆。
 听到名字之后出声念出来，有助于使之进入短期记忆；默默检验自己的记忆，也可以一边听对方做自我介绍一边回想对方的名字，这样有助于提高名字与其他信息在自己大脑中的关联程度。如果还是没能记住名字，你可以在与对方告别前再问一遍。


动笔写下来。
 与有关别人的其他关键细节一样，要记住名字，最好的方式就是尽快写下来，用笔记本、手机或者电脑都可以。研究显示，书写或输入名字都能增强记忆。


复习并检验记忆。
 找个时间复习自己写下来的名字，尝试看着名字回想这些人的相貌和个人情况。在办公室里走走（或者看照片），想想自己看到的同事都叫什么名字。


运用联想和图像记忆。
 有关别人的其他情况比名字更容易记住，因此，把一个人跟某个与名字相关的意象联系起来可以帮助你记忆。比方说，有个人叫菲利普·卡迈克尔（Carmichael），你就想象他让你认识的所有迈克尔（Michaels）坐满了一辆车（car）；一个叫盖尔（Gayle）的人戴眼镜，跟她说话的时候你就注意看着她的眼镜，因为她的名字与“眼镜” （glasses）首字母相同。运用联想记忆，加上经常检验记忆，最后你就可以不用联想意象直接记起别人的名字了。


利用备忘单。
 意外的偶遇无法事先做准备，但开会和参加活动就不一样了。你可以确认一下哪些人会出席，提前记一遍他们的名字。研究显示，这样做可以让这些名字重新回到你的短期记忆中，大大提高临场及时想起正确人名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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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人名记忆能力提升7倍

道格是某金融服务公司高管，他对人名的记忆力曾经“烂得可怜”。他自己说：“我一只耳朵听到别人的名字，就从另一只耳朵出去了。”当他从运营管理岗转到销售管理岗的时候，这个问题造成了麻烦。他说：“我结识了一位潜在客户，在社交活动中跟他打了几个月的交道，甚至一起吃饭喝酒。我以为他叫贾森，就这么叫了他好几次，过了一会儿才有同事在旁边推了推我，告诉我他的名字叫马克。我大吃一惊，赶紧道歉，他并没怪罪我，但之后我有好几个月都不敢开口叫别人的名字。”

不过，道格开始运用本文中的建议后，对人名的记忆力就有了起色。“以前我可能只记得住10%的名字，现在我能记住75%以上。”

现在他对自己记忆人名的能力更有自信了。事实上，几个月前他还在这方面帮了以前的老板兼导师一个大忙。他们两人偶然遇见一位以前在社交场合见过面的潜在商业伙伴，聊了几分钟，对方去了洗手间。导师不安地对道格说：“我拼老命也想不起来他叫什么名字。”而道格不仅记得那个人的名字，还提供了一些别的信息。等到对方回来，谈话就进行得更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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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求职技巧（如积极主动、自我展示以及社交）培训班的求职者，找到工作的几率是不参加这类培训的求职者的2.67倍
 。

“求职干预的有效性：整合分析综述”，作者刘松琦、黄磊、汪默。





积极发问

纽约大学的伊丽莎白·莫里森（Elizabeth Morrison）的研究以及其他几项研究显示，新员工提问和寻求帮助的频率与工作表现成正比。实验还显示，问问题的人对新职位更满意，对新组织更卖力。而高管被问到担任新职务伊始所犯的错误，最普遍的答案就是“我问的问题不够多。”

一位程序员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刚刚得到新职位几个星期，他发现自己接手的第一个项目需要把两大段代码合并。他没有向旁边隔间的同事请教这个任务要如何完成，而是自己花了两个星期来做这件事。做完后他才发现，公司几个月前就购买了工具软件，不消几分钟就能搞定。

我们为何不愿发问？一些人不愿发问的原因与不愿向别人介绍自己相似，是不想打扰忙碌的同事。还有一些人不想承认自己不知道或无法解决某件事。自尊心使我们不去向有经验的、能够更轻易地解决问题的人求助。

如何锻炼自己发问的能力？以下是一些建议：


想想自己希望获得什么以及为什么。
 你需要的是信息、建议、反馈、帮助还是许可？你是需要几分钟的时间，还是想要别的什么？对自己的需求考虑得越清楚，就越容易开口。


选定要发问的对象，选择合适的时机。
 结合你要问的问题，想想谁最了解这方面，而且有空并愿意解答。能不能走到那个人的办公桌前去问，或者吃饭的时候问？一个小技巧是，在做自我介绍时就问别人以后有问题能不能去问，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求助了。还有，有时候把提问句式从“你知道该怎么……”改成“有谁能解释一下该怎么……”，听起来会不那么唐突。


将问题表达得简洁明了。
 不要一下子抛出一堆问题，这样不容易理解，也不易回答。比方说，不要问“嘿，我不确定这个报告要怎么弄，在哪里发生了什么，而且这个一定要向销售和市场两边都派发吗”，最好先问“能教我弄一下这个报告吗？你教我5分钟，然后我就会了”，等别人帮完这个忙，然后你再接着问要怎么派发。


最后记得说谢谢。
 别低估了表达感谢的作用。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和弗兰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的研究表明，表达感激会使对方觉得受到尊重，下次更愿意帮助你。


找个伙伴。
 许多新人发现，找到一位愿意带你的同事，问问题就容易多了。这个人通常并不是经验丰富的老手，而是某位仍然记得做新人是什么滋味的同事。

在笔者培训过的高管和学生中，多数人都明白要如何做自我介绍，如何问问题，如何记住别人的名字，难处在于克服本能的社交抵触，以及改变自己长期养成的习惯。认真实践并反思，方能有所进步。要耐心，要努力，请你记住，能够满怀信心地做自我介绍、记住人名并积极发问，你就能积极主动地应对一切新局面、新办公室或新的组织，迅速学会适应新环境所需的其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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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对发问的新看法

工程项目经理萨拉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她承认自己刚刚开始在一家快速发展的技术公司工作时“害怕”问别人问题。“我怕自己显得很蠢。”她说。结果她发现自己浪费了很多时间，“有些东西我非要自己研究，其实别人几分钟就能告诉我。”

第一次被分派项目的时候，她很想找公司创立者兼CEO问问公司的历史和战略，然而她犹豫了几个星期，心想：“不行，他忙得团团转呢。”

等到她最终鼓足勇气去问的时候，CEO的回应非常积极。“他说，‘当然可以。我居然没早点儿跟你聊这些。’然后拉着我进了一个房间，特别激动地给我讲，”萨拉回忆道，“我简直后悔没早开口。”

从那以后，开口发问对她来说变得容易多了，她不仅去找CEO，也去找其他高管问问题。她对发问有了新的看法，事业取得了成功，终于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首席技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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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思·若莱格是巴布森学院（Babson College）副教授，著有《新人怎么办：如何自如、自信、成功地应对新情况》（What to Do When You're New
 ）AMACOM出版公司2015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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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中间人？

Challenge the Middl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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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基坦·德夫（Chekitan S. Dev）

彼得·奥康纳（Peter O’Connor）|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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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酒店经营方在考虑是否支持行业内一家初创公司向在线旅游中介叫板。






洛
 塔·廷德尔是荷兰Ervaring Hotels & Resorts酒店集团首席营销官，今天下午她原本不想来的，可是CFO杰勒德·巴克非要拖着她过来。

“这跟虚假推销没什么两样。”她悄声对杰勒德说。

“别赌气，”杰勒德开玩笑地说，“我要认真听了。”他冲着房间前面点了点头，HotelShield的CEO丹·卡尔森站在前面的讲台上，拿着PPT遥控器。

“而且柯特（Ervaring的CEO）说了，我们应该来看看。”杰勒德又补上一句。

这是一年一度的ITB柏林国际旅游行业会展现场，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游、观光及酒店行业领导者。Ervaring的CEO柯特·施米特让洛塔和杰勒德抽空来看看，了解一下HotelShield这家新企业。HotelShield旨在帮助酒店提升直接预订量，减少对Expedia、Priceline等在线旅游中介（OTA）的依赖。这些中介虽然让预订量显著增加，但也从酒店收入中抽走了很大的一份。

两年前从万豪来到Ervaring的洛塔第一个承认，旗下拥有12个品牌、5000家酒店（主要在欧洲）的Ervaring需要帮助。目前集团旗下酒店的预订量有五分之一来自某第三方中介，中介费用十分昂贵。虽然这种现象在欧洲酒店行业实属寻常，但Ervaring需要减少每单预订的成本，以此改善损益表底线。

HotelShield参展不是为了吸引客户，而是为了寻求投资方。这家公司已有4个股权合作方，都是美国的大型酒店品牌，现在仍然在寻求更多的投资。一旦签约就是800万欧元的投入，这笔钱在洛塔的营销预算里占了一大半，她还没有做好准备去赌这一把。

讲台上的丹以权威的口吻说：“浏览酒店网页的人有95%放弃了消费。我们力图使这个比例降低。”他演示了HotelShield的作用。

用户在并未预订房间的情况下关闭酒店网页时，HotelShield会弹出广告，提供同一品牌或合作品牌下不同价位、不同位置的其他房间选项。点击广告会链接到用户所选酒店的页面，或者是提供了更多选择和比价的HotelShield网页。虽然HotelShield也要抽取提成，但比OTA低得多，因为这家公司不必为营销投入太多，而是依靠弹出广告来增加自己网页和合作方网页的访问量。

“我们的商业模式，让权力回到您的手中，使您得以重新与客户直接建立关系，重新将自己的酒店打造成为独特的目的地，而不是市场上千篇一律的标准间。OTA每年造成酒店业近30亿美元的开支，而欧洲的中介预订量和中介费用甚至比美国还要高。我想改变这种现状，而且我知道，你们也想。请把我们当作并不在中间的中间方。我们在你们的品牌网站和旅游中介之间开辟了第三条路。”

房间里的灯重新亮起的时候，杰勒德转头对洛塔说：“你知道，我喜欢一切能让OTA降价的做法。”

“但HotelShield真的能解决我们所有的问题吗？”洛塔问，“你愿意押上800万欧元吗？”

“我让卡莉去算投资回报了，短期和长期的都考虑。”杰勒德回答。他指的是财务总监卡莉·詹森。“但我不得不说，HotelShield很有吸引力。你知道，他们的初始合作方有希尔顿和喜达屋。”

“那我们也未必要跟着走，”洛塔说，“我还记着RoomLocator的教训呢。”

以前洛塔在万豪的时候，也碰到过一家初创公司RoomLocator，价值主张与HotelShield相似：要削弱OTA，帮助酒店集团提高直接预订量。当时洛塔是支持集团向这家公司投资的一员，但RoomLocator在两年内销声匿迹，万豪和其他4个合作方亏了一大笔钱。

“这次好像不一样。HotelShield也有大品牌支持，但这种商业模式让我觉得更合理。这个第三方不会抢走我们的客户，只是帮助我们把一部分交易转移到直接销售上。”

洛塔对杰勒德笑了笑。她在Ervaring时间不长，一直依靠杰勒德帮她做投资决定。他向来有一句说一句，不是那种爱冒险的人。“你对这种炒作是真爱啊？”她打趣道。

而她心里想：或许HotelShield值得再考虑一下。



与上次失败不同

洛塔和杰勒德沿着街道走去，到了广播大楼正对面的一家酒吧。HotelShield出了钱，参加活动的每个人都可以来这里免费喝一杯。酒吧里全是刚才看了HotelShield展示的其他行业高管，洛塔和杰勒德看见丹走来走去，跟别人握手，分发名片。

“我觉得HotelShield就像披着羊皮的中介。”洛塔扭头跟杰勒德说。

“我不清楚，”他回答，“我的感觉没那么糟，倒是更像额外的分销渠道。丹说什么我们只要‘坐着数钱’，我是不信的，但他们听上去像是比较友好的中间方。”

“而且，”他接着说，“我们为什么不喜欢第三方中介？因为费用高昂，还导致我们与客户失去联系。你也听见丹说的了。HotelShield只收10%提成，还不到一些OTA费用的一半，而且我们可以跟客户保持联系。现在他们的流量差强人意，但我明白这只是开始……”

“而且我们还没有开始大量投资进行市场营销，因为我们首先要寻找股权合作方。”突然出现在他们背后的丹说。

丹笑嘻嘻地跟他们握手，说：“真高兴能看见你们二位过来看我们展示。我跟柯特通过几次电子邮件，很遗憾他没有来柏林。”

没等他们反应过来，丹就对洛塔说：“我知道你和你以前在美国的同事对RoomLocator的事有阴影，但这次不一样……”

“你可真懂她。”杰勒德说。洛塔被打动了，丹是有备而来。

丹接着说：“RoomLocator在1999年完全没有竞争力，那时候的投资者就会傻乎乎地向Travelocity和Expedia之类的OTA扔钱。而且当时那些OTA才刚起步，我们并不知道它们会构成威胁。15年后的现在，我们的竞争形势更公平了，而且我们对客户需求做了更好的分析。我们的网站简洁明了，易于使用，可以为消费者省钱。《今日美国》上那篇文章你看了吗？”

那篇文章柯特发给他们了。一位记者花了几个星期对比HotelShield和OTA，发现HotelShield在一切情况下都能为自己省钱。洛塔明白这个承诺：客户能以Priceline或Expedia同等（或更低）价位预订酒店，还能享受直接预订的所有好处，比如可以灵活选择房间、获得积分、提出特殊接待要求，而且取消预订也不必支付费用。

“文章非常棒，”洛塔说，“但你真觉得能打败OTA吗？游戏规则是它们定的。你们要花多长时间实现流量增长？”

“这个市场的确拥挤。Expedia收购了Orbitz和Travelocity，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但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最初6个月我们的独立访问者达到400万，现在每月旅客数量接近1400万。刚才我说了，我们还没有集中做市场推广，因为我们还在吸引合作方。我跟柯特提过，我们希望在欧洲开展一项独家合作。你们也许会是欧洲第一个，也可能会是惟一一个我们的合作方。InterContinental和Steigenberger也向我们表达了合作意愿。如果你们错过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唔，你知道我们两个不能做最终决定，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持联系。”洛塔说着，拉走了杰勒德。

两人走出酒吧，杰勒德提醒洛塔，柯特把主导权交给了她，委托她向董事会提交建议。

“我知道，”洛塔说，“我只是想让丹走开。他搞得我心烦意乱的。更糟的是，他快要说服我相信那是个好主意了。”



净现值为负数

几天后，洛塔和杰勒德回到Ervaring阿姆斯特丹总部，跟卡莉·詹森一起看她做的关于投资HotelShield的分析。

“这家公司的商业模式很扎实，没有问题，但我们作为合作方会亏钱，”卡莉说，“你们看看，3年后投资净现值（NPV）还是负的。就算用敏感分析，变更基本假设，无论怎样都对我们没有好处。”

洛塔的助理送午餐进来，3人停下来拆三明治包装。洛塔对卡莉给出的数字并不感到惊讶。OTA把消费者握得很紧，一家做弹出广告的公司要一下子改变这种现状，似乎不太可能。

“所以就是不行。”她说。

“我知道由我来说挺奇怪的，”杰勒德说，“可是，就算短期和中期的数字看着不太好，我还是觉得不能就这样放弃这个机会。或许不会立刻有回报，但如果几年后HotelShield能赢得一点点市场，OTA就必须注意了。”

“你们知道，”他解释道，“现在OTA市场两家独大，Expedia和Priceline持有的谈判筹码比以往更多。也许我们无法完全摆脱OTA，但如果它们费用降低，哪怕只降低几个百分点，就能让我们的成本大大降低——或许不是现在，但就长期来讲肯定会的。”

卡莉边吃边抬起头，一脸吃惊。“我们还在说之后3年的巨大损失呢。”她指着自己的电脑屏幕说。

“意义不在于现金回报，至少不是当下的现金回报，”杰勒德坚持说，“而在于尝试改变行业现状。电子商务界各方都想从价值1.3万亿美元的旅游行业分一杯羹。亚马逊和谷歌掺和进来，威胁说要把我们的客户拦截在搜索这一步，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才能继续参与竞争。既然希尔顿和喜达屋都跟HotelShield合作了，我们也应该慎重对待此事。”

“但也许问题就在这里，”卡莉回答，“我们不是希尔顿也不是喜达屋。就让美国人投这个资，看看会怎么样吧。我们不必承担这种风险，之后也可以坐享其成——等到HotelShield想拉我们做客户，而不是做合作方，或者是OTA被迫降低费用。”

洛塔看出卡莉是杰勒德的得力助手。卡莉头脑好极了。“我喜欢这个主意。”洛塔随声附和，心里很清楚自己是出尔反尔。

“如果我们想看到欧洲市场有所改变，坐着干等是不会有结果的，”杰勒德反驳道，“HotelShield在这边需要一个合作方，而我们是最大的品牌。洛塔，我知道你有阴影，但你不能让RoomLocator那一件事影响你对后来所有事情的判断。改变现状需要各方共同努力。”



长期回报

洛塔走出史基浦机场的安检处，排队等待登机。她即将飞往伦敦参加为期一天的会议。去找座位之前，她看了一眼手机，看见一封柯特发来的电子邮件：“有关HotelShield，你做出决定了吗？”

她知道他没指望立刻回复，所以决定在飞机上再三考虑，在伦敦的出租车上给他回邮件。

9000米高空之上，她回想着不愿意将预算的一大半用作投资的所有原因。HotelShield并未经过市场检验，其商业模式稳健，但如何确保消费者，特别是欧洲旅行者，真的会点击弹出广告呢？这家公司是否有能力赢来足够多的客户，使之成为Ervaring的有效盈利渠道，并迫使OTA降价？

可是想着想着，她仿佛又听到杰勒德的声音，责怪她被RoomLocator的事影响了判断。她不想因为那次经历而阻止Ervaring改变行业现状并从OTA处拿回一部分利润。假如Ervaring不投资，那么投资并成为惟一合作方的也许就是英国或德国的某个品牌，而Ervaring可能会远远落后。

她望着窗外，犹豫不决。这究竟是无力承担的风险，还是不容错过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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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改编的案例研究，展现了现实世界中公司领导者面临的种种问题，并提供专家意见。本文改编自哈佛商学院案例研究“雅高集团：以数字营销增强品牌”，作者吉尔·埃弗里（Jill Avery）、切基坦·德夫和彼得·奥康纳。



登陆hbr.org
 ，告诉我们你会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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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基坦·德夫是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战略营销及品牌管理副教授。彼得·奥康纳是巴黎高等经济商业学院（ESSEC）信息系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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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但不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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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绍祥

（Ted Teng）


是立鼎世酒店集团总裁及CEO。






Ervaring应当与这家初创公司合作，但不是以投资的形式合作。


我
 建议洛塔和她的团队跟这家初创公司合作，但不是以投资的形式合作。

HotelShield要想取得成功，要让所有大、中、小型酒店集团都使用这个平台才足够，也才能向投资者证明其商业模式。若要与OTA竞争，必须为消费者提供相似的便利之处：在广泛的选择范围内对比房间特点和价格。这样比一个一个去看各品牌的网站方便多了。因此洛塔应当告诉丹，他绝对可以拿Ervaring的房间作为卖点，但财务承诺就需要更多时间来考虑。这样做可以让Ervaring在权衡长期战略时先获得短期益处，如预订量增加，对OTA的依赖性降低，费用降低。丹会同意这个计划的，因为HotelShield需要跟Ervaring这种大品牌合作才能生存。

我推荐这种节奏比较慢的方法，虽然HotelShield可能有能力继续发展，但我非常怀疑这种模式能否盈利。收费低，收入就低，就这么简单。而且OTA之所以能吸引消费者，是因为把所得收入的一大部分都投在市场推广上面。HotelShield不会有这个实力，而且弹出广告虽然省钱，却不会带来多少交易。交易数量少，每笔交易利润低，这样赚不了多少钱。杰勒德的财务总监说得很有道理。

别误会我的意思。我相信HotelShield及其现实生活原型Room Key的作为：让酒店品牌联合起来，对抗OTA并迫使其降低费用。大家集合起来创建一个平台互惠互利，这种做法很明智，而且我们这个行业迫切需要合作，因为我们最强大的竞争者不是同行，正是这些中间方。

我们立鼎世无法向Room Key投资，因为我们从事销售、营销和供应，自己并没有实体酒店。但我们提供酒店列表，因为我们希望能在未来与顾客建立更紧密的关系，并且降低预订所需费用。

Ervaring应对尽力支持HotelShield。如果丹表示惟一参与方式就是成为股权合作方，Ervaring也许应该率先出些钱。不过丹并没有下这种最后通牒，所以目前Ervaring可能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推动HotelShield发展。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无需中间方也可以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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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弗·卢姆

（Jennifer Lum）


是一位天使投资人兼创业者。她是Adelphic和Apricot Capital两家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而且是麻省理工、Techstars和500 Starups的创业顾问。






HotelShield承诺提供的服务，Ervaring自己也能实现。把要关闭网页的用户吸引回来，这种事不用中介方也可以做到，所需要的技术是现成的，实现起来也并不复杂。


投
 资做HotelShield的股权合作方是个可怕的决定。首先，Ervaring无力承担。洛塔知道股权投资会用掉营销预算的一大半。把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投给一个项目，绝非明智之选，而且在这个例子里还是个有风险的项目。这就像用大半薪水还房贷，你可能得到了不错的屋子，但过不了一两个星期你就要挨饿了。

其次，HotelShield承诺提供的服务，Ervaring自己也能实现。把要关闭网页的用户吸引回来，这种事不用中介方也可以做到，所需要的技术是现成的，实现起来也并不复杂。大部分酒店品牌，包括我的公司，都可以在用户浏览我们网站的时候追踪链接，收集相关信息来判断是不是合适的目标客户。如果是，那么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甚至在他们关闭了我们的页面之后）弹出广告和推荐。这是一种相对直接的营销策略，Ervaring为什么要考虑外包？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跟一群竞争者一起做这件事？这是我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与HotelShield合作，会把Ervaring推到几大竞争对手旁边去。HotelShield最终会掌握海量的顾客信息：电子邮件地址、地域以及支付信息。谁能访问并操控这些用户信息？

OTA很厉害，占据了市场。但我们不必祈求OTA怜悯。我们掌握着自己的酒店和自己品牌的命运。我们只需要找出与OTA合作的最佳途径。我们citizenM的战略一直是与一两个OTA合作，产生“公告栏效应”。我们不在乎花钱让顾客找我们预订，有人预订房间，我们就尽最大努力把这个人争取过来成为我们的忠实粉丝。

HotelShield不会像谷歌、TripAdvisor等插足酒店预订竞争的网站那样对OTA构成威胁。我们行业内部的确需要反思该如何进行销售，是靠市场细分还是靠渠道，但打倒OTA不会是好的解决方案。对于Ervaring而言，做出这样有风险又有误导性的投资不止是个坏主意，简直是荒唐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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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hbr.org社区的评论

通力合作

比起投资，Ervaring更应该与其他连锁集团合作，创立属于行业自身的OTA。这需要竞争对手的合作与配合，还需要大量的市场推广支出。风险当然很高，但是水涨船高，行业内所有公司都能受惠，对吧？

阿兰娜·麦凯

（Alana McKie）

韩国贵族外国语学院英语教师



都是钱的事

假如HotelShield获得成功，那么无论Ervaring是否投资，OTA都会降低费用。若不投资，Ervaring不必承担风险就可以坐享其成。如果Ervaring真的觉得己方投资十分重要，会为HotelShield的成功提供极大的帮助，那么做决定就变得困难了。而OTA如果分别与各酒店经营方商议费用，而不是统一费用标准，将来Ervaring要降低费用可能就只有跟HotelShield合作一条路可走了。

托马斯·科马瑞克

（Thomas Krcmaric）

Old Navy库存分析师



获取更多的数据

Ervaring应当调查目标客户的预订习惯，看看他们倾向于通过OTA预订还是从Ervaring网站预订，还要调查接下来5年的市场供需情况，还需要了解HotelShield目前股权合作方的转化率和绩效数据。

伊冯娜·顾

（Yvonne Gu，音）

康奈尔酒店管理学院酒店管理硕士





杂谈 Synthesis



我们身后该留下什么

Lives We Can Learn From

莉莎·伯勒尔（Lisa Burrell）| 文

刘铮筝| 译　万艳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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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袒露心声，我们越发了解到哲学家和艺术家对于“人何以为人”的思考；无论你以何种手段谋生，有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尽
 职尽责的领导者十分看重自己留下的财富，他们花很长时间苦思冥想：自己将留下何种印象，传承哪些东西，哪些思想观念会为人铭记。这些问题着实令人费解，因此，我行我素，由他人在身后歌功颂德成了最具吸引力的选择。或者像我最喜爱的教授笑谈的那样，“把一切财产都留给我的猫”。然而，深思熟虑的回忆录在对付这类问题上往往能独辟蹊径。今年有3本伟大思想者和践行者在晚年写就的传记出版，提供了关于取舍与传承的宝贵洞察。

首先来看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自传《黑暗中的微烛》（Brief Candle in the Dark
 ）。尽管道金斯以挑战权威著称，但促使他写就这本书的则是一颗敬畏之心。年届74岁的他，面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时，依旧会茫然不知所措，而且他热衷于求证，且极富感染力。他表示，人可能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在得到理想结果时停下研究的脚步。尽管道金斯讨论的是科学，但在分析为王的年代，这一警示适用于所有人。

道金斯极其厌恶为了辩论而故意唱反调，这让我倍感惊奇，毕竟他向来喜欢煽风点火。他将传统辩论（比如法庭辩论）视为效率低下的“追求真相拉锯战”，双方疯狂争执直到选出胜者为止。他宁愿大家心平气和坐下来一起研讨事实。

道金斯与自己在牛津的学生爱伦·格莱芬和博士后研究员珍·布洛克曼密切合作时，正是如此。他将之描绘为“一段充满魔力的时光，是我工作生涯中最具建设意义的时期之一”。（他们师徒3人对掘土蜂的行为进行经济分析，得出了雄蜂追求雌蜂的沉没成本：雄蜂越努力掘土筑巢，囤积螽斯作为食物，就会越努力追求雌蜂，无论这样做值不值得。）道金斯还满怀感激与敬佩之情，回忆了与其他许多人才建立起富有成效的关系。他们包括科幻小说作家道格拉斯·亚当和“新无神论者”克里斯托弗·希钦斯、山姆·哈里斯和丹尼尔·丹尼特。

因此当道金斯成为荣誉退休教授后，他对在所有学科前沿奋战的学者们提出了不情之请：具有好奇心、逻辑性和合作态度。

《充实的一生：90岁感悟》（A Full Life
 ）的作者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对传道授业十分热衷，但不失理性，甚至连道金斯都对他由衷尊敬（例如，6年多以前，由于南方浸礼会在女性平权上的僵化立场，卡特与其断绝联系。）在描述家庭农场度过的少年时光，在海军潜艇上服役的岁月，政治生涯以及慈善事业时，卡特流露出对人类成就的由衷赞美，即便面对吹毛求疵和费力不讨好的情况亦是如此。

与在白宫担任总统时相比，人们往往更钦佩卡特在卸任后展现出的领导力。他坦承在从政期间，自己“对人权的承诺打了折扣……是天真和脆弱的表现”，而且出动直升机去伊朗营救人质的失败更是雪上加霜。但他也实事求是地列举出了自己做出的贡献，比如成功劝说沙特国王控制住伊迪·阿明（Idi Amin）；与石油巨头较量，赢得参议员支持，保护阿拉斯加大规模土地，避免其沦为油田；启动了与多国领导人的对话，包括中国的邓小平，以及与安瓦尔·萨达特和梅纳赫姆·贝京在戴维营会谈。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卡特在20世纪80年代争取连任时依旧致力于解决伊朗人质问题，并最终令人质在他的继任者罗纳德·里根当选几分钟后，得以获释。

在如今盛行各自为政的政治环境中，我们可以起用更多像卡特一样，在谈判和外交中更具耐性的领导者。

尽管在今年夏天，癌细胞扩散到了卡特脑部，但他继续发挥余热参与人道主义工作，支持美国发扬心怀慈悲的传统。他身为世界上最伟大公务人员所留下的财富，昭然可见。

神经病学家和《飘萍人生》（On the Move: A Life
 ）的作者奥利弗·塞克斯也罹患了癌症。此书出版数月后，塞克斯于今年8月辞世。因此与卡特的自省类似，他的回忆内容深刻且意义重大。

塞克斯多年来致力于治疗和研究疑难杂症，他经典的患者包括“聪明的提西·雷”和“错把妻子当帽子的人” 。塞克斯坚持记录患者病史，尽管他致力于临床治疗，但对理论也十分感兴趣。他经常寻找实践和理论间的联系。开始同侪对他的著作不以为意，觉得不过是些科普文章（塞克斯从医时，现代神经病学几乎没有病史记录）。通过进行大量访问和亲自聆听患者讲述，塞克斯将他从事的学科以及公众对该学科的认知提升至全新领域。

此书中，塞克斯还讲述了自己的病史，他的一生充满艰辛与矛盾。作为一个害羞且脸盲的医生，他终日的工作就是与人们的神经突触打交道。年轻时塞克斯赢得过洛杉矶“肌肉海滩”的举重比赛，还在公开同性恋很艰难的时代与男人低调谈过恋爱。“作为20世纪60年代一位不计后果的吸毒者”，他不得不戒掉安非他明，才在一周两次的心理治疗中有所进展。直到他去世之前，塞克斯一直在接受一周两次的心理治疗。

通过袒露心声，塞克斯让我们越发了解哲学家和艺术家对于“人何以为人”的思考。无论你以何种手段谋生，有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塞克斯的自传都能把你从日常俗务中唤醒。这本书能启发我们的决定、行为以及我们建立或打破的种种关系。

以上3本回忆录所包含的思考超越了任何一段人生，也说明一段人生包含太多不同维度。作者们并未宣扬任何人生终极意义的大道理，恰恰相反的是，他们体察入微，而且相互共鸣，毕竟这是他们的真情流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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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勃·查普曼（Bob Chapman）：

我现在读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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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爱与逻辑教育孩子》（Parenting with Love and Logic
 ），作者福斯特·克莱恩、吉姆·费，Nav出版社，2006年出版。

“克莱恩和费提供了营造家庭环境的简便方法，儿童在其中能够自己解决挑战，建立起责任感。此书不仅影响了我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也对我在Barry-Wehmiller所扮演的角色起到重要作用。”

鲍勃·查普曼是Barry-Wehmiller公司CEO，也是《人人都很重要》（Everybody Matters
 ，Portfolio出版社，2015年出版）的合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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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莎·伯勒尔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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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light


STRATEGY


What Is Disruptive Innovation?


Clayton M. Christensen, Michael Raynor, and Rory McDon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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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past 20 years, the theory of disruptive innovation has been enormously influential in business circles and a powerful tool for predicting which industry entrants will succeed. Unfortunately, the theory has also been widely misunderstood, and the "disruptive" label has been applied too carelessly anytime a market newcomer shakes up well-established incumbents.

In this article, the architect of disruption theory, Clayton M. Christensen, and his coauthors correct some of the misinformation, describe how the thinking on the subject has evolved, and discuss the utility of the theory.

They start by clarifying what classic disruption entails—a small enterprise targeting overlooked customers with a novel but modest offering and gradually moving upmarket to challenge the industry leaders. They point out that Uber, commonly hailed as a disrupter, doesn't actually fit the mold, and they explain that if managers don't understand the nuances of disruption theory or apply its tenets correctly, they may not make the right strategic choices. Common mistakes, the authors say, include failing to view disruption as a gradual process (which may lead incumbents to ignore significant threats) and blindly accepting the "Disrupt or be disrupted" mantra (which may lead incumbents to jeopardize their core business as they try to defend against disruptive competitors).

The authors acknowledge that disruption theory has certain limitations. But they are confident that as research continues, the theory's explanatory and predictive powers will only improve.


HBR Reprint R1512B


Features


ECONOMICS & SOCIETY


The Overvaluation Trap


Roger L. Martin and Alison Kem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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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overvaluation trap was first identified by Michael Jensen in a 2005 article examining the dot-com bubble. He noted that it often affects entire sectors and that in response to it executives tend to adopt two strategies: investing in hot, hyped technologies (as Global Crossing did with fiber-optic cable) and glamorous acquisitions (Nortel's downfall). And when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start to dry up, firms may turn to financial manipulation (think WorldCom) to prop up their overpriced equity.

The authors point out that today companies in the pharmaceutical and oil sectors are caught in this same trap. Their market caps are spectacularly high. But massive spending on R&D is not producing more new drugs, and ever greater investment in oil reserve exploration is only exacerbating the glut of supply. The dance may be ending for both industries, and their executives need to figure out new and more-realistic narratives for value creation.


HBR Reprint R1512H


Managing Yourself


Succeed in New Situations


Keith Roll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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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can't get very far in your career without taking new jobs, joining new organizations, transferring to new locations, and meeting and building relationships with new contacts. But surprisingly, many professionals stumble in these situations because they haven't mastered three basic yet critical getting-to-know-you skills: introducing themselves, remembering names, and asking questions.

Fortunately, it's fairly easy to get better at them. In this article, a Babson professor who has spent 20 years counseling executives and MBAs offers tactics that will help you navigate new situations more confidently. For instance, introductions tend to go more smoothly if you've practiced your opening lines—and you know how to make the other person feel valued. Names are easier to remember if you repeat and rehearse them and link them to vivid mental images. And you're more likely to get the answers you need if you figure out the right person to approach—and the right time—and ask short, to-the-point questions. By paying attention and applying simple but practical strategies like these, you can set yourself up for success with new challenges.


HBR Reprint R1512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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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比尔·琼斯（Bill T. Jones）

舞蹈信仰来自肢体魔力

达纳·利西（Dana Lissy）

艾莉森·比尔德（Alison Beard）| 访

蒋荟蓉 | 译　刘铮筝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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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琼斯
 靠着自己的舞团革新了现代舞。舞团由他和伴侣阿尼·赞恩（Arnie Zane）共同创办于1982年，后来赞恩因艾滋病引起的淋巴癌去世。现年63岁的琼斯编排舞台作品120多部，其中包括百老汇剧目《Fela!》。他现在担任New York Live Arts艺术总监，本季度回归舞台进行个人表演。






HBR：
 你演出的创意从何而来？


琼斯：
 有人说我的作品表现了与经济、政治和权力现状的正面冲突。构建基础的是问题：我现在感受到的这种冲突感要怎么表达？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已经做了什么？还能做什么？会跟谁合作？我们要怎么打开另一种表达途径？做什么动作？演出环境和音乐怎么样？观众是谁？带着这些问题，鼓起勇气在练功房好好训练。很多观众会觉得“我们知道比尔要干什么？”，怎么才能超出他们的预想？




你说过自我怀疑使你“饱受煎熬”。你是如何克服自我怀疑的？


我很抑郁。六、七年前，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资本继续活下去。那时我获得麦克阿瑟奖（MacArthur grant）和两次托尼奖（Tony award），但这一切似乎都很虚无。所以该怎么办？一种方法是继续工作，另一种方法是接受治疗，还有就是看看那些爱你的人的眼睛。对我来说，爱我的人就是跟我结婚的那个男人比约恩，还有我的助理艺术总监珍妮特·王（Janet Wong），她会在我感到绝望的时候望着我，那神情仿佛在说“为什么要钻牛角尖？你平时不是这样的。我们还有工作要做呢。”所以说战胜怀疑的是爱，以及投身于更重要的事。而且我觉得这种怀疑是神圣的。我是种土豆的穷人家出身。为什么没有去当医生或者证券经纪人？因为我发现了肢体、时间和空间的魔力，舞者的动作竟会让观众为之感动，正是这种魔力让舞蹈成为了我的信仰。




你的团队里很多成员都跟了你好几年。你是如何激发了这份忠诚？


我这个人有时候喜怒无常，又爱抬杠，有这么一群人愿意跟着我可真是奇迹。一部分原因是运气吧，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自己要示弱。你要明白如何承认自己的错误。另外，大家如果知道你热爱什么，也会非常包容你。他们会说“这家伙脑子有毛病。但他身上有那么多难能可贵的东西。他那么真诚”。在这一行干了快40年，你一定要有一些除了勇气之外的东西。大家会看出我的本性，看出我沉迷于自己热爱的事物，并不是那种愤世嫉俗的人。




你如何形容自己的领导风格？


我不是乔治·巴兰钦（George Balanchine，美籍俄裔编舞大师）那种天才，直接跟每个人说，“亲爱的，你这样做，你那样做”，然后整个舞台效果出来棒极了。我会说，“我喜欢开头这个动作。我们来试试变动一下效果怎么样。”你要有可以信赖的搭档。比如珍妮特，有时候我只用说，“啊，你知道要怎么做。我真期待明天要做的事，但今天这边的事情还没做完，你来接着处理吧，我会对你的工作致以诚挚的感谢和批评。”如果碰到问题，好的领导知道要如何恰当地提问、仔细倾听并整合团队给出的答案——这是社会治疗师弗蕾达·罗森（Freda Rosen）说的。我状态好的时候，放松下来，就会想想“你不必得到所有问题的答案，也不必赢得这场争论。现在提出来的哪个主意最好？”搞艺术的人都有个问题：自我意识太强。我会觉得这是我的舞团，冠的是我的名字。的确是这样没错，但如果没有别人的话，你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的领导方式就是把“我们要怎么做”这个问题抛出来，等大家讨论得差不多了，就热烈拥抱一下他们，说“好了！”“终于可以走了！”“我们走吧！”之类的。团队并不是每天都要这样，但有时候就得让他们觉得你自己心里没底。




你什么时候会表现出自己强硬的一面？


太累、太沮丧的时候吧。不过“奥巴马不搞噱头”（奥巴马竞选总统时的口号）给我这类人上了一课。作为黑人呆在以白人为主的社会文化环境里，你要格外小心才行。你承受不起“残暴野蛮”的标签，别人就等着你露出那副样子呢。所以你要学会冷静。如果按捺不住脾气，我会深受其害。




你是如何寻找人才的？


我们招两个舞者，可能会有450位女性、125位男性来面试。这么一大群候选者里能吸引你注意的是哪个人？不是因为长得好看，甚至不是因为表现最好，而是因为那个人对要表演的东西有种渴望，表现出一种贪婪和渴求，并且在表演中展现出一些东西。我从空手道高手那里知道，要寻求“初心”。当然你也需要经验丰富的舞者，但是面对初学者，你可能会觉得初学者就别瞎说了，但有时候他们的想法非常宝贵。如果是指其他岗位的人才，比如执行导演之类的，那就该说有时候这类人才是需要培养的，找那种聪明的、开始职业生涯没多久的新人，让他们经受历练。




对有志于组建艺术团体的人，你有什么建议？


筹钱的本事怎么样？这么问好像挺俗的，但这真的是个问题。要组建一家能支持实验性演出的舞团、一个设有184个座位的研究及表演场地，你必须努力筹钱。搞视觉艺术的人，绘画、雕塑和装置艺术品都可以卖，但我们搞舞蹈，有什么能让有钱人掏钱的？你要设法营造一种探险的感觉，让他们带着艺术创作的概念参与创意世界。




你在考虑退休吗？退休后由谁来接手你的工作？


舞团顶着你的名字，退休可真不容易，对吧？珍妮特·王是我最好的助理艺术总监。她愿意接手吗？我不知道，但我觉得她爱这个集体。跟New York Live Arts的一次合作让我们知道了该如何利用比尔·琼斯舞团这块招牌——我们的舞台效果、训练方式、梦与传承。这是我们的根基，不是终点。




你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转折点是……？


从年轻的独舞者转为与阿尼合作，并以搭档关系抛头露面。阿尼临终时对我说：“别管舞团了，你单飞吧。”而我做了决定：“不，舞团是我们的孩子，我会做好自己必须做的事，找人合作，将舞团继续运营下去。”




你是怎么从悲伤中走出来的？


想想你失去的那个人拥有什么特质，然后在自己身上培养。这样一来，他们就与你同在。而且有了珍妮特。我是在一次晚会上遇见她的。当时我正在嚷嚷着工作艰难，抱怨时下的人都没什么信心，而她安静地走过来，说：“我有信心。”那是23年前的事了。她说的是真的。啊，还有就是我从舞台上退下来了，不必再穿着练功服在练功房里汗流浃背。我的最后一场独舞是在巴黎卢浮宫，那是一场非常特别的演出。但我的膝盖和背都不太好了，所以决定不再跳舞。当然，有时候我特别高兴或者特别感动，也还是会来一段——在客人走后的起居室里，或者是舞团漂亮地完成了一次巡演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季度我又做了一场个人演出，这是8年来我第一次重返舞台。如何用小幅度的肢体动作表达深切的感情，是个有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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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执行力难关

文丨王晨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译






在
 现代管理学的开端，泰勒主义通过对时空的精细分割，实现对个体行为的严格规训，达到理想的生产率。但在后工业经济中，仅使用诉诸身体暴力的强制管理方式，组织无法有效动员所需的生产力。正因此，组织的执行力难题吸引了相当多管理学研究者的关注。本增刊汇集四篇相关文章，希望为读者介绍应对执行力问题的新思路。



正如人们的“外表”和“内心”存在差异，话语和行为也常有不一致甚至相冲突的情况。《攻克执行力难关》一文即指出，组织决策无法有效执行，原因通常是领导者和执行者缺乏有效沟通，导致口头承诺难以转化为行动。为此，组织须建立“决定性对话”机制。这种对话机制首先要求参与者认真寻找答案，并愿意面对令人不悦的真相。其次，有关决策的对话必须保持开放，并应明确具体行动。



同样，《“如果－那么”计划弥合知行鸿沟》一文寻求缩小认知和行动之间的差距，认为目标的分解和细化可以大幅提升团队执行力。《像管理资金一样管理时间》则阐释了执行力低下的另一大原因——时间利用率低，并给出了组织减少时间浪费的具体方法。



最后，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执行力难题，传统风格的管理者或许应认真思考组织去中心化和去层级化的可能性，通过“颠覆”自我、提升其他参与者的自主性，最大限度释放组织的创新活力。对于此类管理者，《创新来自原创性文化》一文论述的“不服从”文化尤其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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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克执行力难关

拉姆·查兰（Ram Charan）| 文

陈晨 | 摘译　王晨 | 校










本文是2001年4月拉姆查兰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的文章摘译。查兰认为通常情况下，组织决策不能得到干净利落的执行，源于CEO与决策执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对话。查兰将这类对话定义为“达成决定的对话”（Decisive Dialogues本文将之简称为决定性对话。）这种对话有四个特点：首先，对话者在认真寻找答案；其次，对话者愿意面对令人不悦的真相；第三，对话是开放式的，任何灵光一现的想法都能被接受；第四，这些对话并非空谈，而能被转化为实际行动。






你
 是否遇过以下似曾相识的经历？你在参加公司的季度评估会，一位同事正在绞尽脑汁地分析一本厚厚的新产品投资计划书。言毕，会议室陷入一片死寂。每个人都在左顾右盼，等待其他人先开口。没有人愿意发言，至少不愿在老板表态前发言。

最终，CEO开口打破了让人尴尬的沉默。他提出了几点不痛不痒的质疑，表明他人尽其责。但是显然，他是支持这个项目的。很快，其他人开始知趣地附和，小心翼翼地表达他们的支持。从表面看，似乎全屋的人都在异口同声地支持这个项目。

但表象往往具有欺骗性。一个来自相关部门的领导者担心新产品可能占用他的部门资源。生产部门的副总裁认为，项目的首年销售预期过于乐观，可能导致仓库出现高库存。剩下的人对项目不冷不热，因为他们看不到自己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但他们选择了隐藏自己的态度。会议无果而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伴随一系列战略预算和运营评估，这个项目被缓慢地枪毙了。虽然我们不知道是谁否决这了个项目，但很显然，表面的共识与人们的真实想法相去甚远。

在对大型组织及组织领导者的多年咨询生涯中，我碰过无数次类似事件，甚至在组织高层会议上，也会出现参与者沉默不语、讨论有始无终的现象，并因此带来“虚假”的决策。在25年的亲身经历中，我总结了一点经验：执行力难关的根源是对话的无效性。换言之，决策制定者与执行者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囿于组织等级和繁文缛节，加上彼此之间缺乏信任，人们在面对决策时缺乏信心，只能机械附和。当执行决策时，人们必然缺乏果断的执行力。

这种无效的互动模式通常不会孤立地存在。很多时候，公司大大小小的决策都是这样被炮制出来的；很多决策也由于同样的原因无法达成。执行乏力已经深入企业的文化骨髓，员工似乎安于现状，不愿改变。

关键在于，这只是一种“似乎”，因为既然领导者是执行力难关的系铃人，那么他们也能够作解铃人。其中，有力的改变工具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对话。对话是组织的基本工作单元。对话的优劣能决定人们处理信息、制定决策的方式，以及对待彼此和决策结果的态度。对话可以开启新思路，并迅速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它是决定知识工作者成长和工作成效的重量级砝码。对话的基调与内容能够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想法并进而塑造企业文化，其影响力远超过任何我见到过的激励机制、结构变革或企业愿景。

为了攻克执行力难关，领导者需要构建真诚和彼此信任的对话。领导者的对话，将奠定整个组织的对话基调。

但是奠定对话基调只是万里征程的第一步。领导者还必须保证社交运行机制（Social Operating Mechanisms，即企业员工之间的业务交流，例如高管会议、制定预算和战略决策等）的对话是真实的。通过不断改善社交运行机制，决策制定与执行的责任将变得更清晰。

后续跟踪和提供反馈是攻克执行力难关的最后一步。通过后续跟踪并提供诚实的反馈，卓越的领导者能够激励明星雇员，帮助业绩不佳的员工提高表现，并改善员工中出现的阻碍组织进步的行为。

总而言之，领导者如果能够注意自己的对话、改善社交运行机制并提供合适的后续跟踪和反馈，就能成功打造执行力文化。



从对话开始

人们对卓越公司的关注往往集中于某种产品、商业模式或运营优势，例如微软风靡全球的Windows操作系统，戴尔“大规模定制”的供应链管理及沃尔玛的一流供应链物流管理。但无论产品还是运营优势，都不是卓越公司真正的制胜法宝，因为它们都能被模仿。对模仿者而言，最难仿造的是企业的决定性对话、有力的社交运行机制及与此相关的反馈和后续跟踪。这些因素能给组织带来持久的竞争优势，并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者展现出的对话风格，以及这种风格给整个组织带来的影响。

决定性对话没有确切的定义，但很容易辨认，它能将看似无关的信息和点子贯通起来，并激发人们的创造力和分析力，也能帮助对话者直面潜藏的冲突，然后逐个解决，达成共识。由于这种对话是智力上的平等探讨而不是一味坚持自己的观点，是寻找真理而不是互争高低，人们将对最终的结果充满热情。

不久前，我亲眼目睹了决定性对话的力量。一位CEO在进行决定性对话后，奇迹般地塑造了他组织的企业文化。他就职于一家美国大型跨国公司。

公司的一个主要业务单元负责人需要向这位CEO和几位高层领导做战略演示。这位负责人看上去极其自信，甚至有些趾高气昂，他列出了战略目标，希望将其所在部门的业绩从全欧第三提升至第一。这个计划听上去十分宏伟，成败关键在于公司是否能迅速并大幅地提高德国的市场份额，但是，公司的业务劲敌总部就位于德国，并且对手的公司规模是其四倍之大。面对这位部门经理的战略演示，CEO首先肯定了他的斗志和美好的愿景。随后，他展开了决定性对话，帮助对方思考计划的可行性。他问道：“你怎么做才能获得这样的成绩？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选方案？目标顾客群是谁？”因为没有想过这些问题，部门经理有些不知所措。

“你可以用与以前不同的视角定义消费者需求吗？实现这个目标你需要多少销售？”

“十个”，经理说道。

“你的主要竞争对手有多少销售？”CEO继续问道。

“两百个”，经理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CEO又追问，“德国市场的负责人是谁？他不是三个月前才被调到你的部门吗？”

如果对话就这样戛然而止，那么CEO只是对这位经理泼了一瓢冷水，并让其他参与者感到大胆构思非常不受欢迎。但是，CEO并不想毙掉这个战略点子，并更不想让整个部门团队士气低沉。通过提问，他将对话内容变得更接地气。他虽然直截了当，但绝非尖酸刻薄，这让经理意识到仅靠匹夫之勇不足以拿下主场在德国的竞争对手。会议结束时，所有人达成了一个共识，经理需要反思自己的战略，并在90天后提交一份更接近实际的报告。这位业务干将在自己提出的意见遭到否决后，反而备受鼓舞，准备接受挑战，更加聚精会神地投入手上的任务。

在以上对话中，如果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位CEO并没有一再强调自身权威或让对方感觉渺小。他只想提醒下属，不要忽略现实存在的竞争因素，同时在不经意间辅导了下属的商业技能、组织能力和提问的艺术。他质疑这个战略是出于业务原因，与私人感情无关。

决定性对话能从很多方面影响员工的行为和态度。会议结束后，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勇于创新，并准备随时应答CEO高难度的问题。他们也知道，CEO总会站在他们的一边。员工因此对成长充满信心并愿意付诸行动（关于如何打造决定性对话，参见后文《对话杀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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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杀手》

你的会议室是否死气沉沉？如果人们感觉恹恹不振，提不起精神，那么请小心以下对话杀手可能已经现身了：




杀手一：疑念从生



症状：
 信息不清晰。会议结束时，没有人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每个人都对结果有一套自己的解释。缺乏一套清晰的问责制。


药方：
 保证在会议结束时，每个人都清楚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什么时候必须完成。如果有必要，把任务清楚地写下来。




杀手二：信息阻塞



症状：
 没有收集所有的必要信息。一些重要事实或观点在决策完成后突然浮出水面，导致必须重新决策。这种情形不断重复。


药方：
 保证关键人物的在场。一旦发现存在信息遗漏，立即将遗漏的信息发布出去。通过询问是否存在被遗漏事项，明确表达你希望与会者保持开放坦诚的态度。引入辅导和惩治措施，防止信息隐匿。




杀手三：各说各话



症状：
 与会者狭隘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看不到他人的利益。


药方：
 保证所有观点的持有者都有机会发言。反复强调会议的共同目标，提高与会者的全局意识。寻找替代方案。通过辅导，让人们看到个人工作与企业整体目标之间的关系。




杀手四：自由泛滥



症状：
 领导者缺少魄力把控对话方向，各种奇葩行为纷纷出现。“勒索者”气焰嚣张，直到所有人都站在他们一边才作罢；“打岔者”不断打断主题，絮絮叨叨“想当年，我的做法是……”，或将对话引入不必要的细节；“沉默的骗子”从来不表达内心真实的想法，或假装同意他们完全不愿意执行的意见；“离间者”通过社交运行机制之外的途径寻找支持，离间团队，或在会议中进行与主题不相关的讨论。


药方：
 领导者必须雷厉风行，树立起行为规范并通过惩戒措施处罚违规者。如果轻罚不起作用，领导者应该果断换掉这些人。

（返回阅读原文
 ）





将对话变成行动

对话环境与对话同样重要。具有执行力的社交运行机制有以下四个特点：开放、坦率、自在和有始有终。开放是指对话的结果没有被预先设定。对话者在努力寻找可行方案和新的发现。询问下属“是否存在被遗漏的事项”等问题，能帮助领导者提高员工参与的积极性并给员工留下乐于兼听的印象。通过开放式对话，领导者能创造出一种活跃的讨论氛围，在这里凡事都能说，团队乐于学习彼此信任。

坦率与开放略有不同。坦率是指人们愿意将难以启齿的内容分享出来，暴露工作瑕疵，挑明真实想法，而不是心口不一地赞同。坦率意味着人们愿意表达内心的真实想法，不会一味取悦他人，它能将沉默的谎言一扫而空，并及时捕捉人们假惺惺表象之下的异议。坦率能防止无用功和重复决策，进而提高效率。

过于正式的对话会扼杀坦率，自在的对话会让人们变得更诚恳。生硬的演示和事先预定的发言让人感觉一切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但是自在的对话能降低防御，人们在提问时会变得更随性，并能用一种更诚实的方式应答。即兴对话让人精力充沛。

如果说自在能松弛气氛中的紧张感，那么有始有终则意味着纪律性。它指的是在会议结束的时候，人们将清楚自己的责任。通过公开透明的方式划分责任并制定截止日期，领导者能打造出执行力文化。这非常考验领导者的魄力和智慧。很多时候，决策乏力是因为对话信息不够清晰，惩戒措施不够明确。

一个健全的社交运行机制必然包括以上四个要素，此外，还有合适的对话者和对话频率。

当迪克布朗（Dick Brown）在1999年年初刚到电子数据系统公司（Electronic Data Systems，EDS）时，曾下定决心要打造一种合作、开放和具有执行力的企业文化，而不只是在喊有名无实的口号。这可不是件小事。一直以来，EDS都因为拥有优秀和富有冲劲的人员而闻名，但是同样出名的是员工间的尔虞我诈，他们至少有一半的时间被用在内耗，而不是合作上。公司的文化特点就是只做单打独斗的英雄。每个运营单元都缺少动力与其他部门合作或分享信息，从而成单。对于“单干”行为或业绩不符合标准，组织鲜有任何惩罚机制。决策乏力随处可见。EDS的业务不断萎缩，收入不再增长，利润开始下滑，股票市值也很不乐观。

在布朗的管理哲学中，最核心的理念就是“领导者容忍什么行为，下属就会做出怎样的行为。”到EDS后时间不久，他就在一年内建立起了六个社交运行机制，这表明他绝不会容忍EDS个人至上和信息交流不畅的旧文化。其中的一项有效的机制被内部人称作 “业绩评估电话”。每个月，位于全球各地的大约100名EDS高管都要参加一次电话会议，评估上个月的财务数据和关键商业活动。对话规则是内容必须保持透明，信息必须保持通畅，这样信息隐匿就不可能再发生了。每个人都知道谁完成了当年目标，谁超额完成了目标，谁的业绩低于预期。在项目上落后的高管必须为自己的失败做出合理的解释，并提出返回正轨的方案。一个管理者只说他（她）正在评估、总结并分析问题是不够的。布朗认为，这不像是一个在做事的人要说的话，而更像是一个准备行动的人会说的话。在布朗面前说这种话，他一定会问你这样两个问题：“在完成分析后，你准备做什么？你多快准备开始这种行动？”让布朗感到的满意的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做出决策并执行下去。

布朗鼓励人们把分歧摆到台面上，因为他认为这是组织健康的标志之一，而且也能告诉人们，怎样的对话方式最符合他的风格。布朗会提醒员工，业务冲突无关个人情感，这样他可以尽可能地创造出一种安全的环境来处理冲突。

任何跨国组织都必然存在冲突。布朗认为，培养全局意识极其重要，人们不应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寻找解决方案时，员工不是单单寻找有利于本部门的方案，而是能从EDS和全体股东的角度进行考虑。布朗的成功之处就在于，通过建立类似业绩电话的社交运行机制，他在一遍又一遍地传达同一个信息，并根据人们的行为给予奖罚，这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改变。



后续跟踪与反馈

反馈和后续跟踪是执行力文化的DNA，无论是面对面交谈，电话沟通或发生于社交运行机制的日常对话，反馈无处不在。缺少反馈会降低执行力，并导致决策乏力。

鼓励人们开门见山的最好办法是业绩和薪酬评估机制，特别当这些评估被嵌于社交运行机制中。但是，公司的业绩评估往往只是在走空洞的流程，正如本文开头描绘的业务会议一样。无论员工还是管理者都在心急火燎地盼望会议能早点结束。领导者的优柔寡断和缺乏坦诚的对话将扼杀一流的薪酬评估体系。

在EDS，迪克布朗设计出一种评估流程，其中，管理者必须坦诚地与下属进行对话。公司将对员工行为分五个档次进行排名并据此给予奖罚。布朗的这个做法引来诸多争议，一些员工将其比作达尔文的优胜劣汰机制，认为引进这种机制会导致员工之间不断出现恶性竞争。

但是，布朗坚持认为，这不是他设立排名机制的初衷。他认为评估流程是奖励先进和鞭策落后者的最佳方法。但是，这种机制需要一个诚实的对话土壤才能实现培养人才的目的。领导者必须将反馈诚实地告知他们的直接下属，特别是那些排名垫底的下属。

布朗的做法说明EDS原来可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上一年的评估中，上司没能坦率指出下属的不足之处。布朗非常明白管理者不愿有话直说的原因，因为表达负面反馈非常考验领导者的能力。但是在布朗看来，负面反馈是“领导力有力的一招”，不这么做，相当于“使组织流于平庸”。不仅如此，如果领导者不能给员工诚实的反馈，就等于剥夺了一次他们提高的机会。

归根到底，打造执行力文化事关领导力。你需要回答这些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我们的社交运行机制是否完善？它们彼此之间的关联如何？对话的参与者和对话频率是否合适？对话机制是否长期稳定运行？有没有反馈机制？决定性对话是否配有清晰的奖罚机制？最重要的问题是：这些机制中的对话是否有效？我们的对话是不是足够开放、坦率、自在而且有始有终？

攻克执行力难关是一项庞杂而艰苦的工作。领导者需要使出浑身解数，充分发挥自身的倾听技能、商业技巧和实战经验。但是，强大的心理、提供建设性反馈的能力和你的内在韧性同样也很重要。你需要提出正确的问题，寻找并解决冲突，提供诚实且具建设性的反馈，并设立奖罚制度。这非常不易，而且很容易伤感情，难怪大部分高管会选择回避。但逃避只能让你与卓越的领导力失之交臂。领导者应该鼓起勇气，将坦诚的对话和反馈进行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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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查兰是世界顶级咨询师，曾就职哈佛大学商学院和西北大学凯洛格商学院。著有多部著作，包括《像企业家一样思考》（What the CEO Wants You to Know: How Your Company Really Works
 ）。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3年11月刊。





增刊：攻克执行力难关



Get Your Team to Do What It Says It’s Going to Do

“如果－那么”计划弥合知行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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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马克多尔夫（Mark Dorf）




作品：路径/无题32，archival pigment print　年代：2013年





海蒂霍尔沃森（Heidi Grant Halvorson） | 文

程明霞 | 译　牛文静 | 校　李全伟 | 编辑




团队在完成任务时，通常只实现了设定目标的一半。用简单易行的“如果－那么”计划，就可以大幅提高团队的执行力。因为这一计划帮助团队将其目标细化为更可靠的路径，为成员搭建起认知与行动之间的桥梁，弥合知与行的鸿沟。






你
 主管的部门刚开始准备制定下一财年的预算方案。团队高层齐聚一堂，确定部门短期内的优先事项与长期内的资源配置。你明确了团队接下来要做的事，并决定一周后再碰一次。可几天后，团队高层再碰头时，你发现这件事没有任何进展。卡在哪儿了？回想一下，你当时大概是这样交代工作的：

第一步：为维持运营需要做一个临时性的预算方案；

第二步：明确你的部门在公司下一步运营中应该发挥的作用。

这些步骤安排虽然合理，但注定无效，因为它忽略了关键细节。第一步貌似明确，但它引发的问题多过需要解决的问题。比如，要预估维持运营所需的支出，团队需要收集哪些数据？谁负责做这个评估报告，以及何时做出报告？哪些高管明白团队所需的资源？谁去找这些高管谈话，并且将他们的反馈与实际数据作整合？何时完成这件事？面对相互冲突的各项任务，谁去评估其轻重缓急，并作出取舍？何时作此评估？

为团队或整个组织制定切实可行的目标，不仅要定义该做的事，还要清晰说明完成这些事情的具体细节，因为你不能假设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知道如何将概念转化为行动。通过采用动机学家命名的“如果－那么”计划（If-then Planning）去传达和履行团队意图，就能显著提升团队的执行力。

“如果－那么”计划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人类的大脑神经回路可以处理偶发事件。人类非常善于解码这类“如果x，那么y”形态的信息，并下意识地基于这种关联去指导行为。当人们决定以确定的时间、地点、方式达成目标，他们就会在大脑里建立一种关联：在一定的场景或提示（如果 / 当x发生）下，应该伴随一种行为的发生（那么，我就做y）。这种方式能够有效触发人们的行动意识。

在我们进行的200多项研究案例中，执行“如果－那么”计划者比其他人实现目标的几率高出300%。这些研究大都聚焦于个人，但是我们发现它对团体具有同样的效应。近期的不少研究都揭示，“如果－那么”计划能够明确团队的工作重心，促使团队成员及时采取关键行动。

这是个重要发现，因为组织内部大量的时间、金钱、创意与人力，都浪费在追逐一些含混不明的目标上。这一问题在组织内部相当普遍，“如果－那么”计划帮助组织成员理清执行过程中的具体细节，从而解决这一问题。它抓住了团队成功的关键，增加了每个成员的责任感，帮助他们弥合知与行之间的鸿沟。



让“知易行难”不再难

心理学家彼得戈尔维策（Peter Gollwitzer）是研究“如果－那么”计划的第一人（他是我在纽约大学攻读博士后的导师），他将制定“如果－那么”计划描述为制造一种“紧急习惯”（Instant Habits）。与人类其他许多习惯不同，这种“紧急习惯”不会是人生之路的障碍，而会帮我们达成目标。我们不妨看一个工作中的简单例子。

假设，你的下属总是迟迟不提交每周的工作报告，你可以要求他们必须将此事列入计划，以确保你能更好地掌握各项工作的进展。尽管每个人都愿意这么做，但他们太忙，总是忘记汇报。此时你可以要求他们做一份“如果－那么”计划：“（如果）到了周五下午2点，（那么）我就给苏珊发邮件提交一份简要的工作进展报告。”

这样一来，“周五下午2点”这个提示就会立即在他们大脑里和“给苏珊发邮件汇报工作”这一举动联系起来——这个提示非常醒目。在这种提醒之下，你的下属开始下意识寻找行为发生的情境。最终，他们会捕捉到这个关键时刻（周五下午2点），并立即采取行动，即便他们当时正忙于其他事情。

一旦这个计划中的“如果”被探测到，大脑就会启动“那么”的部分。人们会不假思索地去执行这个指令。周五下午当时针指向2点钟，员工的手指就会下意识地移向键盘写邮件。有时你会意识到自己在遵循一个“如果－那么”的指令。但这个过程本身并不需要是有意识的，这意味着你和下属可以在继续推进其他项目的同时，完成这个计划。

在我们进行的对照实验中，这个做法很奏效：那些采用“如果－那么”计划的参与者，每周提交报告的时间平均只拖延了1.5个小时；那些没有采用这个计划的参与者，提交报告的时间平均推迟了8个小时。（见图表《实现个人目标》

 ）

“如果－那么”的提示非常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要将团队成员该做什么、何时做（通常还包括在哪里和怎么做）具体化。让我们再看文章开头做预算方案的故事。要让第一步变得更容易执行——为维持运营制定一个暂时性预算方案，你可以创建一个这样的“如果－那么”计划：




（如果是）周一上午，（那么）珍妮要告诉大家整个团队在人员、合同方以及差旅方面的详细日常开支。

（如果是）周一到周三之间，（那么）苏安妮和大卫将和高管们面谈他们各自部门所需的资源。

（如果是）周四上午，（那么）菲力将综合反馈意见与实际数据撰写一份报告。

（如果是）周五下午2点，（那么）管理层将基于菲力的报告重新评估各项事务的轻重缓急，并就如何取舍达成共识。





如此一来，大家就没什么机会找借口了。任务和时间表都规划得非常清晰。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负责什么，也知道其他成员在做什么。

“如果－那么”的句型是否显得生硬且令人尴尬？也许是的，因为它不是我们平常惯用的表达方式。但这不是坏事，因为当我们更“自然地”表述自己的目标时，所有关于执行的具体细节都流失了。“如果－那么”的句型结构让人们对自己的计划更加上心、更加深思熟虑，让人们不仅理解，而且有的放矢地完成任务。




实现个人目标


研究显示，无论是完成工作项目、积攒退休金、疫苗注射，或者减肥，通常我们只实现了设定目标的一半（而且这还是最好的估计）。尽管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也真心想去做，却不知怎么总是无法实现。

为什么？原因有很多。总之，因为太忙，我们总是忽略和错过必须采取行动的机会和时刻。有时我们甚至会因此失去自信，怀疑自己能否驾驭一个项目，于是将目标抛之脑后。或者，因为其他目标、动机或者诱惑的出现，我们转移了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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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么”计划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帮我们在执行其他任务的同时仍然完成原定目标。对照实验证明，各种目标都可以因此更好地实现。

（
返回阅读原文

 ）



攻克组织顽疾

“如果－那么”计划，不仅能帮管理者从下属那里得到更好的业绩报告，它还有助于组织攻克其运行和决策过程中的一些经典挑战。比如，员工们往往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干扰他们的集体判断，从而使团队掉入集体思维的陷阱，被沉没成本牵制。新的研究发现，“如果－那么”计划可以有效地解决这类典型问题。


集体思维。
 理论上来说，团队比个人更善于作出明智决策，因为每个成员都会贡献自己丰富的知识和经验。但事实上，团队很少能充分利用每个成员的不同贡献。因为，通常成员们并没有贡献各自独有的数据与洞察，而是局限于自己一开始就掌握的那些信息。导致这种状况的因素有许多，最主要是因为大家都希望基于每个人都熟悉的领域缩小讨论范围，从而摒弃分歧尽快达成共识。

即便团队成员都被明确告知要与大家分享所有相关信息，而且会得到金钱奖励，仍然很少有人这么做。在讨论时人们常常忘记这个大原则，因为人们很难摆脱根深蒂固的习惯，或者因为信息超载导致认知麻痹，又或者仅仅是走神了。

卢卡斯蒂尔莫（J.Lukas Thürmer）、弗兰克维贝尔（Frank Wieber）与彼得戈尔维策在德国康斯坦茨大学所做的研究，验证了“如果－那么”计划的作用：它可以通过加强组织内部的信息互通与合作，优化组织的决策过程。在这项研究中，团队需要克服“隐藏信息”（hidden profile）问题，即在集体决策过程中，大家共享一部分信息，而另一部分信息则掌握在个别人手里。因此，团队成员要分享信息才能找到最佳解决方案。比如，由三人组成的不同团队要从三位求职者中选出最胜任者。A求职者，资历中等，拥有九项所需资质中的六种，小组成员都知道这六种资质。B求职者也拥有六种资质，但小组成员共同了解的只有三种，此外，每个成员都对B另外三种资质中的一项有所了解。而C求职者，资历超群，拥有全部九项所需资质，然而，每位成员都只获悉其中的三项资质。那么，要意识到C求职者具备全部九项资质，三位小组成员就需要彼此交换意见，共享信息。

所有小组成员都被告知，在作出最终决定之前，一定要与其他两位成员交换和分享信息，而且告诉他们，最好是就排名后两位的求职者的强项交换意见。其中有一半小组做了“如果－那么”计划：“（如果）我们准备好作出决定，（那么）我们将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一起评估后两位求职者的正面特质。”（所有参与者都知道这个“如果－那么”的计划是专为他们使用的，而且必须在那一刻作出决定，所以他们不必讲明做这件事的人和时间。）

如果小组成员局限于大家的共有信息，会选择A求职者，也就是三位候选人中较差的一位，因为基于他们各自所掌握的信息，A求职者拥有六项所需资质，而B只有四项，C则只有三项。而只有那些打破集体思维，充分分享各自信息的小组，才会意识到，事实上只有C求职者具备全部九项所需特质，因此最终会选择C。

果不其然，那些没有做“如果－那么”计划的小组选择C的只占18%，而做了“如果－那么”计划的小组做出正确选择的几率则大得多，达48%。


死守败局。
 维贝尔、蒂尔莫和戈尔维策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如果－那么”计划还有助于团队避免另外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为败局已定的项目源源不断投入资源。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早在几十年前就指出，人类倾向于追逐沉没成本，将时间、精力与资金投入某些一无所获的事。这是非理性行为。一旦团队发现某个项目的失败已无可挽回，之前的投入就没有意义了。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做法，应该是就所剩资源做出明智的处理决定。但是人们通常的做法是，一切照旧，不愿意承认自己投资失误，这些投资本来可以有更好的用处。团队尤其如此，在最应该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进，经常致使投资浪费加倍。而且团队越紧密，出现这种情况的风险就越大。

事实证明，太过认同自己的团队或组织是很危险的：比如，为了确保团队成员都顺从，那些特立独行的成员会被排除在领导层之外。一旦做一个“好”的团队成员高于一切，团队通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排斥多元化思维，他们绝对不愿承认团队的缺陷与判断失误。由此造成的盲点，导致了他们在面对沉没成本时的非理性处理方式。

如果能从独立观察者的外在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团队就可以更客观地对待错误决定，适时收手或者全身而退。换句话说，通过设想其他团队做了同样的早期投入，人们才能将关注点放在如何更好地处理当前状况，而不是顾虑之前的花费。维贝尔、蒂尔莫和戈尔维策猜想，“如果－那么”计划可以成为一个特殊工具，向团队灌输这种思维方式。原因有二：首先，研究表明“如果－那么”计划可以帮助个人调整达成目标的战略，而不是一味采用已经证实无效的方法；其次，戈尔维策的另一项研究也证明，“如果－那么”计划可以给人们一个外部视角（比如，设想自己是一名医生，就会让你在见到血的时候不再那么恶心）。

为测试“如果－那么”计划在控制团队投入方面的效果，维贝尔做了一项研究：让不同的三人小组做出合伙投资的决定。每个小组都好比市议会一样，要决定是否投资一个公立幼儿园的项目。在实验的第一阶段，各个小组收到的都是关于这个项目的正面信息，因此他们做出了相应的投资决定。第二阶段，小组们收到的项目信息既有正面也有负面的：幼儿园的工程已经启动，而且当地一家商店为此资助了许多物资；但是，工程方要求更多投入，而一群环保主义者质疑建筑工地的安全性。

理性的选择是，小组们应该在此时开始减少投入，因为这个项目能否成功出现了不确定因素。在最后阶段，小组们收到了极其负面的信息：在工地的沙坑里发现了石油，家长们因此非常愤怒，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则意味着巨大的时间和资金成本。显而易见，项目应该叫停。

那么决策小组们都做了什么呢？那些没有做“如果－那么”计划的小组就像常见的那样，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他们一直在为这个项目小幅追加预算。相反，那些做了“如果－那么”计划的小组，则从第一阶段到第三阶段平均缩减了13%的投资。他们的决策方式是：（如果）要作出决定，（那么）我们就要站在一个中立观察者的视角，而不是想着之前的投资。


团队或组织在设定目标时，
 经常使用大而化之的抽象语言。如果能采用“如果－那么”的句式，就很容易将大而抽象的目标变成一个个切实可行的小目标，然后再根据这些小目标明确所需的具体举措。（见图表《“如果－那么”计划设计技巧》

 ）

比如，如果想要提升团队沟通能力，你不妨将“减少团队成员之间的信息超载”作为其中一个小目标。就此进行头脑风暴之后，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这个小目标：要求每个人在转发邮件时，明确解释转发的原因。（这样要求的原理是：如果必须说明理由，人们就会小心翼翼地选择转发的邮件。）对团队成员而言，这个“如果－那么”计划就是：“如果我转发一封邮件，我会在邮件开始用简短的语句明确告之，这封信是关于什么的，以及我为什么要发给你。”一位高管告诉我，这个简单的做法迅速终结了那种下意识的转发行为，让每个人的收件箱不再塞满无关信息。同时，这种做法也提升了那些确实需要转发的邮件的质量。




“如果－那么”计划设计技巧


以下图表教你如何将组织的某个宏大目标（比如说，改善沟通），变成一个细化的可执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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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那么”计划能帮助团队将其目标细化为更可行的路径，为团队成员搭建起意识与现实之间的桥梁。

将“谁、何时、在哪里”具体化，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不是一次性练习，不妨要求你的团队成员定期检查他们的“如果－那么”计划。研究表明，不断推敲“如果－那么”计划可以让组织效率翻倍，而且可以让组织定期评估其目标是否现实：有没有什么事情总是比预期更难、或者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有没有哪些步骤还缺乏明确规划？如果环境改变，你的“如果－那么”计划也需要调整，否则就不会达到预期效果。

尽管“如果－那么”计划对团队及组织作用的研究还相当新，但初步研究结果相当喜人，社会心理学家们正在验证它的诸多用处和益处。（举个例子，我自己正在研究，“如果－那么”计划能否将团队思维方式由“做好”转变为“做得更好”，从而推动组织持续发展。）而其中鲜明的结论就是，“如果－那么”计划能帮助团队将其目标细化为更可行的路径，为团队成员搭建起意识与现实之间的桥梁。通过培养每个人的责任感，明确执行中的关键步骤，它让人们做到比自己计划做得更多更好。




为意外事件作计划

“如果－那么”计划尤其适合处理那些突如其来的问题——没有预见到的复杂状况、大大小小的灾难等，这些都是让我们困惑的时刻。研究发现，那些提前对此做出安排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总是能保持更多弹性，确保自己不脱离正轨。



一开始就要识别潜在风险，聚焦于那些最可能出状况的地方。比如，一旦你采购的项目管理软件出现漏洞，或者新的审核流程太繁琐，该怎么办？如果一个主要供货商破产了，或者工厂起火了，你手里有没有足够的存货？



建立这种针对意外事件的“如果－那么”计划，首先要确认，一旦发生其中一项风险，你会采取什么行动。假设你的事业部正就两款新产品作市场测试，你该做的不是假设至少其中一款产品会表现出色从而获得更多投资，而是制定一个发生棘手状况时的“如果－那么”计划。比如：（如果）我们拿到第三季度的销售数据，（那么）卡罗尔会计算一下投入产出比，为下一阶段的投入作商业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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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蒂霍尔沃森是哥伦比亚商学院动机学研究中心副主任，著有《成功人士与众不同的9个做法》（Nine Things Successful People Do Differently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1年出版）。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5月刊。





增刊：攻克执行力难关



像管理资金一样管理时间

Your Scarcest R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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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可很少有公司能做到惜时如金。已经有公司把时间当作稀缺资源对待，设定严格规章，像管理资金预算一样管理时间预算，这么做的结果至少有机会节约20%集体共有时间。本文提出了8种时间管理方法，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减缓高管们的用时压力，降低成本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大
 多数公司管理资金的流程十分周密。作出任何新投资前它们都需要极具说服力的商业论证，设置门槛收益率，然后才会精心慎重地授权，而且在每一级别都规定开支限制。

与资金管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有公司能有效地管理时间。尽管高管们每天的时间都被电话、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所占据，但公司却没有什么规则来控制这些沟通手段。几乎没有公司能说清楚高管和员工如何分配和使用集体共有时间。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多数公司的时间都浪费在冗长频繁的往来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多余的电话会议以及无数低效现场会议上。浪费时间造成的损失很大：内部会议占用了本应与顾客沟通的时间，公司变得骄傲自满、充斥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成本提高，最终影响收益；另外，员工和亲朋好友相处时间越来越少，这么做还不能得到什么价值。

我们并不缺少时间管理方面的建议，但它们大都针对个人行为。时间管理导师告诉我们，要重新夺回控制电子邮件的权力，精心选择参加哪些会议等等。这类建议有用，但高管们很快会发现，他们进行时间管理的美好意愿总要让位于公司的要求和做法。电子邮件、即时消息和会议通知照来不误，如果你忽略其中一大部分，就有疏远同事或老板的危险。如果你公司的沟通方式一贯冗长繁琐，那你除了入乡随俗别无选择：虽然不情愿，你也只能勉力而为。

时至今日，一些有前瞻思维的公司采用截然不同的时间管理模式，希望高管们能够将时间作为稀缺资源对待，谨慎小心地利用和分配时间。这些公司管理时间预算和管理资金预算的规章制度一样细致而严格。此类公司不仅能降低日常开支，还能让高管和员工避免工作效率低下，将节约下的时间用于创新、促进利润增长等方面。



用数字揭示浪费时间现状

英特尔前CEO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曾写道：“正如你不允许让员工偷窃一件办公用品，你也不应让公司里的任何人偷走同事的时间。”当然，不知不觉中，“时间遭窃”常会发生。没有明确计划或优先事项的会议悄然爬上日程表，更不必说那些需要管理人员拿出额外时间处理的横生枝节。

如今的公司有了前所未见的时间管理工具：微软Outlook、谷歌日历、苹果iCal日程表及其他日程管理和信息应用。这些工具能跟踪管理者和员工使用公司集体时间的纪录，合理分配利用公司资源。这类日程管理应用能以周、月、年为单位，显示会议数量、会议类别等数据，还能按公司不同级别和职能，显示与会人数。这些应用甚至还可跟踪记录某些组织行为，比如会前、会中和会后出现的多任务处理和会议安排冲突。当然，应用此类数据的公司需要小心保护员工隐私，没有人愿意感到背后有双眼睛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但这些信息能准确具体地反映出公司的时间预算。

贝恩公司的员工极富创意，他们使用VoloMetrix（克里斯布拉姆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提供的分析工具，最近研究了17家大公司的时间分配情况，所得如下：


公司多采用电子沟通方式。
 随着技术的发展，一对一到一对多的边际交流成本明显降低，使得人们相互沟通的次数急剧增加。很多高管每天收到约200封电子邮件，每年就是3万多封。此外，即时消息和众包应用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见后文《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阴暗面》

 ）。如果对这一趋势不加控制，高管们很快会发现，每周至少需要拿出一整天工作时间来处理所有的电子类沟通信息。


会议用时飞速增加。
 高管们参加的会议越来越多，部分是由于组织会议的成本降低了，部分是因为开会比过去更容易，利用电话、视频、屏幕共享等方式都可以参会。高管们平均每周花费两天时间参加3人及以上规模的会议，而组织15%的公共时间用于开会。从2008年开始，这一比例每年都在增加，说明此类会议还在激增中（见后文《连锁反应》

 ）。


真正的协作受到限制。
 尽管一对一和一对多的交流次数在过去20年间急速增长，但在我们研究中，80%的此类交流都发生在部门内部，而非在不同业务之间、不同职能之间、或公司总部和分公司之间。而在那些超出独立单元的交流中，根据对其内容的分析我们发现，很多交流的参与者并非合适人选，或者交流目的并不明确。换言之，他们为了共享信息而共享信息，而非出于收集有价值意见或集思广益之目的。总之，越来越多时间花在了交流上，却未能在公司各个独立单元之间促成更有效协作。


会议上不守规矩行为增多。
 我们研究的很多公司里，与会者习惯性在开会时发送电子邮件。在一家公司开会时，22%与会者平均每半小时就会发2到3封电子邮件。此外，高管们在同一时间预约的会议“撞车”更是家常便饭，他们不得不选择参加哪个会。这些不守规矩行为造成恶性循环，多任务处理和预约冲突使会议用时效率变低，公司不得不安排更多会议完成工作。更多会议催生更多不规矩行为，如此循环往复。


控制会议的正式规章很少。
 多数公司中，占用同事时间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如果你想开个会，你的助理发个会议通知或在团队日历上预留出一段时间即可。如果你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发起解决小组研究该问题，甚至很可能直接发起行动着手解决该问题。这种占用公司时间的要求通常不经过任何审核，也不需要正式批准。


惩罚机制缺失。
 在贝恩最近的调查中，高管们将半数以上会议评为“低效”或“非常低效”。但很少有公司建立评估独立部门的会议效率，更不用说针对会议效率高低，制定明确惩罚机制了。

到底能挽回多少浪费的时间很难被具体量化，但我们的数据显示，大多数公司通过制定更严格的时间管理规章，至少有机会节约20%集体共有时间。



时间管理8种方法

尽管数量不多，但依旧有公司想出了应对浪费时间的有效办法，制定出严格时间预算分配规章，像管理稀缺资源一样管理时间。它们对高管们的时间分配作出明确要求，也督促员工提高会议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效率。我们发现了8项时间管理举措收效显著：


1．制定清晰简明的议事日程。
 优秀管理者应具有能够区分“紧急”和“重要”的判断力。他们明白，团队中每位成员都需要达成共识，理解哪些活动对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建议，团队也应就时间分配的轻重缓急达成共识。员工不仅应该明确如何分配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空闲时间，也应该明确哪些事情需要延迟处理，哪些根本就不需要做。

说起公司时间管理上的佼佼者，可能无人能比得上史蒂夫乔布斯。专注是苹果公司成功的一大关键。每年乔布斯会带领公司为首的100名高管外出集训，激励他们集思广益，制定来年公司最重要10件事。高管们会各显其能，尽全力争取让自己的提议上榜。然后乔布斯会拿出签字笔，划去榜上后7位，宣布：“我们只能做到前3件。”他以明确姿态告诉在场每个人，公司取舍是什么。乔布斯去芜存菁，让公司能高效合理地分配其高层时间，避免低效和浪费。这样做极大加速了公司创新步伐，使其成为今天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2．用零基预算法管理时间。
 增加全体员工总生产率需要谨慎管理每一笔公司资产。因此，很多公司每年都将运营和资本预算归零，而不是将前一年的剩余预算作为起点。最明智的公司在管理时间上也是这样，这种“从零开始”的心态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不会在会议上投入公司任何额外时间，如果把现有会议总时间比做时间银行，那么每召开一次新会议时间，都应该临时从银行中“支取”会议时间。

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当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2006年成为福特CEO时，他发现这家公司多数高管花在开会上的时间太长。为首的35名高管每月都被召集在一起，度过他们称为“会议周”的时光，他们花费整整5天时间讨论汽车项目和总结公司业绩。这些会议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十分可观，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公司所能承受范围。

2006年年末，穆拉利要求其团队严格评估公司例会效率和效果，很快取消了所有不必要会议。过于冗长会议被大幅缩短，福特员工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利用每一分钟会议时间。此外团队对召开新会议的要求筛选更加严格。尽管福特并未硬性要求每名管理者开完一场会才能安排下一场，但高管们都是在默认公司总时间固定不变前提下才会作出安排。

福特时间管理的精髓被称为“商业计划回顾（BPR）”每周例会，这次周会取代了之前“会议周”。每周公司最高层管理者拿出4到5小时会议时间，集中制定战略和检查绩效。该周会的内容具有统一标准，避免了之前需要的过长准备时间。执行BPR周会帮福特节约了数千小时，特别是当对手公司都在寻求政府救助时，福特靠调整自身时间管理，节约下大笔日常开支。此外，公司决策的质量和速度也大幅提高，公司办事周转率得到加快。


3．对每项倡议都要进行商业论证。
 公司经常会陷入“倡议蔓延症”（Initiative Creep）陷阱，大量看似合理项目不断积累和增加，但其中大多项目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当盖瑞古登堡 （Gary Goldberg）在2013年3月成为纽蒙特矿业公司CEO时，该公司有87项倡议尚在进行之中，每项都占用纽蒙特执行领导团队（ELT）中一名或多名高管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很多倡议颇有价值，包括改善采矿安全或提高运营效率等等，但对纽蒙特投资回报率而言，其他一些倡议的价值则有待商榷。

是时候着手处理这些被一拖再拖的倡议了，古登堡坚持让高管们对公司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所有项目进行商业论证。在对任何项目投入时间之前，ELT必须认真审查所有商业论证，然后决定是否批准。每个项目的商业论证必须详细说明该项目到底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以及其需要的全部成本，包括占用高管们时间。每项倡议必须有一名高管作为担保人，由其负责进行全程管理，保证该倡议不会超支。

古登堡提出的这些要求取得了理想效果，自他接管公司以来，很多没有商业论证支持的项目被终止了，其他一些则没有通过批准。不到3个月，纽蒙特将手头倡议数目缩减了1/3，公司公共时间得到重新分配，把重点放在改善安全和运营效率上。


4．精简机构。
 CEO和一线员工之间的层级越多，信息流动和决策速度就越慢。很多管理者即使清楚这点，也没能拿出相应对策。

他们通常意识不到，每增加一名管理者所需成本远超过雇佣工资。管理者需要安排会议，因此需要有其他人拟定会议内容，另一些人则需要审议会议内容，所以一次会议通常会衍生出多个会议。

我们发现，一家公司若增添一名管理者，平均会衍生出相当于1.5名全职员工所负担的新工作量，也就是说除了管理者本人自己负担的工作外，还要占用另一名员工50%的工作；每增添一名副总裁则衍生出2.6名全职员工的工作量。雇用新的管理者或高级管理者，可能还需要接着雇用助理或办公室主任，带来一连串资源消耗，会进一步增加工作量和成本（见图表《下一位主管的真正成本》

 ）。随着工作越积越多，时间也变得更加短缺。

鉴于多数管理者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改善公司效率的方法之一，就是从高层开始精简机构。201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面临着巨大财政压力：由于不断增加的赤字，州议会削减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5亿美元预算。为了维护学校在教学、研究和录取上的卓越声誉，必须保障相应资金不受影响，校管理方决定寻找办法，精简结构节约开支。

同年夏天，时任该校校长的罗伯特柏吉诺（Robert Birgeneau）发起“卓越运营”（Operational Excellence）项目。该项目目的是大幅提高学校所属14所学院和100多个系在人力资源、财政、IT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效率。通过职能标准化和精简工作，以及在这些单位之间分担管理工作，该项目撤掉了数百个管理闲职，为学校节约大量时间。重组和精简机构每年给学校节省1.2亿美元，现在学校运用更少资源，完成更多工作。



大多数公司对谁有资格组织会议不设严格限制。导致成本高昂的会议不经严格审查就被预定下来。


5．时间投入需要授权。
 就组织会议人员资格问题，很多公司设限颇多。但关于会议时间、与会人员、哪些人必须出席等具体细节，往往留给较低职位员工决定，结果是：在不经严格审查情况下，开支高昂的会议被安排下来。

例如，最近一家大型制造企业高管发现，中层管理者定期安排90分钟例会，每年开销超过1500万美元。当被问及：“谁负责批准该会议”时，管理者们面面相觑：“没人负责”。“汤姆的助理定下了时间，然后团队就来开会了”。也就是说，一位初级副总裁的行政助理没经上级批准就通过了一项年开支1500万美元的活动。如此问题不可能发生在资金预算管理部门。相比之下，我们合作的另一家制造企业管理层仅运用简单两步，就有效控制住低效会议时间。首先，他们将会议规定时间从1小时减到半小时。其次，管理层规定，将与会人数降低至7人及以下。任何超过90分钟会议或与会人数超过7人会议，都要经过会议发起人上级的上级（两级以上领导）批准。这一举措大幅节省公司公共时间预算，相当于200名全职员工在6个月内的工作时间。


6．统一决策过程中各个标准。
 很多公司决策权和决策过程十分模糊，所以公司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处理边边角角的外部事务，而不能直接聚焦在决策和执行上。如此情况，以公司整体为基础建立决策机制，能够极大提高效率，并节约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

澳大利亚最大独立油气公司伍德赛德（Woodside）就是例证。该公司多年来一直采用矩阵式结构经营，目的是促进各部门间更好合作，但决策权和问责制度模糊不清。因此，花在协调各职能和业务单元之间的时间急剧增多，成本随之增加。2012年，伍德赛德管理层制定一系列运营规则，清晰地说明业务单元、职能和企业中心各项职责、权利和问责制度。为确保公司高层充分理解新规则及其对他们部门的影响，公司还启动一个涵盖范围甚广的培训项目，培养一小批带头人，帮助公司上下清除决策过程中的障碍，加快决策速度。

这一系列变革带来深远影响。伍德赛德明确重大决策责任人，精简决策流程，从而节省大量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改善执行和发现新增长机会。


7．公司上下制定用时规范。
 公司取消所有会议并不现实，因为促进合作和作出重大决定都需要开会研究。通过制定几条简单规定，许多公司就能大幅提高会议质量。


议程目标明确。
 英特尔召开的所有会议都目的明确，比如通知A事项，讨论B事项和决定C事项。会议过程也和会议目标一样简明扼要，与会者专注于完成具体目标。


提前准备。
 在福特，所有周商业计划回顾都必须提前发出，让与会者能在会议前查阅。这一举措大大减少BRP会上分享信息时间。


按时开始。
 时长一小时会议如果晚5分钟开始，就会浪费8%的会议时间。但很多管理团队在任何其他职责领域都不会允许8%的浪费发生。


尽早结束，尤其是在会议无法得出明确结果的情况下。
 当苹果公司一次会议效率开始下降，或与会者准备不充分时，乔布斯马上“紧急叫停”。有人这样做唐突无礼，但当会议不太可能得出理想结果时，该做法有效制止了时间和金钱浪费。


8．通过反馈管理公司“负担”。
 人们都知道，如果没有衡量标准，管理也就无从谈起。但很少有公司能按时跟踪那些影响员工生产率的关键变数，比如会议时间、会议缺席情况、电子邮箱容量等等。如果对这些变数不加监督，就很难对其进行管理，甚至很难弄清公司生产率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没有衡量生产率的参考基准，就不可能制定改善目标。

很多高管已经开始审视他们花在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上的时间。希捷、波音等公司正在尝试给予高管反馈，衡量他们在会议、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等方面给公司造成的“负担”。希捷一些高层参与了类似项目，他们定期收到量化其个人造成负担的报告，以及其他与他们同级同职能高管平均造成的负担。这些对比信息，加上来自上级的指导，鼓励他们改善自己言行。

时间是公司最稀缺资源，但多数时间并没有得到高效合理利用。再多的钱都买不到25小时的一天，也换不回因低效会议而浪费的1小时。若想让你的员工达到最高工作效率，必须珍视他们时间，制定规章合理分配时间，并投入精力尽可能为公司创造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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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曼金斯是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美洲区组织架构业务主席，常驻旧金山办事处。他合著有《决策与执行：五大步骤突破组织绩效》（Decide & Deliver: Five Steps to Breakthrough Performance in Your Organizatio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0年出版）。

克里斯布拉姆是贝恩全球合伙人、美洲区高科技业务主席，常驻旧金山办事处。

格雷戈里卡伊米是贝恩全球合伙人、高科技与组织架构业务领导团队成员，常驻旧金山办事处。





	

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阴暗面


麦特卡尔夫定律（Metcalfe's Law）阐述了电信网络价值随其规模增长而迅速增加。20世纪70年代，通信基本限于电话、电传和电报。当时高管平均每年需处理外部信息不足1000次。随着新技术传播，该数字急剧增加。我们估计，如今高管平均每年收到外部信息3万次，而且高管级别越高，其下属花在过滤、整理和处理这些信息和对话上的时间就越多。

（
返回阅读原文

 ）









连锁反应


执委会真正成本


每一次高层会议都会消耗公司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最近和我们合作的一家公司，高级管理层以每周例会的方式总结公司上下的工作成果，全年用于周会所占用的时间相当于7000小时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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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准备这些会议，每名执委会成员需召集其小组开会，每年耗时2万小时工作量。作为反馈，每个小组内部还要开会，用于获取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多方核实，每年又消耗6.3万小时工作量。预备会议则需要21万小时工作量。

这意味着执委会为召开周会，每年仅开会共耗时30万小时工作量，此数字还不包括数据收集和相关工作时间。

（
返回阅读原文

 ）






下一位主管的真正成本


每名管理者都有下属负责电子邮件、会议安排等工作，这些工作花费时间应被纳入下属工作量之内。随着管理者升至更高级别，增援他们的下属数量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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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5月刊。





增刊：攻克执行力难关



创新来自原创性文化

How to Build a Culture of Origi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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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金点子来自哪里？来自员工的原创性思考。领导者应让“不服从”成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铸造原创性文化。为此，企业需要创造条件让员工提出海量的新洞见，并采取一系列方法让新创意成为创新实践。






如
 果世界上有一个地方最缺乏原创性，我想我知道它在哪里。当时我受命打破那里的超级官僚主义堡垒，释放创新活力。

在那里，听从命令义不容辞，没人会多问一句；早已过时的规章制度和技术仍然不可动摇。那个地方就是美国海军。

但短短几个月后，美国海军充溢着原创精神，而这并非我的功绩。它组建了一个创新团队，并协助国防部在硅谷建立前沿技术研发基地。出乎意料的是，这些变化并非来自最高指挥部门，而是由一些二三十岁的下级军官发起。

在我打听幕后详情的过程中，多位内部人提到了本·科尔曼（Ben Kohlmann），一位年轻飞行员。军官们说他擅长挑事、煽动和颠覆，是个爱走极端的异类。在纪律森严的军队，这些评价传达出的是亲近感。

科尔曼做了一件开创性的工作：创建海军第一个快速创新小组。这个小组由一批具有原创精神的思考者组成，他们挑战长期默认的规则，提出新理念。为召募这个小组，科尔曼首先寻找那些有过反抗行为的“异类分子”。一名小组成员曾因不服从命令被从核潜艇开除；另一人曾直接拒绝参加基础训练；其他人曾当面顶撞高级将官，或在博客上发表反叛言论，嘲讽指挥体系。“这些人都不合群，”科尔曼说，“大多数都有抗命的前科。”

科尔曼明白，想在整个海军推动持续创新，仅有几个独行侠还不够。因此在担任海军航空兵教官时，科尔曼开始构建一种鼓励特立独行的文化。他游说高级军官，尝试扩大创新小组。他训练那些从未想过挑战现状的士兵，鼓励他们进行批判性思考。科尔曼带领创新小组参观谷歌、落基山研究所（Rocky Mountain Institute）等创新典范；他们每月阅读创新著作，并利用闲暇时间和网络热烈讨论。不久，创新小组首次在舰艇上使用3D打印机，以及用于水下侦查的机器鱼。其他创新小组很快在整个海军涌现出来。“文化是关键，”科尔曼说，“一旦找到自己的声音，人们就会势不可挡。”

大多数长官难以做到的，是授权普通士兵进行创新。他们的做法是让一些自鸣得意的时髦人物来宣讲一番，然后就没有下文了。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它预设最佳创新者是罕见的天才型人物。但研究显示，取得长期成功的创业者风险偏好相对低。天才人物一时风头无两，但大多以失败告终。依靠少数所谓天才创新者是短视之举，低估了普通人的能量。只要体制不强迫他们服从，大多数人其实具备相当的创新思考和解决问题能力。

如果所有员工思考方式趋同，墨守成规，企业必定停滞不前。为打破惯性，有效驱动创新和变革，领导者需要在组织中培育原创性思考能力。为此，正如科尔曼在美国海军的创举，他们也需要建立不服从的文化。从我近10年的研究经历看，做到这点并没有预期的困难。

首先，领导者必须给予员工足够的机会，激励他们不断提出新想法，让不同部门和层级的员工都更深入地思考问题。同样重要的是安排合适的人来评估这些创新想法，这项工作需要的不是民主而是客观判断，因为有些想法显然更有意义。最后，为持续生成和甄选创新理念，组织必须在维护文化统一性和鼓励创造性异见之间找到平衡。



创新思维大爆发

很多人认为，少做事情才能把事情做好。但实证研究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多做事情实际上会提高你的原创性，因为工作量越大，找到创新方法的可能性也越大。美国西北大学心理学者布莱恩·卢卡斯（Brian Lucas）和洛兰·诺德格伦（Loran Nordgren）最近的研究显示，研究对象最初的想法都是最传统的，接下来则开始天马行空，他们最初20个想法的原创性明显不如接下来的15个想法。

很多领域的创造性活动都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音乐、美术、自然科学和技术发明都如此。即便最伟大的创新者，在做最具原创性工作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平庸的想法。例如，爱迪生在5年内发明了电灯泡、留声机和碳精送话器，同时也提交了100多项不太重要的发明专利，其中包括一种会说话的洋娃娃，能把孩子大人都吓出一身冷汗。

当然，组织面临的问题是不知道收集多少创意才算足够。你认为在海选阶段需要多少个创意？对于这个问题，大多数企业高管说有20个点子就够他们挑的，但这个答案差了一个数量级。有研究显示，通常只有当想出200个以上创意时，量变才能达到质变。

斯坦福大学教授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指出，皮克斯动画片《汽车总动员》（Cars）的创意是从大约500个方案中选出的。而在玩具设计公司Skyline（为玩具公司费雪（Fisher-Price）和美泰（Mattel）提供创意），员工每年提交4000项设计方案，公司从中选出230种进行制图或原型制造，而最终真正开发的只有12种。撒出去的种子越多，开花结果的机会越大。

虽然道理很好懂，很多管理者仍难以付诸实践，担心花大量时间思考创新会分散员工精力，降低效率。好在有几种方法可以让员工自由贡献创新想法，同时保证日常工作效率，避免损耗。


像竞争对手一样思考。
 研究显示，企业之所以止步不前，常常是因为面对竞争采取守势。要让员工提出新想法，管理者应要求他们采取进攻心态。

美国制药公司默沙东CEO肯·弗雷泽（Ken Frazier）聘请futurethink的丽莎·博德尔（Lisa Bodell）推动内部变革，她即采取了这种方法。博德尔将默沙东高管分成小组，要求他们设想将公司挤出行业的方法。高管们不再小心谨慎、固守原有优势，而开始考虑竞争对手可能采取的激进战略和研发选择，讨论气氛变得非常热烈。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阿妮塔·伍利（Anita Woolley）指出，在进攻心态下，人们注重寻找机会，而防守一方则注重维持市场地位。思维方式变化让默沙东高管能够设想尚未出现的竞争威胁，这带来了一系列创新机会。


面向个体征集想法。
 数十年来的研究证明，相比聚在一起头脑风暴，人们在独立空间中工作时更具创造性。在集体讨论中，很多最好的想法都不会得到分享。少数人主导讨论，一些人为避免出丑而保持沉默，从众心理会完全占上风。

有证据显示，这一问题可以通过“书面头脑风暴法（brainwriting）”解决：只须让每个人独立提出自己的想法，然后把这些想法提交集体讨论，就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创意。例如，眼镜电商Warby Parker被《快公司》（Fast Company
 ）杂志评为2015年最佳创新公司，其员工每周都花几分钟时间写下创新想法，供同事参阅讨论。公司还建立Google doc文档，让员工提议开发新技术，一个季度一般会收到400条左右建议；其中，一款App带来重大销售方式创新——顾客可利用这款App标记喜欢的镜框，而后收到电子邮件了解详细信息。

另外，既然员工在集体情境下容易隐藏离经叛道的想法，管理者也可以安排一些快速的一对一交流。安妮塔·特拉塞特（Anita Krohn Traaseth）成为惠普挪威公司董事总经理后，开展了一项“和老板快速约会（speed-date the boss）”活动，邀请每位员工来聊5分钟，并回答以下问题：你是谁，在惠普做什么？你认为我们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哪些东西需要继续保持？在本职工作之外，你还希望做什么贡献？她事先说明，希望听到真正的新思路；员工也不想浪费和高管对话的机会，希望证明自己有创新能力。170多次“约会”催生了一大批好创意，其中一些甚至已被惠普在奥地利和瑞士的管理者采纳。


重新设置意见箱。
 意见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初，当时日本幕府将军在他的城堡入口放了个盒子。他会奖励好建议，而提出批评的人会被砍头。如今，意见箱常常是嘲讽的对象。“我在这栋楼里闻到了一股创新思考的气味，”呆伯特漫画里有一位老板自忖，“我一定要找到并摧毁它！”他设置了意见箱，呆伯特差点上钩，直到一位同事提醒他：“这是陷阱！”

但研究发现，意见箱其实可能很有用，恰恰因为它能提供大量想法。在一项研究中，心理学家迈克尔·弗里斯（Michael Frese）和同事考察了一家荷兰钢铁企业（现已被塔塔钢铁收购），该公司70年来一直有一套提出和采纳建议的制度。该公司有1.1万名员工，每年收到7000到1.2万项建议。很多员工每年提出6、7项建议，其中3、4项会被采纳；还有人提出75项建议，其中30项被采纳。很多企业根本没机会得到这些想法，而意见箱给这家荷兰钢铁企业带来持续改进，有一年即节省超过75万美元。

意见箱的一个重要好处是，它能带来数量更多、类型更多样的创意，开辟更多创新途径。最大的问题是，从大量建议中找到真正有价值的很难。管理者需要建立评估遴选建议的机制，奖励最佳创意并深入研究其可行性，让员工感到他们的建议被听到了。



培养敏锐鉴别力

激发和收集大量创意很重要，但同样重要的是找出最佳建议和解决方案。领导者怎样才能排除糟糕的方案，采纳真正的好创意？


使用经过实践检验的评估指标。
 很多领导者使用民主程序遴选创新方案，但并非每个人的意见都有同等价值。遵从众意并非最佳策略；精心选出的小团体可能对有潜力的创意嗅觉更敏锐。为确定各人意见的权重，管理者应留意员工以往表现出的判断力。

在对冲基金Bridgewater，员工意见的权重取决于可信度评分，该评分基于员工过去在某一领域的决策质量得出。在美国情报界，分析员的资质取决于他们预测重大政治经济事件的准确度。在心理学家菲利普·泰洛克（Philip Tetlock）的研究中，预测行为基于结果准确性和概率准确度得到评估。找到预测能力强的人之后，领导者可以给予他们的意见更大权重。

那么在企业中，谁的预测能力最强？不是管理者，他们太过循规蹈矩。也不是创新者本人，因为他们容易被发现的喜悦冲昏头脑，高估成功的几率；虽然他们尝试理性分析客户偏好，但仍因为先入为主，无法做到完全客观。即便创意天才也难以准确预测自己方案的成败。

研究显示，原创理念最适合由其他创新者来评估：由于是评价他人的想法，他们会更公正；同时他们也比一般管理者更愿意考虑激进理念。例如，斯坦福大学教授贾斯丁·贝尔格（Justin Berg）发现，马戏团演员在评估同事新节目受欢迎程度时，准确度是经理的两倍。


营造竞争氛围。
 为遴选好创意，领导者可以组织竞赛，让员工通过意见箱或在现场提交创意。例如，为减少浪费、节省能源，陶氏化学（Dow Chemical）每年征集创新方案，要求初始投资不高于20万美元，且投资必须在一年内收回。提交的方案由员工集体评选，优胜者获得现金奖励。据创新研究者克里斯蒂安·特尔维什（Christian Terwiesch）和卡尔·乌尔里希（Karl Ulrich）统计，举办此项活动10余年间产生的575项创新方案实现了204%的平均投资回报率，每年为公司节省1.1亿美元。

如果创新比赛设计合理，你就能得到一大批初始创意，且这些创意能够集中在几个主要议题上，范围不会太广。参与者花费大量时间准备方案，因此可能产生高质量创意；同时创新方案通常在规定好的时间内一次性完成，不会反复占用员工精力。

经过全面评估，平庸创意将被排除掉。评估工作通常由一组各领域专家和创新者进行，他们根据新颖性和实用性评价创新方案，并提出改进建议。

如果能找到合适的评委，创新比赛不仅能撬动大众的创意，更能提升大众的智慧。提出和评估创意的人都能从他人的成功和失败中学到东西。长此以往，组织文化将发生转变，让员工更自信地贡献观点，并对什么是“质量”有更深的体会。成功的创新者得到认可和奖励，这激励所有人参与进来。

因此，管理者可以先征集创意，如某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或某项市场策略，然后引入严格的评估反馈流程。有潜力的方案可以进入下一轮，而最终优胜方案能进入实施阶段，并得到相应的人力物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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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兼顾“和”与“不同

若想构建不服从的文化，组织应先学会征集和评估创新理念，但不能到此为止。为保持组织中的原创性，领导者需要不断克服保守力量。

我们曾把从众心态归咎于强大的组织文化，认为那种亲密甚至狂热的氛围会压制异见，阻碍明智决策。但事实并非如此。对组织高层决策的研究表明，凝聚力较强的团队并不会更加强调共识、忽视不同意见，或陷入团体迷思。实际上，文化强大的组织决策质量更高，因为成员彼此沟通顺畅，能够提出不同观点而不必有多余担心。

来看看硅谷的成功高科技创业者怎样打造公司：他们在招人时首先考虑对使命的认同，寻找能够帮助他们实现愿景、践行他们价值观的人。在招聘时看重技术才能和明星气场的创始人表现则差得多。研究同样显示，在成熟行业，强调组织文化的企业业绩更稳定。

然而，强大、统一的组织文化也有暗面：如果任其发展，组织容易变得同质化。如果领导者不断吸引、选择、保留相似的员工，组织中观点和价值观的多元性将会受损。强势文化让人难以游离在外。在确定性较强的环境下，统一文化是优势，但在快速变化的行业和市场中则是个问题。强势文化可能为自身所缚，难以合理应对外界变化。在这样的组织，领导者不善于发现变革的需要、考虑异见、学习新知以及适应外界环境。

以黑莓手机为例。成为智能手机市场颠覆者后，黑莓手机领导者继续坚持认为用户的首要兴趣是高效、安全的邮件收发；他们对iPhone不以为意，认为它只是音乐播放器、一款高级玩具。黑莓坚持招聘思维模式相近的技术精英，这些人都是工科出身而不懂营销。最终，由于未能开发出高质量浏览器和支持App的操作系统，黑莓被迫大幅收缩规模，资产减值数十亿美元，市场份额几乎丧失殆尽。

所以，为平衡强势组织文化，领导者需要保留批判思考的空间。即便是错误的反对意见也非常有用，它能打破不经大脑的共识，激发原创思考，帮助组织找到新的问题解决方案。科尔曼在美国国防部的合作者乔舒亚·马尔库塞（Joshua Marcuse）说，海军快速创新小组的原则是当“忠诚反对派”（loyal opposition）：“我们为事业效力的方式就是挑战现状。”

简单说，领导者应让提出异见成为组织的核心价值观。组织的环境应能支持员工公开表达批判性意见，并因此受到尊重。苹果公司刚成立时，员工充满激情地努力将Mac打造成一款用户友好的家用产品。但Mac团队每年都向质疑乔布斯的员工颁奖，每位获奖者都得到提拔。

统一文化和异见似乎是矛盾的，但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催生创新理念，并防止强势组织文化滑向狂热。领导者可依据以下原则，将二者间的张力转化为创造力：


明确价值取向。
 领导者可以设计一个框架，要求员工在对立的观点中进行选择，让最佳理念脱颖而出。如果企业不能明确价值优先次序，业绩将会受损。我的同事安德鲁·卡顿（Andrew Carton）主持的研究显示，如果医疗机构领导者清晰有力表达出愿景，该医院心脏病人再住院率较低，资产收益率较高；但领导者提出的组织价值观不能超过4项，超过越多，员工越有可能做出不同解释，或侧重于不同的价值。

组织价值观应按重要性排序，这样当面临互相冲突的选择时，员工知道什么更重要。在软件公司Salesforce.com，信任被确定为最重要的价值，位于成长和创新之上；这清晰地向员工传达出，在开发新软件时，永远不要破坏数据隐私。在鞋类和服装电商Zappos.com，CEO谢家华将员工满意度置于客户满意度之上。WestJet航空公司将安全视为最重要的价值。对于众筹平台GiveForward，最重要的价值是同情心；虽然媒体报道对公司成功非常关键，但联合创始人伊森·奥斯丁（Ethan Austin）说，“我们不会主动在媒体上宣传某个故事，除非故事的主角——我们的客户受益更大”。

明确价值取向后，管理者应不断审视反思。当新员工不同意现有价值秩序时，应鼓励他们提出反对意见。新员工还没有被体制吸纳，拥有最新鲜的眼光；如果不在熟悉组织文化前及时说出想法，他们恐怕也将逐渐认同主流声音。Bridgewater的新员工接受培训时都会被问及：你对公司的原则是否有质疑？


征集问题，而非解决方案。
 组织心理学家大卫·霍夫曼（David Hofmann）在与企业高管合作时经常让他们填空：“别给我____我要的是____”无一例外，管理者脱口而出的是：“别给我问题，我要的是解决方案！”

领导者都希望员工提供解决方案，但这无意中会带来一个后果：调查研究不够充分。如果总被要求有一个现成的答案，你就会带着确定的结论参加会议，从而失去从多个视角了解情况的机会。这个问题在美国尤其普遍：在最近一项对美国和德国团队决策的比较研究中，德国团队对于问题的陈述比美国团队多一倍，对解决方案的陈述则少30%。“美国人急不可耐想找到解决方案，”研究者指出，“对问题的分析常常不够完整透彻。”

如果团队中不同的人掌握的信息不同，明智的做法是先把问题汇总起来，再寻找解决方案。数字音乐公司Spotify不采用项目制，而是围绕长期业务难点安排分工。公司首席技术官奥斯卡·斯塔尔（Oskar Stål）说：“如果这些问题容易解决，我们早就解决了。一个新团队成立后，成员一般会用至少一年时间研究一个课题。如果团队取得成功，它会存续很长时间，继续此前的工作。”点评网站Angie's List联合创始人安吉·希克斯（Angie Hicks）每周有固定时间面对面听取员工反馈。特拉塞特开始主持挪威政府创新项目后，仍像在惠普公司时一样安排“快速约会”，倾听员工声音。为确保完全了解情况，特拉塞特要求员工列出他们面临的3个主要瓶颈，以及他们分别想捍卫和改变什么。在实地考察14个分支机构并收集问题后，她才着手实施解决方案。


不要指定唱反调者。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者查兰·尼米特（Charlan Nemeth）的研究表明，指派专门唱反调的人并不能克服证实偏差（即过于关注支持自己观点或决策的信息）。人们嘴上说考虑反对意见，最终还是会坚持己见。

为改变这种状况，反对意见必须发自内心，而不是为了作秀；团队也必须相信唱反调的人是真诚的。在这种情况下，团队会寻找更多不利于主流意见的信息，并对最初的偏好更加谨慎。为履行程序而提出的反对意见很少得到有力支持，也很难被认真对待；真实的分歧才能激发思考。

真诚的持异见者会激励团队创造更多更好的问题解决方案。亚伯拉罕·林肯做过的一件事很有名，就是邀请政治对手进入他的内阁，因为他知道他们会真心提出反对意见。在最近的一次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上，巴菲特请来一位做空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并分享他的批评意见。显然，只有当持异见者的观点被确实珍视和尊重时，这种策略才有效。


带头接受批评意见。
 很多管理者最终还是推行服从文化，因为他们的自我很脆弱。研究显示，不安全感导致管理者不愿征求意见，并对建议采取防御姿态。员工会马上明白情况，于是保持沉默，避免惹麻烦。为克服这种障碍，管理者可以鼓励别人在公开场合给他提意见。

多年前，软件公司Index Group CEO汤姆·杰瑞蒂（Tom Gerrity）曾召集全部约100名员工，让一位咨询顾问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他负面反馈。员工看到CEO认真听批评意见后，开始变得勇于表达观点，管理者也更能接受较尖锐的意见。

为让员工提出质疑，管理者也可以先主动坦承自己的弱点。“成为领导者后，很难得到中肯的反馈，无论你请求多少次，”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说，“我后来发现的一个诀窍是，坦白承认自己哪些事做得不好，这样别人就能比较自然地提出意见。”例如，桑德伯格告诉同事们她习惯开会时说得太多。“如果我自己不先主动提起，会有人过来说‘嗨，谢丽尔，我觉得你今天话有点多啊’？我表示怀疑。”

若想真正建立原创性文化，员工必须能够毫不拘束地表达最疯狂的想法。但即便从不曾有人因言获罪，员工还是常常害怕发声。

在美国海军，为克服恐惧的障碍，科尔曼打破了传统的等级观念。所有人无论军衔高低，彼此都直呼其名。“如果你有一个想法，就去说服别人和你一起行动吧。”他告诉快速创新小组的一名成员。科尔曼还把已经成功在海军引领变革的创新者介绍给自己的小组成员，让大家看到进步的可能性。

为从根本上消除恐惧，管理者可以奖励提出建议的员工，即便他们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管理者还可以分享自己不靠谱的想法。如果组织对错误想法没有一定宽容度，服从文化便会抬头。总而言之，若想在组织内激发高质量的原创性思考，关键是要让更多人说话。当然，如果一开始遇到挫折，你就会知道你设定的目标其实相当高。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3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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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定义HR

李源丨文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编辑总监






长
 久以来，展现业务价值始终是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困局和挑战。多少年以来HR参与战略的呼声从未停止，许多公司也把CHO请上了战略圆桌。但真正的问题在于，HR是否能真正成为战略的制定者，而非圆桌上的旁听生？事实上，许多HR只是决策的辅助者，他们从未真正扮演过制定者的角色。究其原因，诸多专家都把重点聚焦在一个问题上，HR到底能为企业提供什么价值？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HR在多大程度上理解业务？这本别册，就是从这个问题出发，选取了近两年来，诸位HR大师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针对HR价值的文章，来帮助读者详解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

首先，我们会从彼得·卡普利的文章中看到HR管理在近100年中的变化，以及现在与未来公司对HR的真正期望是什么，在《CHRO 新角色》新角色中，拉姆·查兰提出，HR的真正价值是基于对业务的深刻理解的基础上，不但能帮助企业预测业务发展，还能诊断业务发展，发现并解决问题，从人才角度提出解决方案。他认为CHRO的真正角色应该像CFO一样成为价值创造者。而戴维·尤里奇在最近接受《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的采访时指出：HR的工作应该关注于能给他们提供哪些价值，尤其是对企业客户和投资者能够提供哪些商业价值，他强调“‘由外向内’地看待HR”。《新HR管理破解困局》为我们解释了新HR管理不再聚焦HR做什么，而是关注HR的产出。它应当将注意力从孤立的职能性解决方案转移到对业务更有价值的全面人力资本解决方案上。

拉姆·查兰大声疾呼“拆分人力资源部”！戴维·尤里奇则说，绝对不能这么做。其实究其根源，大师们想强调的都是一个共同的问题：HR要融入业务，从业务角度出发贡献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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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衰亡和崛起之路

Why We Love to Hate HR

...and What HR Can Do Abou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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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缺人时，HR被当成宝；不缺人时，HR就成了草。这可不行！HR管理者必须主动出击，马上行动，只有建立能够见效的项目，摒弃那些缺乏影响力的举措，才能为组织创造巨大的价值。






这
 些评论并非新事。类似的批评之所以一再爆发，是因为我们都不愿意被人颐指气使。在组织生活中，没有一个群体能像HR部门一样（连财务部门都不行），系统性地掌控我们的一举一动。当HR指示我们要改变与他人互动的方式，尤其是对待下属的方式时，我们会充满抗拒，因为我们与他人的互动定义了我们的自我形象。更有甚者，HR总让我们做那些我们不愿做的事，例如归档人事问题；他们还总是阻拦我们想做的事，例如阻拦我们雇用“直觉上”看中的候选人。他们的指示从上到下影响到组织中每一个人，而且每天都如此。

这些抱怨是周期性的，常常被公司的业务所主导。当公司出现劳工问题时，HR被视为重要的领导力伙伴。然而当公司业务运转正常时，管理者又会想“HR能为我们做什么？”尽管如此，上述责难也并非都是捕风捉影。

恰恰相反，HR职能的确有很大改进空间，同时存在巨大的发展机遇。过去几十年，我们很少反思那些广泛应用的人力举措的真正价值，而这些正是公司运营的核心。如果我们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HR管理者们就能为组织创造巨大的价值。在我们思考现状和未来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HR复杂纷乱的历史、当时的企业管理者和经济环境。



摇摆的境遇

管理者对HR的摇摆态度完全折射了美国经济环境的变迁。当经济下行，劳动力市场陷入萧条时，HR就成了多余的摆设。然而当经济回暖，就业市场紧俏时，人们对HR的态度又完全翻转，它成为公司成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在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人们为了保住工作，愿意接受任何待遇。业务经理常常抱怨HR部门碍手碍脚，因为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威胁，甚至殴打工人来提高业绩，尤其当工人工作无法达标时。

到了2001-2008年的经济衰退期，企业领导者也没把HR当回事，因为当时员工知道他们可以被轻易替代，因此他们不得不对管理层妥协，小心翼翼地工作。由于企业有充足的候选人，于是工资增长停滞不前，生产效率却得到提升。员工为了保住工作，不得不更卖力地工作。由于金融危机后，经济恢复并没有提振就业市场，这种状况得到了延续。Salary.com网站调查显示，有83%的人表示要在2014年寻找新的工作，然而实际上离职率并没有大幅提升。

因此，目前管理者们依旧可以轻易地反抗那些惹人嫌的HR政策，它们看起来是如此多余。与之相反，在20世纪20年代，经济蓬勃发展，劳动力短缺时，留住工人不但十分困难，而且对公司的业务至关重要。人力部门迫使管理者更加优厚地对待员工。二战结束后，由于大量男性参战，美国工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才短缺。此外在大萧条期间，人力部门不受重视，人才发展工作陷入停滞，这加重了战后的人才断层。

二战后，一个“如果老板被公交车撞倒怎么办”的问题引起了人们沉重的思考。当时有1/3的高管在办公室倒下，很多是由于突发心脏病，却没有人能接替他们的位置。因此一大批小型公司破产，很多大公司被迫出售。

在一片领导力的废墟中，现代HR诞生了，它引入了全新的措施，例如高管教练、锻炼性任命、工作轮岗、360度反馈、评估中心、高潜力追踪及高管继任计划等等。这些措施现在听起来平淡无奇，当时却是革命性的举措。在20世纪50年代，开发和保留人才成为公司的重中之重，这些举措的诞生正逢其时。

在“灰色法兰绒西装”时代（指20世纪50年代），公司90%的职位（几乎所有的高级职位）都是从内部选拔的，96%的大公司设立独立的部门来规划劳动力需求。这显示出企业对人才发展的巨大投入，这些投入也获得了丰厚的回报。当时HR是绝对的实权部门，高管们一致认为HR是公司最风光的部门。沧海桑田，如今公司只有1/3的职位从内部选拔，高管职位主要依靠猎头公司，四个CEO中就有一个是空降兵。公司也不再费时费力寻找未来需要的人才，到2005年左右，只有1/3的公司还保留内部人才规划工作。

到底发生了什么？20世纪70年代，经济发展速度减缓终结了劳动力短缺的历史，业务领导者开始肢解那些战后开发的，用来寻找有效管理者和工人的人力资源项目，只有像通用电气这样的公司成为例外，它们依旧保留着这些举措。由于大公司的裁员和发展停滞，新兴公司，尤其在科技领域，可以从大公司挖来所有需要的高管。微软成为当时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然而它在管理人才开发上的投资几乎为零。其他公司也追随了这种风潮。当时一位CEO对我说：“我为什么要培养人才？我的竞争对手可以替我做这件事。”

与此同时，管理者在直接下属上花费的时间越来越少。他们有太多的下属，以至于他们没有时间来仔细地管理每个人，同时他们的其他任务变得更加紧迫。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John Kotter）在他的《领导力元素》（The Leadership Factor
 ）一书中描述了这一现象。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纽约一家大银行中，初级管理者抱怨他们的人事管理工作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让他们没有时间完成作为独立贡献者的工作。因此银行允许他们减少在人才评估和教练上花费的时间。

自此，员工无法获得发展需要的投资和注意力。在互联网泡沫期间，HR获得了昙花一现的复兴，公司招聘者而不是IT工作者成为美国最热门的职位。然而这短暂的辉煌也仅限于人才招聘和保留领域。同时，越来越多的原先由HR完成的任务转交给直线经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今日。HR如今的使命是，让那些桀骜不驯的管理者遵守公司的人才流程和制度，同时他们又不具备直接限制这些管理者的权力。我们委婉地将其称之为“不确定的权威下进行管理”，然而对于“被管理”的一方，这些举动看起来更像是抱怨和干涉。

我最近参加凯捷咨询公司举办的一场HR领导者论坛。主持人是凯捷咨询公司HR转型的业务领导人威尔·皮奇（Will Peachey），他提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HR职能督促直线经理更严肃地履行发展人才的责任对公司有利还是有害？当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没有HR的介入，员工的境遇会变得更糟。然而我们也明显感觉到，在很多组织中，HR所做的只能是治标不治本，除非公司的高管能将发展人才列为明确的管理职责，否则这些问题光靠HR无法解决。



HR面临的任务

随着经济的持续复苏，劳动力很可能将再次变得稀缺，企业又会寻求HR的支援。但HR可以主动接过接力棒，加速这一过程的进展。在预料之中的市场变化到来前，HR可以帮助企业占领先机。以下是HR管理者应该采取的基本但十分关键的步骤。


1.设定
 议题。
 与任何职能一样，HR必须向人们展示，他们的工作为何对公司业务至关重要，并且他们有合理的方式来管理这些工作。几年前，一位领先公司的HR领导者被问及他获得成功的关键。这位经历多次重组而屹立不倒的HR经理回答道：“我做CEO让我去做的事。”尽管与CEO对着干从来不是明智之举，但问题是有太多的HR管理者被动等待上级指出他们应该去解决的问题。如果一家公司在高管突发心脏病后才推出员工健康计划，或者当老板的女儿进入公司后才推出性别平权举措，那么这样的HR团队肯定无法引领变革。

CEO和其他部门的高管中鲜有人力领域的专家，他们常常没有相关经验。过去高管是从内部提拔，他们会参与公司培训项目和岗位轮换。如今的高管很少有这样的机会来向经验丰富的HR同事学习有效的人才管理实践知识。因此HR团队应该指出，他们应该去关心的事务以及背后的原因。这意味着他们要清晰地阐明每一个与人才相关的管理话题。例如：


·裁员。
 根据一篇发布在2008年衰退伊始期的报告，只有1/3公司HR能参与到裁员的决策中。这显示出HR的影响力是如此微弱，尽管他们在这方面的经验最为丰富。


·招聘。
 HR深知，结构有序的面试能帮助公司找到最合适的候选人。然而很多组织允许毫无面试培训经验的管理者通过直觉进行面试并决定雇用人选，这不但大大提高了低质量招聘造成的人力成本，更增加了公司受到诉讼的风险。


·灵活工作制。
 控制欲过强的直线经理常常反对自由工作制和远程办公。然而HR领导者深知，这些制度对工作效率的提升大有裨益。


·绩效管理。
 大约10年前，一些高管认为管理者在评估下属时不够强硬，于是发明了强制性绩效排名。如今大多数公司都抛弃了这一激进做法，包括曾将这一做法“发扬光大”的通用电气公司，因为企业高管终于认同HR长久以来的观点：管理者在与下属严肃讨论绩效和发展的问题之前，他们需要培训、时间和适当的激励。HR应该在每项事务中起到带头作用：他们应该告诉管理者“我们应该这样做，这些是证明我观点的证据。”


2.紧跟时代，联系实际。
 很多美国企业还在遵循着20世纪50年代使用的人才管理手册。举个例子，尽管公司很少使用精细的继任计划，但却一直在制定这些计划。它们完全可以照搬几十年前大公司的做法。HR应该根据行业和公司的不同情况制定人力资源政策，应对今天的挑战。

如果你认为上述论断是人人皆知的常识，那就大错特错了，现在HR内部还不时出现这样的讨论：我们是不是应该像财务职能一样，采用业内通用的举措。这种观点的引领者是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及其生意兴隆的资格认证系统，它传授人们应该如何设计薪酬系统和其他专业知识。

专业知识的确必不可少，但更重要的是了解工作的环境和时机。举例来说，HR不仅需要知道如何制定广泛的股票期权计划，还需要了解这种计划在不同环境下的优劣。此类计划会加剧薪酬系统的不确定性，让公司难以控制。因此在经济前景不明朗，或复苏节奏反复震荡的环境中，这类期权计划并非公司的最佳选择。而且只有当员工感觉到他们的行为有能力影响公司的股价表现时，这类计划才能生效。

为了强调环境的重要性，我们不妨看看咨询机构和科技公司的最新发展。在这些领域，人力资本和人才开发技能对企业的成功至关重要。普华永道和瞻博网络（Juniper Networks）就抛弃了传统的绩效评估系统，转向改进技能和业绩为目的实时对话系统。微软和德勤也在向这个方向努力。为了留住关键人才，德勤摒弃了传统的晋升通道，提供一个更加开放和灵活的职业发展框架。它不但能与员工的意愿相契合，更能满足公司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见《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4月刊《重塑绩效管理》）。

印度Infosys公司则利用课堂向员工们传授岗位需要的情境知识。公司培训管理者如何融入其他行业和文化，例如如何为德国的化学公司定制IT系统。这些举措都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公司所处的运营环境，不断发现新的挑战，并开发新的工具来应对挑战。


3.获取业务知识。
 HR掌握着人力资源的广泛知识。但他们也应该有能力分析公司的业务，帮助公司更好地利用员工数据，最大限度地开发人力资本。

德勤最近的调查显示，在应用数据分析上，HR领导者是准备最为不足的。但有些公司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的进展，例如微软和谷歌利用手中的数据来分析候选人，IBM则利用海量的员工数据来建立更有效的项目团队。

科技领域以外的公司也将分析学引入HR。信诺保险（Cigna）利用复杂的数据来辨认最佳员工，降低员工医疗成本。Cornerstone OnDemand公司（基于云的综合人才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的管理者利用呼叫中心软件，对简单的工作进行100多种分析，从而提高公司业绩。

在很多公司中，首席信息官及其团队正尝试利用大数据来解决经典的HR难题，例如找到最佳候选人或辨别哪些人力举措能提升生产效率。既然HR的工作是设定人力管理的议题，他们需要相关人才进行数据分析回答这些问题，或者与公司内部的其他部门进行合作，否则，一旦基本的HR问题由他人解开，HR人员就将饭碗难保。


4.彰显财务贡献。
 20世纪90年代末，劳动力市场紧俏之时，《哈佛商业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描述了在希尔斯百货公司，HR团队改善了员工的工作态度，这带来了更好的客户体验和更高的店铺利润（见《希尔斯百货的“员工-顾客-利润”链条》，《哈佛商业评论》1998年1-2月合刊）。但自此之后，很少有HR部门向外界展示他们的举措能提高公司利润。尽管其他职能部门计算投资回报的历史已经长达20多年，但很多HR部门仍旧对投资回报率置若罔闻。这导致企业领导者倾向于视HR为单纯的成本中心，它的惟一任务是砍人、砍人再砍人。

驻外工作和轮岗能否为公司带来价值？很多HR会被这样的问题打得措手不及，因为他们收集的信息大多集中于个人结果，例如员工满意度这样的指标。同时他们也不具备评估财务回报的能力。然而如今这不再是借口，大多数组织的ERP系统包含大量的离职率、生产效率等数据，他们可以辨别哪些人才发展项目能带来投资回报。

IBM最近决定留下那些技能过时的IT顾问。公司会为愿意参与的员工提供每周一天的在岗培训，但员工必须分担培训带来的成本。该项目的财务贡献显而易见：公司在招聘上节省的费用是培训成本的两倍。

用这种方式对项目的成本和贡献进行量化，HR就能将人才决策转换为一种业务决策。


5.杜绝浪费时间。
 HR在大量缺乏影响力的项目中浪费心血。以如今的代沟问题为例，很少有证据证明职场代沟真的存在：今天的年轻人与几十年前的年轻人惊人地相似，他们一直是年长管理者要面对的挑战。

管理者也并未感到千禧一代有什么特殊的问题。然而很多HR部门花费大量的精力来关注千禧一代要如何工作。与其他紧迫的问题相比，HR显然不该把时间花费在员工中的某个群体上，不单单是千禧一代，每个人都有敬业度和满意度上的问题。即便他们的确有特殊之处，HR也不能要求管理者对他们进行特殊对待，这属于越权管理。

类似的还有员工多样化项目。美国的雇用法案禁止公司在招聘和晋升中强制执行员工多样化项目，因此大多数公司转而尝试改变直线经理的态度和偏好。但只有公司最高管理者亲自主导，改变企业文化，这些项目才能生效。否则，HR推广的项目无法得到执行和评估。此外，HR领导者让直线经理们不情愿地协助工作，只能白白消耗自己在公司内部的人脉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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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为何HR在美国以外依旧强势？

20世纪50年代，HR控制着每个级别、每位管理者的晋升和职业发展道路。威廉·怀特（William H. Whyte）因此在其著作《组织人》中写道，HR是公司中最风光的工作。此后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了短暂的回光返照，当时劳动力市场再次紧俏，企业都希望成为员工眼中的最佳雇主。

然而在其他国家，HR并没有失宠。在日本，HR依旧是通往C级职位的快速通道。在印度，我和同事的研究显示，HR依旧是权力最大的职能部门。实际上整个东南亚，公司高管都在对员工培训和发展进行投资，特别是在培训上。即便在人才过剩的欧洲，公司越来越意识到组织文化和知识管理的重要性，HR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只有美国是例外。

其中主要的原因是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提出的理论：解决最大问题的群体获得组织的权力。美国以外的企业要面临更加严峻的政府监管、劳工联盟、工人的政治权益等问题。此外，关键岗位的人才和培训也不够。在世界范围内，美国雇主的环境最为有利，因此作出变革的动力也不足。

此外，理念的不同也是原因之一。二战后，美国企业的领导者大都接受过管理培训，采用治理措施来平衡各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其中就有员工一方。如今的管理者大多数来自金融背景，他们的治理目标往往是股东价值的最大化，员工的角色常常被忽略。





未来之路

HR面临的传统挑战之一是对业务战略的支持，原因在于，在目前多变环境下，企业战略也常常快速变化。很少有公司会制定长期的人才需求计划，取而代之的是制定一系列短期计划和行动来填补人才缺口。

然而HR的工作本职上是面向长期的。开发人才、解决招聘问题、建立企业文化、提振员工士气，这些任务无一不需要时间磨砺。往往在这些举措开花结果前，企业的领导团队和业务重点已经发生改变。一旦公司业绩无法达到季报目标时，这些项目往往首当其冲地被砍掉。

HR如何才能将长期视角注入组织中呢？他们需要调和业务面临的短期压力与长期人力项目之间的矛盾，因为这些项目目的就是缓解这些短期压力。即便当公司高管说“这项工作不用我们的员工参与，我们将其外包出去”时，HR部门也要参与到决策中，因为他们是评估外包项目能否成功的最佳人选（毕竟外包只不过是借用其他公司的人力资本）。同时，HR需要退开一步，从整体的角度审视这些项目。

例如，这些举措会产生哪些紧急的需求？这些需求能否与组织的人才输送流程契合？公司的哪些能力需要加强？市场会发生何种变化，会产生哪些新的技能需求？公司内部为何缺乏解决问题的人才？新型HR可以通过数据分析为公司提供哪些建议？HR的工作帮助组织根据这些洞见及时作出反应。

康卡斯特电信公司（Comcast）近期决定终止外包，在内部培育世界级的IT能力，这样公司就能开发自己的软件，在线提供并管理娱乐内容。该公司HR面临的挑战非常明确：吸引顶级IT人才到费城，并且留住他们（公司总部所在地费城并不是传统的IT中心）。在HR的帮助下，公司采取了创新措施来吸引人才，例如建立并赞助IT创业社区，为家乡在费城的学生提供工作和实习机会等。公司未来的成功取决于这些HR项目能否获得成效。

谷歌、微软、苹果等公司走在了HR创新的前列，因为这些公司对专业人才有紧迫的需求。人力资本是这些公司惟一的重要资产。然而该领域人才供不应求，公司间乱挖墙脚愈演愈烈。金融领域也出现了一些创新的HR思想，用来预测并杜绝不道德的职业行为。例如摩根大通就利用算法来预测哪些员工会违反公司规则。

然而，防微杜渐和危机公关并非HR转型的目的。HR的创新也不该全部聚焦在招聘领域。员工的自主行为——自愿自觉地发挥全部能力依旧是公司成功的关键。而HR的工作就是通过人才管理和发展来增强这种自主行为，在更广阔的范围内重塑人力资本的时机已经成熟。如果HR能推出以循证（evidence-based，遵循证据进行实践）为基础的、卓有成效的人力举措，摒弃那些无用的措施，他们就能重获企业领导者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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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原本被视为既定决策的辅助参与者，以后将在企业决策中扮演核心角色。CEO必须重新定义CHRO的工作内容：要和CHRO重新签一份工作合同，采取一种我们称为G3的新机制——由CEO、CFO和CHRO组成的核心小组，让CHRO成为和CFO一样的价值创造者。






CEO都知道：
 公司的成功仰赖人力资源。创造价值的不是企业，而是人才。但若对绝大多数公司抽丝剥茧仔细分析，你会发现，CEO通常与首席人力资源官（CHRO）和人力资源部门（HR）关系疏远，而且对其不甚满意。麦肯锡和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的研究一致表明，全世界范围内的CEO均将人力资本视为头号挑战，却仅将HR部门列为公司第八或第九位重要部门。这种状况亟待改变。

和近几十年的金融部门类似，现在到了改变HR部门的时候——HR需要成为CEO真正的合作伙伴。正如CFO通过筹集和分配财务资源来帮助CEO领导企业，CHRO应该帮助CEO培养和分配人才（尤其是关键岗位的人才），以及发挥组织潜能。管理人力资本需要与管理财务资本遵循同样的优先原则，这些原则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超级CFO”诞生以及严峻竞争重组之时。

CEO可能会抱怨，CHRO过度纠缠于行政工作，或是根本不懂业务。但有一点需要澄清：提升HR角色，为CHRO成为战略伙伴扫清障碍，正是CEO职责所在。毕竟正是CEO使财务部门的角色超越了普通财会功能。他们也将严格限定的销售部门提升至营销的重要角色。

提升HR需要完全重新定义CHRO的工作内容，简言之，就是要和CHRO重新签一份工作合同，采取一种我们称为G3的新机制——由CEO、CFO和CHRO组成的核心小组，让CHRO成为和CFO一样的价值创造者。CHRO原本被视为既定决策的辅助参与者，以后将在企业决策中扮演核心角色，也将为这一角色做好准备。

这些变化将为HR高管以及其他高管的职业生涯带来重要转变。此外，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说，企业也将从优化人力资源和财务资源管理中受益。基于我们和通用电气、贝莱德、塔塔通信和达信的合作经验，这些企业都履行了在人才方面的承诺。



CEO和CHRO签订新合同

CFO的职责部分由投资方、董事会、外部审计方和监管部门所定义。CHRO则不同，其职责完全由CEO说了算。CEO必须对CHRO应该做出的重大贡献了然于心，并且要用清晰、具体的语言把自己对CHRO的期望表达清楚。公司应将上述内容落实到文字上，能让CEO和CHRO都清楚应该采取什么行动，以及理想结果是什么。

重新界定CHRO工作的第一步是：CEO及其高管团队，再加上关键董事会成员，尤其应与董事会中的薪酬委员会（更恰当的说法是人才与薪酬委员会）进行讨论，并询问他们对理想CHRO的期待。除了处理监督员工满意度、员工参与度、薪酬福利、多样性等日常HR事务外，一位理想的CHRO还应该做什么？

我们认为以下这3项活动至关重要：预测结果、诊断问题并在人事方面提供解决方案。可能部分内容看似属于CHRO的惯常工作范围，但令大多数CEO失望的是，这些内容正是实践缺失的。


预测结果。
 CEO和CFO通常会制定3年计划和1年预算。CHRO也应该运用人事方面的知识，评估这些商业目标的成功几率。比如，面对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关键小组或领导有多大可能因变应变？或者团队成员有多大可能协同合作？CHRO应提出此类问题并提供建议。因为公司业绩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员工和职位的匹配程度，在明确某一职位的具体要求，以及评估员工在实际情况下能否胜任该职位等方面，CHRO能发挥极大作用，高阶岗位需要格外注意。

很多HR管理流程对所有员工采取一刀切做法，但据我们观察，企业中2%的员工能产生98%的影响力。尽管对员工进行辅导有一定作用，尤其是针对阻碍员工发挥潜力的那一两件事，但辅导的作用毕竟有限。如果员工和岗位不匹配，其他任何办法都是徒劳。如果一位领导者具有的才干并不符合其所在岗位的要求，那么会给他本人及其上级、同事和下属带来麻烦。为防患于未然，CHRO应掌握主动权，发现员工的行为或技能上与职位要求存在的差距，尤其需要关注2%的高层以及职位需求发生的变化。

CHRO还应与CFO一起，考虑目前的关键绩效指标、人才分配和预算能否达到预期目标。如有可能，CHRO和CFO需要共同制定新标准。由于便于量化，财务数据是激励和评估绩效最普遍的基础，但CHRO可以提出新建议。员工对公司贡献价值的多少决定了他们的薪酬，换言之，应综合参考职位的重要性和员工的胜任情况。财务和HR应利用定性和定量标准，提前定义期望创造的价值。请试想如下情景：CHRO、CFO与CEO一起和某位业务部门经理进行讨论，讨论业务经理应怎么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击败对手。例如，为了加快数字化进程，他是否必须重组团队或重新分配资金？若想评估胜算几率，需要了解该经理对外界压力和机遇的应对情况；在经济下滑时，他的复原力如何；以及他能多快扩大数字化规模。上述职责的相应标准也应该被制定出来。

再举个例子，一位营销经理需要培养团队在广告数据预测方面的能力。CFO和CHRO应意识到，如果这位营销经理对数据分析基础知识缺乏深入了解，而且没能及时聘用到具有相关专业人才的话，新竞争对手就可能趁虚而入，摧毁公司的价值。制定的相关标准应反映出该营销经理重新定位其团队的迅速程度。其中一组标准可以围绕聘用计划制定：在多长时间内，营销经理需要完成哪些步骤？这些步骤都要落实在具体时间点上完成。而另一组标准则应围绕预算分配：新人的招聘和融入一旦完成，经理是否会重新分配营销预算？这笔预算增加了收入、利润、特定细分市场的份额，还是品牌识别度？尽管可能需要延迟一段时间，此类目标依旧可以量化。

CHRO也应具有对竞争进行有价值预测的能力，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CHRO应了解竞争对手的信息，以及对手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与本公司对应员工相比，表现如何。预测内容应包括对手公司人力资源方面相关变化可能产生的影响，比如对方激励机制的改变、离职率上升、或新聘用的专业人才，以及这些变化对它们市场行动具有的意义。比如2014年时苹果开始聘用医学技术方面的人才——这一信号提醒人们，苹果会重拳推出医学用途的手表或其他设备。这类活动将对医疗服务企业、医疗设备制造商或诊所产生影响。类似地，竞争对手机构重组和高层人事变动可能预示其加大对某些产品线的关注，这些产品可能让你的公司压力备增。

关于对手的情报通常可以通过以下渠道获得：猎头、媒体、来自其他公司的员工、供应商或客户的客户。“那个营销副总裁重视业绩而非人才”、“她惯于节约成本，不愿扩大规模”、“他们新部门的头儿来自一家高增长公司”等传言，都会对预测有帮助。例如，如果当时摩托罗拉的CHRO能够提醒其CEO，苹果开始挖他们的技术人员，摩托罗拉就有可能预测到iPhone的诞生。

CHRO应该逐一对比本公司和对手的各个部门、团队和领导者，另外，关注现有对手还不够，也要关注本行业外可能进入市场的非传统对手。X公司新晋升的美发用品负责人是否比我们部门的新任负责人更有经验、更具活力？Y公司无线传感器开发团队是否比我们团队的合作更默契？此类问题的答案有助于预测结果，而这些结果最终将在未来的财务报表中反映出来。


诊断问题。
 CHRO有能力精准定位出组织绩效不佳或没有实现目标的原因。CEO应该和CHRO分析此类原因，而不是习惯性地把问题丢给咨询公司。

CHRO应与CEO和CFO合作，寻找失误原因，因为大多数问题都出在人事上。这样做是为了发现利率下滑或货币价值变动等明显外部因素以外的问题，并把这些数字和对公司中社会系统的洞察（即员工如何合作）联系起来，正确诊断出问题所在，就能找到正确的解决方法。这么做能够避免盲目替换做出正确决策、却因外在条件限制而未能实现目标的员工。

如果与上一年相比，经济下滑、公司业绩不佳，那么该问的是：领导者应如何应对？他会像无意中被车灯照到的小鹿一样惊慌失措，还是会迎难而上？相对竞争对手及外部变化而言，他的反应速度如何？这正是CHRO可以一显身手的地方——区别出问题到底是领导者失误，还是和职位根本不匹配。这也正是CHRO可以进一步了解领导者的时候，比如他的复原力如何——此类信息可用于分配未来的工作内容。

仅仅关注领导者个人还不够。CHRO还应善于诊断公司社会系统不同部分的运行情况，系统地寻找那些造成瓶颈或不必要摩擦的问题。当某位CEO检查某条重要产品线的相关数字时，他发现市场份额和利润已连续3年下降。该产品线寄予厚望扭转颓势的医疗诊断新产品迟迟没上线。随着CEO和CHRO深入调查，他们发现：公司在美国密尔沃基的营销团队和法国的研发团队就新产品细节未达成统一。于是两位高管当即安排了一系列面对面会议，解决这一矛盾。

让CHRO诊断和公开问题十分重要，但公司通常缺乏这种开诚布公的做法，对信息秘而不宣，消极对抗，以及对损害同事等行为熟视无睹。有些CEO不正面解决直接下属间的矛盾，而采取回避态度，任其内耗，导致整个组织决策效率低下。例如，当孤岛间合作不畅时，问题就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缩减成本、调整预算或进行警告都无法阻止这些情况恶化。因此，那些敢于把阻碍公司运行的种种关系公之于众的CHRO，显得尤为可贵。

同时，CHRO还要关注那些创造开发正能量的员工并培养他们。无论他们直接对业务目标负责与否，正是这些员工能直击问题核心、重新分析思路并建立促进合作的纽带，让组织整体更健康、更高效。他们可能是创造团队价值的隐形生力军。


推荐增加价值的行动。
 行动敏捷的公司明白，它们必须把资本投入到恰当的机遇中，而不会屈从于常见的预算惯性（“你获得的资金和去年几乎一样，只有正负5%的差别”）。麦肯锡在15年间跟踪调查了美国1600多家公司的资金分配，发现那些大幅调整资金配置的公司（在此期间内资金在各项业务间变动超过56%的公司）与那些资金配置变化小的公司相比，拥有高出30%的股东回报率。

公司的人力资本流动同样需要灵活多变，CHRO应做好准备，推荐能够发掘或创造价值的行动。此类行动可能包括：发现某员工隐藏的才能，将该员工添加到高潜力人才名单中；将某员工从一个职位调到另一职位，目的是激发新市场增长；或从外部招聘人才，提高开发新技术的相关能力。尽管资本重新配置很重要，但加上人才的再分配，才能真正助力公司发展。

如今对外部环境做出回应，需要领导者具备之前没有发掘出的能力，比如算法方面的知识，或是做好对数字化和迅速变革的心理准备。公司中具有此类能力的人才可能位于较低层级，为了让这些人才大展拳脚，可能需要破格将其连升三级，而非按现有组织层级逐级晋升。CHRO应寻找未来价值创造者，然后充分发挥想象力确保他们能够施展才华。正如CFO具有运用数字进行判断的才干一样，独具慧眼识英才是CHRO最重要的能力。

陶氏化学发现，在公司传统的长周期研发过程以外，大胆起用富有创新精神的千禧一代是进行短期创新的最快方法。陶氏30岁以下员工比例，从2004年的9%，增长到2014年的15%。为了发挥新人才的效用，陶氏重新设计了这些20、30多岁员工的职业路线，让他们尽快走上更重要的工作岗位，尽早参加集团高层会议。

挖掘价值的另一个方法是推荐能帮助员工个人弥补差距或增强能力的机制。这类机制包括更换员工岗位、建立咨询委员会，或指派人员帮助培养某一技能。例如，著名风投资本家约翰·杜尔（John Doerr）利用其庞大人脉网络，联系到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帮助他所投资一些小型初创公司构建技术力量。类似地，CHRO应更善于利用和其他CHRO的人脉，与那些能为我所用的人才互联互通。

CHRO可建议将某一部门拆分成几个小组，以促进增长和培养更多对盈亏负责的领导者。CHRO还可以在聘用驻国外办事处或某一大部门的负责人时，对工作需要的具体技能提供建议。其他建议可能主要与改善人际互动有关——人际关系质量、信任度、合作以及决断力。例如，CHRO可以与业务部门合作，进行月度而非年度总结。因为缩短行动和反馈之间的时间能增强动力，改善运营。


这些行为不要做。
 除了说清楚如何预测、诊断问题和推荐有利行动以外，CHRO的新合同还应界定什么是其职权以外的事。这样一来，CHRO的目标会更明确，也有更多时间从事更高级的工作。例如，诸如管理福利等服务和行政工作，应该从HR的日程安排中去掉，进行重新分配。分配方法之一是，将这些职责交给CFO。奈飞公司（Netflix），一些传统上由HR负责的流程和日常事务均由财务部门进行组织协调，HR只负责发掘和培养人才（见《延伸阅读》
 书单
 ）。另一种新方法是，将HR、财务、IT等部门的后勤工作统一由单独后勤部门管理，后者可由CFO或其他高管负责。

薪酬福利一直是CHRO的传统辖区，正如CFO很难理解社交体系中的微妙之处，CHRO也很难理解商业领袖面临的具体难题。因为薪酬福利对员工行为以及公司效率和灵活性影响很大，CEO和CFO最好能参与其中。在CHRO带头管理薪酬福利的同时，鉴于机构投资者和董事会起到越来越积极的作用，薪酬方面的决定应由CEO、CFO和CHRO三方共同决定。


CHRO是否称职。
 和CHRO签订了新合同之后，CEO需要针对CHRO目前和未来3年的工作要求和达成什么目标进行评估。多数CHRO都是在HR部门内逐级晋升至高层的。只有少数CHRO担任过公司业务方面的职务，多数都没有相关工作经验。光辉国际（Korn Ferry）研究表明，《财富》世界100强中，担任该公司CHRO之前，只有40人在HR领域以外有较丰富的工作经验。这种情况会对预测、诊断和改善公司业绩的行动造成阻碍。然而，如果CHRO能参与范围更广的讨论，就能加深对业务的了解。CEO应该给CHRO创造适应新角色的机会，并按季度对CHRO的成长表现做出评估。

评估CHRO的绩效一直是个难题。HR 高管的表现通常由以下内容来进行评判：在预算内建立新流程，从合适的地方招聘一定数量的新员工，或改善员工流动率及员工参与度。但这些业绩并不能直接创造价值。为了让HR成为创造价值、而非消耗成本的部门，绩效应和产出挂钩：收入、利润、品牌认可度或市场份额，而且与这些因素联系越紧密越好。

例如，CHRO的举措可能是：调动某高管关键下属，并改善该下属的业绩；安排强化某一关键技能的培训；从外部招聘胜任关键职位的员工；组成2、3人新业务/项目核心团队，增加公司总收入或净利润；调动某部门领导，因为两年来她没能恰当应对挑战；在必要合作中发现并解决矛盾。这些行动可监督、可证实，并与公司的业绩和财务数字紧密相关。这里有个实例：一位颇具潜力的年轻领导者接替某任职很长时间的副执行总裁管理某大公司的3个部门，收效甚佳。这位年轻的新任执行副总裁以增长为重且深谙技术。他抓住3个部门技术和生产上的共性，将产品开发时间几乎缩减到了以前的一半。3年内，这3个部门业绩超过竞争对手，在业内位居首位。



打造G3（CEO+CFO+CHRO）

为使CHRO成为真正合作伙伴，CEO应和CFO以及CHRO组成3人高管团队（后文中称为G3——译者注）。只有这样，才能将财务数字和生产这些数字的员工联系起来。这样做也显示了公司对HR的重视，说明CHRO的贡献与CFO同等重要。尽管一些公司可能希望把CHRO归为更大团队的一部分，比如还可能包括CTO（首席技术官）和CRO（首席风险官）。G3才是应该掌舵公司方向的核心团队，这“三巨头”应单独进行会晤。当其他员工埋首处理日常事务时，G3应高瞻远瞩，共同决定公司命运，并追踪执行中产生的任何问题，确保公司处于正轨。正是G3建立起了组织和经营成果之间的联系。

彼得·扎菲诺（Peter Zaffino）是全球领先的保险中介和风险管理公司达信的CEO。他经常和本公司CFO 考特尼·雷姆库勒（Courtney Leimkuhler）以及CHRO玛丽·艾略特（Mary Anne Elliott）单独交流。2015年4月，他们3人召开会议，评估组织和理想经营成果之间是否协调一致。会议一开始，G3从业务组合中选出一项业务，然后在挂纸板的空白页中间画一道竖线，将该页分为左右两部分。右边记录经营表现（雷姆库勒的专长），左边记录组织设计问题（艾略特的专长）。然后他们在页面上画一条横线形成2乘2表格，讨论两个简单问题的答案：哪些情况不错，哪些情况不佳？

“彼得本来可以自己单独填满这4格内容”，艾略特说，“但和我们一起寻求答案真正增加了价值。”扎菲诺也补充道：“整个会议占用的15分钟物超所值。我们已经有一套规范的经营流程，通过季度运行总结深入了解公司的财务表现，我们也聚焦人力资源，进行季度人才总结。因此你可能觉得我们不需要再引入一个评估公司管理业务流程了，但G3的做法让我们以独特的视角审视公司，而且不会增加任何官僚政治。”

G3合作在同一张页面上整合分散的数据信息，让团队能发现组织存在的问题，并由此对未来4到8个季度内的公司业绩进行预测。随着自然而然建立起的联系，G3的对话创造出巨大价值。扎菲诺说，“我们经常深入挖掘某业务表现背后的真正原因。当我们发现组织上的某些因素可能推动业绩增长时，会对其进行纵向而非横向的研究。”扎菲诺举了一个执行新销售计划的例子，HR也参与了这个计划。当时他关心的是：要保证经营结果与奖励酬劳成比例。“因此，我们没有使销售奖励和整体财务回报脱节。我们也不希望出现总收入提高，却不清楚应该如何对公司进行再投入、如何增加利润的情况。”CHRO也从她的角度进行考虑：这个销售计划是否能鼓励正确的行为，推动业务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发现此类内在关联也帮助G3判断什么是重中之重。“列举出我们想改进的所有事项很容易”，雷姆库勒说，“但难的是弄清从何下手。但当你了解到组织上哪些事务真正能推动绩效，就会明白应该先做什么。”例如，对HR而言，管理地区业务经理人事更迭是个挑战。因为此挑战难度颇大，所以容易拖延。发现行动力不足会阻碍公司业绩提升，能增加处理难题的急迫感。艾略特说，“在HR领域，我们经常探讨如何才能理解业务并与之结合。G3会议非常实用。当你跟CEO、CFO坐下来恳谈，就能避免纸上谈兵。一切内容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弄清组织需要做什么才能促进业务表现，以及如何将所有关键变量联系起来。”

“把会议人数控制在3人也很有道理。”雷姆库勒说。“让达信的10人高管团队全部参加讨论太过冗余。无论如何，人多并不意味着雪中送炭，而是锦上添花，”扎菲诺说，“G3会议是总览公司全局最精简的方法。第一次会议结束时，我们3个人都感到十分满意，组织和业务被联系协调起来，我们对公司情况更有把握了。”

塔塔通信（Tata Communications）CEO维诺德·库玛 （Vinod Kumar）也实行非正式G3机制。库玛的公司为大型跨国公司提供通信、计算以及内部合作平台系统，包括许多电话和移动运营商。2012年时，服务价格下降了15%到20%，颠覆技术已在意料之中。为跟上形势，塔塔通信必须尽快进行业务转型，这意味着至少在短期内，从外部招聘、培养关键新能力的方法很难让公司降低日益升高的成本。库玛意识到，必须采取行动。CFO桑杰·布维加（Sanjay Baweja）和CHRO阿德什·戈雅尔（Aadesh Goyal）一起进行规划，将财务和人才因素纳入考量。

多次G3会议之后，3人达成共识：塔塔通信需要对冗余或不符合公司新方向的职位进行重组，并将职位转移到更合适的地方。采取这些措施能节约7%的员工成本。公司就可以用节约下来的成本投入必要的能力建设，主要是招聘销售、营销和技术方面的新员工。

G3下一步开始关注更长期的目标。塔塔通信在2013年末发起了一个全公司参与的项目，目标是不断改善生产力。最初的目标是将成本构成降低1亿美元，但其真正意图是建立新的企业文化。G3首先组建了跨职能团队，鼓励员工报名，以兼职形式参与其中。有500人加入了该团队，实施了超过50种新创意，最终节约的成本超出了预期。一句话，该项目大获成功，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无论是有计划还是非正式的，CHRO、CFO和CEO之间进行沟通现在已经在塔塔通信形成了习惯。库玛发现，CHRO戈雅尔明显已经对业务有了一定把握，于是做出大胆决定：他让戈雅尔承担更多责任，管理公司某一高增长部门，还让他进入了创新委员会，发现、投资和孵化新业务。



常规G3会议

为确保G3机制行之有效，CEO应该和CHRO和CFO定期会面。


每周评估情况。
 CEO、CFO和 CHRO每周应该会面一次，讨论他们在公司内外发现的、任何可能带来人际方面变化的早期警讯。因为3个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将3人意见汇总，能得到更准确的判断。G3会议不一定需要3人同时在场，也可通过视频或电话会议进行——总之定期会面十分重要。经过一定的磨合，约6周后G3会议仅需要15到20分钟就能完成。

CEO应该负责定下这些总结会议的基调，保证3人之间的讨论平衡、态度坦诚和客观。为建立信任，CFO 和 CHRO 应保持中立，不能因为自己是CEO的左膀右臂而丧失操守。他们必须正直敢言，不说假话。一定时间之后，每名G3成员会更加了解彼此的思考角度，讨论也会更顺畅。3个人也会对公司有更多细致的了解，更乐于指出彼此的偏差，更善于识人和用人。


月度前瞻。
 每月G3还应该拿出几小时对未来4到8个季度进行前瞻，可以自问这些问题：哪些人事方面的问题会阻碍公司完成目标？哪些员工有问题需要解决？是否需要通过合作解决？某位管理者是否对竞争方向不够了解？哪些员工可能离职？

大多公司的确有运营总结的环节，但通常都是以季度为单位，对过去进行总结。G3的月度前瞻起预测和诊断作用，不仅对未来数字进行预测还包括人事事务。因为大多数失败和错过的机遇都与人有关，包括组织问题、动力枯竭、孤岛间的矛盾，在公司最高两个层级中出现的问题尤甚。矩阵式组织中不可避免会发生矛盾，G3需要知道矛盾到底出在哪里，这些矛盾是否会影响新项目的进展，以及相关负责人是否在处理矛盾。探究这些问题并非小题大做，或存心刁难，而是为了找到绩效表现优劣的真正原因，并先发制人或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制定3年计划。
 设想公司3年后的情况，决定投资哪些新项目以及在哪里投入资源，并非罕见做法。但这一过程中经常缺失的是对人事方面问题的深究：未来我们的员工是否具备能达成目标的技能、培训和态度？我们的员工是否具有应对变化环境的灵活性？大多战略规划都缺乏对组织中关键员工的考虑，或缺乏对竞争对手员工的考虑。

对人事的讨论应先于战略讨论（通用电气以此做法闻名）。员工的能力是什么？他们需要哪些帮助？他们是最优秀的人才吗？某公司的CEO和CHRO决定，每一高管职位需要有5名候选人——3名来自公司内部，2名来自外部。人才应永远放在大背景下考虑：哪些人表现出众？哪些人放任自流？哪些人快要跳槽？这些问题应该和影响你或你对手竞争力的其他信息一起考量。



新HR领导力通道

有些CEO可能对提升CHRO地位的建议感到犹豫，因为他们对CHRO的商业判断和人事敏锐度缺乏信心。他们担心，在招聘、解雇、工资、福利等问题之外，HR高管知之甚少。针对这些疑惑，应该给CHRO提供大量学习机会。G3会议上，可以让CHRO多接触业务内容，并对他们进行一定辅导。如果知识或技术差距依然存在，可以询问CHRO本人打算如何弥补短板。一些 CHRO能够迎头赶上，而另一些则不然，可能一开始，合适的CHRO新人选不多。（20世纪80年代，从各层级财会人员中寻找合适CFO人选也面临了同样问题。）

一个可靠解决方案是，为HR高管和业务高管打造新职业路径，让HR高管具有商业思维，让业务高管具有人事思维。无论是HR还是其他部门的初级领导，都需要接受判断、招聘和指导员工的培训。而那些HR出身的领导，应该接受商业分析方面的严格训练，正如麦肯锡对所有新员工的要求一样。HR管理者不应在本部门中纵向晋升，CHRO的人选应该具有在HR职能之外的工作经验，参与人事和预算管理。

所有具备晋升潜力的领导者需要在HR和公司其他部门间轮岗。而且公司最高3个层级的员工必须具有HR部门的成功管理经验，以此吸引人才到HR部门工作。此外，要确保此举不能只是走过场，因为那些对人事不感兴趣的人无法在高级职位上取得长远成功。



3年过渡到新HR

任何相信人才是持久竞争力源泉的CEO，都应该严肃看待重振和提升HR一事。建立与CFO和CHRO的协作机制，能够改善公司表现，扩展CEO个人能力。当然，改变并非一日之功，在我们看来3年是达到质变的最短时间。阐明对CHRO和HR部门的新期待是一个不错的开始；然后进行业务和人事的融合；重新设计职业路径和人才评估。然而所有改变的大前提是：CEO本人接纳变革，做出以3年为期的承诺，并着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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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不仅实现了无纸化，也实现了无人化。”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5年7-8月刊。





增刊：重新定义HR




戴维·尤里奇：


转变HR视角，创造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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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是由接收者创造的，而不是提供者。对于人力资源部门来说，HR的工作应该关注于能给他人提供哪些价值。这些价值不仅包括帮助员工更高效地工作，还包括HR对企业的客户和投资者能提供哪些商业价值。






商
 业世界日新月异，人力资源管理也随之不断发展。戴维·尤里奇（Dave Ulrich）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开创者，美国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教授。他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源”（human resource，HR）概念，在此之前，人力资源一直被叫作“人事管理”（human management）。

尤里奇提出，在过去30年里，人力资源部门发挥作用、提供价值的方式经历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人力资源部门关注工作的状态和条件。他们和工会协商薪资、工作环境和配套服务等条款。一些工作延续至今，人力资源部门依旧关注事务性的工作，尤其是薪资部分。

第二阶段，人力资源管理更关注专业性技能。人力资源部门建立了一系列围绕着员工业绩展开的招聘、激励、培训体系。同时HR在企业内部还承担着沟通者的职能，还要制定组织结构和相关政策。

第三阶段，人力资源部门发展到将以上专业职能和企业战略结合在一起的阶段。如果一家企业将创新作为其战略，那么要招什么样的人？应付多少薪水？企业内部如何沟通？组织架构该如何设计？这些专业性职能要求都要和企业战略达成一致。

在最近4-5年，人力资源管理发展到了第四阶段，人们开始“由外而内”地看待人力资源部门。这一视角是要看企业对客户、对投资人都做出了哪些承诺，以这些外部期待的角度，来重建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流程。

2016年8月10日，戴维·尤里奇来北京参加了“2016人才经济论坛”，进行了“HR转型关键：打开战略窗口”的主题演讲。论坛期间，《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对他进行了专访，尤里奇表示：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重心，不在于招聘、薪酬、福利等传统活动，而在于给企业带来了什么结果，真正创造了多少价值。



由外而内的新视角


HBR中文版: 我们通常会认为HR部门是向内工作的部门，但你却提出了“由外而内”的HR。这一想法从何而来？



尤里奇：
 理论依据其实非常简单：价值是由接收者创造的，而不是提供者。如果我给妻子赠送一个礼物，这个礼物的价值是她能从中获得什么。对于人力资源部门来说也是如此，HR的工作都应该关注于能给别人提供哪些价值。这些价值不仅包括帮助员工更高效地工作，还包括HR对于企业的客户和投资者能提供哪些商业价值。（
参见：《由外而内的HR：HR为主要利益相关者创造的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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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BR中文版: 此前你提出HR的工作应该主要关注人才、领导力和能力这三项，这一次你强调的是人才、领导力和文化。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吗？



尤里奇：
 “能力”和“文化”这两个概念是可以互换的我一般喜欢说“能力”，因为它是一个更加宽泛的话题，但是很多人并不理解它的含义。所以这一次我使用了“文化”，文化是能力这个范畴下最重要的因素，直接说“文化”是想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

人才是指招聘、薪酬、考核和培训等等；文化是从企业或组织的角度去考虑需求、组织架构和制度。而领导力是连接两者的桥梁。




HBR中文版: 说到领导力，根据德勤一份最新的HR调查报告显示，至今超过20%的组织仍没有领导力培养体系，这多少令人惊讶。既然领导力如此重要，为什么在实际管理中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呢？



尤里奇：
 关于领导力我们也做了研究，调研了450家公司。在我们的研究里，几乎每一家公司都在领导力方面有所作为。我们发现了3种培养领导力的方式：培训、工作经验和工作之外的学习。

培训对领导力的培养贡献占30%，很多公司有自己设计的领导力培训体系，也会把高管送到各大商学院去学习。

工作经验对领导力培养的影响最大，占到50%。即便是初创公司也能够通过工作经验来培养领导力。一个初创企业的领导者要自己立项目、组团队和执行，从这些日常工作里就能学习到很多宝贵的经验。

还有20％的领导力培养来自工作之外，你可以尝试从日常生活中整理出领导力的模式。IBM通过捐赠专业咨询服务和产品，为非营利组织提供解决方案。它将捐赠作为领导力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让更多的人参与其中，获得体验。

我本人从阅读中也学到许多，阅读《哈佛商业评论》并不是我的工作任务，但是我一直阅读这本杂志，并且从中学到很多。我还从孩子身上学到许多领导力的东西。

因此，锻炼领导力，30%来自培训项目， 50%来自工作经验，还有20%来自生活经验。在没有设置领导力项目的企业中并不是无法锻炼领导力，抓住来自工作经验和生活经验中的那80%就会得到锻炼。




HBR中文版:这80%是否足够？在今天创业公司颇多，创业公司是否在初创时就要建立领导力框架？



尤里奇：
 这是一个非常难应对的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领导力培训计划其实非常昂贵。杰弗里·普费弗（Jeffrey Pfeffer）在他的新书《领导力BS》（Leadership BS
 ）中提到很多企业的领导力培训项目尽管激励人心，却没有真正改变人们的行为。

做一个好的领导力培训项目需要大量的投资，你要对现有行为特点做出评估，设定目标，然后再给出需要学习的经验。还需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积累经验需要大量的工作。所以我认为与其做一个非常糟糕的领导力培训项目还不如不做。对于小型企业或初创公司，更好的方式是把领导者送去商学院学习一些高管领导力的项目。让他们在项目里学习在工作中学不到的东西。与其投资领导力项目不如先投资领导者。




HBR中文版:文化建设越来越受到中国企业的重视，但是困扰它们的仍然是如何让文化深入人心，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趋势中，这更成为中国企业的管理难题，你的建议是什么？



尤里奇：
 我对此深有感触。很长时间以来，一谈起企业文化，人们就做这样一个比喻：如果企业是树的话，那么文化就是根，是价值的核心。可我认为这个定义很糟糕。我认为，如果企业是树，那么文化应该是阳光和雨水。是它指引着大树的未来，帮助大树生长，而并非如同根一般加固大树。

因此，如果你想看一个公司的企业文化，不要看它的价值体系，要看它对顾客做出的承诺。麦当劳过去被看作一家快餐店，它的文化转型做得非常成功。过去它坚持食物要快捷且拿取方便，现在它正在做两件事，推出更健康的食物——提供沙拉等稍微健康一些的食物；提供更好的客户服务——推出个性化的菜单：顾客可以选择汉堡里的内容，薯条和沙拉的配料等等。麦当劳通过转变客户对自己的认知来改变企业文化。这些印象渗透到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改变了薪水的设置，培训、招聘等等环节。

文化的建立也应该从一个由外而内的视角去看，因为企业提供的价值是由顾客所决定的。这一点上迪士尼乐园做得非常好。迪士尼乐园承诺给客户的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神奇的体验还有安全整洁的观景等等。这些内容内化之后就是他们的文化，表现为演职人员的热情、微笑和优质的服务。



与时俱进的胜任力模型


HBR中文版: 你之前提出过HR的20-60-20法则，这一比例对于如今的HR行业依旧适用吗？



尤里奇：
 是的。这一法则可以通用到金融、市场、技术等多个方面去判断人才。在我们经历过的每一项变革中，总会有20%的早期适应者，他们一直做得很好。也有10%—20%的人也许永远都不会有太大提升；60%—70%的人处于两者之间。

在HR领域也是如此。如果我和表现优秀的那20%的人合作，其实对他们没有什么帮助，我要做的是信任他们，让他们自己施展拳脚。我也不愿意花费时间在最底层20%的人身上，因为不论我做什么，他们都无法提高。

几周前我和80多岁的母亲一起回到我成长的城市，聊起了一些我小时候的事情。我小的时候学过3年钢琴，母亲还记得接到老师电话说：“非常抱歉，但我不认为你的儿子有弹钢琴的天赋和能力，如果我再教下去，就是浪费你们的钱了。”显然在弹钢琴上，我就是那最底层的20%。

我们要多多关注的，其实是中间那60%的人。在HR领域来说，这群中间水平的人他们想变得更好，也有提升自己的能力，并且愿意为提高自身而投入时间精力。培训指导这样的人力资源工作者能帮助公司做到更好的管理。




HBR中文版:在你的2016年新的hr胜任力模型分出9个角色之多。我们不是一直在倡导要将hr从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吗？这其中哪个能力最重要？



尤里奇：
 我们发现，尽管9种能力都很重要，但不是同等重要。比如“一个可信的行动派”是打开业务讨论的钥匙。别人邀请你参与业务讨论是首先因为信任你，相信你会有好的想法，不一样的观点。一旦参与了讨论，我们就要成为一个战略定位者。战略定位者要对公司业务足够了解，并且能为客户和投资者提供服务。业务决策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处理矛盾。如何应对明显的紧张局势，又如何解决创新所引起的争执。因此可信赖、战略定位和矛盾疏通是9大胜任力的重中之重。（
参见：《HR胜任力模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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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HBR中文版:HR的胜任力模型一直在变化吗？



尤里奇：
 是的。我从事HR研究已经有30多年了，因此也有一些优势。我们从1987年就开始研究人力资源胜任力。当时，我们就识别了140种行为，包括成为一名优秀的HR人员应具备的知识、应如何行事，以及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等等。每隔5年，我们会开展一次胜任力测评工作，如今已做了7次。

我们发现这140种行为中30％-40％的行为每4年都会有所改变。所以凭经验推测，大约每4年，HR人员就需更新30％-40％的新技能。例如，在此之前，疏解矛盾的能力从未出现在胜任力模型之中，使用社交媒体、管理社交技术的能力也没有出现过。

认识到这一点很重要，有些人并不会改变自己的理论模型。但是世界发展如此之快，如果模型不随之变化也会过时。



应对不确定的新趋势


HBR中文版：在今天组织设计的一个重要趋势是更加灵活、敏捷，比如临时组织、自治组织、合弄制, 你如何看待这个趋势给HR带来的挑战？



尤里奇：
 合弄制是个有趣的尝试。这样的组织认为，公司并不需要规范员工合作的结构框架。而是通过“助推器”转变管理的思想和目标，共享思维模式，从而使大家有共同的信念和目标。想法非常棒，但也有可能走得太远了。有时候在合弄制的自治组织中，没有领导，没有老板，也没有责任制，这实际是错误的。

为了保证灵活性，企业还是应该建立4－5个流程。以客户为中心很重要，HR的所有工作都须确保能为市场提供价值。如果市场不承认HR所做事情的价值，那么我们的产品和服务也就不会成功。

因此，搞清楚市场究竟需要我们做什么十分重要。而要做到这一点，信息是关键，因此HR应了解企业中信息是如何流动的， 是自上而下？还是群策群力？

第三，我们如何管理差异？企业应聚集各种人才，他们的观点也会不尽相同。曾经有位高管告诉过我，如果你和我的观点相近，那么，这意味着我们之间有一个人的观点不再重要。

这正是管理的悖论。在企业管理中通常会出现两种情况，一个是趋异性，即人们的意见不一；一个便是趋同性。如果你只招跟你观点相似的人，就能获得趋同性结果，不会有多样化的观点妨碍执行。的确，如果企业员工观点太多样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声音，就很难决策。但如果一个公司自上到下只有一种声音，也很危险。你得在执行之前再想想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

优秀的HR和企业领导者会在趋同与趋异之间找到平衡，他们知道如何处理这个管理悖论。正因如此，才会有诸多杰出的企业产生。通用电气就是一个例子。他们尊重所有的分歧，不过，一旦制定了决策，所有人就会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HBR中文版: 数字化转型也是企业面临的新挑战，它对HR的工作会有什么影响？



尤里奇：
 我担心的是人们谈及数字化时关注点不对，他们通常只关注软硬件——我会有新电脑吗?我会有新手机吗？我能在云盘中储存数据吗？这些都是软硬件的问题，而我们须从更宏观的视角去看数字化，关注数字化与管理的关联。

3年前，我们曾为一家公司服务。那家公司为自己完成了数字化转型非常激动，还做了很棒的人力资源分析。他们通过大数据、表现评估等手段成功预测了公司高层管理者的流失率，他们的数据精准度高达80%。然而我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去5年中，你们流失了多少顶级高管？他们的回答是3%。我接着问道既然如此，为什么要用大把的时间和金钱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他们的回答是，人力资源就应该关注人才。

这是家快消公司，他们在产品上面临着许多难题，比如如何渗透非洲、东亚和欧洲市场，如何缩短产品制作周期。有这么多的业务难题要解决，而他们却只关注了如何留住高层领导者。我认为他们研究错了问题。这正是HR人员要学习的地方，不论企业是否数字化，HR总是要关注正确的问题，才能提供有价值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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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务性工作转向产出业务价值

新HR管理破解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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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展现业务价值始终是人力资源管理面临的困局和挑战。面对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企业需要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应对挑战，破解困局。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不再聚焦HR做什么，而是关注HR的产出，它将注意力从孤立的职能性解决方案转移到对业务更有价值的全面人力资本解决方案上。






在
 移动互联和全球化时代，劳动力比以往任何时代更有流动性、更加虚拟、更加多样化、更加稀缺、更加关注体验。怡安翰威特2013年中国区调研发现，企业普遍认为人员问题、产品/服务创新和市场因素是企业面临的主要挑战，其中人员问题是首要挑战。在新形势下，企业对解决组织、领导力、人才、激励和文化问题的需求变得越来越强烈。然而，展现业务价值始终是HR面临的困局。公司领导以及HR领导们都在问着同一个问题：如何破解人力资源困局？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为HR的角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不再聚焦于HR做什么，而是更加关注HR的产出。

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将注意力从孤立的职能性解决方案转移到对业务更有价值的全面人力资本解决方案（例如改善人才供应、提高员工绩效或确保业务有能力交付战略）。与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不同，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需要HR部门聚焦外部，关注业务战略、客户和投资者。简单说，HR必须学会从业务的角度思考问题：未来三到五年之内，公司将走向何方？客户和投资者对业务的期望是什么？达成这些目标对人才和组织的要求是什么？公司如何更好地管理资源，以改善财务绩效？

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需要管理者，特别是HR专业人员转变心态。它要求HR专业人员承担更多的职责，更多从业务结果的角度看待问题，这对今天的人力资源管理既是挑战，又是机会。因此，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代表了HR的未来，代表了对人力资源困局的解救。（见后文《新旧人力资源管理的区别》

 ）

一些领先公司的HR部门，例如美国运通、第一资本、通用电气、IBM、思科、宝洁等公司都重新关注HR的思考方式和运作方式，强调业务结果。为了保证对业务战略的准确执行，他们非常重视人才管理。他们专注于对客户、投资者的价值主张及组织能力的一致性。他们还特别注意运用员工队伍的知识和创造力。这些公司的HR不仅证明了HR的价值，还提升了业务的价值。这些实践证明HR正在向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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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

为了确定HR未来的走向，以及HR专业人士未来应该做什么，怡安翰威特咨询公司对未来的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研究，包括人力资源能力、架构、战略和价值主张。怡安翰威特访谈了50多位知名学者和HR高管，包括：沃顿商学院的管理专家彼得卡佩里（Peter Capelli）、美国南加州大学组织有效性中心的主任埃德劳勒（Ed Lawler）、斯坦福大学的杰弗里普费弗（Jeff Pfeffer）、密歇根大学的戴维尤里奇（Dave Ulrich）等。我们还访谈了HR变革领路人，例如：美国运通的凯文考克斯（Kevin Cox），曾经在家得宝工作的丹尼斯多诺万（Dennis Donovan），IBM的兰迪麦克唐纳（Randy MacDonald），星巴克的戴维皮斯（Dave Pace）和第一资本的马特斯凯勒（Matt Schulyer）。

为了识别未来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主题，我们就当前全球市场的人才状态、人力资源面临的关键挑战、业务主管对HR的期望和市场上的突破性创新等议题询问了这50多位学者和高管的想法及意见。他们的洞察，再结合怡安翰威特在人才和组织方面的丰富经验，我们对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进行了展望，包括：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将做什么，它们如何驱动价值，将有什么产出。

1．HR的四个赌注

基于我们的研究，HR会将赌注放在四个关键领域：提供扎实的人力资本数据分析，建设持续的人才引擎，驱动高绩效和扮演好组织管家角色。如果在这四个方面大胆下注，HR可以发挥最大影响力。（见后文《HR的四大使命》

 ）


人力资本研发。
 能够展示出员工管理实践和业务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是HR高管一直在探索的成功途径。一些管理专家，比如杰弗里普费弗（Jeff Pfeffer）和约翰布德罗（John Boudreau）主张一种以事实为基础的方法来制定人力资本决策。换句话说，HR必须继续关注人力资本衡量，但是要从“会计”衡量转向“预测”衡量，以方便管理层更好地做出战略决策。

大数据在营销、研发、IT、财务等领域都对改进决策发挥了重要作用，人力资源部门也应该像其他部门一样，从数据分析中获取价值，提供前瞻性的业务洞察。领先的HR组织都在使用复杂的数据挖掘技术和建模技术来识别关键的人力资本趋势。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必须配备具有分析实力的员工，能够参与组织的“金融工程”工作。

在第一资本，一个由前咨询顾问和工程师组成的HR团队，致力于帮助公司业务主管做出更加明智的人力资本决策。他们有权访问公司所有的人力资本数据，并进行各种分析，例如：员工敬业度、生产力、外包和内包的合理组合。最近，这个团队与其业务客户一起研究晋升率、员工敬业度、裁员和员工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他们所有努力的重点都在于优化人力资本绩效。

在谷歌，几乎每一个和人有关的决策都是基于数据。由于HR领域的很多问题，都很少有证据能够直接证明某事是否的确可行。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出解决方案，谷歌将负责人力资本研发的三类人才混合形成一个团队，承担不同的角色，互相学习，包括：


顶级战略咨询公司顾问：
 知道如何通过结构化以及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擅长变革管理。


传统HR专业人士：
 熟悉人力资源模块，擅长人员管理技能。


分析师：
 通过分析、建模等方式证明方案的可行性。


人才引擎。
 人才引擎的创建，一方面要定义未来人才需求，改善现有的人才渠道，使人才获取工作更为快速和有效，因此应该贯穿人力规划、人员获取、评估、甄选、入职及首年绩效评估等各个环节。另一方面，HR还必须更好地主动开发和管理现有人才。怡安翰威特最佳领导力公司研究显示，在人才市场上“购买”领导者将变得越来越有风险，并且日益困难。“培养”领导者将是成功的惟一方式。为此，HR需要像组织管理产品和服务的供应链一样，需要一套严谨的方法管理人才。

IBM创建了一个集成的人才供应链，该供应链涵盖了人力资源规划、人员获取、学习、流动性和资源管理。IBM还让其业务伙伴密切参与到业务战略的规划中，帮助业务主管更加全面看待人才，并确保业务有执行战略所需要的能力。

怡安翰威特进行的最佳领导力公司调研显示，部分领先公司，如通用电气和宝洁，以领导力梯队管理而知名，他们已经建立了严谨的流程和举措，以培养顶尖人才。


驱动高绩效。
 对于高绩效的关注与以前的不同之处在于：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许多传统的方法，包括薪酬、绩效管理和人员发展，无法成功改善组织生产率。这些方法没有按预期带来广泛的、系统的影响。如今的HR部门不再只关注于个人激励，而应寻找能够驱动绩效的端到端流程，该流程始于目标设定和校准，包括对成果的问责，更加彻底和一致的反馈，终于差异化的、更具有针对性的薪酬和发展机会。


组织管家。
 现在的组织更加虚拟化、动态化，也更加全球化。同时，很多公司员工敬业度很低，对领导者和其领导的组织的信任程度也较低。

怡安翰威特全球员工敬业度调研发现，只有43%的员工信任公司高级领导层；42%的员工对工作没什么激情；40%的员工总是感觉到压力让自己精疲力竭。

很多领导者相信为员工提供价值感和目标感非常重要。事实上，他们坚信恢复或建立对组织的信任和诚信对于业务增长非常关键。领导者还发现，通过社区服务、关注可持续发展、慈善事业、环境保护甚至精神信仰来建立共同的目标感能够提高员工的敬业度，同时改善业务绩效。HR需要在创建和维持这些连接中起到领导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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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R的四大使命

人力资本研发

新一代人力资源将引领数据挖掘和人力资本建模，以识别前瞻性的业务洞察。

人才引擎

新一代人力资源将管理无缝的“人才供应链”，对此领域重新定义和丰富化，来确保组织能够随时供应关键能力。

驱动高绩效

新一代人力资源将负责驱动组织层面、团队层面和个人层面的绩效。

组织管家

新一代人力资源将承担这一新角色，负责建立归属感、信任、诚信，甚至组织的精神意义。

（返回阅读原文
 ）





2．HR如何提高胜率


向供应链部门学习。
 四个领域展示了HR负责人应该将其赌注放在哪里。但是问题依然存在，就是如何提高胜率？事实证明，HR需要向其他业务部门，尤其是供应链部门学习，来找到方向。供应链的演进为HR提供了很多可借鉴的经验。供应链管理第一次演进是打破包括制造、采购、销售和其他职能的部门墙；第二次演进是整合外部供应商成为端到端的流程，达到无缝的客户交付。而供应链的下一次演进会将客户的偏好吸收进供应链模型中，以满足不同客户群体的需求。一直以来，供应链工作的重点始终聚焦于通过立足需求、客户驱动的端到端流程，来衡量和驱动关键成果。

类似的演进也会发生在人力资源管理中。HR变革领跑者正在重新定向他们的关注点，从职能举措（例如福利、薪酬、人员配置和培训）转移到关注业务所需的集成解决方案（例如改进人才供应、提高人员绩效或确保业务有执行战略所需的能力）。为此，跨职能团队需要在关键举措上进行合作；但是，在很多情况下，HR需要走得更远。这意味着他们要打破传统的HR职能部门墙，创建团队，不仅研究当前面临的挑战，还对交付业务解决方案负有责任。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与业务主管紧密合作，开发解决方案，解决具体业务需求，从而交付更高的价值。

IBM意识到就像供应链部门管理产品和服务一样，人力资源部门需要一套严谨的方法管理人才。HR的使命在于创建集成的人才供应链，包含资源管理、学习、人才发展和流动性规划。

思科让一位有供应链背景的主管担任人才获取部门的负责人，从而改善人才需求预测，更好满足获取人才的目标。


能够驱动价值的产出和流程。
 越来越多的业务领导者不仅期望，还要求人力资源关注能够驱动业务结果的价值创造流程。我们已经识别了一系列能够为组织创建高价值的关键HR产出和流程。（见后文《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能够驱动价值的产出和流程》

 ）

企业通常都会希望实现这样的产出。然而，在不同公司，其重要性却可能因为业务成熟度、目标的不同而显著不同。在一个高增长的行业，人才供应可能处于较高的优先级。而成熟的业务往往希望维持市场份额，减少运营成本，因此改进员工绩效可能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无论如何，HR必须要从职能导向或活动导向，转向结果导向。换句话说，HR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与它想要驱动的结果直接联系。

我们在研究供应链实践应用到人力资源管理时，有四个关键的经验教训：1）打破职能壁垒非常重要；2）流程负责人要对成果负责；3）产品和服务的设计需要考虑客户的偏好；4）衡量HR交付的结果。通过将注意力集中在关键产出和基本流程上，HR能够调整相关内容，并最终驱动实在的、可衡量的业务结果。如果HR不这样做，他们将失去体现价值创造的“商标”，而这些“商标”都是业务非常关注的价值创造驱动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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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能够驱动价值的产出和流程


持续供应合格人才：
 确保能够持续供应组织所需的合格人才。


建立高绩效员工队伍：
 通过一系列的工具和流程（包括差异化薪酬、针对性的发展机会、一致性高的绩效反馈及对个人成绩的认可），将员工队伍绩效和业务目标捆绑在一起。


提升领导者和关键人才的能力：
 确保组织无论在现在还是将来，都能满足业务对领导力和关键能力的需求。


建立令人向往的雇佣关系：
 在组织内建立一个清晰的雇主品牌，并实施一系列的政策、福利方案、劳动关系实践和衡量工具来确保此品牌的达成。


实现业务重组活动的投资回报率：
 确保组织能够有能力实现并购整合、发挥合作伙伴价值，并调整架构和流程来改善生产率。

（返回阅读原文
 ）





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的运作模式

怡安翰威特人力资本前瞻研究显示，关键员工保留率提高10%，能够为企业带来大约7000万到1.6亿美元的盈利。

尽管HR在人员管理上可能无法实现供应链部门的那种精益管理水平，但是基本的经验教训对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却有很强的借鉴意义。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运作模式在HR战略、架构、流程、技术指标和HR能力方面展现出了显著的不同。运作模式实施需要坚实的基础，并在资源、技术和流程方面进行变革。因此，虽然转变到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需要经历几年时间，但是部分企业已经走了非常实用的前几步，为成功转型打下了基础。


定义产出。
 明确定义HR需要驱动的产出，阐明这些产出将如何帮助业务达成其目标。评估现有的HR举措，调整HR投资和资源，确保交付这些产出流程的有效执行。

一家全球性金融服务供应商的HR负责人为HR部门定义了如下关键产出，并对实现这些产出的举措进行了优先级排序：


❶
 持续供应高绩效的、具备公司所需能力的合格人才。


❷
 提升员工群体的敬业度，建立个人与组织的牢固关系。


❸
 建立有优势的人才管理方案及基础设施，及有竞争力的HR成本。


❹
 通过人，实现公司变革活动（并购、新创、剥离）的投资回报率。


进行差距分析。
 对HR交付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流程的能力进行评估，识别当前的优势和劣势，并制定行动计划，解决近期和远期的问题。在HR能够转型到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型之前，HR技术平台等基本条件必须到位。


重新设计流程。
 聚焦于一个或多个能够最直接驱动业务价值的关键HR流程，例如改善人才供应或能力发展。举例来说，在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中，人才供应流程起始于人力规划，包括人员获取、评估、甄选和入职，终于首年绩效评估。人力规划有助于人力资源部门识别并预测人才需求，以更好地获取关键人才。人才供应的负责人还需要与HR部门的其他人员以及业务部门紧密合作，定义雇主品牌、识别关键角色、监控人力资源趋势并建立战略性人才获取的渠道关系。他们还需要监控雇佣资源的质量，确保通过人员获取渠道和甄选流程能够找到具有合适能力的新员工。

流程重新设计的关键在于打破职能壁垒，实现端到端，同时赋予流程负责人达成结果的权力和责任。


探索架构变化。
 一旦定义了关键产出之后，要采取行动来调整HR部门。这可能很简单，只是拓宽现有职能负责人的职责范围；也可能很复杂，需要对组织架构进行变革，选拔大量流程负责人。在新一代人力资源运行模式中，流程负责人需要在一些领域驱动关键产出，例如，人才供应、能力发展、人员绩效、雇佣关系和业务重组。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还包括HR运营负责人，负责管理事务性工作交付或外包服务，并且能够管理各项指标和相关数据分析。


提升HR能力。
 简单的为现有的HR资源分配新的角色，并期望他们能够交付新的服务，往往是转型失败的一个原因。

很多HR负责人都在评估现有的HR人才，来确认并解决能力差距问题。在很多HR组织中，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所需要的能力往往不能满足需求。

转型到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型的一个关键点在于需要选拔或外聘具有合适能力的员工，然后让他们担任关键角色。关键的角色通常需要高水准的资源，包括流程负责人和业务伙伴。

流程负责人需要创建无缝的、端到端的流程，确保所有的部分都能结合在一起，同时还要保证HR实现正确的产出（而不仅仅是执行活动）。流程负责人需要将员工从事的单点活动与整体业务产出相联系，确保一致性。他们不仅仅要在流程中控制资源，还要监控进展情况，找到问题点，并提供流程改进建议。

在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型中，HR业务伙伴将扮演组织发展方面的专业人士，他们能够协助业务负责人进行规划和执行业务战略，制定战略性的人力规划，识别关键角色，发展重要能力，开展继任计划，协助高管处理绩效管理，提供辅导和变革管理，并确保业务领导所采取的行动不会与当前的文化产生冲突。


识别新的指标。
 HR应该聚焦于与核心流程和产出相关联的指标。真实的情况是，HR经常会因为缺乏对价值主张的清晰的陈述（例如，他们在驱动什么样的产出，什么流程支持这些产出），而导致没有合适的衡量指标。指标能够帮助流程负责人了解流程执行的情况如何，识别流程链条中的问题，并诊断问题的来源。

例如，在人才供应中，关键指标包括合格的申请人比率、Offer接受率、多样化人才的百分比、新员工绩效合格率等。这些衡量指标能够使流程负责人更好地理解什么样的渠道有更多的候选人，什么样的渠道有更高的Offer接受率，以及新员工的绩效如何。简单来说，这些指标能够帮助改进人才供应流程。

很明显，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动摇了一些基础。它对原有的HR部门提出了挑战，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它要求HR要提供清晰的价值主张，重新调整方案和流程，重新思考指标，关注业务来获得更多的价值。

同时，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也为HR部门提供了一次巨大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自己奋斗多年的领域跳出困局，实现真正的突破。它打破了人力资源割裂、孤立的形象，培养系统性思维方式，考虑整体的产出。最重要的是，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帮助那些在思考这个问题的HR理解他们的贡献如何与业务需求相匹配。

少数公司已经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变成领跑者，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业务和HR负责人都致力于实施组织和人才战略来获得竞争优势。随着人力资源挑战越来越复杂，这些领跑者不断帮助业务更好地争夺并保留稀缺人才。最后，你必须要问一下自己，你希望所在的公司加入领跑队列，还是落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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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家领先的电信公司已经根据新一代人力资源模式重组了其HR组织架构。在新一代人力资源管理模式中，流程负责人要负责驱动以下四个关键领域的产出：人才供应链、高绩效、能力提升和员工敬业度。这些流程负责人与BU组织绩效负责人和运营负责人一起组成了HR领导团队。





[image: ]


迈克尔麦高德是怡安翰威特全球合伙人，李晓红是怡安翰威特中国区首席知识官，人力资源有效性首席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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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推荐您阅读

《分拆人力资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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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链接：https://www.amazon.cn/dp/B00SSHUKL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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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对方法，升职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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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链接：https://www.amazon.cn/dp/B01K1526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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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管理”系列：学会驾驭负面情绪




序：抛掉负面情绪的“灵丹妙药”



自管理丨驾驭负面情绪



个人发展丨70%的职场潜力股都栽在了“情绪失控”上



同事关系丨缓解紧张的同僚关系，掌握情绪边界是关键



团队管理丨不要让情绪失控毁掉你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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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 “微管理”系列：学会驾驭负面情绪

编辑：腾跃





序



抛掉负面情绪的“灵丹妙药”

文丨腾跃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新媒体编辑






人
 是一个情绪化动物，一旦控制不住情绪就容易冲动。

我们之所以遭遇挫折，是因为消极想法和情绪成了我们的心病。当我们在工作、生活中反复遭遇情绪困扰时，一些常用的方法：积极的心理暗示、根据优先级做好工作安排，或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沉浸于具体任务中，可以暂时缓解负面情绪，但这都不是长久之计。

对个人而言，想要真正驾驭负面情绪，你需要直面自己的感受，但也不要深陷其中。《驾驭负面情绪》一文告诉你成为自己情绪主人的四个方法，可作为我们甩掉负面情绪的“灵丹妙药”。

对情绪本身而言，当情绪升温、场面失控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把现场慢下来。如果双方都心理健康的话，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任何有效干预，都能将双方拉回到理性的层面。不过，任何干预的背后都要遵循同一个原则，那就是：让参与者慢下来，以及鼓励他们提出相反的证据。《70%的职场潜力股都栽在了“情绪失控”上》一文告诉你，为了个人的发展一定要控制好自己情绪的六个方法。

对同事而言，我们需要成熟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缓解紧张的同僚关系，掌握情绪边界是关键》提出要建立两层滤网，第一层能够抵御来自他人的伤害，第二层则为了避免自己伤及他人。保护自己就是要学会如何过滤这些反馈；而避免伤害他人则是指需要过滤分享的事物以及分享的方法。

对团队而言，弥漫着强烈的情绪会影响成员的协作。现在，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由团队完成，《不要让情绪失控毁掉你的团队》一文说明如果想让团队工作有成效，不仅需要刻意努力，而且还得靠情绪智慧。

总之，情绪灵活性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培养起来。但从长期来看，情绪管理能力的提升，会让你离成功更近一步。





“微管理”系列：学会驾驭负面情绪



情绪管理

驾驭负面情绪

苏珊·大卫（Susan David）

克里斯蒂娜·康格尔顿（Christina Congleton）| 文

王晨 | 译　熊静如 | 校






当负面情绪来袭时，管理者要做的不是沉溺其中，或一味地压抑自己；而应考虑努力培养“情绪灵活性”。






1.6
 万——这是普通人平均每天说出的单词数。在脑际闪过而没说出的话比这多得多。这些想法大多是混杂着各类情绪的对事态的主观判断，并不一定反映事实。其中有积极和有益的自我暗示，比如“我已经准备充分，演讲将取得成功”，“有必要主动讨论这件事”，“新任副总裁似乎人不错”；也有消极情绪，比如“他在有意忽视我”，“我要出洋相了”，“我就是个冒牌货”。

人们普遍认为，组织应尽力消除负面想法和情绪：领导者的性格应该要么坚忍要么开朗，他们必须排除一切消极因素，表现出完全的自信。但这有违生物学的基本常识。任何一个健康人的体内都存在一股意识潜流，产生批评、怀疑和恐惧的情绪。这属于思维的正常功能，让人可以预判、解决问题，并预防可能的危险。



错误的做法

在为全球企业提供人力战略咨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负面情绪本身并不会带来损害。领导者之所以遭遇挫折，是因为消极想法和情绪成了他们的心病。病症通常有两种：把主观推断当成事实，对其坚信不疑（“上一份工作就是这样……我真是天生的废物”），再遇到类似困难时畏缩不前（“我不能接手这项工作”）；或是在支持者的鼓动下，强迫自己排除负面情绪（“我不应该这么想……我绝对不是废物”），甚至违心地做与自己的价值观和目标相冲突的事情（“我要接受这项新任务，一定要控制住局面”）。二者的通病是过分沉溺于内心的纠结，白白浪费了大好精力。

这是领导者的常见问题，而形形色色的自我管理“秘籍”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起到反作用。我们观察到，很多领导者在工作中反复遭遇情绪困扰：对时间管理的焦虑、对他人成功的嫉妒、对遭到拒绝的恐惧，以及被轻视时感到的压力。这些领导者会想办法挺过去，例如对自己进行积极的心理暗示、根据优先次序做好工作安排，或是为了转移注意力沉浸于具体任务中，但这不是长久之计。据我们了解，这些情绪问题通常已持续10年、20年之久，甚至可追溯到童年时期。

很明显，领导者克服情绪困扰的方法并不奏效：大量研究显示，试图压制思绪和情感，只会让它们变得更强烈。在已故哈佛大学教授丹尼尔魏格纳（Daniel Wegner）的一项著名研究中，一组参与者被要求不要让自己脑海中出现白熊的形象，结果很难做到；禁令解除后，这组参与者思维中白熊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对照组。如果你经历过严格节食减肥，并在此期间对巧克力蛋糕和炸薯条产生过强烈渴望，想必就能理解这项实验中的“白熊”现象。

高效领导者不会被情绪压倒，但也不抑制自己的感受，而是努力培养“情绪灵活性”，遵从自己的价值观，清醒、建设性地处理情绪问题。在瞬息万变、高度复杂的知识经济时代，能够有效管理情绪是成功领导者的必备素质。伦敦大学教授弗兰克邦德（Frank Bond）等人的研究证明，保持情绪的灵活性可以排解压力、减少错误、促进创新，助我们提升工作表现。

以内华达大学的心理学家斯蒂文海耶斯（Steven C. Hayes）的“接受与实现疗法”为蓝本，参考我们在多个行业的咨询经验，我们建议领导者采取4种方法来培养情绪灵活性这一重要技能，它们分别是识别情绪规律、客观化、接纳自我和践行价值观。



情绪困扰实例

先看两个实例。辛西娅是一名资深的公司法律师，育有两个孩子。她曾为事业和家庭不能兼顾而苦恼：一方面，同事每周工作80小时，而她只工作50小时，担心失去上升的机会；另一方面，她又为不能全心照顾家庭而自责。一个声音不断告诉她，必须好好表现，否则有职场失败之虞；另一个声音却说，她必须做一个称职的母亲，否则有可能家庭不睦。辛西娅希望至少有一个声音能消失，但事与愿违，她依然左右为难。结果是，她无法下决心拓展事业，回家后却常常在饭桌上强迫性地查看手机短信。

杰弗瑞的状况有所不同。他是一家领先消费品企业的高管，正处于事业上升期，才华过人，有进取心，却时常发怒。上司忽视他的主张、下属违抗命令，或同事干活潦草，都会激怒他。几次情绪失控后，他遭到了上司的警告。他尝试不把情绪发泄出来，却感到内心受到严重压抑，愈发怒不可遏。

这两位职场精英都受困于负面情绪。辛西娅被内疚吞噬，杰弗瑞的内心充满愤怒。辛西娅想把声音驱走，杰弗瑞则把苦闷封闭起来。这两人都不愿直面自己的感受，他们试图成为情绪的主人，却一直被情绪掌控。




评估你的情绪灵活性


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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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如果你在回避自己的想法和情绪，试着承认它们的存在。留心思绪的变化，每天自查几次情绪状态，你将接收到大脑发送的有用信息。

如果你陷入情绪困境，不要慌，做10次深呼吸，看清周围环境，然后尝试客观化这些情绪。

如果这两种情况交替出现，你需要总结自己的情绪规律，判断哪些想法和情绪是你不愿面对的，哪些容易使你沉溺其中，然后有针对性地运用我们提供的疏导方法。

下一步是践行你的价值观（见后文“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仔细考虑，下次遇到困难时你应坚守怎样的价值观？







走出情绪困境

幸运的是，辛西娅和杰弗瑞都意识到，必须调整和自己相处的方式，否则不可能获得成功和快乐。在我们的指导下，他们开始从以下4个方面着手改变。


识别情绪规律。
 首先，陷入负面情绪时，对此要有意识，这是培养情绪灵活性的第一步。做这个判断并非易事，但还是有规律可循的。陷入情绪困境的一个信号是，思维趋于僵化、自我重复。例如，辛西娅意识到，她的自我谴责像坏了的唱片一样，无休止地重复。另一个信号是，当下的心理状态像是过去经历的重演。经过自省，杰弗瑞发现他对一些同事的看法（“他能力不足”，“我绝不允许他那么跟我说话”），似乎在以前的经历中有迹可循：在前两份工作中，他都曾对同事有过类似态度。杰弗瑞的情绪并非只由环境触发，更源自他的情感和思维定势。如果你想改变自己，首先要意识到自己身处困境。


客观化。
 当你身陷情绪泥沼，你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无法冷静评估实情。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是，像看待客观存在物一样看待情绪：一把铲子只是一把铲子，同样，思想和情绪只是客观存在而已。“我对工作或家庭投入不够”就转化成了“我的想法是，我对工作或家庭投入不够”。同样，“我的同事有问题，他把我惹火了”转化成“我认为我的同事有问题，并且我感到愤怒”。客观化能让你看清，情绪只是一股转瞬即逝的信息流，它不一定对你有价值。人类拥有跳出自身局限、反省自我的心智。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明，这种简单的自我客观化活动，不仅能提升工作表现和幸福感，更能改善大脑机能、促进细胞健康。当辛西娅放松下来，练习客观看待情绪，负疚的幻觉终于烟消云散。


接纳自我。
 不要试图控制情绪，而要试着接纳它们。接纳并不等于自我放任或陷入消沉，而是对自己的心境采取更开放的态度，仔细体会情绪的流动。做10次深呼吸，看看会发生什么。压力可能稍有缓解，但你不一定能马上与自己和解。相反，你可能刚刚意识到自己心情有多糟。此时重要的是，对自己和他人要有些同情心，然后检视你的处境：在你内心和现实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在杰弗瑞不再压抑怒火和挫败感，不再朝别人发泄，而是正视负面情绪后，他终于看清了自己愤怒情绪的来源——工作中的关键问题没能解决。他意识到，发火不能解决问题，他必须采取建设性行动，寻求同事的配合，优先处理紧迫任务。随着杰弗瑞接纳并努力了解自己的愤怒，负面情绪反而助推了他的事业发展。


践行价值观。
 一旦走出情绪困境，你就拥有了更多选择。现在，你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在实践中，我们建议领导者以可行性为原则审视自己的行为：你的选择在长期和短期内是否有利于你自己和你的组织？你能否有效激励他人共同完成组织目标？你是否正努力成为理想中的优秀领导者、过自己想过的生活？意识之流无穷无尽，情绪变幻莫测，但无论你身处何方，价值观是你可以依靠的向导。

辛西娅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再次确认，家庭和工作是她生活的两大支柱：她非常希望陪伴孩子成长，也对充满正义感的事业满怀激情。走出自我谴责和内疚的阴影后，她决心践行自己的原则。她把每天回家吃晚餐视为头等大事，其间屏蔽一切工作；她也为重要的出差放弃了几次很想参加的学校活动。辛西娅最终获得了平静和满足，因为她确信，她不再受情绪摆布，而是遵从了自己的原则。

完全消除负面情绪是不现实的。高效领导者关注自己的感受，但不会深陷其中。他们知道如何释放内心的空间，并在现实中依照自己的价值观行事。情绪灵活性并非一朝一夕能够培养起来，即使像辛西娅和杰弗瑞这样长期坚持自我“疗养”的人，也时常重蹈覆辙。但从长期看，情绪管理能力的提升，会让领导者离成功更近一步。


你的价值观是什么？



下表选自“个人价值观分类卡片”（Personal Values Card Sort, 2001年）。

[image: ]


该分类由新墨西哥大学的米勒（W. R. Miller）、德巴卡（J. C'de Baca）、马修斯（D. B. Matthews）和威尔伯恩（P. L. Wilbourne）设计。使用者可快速标出个人、奉行的价值观，以此在工作遇到困难时指导自己的行动。



（
返回阅读原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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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大卫是Evidence Based Psychology咨询公司CEO。她是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麦克林医院（McLean Hospital）心理辅导研究所（Institute of Coaching）的共同创始人，并在哈佛大学担任讲师。克里斯蒂娜康格尔顿是Evidence Based Psychology咨询公司合伙人、执业心理辅导师。她曾是马萨诸塞综合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研究员，主要研究心智觉知和大脑。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3年11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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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的职场潜力股

都栽在了“情绪失控”上

Joseph Grenny | 文

译言网网友米豆帮　欧明谓 | 译

马雪梅 | 编辑






“说
 吧，各位，你们到底有什么问题？”Mel 在会议上对他的50个资深经理人大声斥责。

Mel 是一家财务服务公司的CEO，该公司正筹划从母公司进行管理层收购。由于收购的风险很大，因此每个在场的人都需要进行个人担保。但是另一方面，收购的潜在好处也令人垂涎：可以利用这次机会，使得他们的业务单元从边缘走向主流。

这时，大多数高管向 Mel 提了一些简单问题，他们似乎准备好放手一搏了。然而，Caleb 却仍有一些担心。几个小时前，他仔细阅读了收购文件，注意到财务预测中存在一个明显纰漏。Caleb 明白，现在Mel 对这笔交易已经神魂颠倒，一心想要达成共识。

在这之前，Caleb 和 Mel 的关系就一直很僵，他们经常对事情持有相反立场。现在若要提出异议，肯定会再次加深两人之间的误会，但是Caleb还是决定要说出自己的看法。

Caleb 举手说道：“你忽略了一个严重问题。”Mel 立刻瞪起了眼睛。Caleb继续说道：“我们有超过250份的雇佣协议，为此要付出巨大的遣散费。在交易的第一年，如果有10%的高管离开，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实现营业利润的目标。”

此时，Mel 的整个脸都发紫了，他敲着桌子对 Caleb 咆哮道：“你根本没有团队精神！给我滚出去！”在场的每个人都惊呆了。

我们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谈话崩溃”。有些是谈话一开始就充满火药味；有些则是闷烧了一段时间，然后演变成无法挽救的局面。你知道吗？其实，这种情境下的负面情绪很脆弱，并不存在实质性冲突。

还是以 Mel 和 Caleb 为例，Mel 不是因为 Caleb 识别出重要风险而对他怀恨在心，而是认为Caleb 没有和他站在同一个立场，以及试图当众羞辱他。站在Caleb 的角度，他会认为Mel 的暴跳如雷是对自己深恶痛绝。在某种程度上，两个人的行为都证实了自己对于对方的恐惧——Caleb 以责难的方式提出了他的顾虑 （“你忽略了...”），而 Mel 则采用了爆炸式的回应。

当情绪升温、场面失控的时候，我们总会感到无计可施、结果不可逆转，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双方都心理健康的话，在这个过程中进行任何有效干预，都能将双方拉回到理性的层面。不过，任何干预的背后都要遵循同一个原则，那就是：让参与者慢下来，以及鼓励他们提出相反的证据。



1．懂得适时暂停

如果你觉得对话开始出现“火药味”了，那么要立即停下来并且改变方向。你要真心实意地这样做，不要让对方觉得你只是在操纵局面。另外，你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要对自己过激的言行道歉，比如“对不起，我刚才太大声太凶了，我是不想让对话变成吵架的”。



2．为对方提供安全感

当人感到威胁时，会失去控制。所以发生冲突时，你只需为对方提供心理上的安全感，就能够让对方冷静下来，回归正常的谈话。那么该如何提供安全感呢？最佳方式之一，就是单方面做出承诺，找出双赢的解决方案。什么又是双赢的解决方案呢？就是你要证明，你不但试图保护自己，也在全力保证对方的利益。总之，你要让对方感到你不是他的威胁，比如“让我说清楚，我这边有一些硬性需求，知道你也一样，为此我想到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法……”



3．明确指出后果

另一种有效的干预方式是，中止谈话，并将注意力转移到争吵为双方带来的后果——“如果继续下去，结果将是……”。有时候，避免自相残杀会成为约束力的最佳方式。如果你能帮助对方看到持续眼前模式的后果，他也许会主动消除唇枪舌战、挽回颜面的需求。记住，千万不要用责备的口吻，你只需指出事实，比如“我不喜欢现在的争吵，我想你也是，再继续下去对你我都没有好处，咱们换一种方式，好吗？”



4．设立谈话规则

“无政府状态”会进一步促进无礼的行为。如果你卷入了一场危险的对话，事前又没有建立起清楚的谈话规则，那么即使是不经意的刺激也很可能发展为公开的冲突。

愤怒，往往发生在一方反对另一方的观点同时又没有谈话框架进行限制的情况。所以，你可以暂停正在争论的话题，转而讨论发言规则，借此制止每况愈下的局面。而此时对方往往也会欣然同意，比如你可以说，“我们能休息一下么？在进一步讨论之前，要不要先商量一下谈话的基本规则？”。



5．语速慢下来

情绪是有节奏的。“机关枪”般的谈话，会加强双方愤怒、受威胁的感受。要改变这种情况，你不妨将语速慢下来，让声音变得平缓些。如果双方能够依次轮流说话，也会逐渐改变谈话的节奏，从而让谈话“降温”。



6．重新聚焦共识

在受到威胁的时候，人们往往会将注意力聚焦于意见不合之处。有时候，哪怕双方同意了一件事情的90%，也会因为剩下的10%而大动干戈。为了阻止这种病态的分歧，你要改变对话的基调，比如“等一下，咱们先看看达成共识的东西，好吗？”。

那么在文章开头的情境中，Caleb可以怎么做呢？他有以下几个选择：

他可以适时暂停，比如“对不起，你这么表达很不公平，我真的不是在指责你”。

他可以通过指出共同利益，来为 Mel 提供安全感，比如“我同样认为这笔交易有重大价值，也希望它能成功，只是想大家先全面地讨论一下潜在风险。”

然而，Caleb 却离开了房间，自此他和 Mel 成为了敌人。Caleb 提出的问题没有得到充分讨论，最终交易的结局也是灾难性的。

“恐惧”这一牢笼，往往会激发出人性中最坏的一面。不过，如果你能试着利用上述干预措施来减少自己与他人的恐惧，那么就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消除职场冲突，走得更长也更远。（译言网网友米豆帮，欧明谓 | 译　马雪梅 | 编辑）



Joseph Grenny是VitalSmarts联合创始人，曾荣获四次《纽约时报》“最畅销作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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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紧张的同僚关系，

掌握情绪边界是关键

Greg McKeown | 文

译言网网友“怪物連”丨译　安健丨编校






为
 了在工作或生活中发展出成熟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我们有必要建立两层滤网。第一层能够抵御来自他人的伤害，第二层则为了避免自己伤及他人。


第一层滤网：保护自己。
 曾经与我共事的一位经理常常直言不讳地对我反馈：“你是个不懂得感恩的人！”、“你就不是个好作家！”或者“好吧，这糟透了！”通常，我听见后的第一反应就是装作他都是对的。虽然表面上我变得更有防御性，但当我回到家中，内心却遭到了严重的情绪打击。每天晚上，我的妻子安娜都会倾听我的遭遇，帮我辨别错误中的真谛。有一天，安娜终于说：“你必须搞清问题的源头！”我的问题并不是不懂得倾听，而是过分倾听。换句话说，我需要学会如何过滤这些反馈。


第二层滤网：避免伤害他人。
 指帮助他人抵御自己的情绪伤害。例如，我曾认为可以在一位前Boss面前开诚布公。没想到有一天她告诉我：“我很重视你的话，但有时与你谈话就如同有人在我胸口打了一拳。”很显然，在帮助同事抵御来自我的情感伤害这件事上，我做得不够好。因此，我需要过滤分享的事物以及分享的方法。

学会如何恰到好处地运用这两层滤网十分困难。过分或是轻视都可能引发下图中出现的矛盾关系。

它的工作原理是：如果两层滤网都很低，你将反复无常（Volatile）。这是上述情况中最糟糕的一种：你不会保护自己同时也不能避免对他人的伤害。这时的你就会像一只受伤的动物，对他人的言行过分敏感，而自己也会出言不逊。你可能感觉自己是个受害者，但却对他人横行霸盗。

当你发现陷入这种情绪时，请问自己，“我认清状况了吗？”“我是不是有点反应过激？”或者“其他人真有那么过分吗？”同时，还可以为他人的话语“打个折扣”，假设他说的并不是100%的准确。在对话中寻找一件你认同的事，搁置余下的分歧。就这样，暂缓你的发言，直到你觉得更清醒为止，在纸上写下这时你想对他说的话，留待以后检讨。写在纸上是为了不希望某天误发了这封email。

当两层滤网一高一低时，你可能过于傲慢（Overbearing）或软弱（Vulnerable）。傲慢是一个很微妙的位置，因为你的自信可能在无意间冒犯他人。由于没有认真倾听，你只是心直口快地诉说自己的信念，却忘了适当为他人而调整，形成了单向沟通。

当你有所感知时，请问自己，“可能我有点言过其实。请问你有什么见解？”或者“你知道我也犯过错误，你怎么看？”然后更进一步控制住自己的言行。

相反，软弱意味着过分迁就他人而忽略自身。例如，把问题都揽到自己身上，还努力袒护别人。要记得，谁都有受到善待的权利。如果遇到上述情况，想想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玛娅安杰洛（Maya Angelou）说过的话，“你心中定有个不可亵渎的地方，纯朴、圣洁。因此，没有人有权对你咒骂或是践踏。父亲、母亲、妻子、丈夫，都没有。在这里你有资格说‘住手，退下！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上帝的孩子吗？’”

试着这么打开话匣，“我想和你分享一些东西，但希望你能在这点上多包容。”

滤网间的平衡，即中间位置是最佳的位置，我们也因而在人际关系的处理中变得无往不利。在这个位置上，我们有能力了解和被了解，倾听而不被伤害，述说而不必冒犯。我们能驾驭复杂的关系，因为我们懂得了调整自己，而不是迷失自我。

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因时而变，因人而变。只要明白自己在人际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并向那个最佳位置靠近，关系就能健康地发展。



Greg McKeown是纽约时报畅销书Essentialism: The Disciplined Pursuit of Less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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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让情绪失控毁掉你的团队

Annie McKee | 文

王韵竹 | 译　腾跃 | 编校






我
 们每个人在工作上都是个人贡献者（individual contributor）吗？我认为不是。现在，几乎所有的工作都由团队协作共同完成。我们的任务是一起规划、完成项目。我们对每个人的角色、拥有的资源进行商议。我们面对面讨论，发短信，用推特或者发邮件，当然我们也会倾听。为了取得胜利，我们依赖上司、同事和下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培养出一些如何与他人相处行事的习惯。综合上述，我们得到了团队的定义：有着共同的目标，承担不同的角色和责任，遵守某些规则的一群人。团队存在于工作的每个地方。可惜的是，它们大多数效果不佳，或是毫无乐趣。

我们如何改善团队？如何让它充满乐趣，而非令人痛苦？


首先，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团队在工作上的重要性。
 在绝大多数组织内，都在一些小地方低估团队的价值。例如，尽管很多公司认同团队合作在绩效管理上发挥作用，但这一项目常常未与奖励和薪酬制度紧密相连。这加深了我们不注重团队、团队合作的观念（毕竟，我们得不到任何奖赏）。最终，最好的结果是公司无果而终。最坏的则是不论员工还是领导都会做出导致公司运作失调、员工感到痛苦的不当行为。很快这个团队就分崩离析了......我们之中的很多人都有过类似经验。

矛盾的是，在研究如何让团队更有效之前，上述案例帮助我们了解哪些是不该对团队做的事。下面让我们看一看即使是很优秀的人也可能犯的常见错误：


1．不控制情绪，冲动行事：
 按照感觉和冲动行事，对所作所为不加思考。不受社会约束，或规范令人讨厌的事。只要看到有人比自己得到更多，就会火冒三丈，无法平息。对和自己不同的人怀有成见。想到什么就说什么，然后以“诚实坦白”为借口乞求原谅。也许你就是这样的人，但是这样的做法十分不友好。如果你针对的是你的直接下属，你就是在恃强凌弱。不幸的是，由于现在职场上的压力太大，许多人都处于杏仁核劫持（amygdalahijack）的状态。


2．固执己见：
 这听起来不妙，“按我的方式做，要不就滚蛋”。如果你想要毁掉一个团队，请刻板行事，固执己见，一心只想着自己的目标或是自己的做事方式。


3．凡事悲观：
 若要让员工心情低落、团队精神不振，那么请一直强调所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就对了。恐吓员工，冷嘲热讽。情绪是会传染的；负面情绪、愤世嫉俗、损人的玩笑会扼杀团队成功极为重要的因素——信任、创造力、热情和快乐。


4．不在乎别人：
 我曾经和一位高管一起工作。实际上，他正在毁掉他的团队和家庭。他曾因为工作优秀而成为公司的CEO，但情况可能发生变化。公司高层及时发现了情况，他以牺牲每个员工和团队为代价获得成绩。所以他的成就也就不可能保持长久。当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时，他坦率地告诉我：“我不在乎这些人。”“真的吗？”我问道。在缺少同理心的背后，隐藏着他对自己的目标、做事方式过度看重。他自认为比其他人更聪明，所以别人的需求毫不重要。直到他意识到他正在毁了自己的家庭——他的妻子将要离开他，他的孩子们不再要求他的陪伴——他才明白为什么自己毁了每个团队、每件生意。


5．考虑太少——尤其是你的动机和情感：
 无论是有心还是无意，没有自我认知是团队中最严重的坏习惯之一。以上面的高管为例。当我们真正着手处理问题时，他毁掉一切的原因是他很害怕。在家里，他惧怕亲近关系。他确实爱他的妻子和孩子，但是他没有为真正的亲近关系做好准备——所以他让大家都陷入了困境。

我们很多人都在运行不佳的团队中工作——这让人痛苦，不愉快。不快乐的人不可能是好员工，快乐是最起码的要求。在工作上不愉快的人在家里也不会开心，他的家庭也跟着受苦。就这么一直延续下去。幸好，我们可以采取行动。

想让团队工作有成效，不仅需要刻意努力，而且还得靠情绪智慧。如果你想要一个健康、和谐、高效的团队，你必须对自己的形象及所作所为负责。

VanessaDruskat和Steven Wolff的研究显示，情绪智慧对团队能效很有用。他们发现，团队中越多的人运用情绪智慧，这个团队更有可能制定出对信任、团队意识、集体效能有益的准则。这些规则有助于可持续的团队成功。

其他的研究则关注了情绪智慧和处理团队冲突之间的关系。例如，Ayoko及同事研究了情绪智慧和氛围、冲突的联系。他们发现如果团队成员和领导者之间没有建立同理心、情绪管理技巧和冲突管理规则时，就会产生更多的任务和人际关系冲突。氛围不佳，工作成果也不会理想。Jordan和Troth在研究情绪智慧、问题处理、冲突解决时也给出了类似的发现。

要想在团队中合作愉快，这需要很高的情绪。如果你正要培养自我认知，若想要培养自我认知，需要投入很大的心力；培养同理心、自我管理等其他能力，更是如此。提升情绪智慧既是个人成长，又是职业发展。

最后一个注意事项就是：上面提到的那名高管努力培养情绪智慧，尤其是自我认知、同理心和自我管理。他得到了那份工作。他将自己所学、自己对他人的影响运用于家庭。他真正地开始关注妻子和孩子，这也许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尽管花了不少时间，但是他们又再度亲近起来。



Annie McKee是宾夕法尼亚大学高级研究员。






[image: alt]






哈佛商业评论 “微管理”系列：学会驾驭负面情绪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集团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Group, www.hbr.org


总编辑 Editor-in-Chief


Adi Ignatius




《财经》《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Chinese Edition, hbrchina.org


总编辑 Editor-in-Chief


王波明 Wang Boming




主管：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主办：
 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





编辑委员会 Members of Editorial Board


于颖 王波明 何刚 杨浪 法满 靳丽萍 戴小京

Yu Ying,Wang Boming, He Gang, Yang Lang,

Fa Man, Jin Liping, Dai Xiaojing






主编
 Editor

何刚 He Gang


副主编
 Executive Editor

钮键军 Niu Jianjun


助理主编
 Assistant Editor

李全伟 Li Quanwei


编辑总监
 Editorial Director

李源 Li Yuan


首席编辑
 Chief Content Editors

李剑 Li Jian


首席撰稿
 Chief Writer

王丰 Wang Feng


高级编译
 Senior Articles Editors

王晨 Wang Chen 刘铮筝 Liu Zhengzheng


高级编辑
 Copy Editors

时青靖 Shi Qingjing


编译
 Articles Editors

刘筱薇 Liu Xiaowei 蒋荟蓉 Jiang Huirong


撰稿
 Writer

廖琦菁 Liao Qijing


高级新媒体编辑
 Senior Digital Editor

腾跃 Teng Yue 马雪梅 Ma Xuemei


新媒体编辑
 Digital Editor

齐菁 Qi Jing


驻伦敦高级编辑
 Foreign Senior Editor（London）

牛文静 Niu Wenjing


高级图书编辑
 Senior Book Editor

王晓红 Wendy Wang


高级创意编辑
 Senior Creative Designer

崔晓晋 Cui Xiaojin


特约设计师
 Freelance Designer

瞿中华 Qu Zhonghua


流程编辑
 Flow Editor

苏然 Su Ran


行政总监
 Administration Director

颜晓群 Yan Xiaoqun


人力资源总监
 Human Resource Director

郝晶 Hao Jing


总经理
 General Manager

刘霄 Liu Xiao


执行总经理
 Executive General Manager

张瑾 Zhang Jin


执行副总经理
 Executive Deputy General Manager

张菁 Zhang Jing


执行副总经理兼广告总监
 Executive VP & Advertising Director

李一品 Yolanda Li


执行副总经理兼品牌总监
 Executive VP & Branding Director

赵阁宁 Zhao Gening


发行总监
 Distribution Director

高云竹 Gao Yunzhu


华东区
 市场部总经理 Director of Branding Center, East China

杨志清 Yang Zhiqing


华东区
 广告部总经理 Senior Account Managers, East China

徐礼智 Damon Xu


市场总监
 Marketing Director

王欢 Wang Huan


华北区广告副总监
 Advertising Vice Director

叶海虹 Ye Haihong 李淳 Li Chun


资深策划经理
 Senior Planning Manager

刘浩宁 Liu Haoning


高级品牌经理
 Senior Branding Managers

陈萌萌 Chen Mengmeng 张超 Zhang Chao

王文睿 Lea Wang 李帅 Li Shuai


品牌经理
 Branding Managers

杨逸雯 Yang Yiwen


市场专员兼行政助理
 Marketing Executive

崔哲 Cui Zhe


新媒体事业部
 New Media Department


新媒体部门总监
 Managing Director

于慧媛 Yu Huiyuan


高级编辑
 Senior Editor

康路 Kang Lu


内容编辑
 Editors

郭长冬 Guo Changdong

朱虹 Zhu Hong 刘楠 Liu Nan


高级开发工程师
 Senior Development Engineers

慈勤强 Ci Qinqiang 李向东 Li Xiangdong


开发工程师
 Development Engineer

陈明东 Chen Mingdong


高级产品经理
 Senior Product Manager

王振国 Wang Zhenguo


产品经理
 Product Manager

周鑫欣 Zhou Xinxin 初飞 Chu Fei


设计主管
 Design Director

李井全 Li Jingquan


设计师
 Designers

张姿艳 Zhang Ziyan 程爽 Cheng Shuang


高级市场经理
 Senior Marketing Manager

王硕 Wang Shuo



[image: alt]



版权声明：


本刊主要内容是哈佛商业出版集团授权独家使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BR
 ）的简体中文版，其他内容来自《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团队采写或编辑，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或摘抄。

Copyright Notic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ublishing Corporation exclusively authorizes this publication as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of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HBR). Part of the content in this publication is created and edited by editorial team of HBRChina. All rights reserved. Without Consen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邮发代号
 80-387


客户服务热线
 400 009 0313



国内外统一刊号


ISSN1671-4725

CN11-4568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22号泛利大厦19层


编辑部联系电话：00-86-10-85657511

发行部联系电话：00-86-10-85650323

邮编：100020

广告部联系电话：00-86-10-85657236

电子信箱：hbrchinese@caijing.com.cn







版权信息



学会驾驭负面情绪（《哈佛商业评论》“微管理”系列）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 出品

©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2016

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区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DNA-BN：ECFD-N00008456-20160819

最后修订：2016年11月14日

制作：郑 星

出版：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浙江 杭州 体育场路347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浙）字10号

电子邮箱：cb@bookdna.cn

网　　址：www.bookdna.cn

BookDNA是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旗下电子书出版机构，为作者提供电子书出版服务。

如您发现本书内容错讹，敬请指正，以便新版修订。



©Zhejiang Publishing United Group Digital Media CO.,LTD,2016

No.347 Tiyuchang Road, Hangzhou 310006 P.R.C.

cb@bookdna.cn

www.bookdna.cn






[image: ]
我们还推荐您阅读

《远离职场语言暴力》

[image: ]


购买链接：https://www.amazon.cn/dp/B01GCD24V6






[image: ]


《决胜柔性谈判》

[image: ]




购买链接：https://www.amazon.cn/dp/B01BG8X9MK





[image: 封面]











哈佛商业评论

找对方法，升职不难！

（《哈佛商业评论》“微管理”系列）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出品





[image: 封面]






[image: ]


“微管理”系列：找对方法，升职不难！




序：时刻做好升职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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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时刻做好升职准备

文丨腾跃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新媒体高级编辑






无
 论你是资历尚浅还是级别尚低，为升职做准备永远都是明智之举。



提前做好准备，不仅有利于你掌握领导必需的能力和驾驭领导应有的风度，也能增加你升职的砝码，因为同事们会不由自主地把你当成上司。关键在于，你现在就要抓住机会，不论你现有的职位和角色，你随时都应展现出领导力。《让你领导气质外露的8种途径》告诉你成为领导者的八个方法。



也许你是雄心勃勃却遭遇职场重创的经理人，《咸鱼翻身，只需三步》一文揭示：当你面对职场挫折时，要做好以下3件事：发现败因、看清方向、适时行动。如此一来就会让失败成为你成功的跳板。要想事业有成，韧性与适应力至关重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拥有或天生就具备这些素质。因此在受挫后，做清晰的步骤规划就显得格外实用。



现在组织架构越来越扁平，你的职场晋升脚步可能会提早停滞。倘若你的事业正方兴未艾却遭遇平台期，你该如何应对？《无法晋升，如何获得职业发展？》一文表示，平台期至少有四种经过验证的成长途径：横向调动，重塑职业角色，扩大影响力，修炼技能。



但如果你具备不可靠、拖延或者自私等特征中的一点，你就会升职无望。《如何克服阻碍你晋升的坏习惯》助你找到妨碍你职业生涯的原因，并为你提供解决方案。



即使你还是基层员工，你依然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展现你的领导潜质，为你想达到的目标而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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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你领导气质外露的8种途径






如
 果想成为领袖，不要期待那耀眼的头衔和拐角办公室自动加冕到你身上。在升职之前，你可以学着像领导一样行动、思考和交谈。即使你还是基层员工，面对同事所做的各种各样的努力，你依然可以通过许多方法展现你的领导潜质，为你想达到的目标而开拓出属于自己的道路。

专家如是说 “无论你是资历尚浅还是层次尚低，为升职做准备永远都是明智之举，《房间里的领导者》一书合著者Muriel Maignan Wilkins说道。Michael Watkins，《最初90天》和《你的下一步》的作者对此话深表赞同。提前做好准备，不仅有益于你掌握领导必需的能力和驾驭领导应有的风度，也能增加你升职的砝码，因为同事们会不由自主地把你当成上司。关键在于，你现在就要抓住机会，不论你现有的职位和角色。“无论你身处何位，你随时都应展现出领导力
 ，”《房间里的领导者》合著者Amy Jen Su说道。以下8种方法将帮助你搭建成为领袖的地基。



1．发挥你的责任心

不论你有多么大的雄心壮志，不要为此忽略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当然需要关注职业前景，但你更需要扮演好目前的工作角色。“你依然得做好每天的本职工作."Jen Su说道。Maignan Wilkins补充说:"只有做好当下任务，才不会有同事或上司质疑你的工作表现。“这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



2．助力领导成功

“你也必须把上司优先考虑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干。”Watkins说道,“要表现出你有拿起项目指挥棒的决心。”无论上司叫你负责什么新的项目，Wilkins都建议你“要更倾向于认同而不是反对”。找出那些困扰你上司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3．在成为领导的道路上，无论多么小的机遇都不要漏过

“让我来”的工作态度不应局限于你和直属上司的工作关系里。你要对新任务保持主动，尤其是那些能让其他部门看到的。“这会让他人看到你在更资深的位置上的表现，”Maignan Wlikins说道。这种项目或许不是高强度的长期项目，可能是为某次会议出力，为雇佣员工提供帮助，或者出面调解同僚争端这样简单的任务。你也可能在本职工作之外发现机遇。你可以管理区域的非盈利组织或者组织社区志愿活动。“这些行动都显示你有做领导者的潜质。”Watkins说道。



4．寻找工作中的空白区

另一个证明潜能的办法是发现项目工作中的“空白区”。这些可能是其他人不愿意去解决或者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每一个组织都有些问题是大家没有留意的，或者干脆主动回避的，”Maignan Wilkins说道。例如，你发现顾客的需求和公司现有的产品线不一致，你便可以提议开设一条新的产品线。或者你可以进行快速分析，看看那些具体改变能够拯救公司。当你承担起别人都不愿意做的事时，你就变得与众不同了。



5．不要当一个自大狂

拥有雄心壮志和自我膨胀是有明显区别的。“没有掌握权利时，不要装作自己已经是领导者一样，”Watkins说道。你可以尝试展现他所谓的“管家式领导”：把团队目标放在首位，而不是自己。Jen Su建议你展现“谦逊的自信”——在自己的工作角色里展现出适当的谦逊，同时对自己能够被提拔到更高级别表现出足够的自信。



6．展露抱负时需谨慎

如果你和上司拥有相互信任且牢固的关系，可以向他吐露自己对前景的抱负，但是这些谈论的关注点应该局限于：怎么做对公司最有益。Jen Su建议你列举出你去年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然后询问上司：“既然我们在展望未来，那么你看我应该怎样继续为公司效力？”Watkins提醒到，这些谈话不应该全部针对你自己，而是要和上司进行双方面的交流。如果你的上司认为你的抱负对他构成威胁，那么这种抱负最好留在心中，然后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潜力。



7．寻找榜样

找到那些拥有你梦想职位的榜样，学习他们的行事方法——他们怎样行动，怎样交流，怎样穿着。“选出和你相似，但是职位高于你的人，然后找到与他们工作的方式，”Watkins说道。你可以主动参与到他们领头的委员会，或为他们所看重的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学习他们身上的闪光点的同时对自己保持真诚。“你不想模仿得太假，”Wilkins说道。此外，通过观察那些处于职业瓶颈的人，你能了解到哪些不应该做，这也会对你的职业发展有益。是他们不会委婉处世吗？还是不尊重上级领导？或者没有和各部门建立良好关系？



8．建立关系

有句俗语说得好，“你认识谁不重要，关键在于谁认识你。”上司在权衡是否要提拔你时，他不会独自坐在办公室里思考你是否能胜任，而是参考别人对你能力的评估。这意味着你在公司里需要有支持者，那些知道你所做出贡献的人。“假设你和公司高层在大厅碰面，你要时刻做好回答这个问题的准备，“你近来在忙哪些项目？”Maignan Wilkins说道，“不要小看你们之间随意的谈话。你要抓住一切时机，向他人展示自己对公司价值以及你对本行业的了解。”（康欣叶｜编辑）



铭记以下原则


Do:


1．无论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寻找展现自己领导气质的每一个机会。

2．帮助领导达成目标。

3．找到那些拥有你梦想职位的榜样，学习他们身上的特质。




Do Not:


1．不要被自己的雄心蒙蔽了双眼，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

2．当你没有权利时就不要滥用——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展现领导潜能。

3．公开讨论自己的职业愿景——更安全的办法是“展示才华，却保持沉默”。



Amy Gallo是《哈佛商业评论
 》英文版编辑。本译文由译言网网友ly33579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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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鱼翻身，只需三步

米切尔·李·马克斯（Mitchell Lee Marks）

菲利普·莫维斯（Philip Mirvis）

罗恩·阿什克纳斯（Ron Ashkenas）| 文

刘筱薇 | 译　安健 | 校　万艳 | 编辑






你难免会因公司兼并、重组、激烈升职竞争或自身能力欠缺而遭遇开除、解雇或升职无望等挫折。通过发现败因、看清方向和适时行动，你可以走出低谷，甚至反败为胜。






布
 莱恩是公司中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星。他接连晋升至多个高管职位，很快又被提拔到事业部担任负责人，直接向CEO汇报工作。然而，在任两年后，虽然他帮公司赚了不少钱，可还是给老板解雇了。布莱恩被告知，公司正向更开放、专业、全球性方向转型，而他过于凌厉的领导风格并不能体现这些价值理念。

像很多雄心勃勃却遭遇职场重创的经理人一样，布莱恩先后经历了震惊、拒绝接受现实和自我怀疑的感情阶段。毕竟，他从未遭遇过类似重创，因此很难接受自己没有想象中优秀这一事实。他的老板没有给他机会证明自己，这也让他感到愤怒和沮丧。最终，布莱恩认识到他不能改变公司这一决定，所以选择重新振作，继续前行。布莱恩手下的员工没有一人反对解雇他，因此他非常渴望知道将来该如何培养职员的忠诚度。

几个月后，一家大型工业零件制造公司十分认可布莱恩卓越的创收能力，于是雇他担任一个部门的负责人。该职位与之前的职位相比，相当于降级，但布莱恩决定接受它，从而尝试不同的工作和领导方式，学习如何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及鼓舞员工士气。布莱恩得到了回报：不到3年，一家世界500强制造企业聘请他担任CEO。他在任的7年里，公司收入增加一倍。另外，他创建了新的企业文化，平衡了追求创新与恪守效率和业绩之间的关系。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遭到解雇后都能再领导一家大公司。但是我们从事企业管理人员方面的研究和咨询工作已有30多年，认为布莱恩的案例很有启发意义。如果你能正确应对职场挫折，失败就可以成为成功的跳板。要想像布莱恩一样华丽转身，你要做好这3件事：发现败因、看清方向、适时行动。



发现败因

我们采访了上百名因公司兼并、重组、激烈升职竞争或自身能力欠缺而被开除、解雇或升职无望的高管，结果发现他们会经历人在受挫后必经的经典情绪阶段（由心理学家伊丽莎白·库布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定义）。起初，他们会很震惊，拒绝接受现实，然后他们开始生公司或老板的气，跟上司讨价还价，接下来会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要舔舐自己的伤口，自问还能否再赢得团队或同辈的尊重。很多人都没有进入“接受现实”这一阶段。

其中部分原因是因为事业有成者通常会居功自傲，一旦失败，他们往往将结果主要归咎于他人。社会心理学家在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后已发现这一点，称之为归因偏向的一种表现形式。虽然归因偏向保护了落败者的自尊心，但并不利于其学习和成长，因为他们责备外因或公司政治，而不是检讨自己的不足。

有些人想得到坦诚的意见反馈，却多半是向心存同情的朋友、家人或同事倾诉，这些人只会强化落败者的自我定位（“你应该得到那份工作”），或者为他们打抱不平（“你确实该生气”）。这妨碍了他们反省自己的过失，且不会改变当初导致其职场滑铁卢的有害行为。此外，这还会让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重蹈覆辙。

职场失意后还能咸鱼翻身的人则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路径。他们并没有陷入悲痛之中或不断发牢骚，而是积极探索怎样改进过去的不足，回想从前是否正确考量了经营状况并妥善应对。此外，他们还思考如果重来一次，做法会有何不同。他们也会从多个渠道（上司、同级和下属等）搜集反馈意见，并明确表示希望得到真诚建议，而不是安慰。

比如，布莱恩就同老板、几名下属以及一些信赖的同事多次坦诚沟通。虽然过程很痛苦，但他得知了自已出名的难相处又坏脾气的名声，这正是他职业发展受限的根源。

同样还有斯坦的例子。他是一家正考虑全球扩张的专业时尚精品公司的高级合伙人。斯坦积极拥护扩张方案，并觊觎着公司伦敦分部主管一职。当得知另一合伙人当选后，他忿忿不平，接着自怨自艾地过了数周，但最终决心采取更富有成效的行动。他安排了与公司高管委员会成员一对一的会谈。每次谈话开始时，斯坦都会解释说他并不是要让高管改变决定，只是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作出如此安排。他小心地不让他们觉得自己有怨意或在指责他们。他努力保持一种积极向上又自信满满的语调，并表示他愿意吸取从前的教训。

结果，高管委员会成员的回复一致又实用：他们认为他的凌厉作风在美国非常可贵，但在英国，可能会影响公司吸收新客户，经营新业务。斯坦最初很排斥这一观点。他暗想，“我签下大单的时候怎么没人介意我手段强硬”。但他还是克制了自己的不满情绪，并接纳了他们坦率的建议。“他们不是在逼我改变，”斯坦反思道，“而是让我明白是我的行事风格让我与这次机会失之交臂。”



看清方向

接下来，你要客观思考反败为胜的可能方案，是选择本公司内另一职位，还是跳槽到一家新公司或转行。

要想在失败中寻找机遇，你要认真审视自己及内心所求。研究表明很多人职场受挫后会选择逃避现实，有人去旅游解忧，有人则通过疯狂工作、暴饮暴食来麻痹自己，还有人拒绝与亲友探讨自己的想法和打算。尽管这些做法可以让他们情感上有所宣泄，但并不利于自我提升与转变。积极寻找未来发展的多种可能才能重振旗鼓，东山再起。

机会通常不会从天而降，而那些刚刚折戟、正处在悲愤交织状态下的人就更难看到机遇。

变革管理专家威廉姆·布里奇（William Bridge）的研究表明，人们在痛苦抉择是维持现状和既定方法还是放弃眼前的一切时，承受着巨大压力。我们提供过咨询的领导者将此称为“曙光期”，指人们处在被彻底打败，不知未来如何才能成功的阶段。

这也就是我们何以要花时间试验一些之后的职业发展方案。你可以咨询职业规划师或参加心理治疗，来确定目标并实现自我提升；也可以暂时离开岗位回学校深造，或在初创公司或非盈利组织做自己感兴趣的工作，看能否继续发展下去。冷静一下可以让落败者在挫折中找到新思路。

我们来回顾一下布莱恩被解雇时是如何应对的：他选择了职位更低的工作，因此得到改进领导方式的空间。或者以宝拉为例，我们认识她的时候正在研究在线广告公司高管在公司重组后该如何自保。当宝拉所在高科技公司的新任CEO宣布公司改制时，她觉得自己相对安全，因为她带领的欧洲事业部已经连续11个季度业绩达标甚至超标，她本人更是5年内晋职3次。但后来她才发现自己的职位将被撤销。

刚开始宝拉怨声载道，从公司政治到未能保护她及其团队的老板都在她的指责之列。收到离职通告3个月后，她迎来在任的最后一天。宝拉对之后的日子没有任何计划也不想立刻做规划。不过，她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与事业，又联系朋友和工作伙伴，用她的话说“并不是为了拉帮结派”，而是要征求人生未来方向的思路和建议。

宝拉会反思与友人的每一段对话，并做笔记，最后总结出她所谓的“我下一份工作的4要素”，即向市场投放新产品（而不是把美国产品换个地区销售）、与客户更直接地交流、效力于一家有独特价值主张的公司，以及与喜欢并信任的同事共事。其后，宝拉根据这些条件展开了工作搜索。



适时行动

在制定几个方案后，你就可以选出一个具体实施了。这其中风险很高，特别是对要进入另一未知职业领域的人来说。重新定位职业方向是一回事，实现这一目标却是另一回事。但是记住，你在上一份工作中学到的技能和积累的经验都还有用，而且从失败中吸取的教训也能令你受益。此外，你或许也反复修改过成功的定义，并有了答案。

我们同职业规划师道格拉斯·霍尔（Douglas (Tim) Hall）合作的研究表明，需求和侧重点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很大改变。比如人出生以后，会长大，离开家，经历离异或亲人辞世等。儿时的梦想随着人步入中年而渐渐消失，新的理想逐渐抬头。从前的想法和技能过时了，新的人生挑战又开始了。所以正确的职业选择要契合人们当下的所思所想。

宝拉的案例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她的“必有”清单帮她成功面试并赢得一个更高级别的职位——在同行业的一家规模略小的公司担任国际销售副总裁。工作地点为一个欧洲城市。宝拉就住在那里并甘之如饴。

相比之下，布莱恩采取了降级的做法，但他利用职位变动的机会学到了如何成为更好的管理者。他明白了过去让他管理低效和战略不佳的诱因。比如，过去如果下属有任何过失，他会立即揪出来批评。但现在他学会与相关负责人做线下沟通。通过多次使用这种方法，他已经习惯成自然，能够平和地解决问题。

布鲁斯的案例也可供参考。他是纽约一家银行的高级IT经理。该银行刚刚与其他公司合并。他在合并后保留原职，却在新公司首席技术官一职的角逐中败下阵来。尽管他继续留任原职，但经过一年的再三思量，考虑到个人和事业抱负，以及其他类型的工作，他选择举家搬到田纳西州奥斯汀市，并加入当地一家小型科技公司，该公司后来取得巨大成功。同样重要的是，他还有时间指导两个孩子所在的足球队训练，并在当地一个乐队当吉他手，重燃了自己的音乐热情。

像宝拉和布莱恩一样，布鲁斯也在失败后认真反思，进而采取了坚定行动。他搬到一个新城市，进入一个新行业，从事了一份让他重新振作并获得长足发展的工作。

对于那些想留在公司与员工并肩作战的高管而言，他们要做出的最大改变在于转换思维模式或在心理上接受结果。这是斯坦在专业时尚精品公司工作时的经验：他更为清楚地知道同事如何看待自己，接受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因此对所领薪水、职位以及补贴开始感到满意。他还找到提升自己满意度和成就感的新来源，即教导下一代人才怎样赢得新商机。

改变视角像换公司或换工作一样费心费力，如果你不能像斯坦一样在现任工作中找到新乐趣，那就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或更多融入家庭生活，或做志愿活动，或培养爱好，从而通过更丰富的个人生活来补偿事业上无法独占鳌头的挫败感。

我们都知道要想事业有成，韧性与适应力至关重要。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拥有或天生就具备这些素质。因此在受挫后，做清晰的步骤规划就显得格外实用。本文提供的思路可以帮助落败者不再愤懑与自我怀疑，而对未来充满期待与信心。



米切尔·李·马克斯是旧金山州立大学商学院领导力学教授，及JoiningForces.org公司总裁。菲利普·莫维斯是组织心理学家及顾问。

罗恩·阿什克纳斯是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市谢弗咨询公司高级合伙人。





“微管理”系列：找对方法，升职不难！



职场跳槽达人告诉你：如何跨界当高管

刘铮筝丨文






时间就是金钱，可很少有公司能做到惜时如金。已经有公司把时间当作稀缺资源对待，设定严格规章，像管理资金预算一样管理时间预算，这么做的结果至少有机会节约20%集体共有时间。本文提出了8种时间管理方法，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减缓高管们的用时压力，降低成本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Li
 sa Bridgett 毕业于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从2012年至今担任NET-A-PORTER全球销售和市场总监。该网站由时尚记者Natalie Massenet于2000年创立，是世界上第一个时尚类购物网站，并于2009年创立了第一个可直接购物的手机App。

纵观Lisa的履历，她拥有经济学、法学、通讯、管理等多重教育背景，曾在多个国家的咨询公司、唱片公司、时尚初创企业工作过，并且在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时远赴异国攻读了MBA。这样一位互联网时尚“女超人”如何利用大跨度的经历与知识作为跳板，实现自己的职场目标，并在2014年为NET-A-PORTER取得税前净销售增长23％的骄人成绩？




HBRC：你具有异常丰富的国际工作背景，加入 NET-A-PORTER 前，曾在 Ralph Lauren 和百代唱片担任数字化营销总监，还在埃森哲担任过策略顾问。而另一些管理者会选择在同一家企业工作很长时间，从内部晋升。对这两种职场生涯，你的看法是？



Bridgett：
 多换地方好处多，这倒不是说让你每6个月就换份工作。但通过在不同公司工作，确实能让人收获加倍。每到一家新公司，一个新行业，你能了解到一种新的公司文化，学会新的处事方式，人脉也会随之拓宽。 从公司内部晋升不是人力资源公司的常规做法，职场上更常见的是，跳槽到不同公司，更容易升职。




HBRC：从职业路程来看，你跨越了咨询公司、音乐和时尚这三个不同行业，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Bridgett：
 咨询、音乐、时尚尽管是不同的领域，但我所做的都是和创意有关的工作，即使在埃森哲，我负责的相关咨询工作也和影视和体育相关，含有很多创意成分。我喜欢创意和管理的组合，能够将各种商业和科技上的原则打碎重组，与疯狂的创意结合，并将我在战略
 上的思考融入其中，因为每个设计师、每项活动都截然不同。而且时尚行业容许不同声音，鼓励发挥个性，特立独行和与众不同的人能在这里取得成功。今天我们可以在派对上拿着鸡尾酒尽情享受音乐，明天回到办公室又全身心投入工作，这也是我最终选择时尚行业的原因。




HBRC：你出生在南非，在中东长大，过去16 年间一直在欧洲工作生活，这样的全球化背景对在NET-A-PORTER工作有何帮助？



Bridgett：
 在全球化时代，了解如何与亚洲、欧洲和非洲等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人群一起工作，越来越重要。我个人会三门语言：德语、法语和英语，目前正在学习意大利语。尽管英语一直是全球通用语，但具有使用其他语言的能力让你在商业上取得领先优势。

由于NET-A-PORTER是跨国公司，在伦敦、香港和纽约都设有总部。为了保证22个语言的客服团队提供24/7的无时差服务，我们采取跨国招聘多语种人才的战略，每个员工几乎都会2、3种语言。比如我们在纽约雇用了很多中文客服，一来因为美国当地有很大的华人客户群。二来中国的顾客们通常会在忙碌了一天后，从晚上开始浏览网站，这时他们就可以求助于纽约的客服，因为他们不仅了解中文，也了解中国文化。




HBRC：除了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的MBA，你还拿到了南非金山大学经济学和法学学位，以及伦敦经济学院通讯专业硕士学位，多元的教育背景对你的工作有何影响？



Bridgett：
 学过很多专业，和我的家庭比较重视教育和学习有关。我来自南非这一新兴市场，那里很多人的文化程度都不算高，所以教育确实是提升自我的一大途径。但通过亲身经历我也确实发现，教育和辛勤工作确实会让人进步很快。

读完了通讯硕士我就去了EMI，当时数字化正开始席卷音乐界，传统唱片行业开始以年收入10％的速度下滑，而数字音乐市场的增长速度是350％。我们开始与Napster和itunes这些全新在线音乐平台合作。那是我第一次开始深入了解科技，与团队一起为音乐产品建立数字供应链。与此同时，很多法律实践方面的问题也产生了，因为很多艺术家虽然签订了传统版权协议，但在数字市场上却没有版权，需要建立数字版权。我也开始接触数字营销，和yahoo、google等高科技公司打交道。

到了2006年，我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但还是决心申请MBA，当时只是单纯地觉得自己需要个MBA学位 ，但MBA给我带来的收获不只一个， 我的班级就是个小联合国：9个中国人、6个日本人、5个印度人、7个意大利人、7个法国人、5个美国人。整整一年，我们所有人在一起早8晚10地工作学习，我的法语变得十分流利，也对文化差异有了全方位的了解。然后我被猎头发掘到拉夫劳伦，为他们在欧洲成立电子商务部，在那里我掌握了数字营销的所有基础和关键内容。




HBRC：你如何理解“全球视野”，对管理者而言它意味着什么？



Bridgett：
 因为我在南非出生长大，所以可以跳出所谓“西方世界”看问题。“全球视野”对我而言就是要对差异保持敏感。总的来说，我欣赏差异。如果我处在一个差异性不强的环境里，会觉得有点无聊。50年前，我们大多数人的父母从未出过国门，但现在一夜之间从伦敦到北京只是家常便饭。随着经验累积，我学到的另外一点就是，无论是谁，每个人身上都有可取之处。

作为管理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学会从员工身上发现他们具有的才能、了解他们所来自的文化，以及他们的诉求，这样才能把他们放到正确的岗位，让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节奏。现在我管理着一支相对较大的团队，而我30－40％的时间花在人力资源上，我在人事方面经常要考虑的问题是：如果想让员工在工作中最快乐、达到最好的状态，应该如何调整他们的职位。




HBRC：对于那些你无法欣赏的差异，会如何去做？



Bridgett：
 我的员工都知道，我是特别直接的人。我讨厌办公室政治，如果你在NET-A-PORTER工作，会发现我们的文化不同于任何公司，虽然这是一家有14年历史的互联网公司，但依旧保持着初创企业的活力。公司的结构扁平化，受公司政治的影响也非常小。如果我不高兴，会在第一时间“礼貌地”说出来，也会要求员工立刻给予回应，然后继续做下一件事。

我从不怀有任何积怨，如果我自己做错了事，也会马上承认，本来可以有更好的做法。因为通常到达一定领导层时，管理者会认为下属必须服从他们的命令，但其实领导力
 和尊重一样，是通过努力争取来的，这样才有资格指导员工。我在拉夫劳伦时只管理5、6人的团队，而现在管理400多人，需要很多的学习和思考。我曾经花费了大量精力培养自己的领导力，现在它已经成为了一种本能。



Lisa Bridgett是NET-A-PORTER全球销售和市场总监。刘铮筝是《哈佛商业评论
 》中文版高级编译。





“微管理”系列：找对方法，升职不难！



无法晋升，如何获得职业发展？

乔丹·斯塔克（Jordan Stark）

凯蒂·史密斯·米尔维（Katie Smith Milway）| 文

蒋荟蓉 | 译　安健 | 编辑






公
 司组织的运营越发精益，组织架构越来越扁平，你的职场晋升脚步可能会提早停滞。原因何在？简单地说就是没有晋升空间了。不管是供职于企业、非营利组织还是政府机构，事实都如此。倘若你的事业正方兴未艾却遭遇平台期，你该如何应对？首先要做一番盘点：周边同事是否让你受益良多？组织任务是否依然让你干劲十足？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或许是时候走人了。但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就考虑一下如何在平台期获得成长吧。

平台期至少有四种经过验证的成长途径，这些方法都需要你扪心自问：什么能让你干劲十足、哪些会削弱你的动力。



横向调动

在组织内横向调动，可以成为一个绝好的职业机遇，让你发展新的技能、新的关系，并接触不同的产品或服务。你可以从这几个方面探索新的内部机会：通过与另一部门或单位的领导者会面获取信息；承担涉及其他业务单元的跨部门任务；主动从业务部门调到跨业务单元的职能部门，如财务、人事或运营。卡夫等大型企业认为轮岗是全能领导者成长的必修课，并且主动邀请有潜力的业务主管承担职能部门的工作，反之亦然。举个例子，珍妮是某专业服务公司的高管，她的职位从跟客户打交道的合伙人转为首席运营官，她可以利用自己之前带给客户的分析工具以及变革管理的洞见，在公司管理层为组织做贡献。在此过程中，她的财务、人力资源、公司治理和IT方面的管理能力都得到了锻炼。而且没有外部客户事务填满她的日程表，她的日常时间安排也变得更为灵活。



重塑职业角色

另一种在平台期成长的方法是重塑自己当前的角色。这需要你清点一下自己更喜欢做什么、不喜欢做什么，然后开始行动。在与团队成员协作时，你可以修改各人责任范围，为其他人创造发挥才能的机会，并变更自己的职责，为自己留出接受新挑战的空间。寻找这种新挑战的好地方，一个是你的上级主管（他负责的事情里面有没有你感兴趣的、可以帮他一把的？），一个是员工及客户调查（有没有什么需求是组织没能满足、而你有相关技能可以回应的？）。举例来说，某消费品公司的客户战略专家桑德拉30出头就当上了副总，根据公司文化，她明白自己下次升职要等一阵子了。但她知道自己仍想继续留在公司，于是她在部门间服务交付中寻找空缺——从供应链直到电子商务，然后自愿协助同事填补这些管理真空。之后几年里，桑德拉在副总职位上扩展了自身的活动，对公司的了解得以加深，并获得了新的技能、关系和创新方面的经验。



扩大影响力

主动指导他人，建立内部社群，或是主动代表本组织与外部接触，这些举动可以扩大你的影响力，不必改变职位便能向新的领域发展。举个例子，玛利亚是一家关注青年发展的非营利组织里的项目经理。除非常务董事升职，否则她在组织内难有晋升空间。于是她开始与本市关注外来青年教育、培训和就业的其他组织开展外部合作，发展自己的人脉，对自己的项目进行革新。她在组织外的影响力得以拓展，在组织内获得了声望。等到要任命新的常务董事时，因为外部人脉广泛，玛利亚成为了呼声最高的内部候选人，并最终得到了这个职位。



修炼技能

在平台期建立声望、创造机会的另一种方法是提升自己的技能。你可以在工作内寻找导师或主动参与特殊项目，也可以在业余参加正式的领导力培训。举例来说，一家公立医院的医疗服务主管罗伯特主动领导医院一个紧急照护组的业务改进项目，结果病患护理水平得以提高、开具账单更及时，于是院方出资送他前往顶级商学院修读管理教育课程。这份学历最终让他在医院获得了管理拥有近300名医护人员、年预算3.8亿美元的大规模服务业务的机会。

21世纪的管理者大半会在职业生涯中发现自己进入了这样的平台期。面对跳槽的诱惑，不妨多考虑一下，也许留在原地继续发展才是为下一次职业飞跃蓄力的最佳方法。



乔丹·斯塔克是NextStep Partners公司高管教练。凯蒂·史密斯·米尔维是The Bridgespan Group集团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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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克服阻碍你晋升的坏习惯

约瑟夫·格雷尼（Joseph Grenny）| 文

文思蕴 | 译　腾跃 | 校






瑞
 奇的上司认为他很聪明但也很专横。所以他最近告诉瑞奇，他不在下一任CEO的候选人名单上：因为他反复无常的脾气可能毁掉这个公司。最终，瑞奇满腔怒火，早早退休了，因没能实现他的目标，所以他时而怨恨，时而自责。

咨询公司VitalSmarts对近1000名管理者的研究表明，发现有97%的人都像瑞奇一样，因为一般人至少都有一个妨碍职业的习惯，它无法让我们在职业生涯中获得更大的成功，更多的愉悦感。不幸的是，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即使大多数人早就知道自己的这点不足，却几乎没人能克服。

我们努力想要改正不足，但却没能实现，常常是因为解决方案并未针对问题，甚至诊断常常都有问题。有几种方法能让你真正地找到一些常见的，妨碍你职业生涯的原因，并为你提供解决方案。



不可靠

许多老板都渴求团队中至少有几个百分之百可靠的人，老板将任务交付这类员工后就无需担心，因为他知道任务会完成。但许多人都未能达到那个标准。老板将任务分配给这些人后，心理上仍觉得负有责任，即使在该员工发毒誓说坚持会完成任务。


原因。
 当然，缺乏可靠性也可能是组织的失败，一个更好的自我管理系统可能有帮助，但我发现问题常常出现在交流上。不守承诺的人倾向于守住自己的界限。他们很难说“不”。他们宁愿随后令你失望也不肯现在就引起你的不满。而且他们对遵守自我和他人约定都不可靠。他们憎恶他们自己的不可靠，但又无法克服它。


解决方法。
 学会说“不”是变得更可靠的关键。但这很难。以下是让这件事更简单的三个建议：

不要眼神交流。那些费心讨好别人的人永远都在看别人眼色而不是思考自己想要什么。当某些人迫使你许下这个承诺时，你应放缓这个过程。停止眼神交流，做个深呼吸。

暂停行动。如果你还没有做好要权衡是否做出承诺的心理准备，有一个能让你延迟回应的办法。比如，“我真的很想帮助你，我先看看已经答应要做哪些事，下班之前回复你。这样行吗？”

回答之前先想想自己曾许下的承诺。想想你已经许下的承诺。最简单的拒绝方法是想想所有你已经答应的请求。不要把拒绝想成让别人失望，而是将它想成为了兑现其他的承诺。



拖延

拖延是在当今社会最不明显的诱惑之一。科技让人很容易立即就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而牺牲了可能让你感到焦虑、但很重要的事情。我们有短信，语音信箱，电子邮件，还有许多让我们忙碌的事——这些制造了高效率的幻觉。


原因。
 拖延一直都和对失败的恐惧挂钩。我们推迟做这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痛苦的任务。比如，写一篇文章可能揭露我文笔不佳的短板。准备一篇报告可能让我陷入无止境的烦闷中。但其实那些情况往往过于夸大，也可能我们从未仔细审视过那些情况。


解决方法。
 适度参与令你畏惧的任务。要明白你的工作动机是可调整的——它足以限制你一生中所有的成功。所以要为投资它，培养它，了解它。要设法找到能够提升和扩充你工作动机的方法，如：

将工作分成几部分完成。你曾经听过这个方法，但你可能没有好好利用。提高动机的最佳的方式之一是将一项庞大艰巨的任务分成几部分，并且每完成一块，就庆祝休息一下。

将它变成社交活动。让同事也参与其中可以改变你的感受。比如，如果你有一个演讲需要准备，可以找一个可靠的同事，练习对他演讲。他们的兴趣和兴致程度可能有感染力，可以激励你完成任务。

及时停止。你在做一项任务时的感受会延续到下一个任务。如果你费劲工作才勉强完成，最终痛苦会在你心头徘徊。你最好在你仍感觉投入时就停止。在一个容易重新开始的地方暂停，这样有助提高你继续做下去的动力。



自私

上文提到的瑞奇，他的脾气让人觉得他只在乎他自己。同事们对他没有安全感，不仅仅是因为他无法预料的激烈批评，也因为他们相信，瑞奇根本就是一个自私的混蛋。他们觉得，他发脾气是因为他不关心他人。


原因。
 你不为别人着想，可能并非因为自私，而是因为你没有花心思注意别人。你适当关于自己的目标或立场，这没有错，问题在于，你几乎不花心思去了解别人的目标和意见。你要多加留意，就会变得更加体贴。


解决方法。
 小技巧可以产生大效用。如果你很难展现同情心，耐心，和无私，那就注意你在紧张情况下的肢体语言。时常，那些陷入自身想法和重要事情的人，通常在情绪上封锁之前先在肢体上封锁自己。他们开始转过脸，拒绝倾听他人的想法。两种办法可以解决：

保持眼神交流。通过保持和他人的接触来保持联系。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就是直视他们的眼睛，看看他们的脸，注意是否有情绪的信号。了解别人的情绪是拥有同理心的第一步。

保持好奇心。别着急证明你观点是对的，你总会有机会的。相反，提出含有好奇心的问题，这能够帮助你了解为何别人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样做是要了解他们，而不是要与他们意见一致。当你站在他们的角度看问题，你会发现彼此有惊人的共识。

你实际的职业生涯和理想的职业生涯通常只差一两个坏习惯。如果你学会更仔细思考你行为的原因，就会更顺利地改变它。（文思蕴/译　腾跃/编校）



约瑟夫·格雷尼（Joseph Grenny)是四本纽约时报畅销书作者，论坛主讲人，和企业绩效方面的领先社会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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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推荐您阅读

《从职场小白到管理者的完美蜕变（套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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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链接：https://www.amazon.cn/dp/B01IBIFD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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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你的优势，找工作并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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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链接：https://www.amazon.cn/dp/B01GJJVR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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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刊：远离职场语言暴力




序：远离职场语言暴力



老板，请注意你的言行



同事混蛋你怎么办



如何反击职场欺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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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美军学管理



好员工与好老板，如何才能找到彼此




哈佛商业评论

增刊：远离职场语言暴力

编辑：腾跃

设计：崔晓晋





序



请注意你的言行

文丨腾跃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新媒体编辑





职场中言行粗暴的现象日渐猖獗。



言行粗暴的后果严重、代价高昂，有研究表明，言行粗暴可能产生3种后果。1.破坏员工创造力，有实验表明遭受过粗暴对待的参与者在创造力方面比其他人低三成。2.损害工作表现和合作精神。仅仅是目睹了粗暴言行就会带来消极后果。3.客户流失。研究发现，当人们认为一家企业的员工态度粗暴时，无论这种态度针对的是他们自己或是其他员工，他们一般都不会再购买这家企业的产品。哪怕只是目睹到一次令人不快的交流，客户都会因此而对员工、企业甚至企业品牌产生负面印象。



我们可以通过采取一些方法，最大化地减轻言行粗暴行为带来的负面影响。



1.管理者——需要时刻小心才能确保职场中能文明行事，否则日常的交流就会充斥着粗鲁的言行。主管们需要以身作则、向下属了解真实情况、及时采取针对性措施，营造文明礼貌的氛围。



2.普通职场人士——通过提高认知和情感积极性而让自己变得积极向上。积极向上的人通常更健康，韧性更强，工作中精力更集中，懂得如何缓解压力。



有人认为，在工作场合保持彬彬有礼是一种奢侈的要求。但你的企业里只要还有一个人习惯用粗暴的方式待人，他就能够让公司蒙受损失（大量流失员工、客户并降低生产率）。





增刊：远离职场语言暴力



老板

请注意你的言行

克里斯蒂娜·波拉特（Christine Porath）

克里斯蒂娜·皮尔逊（Christine Pearson）| 文

万艳 | 译　陈圆妮 |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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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中粗暴言行的代价高昂，但鲜有企业能意识到这一点，更不要说采取遏制措施。






职
 场中言行粗暴的现象日渐猖獗。在过去的14年中，我们就员工在职场中所遭受的待遇，对数千名企业员工进行了调研。有9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遭受过粗暴对待。2011年，有50%的人表示，其在一周内至少会遭遇一次粗暴言行，而这一数字在1998年还只有25%。

由此造成的损失正在损害企业行为准则的底线。几乎所有遭遇过粗暴对待的人员的反应都很消极，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会公开报复。当员工感到自己不被尊重时，他们的创造力也会降低，许多人会在忍无可忍时选择离职。约有一半的受访者会故意消极怠工，或是降低工作质量。

粗暴的言行同样也会损害客户关系。我们研究发现，当人们认为一家企业的员工态度粗暴时，无论这种态度针对的是他们自己或是其他员工，他们一般都不会再购买这家企业的产品。哪怕只是目睹到一次令人不快的交流，客户都会因此而对员工、企业甚至企业品牌产生负面印象。

为能找出职场中粗暴言行的普遍程度、种类、原因、造成的损失和解决方法，我们共计收集了美国和加拿大的1.4万多人的数据；我们曾对员工、主管、人力资源高管、总裁以及CEO们进行过调研；我们也曾通过调查问卷、做实验、组织讨论等方式,与医生、律师、法官、执法官员、建筑师、工程师、咨询师以及教练进行交流，了解他们如何面对和处理粗暴的言行。

经过调研，我们得出了两点结论：言行粗暴的代价高昂；但很少有企业能够意识到这一点，更不用说采取遏制措施。

在本文中，我们将探讨我们的发现，细化相关的成本，并提出一些解决之道。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言行粗暴的具体表现形式吧。



地狱来的老板

我们都听说或者经历过“地狱来的老板”。主管持续不断的敌意行为所造成的压力会产生严重的影响，甚至是恶果。我们曾与一位叫马特的男子交谈过。他告诉我们，他的上司拉里是个情绪反复无常的混蛋。拉里常常羞辱下属，贬低他们的工作表现，甚至是对他们的工作大加责骂，尽管很多时候责任不在员工。（本文中人物的名字和真实身份都做了修改。）拉里对客户也很粗鲁。一次，他同马特一起去一位老客户的店里。拉里对客户说：“你继承了你爸的传统。这个店以前就很垃圾，到了你手里，还是一样的垃圾。”

马特承受的压力与日俱增。最后他冒险将拉里告到了人力资源部。（他并非是第一个投诉拉里的人。）遭到一番训斥后，拉里并未做出道歉，只是表示，在他“本该用苍蝇拍”处理事情时，可能“用了原子弹”。几周后，拉里当选为该年的最佳区域经理。三天后，马特心脏病发作。

马特的故事可能有点极端，但不受控制的粗暴言行确实在职场中很普遍。我们听到过一个故事，某家公司的老板一贯蛮横，以至于他的员工和供应商设计了暗语（“老鹰来了”），以便相互提醒老板到了。此事的惟一正面影响是，员工能够相互分享彼此的不满，并因此建立起亲密的友谊。20世纪90年代这家公司倒闭后，员工们还自发建立了一个关系网，并活跃至今。

某些情况下，企业里的整个部门都会被传染上言行粗暴的恶习。珍妮弗曾在某个行业工作。这个行业汇集了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为了能在这个有创造性的领域里发挥所长，他们甚至不在意微薄的收入。他们普遍认为，要留在这里就得付出代价。

在珍妮弗所处的办公环境里，大声摔门、交头接耳、相互排挤以及公然漠视他人时间的现象比比皆是。多年以后，当回想起老板的咆哮声时，珍妮弗 依然会局促不安。她曾因为在内部备忘录上忽略了一个不起眼的印刷错误，而遭到老板的大声训斥：“你犯错了！”当时，低阶员工之间存在大量摩擦，而那些愿意留下的人似乎也被同化了，也同样采用粗暴的方式对待新进员工。

弗兰是一家跨国消费品企业的高管。尽管经济低迷，这家公司业绩却数季度表现抢眼。弗兰很快发现新来的执行官乔总在刁难她。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尽管业务本身经受住了经济停滞的考验，但弗兰仍不得不艰难地捍卫自己的业务。她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乔偏偏整治她。最终，弗兰离开了公司，原因并非是另谋高就，而是想逃离那种她所说的“折磨心灵的经历”。

言行粗暴的形式不一而足，有时只是人们下意识的行为，并非真正出于恶意：主管们在报告会上发电子邮件，老板说话带刺地“戏弄”下属，或是团队领导者将功劳留给自己，而错误都推卸给下属。这些轻度的“粗暴”行为因其不太明显而易被忽视，但其所造成的影响却可能比公然欺凌更甚。一旦类似行为逐渐累积，员工的参与感和士气会遭到重创。



粗鲁的代价

很多主管会说，言行粗暴不对，但并非每个人都知道，言行粗暴会使公司遭受现实的损失。虽然多数遭受粗暴对待的人会选择隐藏或压抑自己的感受，但他们通常会用自己的方式，惩罚那些攻击他们的人以及所在的企业，尽管他们未必认为自己的回应是报复。在对17个行业里的800名主管和员工进行调研后，我们发现了几种典型的回应模式：


48%的人会故意不努力工作。

47%的人会故意消磨工作时间。

38%的人会故意降低工作质量。

80%的人会因对粗暴事件的担心而浪费工作时间。

63%的人会因躲避粗暴者而浪费工作时间。

66%的人称，他们的工作表现下滑。

78%的人称，他们对企业的责任感下降。

12%的人称，他们因为遭到粗暴的对待而选择离职。

25%的人坦言，自己会将烦恼转嫁到顾客身上。



其他一些实验和报告也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素材，让我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言行粗暴的影响。以下是言行粗暴可能产生的后果。


破坏创造力。
 在一项我们与佛罗里达大学管理专业教授阿米尔·埃雷兹（Amir Erez）共同进行的实验中，遭受过粗暴对待的参与者在创造力方面比其他人低三成。

他们提供的想法的数量比其他人少25%，而且这些主意也极其缺乏创造性。比如，当被问及一块砖可以被用来做什么时，遭到粗暴对待的参与者只会给出一些常规的答案，如“盖个房子”，“建一堵墙”或“建个学校”，无法提出特别有想象力的答案。而那些受到礼貌对待的参与者的想法则火花四溅，他们的建议包括“把砖拿到eBay上拍卖”，“用它当街头足球赛的球门门柱”，“把它放到博物馆的墙上，当抽象艺术品”，以及“把它精心装饰起来，然后送给孩子做礼物”。


损害工作表现和合作精神。
 调研和访谈的结果显示，仅仅是目睹了粗暴言行就会带来消极后果。在我们进行的一项实验中，那些目睹了粗暴行为的参与者，在字迷游戏中的表现要比其他人差20%。

我们还发现，这些人帮助他人的意愿也低于其他人，即便求助对象与言行粗暴的人并没有关联；这些人中，只有25%的人愿意伸出援手，而未目睹粗暴行为的人中，有51%的人愿意主动帮助他人。


客户流失。
 在对244名客户进行调研后，我们发现，员工之间公开的粗鲁行为普遍存在。无论是服务生严厉斥责同事还是店员责骂同事，这些粗鲁行为都让客人坐立难安，人们会立刻掉头离开，根本不想买任何东西。

我们曾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营销专业的黛比·麦金尼斯（Debbie MacInnis）教授和瓦莱丽·福克斯（Valerie Folkes）教授一道研究过这种现象。

在一项实验中，一半参与者被安排看到这样的场景，一名假扮的银行职员公然斥责另一位同事，说他提交了错误的信用卡信息。结果，目睹这一场景的的参与者中，仅有20%的人表示他们将来会使用这家银行的服务。而未目睹这一场景的参与者中有80%表示会选择这家银行的服务。近2/3的目睹者表示，与这家银行的任何雇员打交道都让他们感到不安。

此外，经过不同的情境测试，我们发现，无论事实如何，人们都不愿看到他人遭到粗暴对待：无论被斥责的雇员是否真的没有能力，斥责是当众的还是在门后发生（当然人们可以听到指责的声音），抑或是被指责者所做的事情是否真的有问题或违法（比如，他在残疾人车位上停车）。


处理问题，代价昂贵。
 人力资源方面的专家表示，只要发生问题，就会引来数周的关注。根据Accountemps公司进行的一项调查（《财富》杂志曾报道过），在财富美国1000强的公司中，高层要拿出13%的工作时间，也就是一年里要拿出7周时间，来修复员工关系或是为粗暴言行善后。当然，一旦需要动用咨询师或法律人士帮助解决一些状况，成本就更加高昂。



领导该如何做？

管理者需要时刻小心才能确保职场中能文明行事，否则日常的交流就会充斥着粗鲁的言行。通过以下几种方法，主管们可以自查并在职场中培养出文明礼貌的氛围。


自我管理。
 领导者要设定公司的行为规范，所以领导者要以身作则，时刻留意自己的行为以及与他人的交往方式。


以身作则。
 根据我们的一项调研，25%坦言有过粗鲁行为的主管表示，他们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们的上司，也就是他们是在模仿上司的粗鲁行为。如果员工看到那些处于高位的领导者容忍或接受粗鲁行为，他们很可能也纷纷效法。所以，在开会的时候，领导者就要关掉手机，专注于会议提出的问题，并跟进在会上许下的承诺。

要想建立互相尊重的企业文化，并最大限度地激发出员工的能量，一种办法是主管要对员工表示感谢。写亲笔信是非常有效的方式，特别是当领导者在信中强调对方是文明行事的典范，他能够善待同事，实践企业的价值观时。金宝汤公司（Campbell Soup）前CEO道格·科南特（Doug Conant）就深谙个中精髓。在担任金宝汤公司总裁和CEO期间，他曾给3万多名员工发过亲笔书写的感谢卡。


寻求反馈。
 领导者需要从下属那里得到真实反馈。汉诺威保险公司（Campbell Soup）的一名经理曾询问下属对他领导方式的意见。他了解到，当他在开会期间不停地看手机或回邮件时，下属会感觉很困扰。自此他改正了这些行为，这一改变为他赢得了员工们的赞赏。

员工们或许并不总能坦率地说出事实，这时领导者就需要借助一些手段。例如，领导者可以写日记，将你发现到的文明与不文明的行为记录下来，并标记出自己想要改变的部分。


留意变化。
 当IT专业人士约瑟夫对粗暴的言行有了更多的了解后，他开始注意避免背后贬低一些自己讨厌的同事。“我以前没想那么多，直到我意识到自己正在成为坏榜样，”他告诉我们，“我只是私下里跟我信任的同事一起批评那些不善待他人、面目可憎的同事。这看上去是小事，但我很快就意识到，我这种传播闲言闲语和建立小圈子的做法正加剧分裂整个团队。我顿时有所警觉，并且决心做个好榜样。”

很快，约瑟夫发现，随着自己背后议论同事次数越来越少，他对自己和工作的满意度逐渐提升。“我不知道其他人是否注意到我的变化。人们一直都认为我很公正并愿意提供帮助，但我自己知道，我变了，”他说，“这种改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周围人的粗鲁言行减少了。我认为，当同事或者下属言行粗鲁时就应该直言指出他们的问题，这有助于帮助他们改进。这可以让他们有所警觉，让他们知道，有人在关注他们，并留意每个人是如何待人接物的。”


组织管理。
 监督和调整你自己的行为固然重要，但你也需要在整个企业中采取措施贯彻你的要求。


雇佣“好人”。
 首先，要避免将言行粗鲁的人招入职场。在一些企业里，比如西南航空和四季酒店，它们会把举止文明当成招聘员工的首要条件。

一种有用的方式是，让你的团队成员列出他们期望的同事类型。或许，他们不喜欢的行为会在较为正式的面试中，被面试者刻意掩盖。Rhapsody是一家在线音乐定制服务公司。它喜欢组织集体面试，因为这样可以让员工参与评估面试者。即使申请者资历深厚，如果让团队成员感觉不舒服也同样会被淘汰。举个例子，一次，他们有两名候选人。团队成员认为，其中一人虽然经验丰富，但情商不高：她太过于表现自我而不愿意倾听。因此，公司最终决定雇佣另外一名面试者，事实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此人工作后表现优异。

仅有11%的组织表示，他们会在面试阶段真正考察对方言行是否文明，即便如此，其中很多调查也都是表面文章。其实，一个人言行是否粗鲁是有迹可循的，如果人们愿意多加留意总能发现蛛丝马迹。一家医院在准备雇佣一名新的放射科医生时就差点马失前蹄。这位名叫德克的医生非常有才华，他得到了同行的大力推荐并凭借出色的表现通过了面试。然而，放射科的一名助理总觉得哪里有问题。她通过私人关系调查发现，德克在之前工作时曾故意刻薄对待下属。德克的简历根本没有反映出这些信息。放射科负责人于是决定拒绝接纳德克，他们告诉德克，如果德克执意就职，医院也会立刻开除他，而这样做将会给德克的履历留下污点，影响其以后的工作，最后德克没有进入这家医院。


教化育人。
 很多主管和雇员告诉我们，他们并不懂得文明礼貌的真正定义。这让我们很吃惊。根据我们的调研，有1/4的冒犯者称，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很粗鲁。

其实，人们可以从工作中学习文明的举止。方法之一是角色扮演。洛杉矶的一家医院要求喜怒无常的医生必须参加“魅力学习”课程，以此来减少他们行事莽撞的几率，降低被起诉的可能性。有些组织还会提供这样的课程：将年龄相差悬殊的人安排在一起上课，让他们谈谈自己对文明举止的理解，这样就可以让他们了解不同年代人的行为偏好，并改进自己的行为。

录像也是一种很好的教学手段，特别是在有教练辅导的情况下。通过录下员工在不同交流活动中的言行举止，他们能够观察到自己的面部表情、姿势、措辞和说话的语音语调。让员工消除镜头感可能需要花点时间，但是他们最后都会适应，并以自己正常的行为方式进行交流。

一位医疗公司的CEO在参加完类似的培训活动后，告诉我们：“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像个混蛋。”难能可贵的是，他根据这一发现调整了自己的言行，让自己在与人交流时变得举止更加文明。另一位高管告诉我们，他总以为自己与人交往时能够不动声色，从而让人看不透他的想法。但录像让他知道，自己的动作完全暴露了自己的想法。例如，如果对一段谈话不感兴趣，他就会把头扭到一边。

我们建议，人们在观看录像回放时可以用以下三种方式：首先，同时播放声音和画面，整体了解自己的言行举止；其次，关闭声音，重点观察非语言行为，如手势、与人保持的距离以及面部表情；第三，只放声音，重点聆听自己的声音、音量、语速以及措辞。人们在谈话时并不仅仅在意措辞，语音语调也同样甚至是更加重要。


约法三章。
 领导者要与团队成员进行沟通，了解彼此的预期。一家保险公司高管告诉我们，他曾与自己的团队进行过交流，了解哪些行为可行，哪些不可行。在第一次会议结束时，他的团队已经草拟出一份具体条款来规范言行，比如按时上班，开会期间不要查看或者回复电子邮件。

我们自己的经历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我们会在办公场所借用体育运动的规则来减少粗暴行为的发生，并帮助彼此避免偶发的粗暴行为。在我们这个圈子，一些过于较真的教授为了显示自己的学问，喜欢诘难同事和访问学者，因此在报告会上，常常出现恶言相向的情况。

为此，我们会通过使用相当于足球比赛红牌和黄牌含义的手势来警告那些言行不当的同事。“黄牌”手势是单手握拳举到头的一侧，以此警告对方需要调整自己的措辞、语调以及评论和提问的力度。“红牌”信号是先举两个手指，然后再竖起大拇指，以此来告诉对方，她言语粗鲁，而且屡教不改，因此她被淘汰出局了。学院里的人知道，当接收到“红牌”信号，他们就必须要克制自己，当天不能再发言了。

Ochsner医疗系统公司是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家大型医疗保健提供商。这家公司采用了“10/5法则”：如果你在10英尺（约3米）内遇到他人，就看着对方的眼睛，向他微笑。如果你在5英尺（约1.5米）内的地方看到他人，就要跟对方打招呼。效果极其显著，Ochsner公司的病人满意度获得大幅提升，病人对外的推荐率也有所增加。


奖优。
 能否与人共事应该成为员工业绩考核的指标之一。但多数企业往往只关注结果，而忽视粗暴行为。领导者必须要考虑，评估系统是在鼓励什么样的行为？根据我们的调查，很多机构都忽视了这一问题。这些机构当然也希望员工能团结合作，但你永远无法从他们的考核单上看到这一点，那上面全都是针对个人的评估项目，根本找不到一项考察团队合作的测评项目。

为了能找到企业中那些“用正确的方式做事”的员工，在线零售商Zappos公司实施过“哇”识别项目。根据该项目，任何级别的员工发现某位同事在做些特别的事时，都可以奖励他一个“哇”。被奖励者将因此得到最高50美元的现金奖励，并自动获得竞选“英雄”的资格。“英雄”们将由高管选出，获得者可以得到为期一个月的免费停车位、一张价值150美元的Zappos购物卡以及一件极具象征意义的英雄斗篷。奖励虽轻，但这对于鼓励文明行为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惩劣。
 最好的公司偶尔也有招错人的时候，特别是因为并购，会有很多秉承其他行为规范的员工进入到公司。正确的解决办法是找到并设法纠正那些令人困扰的行为。但极少有企业采取这样的行动，很多冲突在发生后并未被上报，部分原因就是员工认为，此事只会不了了之。如果领导者想要培养相互尊重的氛围，那就要认真对待每一起投诉并积极跟进。

通常，领导者不愿与冒犯者发生正面冲突，他们更喜欢采取相对容易些的解决方法——把冒犯者调到其他岗位上。结果可想而知：他们在新工作中继续着类似的粗暴行为。一名经理告诉我们，他所在的部门就常常受此煎熬，以至于他们不再考虑从内部寻找经理候选人。

有时，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解聘。在曼哈顿成功经营多家餐馆的丹尼·迈耶（Danny Meyer）就会因为员工行为粗暴而解雇他们。在迈耶看来，厨师空有厨艺而没有修养就不应该留在餐馆，因为他们会把餐馆的气氛搞糟。迈耶相信，即便粗鲁的行为发生在厨房，客人们也能从食物中察觉到。

我们曾和许多顶级律师事务所、医院和企业交流过。这些机构在经过一些教训后都意识到，容忍粗鲁行为的冒犯者不会给机构带来任何益处，哪怕这些人能力超凡或者是机构重点培养的人。这些冒犯者可能会让机构陷入数百万美元的官司，或者导致大量员工离职，但机构都可以通过提前的、果断的行动来降低损失。一家相当成功的企业高管最近告诉我们：“在解雇那些备受争议的人时，我们总在犯同样的错误，就是行动得太晚而不是太早。”


做离职后调查。
 人们习惯于很快忘却对组织的记忆。但从那些因遭遇粗暴行为而离职的员工那里获取信息，收集他们的经历和当时的反应，对企业至关重要。如果你在他们辞职时询问离职原因，他们通常会言辞闪烁。如果你在他们离职后六个月左右再进行询问，通常会得到较为真实的答案。因为那时，他们已经摆脱前一份工作的影响，并投入到新的工作环境中，所以能够跟你坦白他们离职的真实原因。

据与我们合作过的企业统计，粗暴行为造成的账目损失高达数百万美元。多年以前，思科公司曾详细评估了粗暴行为给这家公司造成的损失。它做了以下假定：思科一直是理想的雇主企业，员工间的粗暴行为数量极低，而且仅产生三种潜在的损失。即便是在这种乐观的假定条件下，粗暴行为也会让思科每年蒙受1200万美元的损失。意识到这一点后，思科建立了全球文明办公项目。

有人认为，在工作场合保持彬彬有礼是一种奢侈的要求。我们想警告有这种想法的人：你的企业里只要有一个人习惯用粗暴的方式待人，他就能够让你的公司蒙受损失：大量流失员工、客户并降低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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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混蛋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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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不文明行为的应对能力并不完全受自己控制。因此，减少工作场合不文明行为带来的危害的最有效方法，也许就是建立起一种拒绝它的文化，即 “零混蛋原则”。






我
 22岁那年找到了一份自以为理想的工作，和一帮大学期间结识的运动员校友从白雪皑皑的美国中西部搬到洒满阳光的佛罗里达州，帮助一家全球运动品牌开办一家体育学院。但不到两年间，我和很多同事都纷纷离职了。

公司中盛行着蛮横、粗鲁和其他不文明的言行，我们成了这种文化的受害者。老板非常独裁，在他的高压下，这种不文明的文化从上而下渗透到全公司。表现好一些的员工选择袖手旁观，最差的则开始采取破坏性行动，或者将自己的挫败感发泄到亲友身上。在我离开时，很多同事都饱受摧残。

这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我因此决定致力于研究工作场合的粗暴行为和它带来的损害以及补救办法。我的研究表明，员工想要出污泥而不染是不可能的。在过去20年间，我调研了数千名员工，发现其中98%曾被无礼对待过，99%目击过这种行为。到2011年，参与调研的员工中过半数的人称自己每周至少遭遇一次不公对待，而1998年只有四分之一的人这么说。粗鲁行为包括卑鄙的劣行，蓄意打击他人，忽略他人意见，在会上查看邮件，等等。

正如我们在体育学院时发现的一样，工作场合言行粗暴的行为会拖累绩效，给个人带来损失。在实验环境下，我发现仅仅只是观察这种行为都会降低人消化信息的能力。目睹和经历粗鲁行为会损害（短期）工作记忆，因此损害认知能力。还有研究发现，它会损伤免疫系统，给家庭带来压力，造成其他恶果。

不幸的是，人们对不文明行为的应对能力并不完全受自己控制。研究表明，人们对于常常和不文明行为相伴而生的威胁、羞辱、失落和失败感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受基因的影响。因此，减少工作场合不文明行为带来的危害的最有效方法，也许就是建立起一种拒绝它的文化，即 “零混蛋原则”（the no asshole rule），罗伯特·萨顿（Robert Sutton）也曾在他的畅销书中提及。但是几乎没有公司能够全面施行这一原则。因此，当人们面对不文明行为时，该怎么做？

我的研究发现了一些技巧，可以最大化地减轻粗鲁给绩效和幸福带来的负面影响。真希望我能早点知道这些办法，这样就不用在多年前那个充满敌意的工作环境中忍受折磨了。



一般的回应远远不够

很多人决定通过报复或直接谈话给粗暴行为迎头痛击。（
见《如果你选择直面问题》

 ）另一种常见的对策是尽量远离这些恶人。尽管这些方法在某些情况下管用，我却不建议大家采用。逃避通常无法持久，因为有时你必须和这些粗鲁的同事合作。

直面问题通常会让公司的气氛更糟糕。在我的调研中，选择逃避或者直面作恶者的人中，超过85%对事态结果或自己处理问题的方式感到不满。那些试图直面问题的人和逃避者相比，并没有更强的满足感。依靠组织的补救也不管用——仅有15%的人满意公司处理不文明行为的方式。实际上，组织也没有机会采取什么措施。参与调研的人中超过一半称，很大程度上出于恐惧和无助，他们没有上报粗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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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选择直面问题

如果你想要直面那些粗鲁的同事，问自己3个问题：（1）和这个人交谈安全吗？（2）他或她的行为是故意的吗？（3）这是他或她唯一的此类行为吗？

如果上述任何一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不要和施暴者讨论这件事。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工作。以后遇到此人时，遵循下面3个原则：精简、友好和坚定。

但如果这3个答案都是肯定的，考虑告诉这位得罪你的人，其行为给你的感受。记住这些事：




提前为这次谈话做好准备。
 找出一个双方都舒服的时间和地点。可以考虑是否需要第三者在场作为目击者或者调解者。




找个人演练一遍你的想法，对方要能给你诚实的反馈。
 让对方扮演得罪你的人，情绪和性格都要模仿。




注意肢体动作。包括姿势、面部表情、手势、节奏、时机，特别是语气。
 人们更倾向于计划自己要说的内容，而不是说话的方式。但是研究表明，和内容相比，说话的方式传达的信息更多。




互利是继续对话的目标。
 在谈话中，对事不对人，强调某些特定行为如何影响绩效。




准备好对方可能有的情绪化反应。
 如果对方开始发泄情绪，试着宽容，也许这样会让结果更有成效。可以说“我懂”或者“我理解”。适时承认错误也很有帮助。




做一个积极的聆听者理解并重述你听到的话。
 当人们谦虚地提出问题时，更容易获得信任和好感。




确立未来相处的文明准则。
 你们以后要如何互动，才能让彼此的绩效都免于受损。



（返回原文阅读）








全局眼光解决问题

医药界已将重点从过去对抗疾病转移到现在促进健康。而我所在的组织行为领域的研究也逐渐发现，纠正工作场合不文明行为最有效的方式，不再是改变那些作恶者或者有害的工作关系，而是提高工作场合的幸福感。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将工作场合粗鲁或欺凌同事的行为报告给人力资源部门，或者直接应对冲突。而是说应对不良行为，更持久的方式是对它免疫，或者至少不要那么轻易受其影响。为此，我们应当先分析一下积极向上的感觉到底是什么——是一种心中充满活力和自我完善的感觉，这种状态有利于我们应对生活中无常的变化。

我的研究发现，积极向上的人通常更健康，韧性更强，工作中精力更集中，懂得如何缓解令人分心的事情、压力和消极感对我们的影响。针对不同行业内6家企业的研究表明，和公司里积极感强的同事相比，其他人感到身心俱惫的次数多一倍。积极向上的人对自己掌控全局能力的自信程度比其他同事高52%，在发生令人不悦的事件之后，他们的业绩受损程度比其他同事低34%。

如果你积极向上，就不太担心受到打击或将其看作私人恩怨，对之后的情绪波动更加免疫，专注于实现自己的目标。尽管如此，但调研中在面对不文明行为后会努力强化自己积极的思维模式的人仍然不足一半。几乎没人会认为解决这种问题的方法是拒绝和去做其他的事情。

如何让自己变得积极向上？我的建议是双管齐下：先提高认知积极性，包括成长、源动力和不断学习。然后提高情感积极性，包括保持心理健康和体会工作内外的热情和兴奋。这两种方式往往会互相强化。如果你有精力，则学习的动力更强，成长会给你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但是首先要对两者作出区分，这样才能判断自己在哪方面较弱，然后为下一次遭遇敌对做好反击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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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员使用虚构的简历应聘商务类相关职位，发现有实习经历的简历得到面试机会的可能性高14%
 。商科学位对面试命中率没有影响。

“大学专业、实习经验和工作机会：来自简历的审计数据。”作者是约翰·纳雷、 亚当·皮尤、尼古拉斯·罗密欧和小艾伦·丝尔斯。





认知积极性

如果你和粗鲁的同事打过交道，也许会知道有多难释怀。没有什么比遭遇不公更让人耿耿于怀。神经科学家发现人们更容易记起并回放那些伴有强烈情绪的记忆片段，反复陷入往事不堪回首的境地。这会造成更强烈的不安全感，损害自尊心，加重无助情绪。

我鼓励大家将重点放到认知的发展上。你的大脑一次只能思考有限的事情，不如让它集中精力建立新的神经连接和新记忆。

你可以感到受伤或者愤怒，但是要给自己限定一个时间。正如非盈利机构美国公共服务合作组织的副主席迪娜·宋（Tina Sung）告诉我的一句俗语：“你可以光顾自怜城，但是不要住在那儿。”我想补充的是，偶尔软弱可以让你卸下重担。

日记等固定仪式有利于我们为不良情绪划下句点。正如大卫·布鲁克（David Brooks）在新书《品格之路》（The Road to Character
 ）中所写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经常在日记里谩骂，发泄和同事有关的负能量。自他为著名的暴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做副官时，就开始养成这个习惯了。

一旦你的注意力转向更具建设性的方向，采取以下步骤可以帮你提高认知方面的能力。首先，找到须改进的领域，然后积极寻找学习机会。据特丽萨·阿马比尔（Teresa Amabile）和史蒂文·克雷默（Steven Kramer）的研究表明，在工作领域，进步是比认可以及工资更强有力的激励因素。它同样也可以帮助雇员从粗暴言行的伤害中恢复过来。一位营销部门的女士跟我说，“恶劣的工作环境正在慢慢侵蚀我的灵魂。”她找不到快速轻松的摆脱方法，于是决定晚上开始攻读MBA课程。接下来发生的事，比如，获得GMAT高分，让她备感自信和兴奋。尽管她的未来仍然是未知，但是她已经能更加适应恶劣的环境。

有一点须指出的是，这些进步不需要和工作直接相关。学习一项新技能、培养一个爱好或者运动都可以达到类似效果。原因很简单，当你觉得自己的情况在慢慢变好时，就不太容易受到困境的拖累。

另外一种提升认知的方式是找一位导师。导师可以不断挑战学徒，确保他们不要停滞不前或陷入无用功。比如，琳妮是一位咨询顾问，她的工作环境充满粗暴言行，她和一位导师走得很近，对方督促她避开工作中没有必要的狗血情节，将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工作表现上。当琳妮想不开或者愤怒地控诉施暴者时，导师就会提醒她这样不利于她的幸福和工作表现，将她引向一种更有建设性的方向。琳妮听从了这些建议，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幸福感和工作绩效，并获得了晋升。



情感积极性

将工作场合的不文明行为视作病毒类的传染病病原体很有用。你对它的抵抗力完全取决于你如何管理精力。事实上我的研究表明，很多防御疾病的因素，比如充足的营养、睡眠和压力管理，也能帮助你避开粗暴行为带来的不良后果。

睡眠特别重要：缺乏睡眠会让你更易受到干扰和丧失自控力；让人变得多疑，充满敌意，易怒，而且还会引发不道德行为。简言之，缺觉（通常指夜间睡眠不足5小时）可能导致你无法理性面对粗暴行为，甚至影响职业生涯。

锻炼是另一种防止人们受到负面情绪影响的好方法，这些情绪包括由不文明行为引发的愤怒、恐惧和悲伤。它会改善你的认知能力和心情，让你暂时搁置担心的事，放松肌肉，提高韧性。

有研究表明锻炼可以降低50%的焦虑情绪。在一项研究中，它抵抗抑郁症的效果甚至超过了舍曲林（sertraline，一种主要的抗抑郁药物）。那些定期锻炼的人不太容易生闷气，在负面互动后可以更好地恢复。

保存能量还有其他方式，包括饮食健康——它可以让你以最佳状态面对不文明行为，心态更加平和。饥饿时，多数人会通过大肆谩骂来回应沮丧的事。但关注身体并非全部。专念（有意识更缓慢和周全地处理某些情景，带着更多思考去回应）也能帮助你在不同环境下保持平和，正如在工作中找到目标感。我和其他研究者都发现，在不文明的团队中，当人们在做自认为有意义的工作时，会比同事更加高效。提醒自己勿忘初心，也许可以让你心怀感激和满足。

工作场合和非工作场合的积极关系也有利于改善你的情绪，可以抵消一部分不文明行为带来的后果。我和安德鲁·帕克（Andrew Parker）、亚历山德拉·赫巴斯（Alexandra Gerbasi）进行的研究表明，在不同行业、机构和层级的员工中，摆脱负面关系和加强积极关系相比，前者对积极感的影响是后者的4到7倍。换言之，你需要一些让你积极起来的朋友，来抵消掉每个混蛋带给你的负面伤害。回忆一下那些令你开心和情绪高昂的朋友，多和他们在一起，并让他们介绍朋友给你。

最后，在针对MBA、EMBA和雇员的研究中，我发现工作外积极的心态和对不文明行为的韧性呈正相关。

在一项研究中，那些遭遇粗暴行径的员工中，工作外生活丰富的人比其他人健康程度高80%，在工作中积极向上的程度高89%，对自己面对粗暴行为的表现满意度高38%。当你在公司还没那么快升到管理层时，在社区中寻求领导职位可以提高认知和情感的积极性。我采访的一位主管决定加入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董事会，这个组织致力于改善遗传性孤独症患者的生活，他的女儿患上了这种疾病。他带头筹集资金，促进相关方面的科学研究，管理团队财务。他告诉我说，这些经验和收获让他在工作中异常坚强。

不文明行为会造成严重后果。在极端案例中，为了避免进一步牺牲健康和幸福，有人选择了换工作或申请调走。我的研究表明，那些报告过工作场合粗暴行为的人，1/8最终离职。回顾往事，我认为自己当初离开佛罗里达的那所体育学院是对的。但是，现在当我遭遇不文明行为时，我会更有技巧地应对。和大家一样，我也还在学习，我的应对方式也并非完美无缺。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说，聚焦于积极向上的感觉，让我对工作更加投入、更高效，也更加开心。而你也可以和我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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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汀·波拉斯是乔治城大学管理学副教授，合著的著作有《工作场合宣言：文明秘籍》（Mastering Civility: A Manifesto for the Workplace
 ）（大中央出版社即将出版）和《请尊重同事》（The Costof Bad Behavior，Portfolio, 2009
 ）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6年4月刊。





增刊：远离职场语言暴力



如何反击职场欺凌

巴伦·克里斯托夫·汉森（Baron Christopher Hanson）|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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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为帮助企业扭转局面的战略专家，我见过许多企业深陷泥潭，每个人动不动就发脾气，人际关系问题肆意滋生、任性发展。在帮助客户挽救公司并进行创新时，我常常会碰到欺凌者或欺凌现象。20年的咨询经历让我懂得了，那些积极推动企业取得良好结果的强硬老板和高管，与那些借助恐吓手段来谋求私利的欺凌者，他们之间的差别真是明显。

我们首先得定义一下这个问题。职场欺凌通常是指个人或团体长期采用挑衅或无理的手段来对待同事或下属。欺凌不是冲突，不是个性碰撞，不是上司的严厉责骂，也不是别人硬给你安排你不想做的工作。还有一点很重要：人们所抱怨的职场欺凌并不都属于职场欺凌——如果员工心情沮丧、心理失衡或工作负荷过重，并不表示他们遭到了欺凌。

但是，对于那些谋求私利或不公平优势的人，不管他们是顽固的落伍者，还是极端的高攀者，都必须想办法加以对付。欺凌行为会让企业付出沉重的代价，会导致企业生产力下降、人才流失。如果企业高层对公然的欺凌行为视而不见，良好的工作氛围就会遭到破坏，各项工作进度定会受阻，企业价值流失或遭劫。

我提出了一个称为“CAPE（Confront-Analyze-Present-Expose）”的框架，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区分善意的强硬者和邪恶的欺凌者。CAPE框架能够帮助领导者更有效地消除欺凌现象。


1.直面。
 解决问题是打击欺凌同事行为的关键第一步。研究表明，欺凌行为持续时间越长，同事就越可能感到麻木不仁，从而纵容欺凌行为。临时召集相关人员举行圆桌会议——包括欺凌嫌疑人、纵容者、受害人——可以让大家快速搜集证据，不管这些人对此事知情与否。

突击干预可以让潜在欺凌者猝不及防，获得目击证据，并给予强硬者一次公平的机会——仅此一次。


2.分析。
 搜集到点滴证据后，与会者应该利用当前的欺凌框架和资料进行全面分析和公平审议。瓦莱丽·凯德（Valerie Cade）提供了一种自测方法，个人和企业都可以用于分析。

这个时候，如果欺凌嫌疑人对审议结果做出积极回应——彻底改变自己的行为，并公开道歉——那么前面这两个步骤可以避免一种失误：把过于急切的强硬者误认为是职场欺凌者。然而，如果欺凌嫌疑人对审议过程做出消极回应，那么接下来的步骤就非常关键。


3.呈交。
 第一步和第二步后以书面形式呈交的欺凌证据，再加上与会的目击证人，可以有力促使领导层介入此事。不要相信道听途说。良好记录的证据更有说服力。职场欺凌研究会（Workplace Bullying Institute）的奈米博士强烈认为，我们不能向欺凌者妥协，也不能调解或消除与他们的冲突。


4.公开。
 勇敢地揭发欺凌者和纵容者，是消除欺凌现象的最重要手段。职场欺凌者吃定别人会因担心后果而隐忍不发，所以关键是公开他们的霸行。公布谁是欺凌者、明确指出这种行为是霸凌，这种人就少了兴风作浪的武器。

一旦欺凌行为曝光，我建议进行法务会计审计。有些欺凌者的行为是出于自己缺乏安全感或能力，有些则可能利用无理主张、错误评估、羞辱、恐吓和其他手段来掩盖渎职、挪用资金或其他非法行为。

对付欺凌者并不容易。从小到大，我们搬了很多次家，我经常受人欺负。我一直是个英式橄榄球运动员，这项运动没有护垫、头盔、阻卫或抱怨。我发现，有时候，你虽然知道可能会造成伤害，但你就得在场上无所畏惧地向前冲——你必须向前冲，表现得强硬。每当不得不面对那些令人特别讨厌的办公室欺凌者时，我仍会想起和我的橄榄球队友一起吸取的经验教训。

如今，工作期望比以往更具有挑战性和竞争性。艰险的任务可能会造成伤害。但是，欺凌行为绝对不允许在职场出现。一天结束时，可敬的对手握手言和，甚至为彼此喝彩。要实现这种友好氛围，领导者应该依靠团队成员直面、分析、呈交并揭发欺凌行为。

原文详见：Diagnose and Eliminate Workplace Bullying




巴伦·克里斯托夫·汉森（Baron Christopher Hanson）是RedBaron咨询公司合伙人、首席咨询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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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员工与好老板，如何才能找到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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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你会管理时间吗？

文思蕴丨文






对
 于大多数人来说，“时间管理”都不是一个新概念。早在农业时代，人们便发明了统筹法，巧妙地在有限时间里完成更多事情。如今，处于信息时代，各种交流软件提高员工间的沟通效率；数字处理程序让整理日程安排迅速而准确；在线会议代替面对面会议，节省成本。对于个人而言，时间管理带来更高的效率，我们有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对于企业而言，高效率意味着更多收益。

但你真的会管理时间吗？本“微管理”系列旨在为你解答时间管理中常见的问题。

1、走出时间管理误区。时间管理就是管理时间吗？我们应该运用他人时间管理的经验吗？投入时间来管理时间就够了吗？时间管理是我们自己的事吗？假如你心中没有肯定的答案，那么不妨带着这些问题来看《4个时间管理误区，让你比别人少活了半辈子》。这篇文章整合了时间管理领域专家的意见，带你走出时间管理误区。

2、优化时间，告别加班。工作中加班不可避免，但延长的工作时间让我们疲惫不堪，甚至在第二天无法集中精力工作，变得焦躁不安。我们总是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为自己开脱，但现实并非如此。时间属于自己，我们应该掌握自己时间的主导权。专业的时间管理培训师伊丽莎白格雷斯桑德斯在《优化时间告别加班》一文中告诉你如何用五步来做好时间管理，告别加班。

3、拒绝他人浪费自己的时间。也许你对自己时间管理的要求很严格，但是当遇上堆积起来且不得不处理的邮件，你还是知难而退了。《对浪费你时间的人说“不”》表明一种态度：我们应该勇敢的拒绝，即使对方是你的上司。

4、公司如何做好时间管理。虽然善于资金管理的公司数不胜数，却鲜有做好时间管理的公司。员工加班，高管的日程被会议、电话占据……这并不是一个公司理想的状态。《像管理资金一样管理时间》一文中说明公司管理时间就应该像管理资金一样，严格制定会议议程，设立惩罚机制，通过8个步骤来确保公司的高效运作。





“微管理”系列：如何让上班时间更高效



4个时间管理误区，

让你比别人少活了半辈子

Amy Gallo | 文






工
 作中，每个人都拼命想充分利用时间。

几十封邮件，如何才能高效处理？一整天都在开会，该怎样完成手上的工作？任务清单不断积压，什么时候才能做完？天啊！

更糟糕的是，很多错误理念让我们根本不知道“时间管理”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究竟该如何实现。

以下是最广为人知的“时间管理”建议，到底对不对呢？



“观点一：时间管理就是管理时间 ×

确切的说法是，时间管理就是管理效率。乔丹·科恩是工作效率方面的专家，著有《把时间放在重要的工作上》（Make Time for the Work That Matters）一书。他说，时间管理的实质是工作效率，其中的差别好比节食和保持健康之间的关系。科恩说：“你想怎么节食都行，但节食不一定会让你更健康。”同理，你大可留意自己怎样花费时间、怎样管理邮件等等，但你不一定会因此变得更高效。

特蕾莎·阿玛贝尔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系的教授、福特学者，同时也是《进步定律》（The Progress Principle）一书的合著者。她是时间管理领域的专家，曾经读过成千上万名职场人士所写的工作日记。阿玛贝尔指出，许多管理者承担了过多的工作任务。她说：“如果你不认真掌控自己的工作量，那么任何时间管理技巧都帮不了你。”

诚然，许多人都在超负荷工作。这或许跟雇员在组织中所处的层级有关，但是阿玛贝尔认为，大多数职场人士对工作量所拥有的掌控权其实并不小，尽管他们可能不大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可以说‘不’。他们还可以跟上级商量。”阿玛贝尔如是说。科恩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当你的日程不仅跟你个人相关，你就应当明智地决定要做的事以及处理方式。”



“观点二：你只需要找到正确的理论体系或方法 ×

阿玛贝尔表示：“找到一套理论体系可能有用，但是时间管理远不止这样。有人每天上班的第一个小时最能够集中精力工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关键在于，我们要不断地尝试各种技巧。

科恩认为：“有些方法，在某种特定的情形或处境下发挥不了作用。不妨尝试多种方法，在工作中实践它们。”当你用新方法查看邮件时，不要因为仅仅试验一周后看不到效果，就宣称这种方法没用。你可以通过设定指标，来衡量一种方法是否有效。耐心一点，让方法得到充分的时间验证。同时，你还可以考虑让别人参与检验，比方说，让你的老板和同事来帮你一起衡量这种方法是否凑效。



“观点三：你需要投入时间来促成改变 √ & ×

这种观点或许有些道理。有位女士告诉我，她最大的挑战就是挤不出时间来实践有关时间管理的全套方法。她感觉自己只需要一两天时间来做这件事，却抽不出时间。阿玛贝尔认为或许不必这样，“小小的改变，也可以带来很大不同。最好的方法，就是从一些小事做起。”

如果只是做出了一点改变，就发现自己多出了一些反思时间，那么就说明有进步。在阿玛贝尔看来，“即便多出来的时间只有20-30分钟，那也是实实在在的进步。”

不过这还取决于你的情况有多糟糕，以及你对改变现状的需求有多么迫切。阿玛贝尔提到这么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决定利用她为期一周的假期来进行彻底改变，以减少工作压力。她审视自己把时间花在了哪些地方，反思自己能够承担多大的工作量，并且试验了人们建议的所有技巧。“她觉得之前的一切特别失控，因此希望送给自己这份脱胎换骨的‘大礼’。但是，这种方法比较极端，只适合在极端境况下这么做。”阿玛贝尔解释道。



“观点四：时间管理是你自己的事，跟别人无关，只有你知道该怎样做 √ & ×

这种观点或许有些道理。科恩说：“没人需要对你的工作效率负责。”也就是说，这是你自己的责任。科恩的态度很明确：“在职场中，所有人都期待你高效，因此你最好把这件分内事做好。”然而，科恩和阿玛贝尔都认为，你不可能独力做到这一点。

阿玛贝尔指出：“如果你的工作压力很大，每天必须对一切要求迅速反应或转变，不能有一丝松懈，那么你就很难单凭一己之力实现时间管理。”她提到了莱斯利·珀娄的研究，这份研究揭示在任何工作环境中都能进行的一些细微调整。然而，小小的调整也不容易。“工作内容总会不知不觉地在你面前设置障碍，比如战略不清晰、流程冗长等，让你不容易完成工作。”科恩解释道。

如果你所在的公司奉行这样一种观点，阿玛贝尔建议，你不妨尝试改变一下公司的文化。阿玛贝尔说：“你有责任质疑公司的做法。”科恩也认为跟高层领导进行交流的做法是值得的，这样的沟通效果往往比与任何一位部门经理沟通都要好。他说：“公司内部其实可以做出许多改变，比如重新设计工作完成的方式，重新考虑决策在哪些层级拟定、如何拟定等等。”

对于身处职场的你来说，控制工作量和日程可能还非常困难。但是，如果能够区分出哪些时间管理方法有效，哪些完全不适合，你就已经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第一步。



Amy Gallo是《哈佛商业评论》特约编辑。





“微管理”系列：如何让上班时间更高效



优化时间告别加班

伊丽莎白·格雷斯·桑德斯（Elizabeth Grace Saunders）| 文

康欣叶 | 译　陈园妮 方颖 | 校






当
 你的朋友、爱人，尤其是妈妈不厌其烦地叮嘱你，“不要工作那么卖力”时，你会踌躇一下。这是为什么？一方面，你明白他们说得有理。每天连续工作12到14小时是不行的，这让你疲惫不堪，情绪暴躁。可一旦面临需要设定工作时限时，你就会跟自己和亲友们搪塞说，“只是最近比较忙而已，情况很快就会好转的……”

事实上，情况不会好转。当意识到你可能没办法搞定全部工作，而问题的根源似乎是你时，你会左右为难。一方面，看到别人似乎都能完成自己的任务，你充满负罪感；另一方面，你担心，如果自己求助于人或一味拒绝任何请求，别人就会认为你推卸工作，是个没有能力创造价值的蠢货。

尽管这些恐惧可以理解，但这实在没必要。作为一名时间管理培训师，我发现，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关键是，基于现实客观地评估你的日程安排，而不是用一种模糊的恐惧感支配你的决定。不论你在团队中多重要，没人能把100小时的工作压缩到一周40小时或60小时内完成。一旦确信自我和外界强加于你的预期不合理，你就可以着手做出改变。

以下，我列出五个步骤，帮助你一步步找回自信。这些点子对于个人与团队都适用，尤其是当你负责管理团队预期时。



第一步：制定时间预算

通常，理财高手会采用几项原则。比如，他们只花手头的钱，避免不必要的欠债，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与花销；他们会尽量合理分配金钱，从而留有足够的资金购买所需；他们在无负面影响的前提下，尽可能削减开销，并购买高回报率的投资产品。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有效率的时间投资。要想了解自己究竟能处理多少事情，你首先应当计算自己每周有多少时间可以用来“花费”。如果你倾向于在工作上多分配一些时间，那么可以采取反向计算法。例如：

每天用于工作的时间＝24－睡觉时间－上下班时间－私生活时间－锻炼时间－自我保养时间

我所说的“私生活”是指，日程中能让你产生自我满足感的部分，它对你而言至关重要。每个人的私生活各不相同，可以是家庭聚会、志愿服务、社区活动或弹钢琴之类的个人爱好。“自我保养”则包括吃东西、洗澡以及梳妆打扮等。一旦你了解了自己每天的时间预算，就可以计算出自己一周的时间预算。对于某些人来说，每天做的事情差不多。但对于另一些人而言，他们每天私人时间的安排大不相同。

一旦你认识到自己的时间预算额，就可以着手估算每天各种事项的时间量。比如，你要做些“维护类”的事项，如回复邮件或制定计划；“执行类”的事项，如开会或完成报告；“开发类”的事项，如开拓市场或人际网。我的建议是，列出每天不同的活动事项，然后写下预计要花的时间或所占的时间比例。举个例子，我每天工作时可能用20％的时间回邮件，50％的时间做项目，另外30％的时间进行开发类活动。

注意，你不光要考虑每项活动所花费的时间，还要考虑衍生的时间花销。比如，一个时长1小时的会议可能往返的路上要花去30分钟时间，还要花30分钟做准备，15分钟做跟进。这就意味着花在这个会议上的总时长是2小时15分。因此，如果你每天有9小时的工作时间预算，并且不希望利用多于50％的时间开会，那么，你每天平均可以出席2次这样的会议，每周最多只能参加10个这样的会议。



第二步：能省就省

在制定出时间预算之后，你通常会发现，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完成的工作量远少于预期的量。但这不代表你应立即找主管诉苦。你需要认真审视自己的时间安排，并尽可能节约时间。

我的一位读者深受时间紧张之苦，于是用心学习了这项原则。她并未向上司抱怨工作量太大，时间不够用，而是采取了如下措施：

“我一再接手截止时间相同的项目，但手头上还有其他正在进行以及长期要做的项目。于是我不得不试着协调不同项目的工作时间，这让我压力很大！于是，我开始思考是什么原因造成压力，然后在不一味加班的情况下，着手处理可控范围之内的事情。比如说，我联系了一位负责长期项目的项目经理，询问有没有可能把我的工作内容暂缓两个星期。稍事谈判后他同意了，这就为我接下来的两周节省出24个小时。然后我通过雇用一些其他部门的兼职人员、调整项目范围或者为另一个项目争取延期等方法攻克了其他一些难题。我并没有感觉自己是个不堪重负的可怜人，而是觉得自己如此厉害！”

工作危机临头，你或许需要采取一些极端手段，但也可以采取一些更微妙的措施，譬如从不重要的会议中脱身；和你的同事在一对一面谈中商议事情，而不是一周发50多封邮件讨论它们；从某个委员会卸职；关闭邮箱的弹出提醒功能，或在即便追求完美也不会添加价值的事情上减少时间投入。你需要思考自己该做什么，该花多长时间做不同的事情，并时常审视这些预期是否合理。如果有可能，你应该在每周的待办事项上只添加你能应付得来的任务。



第三步：对比事实与预期

一旦你接受了时间有限这一事实，并充分利用了快速见效的方法，你还需要对比实际与预期的时间分配情况，进一步完善预估。比如说，你最初认为回邮件只需占用一天中一个小时的时间，但当回顾实际用时时，你发现自己用了两个小时。（你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监测时间花费。如果你想做到精确，可以利用RescueTime之类的应用程序帮你记录在电脑上每项活动所花的时间。）在面对这样的现实时，你需要评估自己是否可以写更简短的邮件，利用TypeIt4Me等应用程序，或采取其他写电邮的攻略，节约工作时间。如果以上措施均不能达到节约时间的效果，那么与其与现实抗争，你不如增加这方面的时间预算。

“二八法则”（人们用来完成重要任务的时间仅占所有时间的20％ ——译者注）也可以帮助你在预算内安排所有任务。但是要想利用这一法则，你需要完全接受一个现实，那就是你不能完成所有事情，也不能取悦每一个人。举个例子，当你衡量每项任务的价值时，你可能会发现，婉拒人们希望你出席的会议，以便腾出时间完成优先度更高的任务是明智之举。你还会发现，你只利用了比预期少的时间就获得了同样的影响力。打个比方，出席30到45分钟的同事聚餐活动可能与待上2小时所获得的影响力相仿。早点离席的话，你就可以投入一小时的时间锻炼身体或完成一项提案，从而在时间投资上获得惊人的回报。尽管你做出的某些选择会使他人尤其是你自己感到不舒服，但改变常规所带来的短期不适可以带来巨大的长期收益。



第四步：寻求帮助

如果你采用以上三个步骤，仍不能完成计划内的事情，那么是时候向他人求助了。你可以采取以下清晰、具体的步骤。但在你这样做之前，千万别因为自责或感觉很失败而失去自信。没有人可以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此，当你的时间预算透支时，不要担心会被人评判能力不足，而要把它看作你需要调整自己环境的信号。

面对你的上司或者想要给你加更多项目的人，以下是如何针对时间预算进行讨价还价的方法：

收集事实：通过一个简明扼要的单子，列举手头的项目以及每项花费的时间。如果你采取了以上三个步骤，那么你应该已有单子在手。

视觉展现：这一项可以和打印填满了会议和任务时间的周历一样简单，或者和展示出整体的项目计划一样复杂。采取什么格式并不重要，目标是显示出可用时间和工作量的不一致性。

战略协商：与其把协调工作的谈判当作一场战斗，不如把它当作战略性对话，争取最大化地贡献你的价值。或许你可以降低某项任务的优先级，或委托他人来做，要么就简化它，以便节省时间来应付优先度更高的任务。要想战略性地解决问题，你应该向他人请教如何设定工作的优先级。这样，你就不会显得不尊重他人或不服从指令，而是和他人共同努力，解决时间局促的难题。



第五步：反复平衡

生活与工作充满了变数，因此你不能简单地设定你的日程表，然后期望一劳永逸地用它十年。通常情况下，你需要每天或者每周（最长每个月）重新衡量和制定你的时间表。也就是说，如果某一周你为某一项活动分配的时间不足，比如说处理邮件这项，那么下周你就可以在这一项上多分配一些时间。或者，可能有一周你需要全身心投入到准备报告上，那么下一周你就可以补开一些会议。真实可行的目标是在你的工作周内（包括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对时间进行恰当分配，并取得平衡。

最后，我想鼓励并警告大家一下，实践我所列出的步骤不仅会让你更健康快乐，更会让你变得谦逊。当你开始接受自己能力有限的事实时，你就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的，无法兼顾所有事情。如果你永远是队伍里那个万事不求人的完美主义者，那么这些行为上的调整或许会令你对于自己的身份感到有些迷茫。你需要重新定义自我，做“时刻保持冷静，同时能按时、高质量地完成任务的人”，而不是“经常神经紧张，能在短得离谱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而且从不说‘不’的队员”。这样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但最终它会使你更享受事业之旅，并让你周围的人感到快乐。(译/康欣叶 校/陈圆妮 方颖)



伊丽莎白·格雷斯·桑德斯是时间管理培训师、《高效时间管理的三个秘诀》（The 3 Secrets to Effective Time Investment: How to Achieve More Success With Less Stress）一书的作者，也是Real Life E Time Coaching & Training公司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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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浪费你时间的人说“不”

Dorie Clark | 文






我
 们都太忙了。白天忙着开一个接一个的会议，晚上则忙着回邮件。拿Adam Grant来说，他是一位出了名的积极回复各种信息的沃顿商学院教授，他告诉我，他“平均每天”要花上3到4个小时做这些事。这充分说明了浪费我们时间的人已经成为现代商业生活的害群之马。他们既降低了我们的工作效率，又让我们烦恼不堪。

想避开这些人实在很难，尤其是当浪费你时间的人是你老板的时候。比如，我的朋友就提到过一位主管，他“召集大家开会，仅仅是为了不着边际地大谈他大学时期的故事”，并“斥责那些想要离开去认真工作的人”。但在其他很多情况下，你能够采取措施，重新掌控你自己的时间和日程。你可以这样做：


1．表明你首选的沟通方式。
 1980到1995年间出生的千禧一代是公认的不爱用电话联系的族群，但几乎每个人都有更偏好的沟通方式。Regina Walton是一位社交媒体与社区经理，她告诉我，她也讨厌使用电话。她在海外生活多年，养成了这一习惯。对她来说，她更喜欢用电子邮件沟通，因为她“有时间就可以回复邮件，而且回复速度很快。”你可以主动地告诉同事你的最佳联系方式，比如电话、短信、电子邮件或者推特。这样你就可以保持心平气和的回复状态或者避免因信息渠道太多而受到骚扰。


2. 索要一份会议议程。
 漫无边际或是冗长的会议造成大量工作时间被浪费掉。解决方式如下：在确认参加任何会议之前，坚持先看议程，“以确保我能够全身心投入”。你可以为你要主持的会议写好议程，并主动和与会人员共享你的议程安排。其实你可以推动公司采取规范措施，比如引进一些最佳实践，像撇除意义不大的“日程更新”部分，而改为提前用电邮通知“更新”。或者你可以清楚地表明会议最终要完成哪些目标。“探讨扩张战略”这样的议程目标可能会导致会议内容混乱不清，甚至在讨论之后一无所获；“决定是否在坦帕新开办事处”则能够更加清晰地引导对话。


3. 管理与会人员名单。
 如果会议受邀人的名单是随意拟定的，里面有太多不相关的人、又缺少能够做决策并推动会议进程人，这种会议很可能会一团糟。如果你受邀参加一个会议，问问两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我需要来吗？你要坚持让他们提供议程，并仔细查看，这样你就能够大概知道你的参会是否有价值或如果你不参加，能否在会后得知其内容。第二，该参加这场会议的人会来吗？假设你们的会议与坦帕扩张战略相关，而东南地区运营主管却不参会，那你很可能不得不再想她讲解整个会议内容。你要确定谁是真正的决策者，如果他们不能够到场并参加会议，那就别浪费你自己或是其他人的时间了。


4. 强制他人提前做好准备。
 我们都以为别人跟我们一样为开会做准备。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往往不会这么做。即便是他们自己要求开会，他们也可能只做了非常少的调研，而且拿那些在网上搜索就能够得到答案的简单问题来浪费我们的时间。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强制别人提前做准备。“强制”是一个听起来很刺耳的词，而选择这个词是很合理的：因为对于总是为会议提前做准备的人而言，这算不上负担，但它却能够有效地约束那些不负责任的人。Debbie Horovitch是Google+视频群聊项目的专家，长期以来，由她组织的初始战略探讨活动都是免费的，但她发现有些人利用会议时间讨论无关的话题。

因此，她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所有想要给我打电话或是与我交谈的人，必须填写一份申请表”，写清将要讨论的具体问题。“现在，我会与想和我一起工作的人设定界限与预期，这样我能够很容易辨识出那些浪费我时间的人。同样，如果有人想与我面谈以便了解相关信息，我会先给他们发送一份文件，文件中含有我文章的链接，这些文章与他们感兴趣的领域相关，比如，‘成为咨询顾问或是演说家’，’职业转型‘等。我请他们在看完这些文章之后联系我，听听他们还有什么问题。大多数人都没有再联系我，当然这也无妨，毕竟我只想和那些真正有兴趣探讨问题的人交谈。“

你会因为太过强硬，太有时间原则得罪人吗？这不可避免。但你也会发现，别人会更加尊重你和你的时间。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希望能够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日程。如果你愿意采取措施、寻求更明智的策略，比如说要求所有会议都设置议程，就能让每个人收益。但要注意，你要表明这样做是为了全身心投入公司和团队任务，而不是纯粹为了自己，比如称自己“根本没时间处理这种没意义的事”。你可以说：“我想要确保我们所有人都得到最大发挥” 或者“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尊重彼此的时间非常重要。”坚持下去，别人就难以抗拒你了。（译言网网友已悔/译 刘筱薇/编辑）



Dorie Clark现于杜克大学Fuqua商学院教学。





“微管理”系列：如何让上班时间更高效



像管理资金一样管理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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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可很少有公司能做到惜时如金。已经有公司把时间当作稀缺资源对待，设定严格规章，像管理资金预算一样管理时间预算，这么做的结果至少有机会节约20%集体共有时间。本文提出了8种时间管理方法，这些方法的综合运用，可以减缓高管们的用时压力，降低成本并提高企业生产效率。






大
 多数公司管理资金的流程十分周密。作出任何新投资前它们都需要极具说服力的商业论证，设置门槛收益率，然后才会精心慎重地授权，而且在每一级别都规定开支限制。

与资金管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少有公司能有效地管理时间。尽管高管们每天的时间都被电话、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现场会议和电话会议所占据，但公司却没有什么规则来控制这些沟通手段。几乎没有公司能说清楚高管和员工如何分配和使用集体共有时间。因此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多数公司的时间都浪费在冗长频繁的往来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多余的电话会议以及无数低效现场会议上。浪费时间造成的损失很大：内部会议占用了本应与顾客沟通的时间，公司变得骄傲自满、充斥官僚主义、效率低下，成本提高，最终影响收益；另外，员工和亲朋好友相处时间越来越少，这么做还不能得到什么价值。

我们并不缺少时间管理方面的建议，但它们大都针对个人行为。时间管理导师告诉我们，要重新夺回控制电子邮件的权力，精心选择参加哪些会议等等。这类建议有用，但高管们很快会发现，他们进行时间管理的美好意愿总要让位于公司的要求和做法。电子邮件、即时消息和会议通知照来不误，如果你忽略其中一大部分，就有疏远同事或老板的危险。如果你公司的沟通方式一贯冗长繁琐，那你除了入乡随俗别无选择：虽然不情愿，你也只能勉力而为。

时至今日，一些有前瞻思维的公司采用截然不同的时间管理模式，希望高管们能够将时间作为稀缺资源对待，谨慎小心地利用和分配时间。这些公司管理时间预算和管理资金预算的规章制度一样细致而严格。此类公司不仅能降低日常开支，还能让高管和员工避免工作效率低下，将节约下的时间用于创新、促进利润增长等方面。



用数字揭示浪费时间现状

英特尔前CEO安迪葛洛夫（Andy Grove）曾写道：“正如你不允许让员工偷窃一件办公用品，你也不应让公司里的任何人偷走同事的时间。”当然，不知不觉中，“时间遭窃”常会发生。没有明确计划或优先事项的会议悄然爬上日程表，更不必说那些需要管理人员拿出额外时间处理的横生枝节。

如今的公司有了前所未见的时间管理工具：微软Outlook、谷歌日历、苹果iCal日程表及其他日程管理和信息应用。这些工具能跟踪管理者和员工使用公司集体时间的纪录，合理分配利用公司资源。这类日程管理应用能以周、月、年为单位，显示会议数量、会议类别等数据，还能按公司不同级别和职能，显示与会人数。这些应用甚至还可跟踪记录某些组织行为，比如会前、会中和会后出现的多任务处理和会议安排冲突。当然，应用此类数据的公司需要小心保护员工隐私，没有人愿意感到背后有双眼睛监视自己的一举一动。但这些信息能准确具体地反映出公司的时间预算。

贝恩公司的员工极富创意，他们使用VoloMetrix（克里斯布拉姆是该公司董事会成员）提供的分析工具，最近研究了17家大公司的时间分配情况，所得如下：


公司多采用电子沟通方式。
 随着技术的发展，一对一到一对多的边际交流成本明显降低，使得人们相互沟通的次数急剧增加。很多高管每天收到约200封电子邮件，每年就是3万多封。此外，即时消息和众包应用使问题更加复杂化（见后文《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阴暗面》

 ）。如果对这一趋势不加控制，高管们很快会发现，每周至少需要拿出一整天工作时间来处理所有的电子类沟通信息。


会议用时飞速增加。
 高管们参加的会议越来越多，部分是由于组织会议的成本降低了，部分是因为开会比过去更容易，利用电话、视频、屏幕共享等方式都可以参会。高管们平均每周花费两天时间参加3人及以上规模的会议，而组织15%的公共时间用于开会。从2008年开始，这一比例每年都在增加，说明此类会议还在激增中（见后文《连锁反应》

 ）。


真正的协作受到限制。
 尽管一对一和一对多的交流次数在过去20年间急速增长，但在我们研究中，80%的此类交流都发生在部门内部，而非在不同业务之间、不同职能之间、或公司总部和分公司之间。而在那些超出独立单元的交流中，根据对其内容的分析我们发现，很多交流的参与者并非合适人选，或者交流目的并不明确。换言之，他们为了共享信息而共享信息，而非出于收集有价值意见或集思广益之目的。总之，越来越多时间花在了交流上，却未能在公司各个独立单元之间促成更有效协作。


会议上不守规矩行为增多。
 我们研究的很多公司里，与会者习惯性在开会时发送电子邮件。在一家公司开会时，22%与会者平均每半小时就会发2到3封电子邮件。此外，高管们在同一时间预约的会议“撞车”更是家常便饭，他们不得不选择参加哪个会。这些不守规矩行为造成恶性循环，多任务处理和预约冲突使会议用时效率变低，公司不得不安排更多会议完成工作。更多会议催生更多不规矩行为，如此循环往复。


控制会议的正式规章很少。
 多数公司中，占用同事时间不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如果你想开个会，你的助理发个会议通知或在团队日历上预留出一段时间即可。如果你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直接发起解决小组研究该问题，甚至很可能直接发起行动着手解决该问题。这种占用公司时间的要求通常不经过任何审核，也不需要正式批准。


惩罚机制缺失。
 在贝恩最近的调查中，高管们将半数以上会议评为“低效”或“非常低效”。但很少有公司建立评估独立部门的会议效率，更不用说针对会议效率高低，制定明确惩罚机制了。

到底能挽回多少浪费的时间很难被具体量化，但我们的数据显示，大多数公司通过制定更严格的时间管理规章，至少有机会节约20%集体共有时间。



时间管理8种方法

尽管数量不多，但依旧有公司想出了应对浪费时间的有效办法，制定出严格时间预算分配规章，像管理稀缺资源一样管理时间。它们对高管们的时间分配作出明确要求，也督促员工提高会议和其他各种形式的合作效率。我们发现了8项时间管理举措收效显著：


1．制定清晰简明的议事日程。
 优秀管理者应具有能够区分“紧急”和“重要”的判断力。他们明白，团队中每位成员都需要达成共识，理解哪些活动对成功至关重要。我们建议，团队也应就时间分配的轻重缓急达成共识。员工不仅应该明确如何分配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空闲时间，也应该明确哪些事情需要延迟处理，哪些根本就不需要做。

说起公司时间管理上的佼佼者，可能无人能比得上史蒂夫乔布斯。专注是苹果公司成功的一大关键。每年乔布斯会带领公司为首的100名高管外出集训，激励他们集思广益，制定来年公司最重要10件事。高管们会各显其能，尽全力争取让自己的提议上榜。然后乔布斯会拿出签字笔，划去榜上后7位，宣布：“我们只能做到前3件。”他以明确姿态告诉在场每个人，公司取舍是什么。乔布斯去芜存菁，让公司能高效合理地分配其高层时间，避免低效和浪费。这样做极大加速了公司创新步伐，使其成为今天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


2．用零基预算法管理时间。
 增加全体员工总生产率需要谨慎管理每一笔公司资产。因此，很多公司每年都将运营和资本预算归零，而不是将前一年的剩余预算作为起点。最明智的公司在管理时间上也是这样，这种“从零开始”的心态可以这么理解：我们不会在会议上投入公司任何额外时间，如果把现有会议总时间比做时间银行，那么每召开一次新会议时间，都应该临时从银行中“支取”会议时间。

以福特汽车公司为例。当艾伦穆拉利（Alan Mulally）2006年成为福特CEO时，他发现这家公司多数高管花在开会上的时间太长。为首的35名高管每月都被召集在一起，度过他们称为“会议周”的时光，他们花费整整5天时间讨论汽车项目和总结公司业绩。这些会议的直接和间接成本十分可观，已经远远超出了当时公司所能承受范围。

2006年年末，穆拉利要求其团队严格评估公司例会效率和效果，很快取消了所有不必要会议。过于冗长会议被大幅缩短，福特员工不得不尽最大可能利用每一分钟会议时间。此外团队对召开新会议的要求筛选更加严格。尽管福特并未硬性要求每名管理者开完一场会才能安排下一场，但高管们都是在默认公司总时间固定不变前提下才会作出安排。

福特时间管理的精髓被称为“商业计划回顾（BPR）”每周例会，这次周会取代了之前“会议周”。每周公司最高层管理者拿出4到5小时会议时间，集中制定战略和检查绩效。该周会的内容具有统一标准，避免了之前需要的过长准备时间。执行BPR周会帮福特节约了数千小时，特别是当对手公司都在寻求政府救助时，福特靠调整自身时间管理，节约下大笔日常开支。此外，公司决策的质量和速度也大幅提高，公司办事周转率得到加快。


3．对每项倡议都要进行商业论证。
 公司经常会陷入“倡议蔓延症”（Initiative Creep）陷阱，大量看似合理项目不断积累和增加，但其中大多项目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当盖瑞古登堡 （Gary Goldberg）在2013年3月成为纽蒙特矿业公司CEO时，该公司有87项倡议尚在进行之中，每项都占用纽蒙特执行领导团队（ELT）中一名或多名高管的时间和精力。尽管很多倡议颇有价值，包括改善采矿安全或提高运营效率等等，但对纽蒙特投资回报率而言，其他一些倡议的价值则有待商榷。

是时候着手处理这些被一拖再拖的倡议了，古登堡坚持让高管们对公司正在进行和计划进行的所有项目进行商业论证。在对任何项目投入时间之前，ELT必须认真审查所有商业论证，然后决定是否批准。每个项目的商业论证必须详细说明该项目到底能产生多少经济效益，以及其需要的全部成本，包括占用高管们时间。每项倡议必须有一名高管作为担保人，由其负责进行全程管理，保证该倡议不会超支。

古登堡提出的这些要求取得了理想效果，自他接管公司以来，很多没有商业论证支持的项目被终止了，其他一些则没有通过批准。不到3个月，纽蒙特将手头倡议数目缩减了1/3，公司公共时间得到重新分配，把重点放在改善安全和运营效率上。


4．精简机构。
 CEO和一线员工之间的层级越多，信息流动和决策速度就越慢。很多管理者即使清楚这点，也没能拿出相应对策。

他们通常意识不到，每增加一名管理者所需成本远超过雇佣工资。管理者需要安排会议，因此需要有其他人拟定会议内容，另一些人则需要审议会议内容，所以一次会议通常会衍生出多个会议。

我们发现，一家公司若增添一名管理者，平均会衍生出相当于1.5名全职员工所负担的新工作量，也就是说除了管理者本人自己负担的工作外，还要占用另一名员工50%的工作；每增添一名副总裁则衍生出2.6名全职员工的工作量。雇用新的管理者或高级管理者，可能还需要接着雇用助理或办公室主任，带来一连串资源消耗，会进一步增加工作量和成本（见图表《下一位主管的真正成本》

 ）。随着工作越积越多，时间也变得更加短缺。

鉴于多数管理者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成本，改善公司效率的方法之一，就是从高层开始精简机构。2010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面临着巨大财政压力：由于不断增加的赤字，州议会削减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1.5亿美元预算。为了维护学校在教学、研究和录取上的卓越声誉，必须保障相应资金不受影响，校管理方决定寻找办法，精简结构节约开支。

同年夏天，时任该校校长的罗伯特柏吉诺（Robert Birgeneau）发起“卓越运营”（Operational Excellence）项目。该项目目的是大幅提高学校所属14所学院和100多个系在人力资源、财政、IT以及行政管理等方面的效率。通过职能标准化和精简工作，以及在这些单位之间分担管理工作，该项目撤掉了数百个管理闲职，为学校节约大量时间。重组和精简机构每年给学校节省1.2亿美元，现在学校运用更少资源，完成更多工作。



大多数公司对谁有资格组织会议不设严格限制。导致成本高昂的会议不经严格审查就被预定下来。


5．时间投入需要授权。
 就组织会议人员资格问题，很多公司设限颇多。但关于会议时间、与会人员、哪些人必须出席等具体细节，往往留给较低职位员工决定，结果是：在不经严格审查情况下，开支高昂的会议被安排下来。

例如，最近一家大型制造企业高管发现，中层管理者定期安排90分钟例会，每年开销超过1500万美元。当被问及：“谁负责批准该会议”时，管理者们面面相觑：“没人负责”。“汤姆的助理定下了时间，然后团队就来开会了”。也就是说，一位初级副总裁的行政助理没经上级批准就通过了一项年开支1500万美元的活动。如此问题不可能发生在资金预算管理部门。相比之下，我们合作的另一家制造企业管理层仅运用简单两步，就有效控制住低效会议时间。首先，他们将会议规定时间从1小时减到半小时。其次，管理层规定，将与会人数降低至7人及以下。任何超过90分钟会议或与会人数超过7人会议，都要经过会议发起人上级的上级（两级以上领导）批准。这一举措大幅节省公司公共时间预算，相当于200名全职员工在6个月内的工作时间。


6．统一决策过程中各个标准。
 很多公司决策权和决策过程十分模糊，所以公司不得不花更多时间处理边边角角的外部事务，而不能直接聚焦在决策和执行上。如此情况，以公司整体为基础建立决策机制，能够极大提高效率，并节约用于其他方面的时间。

澳大利亚最大独立油气公司伍德赛德（Woodside）就是例证。该公司多年来一直采用矩阵式结构经营，目的是促进各部门间更好合作，但决策权和问责制度模糊不清。因此，花在协调各职能和业务单元之间的时间急剧增多，成本随之增加。2012年，伍德赛德管理层制定一系列运营规则，清晰地说明业务单元、职能和企业中心各项职责、权利和问责制度。为确保公司高层充分理解新规则及其对他们部门的影响，公司还启动一个涵盖范围甚广的培训项目，培养一小批带头人，帮助公司上下清除决策过程中的障碍，加快决策速度。

这一系列变革带来深远影响。伍德赛德明确重大决策责任人，精简决策流程，从而节省大量时间。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改善执行和发现新增长机会。


7．公司上下制定用时规范。
 公司取消所有会议并不现实，因为促进合作和作出重大决定都需要开会研究。通过制定几条简单规定，许多公司就能大幅提高会议质量。


议程目标明确。
 英特尔召开的所有会议都目的明确，比如通知A事项，讨论B事项和决定C事项。会议过程也和会议目标一样简明扼要，与会者专注于完成具体目标。


提前准备。
 在福特，所有周商业计划回顾都必须提前发出，让与会者能在会议前查阅。这一举措大大减少BRP会上分享信息时间。


按时开始。
 时长一小时会议如果晚5分钟开始，就会浪费8%的会议时间。但很多管理团队在任何其他职责领域都不会允许8%的浪费发生。


尽早结束，尤其是在会议无法得出明确结果的情况下。
 当苹果公司一次会议效率开始下降，或与会者准备不充分时，乔布斯马上“紧急叫停”。有人这样做唐突无礼，但当会议不太可能得出理想结果时，该做法有效制止了时间和金钱浪费。


8．通过反馈管理公司“负担”。
 人们都知道，如果没有衡量标准，管理也就无从谈起。但很少有公司能按时跟踪那些影响员工生产率的关键变数，比如会议时间、会议缺席情况、电子邮箱容量等等。如果对这些变数不加监督，就很难对其进行管理，甚至很难弄清公司生产率存在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没有衡量生产率的参考基准，就不可能制定改善目标。

很多高管已经开始审视他们花在不同方面和不同问题上的时间。希捷、波音等公司正在尝试给予高管反馈，衡量他们在会议、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等方面给公司造成的“负担”。希捷一些高层参与了类似项目，他们定期收到量化其个人造成负担的报告，以及其他与他们同级同职能高管平均造成的负担。这些对比信息，加上来自上级的指导，鼓励他们改善自己言行。

时间是公司最稀缺资源，但多数时间并没有得到高效合理利用。再多的钱都买不到25小时的一天，也换不回因低效会议而浪费的1小时。若想让你的员工达到最高工作效率，必须珍视他们时间，制定规章合理分配时间，并投入精力尽可能为公司创造最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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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克尔曼金斯是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美洲区组织架构业务主席，常驻旧金山办事处。他合著有《决策与执行：五大步骤突破组织绩效》（Decide & Deliver: Five Steps to Breakthrough Performance in Your Organization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0年出版）。

克里斯布拉姆是贝恩全球合伙人、美洲区高科技业务主席，常驻旧金山办事处。

格雷戈里卡伊米是贝恩全球合伙人、高科技与组织架构业务领导团队成员，常驻旧金山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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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特卡尔夫定律的阴暗面


麦特卡尔夫定律（Metcalfe's Law）阐述了电信网络价值随其规模增长而迅速增加。20世纪70年代，通信基本限于电话、电传和电报。当时高管平均每年需处理外部信息不足1000次。随着新技术传播，该数字急剧增加。我们估计，如今高管平均每年收到外部信息3万次，而且高管级别越高，其下属花在过滤、整理和处理这些信息和对话上的时间就越多。

（
返回阅读原文

 ）









连锁反应


执委会真正成本


每一次高层会议都会消耗公司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最近和我们合作的一家公司，高级管理层以每周例会的方式总结公司上下的工作成果，全年用于周会所占用的时间相当于7000小时工作量。

[image: ]


为准备这些会议，每名执委会成员需召集其小组开会，每年耗时2万小时工作量。作为反馈，每个小组内部还要开会，用于获取信息并对信息进行多方核实，每年又消耗6.3万小时工作量。预备会议则需要21万小时工作量。

这意味着执委会为召开周会，每年仅开会共耗时30万小时工作量，此数字还不包括数据收集和相关工作时间。

（
返回阅读原文

 ）






下一位主管的真正成本


每名管理者都有下属负责电子邮件、会议安排等工作，这些工作花费时间应被纳入下属工作量之内。随着管理者升至更高级别，增援他们的下属数量随之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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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阅读原文

 ）



本文原载于《哈佛商业评论》2014年5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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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管理”系列：职场人六招学会自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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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终总结这么写，保你升职又加薪




哈佛商业评论 “微管理”系列：职场人六招学会自我管理

编辑：牛文静





序



晋升有术

文丨牛文静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伦敦高级编辑






科
 技发展让现代雇员越来越懂得居安思危，职场如战场这句话从未如此真实。在《哈佛商业评论》过去一年的博客文章中，最受读者欢迎的莫过于职场发展和自管理类的文章，大家在职场遭遇的问题大概包括几大类：感到不受重用、和同事关系僵化、难以协调工作生活、职业规划迷茫……总的来说，难以厘清三种关系：和他人的关系，和时间的关系，和自己的关系。



那些早早弄懂这些问题的人，也并非天赋异禀，只不过比他人更擅于借助知识和工具的力量罢了。如果你还在迷茫，不妨读一读本刊自管理领域直击这三类问题的热门文章，看看HBR式的理性可操作指南。



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很少懂得借助导师的力量，而职场精英在数年后回顾早年的职业生涯，多半会告诉你他们得到过贵人的帮助，此人可能是他的老板，也可能是他的同事或者合作伙伴。“导师”的意义不在于“教导”，在于启发和旁观。如果有幸拥有一个好导师，你的职场之路会受益良多。导师不会从天而降，需要自己去寻找和争取——《你需要一位职场好导师》告诉你从哪里入手。



时间资产大概是我们此生拥有的最重要财富，所以时间管理类的文章永远是热门话题。不同于多数鸡汤文的地方在于，《成功人士的时间管理法则》和《自律是最重要的反人性特质》都具有HBR式的可操作性和方法论。没有鸡血，只有科学研究和翔实的建议，分别从时间安排和自我管理两方面阐述了高效人士的行为规律。



好文章助你打开眼界，抛弃固有思路，换个角度想问题，找出最适合自己的做法。希望你读完这几篇文章能有豁然开朗之感，在职场冲破天花板，快速晋升，实现梦想！





“微管理”系列：职场人六招学会自我管理



你需要一位职场好导师

文丨牛文静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伦敦高级编辑






伟
 大的师徒关系如繁星闪耀于整个人类文明史。哲学家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孔子和颜回……他们的故事在口耳相传中成为传奇。人们津津乐道于不世天才被英雄伯乐点石成金的故事，也感动于他们惺惺相惜的伟大友谊。师徒之间的提携点化之情，是种不同于爱情、亲情和友情的情感，弥足珍贵又隽永迷人。

而在职场中，我们偶尔也会向往这样的导师-学生关系，期待从信任的前辈那里获得启迪和力量。这种交流源于职场，却不限于职场，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吸引力。在《哈佛商业评论》“女性领导力”读书会的问卷调查中，超过半数的参与者认为，缺乏导师成为女性在职场难以晋升的一个重要原因。渴望导师指导的背后，也反映出员工对职场发展前景的迷茫与困惑。中国很多企业缺乏管理人才的专业知识，造成员工上升渠道模糊，培训不够等问题。基层员工发展无路，中高级人才缺失，最终企业自食其果，陷入人才困局。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包括大众集团在内的很多企业开始引入导师制度。

新商业环境下的导师制度并不完全等同于过去的学徒制，因为这种Mentor-Mentee关系不局限在业务层面，也无绝对的传承关系。有些导师会对学生在职场遇到问题时给出建议；有些会定期约谈，聊些人生方法论，做做心灵马杀鸡。

在导师职能更加多元的时代，无论被指导者还是指导者，都在这种关系中寻求更舒服的姿势和更加规范的交往法则。探索规则的过程中，双方难免遇到一些问题。那么，如果你下决心要给自己找位导师，如何找到最合适的那一个，又该如何规避问题呢？让我们按照导师的大致分类逐一来看。



偶像/朋友型

这款导师适用于本人悟性较高，和所选导师有较多相似，并从心底认可导师三观的学生。如果你和导师间的背景、阅历相差不多药效更佳。

这类导师本身通常自带主角光环，在个人成就和人生思考上有独树一帜的见解。和TA聊天可以无拘无束，但对同频的人来说，可以从中得到很多灵感和启发。TA的时间管理方式、职业规划甚至读的书听的音乐，都可以成为你们聊天的话题。在这种关系中，你最好也能及时给予导师真诚的反馈。火花是延长此类导师-学员关系的助燃剂。你们最好有共同的价值观，彼此欣赏是基础，否则关系恐怕不会持久，收获的营养也会慢慢流逝。这类导师的问题在于，TA并不会针对你的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交流目的性较低，更像朋友之间的交往。

电影《心灵捕手》里两位主人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此。虽然他们相识的情景特殊，但二人惺惺相惜的特质符合这种关系的调性。

使用说明：充分和导师沟通你的问题、想法，让TA足够了解你的需求。在受到导师启发的同时，你最好也能打开导师的开关。不要仰望，保持直视。

TA在哪儿: TA可能是你的上级也可能是朋友，角色多元。重点是如果你觉得TA还行，不要羞涩，大胆邀约。



犀利严师型

这类导师在现实生活中是稀有动物。他们的特质是：本人极其优秀，人生经验丰富，说话一针见血。如果你梦想中的导师是这一款，那么是你的幸运也是不幸。

幸运的是，这位导师可能是能够影响你多年的人，TA对你的看法和批评非常切中要害，并且具有一种犀利的目光，足以看到你自己看不到的阴影处。沟通起来也不拐弯抹角，干脆利索。鉴于这类导师的硬朗风格，也请不要自作聪明，面对真实的自己，保持强大的内心。

不幸的是，TA很难寻找。即使眼前就有一位理想对象，TA也可能没空和你聊人生谈理想，而且他们对学徒要求甚高，目下无尘。如果你无法证明自己是可造之材，很难被接受。

美剧《傲骨贤妻》里的Eli Gold就是此类典型。所以，在这类导师面前请不卑不亢，切忌溜须拍马。无论你做什么，请专业，此类导师最不喜欢的就是amateur.虽然乔布斯说stay foolish，但他绝不会真的在foolish people身上浪费时间。

使用说明：善用此类导师者，必获益匪浅；但若无慧根，知错不改，则白白浪费导师的劝解。证明自己的优秀并保持诚恳是最佳的selling points。

TA在哪儿：这类导师一般是前辈或ICON。可以来自你的行业，也可能是其他行业。无法轻易接触，需耐心发掘。



职场前辈型

这类导师最常见。很多企业为新入职的员工配备了这样的导师机制。他们的作用是帮你分析特长，提供更宽广的视野。在最理想的情况下，和你分享业内“潜知识”，提醒你该为未来做足哪些方面的准备。

大众集团（中国）的副总裁申筱洁在接受《哈佛商业评论》采访时曾提到，她本身就是一名导师，曾为自己的mentee分析过个人兴趣和能力，为TA指出进一步发展的选项。这些是学员由于自身视野的局限性很难看清的。因此，导师的一席话很可能成为转折点。《穿PRADA的恶魔》里面的Miranda和Andy是这类关系的反面教材。虽然Miranda个性貌似接近第二类导师，不过她对Andy的帮助更多体现在行业和工作技能上，后期他们的关系也更接近这个类型。

使用方法：清楚定义自己的问题，不要拐弯抹角，在求助这类导师之前，先想清楚你要寻求解答的事情，有利于对方更有针对性地为你提供建议，切忌天南海北的闲扯，比如自己是否适合现在的工作等这类空泛的话题。

TA在哪儿：这类导师多半在你的公司内部，或者是对你的行业有深刻了解的前辈，可以从直属上司或管理层的领导中寻找。假如TA愿意培养新人并不吝赐教，请努力成为TA的学员。

导师这种装备，并非人生游戏中的打怪必需品。在一些人眼中，寻找导师甚至代表了不自信——默认别人更了解自己，更有能力，是对自我的妥协。而且导师质量参差不齐，如果偏听偏信，把狼血当鸡血，喝了还有毒。但也有人抱着更为开放的心态，觉得三人行必有我师，脑力激荡下可能会产生新的灵感，毕竟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如果你是后者，请记住，和读书一样，导师的建议有其自身经历的局限性。擅用这把利器，始终做最好的自己，随时转换导师-学生关系也说不定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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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
 商，这一概念首次出现是在上世纪90年代，但围绕这个话题的讨论却从未停歇。近年来，各类媒体上出现了很多自管理的文章，从中总能看到一些属于情商范畴的实践方法。许多最新理论，包括目前非常引人注目的“专念”研究以及创作者的梦想境界“心流”等也是其外延。

一些咨询公司为了提高管理者的工作效率和人际智商，开设了情商培训、打坐冥想等心理训练课程。在繁忙复杂的商业年代，对情绪的管理俨然已成为管理者的必备技能。从生活角度讲，我们也希望通过学习，能够更加和谐地面对心灵和外界，过得更加幸福，这也是很多人对此话题感兴趣的初衷。

那么，当我们面对上述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时，到底应该从何处着手进行改变呢？希望本文能帮你理清一些线索。

纵观所有关于情绪管理和人际智商的研究，最主要的是讨论两个问题。



1．控制注意力

“情商”的本质，有很大一部分是控制注意力的能力。比如说，自我控制中最重要的是延迟满足和控制冲动。关于延迟满足的重要性，有一个大家都很熟悉的针对小朋友的“棉花糖实验”。那些成功地延迟了满足感的小孩并非多么聪慧和精明，而是因为他们比无法自控的小孩更会转移注意力。他们擅长将自己的注意力从糖果转移到其他地方，比如和自己玩耍，想其他事情等，从而削弱了得不到糖果带来的负面心情，成功地延迟了满足感。

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所谓高情商的人往往擅长转移注意力，当他们感到愤怒时，会产生“临我”状态，也就是清晰地从意识外分离出一个旁观者，看到被情绪左右的自己，意识到这种“愤怒”或者“焦虑”是第一步，然后通过运动、音乐、读书、散步等适合自己的方式转移当下的注意力，避免被情绪操控。而低情商者则会任由自己的整个头脑被情绪攫取，大肆发泄或沉浸其中无法自拔。

无法控制冲动的人暴躁易怒；难以延迟满足的人则容易感到焦虑。这两种情况下都容易染上成瘾行为，比如酗酒、吸毒等。这些行为则会进一步导致情绪失控，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而出色的自我控制能力会帮助我们达到全神贯注的境界，就是“心流（flow）”。心流状态下，人可以在能量损耗最低的情况下完成最高效率的工作，也是个人创造力和创新的巅峰时刻。

那么该如何提高对注意力的控制呢？首先要从认识情绪开始，我们在产生很多情绪的时候是无意识的，如同梦游一般。但当你了解了情商的本质，识别出愤怒、焦虑、忧伤、绝望等情绪时，就会在陷入其中的时候，提醒自己现在正处于一种情绪而非现实中。换言之，就是提高自己的“情绪自我监测能力”。接下来要强迫自己主动转移注意力，做一些其他事情。找一个高情商的人作榜样也是不错的方法。可以设想TA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处理，学习并模仿。直到你能够更加自如地操控自己的情绪。

“专念”强调的状态是对外界打开全部感官，全身心地投入这一秒，从而达到一种与当下的共存。“心流”则是一种向内的全神贯注。但无论哪一种都是注意力的练习。一些人通过冥想打坐的方式寻找并控制自己注意力，除了有助于改进情绪，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提高共情能力。



2．情绪协调

所谓情绪协调，就是感知他人情绪并与之呼应的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共情能力，共情能力强的人通常人际智商也比较高。

情绪协调的作用有多大呢?在婚姻中，男性倾向于回避冲突，提出实际的解决方法，而女性则认为闹情绪是为了突出对问题的强烈感受，是爱的表现。引发夫妻争吵的主要原因通常是，妻子觉得丈夫不能体会自己的感受，不理解自己。但妻子的愤怒和不满不是人身攻击，如果丈夫能够体会到这一层面的感受，产生同理心，理解妻子的感觉和牢骚，而不是厌烦和抵触这种牢骚，那么多数矛盾就会得到化解。反之亦然。

情绪协调也是优秀领导者特别突出的一种能力，尤其是具有导师气质的所谓“超级老板”。丹尼尔·戈尔曼在经典著作《情商》一书中指出，有效情绪交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运用情绪同步性的熟练程度。优秀的领导者具有高度的情绪协调能力，往往能和团队更有效地沟通，并通过情绪影响他人。根据研究，我们在沟通中会下意识地模仿他人的情绪。因此，那些富有情绪感染力的人会通过个人情绪的表达来影响他人。在生活中总有一些朋友，当你和他相处时如沐春风，这种感觉并非完全来自TA做的事或者语言，往往是一种气质和氛围的影响力。这就是情绪的感受。

但并非只有积极开朗的人才具有影响力，一些偏内向自省的人对情绪更为敏感，他们当中甚至有一些人能够舒缓并调节他人的情绪，在担任管理岗位时具有很大优势，是难得一见的导师型管理者。

任何一位优秀的管理者或者所谓的人生赢家，在这两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出色。在我们开始修习关于情绪的学问之前，不妨先从最经典的书籍着手，了解基本的概念。这将有助于我们找到正确的方向，会事半功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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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你们公司，有没有那种对工作敷衍了事，却喜欢拍马屁和抢功劳的同事？你是不是对TA厌恶至极？

你是不是很“倒霉”地遇上了一个“Loser”boss，喜欢打压你，偶尔还使用语言暴力？

你在和同事竞争一个职位，TA的手段令你不齿，比如总在背后说你坏话或者搞破坏？

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你并不孤单。据2011年英国咨询公司Revelation的一项调查，职场中有95%的人称他们的工作受到了办公室政治操控的影响。很明显：每个办公室都充满了政治斗争。

大学刚毕业时，我天真地认为如果公司环境较单纯、看重个人能力，那么就可以没有办公室政治，大家可以开诚布公各司其职。但随着工作时间越长，层级越高，越发现这种想法的荒谬——没有一个办公室能够免于政治斗争。究其根本原因：人与人性格不同、目标各异，在寸土必争、充满利益纷争的职场，冲突总是难免的。而老板即使立志做不偏不倚的“天秤座”，仍然难免有喜爱的下属，这种偏好往往非常明显，如颜值般难以掩饰。

现实如此，人性使然，与其做鸵鸟逃避或者厌恶办公室政治，不妨把它当做一个游戏，罗列手中的宝物和金币，了解一下游戏规则。只有这样，你才能更具建设性地和同事相处，更顺利地达成自己的目标，在职场中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伦敦卡斯商学院Andre Spicer教授认为，通常在我们工作的前5年，会花最多时间在提高具体的工作技能上，即所谓IQ。而之后就会有前辈对我们说，在办公室要学会做人，不能光做事。于是我们报名情商课练习领导力，希望能提高自己的情绪管理能力，更好地待人接物。但后来发现，这样做仍然在晋升之路上受阻，难以达成目标。我们逐渐意识到，原来职场还有一种“商”叫做“政治商”，也就是应对办公室政治的能力。比如，你要清楚组织最稀缺的资源是什么，大家在争夺的核心是什么。还要努力打造自己在组织中的形象，明白别人眼中、口中的你是什么样子等等。市面上很多书籍都是教我们提高前两个“商”的，很少有书籍教我们如何提高办公室“政治商”。

因为，在我们的传统教育中，粗暴地将这类能力概括为一种“厚黑”，似乎非君子所为。但正因为这种对概念的曲解，导致大家难以用职业的精神面对办公室政治，陷于被动。其实，办公室政治和人际交往中遇到的大多数其他冲突一样，起因都是源于资源的稀缺和人们性格的巨大差异。如何更好地处理这种冲突，依靠我们的智慧和方法论，解决这些问题并不需要违反道德或法律。多数情况下，我们只需要深入理解他人的动机，再辅以一些技巧就可以奏效。

如果你遭遇以下问题并深受其扰，不妨尝试一下本文的建议。



1．扯后腿的老板，爱打压的上司

无数调查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优秀的领导者希望员工成功，希望他们做出成绩并获得发展。然而，真正优秀的领导者毕竟是少数，与我们打交道的，更多还是普通的管理者以及口味各异的奇葩Boss。他们对自己的职位和领导形象缺乏安全感，又因为大家对管理者有某种刻板印象，觉得他们总是比普通人更有决断力、更聪明、更自信，甚至体力更好——但实际上他们也许只是努力做出这个样子而已。一旦这种孤独和缺乏安全感的情况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工作中的某些不当行为。老板的难题不比下属少，无论工作还是个人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他对同事的打压或被迫害妄想是否可以稍微被理解一些了呢？

如果在这样的老板手下工作，你需要了解他在公司的计划，甚至他的上级的计划，确保自己所做的事不与之冲突。当你成功时，老板也能因此获益，增加政治资本。其实，如果你的上司是这样的人，公司的其他人也都心知肚明，你不用担心这样做会适得其反，被视为马屁精。大老板也会看到你的成绩，在一些事情上成为你的后盾。假如努力过后，老板仍对你无视，那么你可以考虑在部门外发展一些平行的人际网络，或者成为不同部门之间的桥梁人物，为将来转换部门或者进行其他项目打下基础。试着了解公司各个部门的情况，为自己想做的事找一个新的出口。

还有一种相反的情况：你的上级是控制狂，缺乏对人类的信任。此时，重要的是了解这种控制心理背后的核心原因——他们对质量的担心。你可以透明公开地和老板谈谈，告诉他你也非常看重质量，深入了解老板的需求，询问怎样做才能达到他对质量的要求，在工作中确保达标。当你有了一些持续成功的记录，他的控制行为就会相应减少。

在此特别提醒一下那些正准备跳槽的读者，当你在面试新岗位时，如果条件允许，不妨向公司要一份未来老板的360评估或者类似的资料，提前了解一下未来直属上司的情况，将有助于你做决定。



2．实力一般却爱抢功拍马的老板“宠儿”

如果你的同事颜值高，业绩好，性格讨人喜欢，那得到老板欢心也就罢了。但最令我们难以释怀的往往是明明大家能力差不多，他甚至还不如你或者人品略糟糕，但偏偏老板更喜欢TA。此刻我们该如何平复心中的郁闷呢？

首先，老板之所以喜欢和TA在一起，主要是因为相处起来比较舒服。你首先切勿夸大这种不公的情绪，更不要沉溺其中草木皆兵。一位跨国公司的HR高管曾对我说：当你遭遇不利情形，首先要打起精神而不是抱怨，因为抱怨后等着你的只有更加糟糕和不利的情况。

接下来，你可以尝试了解自己的老板。偶尔约TA出去吃个午饭或者聊一下假期安排等中性话题，这些不会被视为“溜须拍马”。即便老板因为太忙拒绝了你，也会感受到其中的善意。在社交媒体时代，也许你有老板的微信或者微博号，可以借由这样的方式互相了解，分享一些最近的心得，行业的动态等等，都是互动的好机会。但请不要忘记，老板即使对你更友善了，他还是上级，要把握好上下级的底线。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你必须让老板注意到你做的贡献。机会来临时，不要过分谦虚地淡化自己的成绩，而应清楚阐明你做了哪些工作，为公司带来哪些业绩。老板往往很忙，无法及时了解每位员工的贡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为自己代言，那么即使老板没有专宠他人，也无法提供你所期待的“公平”。

还有一个小秘诀，有时你可以在组织内部或外部具有影响力的人面前展示自己，他的头衔并非关键，但老板必须重视他所说的话。如果此人无意中提到你的贡献或者谈起对你的专业印象，一定会令老板印象深刻。

还有一种常见情况，就是在组织中你的劣势也许并非来自老板的偏心，而是因为缺乏政治资本。那么，你就需要重组自己的资源，留意公司中那些非常关键但是被忽略的资源，并将这些资源进行整合。这样一来，你会拥有不输多数派的杠杆，而这些会帮助你发挥更大的作用。

总之，办公室政治复杂多样又客观存在，我们的应对之策也应当不断迭代，但核心观点很简单：你要摘掉有色眼镜，不要畏惧或耻于参与游戏。也许你未必胜出，但当你开始站在他人角度纵观全局地思考这一切、并运用方法解决问题时，就已经在职场中获得了成长，而曾经不利的局面也必然会因为你的努力而得到改善。

如果你对这一话题非常感兴趣，想要进一步研究，推荐HBR Guide系列丛书之《办公室政治》（Office Politics）by Karen Dill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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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影《时间规划局》讲述了在以时间为货币的世界里，贫富差距带来的等级分化以及背后的险恶真相——贫穷是因为资源的缺乏，也因为资源的不合理运用。工作占据了都市人近50%的时间。中国人以勤奋闻名于世，一篇哈佛商学院教授的文章是这样评价我们的：“在中国，努力工作是社会常态，城市工作者几乎没有周末。富有野心的高学历中国人正在抓住一生中仅有的机会为自己和家庭积累财富。”

作为都市白领，朋友圈的度假和惬意只是橱窗展示，真实生活则是仓库里落灰的存货——我们抖擞精神，戴上防霾口罩，日复一日地扎进忙碌的城市赶场和奋斗。你是否也曾怀疑过这样做的意义。

生活和工作是否必须左右互搏？我们该如何分配自己有限的时间？带着这一问题，我采访了我的导师——一位优秀的职业女性和3岁孩子的妈妈，以及几位成功高管，得到的答案令人欣慰：牺牲个人生活换取成功并无必要。他们推荐我阅读了积极心理学和时间管理的很多书籍，并指导我寻找适合自己的管理方法。如果你也笃信自己可以成为时间的主人，信仰理性和科学的自我管理，欢迎加入这一话题的讨论，并写邮件给我，和大家分享你的实践方法。以下是我获得的一些建议：

彻底改变既有生活习惯，重新管理时间，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监控和调整。因为你的生活在不断发生变化：升职、结婚、生子……这些都会打乱你多年的习惯。想从根本上调整，几条tips无法实现，需要改变观念和思维方式——你是否愿意花费大量精力，实现和自己的身体、时间表、欲望、习惯的和解？尝试认识自己、相信自己，并最终让时间、身体都成为帮助你的好朋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要怎么做到呢？



1．守护你的“能量雅典娜”

当我们仔细观察身边所谓的成功人士，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充满活力和能量。每个人职业不同，对社交和家庭的需求也不同。一味建议瑜伽疗法，或早睡早起并不负责任。在开始管理你的时间之前，先问问自己的需要，关键是：找到最能让你获得能量的事。有人通过看书，有人和朋友聊天，有人是性爱，有人是健身……不管是什么？只要合法健康，请坚持在每天的日程表中找出相对稳定可控的一个时间段去做这件事。这样你的一天就有了能量来源，不要因为意外事情打断它。日复一日的坚持，让它成为和洗脸刷牙一样的日常生活。另外，生活中总会有一些让我们流失能量的人和事：负能量爆棚的同事，朋友甚至亲人。我的建议是：即使ＴＡ是你很亲近的人，也尽量减少你们相处的时间，或者不要让ＴＡ主控一切，你必须掌控你们的互动。保存自己的能量非常重要，否则你们只会一起跌入恶性循环。

儿童对外界刺激非常敏感，成年人则因为长期忽视，已经丧失了对自身需求的敏感度；外界信息的干扰让我们被很多非必要的东西驱动，反而忘记真正的需要。找到能量的源泉是一个长期过程，需要专注和不妥协的生活态度，只要你下决心找到它，那个渐行渐远的自己就会重新回来。



2．做“节奏大师”

职场人士最容易失控的，就是对节奏的把握。这点也难怪，毕竟很多事情我们都身不由己。某个项目到了deadline，能不连夜加班吗？但真的只有这种方法吗，还是因为这是最省事的方法？想改变首先要停止寻找外因，相信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

你知道自己每天什么时候效率最高吗？何时适合处理邮件，何时适合做最艰难的工作？身体在哪个时段最疲乏？什么时候和朋友social最合适？健身呢？如果这些你都不知道，请开始逐渐寻找自己的节奏，并在最适合的时刻处理最适合的事情，不要在该睡觉的时候工作，该工作的时候吃饭，让身体迷惑不解，从而无法和你合作。最后导致：疲惫、低效、失去活力。



3．善用80/20法则

这个法则是说少数事件对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比如社会上80%的财富掌握在20%的人手中，你80%的时间都穿的是20%的衣服。简言之，只有极少数的事情值得关注，但那些值得的事情都非常重要。这个法则告诉我们，价值和时间没有关系。它有悖直觉，却符合现实。

这要求我们做到摆脱从众思维，独立思考并采取行动。你需要找机会好好思考你的一天、一周、一生究竟要做什么。事无巨细将一事无成。我们并非没有时间，只是被琐碎的事情消耗掉了精力和时间。

《高效管理的80/20法则》告诉管理者几个高效工作的方法。如果你还不是管理者，这些方法也会帮助你早获晋升。别忘了，你已经走在20%的人的行列中：

首先，你要变成一个极度挑剔的人。精挑细选你的职业，老板，同事。你的工作要让你保持活力，并给予你在其他地方学不到的稀有知识，这家公司最好是市场中的领导者或者是细分市场中的佼佼者。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就以高效少时的工作方式为目标。

其次，明确工作中最重要的方面，尝试每天只作一件最有效益最优先的事情。它必须占用较少时间，但影响更大。开始这会是对习惯的巨大挑战，事无巨细已经成为我们的时间杀手。扔掉“待办事项”，找出第一要务。每天就一件，如果你忘记了，说明它不重要。平静思考和冷静计算不去做什么的艺术在商界很少见，所以你要有意识的改变自己的行为。

最后，让你的团队成为80/20管理者。管理者总是团队中20%的人，但他们的作用是充分调动起剩余80%的人的生产力。所以，不要吝啬传递智慧，让员工都具备这种自我管理的能力和方法，会让组织和自己受益。有时我们的确无法避免琐碎又日常的事宜，你可以用一天中某个完整时间段将其快速处理掉，还有一个好方法就是交给他人去做。你可以交给下属或外包这些工作。记住，时刻保持专注。

每人每天都拥有24小时的时间，这是世间最平等的事。精心打理财富，可以让你的财富增值。精心打理时间，则会为你带来更平衡的生活。我们都期待“春风拂面，水流花开”的闲适，却无法靠抱怨实现，唯有认可“less work, more achievements”的哲学并主动出击，才能发现并获得生活的真正意义。





“微管理”系列：职场人六招学会自我管理



频繁跳槽也能不断增值

文丨牛文静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伦敦高级编辑






你
 一定也见过那些职业头衔很多的人，比如CEO/天使投资人/教授。据说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社会：职业壁垒更模糊，身兼多职成为时尚。但是，各项工作都做得出色的人并不多，在整个职业生涯中跨越多行业，并取得成功的人则更为罕见。想在多样化的选择中成功，关键是洞悉跨行业和跳槽背后的真实线索。

本期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英国人，名叫Simon Pulman-Jones,他的简历翻译过来是这样的——



Simon Pulman-Jones

教育背景：

1982年-1985年 毕业于剑桥大学 英国文学硕士

1990年-1996年 毕业于伦敦政经学院 社会人类学硕士及博士



工作经历：

本科毕业后陆续在电视台担任编剧、纪录片助理摄像等工作，主要从事人种志方面的纪录片拍摄

1997年-2000年 博士毕业后在伦敦政经学院LSE未来媒体项目担任研究员

2000-2003年 美国咨询公司Sapient 用户体验部门主管

2004年-至今 在全球第四大市场研究机构GfK 陆续担任创新&人种学欧洲总监，创新&数字化全球总监及战略创新全球总监

职责：将人类学和人种学的知识应用在新产品、服务或者战略方案的研发中。

此外，他还一直在剑桥大学i-Teams担任创新学导师

Simon的履历也许并不符合我们对“职业”的传统定义：从最初的电视人转作学术研究，后又进入商业咨询领域，跨越多个行业；工作地点也一直往返于英美之间。照常理，这必然带来职业断层和人脉流失，他是如何完成衔接的呢？这条职业发展之路是否有迹可循？通过和Simon的聊天，我了解了他履历背后的故事。



往下读之前，不妨先自测一下！

1、在某岗位工作不到5年，兴趣广泛，定位迷茫。——go to A

2、在某领域工作5年左右，觉得行业无前景，想转行却因看不清未来不敢轻举妄动。——go to B

3、在某个职位工作5-10年，积累了很多经验，对自身优势非常明确，想要做些不同的事情。——go to C



A．成为T型人才

在职业初期，最重要的是学会“取舍”。Simon在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电视台实习，为肥皂剧创作剧本，他觉得那个剧本“特别烂”，不久就放弃了做编剧。后来开始拍摄纪录片，出于热爱干了很多年。但到后期，他觉得自己更向往稳定生活，并没有终生拍摄纪录片的决心和投入度。深度审视自身，他觉得自己最大的能力是和各种背景的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于是他重返校园，专门攻读人类学。

彼得·德鲁克曾撰文写过如何通过“回馈分析法”发掘自身优势：在做事时，写下你期待中的结果，并和实际结果作对比。经过一段时间积累，就会逐渐明确自身优势。机会成本其实就是无论你有多少选择，最后也只能要一个。

Simon的选择是认准自己的优势，精耕细作，成为“T型人才”——指在某方面拥有深入专长，但技能涉猎广泛的多面手。这种对某个领域的深度积累是无法通过不断跨领域实现的，必须当你积累了某项专业的深度后，再慢慢移植到不同领域。前提是两点：一、诚实面对内心，追问自己擅长而非热爱什么，因为很多人其实做不好热爱的事情。二、T字要扎的深，需要耐心播种，很多人不愿付出时间成本，在急躁中失去了机会。在伦敦政经学院学习了6年的人类学后，Simon完成了自己从媒体人到人类学家的第一阶段转型。这也成为他日后职业发展的根本。



B．跳槽目的是不断积累价值

作为职场中层，多少都会遭遇一定的天花板。特别是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很多行业遭到冲击，如何转行成为全民难题：是放下一切去创业？还是选择更朝阳的行业？或者，一切向钱看？

Simon认为，只有能让自己的价值在以前基础上不断积累的跳槽才是好跳槽。而这个价值则是由你自身的能力和行业背景决定的，必须认真思考，什么样的价值是你所需要且最容易衍生出来的？

从学术研究转到咨询公司是Simon职业生涯第二个醒目的转折。这源于一次机缘巧合，当时他在美国参加一个会议，遇到了Sapient咨询公司的老板，对方得知他在LSE的研究内容，很感兴趣，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公司的新项目。——推销自己是每个在寻找机会的人都应该学会的，但在推销之前，记住机会的确是给准备好的人。

Simon决定接受这份工作，远赴美国。因为他认定这个工作可以将人类学的东西应用在全新的领域——通过研究人类的行为习惯，进行产品创新等方面的开发。这无疑赋予了人类学更有价值的东西——通过人类学改变世界。

跳槽的动力不该是金钱、更好的行业或负气出走，而应该是对自身价值清晰认知后，不断迭代的需求。如果这份工作的内容能给你本来就擅长的东西增添更多价值，那么这种跳槽的机会不要错过。



C．从更广阔的角度定义职业

在某个行业已经做到一定位置的人，会产生懈怠和逆反心理。曾经和某公司创始人聊天时，听他说起一个略带调侃的概念，叫做“更年期创业”：指一些主管已经在某个行业做的很好，却突然想颠覆自己做些不一样的事，舒缓一下中年分泌的荷尔蒙。

Paul Levy曾经是波士顿港清理项目的负责人，在成功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后，他成为一家濒临破产医院的CEO。董事会正是看中了他在变革中体现的领导力，希望他可以带领医院走出困境。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跨界领导力》一文中，作者提到了这种在政界、商界和非营利组织中都担任过高管的人，他们具备一种跨界领导力，其价值可以在这些领域无碍移植。所以不妨将眼光放高远，想想自己的价值还能在哪些领域发挥更大作用。跳出方寸天地，迎接海阔天空。

如果你想要换跑道，却正在犹豫不决。不妨先小试牛刀——现在海外一些营利机构正在推出针对这类人群的实习计划，项目对象并非刚毕业的大学生，而是已经在职场奋斗多年，想要换跑道的中高层人士。招聘的往往是跨行业人才，对方有志于进入这个行业，却不知道自己是否胜任，通过这种项目来试水。好处是不必付出那么昂贵的时间成本，因此颇受欢迎。

动荡时代，稳定已荡然无存。我们唯一能追求的是内心和职业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来自对自身价值的不断锤炼，眼界开阔带来的对使命的清晰认知。前者让我们做出最符合自身的选择，后者则让我们少走弯路，在有限人生中体验更多不一样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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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是最重要的反人性特质

文丨牛文静 《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伦敦高级编辑






人
 们普遍会在30岁前后经历一些认知变化：年轻时看重的某些显性优势，如智力、口才等，逐渐让位于自律、耐心、踏实等品格。因为这时，需要借由时间验证的真相已初现端倪，自律、耐心等品格会帮助我们走得更长更久，是度过人生考验的关键。也许有人可以凭借运气一时得志，但持续的成功一定不是凭借运气。

当我们走近那些过得优雅、平和、一帆风顺的人，会发现他们不一定多耀眼，反而拥有一种独特朴实的气质。而其突出的共性是“反人性”特质。

什么是反人性特质？人类天性好逸恶劳，喜欢逃避问题、懒惰、短视，自视甚高却很难脚踏实地。许多才智过人的年轻人少年得志，却因缺乏自律断送了前程。《自控力》一书中总结，“集中注意力，拒绝诱惑，控制冲动，克服拖延是非常普遍的人性挑战。”大脑出于自我保护的天性，常常屏蔽掉这些问题。但那些优秀的人会通过磨练意志，持续战胜这些弱点。他们拥有猎豹般的耐心，坚持独立思考，目光长远，擅长拆解复杂事务。这一切都得益于他们强大的自律精神。自律除了让我们生活更健康，工作更高效外，还有助于姻缘。——那些幸福的伴侣都会告诉你，维持和谐婚姻的秘诀在于闭嘴。这点太难做到，需要双方强大的自律性。

那么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该如何提高自律性？作者我就是拖延症晚期患者、及时享乐型人格，因为缺乏自律尝到了一系列恶果，例如工作拖沓、生活被动、身材走样等问题。但好在知耻而后勇，我开始求教他人，阅读书籍，搜集改变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后，略有成效，过去拖了很久的事也终于有了进展。借此机会和你分享一些体会（希望你有什么好方法也留言给我）。



首先，要接受残酷现实

自知之明是自控的前提。我们首先要接受那些令人不愉快的现实：比如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没有超群的智慧、也没有好到爆的运气，唯有勤勤恳恳方能稍有收获。放弃“励志”书籍的催眠，一夜成为百万富翁，或几个动作就可以轻松减肥等都是有毒的鸡血。真正实现目标的方法，永远只有痛苦持久的自律。正视现实的另一个好处是不给自己放纵的机会，比如连轴熬夜或者将工作堆到最后一周仓促完成等。现实虽然残酷，却令人谦卑。当你正视真相，才能产生改变的勇气。



第二，你的大脑并不代表你

战胜大脑非常困难，但一旦战胜了特别具有快感。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积极搜集属于自己的证据，比如什么时候最容易屈服于诱惑，以及在和自己的意志力角逐时会说些什么，哪种说法可以奏效。要找到和你的大脑作战的秘密武器。这种武器因人而异，有人习惯找人监督自己，有人喜欢设置奖励。我个人觉得比较有效的是《把时间当做朋友》一书中作者推荐的方法：在懒惰时对自己说，现在是你的大脑想这样做，并不是你想要这样做，不要让它得逞。

意识往往会带来惰性和放纵情绪，但是潜意识却非常清楚什么是我们该做的事。所以心理学认为，当人的潜意识征服了意识，两者达成一致时，人才会实现真正的心理健康。战胜薄弱的意识，停止做大脑的奴隶，你就迈出了自律的关键一步。



第三，将困难任务拆分

意识上准备好后，很多人会因为执行不当而功亏一篑。压力是自控力的死敌。我们之所以很难完成许多工作和计划，就是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太大的压力。因此，你要循序渐进，想办法拆分工作来减少压力，这是确保长久执行的好方法。



前段时间，我一直很希望能在家中坚持练习瑜伽。顺便说一句，控制肌肉和呼吸的瑜伽锻炼是培养自控力的最便捷途径之一。但是，因为犯懒加上身体不给力，一直无法坚持。

后来我决定收敛自己的野心，改变计划。最初，我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是每天练一小时，先坚持1个月。后来发现这种目标连一周都坚持不下来。接下来我决定拆解这件事。把自己最需要锻炼的身体部位列下来，找到合适的App或瑜伽节目，针对颈部、脊椎、冥想等分类，12天为一个周期开始练习。如果你觉得12天太长也可以设为7天。每天先坚持15-20分钟，逐渐延长。这样的目标对于多数人来说都是很容易实现的。犯懒时，要不断提醒自己这是大脑开启了惰性模式，并非我本意。

现在这件事我已经坚持了好几个月，效果还是很明显的。做其他事情也是如此，如果能将原本困难和庞大的项目拆解为多个压力较少的小项目，并设定鼓励周期，则有可能一点点攻克目标。

另外，尝试将动作做到极致，虽然当下感到痛苦，但之后你会获得让人上瘾的成就感。这和随便做做是绝对不能相提并论的。有种站在宇宙之巅的感觉。毕竟，战胜自己才是这世上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第四，注意饮食

这点会被很多人忽略，却是自律的关键。古语说祸从口出，其实祸也从口入。根据营养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推荐，低血糖饮食，也就是瘦肉蛋白，坚果和豆类，粗纤维谷类，水果蔬菜等没有大量添加糖类、脂肪的食物，都会让你的血糖保持稳定。而血糖的稳定，会提高意志力所需的糖分利用率，从而提升人的自律能力。

高度自律者肯定有健康的饮食习惯。饮食对健康的影响远超过健身和起居时间，它是打造活力外表、高质量生活的基础。当你往自己身体里随意塞入高热量的垃圾食品，不按时吃饭，营养失衡时，身体系统必然会出现问题，根本不必妄谈自律。更糟的是，失控的饮食习惯会让你在做其他事情时也变得很随便。

如果我们能够坚持按时三餐，注意营养搭配。身体会自动开启清洁程序，进入良性循环，并体现在情绪上。让你逐渐成为体态轻盈、心情愉悦的人。

其实道理往往很朴素，但我们多数人都很难做到，因为人性热衷及时行乐。延迟满足感很“反人性”，少有人愿意用眼前巨大的痛苦，换取日后较少的痛苦和较长的幸福。我们擅长的是抓住眼前短暂的幸福而不管未来的代价。但是，自律的人会放眼未来，勇于承担当下的责任。

自律的人一生可以完成其他人几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生活高效、轻松、时刻充满自信和掌控感。别人眼里的苦行僧，拥有的却是人生终极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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